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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朱尔旦是我一位未曾谋面的小友的笔名，我们是通过电子邮件建立起联系的。我很少给朋友和学生的著作写序言，担心写不出著作的精义，辜负了朋友和学生的好意；我自己的著作也没有麻烦师友写序言，不是因为清高，而是不忍心耗费师友的时间。

对于万历朝鲜战争，我只是在万明、陈尚胜、孙卫国、杨海英、郑洁西诸友及日、韩同行的推动下，做了一点“友情客串”式的研究，同时被中、韩合拍的纪录片《万历朝鲜战争》抓为中方顾问，又应韩国海军军官学校的邀请，做了一场关于李舜臣的学术报告。虽然如此，根本不具备为这类著作写序的资格。但是，当朱尔旦小友在电子邮件中向我讲述他的学习和工作经历，并且把他在工作之余撰写的一部50多万字的《万历朝鲜战争全史》发给我，希望我作序时，我又感到不好推辞了。

作者自幼喜爱历史，曾经立志治史，即使不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也希望能够“立一家之言”。从2009年开始，作者开始关注万历朝鲜战争，至今已经有十年。作者重视海外文献，为此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通过各种渠道，收集、购置了许多国内稀见的万历朝鲜战争资料。

作者告诉我，“朱尔旦”出自《聊斋志异》里的《陆判》，朱尔旦原先是一个愚钝的书生，但被身为地府判官的陆判换心后，才思敏捷，文章练达，一举夺魁。作者对这个故事印象非常深刻，希望“朱尔旦”这个名字能够为自己的史学写作带来“运气”。“朱尔旦”果然带来了运气，作者不但以这个笔名发表过几篇关于壬辰战争的文章，还在相关爱好者的圈子里积攒了一定的知名度，开始撰写《万历朝鲜战争全史》一书，至2019年年底终告完成。

写这篇序言的过程，是我学习朱尔旦《万历朝鲜战争全史》的过程，最大的感动，是作者并非“专门”从事历史研究，却写出了一部“很专业”的历史著作。全书行文流畅，史料运用娴熟，对万历朝鲜战争（朝鲜称“壬辰倭乱”，日本称“文禄·庆长之役”）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和评价，做出了一些超越前人的贡献，略举其要。

第一，关于人物评价

沈惟敬是浙江嘉兴府嘉善县人，当日军势如破竹地向大同江挺进时，明朝宁夏的哱拜之乱尚未平定，兵部尚书石星“计无所出”，提出派人前去“侦探之”，其实是与日军谈判，迟滞其前进。但官方没有合适人选，遂向民间招募，沈惟敬正是应募者之一。

不少记载说沈惟敬熟知“倭情”，可以用日语和日军将领交流。但是，当石星拟用沈惟敬时，正在翰林院任职的嘉兴籍学士朱国祚向石星提出警告：“此我乡曲无赖，因缘为奸利耳，公独不计辱国乎？”（《明史·朱国祚传》）
 在朱国祚的眼中，沈惟敬为“乡曲无赖”。《明史·朝鲜传》也把沈惟敬定位为“市中无赖”。但是，另外一位嘉兴籍官员袁黄，则是沈惟敬的支持者。袁黄当时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后随宋应昌、李如松援朝为赞画，对朝鲜问题有很大的话语权。石星之所以启用沈惟敬，极有可能出于袁黄的推荐，而后来袁黄也因沈惟敬的牵连而罢职。

就是这位沈惟敬，过去的研究多将其视作周旋于中、日、朝三国的投机取巧的小人，只知道一味行骗，同时欺骗了万历皇帝和丰臣秀吉，最后导致明朝和日本的和谈失败，战争再次爆发。但是，作者通过当时的史料指出，沈惟敬在早期的和谈活动中，为明朝争取到出兵时间做出了大量贡献，成功牵制了日军的军事行动，并且巧妙地取得了日军的军事情报。人们所指出的沈惟敬的欺骗行为，很大程度是由石星、宋应昌等人直接授意的，最后让其背黑锅，承担石星、宋应昌等人应该承担的责任。

再如宋应昌和李如松，由于各种原因在当时受到言官们的猛烈批评，清修《明史》也对他们在朝鲜战争中的表现多有非议。后世学者因为视其为英雄，对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多加掩饰。本书充分肯定了他们的战争功绩，同时也客观指出，宋、李二人由于客观形势的逼迫，做了一些上不了台面的暗箱操作，并提供假情报，向朝廷伪报战功。

再比如朝鲜水军将领李舜臣，多次挫败日本水军的攻势，战功赫赫。一些韩国、欧美的观点，甚至认为光凭借他，不依赖明军的支援，也可以击退日军。但是，本书根据史料指出，李舜臣在其主动发起的釜山海战、熊川海战、巨济岛海战中，都遭遇了挫折，也从来没有达到切断日军水上补给线的目的。和明朝、日本的将领一样，李舜臣也在时时捏造战绩、夸大功勋。这大概是战争时代的通例。

第二，关于战争细节

碧蹄馆之战，在壬辰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李如松的轻敌冒进，数千明军遭到数万日军的围攻。《明史》说经此一战，明军主将李如松“气索”。

但据日方的史料显示，日军同样“气索”。参与此战的日本将领，都在各自的记录里相互指责对方。

立花宗茂家臣荐野增时所著的《宗茂公朝鲜军御物语觉》，指责黑田长政、大谷吉继怯战，不敢迎战明军，使得立花家孤军奋战；小早川隆景家臣梨羽绍幽的《梨羽绍幽物语》，则说立花家的士兵战死大半，需要小早川军接替作战；筑紫广门家臣所著的《筑紫记》，则指出小早川军刚和明军交战，就落入下风，直接溃败。

再如，据《丰臣秀吉文书集》记载，1592年，丰臣秀吉在收到了朝鲜战场传来的关于日军在闲山岛海战失利、明军攻向平壤（第一次平壤之战）的消息后，不但指示日本水军大将胁坂安治停止与朝鲜水军进行海战，转而在巨济岛筑城自保；还指示日军诸将婴城固守，若明军再次攻向平壤，一定要及时出兵救援小西行长。虽然战争开始阶段，日军在陆战中势如破竹，但随着明军主力的入朝作战、朝鲜水军的连战告捷，在战争发动的第一年，日军在陆上、海上就已经表现出守势，丰臣秀吉开始丧失战争之初的意气风发，不再狂妄不可一世。

又据《旧记杂录后编》记载，1597年年底、1598年年初，明军发起第一次蔚山之战，日军虽然最后勉强击退明军，但对继续作战下去已经没有了把握，纷纷联名上书，要求放弃前沿的日据城池，全面撤守到朝鲜沿海，为此引起丰臣秀吉震怒，但又不得不稍稍妥协。

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明军还是日军，对这场战争，其实都没有必胜的信心，都对对方充满着忌惮。

第三，关于中日和谈

对于壬辰战争过程中的中日和谈，即“封贡”，其间细节一直没有真正被揭示。一些相关作品不是叙述得太过简单，便是理解得太过简单，认为只是中方代表沈惟敬、日方代表小西行长相互串通，各自欺骗自己的君主、伪报对方的和谈条件。最后因为露出破绽，使得和谈破裂。但正如本书所揭示的那样，壬辰战争中的明、日和谈，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各种欺诈。

以“碧蹄馆之战”结束后双方的表现为例。明朝兵部尚书石星、经略宋应昌、提督李如松因为粮尽兵疲、财政困难等原因，已经无意进取，于是再次派遣沈惟敬与日军议和。事后，双方各取所需，各自表述。宋应昌、李如松向明朝伪报，说明军在碧蹄馆大捷，日军已无斗志，向本朝乞求封贡。日方代表也向丰臣秀吉报告，说在碧蹄馆大败明军，明朝派出使者，前来谢罪。在双方一线谈判者对各自当局的误导下，在各种谎言的交织下，明、日双方的各自期望越拉越远，这是和谈谈不拢的根本原因所在。万历皇帝误以为日本完全服软，请求封贡，所以制定的对日策略，也是针对“封贡”展开。丰臣秀吉同样误以为明朝完全服软，制定了七项苛刻的议和条件，包括要求大明公主下嫁日本、朝鲜割让一半国土给日本、朝鲜王子渡海到日本作为人质等等。

本书根据中、日、朝三方文献，描述了明、日双方和谈过程中的欺弊细节，应该是当前涉及这方面最全面的“一说”。但作者恐怕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中国历史上与“强邻”谈判过程中的“普遍现象”。





宁夏之役、朝鲜之役、播州之役，史称“万历三大征”。由于万历朝鲜战争具备国际性特点，对整个东北亚此后的形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又由于事件涉及中、日、韩三国，所以一直受到三国乃至更多国家研究者的关注，成果迭出。作者能够在这些研究中冲出重置，对“万历朝鲜战争”研究做出新的贡献，得益于他多了一批资料。由于作者的强烈求知欲，他通过多方渠道，收集、购置了大量国内稀见的万历朝鲜战争资料，并加以解读和运用，因而更多地获取了一些信息。胡适说：“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有七分材料不说八分话。”材料多了，也就可以多说了。

针对这段历史，作者认为除了汉文文献外，还需重视使用日方的原始材料，主要是文书、战地日记、觉书（回忆录）三个系统。文书，是日本方面各个层级的往来文件，有直接下达命令的指示文件，也有相互间的交流书信，这为了解当时日方的第一手动态提供了帮助。此类文书，目前整理出版的有《丰臣秀吉文书集》《德川家康文书的研究》等。战地日记，是参与战争的日本武士、僧侣，每天记录各军活动轨迹的日记，据此也可以掌握日方的第一手动态。其中，比较有名的有下濑赖直的《朝鲜渡海日记》、新纳忠增的《渡海日记》、西荆的《西征日记》、庆念的《朝鲜日日记》等。觉书，是日方各层级人员撰写的回忆录，不少觉书都详细记录了战史的细节，尤其是一些大战役。比如记载泗川之战的觉书，有《帖佐彦左卫门觉书》《伊东壹岐入道觉书》等；记载露梁海战的觉书，有《渊边真元高丽军觉》《大重平六觉书》《佐多民部左卫门觉书》等。这些觉书的存在，可以使我们换个角度了解那些重要战役的细节，其中许多内容都是汉文文献没有记载的。

日本史料之外，作者对葡萄牙方的史料，也给予了重视。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有许多葡萄牙人在日本及中国东南沿海活动，他们与日方主要人物进行直接接触，也留下了关于这场战争的珍贵记录。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路易斯·弗洛伊斯所著的《日本史》一书。在葡萄牙人的记录中，可以看到当时西方人看待东亚的视角，他们毫不吝啬地赞美明军装备精良、战术高超，与之交手过的日军感受到极大的压力，被迫放弃了征服明朝的计划。同时，他们又极尽称赞明军外交官沈惟敬的足智多谋，多次巧妙地与日方周旋。有意思的是，沈惟敬在中、朝文献的记录中，大多数情况却是以脸谱化的小人形象登场。

由于作者同时运用了中国、朝鲜、日本、葡萄牙四方史料，又致力于还原这场战争的场景，本书的出版，是值得期待的。并且书中大量表格所展示的数据，可以使读者更加客观地了解这段历史。

当然，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由于不是专门从事历史研究，这部著作中也表现出来一些“非专业性”，但并不影响它的价值。恰恰相反，对于“非专业”的读者，也许更加亲切、更加容易接受。

在此书即将付梓之时，我对该书出版表示祝贺！

方志远
[1]



2020年1月8日

海南澄迈景园悦海湾


注解：



[1]
 　方志远，江西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明史学会首席顾问、国家社科基金历史学科评审组专家，主要著作有《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明清江右商帮》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方志远教授曾多次登上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了《大明嘉靖往事》《万历兴亡录》《国史通鉴》《中国故事》《王阳明》等精彩节目。在央视官网举办的“2011我最喜爱的《百家讲坛》节目评选”活动中，方志远教授以高票获“《百家讲坛》最受欢迎主讲人”和“《百家讲坛》最受欢迎节目”。



前言

很小的时候，我就对中国历史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等长大一些后，又对日本历史产生了兴趣。万历朝鲜战争是中、日、朝三国交会的一段历史，很对我的胃口。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我对万历朝鲜战争这一段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为此花费了许多人力物力，收集、购置了数量不少的相关资料。既然对这段历史产生了深厚感情，我脑海里就冒出了一个念头，将我了解到的相关知识，写成一整本书，作为一个阶段性成果。很有幸，这个梦想实现了。

在中、日、朝三国史料中，有关万历朝鲜战争的文字记载不在少数，但因各种原因，许多资料都是在各自的立场上自说自话，文过饰非的情况相当严重。如何客观地在不同原始史料中进行取舍，写下一本具有参考意义的通史，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基于此，我在广泛搜集各类史料的前提下，严格筛选出其中的可靠部分，以此为基础材料，撰写了《万历朝鲜战争全史》一书。在立场上，我尽可能不偏不倚、客观公正，争取把真实的历史完整呈现给大众。

书中有两点情况，我需要向读者做一下说明。

一、在历法上，朝鲜使用明朝历法，日本则不同，其历法有时与明朝历法相差一天，有时又是同一天。我在写作此书时，参考《日本战史：朝鲜役经过一览表》《丰臣秀吉朝鲜侵略关系史料集成》列出的日历对照表，统一使用明朝历法，这点敬请读者注意。

二、书中出现的历史人物对话，全部都有史料出处，绝非凭空虚构。对于浅显易懂、篇幅简短的文言文对话，一般保留原文。如遇上篇幅较长的对话，或者较为晦涩的对话，则翻译为白话文。

虽然已经写完了这本书，但我深知一个人的知识终究有限，而万历朝鲜战争是一个非常博大精深的历史专题，以一己之力驾驭一本通史，是无法写清楚每一个细节的，也难免出现一些错误。这本拙作，权当抛砖引玉，期待未来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会愈加深刻，出现更多优秀的作品。

朱尔旦

2020年2月14日




第一章


壬辰倭乱（上）：

从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到发兵侵略朝鲜






丰臣秀吉的崛起

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潜心研究海防的翰林院检讨
[1]

 徐光启，撰写出了《海防迂说》一文。他在文中详细分析了日本对中国沿海地区的威胁：

信长为人雄杰，多智略。前是六十六洲各有君长、不相统一，至信长征伐四出，略皆臣伏，无敢异。此人智计叵测，十倍秀吉；假之数年，必为我大患……秀吉承信长之后，其欲逞志于我，无异信长……假令信长而数年不死，秀吉而经营数年，邦国大定，其为我患，岂以绝市而止乎？

徐光启在这段文字中提到了早已死亡的日本大名织田信长，此人曾对大明产生过侵略的野心。徐光启感慨地说，假如织田信长当年没有死，他对大明产生的威胁，将十分巨大。

时间回到徐光启写下这段文字的35年之前，那是明朝万历十年，也是日本天正十年，即公元1582年。当时，日本列岛被众多地方领主割据，形成六十六国，相互间频繁发生武装冲突，这一时期被后人称为“日本战国时代”。这些地方上的领主，依据其割据势力的大小，大领主称“大名”，小领主称“国众”。

织田信长是那时候实力最为强大的日本战国大名，颇有主宰全日本的气势，混乱的战国时代似乎将在他的手中终结。织田信长在这一年发起了对甲斐、信浓的征伐，灭亡了割据甲斐、信浓、骏河、西上野的大名武田氏，使武田家当主武田胜赖授首。随后，织田信长决定西征，出兵征讨西日本最大的大名毛利氏。在日本传教的葡萄牙耶稣会士弗洛伊斯在其所著的《日本史》中记载，社会上传闻织田信长计划“平定毛利，成为日本六十六国绝对君主后，组成一支大舰队，以武力征服中国（明朝），再将诸国分封给儿子们”。

但命运的安排是奇妙的，还没等织田信长平定毛利氏，同年六月二日，就迎来了改变整个日本历史的本能寺之变。织田信长在准备出兵征讨毛利氏的途中，夜宿京都的本能寺，结果部下明智光秀突然举兵发动叛乱，致使信长死于此次变故。无论织田信长是否有着征服大明的巨大野心，这一切都随着他的死亡烟消云散，成为梦幻泡影。但织田信长的死，却意外给了他的部下羽柴秀吉出人头地的机会。羽柴秀吉此人正如中国史书《晋书·慕容垂载记》评价后燕开国君主慕容垂那样：

垂犹鹰也，饥则附人，饱便高飏。遇风尘之会，必有凌霄之志。

他就像一只鹰，在饥饿之时依附于人，吃饱后就高高飞起，一旦有风云相助，必有翱翔九霄的凌云壮志。

与日后的得志迥然不同，羽柴秀吉的早年生活非常贫困。据当代日本学者服部英雄在《河原ノ者·非人·秀吉
 》一书中的考证，秀吉乃贱民出身，是当时日本最底层的人物。与羽柴秀吉同时代的朝鲜儒学者姜沆在《看羊录》中记载，羽柴秀吉是来自日本尾张国的乡下人，他不仅“貌寝身短，状如猿猴”，而且“生而右手有六指”，长得非常奇怪。同时，他的家庭出身也不好，“父家素贫贱，为农家佣，刍草以为生”。

虽然出身不高，但羽柴秀吉来到织田信长麾下后，便逐渐崭露头角，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根据《看羊录》的记载，羽柴秀吉城府颇深，他能得到织田信长的赏识，一步步爬上去，是其精心谋划的结果。原先，织田信长屡次让奴仆们去市场中买货物，但是市场上的商人都把价格抬得很高，因此奴仆们常常不能买回需要的货物数量。等到让秀吉去买的时候，秀吉却能经常以低廉的价格买回许多货物，这让织田信长大加赞赏，开始注意他。其实，这是羽柴秀吉为了博取织田信长的关注，每次都刻意补上自己的一半私人存货，所以看上去好像是多买了，而其他奴仆并没有察觉到这一点。

明隆庆四年（日本元龟元年，1570年），羽柴秀吉跟随织田信长参加了越前之役，讨伐浅井长政、朝仓义景，后因功获赐浅井18万石之地。明万历四年（日本天正四年，1576年），羽柴秀吉又参加了平定松永久秀之乱，《看羊录》说他“持枪突斗，所向披靡”，这更加让织田信长对他刮目相看，使得秀吉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明万历五年（日本天正五年，1577年），织田信长派遣羽柴秀吉西征，讨伐占有备前国、美作国的大名宇喜多氏，以及占有山阳、山阴等10余国的大名毛利氏。历经5年时间，羽柴秀吉平定了播磨、备前、但马、因幡、美作五国。

本能寺之变发生的这一年，羽柴秀吉正与毛利军在备中国作战。毛利家当主毛利辉元的别将清水宗治固守高松城，以抵挡羽柴军。羽柴秀吉下令军队绕着高松城筑土山，灌水攻城。山造得越高，水就灌得越多，最后高松城没被浸没的地方只有一丈余高，但是守城将士们的意志却十分高涨，丝毫不显怯懦。本能寺之变发生时，羽柴秀吉仍未能攻克高松城。后方使者日夜赶路，疾驰而来，向秀吉报告了信长被明智光秀弑杀的事情。羽柴秀吉得报后，为避免信长身亡的消息被敌人知道而使自己陷入不利，便迅速封锁消息，斩杀了报信的使者，又加大力度攻城，装出一副很闲暇的样子。（《看羊录》）


为了争取战略上的主动权，羽柴秀吉致信毛利辉元的僧人谋主安国寺惠琼，让他前来谈判。安国寺惠琼接到邀请后，立刻赶到了羽柴军的阵营。羽柴秀吉把他请入帐中，先是威胁称高松城即将陷落，又说自己不忍心看到城内的数万平民在破城之后被尽数屠杀，告知对方可以罢兵停战，但停战的条件是清水宗治剖腹自杀。毛利家决定对此妥协，安国寺惠琼将这一条件告诉了清水宗治，大义凌然的清水宗治乘着一艘小船出了城，在船上切腹自杀了。之后，羽柴秀吉便与毛利辉元缔结和约，回师东进，前去讨伐弑杀织田信长的明智光秀。

六月十三日，羽柴秀吉与织田信长第三子织田信孝一同出兵，与明智光秀在京都南部打响山崎之战。（《公卿补任》）
 交战中，双方投入了大量铁炮（即火绳枪），炮声“数刻不止”（《兼见卿记》）
 ，最后明智光秀军溃败。战败的明智光秀本打算逃回他的居城坂本城，但是行进至伏见小栗栖时，被当地农民以竹枪刺死。（《三河后风土记》）


山崎之战结束后，选谁为织田信长的继承人成了重中之重，为此引起了织田家臣们的权力斗争。织田家重臣柴田胜家推举织田信孝为继承人，羽柴秀吉则拥护织田信长的嫡孙织田秀信（信长嫡子信忠之子，信忠同样死于本能寺之变）。柴田胜家在信长众多家臣中屡立战功，实力为众人公认；羽柴秀吉则因替主公报仇，也拥有发言权。由于柴田胜家、羽柴秀吉两人意见相左且相持不下，织田家的家臣们决定在织田信长生前居住的清州城开会，来推举信长的继承人选。在会议上，柴田胜家仍举荐织田信孝，但羽柴秀吉以信长遗命为由，强行拥立才3岁的织田秀信为继承人，令其居住于安土城。清州会议结束以后，羽柴秀吉便成了织田家的实际掌权人。

之后，与羽柴秀吉关系迅速恶化的柴田胜家，联合织田信孝以及泷川一益、佐佐成政等织田家旧臣，图谋反抗羽柴秀吉。羽柴秀吉很快与这些昔日同僚翻脸，并发生冲突。他首先进兵美浓，逼近织田信孝所在的岐阜城。织田信孝假装乞和，羽柴秀吉在取得人质后退兵。

接着，明万历十一年（日本天正十一年，1583年），羽柴秀吉部署7万兵力，分成三路进入伊势，攻打泷川一益。之后，羽柴秀吉又与柴田胜家爆发武力冲突。其实，战斗早在前一年的冬季就已经打响了，羽柴秀吉趁柴田胜家被大雪封锁于其居城越前北庄城时，袭击了柴田胜家势力下的近江、美浓、北伊势，尽量把战争局势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引导。

万历十一年三月，越前的积雪融化之后，柴田胜家立即率领麾下2万余人，在近江国的贱岳迎战7万羽柴军，打响了贱岳之战。柴田胜家所采取的战术，是让自己推举的织田家继承人织田信孝从美浓国岐阜城出兵，袭击羽柴军背后的美浓国大垣城，与自己两线夹击羽柴秀吉。

羽柴秀吉获知织田信孝出兵的消息后，十分慌张，因为一旦大垣城沦陷，自己必定会被敌军夹击，于是他立刻亲率2万人前往救援大垣城。柴田胜家认为机不可失，于是抽出一部分兵力，交由麾下的佐久间盛政率领，令其突袭留守在贱岳战场上的羽柴军。佐久间盛政不负所望，攻陷了羽柴军的大岩山寨。

然而，大岩山寨被柴田军攻陷时，羽柴秀吉已经成功回救大垣城。他得知柴田胜家因为突袭大岩山寨而导致兵力分散，便决定率领1万余人马，立即从大垣城杀回去。虽然大垣城与贱岳相距25公里，但羽柴秀吉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从大垣城迅疾回军，再度对柴田胜家发起挑战。柴田胜家没有料到羽柴秀吉会杀回来，因此大为吃惊。柴田军中的前田利家事先已被秀吉策反，此时突然带领他的军队离开战场，致使柴田胜家更加孤立。最后，柴田军全面崩溃。羽柴秀吉直追柴田胜家至越前国北庄城，迫使其自杀。见大势已去，织田信孝亦自杀身亡，泷川一益随后投降。（《三河后风土记》）


这之后，又有一人站出来反对羽柴秀吉，他便是织田信长的次子织田信雄。得知清州会议决定将织田秀信选作信长的继承人，织田信雄非常不满。随后，他又得知羽柴秀吉为怀柔自己，而与他的三名重臣私相往来。织田信雄更加愤怒，下令三名家臣切腹，然后准备消灭羽柴秀吉继承织田家。羽柴秀吉得知织田信雄的这些动作后出兵讨伐，织田信雄则向支配着三河、远江、骏河、甲斐、信浓五国的大名德川家康发出求救。德川家康也想伺机打倒秀吉，于是答应了织田信雄，前往信雄居住的尾张国清州城召开军事会议，商量如何对付秀吉。

会议结束后，德川家康、织田信雄组成联军，出兵迎战羽柴秀吉。德川、织田联军布阵于北尾张的小牧山城，羽柴秀吉则在距离小牧山约5公里外的乐田城布阵，两军展开对峙。羽柴秀吉的兵力为10万人，人数上较德川家康、织田信雄的联军占优，于是他决定派遣别动队去偷袭德川家康的后方大本营——三河国。但是这个计划被德川家康得知，他派出14000人，奔赴长久手南部的岩崎一地，突袭正赶往三河的16000羽柴军，一举将其击败，取得了胜利。

羽柴秀吉打了败仗后，深感德川家康的军事力量强大，便率领军队撤退到了大坂（明治维新后改称“大阪”，后同）。军事手段不行，羽柴秀吉便用他擅长的外交手段与织田信雄议和。织田信雄虽然与德川家康联手打败了秀吉，但是在政治上还很稚嫩，不敌秀吉的怀柔策略，未与家康商量便擅自接受秀吉的议和条件。十一月，羽柴秀吉与织田信雄会于矢田河原，两人达成和谈。德川家康随之失去了继续与羽柴秀吉作战的大义名分，不得不结束战事，并以其幼子结城秀康为人质，向秀吉臣服。（《太阁素生记》）


随着织田信雄、德川家康的臣服，羽柴秀吉基本解决了其主要敌人，成了织田信长事业的继承者，以统一日本为己业。为了取得绝对的政治领导地位，羽柴秀吉致意日本朝廷，要求授予高阶官位。

明万历十三年（日本天正十三年，1585年）七月，秀吉如愿以偿，被朝廷任命为关白。关白本为“陈述、禀告”之意，出自中国史料《汉书·霍光金日（mì）磾（dī）传》当中的“诸事皆先关白光（霍光），然后奏御天子”这句话，本意是说任何大事皆先禀报给霍光知道，然后再上奏皇帝。“关白”一词经遣唐使传入日本后，逐渐演变成了一个辅佐日本天皇的重要职位名称。

成为关白以后，羽柴秀吉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他建立的政权无疑成了当时日本的中央政府。羽柴政权的建立，使得绝大部分的战国大名向其臣服，包括曾与秀吉作战的毛利氏。但是在日本各地，仍有许多大名割据自立，不听从秀吉号令。其中势力最大者，在四国岛，有长宗我部元亲；在九州岛，有岛津义久；在关东，北条氏政也未臣服秀吉；在北陆，还有与秀吉敌对的佐佐成政。

羽柴秀吉决定先对付长宗我部元亲，他将10万兵力分为三路，渡海登陆四国岛，对阿波国、赞岐国、伊豫国展开猛攻。长宗我部元亲面对秀吉的大军不知所措，只好议和，臣服秀吉。八月，四国岛被纳入羽柴秀吉的统治之下，秀吉将四国岛的领地重新分配给家臣，长宗我部元亲只获得了其中的土佐一国。

平定四国岛以后，羽柴秀吉亲自率领10万大军，渡海袭击佐佐成政所在的越中国富山城。佐佐成政不敌，亦向羽柴秀吉表示臣服。此时，羽柴秀吉离完全统一日本还有一段距离，九州、关东、陆奥等地区尚未平定，但他已经萌生了不小的野心。在写给家臣一柳末安的信件中，羽柴秀吉居然说：“日本国之事自不待言，尚欲号令唐国。”（《伊予·小松一柳文书》）
 从秀吉的这一表态来看，他无疑继承了织田信长的遗志，产生了侵略中国大陆的野心。

同年十月，羽柴秀吉向九州岛下达《总无事令》，要求九州岛上的大名停止一切战斗。但九州岛正处于战争的旋涡之中，萨摩国的大名岛津氏急于统一九州岛，因此完全无视羽柴秀吉的命令，固执地出兵攻打丰后国的大名大友氏。

明万历十四年（日本天正十四年，1586年）三月十六日，在萨摩岛津氏的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的时候，羽柴秀吉突然告诉在日本传教的葡萄牙耶稣会士，希望自己死后能够名扬后世。为了实现这一野心，羽柴秀吉打算出兵征服朝鲜和大明，希望葡萄牙能提供两艘军舰与船手帮助他。（《耶稣会日本年报》）
 同年四月十一日，羽柴秀吉写信给毛利家当主毛利辉元，对他下达了平定九州的指示，并提到摆平九州以后，就要渡海出兵朝鲜。（《毛利家文书》）
 八月五日，羽柴秀吉又写信给安国寺惠琼、黑田孝高、宫木坚甫，表示平定九州以后，他将出兵征服大明。（《黑田家文书》）


万历十四年八月，羽柴秀吉以关白的名义下达命令，将毛利氏、长宗我部氏的部队派往九州岛作战，支援遭到萨摩岛津氏进攻的丰后大友氏（已臣服羽柴政权）。然而因为岛津氏的部队实力非常强劲，导致毛利氏、长宗我部氏的联军部队战败。这年年底，羽柴秀吉就任太政大臣，受朝廷赐姓“丰臣”，从此改称丰臣秀吉。（《公卿补任》）


明万历十五年（日本天正十五年，1587年），丰臣秀吉在日本37国征集兵力，凑出10余万大军，亲自率军出征九州岛。五月四日，在九州尚未平定的情况下，丰臣秀吉就迫不及待地写信给对马岛的岛主宗义调，提到平定九州以后，他要渡海到朝鲜。（《宗家文书》）


五月九日，萨摩岛津氏顶不住巨大的军事压力，向丰臣秀吉表示臣服，九州遂平。得胜的丰臣秀吉对九州岛的地盘重新进行了分配：分给岛津家当主岛津义久萨摩一国，分给岛津义久的弟弟岛津义弘大隅一国（肝属郡除外），分给岛津家家老伊集院忠栋大隅国的肝属郡；至于九州岛剩下的肥后、肥前、筑前、筑后、丰前、丰后、日向等国，则分配给了其他大名和丰臣秀吉的家臣。

平定九州之后，丰臣秀吉写信给自己的正室北政所，称：“九州诸岛，皆已归顺，命征贡于高丽（朝鲜）。彼若不从，将以明年征之，并略明国，悉归我版图。”（《妙满寺文书》）
 当丰臣秀吉向自己妻子放出要征服朝鲜、大明的狂言时，实际上日本还没有被他完全统一。关东的北条氏、陆奥的伊达氏等许多大名，都尚未向秀吉臣服。但丰臣秀吉丝毫不以为意，俨然胜券在握，将目光看向了海外。

对马岛的欺瞒外交

日本的对马岛紧邻朝鲜，位于朝鲜、日本两国之间的朝鲜海峡中间，与朝鲜有很多贸易往来。对马岛与朝鲜的关系十分微妙：朝鲜看待对马岛，俨然当成自己的属国一般；对马岛的岛主在与朝鲜的外交往来中，也经常在书信中自称“臣”。

而丰臣秀吉也用同样的目光看待朝鲜，在他看来，朝鲜只不过是对马岛的属国。基于这样的错误认知，丰臣秀吉命令对马岛的宗义调、宗义智父子去和朝鲜交涉，要求朝鲜国王渡海到日本，前往京都（日本称为“上洛”），向日本表示臣服；如若不从，他就渡海攻打朝鲜，对朝鲜加以“诛伐”。（《宗家文书》）


宗氏家族一方面不得不遵从关白丰臣秀吉的命令，而另一方面，他们也深知朝鲜是不可能轻易向日本表示臣服的。他们不想使用强硬的外交手段破坏和朝鲜之间的经贸关系，因为这是他们的重要经济来源，攸关其生死。于是，宗氏就想玩弄手段，欲向朝鲜传递假消息，将丰臣秀吉要求朝鲜国王渡海向日本臣服的意思，曲解成日本新立国王，想要同朝鲜建立外交关系，希望朝鲜能派出通信使到日本。等到朝鲜通信使渡海赴日，他们再向丰臣秀吉传递假消息，报告是朝鲜派出的臣服使者来了，试图以此蒙混过关。

万历十五年九月，宗氏家族派遣家臣橘康广携带一封伪造的国书出使朝鲜，与朝鲜进行交涉。在这封“国书”中，宗氏假以丰臣秀吉的口气，向朝鲜声称“天下归朕一握”，要求朝鲜派出通信使赴日。而朝鲜对日本的国情也有误解，当时在位的朝鲜国王是宣祖昭敬大王李昖（yán），他以为丰臣秀吉是弑杀了其君主后成为日本国王的。基于这一错误理解，李昖只愿接待日本来使，而不愿与其建立外交关系。朝鲜君臣经过商议后，推说水路辨识不清，拒绝向日本派出通信使。交涉失败的橘康广回到对马岛，将情况报告给了宗氏父子。收到消息的丰臣秀吉大怒，下令将橘康广处死，又将他的族人全部杀死。（《惩毖录》）


之后，丰臣秀吉急于使朝鲜臣服的欲望突然停滞下来。直到近两年以后的万历十七年（日本天正十七年，1589年）三月二十八日，丰臣秀吉才在写给宗义智的信中，再一次对宗氏的外交成果表达了强烈不满，要求朝鲜国王在当年夏天速速至日本京都谒见，否则他将使家臣小西行长（同时也是宗义智的岳父）、加藤清正率领筑紫国之兵讨伐朝鲜。宗义智担心一旦出兵征伐朝鲜，会影响到对马岛与朝鲜的经贸往来，于是向丰臣秀吉请示，他先渡海到朝鲜，去劝说朝鲜国王渡海来日，让加藤清正、小西行长暂缓出兵。丰臣秀吉同意了宗义智的这一请求，于是宗义智招来博多圣福寺的僧人景辙玄苏、宗氏一族的家老柳川调信，以及博多的岛井宗室等25名商人，组成对马岛外交团队，渡海前往朝鲜进行交涉。（《朝鲜阵记》）


六月，宗义智一行抵达朝鲜，朝鲜国王安排吏曹正郎李德馨为宣慰使，负责迎接他们，把他们带到了朝鲜的首都王京（今韩国首尔）。宗义智向朝鲜再次提出了派遣通信使赴日的要求，朝鲜君臣经过商议后，决定先看看日本的诚意。数年之前，倭寇（日本海盗）在“乷（shā）背同”等朝鲜奸民的带路下，侵略朝鲜全罗道的竹岛，杀死了边将李大源。这些朝鲜奸民流亡日本，未能被朝鲜捕获，朝鲜朝廷对此深以为恨。当宗义智提出向日本派遣通信使的要求以后，朝鲜朝廷便要求日本交还朝鲜奸民，并释放被俘虏的朝鲜人口，以此试探日本的诚意。

为了促使通信使来日，宗义智答应了朝鲜朝廷的要求，他派遣柳川调信回到对马岛，捕获十几个居住在日本的朝鲜奸民，送回朝鲜。除此之外，宗氏还抓捕了先前入侵朝鲜的倭寇头目“紧时要罗”“三甫要罗”“望古时罗”，一并送交朝鲜处置；又送还了先前被倭寇俘获到日本的116名朝鲜人，以表诚意。朝鲜国王李昖感到很有面子，他先是下令处死朝鲜奸民，之后赐给宗义智一匹内厩的好马，并亲自在别殿设宴招待宗义智一行人。同年十一月，李昖认为日本既已表示出诚意，便决定派遣三名使者渡海赴日，分别为正使黄允吉、副使金诚一、书状官许筬。（《惩毖录》《汉阴文稿》《乱中杂录》《朝鲜阵记》）
 事情敲定下来后，宗义智等人的使命终于完成，但他们向丰臣秀吉汇报时，却诡称朝鲜将派遣使节渡海，向日本表示臣服。

万历十八年（日本天正十八年，1590年）三月六日，宗义智带领朝鲜通信使渡海赴日。当时的交通条件并不便利，经过4个月的艰难跋涉，直到七月二十一日，一行人才到达日本京都，等候谒见丰臣秀吉。通信使一行人到达日本时，丰臣秀吉出兵20余万人，击败了割据关东的大名北条氏。而东北的伊达氏等大名，也顺应时势向秀吉表示了臣服。至此，经过丰臣秀吉的东征西伐，终于结束了日本战国时代，统一了日本三岛。

从本能寺之变后的山崎之战到统一日本，丰臣秀吉仅仅用了8年时间，无数的战国群雄向他臣服。出身社会底层的他，多年以来奋发砥砺，备尝艰辛，耍尽阴谋阳谋，终于登上关白之位。在日本历史上，鲜有这般从底层奋斗到如此地位的人物。后世的日本人因此非常仰慕丰臣秀吉，对他进行了极端夸张的吹捧。江户时期的汉文儒学者赖山阳，在他所著的历史小说《日本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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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书中，便针对丰臣秀吉的“雄才大略”如此吹捧道：

呜呼！使太阁生于女真、靺鞨间，而假之以年，则乌知覆朱明之国者不待觉罗氏哉？盖其为人酷肖秦皇汉武，而雄才大略远出其右。夫汉武乘丰富驭区宇，不论可也；秦皇挟六世之积威，蹶衰残之六国，孰与太阁之徒手奋起、制服群雄！

在赖山阳眼中，丰臣秀吉把秦始皇、汉武帝都给比了下去，认为他们都无法与丰臣秀吉相提并论。他还认为如果丰臣秀吉出生在女真部落，那么明朝的灭亡也不用等爱新觉罗家族出马了。与此论调类似者，还有明治时期日本山县祯所著的《国史纂论》。在此书当中，山县祯认为即便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项羽，也没有资格和丰臣秀吉相提并论：

而世有以其（丰臣秀吉）胆勇善战，起自匹夫，骤至霸业，比诸项王者，何耶？项羽气度狭隘，素无人君之度，何可与我丰关白同年而语哉？

日本人认为秦始皇、汉武帝、西楚霸王的功业，都不可与丰臣秀吉相比。这种见解，无疑是极端错误与狭隘的。其他不必言表，单讲秦始皇、汉武帝时的中国版图，东起大海，西迄流沙，北抵匈奴，南暨交州，疆域之广，可谓纵横万里。而战国时代的日本，其国土非常狭小，实际领土只有本州岛、九州岛、四国岛这三座岛屿，并不包括后世才被日本兼并的琉球、北海道，因此只是很小的一个国家。当时由三座岛屿组成的日本岛，又分为六十六国，但每个国的大小都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县。与战国时代的日本隔海相望的明朝对此有很深刻的认知，认为日本全国加起来也不过只有明朝一个省份大。如《经略御倭奏议》称：“日本六十六岛，至多不过抵中国之一省。”《万历三大征考》《皇明法传录》《昭代武功编》皆称：“倭虽六十六州，实止及中国一大省。”

也因为这样，有很多人对“日本战国”这一称呼持非议态度。例如美国学者玛丽·伊丽莎白·贝里，在其学术专著《丰臣秀吉》一书中，认为用“战国”这一词汇来形容日本地方小领主之间的内战，可以说是用词不当。通俗历史读物《明朝那些事儿》更是直言不讳地称：“日本历史中大书特书的所谓战国时代，也就是几十个县长（个别还是乡长）打来打去的历史。”

因此，丰臣秀吉虽说在名义上统一了日本六十六国，但实际上只相当于统一了六十六个县。正如学者李光涛在《朝鲜壬辰倭祸研究》中所言，即便是与秦汉时期的中国版图相比较，丰臣秀吉统一的日本国，也不过是其中的一点黑子而已。

日军征明的准备

万历十八年九月一日，丰臣秀吉从关东归阵，回到京都。两个月后的十一月七日，朝鲜通信使一行人在京都的聚乐第谒见丰臣秀吉，奉上朝鲜国书。丰臣秀吉认为朝鲜使者是来表示臣服的，因此态度非常傲慢，接待朝鲜使者的仪式十分潦草，连宴席专用的器具都没有准备，只用浊酒和大饼招待对方。

宴会开始没多久，丰臣秀吉忽然走入内厅，换了一身便服，抱着他一岁的儿子丰臣鹤松出来，然后在接见朝鲜使者的大厅中悠闲散步，旁若无人。在座的日本人一动都不敢动，只是低着头。过了一会儿，鹤松突然尿在了丰臣秀吉的身上。秀吉这年已50多岁，他老来得子，对这个儿子异常宠爱。他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笑着招来侍女给鹤松换尿布，一点都不在乎使者的感受。（《惩毖录》）


宴会结束后，朝鲜使者告退，一行人到达和泉的堺港等待丰臣秀吉答复朝鲜国王的国书。丰臣秀吉由于宗氏的伪报，认为朝鲜此次来京都，是来向日本低头臣服的，他可以理所当然地号令朝鲜了。因此，丰臣秀吉在答复朝鲜的国书中，强调自己是太阳之子，有一统天下的天命，同时表示他有意征服大明，在日本、朝鲜、大明三国留下芳名，并要求朝鲜作为日本征讨大明的急先锋。十一月中旬，丰臣秀吉的这封国书送交到了在堺港待命的朝鲜使者处，只见上面写着：

日本国关白秀吉，奉书朝鲜国王阁下：

雁书薰诵，卷舒再三。抑本朝虽为六十余州，比年诸国分离，乱国纲、废世礼，而不听朝政。故予不胜感激，三四年之间，伐叛臣、讨贼徒，及异域远岛，悉归掌握。窃案予事迹，微陋小臣也。虽然，予当于托胎之时，慈母梦日轮入怀中。相士曰：“日光所及，无不照临。壮年必八表闻仁风，四海蒙威名者。其何疑乎？”

依有此奇异，作敌心者自然摧灭，战则无不胜，攻则无不取。既天下大治，抚育百姓，怜愍孤独。故民富财足，土贡万倍千古矣。本朝开辟以来，朝廷盛事，洛阳壮丽，莫如此日也。夫人生于世也，虽历长生，古来不满百年焉。郁郁久居此？予不屑国家之隔山海之远，一超直入大明国，易吾朝风俗于四百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者，在方寸中。

贵国先驱而入朝，有远虑无近忧者乎？远邦小岛在海中者，后进者不可许容也。予入大明之日，将士卒临军营，则弥可修邻盟也。予愿无他，只显佳名于三国而已。方物如目录领纳，珍重保啬，不宣。（《江云随笔》）


丰臣秀吉在答书中，露骨地写下“易吾朝风俗于（大明）四百州”，侵吞大明的野心昭然若揭。朝鲜使者看到这封国书以后，认为十分不妥。正使黄允吉等人与负责接待他们的日本僧人景辙玄苏进行交涉，要求改掉国书当中的“阁下”（指丰臣秀吉对朝鲜国王的蔑称）、“方物”（指丰臣秀吉对朝鲜所赠礼币的蔑称）、“入朝”（指丰臣秀吉认为朝鲜派遣使者来日本朝见）三词。

景辙玄苏写了一封信向朝鲜使者道歉，推托是撰写这封国书的人用词失误，他同意将“阁下”改为“殿下”，“方物”改成“礼币”，但不同意改掉“入朝”等词。景辙玄苏解释说，“入朝”是“入朝大明”的意思，没有其他特殊含义。副使金诚一认为景辙玄苏这么说是在糊弄人，便屡次致信景辙玄苏，要求改变这一文辞，但景辙玄苏坚持不肯改写。正使黄允吉、书状官许筬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既然景辙玄苏说“入朝”是“入朝大明”的意思，那么本意应该就是如此，让金诚一不要再争论了。（《隐峰野史别录》《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
 于是，对丰臣秀吉这封国书的争论就停了下来。

万历十九年（日本天正十九年，1591年）一月二十八日，在景辙玄苏、柳川调信的护送下，朝鲜通信使从对马岛渡海回到朝鲜釜山浦。但等朝鲜通信使回国之后，宗氏一族就图穷匕见，不再对丰臣秀吉的本意进行掩饰。宗氏致信朝鲜，提出日本借道朝鲜南边进犯大明，并要求朝鲜作为日军的向导，与日军一起行动。而当时的大明，是朝鲜的宗主国。因为这一层关系，面对日本提出的要求，朝鲜表示拒绝，认为日本虽然是“友邦”，但大明是“君父”，朝鲜身为“堂堂礼义之邦”绝对不可能做出如此不忠不义之事。（《朝鲜通交大纪》）


但是另一方面，朝鲜朝廷也为是否将倭情奏报给明廷而感到烦恼和不安，他们担心明廷会怀疑日本与朝鲜是有预谋地联合在一起的。朝鲜政府内部的东人党和西人党围绕这一议题争论不休。

同年六月，宗义智再次自对马岛渡海到釜山浦，他告诉朝鲜戍边将领：“关白欲攻大明，贵国地方当骚扰。贵国若能报明国，使讲和通好，可以免患。”（《朝鲜军记》《宽政重修谱》）


宗义智这番话，明显是在提醒朝鲜，丰臣秀吉将要起兵攻打大明，并且会波及朝鲜。但他同时又想用外交手段避免战争发生，于是就想让朝鲜传话给大明，让大明向日本乞和，这样就可以免除兵祸。宗义智这么做，主要原因恐怕是对马岛十分依赖与朝鲜的贸易，并不愿卷入战争。

不过，大明显然不可能对日本做出请和姿态，而朝鲜朝廷也没有对宗义智做出答复。在釜山浦停留十余天之后，宗义智知道朝鲜无意妥协，既不愿作为日军入侵大明的马前卒，也不愿通报大明向日本乞和。于是，他只好渡海回到对马岛，并火速赶去京都，将朝鲜的态度报告给丰臣秀吉，又献上朝鲜地图。丰臣秀吉听了宗义智的报告以后，觉得有必要先对朝鲜动武。（《朝鲜阵记》）
 此后，宗义智逐渐安排人手撤出住在朝鲜釜山浦的日本侨民，以免他们卷入战争。

两个月后的八月五日，丰臣秀吉的爱儿鹤松夭折，这给秀吉带来了很大的心理打击。为摆脱失落的情绪，让自己从悲伤中尽快走出来，丰臣秀吉加快了对外侵略的步伐。第二天，他招来相国寺的僧人西笑承兑，表明了自己要征讨大明的意志，计划次年三月出兵。（《鹿苑日录》）


同时，丰臣秀吉又让西笑承兑和另外一名僧人惟杏永哲起草文书，要求明白告知明朝，日本将要对其用兵。丰臣秀吉的属下们都劝说丰臣秀吉在纸上写好话，以麻痹明朝，达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效果。但丰臣秀吉认为这种手段非常下作，与砍断正在睡觉之人的头颅没有什么区别，他坚持将出兵大明的意图写明白，让明朝事先做好警备，堂堂正正地与其一决胜负。（《看羊录》）


一名叫许仪后的福建人，当时定居在九州岛的萨摩，是岛津家的御用医师。他听到丰臣秀吉将要出兵入侵大明的风声后，就将他知道的情报详细写在信上，准备托人报告给明朝。许仪后的邻居也是个华人，但他对祖国没有许仪后这样深的感情，知道许仪后的动作以后，就偷出信件交给了丰臣政权五奉行之首的浅野长政。浅野长政随后又报告给了丰臣秀吉，于是许仪后便被抓捕到了秀吉面前。左右皆劝丰臣秀吉立刻杀了许仪后，但是丰臣秀吉却表现得十分大度，对众人说：“彼是大明人，为大明告日本事，理无不可。且出人不意，实非吾心。使大明豫为之图，未为不可。况自古帝王，尽起草昧，使大明知吾素贱，亦非害事。”

做出这番姿态后，丰臣秀吉就释放了许仪后，对他置之不理。而对举报许仪后的那名华人，他则怒斥道：“汝亦大明人而敢诉大明人，汝乃凶人也。”（《看羊录》）


之后，许仪后顺利托来日贸易的华人海商将信件送到了福建地方政府，通报了丰臣秀吉有意用兵的情报，使明朝开始有所戒备。（《全浙兵制考》）


在了解到丰臣秀吉决心对大明用兵以后，被丰臣秀吉当作子嗣养大的肥后国大名加藤清正非常兴奋。他写信给自己的家臣加藤喜左卫门，表示准备从大明拜领20个“国”，指示加藤喜左卫门要充分准备好铁炮、弹丸、长刀、长枪，加紧造船。（《涩泽荣一氏所藏文书》）
 肥前国大名锅岛直茂同样希望从大明获取领土，他积极调度战争资源，向领地内的商人购买了6600斤烟硝。（《锅岛直茂谱考补》）


丰臣秀吉感于自己年事已高，可能不会再有子嗣，为了巩固政权，延续统治，便在八月二十三日将关白之职让给了外甥丰臣秀次。之后，他被日本人称为“太阁”，但是朝鲜人、明朝人仍然称呼丰臣秀吉为关白。

九月二十四日，丰臣秀吉下达了出兵朝鲜、进攻大明的军令：

朝鲜既遣使归服，师至，勿掳掠。若或改图，岂敢抗前行？至于汉土，文弱成习，不能当我武必矣。加藤清正、小西行长、黑田长政等以九州之兵为先锋，毛利辉元与同族及四国将士为次队，其余逐次航海。而本州使尾张中纳言、会津少将留守，以护帝都，建伽蓝。夫龙虎之将，熊罴之士，飚击而进，电掣而过，战胜攻取，前歌后舞，四百余州，可措顾而定矣。然事有次序，先从朝鲜进兵，建行营于名护屋。大斾亲临，指挥军事，以垂无前之伟绩于万世，岂不快哉？（《旧记杂录后编》）


这份军令表明，丰臣秀吉的主要目标是征讨大明，并没有下死命令攻打朝鲜，只是让日军经由朝鲜入侵大明，并让日军登陆朝鲜以后不要进行掳掠。丰臣秀吉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多少还是受惑于对马岛宗氏此前搞出的外交伪报，认为朝鲜已经遣使表示臣服，所以仍给朝鲜留了一定余地。但同时，丰臣秀吉也采取了灵活手段应对突发情况，他表示如果朝鲜不转变为臣属日本的立场，那就先打朝鲜，再从朝鲜进兵攻打大明。

万历二十年（日本天正二十年，1592年）一月五日，经过一番战前总动员，丰臣秀吉将大部分兵力集结在肥前的名护屋，开始部署征明日军。

对于此次动员的具体兵力，有《松浦丛书》《前关白秀吉公御检地帐》《太阁记》《天正记》等多种不同版本的记载，具体如下表所示：

留守日本兵力部署（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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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海侵朝兵力部署（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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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兵力合计（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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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哪一份记载最接近事实，我们都可以明确地知道丰臣秀吉计划留守日本的兵力约为10万人，用来外征的兵力约为20万人，全部兵力加在一起有30万人之多。这样的动员规模，在日本战国时代可谓空前绝后。也就是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以后，孤注一掷地将全部实力拿到国际上去搏命。30万的兵力，承载的是丰臣秀吉巨大无比的野心。

在部署外征兵力的同时，丰臣秀吉为保证日本国内的稳定不会因外征受到影响，下达了如下几条命令，要求日军将士遵守：

一、但凡从军者，即便是船手，也应给予6个月的军粮。（《严岛文书》）


二、在军者，不得在日本侵犯、掠夺他人。就算是偷了一文钱，也要处以斩刑。（《加藤文书》）


三、不得强买，不得争斗。（《萩藩阀阅录》《太阁记》）


四、如有士兵恶意纵火，就将其抓捕，移交给官吏。如其逃走，就问责其主。（《加藤文书》）


五、在渡口巡逻的士兵，如果要借用民屋，必须给予雇金。名护屋到大坂之间，每一里就设两名飞脚（传信的使者）传命。（《太阁记》）


六、沿途的农民、商人，营生如同平日，违者有罚。（《萩藩阀阅录》）


对于日军在朝鲜的行为，丰臣秀吉也下达了军令进行约束，据《加藤文书》记载：

一、任何人等，都不得有侵犯、掠夺之事，违者处斩。

二、禁止纵火，违者处斩。

三、不得对百姓做非分之事，违者处斩。

丰臣秀吉之所以下达看似对朝鲜仁慈的军令，并不是因为他宅心仁厚，而是延续了当时的习惯而已。战国时代的日本还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一国大名出兵侵略他国时，如甲斐国大名武田信玄入侵信浓国时，他手底下的士兵通常将信浓居民当成外国人看待，经常会发生抢劫烧杀的暴行，进而影响征服行动本身的成败与成功后在当地的施政。为了缓解这一问题，抱有征服目的的日本战国大名有时会在外征前制定军令，严格约束士兵们的行为，让他们不得肆意妄为。除非是战国大名纯粹想在其侵略之国进行破坏，才会以下令的形式允许这种行为存在。

举一个很显著的例子。嘉靖四十五年（日本永禄九年，1566年）二月，越后国大名上杉谦信出兵侵略常陆国，他抱着纯粹破坏敌国的目的，允许士兵们大肆破坏，掳掠贩卖对方的人口。（《别本和光院和汉合运》）
 但到了三月，上杉谦信抱着征服的目的出兵下总国时，就一改前态，特地制定军令约束士兵，要求不得在下总制造暴行。（《舟桥乡大神宫文书》）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战国大名约束军队在外的行为，也是为了凝聚军队的战斗力，使精力不分散在破坏上，本质上还是在为侵略行动服务。

庆尚道白骨撑天

在丰臣秀吉制定的日军编制中，“朝鲜国先挂御势众”是他计划首批派遣渡海的外征部队。其中被丰臣秀吉任命打头阵的，是来自九州岛肥后国、信奉基督教的大名小西行长。小西行长是堺港商人小西立佐的儿子，也是对马岛大名宗义智的岳父。因小西行长商人出身，后人对他充当日军先锋感到匪夷所思。

事实上，同时代的日本人对小西行长的军事能力评价并不低。小濑甫庵的《太阁记》就对小西行长做出了很高的评价：“行长刚勇有机警，好读兵书，长于策略。”明朝宋应昌的《经略复国要编》，也说他是“倭中骁智将也，故关白命为先锋”。而当时在日本传教的葡萄牙耶稣会士，也在《耶稣会日本年报》中称赞小西行长是“羽柴（丰臣）的海军司令官”，认为他是丰臣家的水军大将。

根据朝鲜官方史料《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记载，即便是受到日军侵略的朝鲜李氏王朝，也肯定了小西行长的军事能力。李朝的左议政尹斗寿在写给朝鲜国王李昖的报告中，就评价道：“行长与清正皆日本骁将。”朝鲜备边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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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认为小西行长率领的军队是日军最为精锐的部队：“（小西行长）所领贼众最为精锐，诸贼莫及。摧锋陷阵，皆赖此阵。”

从明朝、日本、朝鲜、葡萄牙四方的评价可以看出，小西行长的军事能力不容小觑，与他同一时代的人对他评价都很高。除了这些评价以外，小西行长还有许多在日本征战中表现亮眼的记录。

早在万历九年（日本天正九年，1581年），小西行长便归属织田信长阵营，隶属秀吉麾下。当时丰臣秀吉还叫羽柴秀吉，在西国与毛利氏作战。一次，毛利家的200艘警固船突然出现在海上，意图不明。小西行长知道后，乘着安宅船从室津（现兵库县龙野市御津町室津）出发，在家岛群岛追上了毛利水军。因为此举，小西行长得到了织田信长的赞扬。（《增订织田信长文书的研究》）
 万历十年，织田信长死于本能寺之变后，小西行长便一直在秀吉麾下担任水军将领。

万历十二年（日本天正十二年，1584年）三月，根来众和杂贺众袭击秀吉势力下的大坂岸和田，小西行长获悉后，率领70余艘船只赶赴大坂湾，在此将敌军击败。随后，小西行长率领水军跟随秀吉参加了同年六月爆发的尾张竹鼻城（现岐阜县羽岛市）之战与次年爆发的纪伊太田城（现和歌山县和歌山市）之战，发挥了重要作用。万历十三年，秀吉军渡海攻打四国岛。期间，小西行长和宇喜多、黑田、仙石等部队一同登陆四国岛，并参与了赞岐国的陆战。（《南海通纪》）
 万历十五年三月，小西行长率领水军主力部队参与了征讨九州岛的行动。

从日本、朝鲜、葡萄牙三方的一手资料来看，小西行长撇去商人这一身份，是一名具备丰富军事经验的将领，在日本国内有着多次带兵打仗的经历。因此，丰臣秀吉任命小西行长担任先锋大将，一点儿都不奇怪。小西行长并不是“廖化作先锋”，在当时人的评价中，他就是日军的一名悍将。

万历二十年一月十八日，丰臣秀吉派小西行长与宗义智率先渡海至朝鲜，去确认朝鲜是否愿意作为日军“入唐”（征明）的向导，并限定他们二人在三月内报告消息。同时，丰臣秀吉命令加藤清正、黑田长政在朝鲜沿海的岛屿待命，九州众、四国众在日本的壹岐岛、对马岛待命，以等待小西行长与宗义智的报告。（《加藤文书》）


二月十七日、三月一日、三月八日，丰臣秀吉对加藤清正连续下达了相同的命令，让他不要着急行动，先等待小西行长、宗义智的报告。但直到三月十三日，小西行长、宗义智还停留在对马岛府中，没有渡海至朝鲜。丰臣秀吉等得不耐烦了，便下令诸将相继渡海，并稍稍变更了首批渡海的军队部署：

首批渡海日军将领及其麾下部队（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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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三日上午8时，由小西行长、宗义智、松浦镇信、五岛纯玄、大村喜前、有马晴信组成的日军第一军团，总兵力18700人，从日本对马岛的大浦解缆，搭乘船只浩浩荡荡向着朝鲜进发。下午5时，700多艘日军船只“蔽海而来，望之不见其际”，迫近朝鲜庆尚道沿海的釜山浦。这里需要提一下古朝鲜的行政区划。当时朝鲜一共分为八道，北部四道为平安道、咸镜道、黄海道、江原道，南部四道为京畿道、忠清道、全罗道、庆尚道，其中庆尚道与日本对马岛隔海相望。日本人为了区分朝鲜各道，不仅在地图上将各道涂上不同颜色，还将庆尚道称作“白国”、全罗道称作“赤国”、忠清道和京畿道称作“青国”、江原道和平安道称作“黄国”，黄海道称作“绿国”，咸镜道称作“黑国”。

当日军船只迫近釜山浦时，朝鲜的釜山佥使郑拨正在附近的绝影岛打猎，他听说大批日军渡海而来，仓促间退回到了釜山城内。之后，郑拨登上南门，急忙整理守城的器械，并告诫城中的守军、百姓不得擅动，又让人在城楼上吹箫。如此一来，城中的气氛还和平常一样。另一边，日军登上陆地，送信于釜山城，提出从朝鲜“假道入明”的要求。郑拨对此不予回应，直接无视了日方的要求。

日军向朝鲜借道入明失败后，知道朝鲜不愿配合，便按照丰臣秀吉的既定方针，准备采取武力手段迫使朝鲜屈服，战争就此爆发。由于这一年是干支纪年中的壬辰年、日本纪年中的文禄元年，因此这场战争在朝鲜和日本分别被称为“壬辰倭乱”与“文禄之役”。

四月十四日上午6时，日军以重重兵力围困住釜山城，他们在西门外的高地架起铁炮，向城内射击，霎时间炮声震天。郑拨亲自把守西门，他神情威严地在军中巡视，激励士兵作战。守西门的朝鲜士兵手持弓箭，射杀了不少日军士兵。南门城墙上则有一个穿着绀色衣服的朝鲜武士，他弯弓射箭，仅凭一人之力就射杀了许多敌人。这名朝鲜武士的箭法很准，几乎射无不中。在朝鲜官军的英勇奋战之下，城外有三处地方的日军尸体堆积得宛如小山，使日军大感畏惧。由于郑拨穿着黑衣，日军士兵相互之间传道：“莫近黑衣将军！”

但是釜山城的北门守备并不严密，日军最终从这个薄弱之处攻进了釜山城，釜山守军被迫于巷中迎战。不久之后，釜山守军的箭镞就用尽了。一名裨将拉着郑拨，请他逃走。但郑拨拒绝了，他怒斥说：“男儿死耳，宁可走耶？我当为此城之鬼，其欲去者去！敢有复言者斩！”

守城士兵们听了郑拨的这番话，都流下了眼泪，竟没有一个逃走的。郑拨再次激励士兵作战，但日军的铁炮忽然打中了他，郑拨当场战死。郑拨有一爱妾，名叫爱香，才18岁，她听说郑拨战死，哭着跑了过来，拔出郑拨的佩刀，在郑拨的尸体旁边自尽而亡。日军看到以后，无不惊叹。郑拨的奴仆龙月，在主人殉城后，也奔赴敌阵战死。

郑拨阵亡以后，上午8时，釜山城陷落。据《吉野甚五左卫门觉书》记载，日军杀死了釜山城内的所有男女和猫狗，一共砍下了3万多颗头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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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攻陷了釜山城，但日军在战后还是心有余悸地说道：“黑衣将军最可畏，若城固兵多，终不可破！”

釜山城陷落后，日军又分兵将釜山浦附近的西平浦、多大浦攻陷。多大浦佥使尹兴信虽然奋战反抗，但最终战败被杀。

釜山城的北面是东莱城，东莱府使宋象贤在此驻守。庆尚道的左兵使李珏听说日军渡海来袭的消息后，以为敌军兵力不多，只是一股普通倭寇，便率领数百步卒，从庆尚道兵营城进驻东莱城，又派庆尚道的梁山郡守在东莱城南面4公里处迎击日军。梁山郡守奉命迎战后很快就退了回来，向李珏报告说：“贼众我寡，不可当也！”

李珏听了梁山郡守的报告，这才知道日军兵力非常多，完全呈压倒性优势，感到害怕的他编造了一个借口，对东莱府使宋象贤说：“府使当守此城，吾辈在后继援可也！”

找到了这个借口以后，李珏就匆匆出城，逃到了东莱后方的苏山驿。尽管宋象贤意图挽留李珏，但并没有成功。

四月十五日，天气半阴半雨。上午6时，小西行长、宗义智等人率领的日军第一军团从釜山城北上，进兵东莱城。东莱府使宋象贤登上南门，亲自穿上铠甲，率领军民守城。日军先派100多人在东莱城的南门外竖起一块木牌，然后退去。宋象贤令军官宋凤寿等人出去查看，只见木牌上写着：“战则战矣，不战则假道。”原来，日本人又向朝鲜人提出了“假道入明”的要求。宋象贤为表示坚拒的态度，也在一块木牌上写了“战死易，假道难”六字，投到日军阵中。

被宋象贤拒绝“假道”的要求之后，日军在上午8时包围了东莱城，开始攻城。东莱城别将洪允宽见敌军越来越多，回过头劝宋象贤跟着他逃到苏山驿，说：“事已至此，奈何！府后有苏山，坚险可守，可与我同往守之！”

但是宋象贤却拒绝了，他说：“不死守城，虽往保他境，朝廷必不饶我性命。且去又何之？”

听了这番话，洪允宽只好接受一同赴死的命运，对宋象贤说：“然则我与公同死！”

这句话刚说完，洪允宽便被突破上前的日军士兵所杀。

此后不到一个小时，日军就攻陷了东莱城，城内军民3000余人被杀，500余人被俘（《西征日记》）
 ；而日军因连日攻城，也阵亡了近100人、负伤400余人（《日本史》）
 。宋象贤在铠甲外穿上朝服，正坐在椅子上不动。日军中有一个叫平成宽的人，大概是曾与朝鲜做过生意的缘故，多次往来于东莱，那时宋象贤对他很好。于是平成宽想要报恩，他找到宋象贤，对着他行抱拳礼，又牵着他的衣服，指着一处地方让他逃走。但宋象贤不答应，他从椅子上下来，面向朝鲜国王所在的北方，跪拜行礼。

其他日军士兵可就不是平成宽这副态度了，他们进入东莱城后，想要生擒宋象贤。宋象贤身边，有军官宋凤寿、金希寿，乡吏大宋伯、小宋伯，官奴铁寿、迈同等，列立左右。他们都没有逃走，而是上前与日军搏斗。宋象贤自己则用鞋尖踢向日军，表示反抗。但这些反抗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到了最后，宋象贤、宋凤寿、金希寿、大宋伯都被日军杀死，小宋伯、铁寿、迈同等人被日军俘虏。据说，宗义智带着景辙玄苏、柳川调信进入东莱城后，感慨于宋象贤的忠义，为他准备了一口棺材，收敛其尸体，将他埋在城外，还竖立了一块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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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在东莱城内进行搜捕，抓获到了蔚山郡守李彦诚，李彦诚向日军乞求饶命。小西行长想要通过李彦诚劝降朝鲜政府，于是令人写了一封信，交给李彦诚，让他转交给朝鲜朝廷。李彦诚假装答应，结果一去不返，不但没有转奏朝鲜朝廷，连小西行长的信也没有带走。

东莱城陷落的第二天，其东面的左水营、机张城内的朝鲜守军逃亡一空。（《西征日记》）
 驻守左水营的是庆尚道左水使朴泓，他率领着庆尚道的朝鲜水军，但他见日军兵力众多，不敢出动水军决战，直接放弃左水营逃走了。另一位水军大将——驻守巨济岛的庆尚道右水使元均，也不敢抵抗日军，带着巨济岛的玉浦万户李云龙、永登浦万户禹致绩等，逃到了庆尚道西南的露梁海峡。（《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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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从左水营逃走的左水使朴泓，与从东莱城逃走的左兵使李珏聚到了一起，两人退到了大后方的彦阳城。但过了不久，李珏就又表现出了怯战的姿态，带着他的妾出逃，他的军队也因此崩溃。失去李珏这个难兄难弟后，朴泓从彦阳退兵到了更后方的庆州。（《再造藩邦志》）


而另一方面，小西行长、宗义智率领的日军第一军团乘胜北上，到处攻城略地，涂炭朝鲜生灵。四月十七日，小西行长、宗义智进兵东莱城北面的梁山城，结果发现梁山城的守军早已弃城逃亡，城内留下了来不及被朝鲜军带走的各种货物。（《吉野甚五左卫门觉书》《西征日记》）


四月十八日早上6时，小西行长、宗义智等人从梁山北上，进兵密阳。密阳府使朴晋发兵在鹊院的狭隘道路上堵截日军，但日军见前面有朝鲜守兵相阻，就从后山绕到朝鲜军背后，从高处直冲而下，朝鲜士兵望见吓得纷纷逃走，军队土崩瓦解。日军乘势追击，斩首300余级。朴晋逃回密阳后，因为势单力薄，又不想城内的物资被日军获取，便纵火焚毁了军器、仓库，放弃密阳城躲进了山里，于是密阳也被日军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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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由加藤清正、锅岛直茂、相良赖房率领的日军第二军团（总兵力22800人），黑田长政、大友义统率领的日军第三军团（总兵力11000人），毛利吉成、高桥元种、秋月种长、伊东祐兵率领的日军第四军团（原定兵力14000人，但由于岛津义弘、岛津丰久迟迟未到，实际兵力只有3500人），相继从釜山浦登陆上岸。

四月十九日，小早川隆景、小早川秀包、立花宗茂、高桥统增、筑紫广门率领的日军第六军团登陆釜山浦。第六军团的原定出兵人数是15700人，其中占大头的是小早川隆景的10000人。但根据小早川隆景家臣梨羽绍幽晚年写的回忆录《梨羽绍幽物语》记载，实际上小早川隆景部只来了8000人，所以第六军团最多只有13700人。据此推测，其他部队也可能少来了一些人。

同一天，日军第三军团与第四军团联合进击庆尚道的金海城。金海府使徐礼元在海岸上张罗船只，想在海面堵截日军，但黑田长政军很轻易地就夺取了朝鲜军的船只，之后登上陆地作战，对着朝鲜军放铁炮。徐礼元不敌，逃回金海城内，他亲自把守南门，另使中卫将草溪郡守李惟俭把守西门。但日军割取城外的禾苗、野草，用来填埋城壕（护城河），很快就将壕沟填平并将其堆得和金海城一样高，士兵得以翻过城墙闯入城内。李惟俭见大势已去，便推诿说城外有敌情，借机杀了守城士兵，逃出城外。徐礼元见李惟俭逃跑，也无意再守，借口说要把李惟俭追回来，出城逃走了。失去主心骨以后，金海城很快便陷落于日军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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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四月十九日这天，日军第二军团的加藤清正、锅岛直茂、相良赖房在听说第一军团的小西行长、宗义智等人已向西路进发后，决定换一条不同的路线，向东进发，之后便经梁山进兵彦阳。彦阳城的朝鲜守军在此之前已经逃到了庆州，于是加藤清正、锅岛直茂毫不费力地将其占领。由于彦阳粮食充足，加藤清正便派人留守这里，将彦阳作为一个兵粮补给点。（《韩阵文书》）


四月二十一日，加藤清正、锅岛直茂、相良赖房又从彦阳北上，进兵庆州。此时庆州府尹尹任涵并不在城内，只有判官朴毅长、县监李守一在城内。加藤清正、锅岛直茂派一个士兵骑马到庆州城的东门，竖起了一块木牌。朴毅长、李守一命人取来看，只见上面写着“岛主领兵来，判官速出门听约束”。两人看了后，吓得弃城逃走，城也不守了，于是庆州轻易便被日军拿下。（《宣庙中兴志》）
 城中3000余人惨遭日军杀害，没被杀的朝鲜人逃入山中，但也被日军搜捕出来杀害了。之后，加藤清正、锅岛直茂、相良赖房从庆州北上，向永川进发。（《韩阵文书》）


同日，日军第一军团的小西行长、宗义智等人进兵密阳北面的清道、大丘，并在一日之内攻陷两城。（《西征日记》）
 四月二十二日，小西行长、宗义智又从大丘北上，攻陷仁同城。宗义智命令从军僧侣西荆撰写榜文，贴在城内安抚民众，其内容为：

令散民速还于本宅，而男耕田稼苗，女采桑蓄蚕。士农工商各修家业。若吾军士有犯法以妨汝之业者，必罚矣。（《西征日记》）


四月二十三日，日军第二军团的加藤清正、锅岛直茂、相良赖房从永川北上，攻陷新宁，之后向安东进兵。安东府使郑熙绩不做任何抵抗，直接弃城逃走。庆尚左防御使成应吉、助防将朴宗男顿兵在新宁北面的义兴，徘徊不敢前进。（《乱中杂录》）
 同日，日军第三军团的黑田长政、大友义统与第四军团的毛利吉成、伊东祐兵等人联手进兵昌原，将此城攻陷，杀死500余人。（《黑田家谱》《旧记杂录后编》《日向记》《承应旧记》）
 一时之间，日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军团席卷朝鲜庆尚道，朝鲜官军望风披靡。

在日本名护屋大本营坐镇的丰臣秀吉收到前线传来的战报后，知道日军已经与朝鲜交战。他认为朝鲜很快就会从属于他，便写信指示黑田长政，要求速速攻取朝鲜王京，生擒朝鲜国王，但不要加害，要像对待日本大名一样对待朝鲜国王，保障朝鲜国王的生活。此外，丰臣秀吉还指示让朝鲜农民返回家园，实施奖励农耕政策，又让小西行长派四五个翻译到黑田长政阵中。（《黑田家文书》）
 从丰臣秀吉的这些指示看，他认为朝鲜很容易被征服，日本能顺利在此进行统治。

朝鲜官军的崩溃

四月十七日，朝鲜朝廷收到朴泓的边报，才知悉日军大举入侵的消息，举朝震惊。朝鲜国王李昖赶紧起用一批将领南下抵御日军，他任命李镒为庆尚道巡边使，下中路；成应吉为庆尚道左防御使，下东路；赵儆为庆尚道右防御使，下西路；刘克良、边玑为庆尚道助防将，刘克良守庆尚道的竹岭，边玑守庆尚道的鸟岭。接着，李昖又褫夺了庆州府尹尹任涵的官职，起用江界府使边应星为庆州府尹。（《惩毖录》）


四月二十日，李昖任命柳成龙为都体察使、金应南为副使，职责是监督诸将作战；同时任命申砬为都巡边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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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朝鲜军的高级统帅与李镒等人的后援。在申砬率领8000人出发前，李昖召见了申砬，特意赐给他一把宝剑，授予他生杀大权：“李镒以下不用命者，皆斩之。”

另一方面，庆尚道巡边使李镒已奉李昖之命南下，他还不知道李昖已经把他的生死交付给了都巡边使申砬。当李镒领兵越过忠清道与庆尚道交界的鸟岭，进入庆尚道西北一隅的闻庆县时，才发现县城中已经空无一人，他只好从闻庆继续南下，经过咸昌，进至尚州。但尚州牧使金澥以迎候李镒为借口，逃入深山里避难，城里没有一兵一卒，只剩下一名判官，名叫权吉。

见到这种情形，李镒非常愤怒，将尚州没有兵力怪罪到权吉身上，想把他拽出庭外斩首。权吉向李镒苦苦哀求，说他会想办法征集兵力，于是李镒暂时放过了权吉。权吉经过一晚上的努力，搜遍了附近的村落，找到了数百人用来补充兵力，但这些人都是农民，没有经过训练。于是李镒在尚州开粮仓，吸引逃亡在外的百姓过来应征，又这般招来了山谷中避难的几百人。他把陆续招来的人编成军队，但这些人没有一个打过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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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四日，日军第一军团的小西行长、宗义智等人在仁同11.8公里外的某处地方渡河，到达尚州东南方向的善山。（《西征日记》）
 晚上，开宁县（在善山西南方向）的一个朝鲜人匆忙赶到尚州，向李镒报告日军已经进入善山的消息。但是李镒却认为这是个假情报，报信之人想要动摇军心，欲要把他斩首。报信人叫嚷着对李镒说，不如先囚禁他，如果第二天日军没有到来，再杀死他也不迟。于是李镒就把报信人收监了，但始终没有对这个情报重视起来。这天晚上，日军第一军团屯兵于尚州8公里外的长川，逐步逼近李镒所在的尚州。由于李镒军中没有斥候，所以日军来了也不知道。

四月二十五日早上，日军暂未出现在尚州附近，于是李镒让人把开宁来的报信人从监狱里拉出来斩首示众。但李镒还是心有不安，很快就率领6000人离开尚州，驻兵于尚州北面的山川边，依山结阵，阵中竖起大将旗，做出迎击日军的姿态。在大将旗下，李镒披着铠甲，骑在马上。从事官尹暹、朴萀与判官权吉、沙斤察访金宗武等，下马侍立在李镒坐骑后面。

不一会儿，有几个身份可疑之人从林间出来，徘徊眺望一番后就回去了。朝鲜军怀疑这些身份不明之人是日军的侦察兵，但是他们顾虑到开宁报信人的前车之鉴，所以不敢把这些想法跟李镒说。这些身份不明之人，正是小西行长、宗义智等人派出的斥候。

李镒离开尚州后，从长川过来的日军很快就将尚州占据了，城中几处地方冒起了浓烟。朝鲜军望见后，李镒才派出军官挺豪前去侦察动静。挺豪骑着马，由两名士兵牵着绳子缓缓而去。一些埋伏在林中的日军士兵，用铁炮射中挺豪，随后割下了他的首级。挺豪是有名的朝鲜勇士，位于后方的朝鲜军看到他的死状后大惧，为之落胆。不久日军大至，前来攻打李镒结阵的山川，对朝鲜军施放铁炮，中者即刻毙命。李镒大惊，仓促间命令朝鲜军对日军放箭，但是箭矢射出十余步就坠落在地，根本射不到日军。而日军分为左右两翼，持军旗绕到朝鲜军背后，将其围住，不断对着朝鲜军放铁炮，炮声鼎沸。李镒知道情况不妙，骑马逃走，朝鲜军队因此大乱，各自逃命。突然，李镒想起了什么，策马掉头，让从事官尹暹、朴萀跟着他一起逃走。但尹暹不肯离开，对李镒说：“将何面目归拜主上乎？男儿到此，为国死，足矣。”

不愿逃走的尹暹独自坐在原地等待着命运的仲裁，最终惨遭日军杀害。判官权吉也在此战中身亡。庆尚道助防将边玑惊慌失措地逃走了，边玑麾下一名叫李庆流的从事官，找不到边玑，便发愤突入日军阵中，格斗而死。

根据日本史料《西征日记》的记载，日军在尚州之战中一共斩得朝鲜军首级300余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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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败军之将的李镒非常窘迫，他被日军追赶得很急，为了不让日军认出自己，竟然狼狈到弃马而逃。逃跑途中，李镒脱下衣服、披散头发，随行的只有从事官朴萀和一个奴仆。

李镒一路狂奔，先是逃到闻庆县，接着又越过鸟岭，逃回忠清道。随行的朴萀不愿再跟着李镒逃命，便进入了山谷中，他对人说：“吾十八登状元，受国厚恩，今日失军亡师，将何辞以见吾君？”说完，朴萀便自刎而死，时年22岁。

李镒在尚州战败的消息传到王京后，对朝鲜王室的打击非常大，朝廷震惧，产生了想要迁都的想法。

大约是在同一时间，小西行长、宗义智等人在尚州抓获了一名通晓日语，叫作景应舜的朝鲜翻译。这个时候，他们估计朝鲜已经被日军的武力所震慑，就试图通过景应舜送信于朝鲜朝廷，以劝降朝鲜。但景应舜在赶路途中被日军第二军团的加藤清正杀害，导致小西行长、宗义智发出的议和信号未能传递出去。（《惩毖录》《汉阴文稿》）


四月二十七日，小西行长、宗义智等人率领日军第一军团从尚州继续北上，攻陷闻庆县，县中百姓逃散一空。闻庆县监申元吉骑上一匹马想要逃走，但是被日军追上。日军让申元吉投降，但是申元吉不肯，还不停地咒骂对方。这激起了日军的愤怒，他们用非常残酷的手段斩断了申元吉的四肢，杀死了他。（《庆尚巡营录》《朝野佥载》）


此前一天，被朝鲜国王李昖委以重任的都巡边使申砬受命南下。经过龙仁（属京畿道）时，申砬听说日军兵力很多，便偷偷向朝鲜朝廷上奏，流露出了很不乐观的看法：“贼势甚盛，实难防御。今日之事，不胜闷迫。”

王京的士人、百姓将申砬视作救命稻草，听到他的这番表态后，非常慌乱，白天、晚上都有人从城中逃走，寻找地方避难。

申砬继续领兵南下。到达忠清道的忠州后，他将大军留在忠州南面的丹月驿，自己只带了几个人，骑马赶到忠清道与庆尚道交界的鸟岭，去查看地理形势。

随行的从事官金汝岉劝说申砬据守鸟岭这一险要之地：“彼众我寡，难以争锋。宜守此险厄，伏峡中。俟贼入谷，然后乘高，左右射之。”

忠州牧使李宗张也持同一意见，劝申砬扼守鸟岭：“今贼方乘胜，而我在散地。扼险为上，野战非利。莫若据岭厄，多张旗帜、烟火以疑贼心，然后方可出奇制胜也。”

但是申砬认为鸟岭这个地方不能施展骑兵，他想要把日军引诱到开阔的平原上，以骑兵歼灭日军步兵，所以没有听从金汝岉、李宗张的意见，掉头回了丹月驿。在回去的路上，申砬碰上了从尚州败退回来的庆尚道巡边使李镒。一见到申砬，李镒就跪在地上，做出一副忏悔的姿态，请求申砬将他处死。

申砬扶起李镒，向他询问日军的情况。李镒回答说：“此贼非庚午、乙卯之比，又不若北狄（女真）之易制。”

李镒说的“庚午”是指公元1570年，“乙卯”则是指公元1555年。在这两年中，朝鲜发生了大规模倭寇袭击事件，不过这些入侵之倭最后都被朝鲜驱赶走了。这在《乱中杂录》中有记载：

庚午之贼，仅陷熊川数邑而败。乙卯之贼，陷达梁，杀兵使元迪，连陷康津等官，至灵岩败。

李镒将壬辰倭乱与发生在朝鲜的两起倭寇事件做了对比，认为此次动乱规模远远超过前两次，又说这次来的日本人比女真人还要难打。听了李镒的报告，金汝岉认为难以在平原上抵挡住日军，又劝申砬占据高丘，逆击日军，不然就直接退守王京，保卫京师。李镒附和金汝岉，也跟着劝说申砬：“今既不能据险（鸟岭）遮截，若交锋广野，万无能当之理，宁退守京城！”

申砬听了后，气得直骂李镒：“尔既败军，又复惊动军卒，法当斩！”

申砬虽然放了狠话，但还是决定让李镒戴罪立功，任命他和从尚州逃回来的边玑作为先锋。同时，申砬坚持己见，想要在平原之地迎战日军，遂放弃鸟岭天险。

回到丹月驿后，申砬领兵移屯于忠州城北的弹琴台，背靠达川江结阵，意图在此迎战日军。事实上，申砬挑了一个很糟糕的地方。弹琴台后有大江，前有水田，水草交杂，不但无法让骑兵驰骋，而且还让朝鲜军失去了退路。

四月二十八日寅时（凌晨3时至凌晨5时），日军第一军团的小西行长、宗义智等从庆尚道闻庆县出发，向忠清道进发。在经过鸟岭天险时，日军一度怀疑朝鲜军在山里设了埋伏，让人探视后，才知道空无一人，于是大摇大摆地向前挺进。当日午时（上午11正至下午1时），日军到达忠州，向申砬领兵布阵的弹琴台扑了过来。

申砬麾下有斥候将金孝元、安敏二人，他们侦察到敌情后，火速赶回来向申砬报告，称日军已经杀来了。朝鲜将士们知道后很是吃惊，士气大为动摇。申砬很生气，认为金孝元、安敏是在动摇军心，下令将二人斩首，但他心知必须做出应对，于是仓促间下令改变阵形迎战日军。结果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朝鲜军完全不敌日军，被对方打得溃不成军。日军挥刀对朝鲜军乱砍，宛如割草一般，得不到一点像样的反抗。由于失去退路，许多朝鲜士兵在日军的逼迫之下跳进了身后的江水中，结果纷纷被溺死。

申砬惊慌失措，屡次想骑马突围而走，都没有成功，只好退到江边。在江边，申砬碰上了金汝岉，试探性问他是否有投降的想法。金汝岉笑着说：“我岂惜死之人乎？”说完，金汝岉与申砬一同奔赴敌阵，在马上拉弓引弦，射杀数十名日军士兵。但终究无济于事，当时朝鲜军队已经大乱，尸体堆积如山。申砬有一个侄子跟在军中，他临阵想逃，申砬非常生气，痛骂了自己的侄子，并抓住他的头，和他一起跳江自杀了。金汝岉也一样跳江自杀了。而李镒和尚州之战败北时一样，又一次临阵逃走。李镒从小路逃进山里，碰到三名日本兵，他拉弓射杀了其中一人，把另两人吓走了，这才得以渡江逃走，抵达了暂时安全的地方。

对于这次弹琴台之战，朝鲜史料《乱中杂录》说朝鲜军一共有6万人马，加上之前的尚州之战，朝鲜精兵在尚州、弹琴台两战被全部歼灭。但这个说法过于夸大，根据《朝野会通·宣祖纪》《湖西左邑志》的记载，朝鲜军在弹琴台之战中的实际兵力只有8000人。又据日本史料《西征日记》记载，日军在弹琴台之战斩得朝鲜军首级3000余颗、俘虏数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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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损失并没有6万人那么夸张。

四月二十九日，朝鲜朝廷收到了弹琴台的败报，朝鲜国王李昖召集大臣紧急开会，称他想要放弃王京逃走。一些大臣附和李昖的意见，认为李昖可以暂时先往平壤避难，再向大明请兵，以图收复失土。也有些大臣提出了反对意见，掌令权悏主张坚守王京，并不支持避难。都体察使柳成龙认为权悏这番话虽然是一腔忠诚，但是时势如此，眼下不得不避难，他主张将临海君、顺和君两位王子分遣到咸镜、江原二道，去招募兵力勤王，世子光海君则跟随国王避难。

李昖同意了柳成龙的意见，仓促间命令临海君前往咸镜道，前左议政金贵荣、尹卓然随行；又命顺和君前往江原道，长溪府君黄庭彧、前承旨黄赫、同知李塈随行。此外，李昖又任命吏曹判书李元翼为平安道巡查使（又称“监司”，朝鲜分道的最高长官），坐镇平安道；同时任命崔兴源为黄海道、京畿都巡查使，坐镇黄海道。（《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壬辰日录》《国朝宝鉴》）


四月三十日，天刚一亮，朝鲜国王李昖一行人就出逃王京。在逃亡途中，李昖和世子光海君骑马，王后乘轿子。这一天下了一整天的大雨，王后和妃嫔们到达王京西大门外的弘济院时，因为雨下得太大，轿子不利急行，都换上了马。在后方，朝鲜官员们痛哭着，冒着大雨徒步逃命。窘迫之际，从行的朝鲜王族、文武官员、扈从人数加起来，还不到100人。

傍晚，李昖到达临津江，准备登船渡江，一路北逃。侍臣们跪在地上，痛哭很久，边上的人都流下了眼泪，不能够抬起头。当时天色昏黑，没有一根蜡烛能够照明。到了深夜，李昖乘坐的船只才渡过临津江，抵达对岸的东坡。为了避免被北上的日军追捕，李昖下令将船只沉到江底，又令近江的百姓迁移房舍。逃亡的百官饥饿交加，散乱地寄宿在百姓家里。这一天，有近一半人没有渡过江。更凄惨的是，朝鲜国王、百官从王京出逃前夕，一些朝鲜奸民竟然涌入内帑库争取宝物。国王、百官出逃以后，乱民大起，焚烧了掌隶院、刑曹，造成了大规模的破坏。（《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


五月一日，李昖召见承政院都承旨李恒福，向他询问接下来的对策。李恒福回答道：“可且驻驾义州，若势穷力屈，八路俱陷，则便可赴诉天朝。”他的意思是，让李昖一直逃到与大明交界的义州（属平安道），如果连义州都保不住，那就只能逃入大明境内了。

左议政尹斗寿反对内附大明，他主张退守咸镜道：“北道士马精强，咸兴、镜城，皆天险之恃，可逾岭北行。”

李昖又询问都体察使柳成龙，想知道他的想法。柳成龙也反对内附大明，他对李昖说：“不可，大驾离东土一步，则朝鲜非我有也。”

李昖听了柳成龙的发言后，表态说他的真实想法是内附大明，但柳成龙还是不认同。

主张内附大明的李恒福觉得柳成龙是在针对他，便与柳成龙争辩起来：“臣之所言，非直欲渡（鸭绿）江也，从十分穷极地说来也。”

柳成龙反驳李恒福道：“今东北诸道如故，湖南忠义之士不日蜂起，何可遽论此事？”他认为北方的咸镜等道安堵如故，还没发生变故，而南方的全罗道义兵将不日蜂起，因此反对内附大明。

争执一番后，两人都退了出去。柳成龙非常恼怒李恒福顶撞他，并提出了内附大明的言论，因此责备李恒福：“何为轻发弃国之论乎？君虽从死于道路，不过为妇寺之忠。此言一出，人心瓦解，谁能收拾？”（以上对话出自《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


李恒福听了，只好向柳成龙道歉。此时朝鲜人心崩溃，百官们全都拿不出什么好的主意。

朝鲜三都陷落

四月二十九日，加藤清正、锅岛直茂率领日军第二军团抵达忠清道的忠州，与小西行长、宗义智等人率领的日军第一军团会合，共同商议进兵攻占朝鲜首都王京的计划。

宗义智把王京地图拿出来给加藤清正看，加藤清正发现地图上有个叫司马门药廛路的地方。由于小西行长是药商小西隆佐之子，加藤清正一向看不起他的出身，这个时候就趁机抓住“药廛路”这几个字大做文章，故意戏弄小西行长说：“你攻取此路如何？”

小西行长一下子就听出了言外之意，知道加藤清正是在挖苦他，但他刚想要发作，就被锅岛直茂笑着给制止了。加藤清正又对小西行长说：“太阁殿下（丰臣秀吉）令我和你隔一天就互为先锋前进，你为何违背这一命令？自今日起，我们便隔日互为先锋，比比谁强谁弱。”

小西行长拒绝道：“已经迫近朝鲜都城，不如分路而进，速速将其攻克。”

加藤清正见小西行长摆出了拒绝的姿态，又拿他的出身挖苦道：“违背军令，贪图个人私利，怎么看都是商人作为！”（以上对话出自《征韩伟略》）


小西行长听了大怒，想要刺死加藤清正。经过锅岛直茂、松浦镇信的调解，小西行长才停止和加藤清正争吵。最后，两人选择妥协，决定分道进兵王京：第一军团从忠州北进，经由骊州，从东大门入侵王京；第二军团从忠州西进，经由竹山，从南大门入侵王京。（《丰臣秀吉朝鲜侵略关系史料集成·第一卷》）


五月二日戌时（晚上7时至晚上9时），小西行长、宗义智等人按照既定路线，攻陷朝鲜都城王京。加藤清正、锅岛直茂晚来一步，于五月三日进入王京。之后，宇喜多秀家率领的日军第八军团也于五月六日、七日进入王京，毛利吉成等人率领的日军第四军团、黑田长政等人率领的日军第三军团，以及小早川隆景、立花宗茂等人率领的日军第六军团，亦相继进入王京。（《吉野甚五左卫门觉书》）


五月上旬，日军制订了占领朝鲜八道，并在各道征收兵粮的计划。日军计划派遣到各道的人手和预计征收的兵粮数目如下：

（出自《高丽国八州之石纳觉之事》）



	朝鲜八道
	遣往该地的日本大名
	预计征收兵粮数量



	庆尚道
	毛利辉元（第七军团）
	2887790石



	全罗道
	小早川隆景（第六军团）
	2269379石



	忠清道
	四国众（第五军团）
	987514石



	江原道
	毛利吉成（第四军团）
	402289石



	京畿道
	宇喜多秀家（第八军团）
	775133石



	黄海道
	黑田长政（第三军团）
	728867石



	咸镜道
	加藤清正（第二军团）
	2071028石



	平安道
	小西行长（第一军团）
	1794186石




日军制订的这个分兵入侵朝鲜八道的计划，被称作“八道国割”，意图是征服朝鲜全境，征收足够的军粮，将朝鲜作为入侵大明的前线基地。

五月十一日，在王京待命的日军开始按计划分道进兵。日军第一军团（小西行长、宗义智、松浦镇信、五岛纯玄、大村喜前、有马晴信）、第二军团（加藤清正、锅岛直茂、相良赖房）、第三军团（黑田长政、大友义统）北上入侵京畿道。日军第四军团（毛利吉成、秋月种长、高桥元种、岛津义弘、岛津丰久、伊东祐兵）从别路进发，经京畿道的杨州、永平、麻田，入侵江原道。（《丰臣秀吉朝侵略关系史料集成·第一卷》）
 第六军团（小早川隆景、小早川秀包、立花宗茂、高桥统增、筑紫广门）、第八军团（宇喜多秀家）暂时留守王京。

朝鲜方面，自国王李昖弃守王京、渡过临津江北逃后，都元帅金命元率领20余将、1000余军士，固守临津江北岸，防止日军越江杀向国王避难的行在。然而，在这生死攸关之际，金命元却捏造战绩，于五月十二日驰启朝鲜朝廷，伪称：他在临津江南岸的碧蹄等处设下埋伏，斩获了许多日军；京城都检查使李阳元也率领李镒、申恪等10余位将士、5000名军士，驻守在大滩，准备收复王京。

朝鲜上下听到这些假消息后，感到很高兴，认为国王过不久就可以回銮。在王京已经陷落的情况下，朝鲜朝廷对前途流露出了异常乐观的态度。

五月十三日，京畿道巡查使权征驰启朝鲜朝廷，声称日军因孤军深入，腿脚肿了，气力没了，请都元帅金命元不要错失时机，趁机进剿日军。朝鲜诸将官人云亦云，纷纷传言日军已经不行了，连路都走不动了。朝鲜国王李昖深信其说，遂降旨金命元，责令他进兵讨伐日军；又起用韩应寅为诸道都巡查使，令其统兵5000人，即刻出发讨伐日军，不用受金命元节制。（《壬辰日录》）


五月十四日，日军第一军团、第二军团、第三军团相继抵达临津江南岸，隔着临津江，与在北岸的朝鲜军对峙。据西荆的《西征日记》记载：“朝鲜人张阵于江之西，吾军在江之东，东山而西平原也。敌屯于五处，多者四五千，少者一二千许也，备兵于江岸如连珠，至四五里而不断。”

由于朝鲜军在北岸严防死守，日军一时间未能越过临津江。与朝鲜军隔江对峙的小西行长和以其女婿宗义智为主的对马岛势力，为了打破僵局，想要写信劝降朝鲜政府，他们命令通晓汉文的从军僧侣西荆，以宗义智家臣柳川调信的名义撰写书信，试图投送给朝鲜军。这封信的原文是这么写的：

日本国差来先锋秘书少监平调信，谨启

朝鲜国某大人足下：

臣先是奉使于贵国，于再于三，诉廷下者，今日之事也。虽然贵国不容臣之言，故及今日之事。非不祥，亦宜也。今吾殿下起干戈者，不敢怨于贵国，唯为报怨于大明也。伏愿还国王之驾于洛阳，讲和于大明，则臣等所欲也。然和之不行者，独非贵国之罪，可谓天命矣。亮察，惶恐不宣。（《西征日记》）


在这封信中，小西行长和宗义智对朝鲜强调的主要信息是：首先，丰臣秀吉出兵的目的，不是对付朝鲜，而是征讨大明；其次，柳川调信此前出使朝鲜，已经将这一消息透露给了朝鲜，但朝鲜不听，以致今日有此兵祸；最后，柳川调信他们也不想和大明打，因此请求朝鲜国王回到王京，替日军向大明讲和，以期结束战争。

书信写好之后，小西行长、宗义智就派人前去投送。但是日军第二军团的加藤清正与小西行长关系不好，此时他仍在江岸上指挥军队与朝鲜军对射，所以小西行长、宗义智派出的使者不得通过，无法送出信件。五月十五日，加藤清正军暂时解阵退去，信件才终于有机会送出。小西行长、宗义智试图将加藤清正的退兵动作曲解为日军为议和而表达的诚意，便再次让西荆以柳川调信的名义起草了一封信，派人送交给朝鲜军。该信原文如下：

日本国差来先锋秘书少监平调信，谨启

朝鲜国执事足下：

臣今日来于此，退吾军者无他，为讲和也。军士在渡口，则贵国人疑之，故先退兵矣。臣先是屡使于贵国，陈以成败之事，贵国不听臣之言，今也至败亡。盖吾殿下假道于贵国，复怨于大明，去岁审告贵国通信使，臣亦达书于廷下。虽然贵国藩臣梗边，以不通吾道路，加之动干戈，于是乎吾军击破之。遂到尚州，奉书于廷下，不敢赐回教，却闻国王已出洛阳矣，于是诸将之兵入洛阳。由是观之，夫灭朝鲜者，朝鲜，非日本也，亮察亮察。臣窃虑之，还国王之驾于洛阳，以讲和于大明，则贵国之策莫良焉。如此则解吾军阵，待命于畿外者必矣。若疑之，出质子为证。然则日本之与大明和亲，贵国亦复国。不然贵国长失国，亦未可知也。伏愿足下熟计之，今日在江边，以待回翰（函），速送之，自爱不宣。（《西征日记》）


在这封信中，小西行长、宗义智再次强调，丰臣秀吉出兵的目的是借道朝鲜入侵大明，这事去年已经告知了朝鲜通信使；但日军渡海到朝鲜后，朝鲜不让日军通过，所以才对朝鲜动兵。现在朝鲜国王回到王京，替日军与大明讲和，是最好的对策。如果朝鲜国王愿意这么做，日军肯定会退兵到王京外待命；如果朝鲜怀疑日军的诚意，可以先交出朝鲜王子作为人质，这之后日本就会与大明和亲，朝鲜也会复国，否则就会长久地失去国家。

朝鲜军虽然收到了这封信，但不肯轻易妥协，他们回信给日军，称即便是战死在江边，也不会议和。五月十六日，小西行长、宗义智在了解到朝鲜军的态度后，又命令西荆起草了一封信，托人寄给临津江北岸的朝鲜军。这封信是直接用小西行长、宗义智两人的名义发出的，内容为：

再启，昨日呈愚书以陈讲和之事，贵国不信之，亦宜哉。吾军经万里风波之难、江山之险，直入洛阳。今也无故而欲讲和，贵国不信之，亦宜哉。臣为贵国解之。

吾殿下欲假道而击大明，虽诸将奉命来于此，不欲自此经数千里入大明，是故先与贵国和亲。而后为借贵国一言，以讲和大明也。贵国亦以一言大明，讲和于日本，则三国平安，良策莫良焉。诸将免劳，万民苏甦，是吾诸将之议也。殿下亦不欲与贵国绝交，贵国失邻好之道，拒吾军，故吾军亦动干戈而已。

臣虚受贵国大职，岂忘鸿恩乎？奉国命，以先诸将，因不获止也。今也倾尽肝胆，陈缕缕，足下察之。尚不信之，则是亦可也。传行长、义智两人一纸之书，自爱不宣。（《西征日记》）


在这封信件中，小西行长、宗义智向朝鲜军强调的要点是：丰臣秀吉想要借道朝鲜侵略大明，日军诸将虽然奉命出征，但其实并不愿从朝鲜长途跋涉数千里去攻打大明，因此想先与朝鲜讲和，再通过朝鲜与大明讲和，使日军诸将免于外征之苦。

朝鲜军收到这封信后，表示出了愿意谈判的态度。他们回信给日军，称无法擅自做主，要先禀报承政院，再作答复，让日军等待三天。小西行长、宗义智对此表示同意，下令休战。

五月十八日，朝鲜诸道都巡查使韩应寅奉国王李昖之命，抵达临津江北岸督战，朝鲜军的兵力为之增加。从韩应寅抵达战场的时间来看，此前朝鲜军答应与日军谈判，可能是借故等待韩应寅的援军，是缓兵之计。

韩应寅一意主战，他一来，就准备率领全军渡过临津江去击破日军。但士兵们认为军士远来疲惫，器械也未准备好，敌人的情形亦不清楚，便劝他暂时停止进兵。韩应寅不听劝告，斩杀了数名提出暂缓进兵的士兵。庆尚道助防将刘克良是一名老将，有着丰富的战场经验，他也认为不宜轻举妄动。但是比刘克良官阶高的守御使申硈却主张渡江，认为刘克良是在动摇军心，想要斩杀刘克良。感到被羞辱的刘克良愤愤而出，率领自己的部属率先渡江，杀了数名日军巡逻兵。随后，申硈渡江赶来。

临津江南岸的日军未曾料到朝鲜军会破坏停战协定，渡江来袭，只得仓促应战。
[18]

 但消息传到临津江后方的坡州，坡州日军很快就派来了援军，使用日军擅长的铁炮攻击朝鲜军。日军得到增援后，朝鲜军不敌日军，瞬间便告崩溃。刘克良急呼申硈，想要退军，但是申硈还没来得及回应，就已经死于乱军之中。刘克良绝望之下，下马坐在地上，弯弓射向日军，箭镞用尽之后也被日军杀害。残兵溃卒们奔逃至江岸，但日军紧追不舍，挥刀乱砍，朝鲜士兵或引颈受戮，或投江自杀。在北岸的朝鲜都元帅金命元、诸道都巡查使韩应寅看到这种情景，感到非常畏惧。

临津江日军受到朝鲜军袭击的消息传到王京后，留守的宇喜多秀家等部队也准备派出援军北上驰援，但刚离开王京11.8公里，就收到了前线的捷报，于是又都退回了王京。（《西征日记》《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


临津江之战后，朝鲜军士气消沉，人心涣散。五月二十七日，一部分日军在临津江下流乘坐小船，做出要渡江的动作，以试探北岸的朝鲜军。朝鲜军副元帅李薲（pín）非常恐惧，连一支箭镞都未射出，就带头先逃了，这造成朝鲜诸军全部崩溃，最终弃守临津江岸这道天险，遁窜北逃。日军仅凭恐吓，就造成了朝鲜军的瓦解，顺利渡过临津江，在北岸登陆。（《壬辰日录》）


五月二十九日，小西行长、宗义智等人率领日军第一军团，加藤清正、锅岛直茂等人率领第二军团，黑田长政、大友义统率领第三军团，一路向北推进，攻陷了京畿道的重镇开城。（《高丽日记》）
 至此，朝鲜都城王京、松都开城、西都平壤，三都中已有两城沦陷于日军之手。六月一日，小西行长、宗义智换了一个人代笔写信，派人投送给朝鲜军，试图再次劝降朝鲜政府，但没有得到回应。

此后，加藤清正、锅岛直茂率领日军第二军团，按照之前制订的“八道国割”计划，经由别路入侵咸镜道。小西行长、宗义智等人率领第一军团，黑田长政、大友义统率领第三军团，经京畿道继续北进，进发至平安道，列阵于大同江南岸。在大同江北岸的，是朝鲜国王李昖当下避难的行在平壤城。由于日军不知大同江的深浅，又没有船只，所以暂时不敢贸然渡江。

六月九日，小西行长、宗义智继续投书给朝鲜军，发出与朝鲜议和的信号，并邀请曾接待过对马岛使者的朝鲜礼曹参判李德馨不带一兵一卒，乘船来大同江与日军会谈。窘迫之下，李昖只能同意日方的要求，于当日派遣李德馨至大同江与日军会谈。在这次谈判中，日方派出的使者是景辙玄苏、柳川调信。他们二人此次出面，并没有如同之前屡次投送给朝鲜的信中所说的那般，要求朝鲜为日本与大明议和进行斡旋，而是向朝鲜提出了日军在一开始就坚持的“假道入明”。

日军对“假道入明”的具体阐释是什么？朝鲜史料中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景辙玄苏、柳川调信要求朝鲜方面“开吾向辽之路”，意思是日军要经朝鲜入侵大明。而据《惩毖录》《再造藩邦志》记载，日方对朝鲜提出的要求，是要经朝鲜进入大明，去向大明朝贡。笔者认为，《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记载比较符合实情，因为此前小西行长、宗义智派人投送给朝鲜的信中，已经说了日军的本来目的就是经朝鲜入侵大明。而且仗都已经打到这种程度了，日军也不可能再拿“日军要去朝贡大明”这种借口来糊弄朝鲜政府。

在大同江会谈中，景辙玄苏、柳川调信改变了此前在信中要求朝鲜替日本与大明议和进行斡旋的论调，而是重新提出了“假道入明”。这样的变化，证明了日军在此之前投送给朝鲜军的那些信，其实并不是他们的本意。那些信，只不过是日军在战争面临僵局的时候，试图打开僵局、劝降朝鲜政府的一种手段。无论如何，由于话说不到一块儿，李德馨与景辙玄苏、柳川调信的大同江会谈，最后以失败告终。

六月十一日，小西行长、宗义智再次投书给李德馨，要求朝鲜与日本议和。这一次，信件的口吻比之前强硬了很多，也更直接干脆，不再说什么日军想要与大明议和，请求朝鲜帮忙说话，而是直接表态让朝鲜王族交出质子渡海到日本，才可与日本议和。可见，之前日军在信件中表现出的客套，不过是他们伪装出来的。

同一天，朝鲜国王李昖弃守平壤城，向北方的宁边逃窜而去。李昖离开之前，留下都元帅金命元、左议政尹斗寿、吏曹判书李元翼守平壤城，并叮嘱他们在晚上偷袭大同江南岸的日军。到了这天晚上，金命元、尹斗寿、李元翼遵照李昖的嘱咐，派遣武官出身的金弥率领江边士兵百余人，渡江袭击敌营。当时日军正在睡觉，没有及时反应过来，被金弥率领的朝鲜军射杀数百人、夺获130余匹马。但当朝鲜军将要渡江回到北岸时，来接应的船只却没有全到，有30多个士兵被日军追上，溺死在了江中。（《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六月十三日晚上，金命元等人在平壤城上望见对岸的日军守备松懈，认为可以故伎重施，再次乘夜掩袭。于是金命元挑选精兵，令平安道宁远郡守高彦伯统兵渡江。当高彦伯领兵渡过大同江时，已是六月十四日的清晨，他见日军还在营帐中没有起身，便率军突击日军第一军团宗义智的阵营。趁着日军惊慌之际，朝鲜军张弓搭箭射杀日军，夺获了300多匹马。宗义智的前队将领杉村右吉郎智清、竹冈节右卫门二人，立刻指挥他们的军队抵抗朝鲜军，结果不敌，杉村右吉郎智清当场殒命。情急之下，宗义智亲自指挥手下军队与朝鲜军激战，并亲手杀死了几个朝鲜士兵。这时，日军第三军团的黑田长政也驰至江边，来支援宗义智。朝鲜军认为日军人多势众，就退回到江边，想要渡过大同江回到北岸。但是船上的水手太过慌张，不敢开船渡江，导致许多朝鲜士兵被日军逼迫至江中溺死。剩下的朝鲜士兵则渡过一条叫王城滩的浅滩，回到北岸。日军一开始不知道大同江的深浅，所以不敢贸然渡江，这下终于知道有浅滩可渡。

于是在这天晚上，日军第一、第三军团大摇大摆地由浅滩渡过大同江北上。负责守江滩的朝鲜军没放一支箭镞，就吓得逃走了。日军渡江以后，怀疑平壤城有备，不敢贸然动手，只是逡巡不前。但平壤城中的金命元、尹斗寿等人早已经吓得丧失斗志，他们连夜弃守平壤，开城门而逃。为了不让日军得到城内的人口和武器，他们把城内的朝鲜士民全部驱赶出城，又将军器、炮火沉入平壤城风月楼的小池当中。（《朝鲜阵记》《惩毖录》）


朝鲜军弃守平壤的次日，小西行长、宗义智等人率领日军第一军团，占领了空无一人的平壤城，获得积蓄在城内的数万石粮食。至此，朝鲜都城王京、松都开城、西都平壤，全部沦陷于日军之手。

朝鲜勤王军溃败

自日军入侵朝鲜以来，位于半岛西南位置的全罗道，暂时还没有被战乱波及。四月份上半月，朝鲜国王李昖还没有从王京出逃时，全罗道巡查使李洸听说日军深入朝鲜腹地，便上书李昖，请求尽发全罗道之兵，北上勤王。李昖同意了这一请求，为此下诏褒奖李洸。

五月四日，李洸集结数万兵力从全罗道北上，抵达忠清道的忠州，准备发向王京。但过了没多久，就有一个从王京南下的官员哭着来到忠州，急匆匆地进入军营告知李洸，说国王已经出逃了，日军目前占据了王京。这个官员带来的消息深深震动了全罗道的勤王之师，数万大军一时间竟然全部溃散而逃。李洸为了收拾局面，派了几个将官守住要害尼山石桥，又让人把溃逃的官军们叫回来，但是无济于事，众军士纷纷拿出刀刃，夺路而逃。李洸没有办法，只好回到全罗道的全州，捕杀了几个逃兵以示惩戒，全罗道一时民怨沸腾，都很埋怨李洸。（《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


李洸为了挽回自己的名声，决心北伐，于是又在全罗道内大征勤王军。到五月十四日，全罗道各地被征发的勤王军共有10余万人，李洸下令将这些人集结到全州。至于负责运输粮食的人，数量更是比军队人数多出了一倍。（《乱中杂录》）
 但是一些地方厌恶被强行征召，于是全罗道境内就发生了内乱，玉果、淳昌两县的军人率先作乱，众人推选出邢大元、赵仁作为盟主。叛军抢劫并焚烧了淳昌县的官舍、邢狱，淳昌县郡守金礼国逃了出来，到全州向李洸报告，李洸立即下令全罗道兵使诛讨叛军。这时候，潭阳府使正领军向全州进发，他在途中遭遇了叛军，结果溃败。而南原、求礼、顺天三县应募的军人，在向全州进发的途中，不战自溃，直接就解散了。（《乱中杂录》《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
 由此可见，李洸招募的，实际上是一帮乌合之众。

五月十九日，李洸将集结在全州的军队分为两支，分道北上王京。其中一支军队有5万余人，由李洸亲自率领，随行的有全州府尹、罗州牧使等20多名官员、将官，他们先赶往益山，接着取道忠清道的内浦。庆尚道巡查使金睟也带着100多人，跟随李洸一起出发。另一支军队有4.8万余人，由全罗道防御使郭嵘率领，随行的有全罗道助防将李之诗、金宗礼与南原府使等20多名官员、将官，他们先前往砺山，接着取道忠清道的大道。两军约定在京畿道的振威会合。（《乱中杂录》）


五月二十四日，李洸率领的5万军队抵达忠清道的温阳，而忠清道巡查使尹先觉已经率领防御使李沃、兵使申益驻兵于此，再加上庆尚道巡查使金睟也跟着李洸来了，全罗、忠清、庆尚三道的巡查使一时间都集结在温阳，声势浩大，向着王京进发。同一时间，郭嵘率领4.8万余人经过忠清道的公州，转向天安。（《乱中杂录》）


五月二十六日，郭嵘与李洸、尹先觉、金睟会合，勤王军集结在京畿道的振威，兵力达到13万人之多，旌旗蔽日，运粮队伍连绵40公里。虽然勤王军兵力众多，但朝鲜史料《乱中杂录》对其评价不高，认为这支大军不过是“驱羊之势”，只是被官军强行集结在一起的一群弱者。

六月三日，全罗、庆尚、忠清三道勤王军进兵至京畿道水原，李洸的军队布阵在水原的秃城。水原城内原本有日军驻扎，但他们听说朝鲜大军袭来，便在两天前放弃水原阵地，撤退到了后方的龙仁县，与驻守在龙仁县的日军合势。原先驻守在龙仁的日军将领，是日本水军大将胁坂安治的部将胁坂左兵卫、渡边七右卫门，兵力不过300人，与朝鲜勤王军相差悬殊。

随后，勤王军进至龙仁县以南4公里处。龙仁的日军见朝鲜军兵力众多，不敢出城迎战。全罗道勤王军先锋白光彦、李之诗等人因为杀死了十几个出来砍柴、打水的日军士兵，而对日军大为轻视，露出了骄傲自得的神色。（《寄斋史草》）


六月五日，李洸派白光彦前往龙仁侦察敌情。白光彦发现日军全部结阵在龙仁县北面的北斗门山、文小山，他判断日军“阵微兵残，势似孤弱”，回去后向李洸报告，称日军兵力非常少，不要错过歼灭日军的机会。随军出发的全罗道光州牧使权栗持不同意见，他苦苦劝谏李洸，称京城已经不远了，不可争锋于小敌，以致损折兵威。但李洸执意不听，他将全罗道助防将李之诗、先锋守令等人配置给白光彦，让白光彦带领他们去攻打龙仁的日军。

白光彦不把日军放在眼里，领命后便迫近龙仁，和李之诗各领1000人马登山，在距离日军营垒十余步的地方下马射箭。但日军埋伏了起来，从卯时（凌晨5时至早上7时）一直到巳时（上午9时至上午11时），任凭朝鲜军如何挑衅，就是不正面迎战朝鲜军。到了午时（上午11时至下午1时），朝鲜军稍稍松懈，埋伏在周围的日军突然全都杀了出来，他们挥动着日本刀，杀入朝鲜军中，左斩右斫，杀死了许多朝鲜士兵。李之诗、白光彦、古阜郡守李光仁、咸悦县监郑渊皆死于乱军之中，朝鲜勤王军的士气遭到重创。（《乱中杂录》）


六月六日，李洸等人率领勤王军主力渐次进兵，布阵在龙仁西北面的广教山。李洸下令军队做早饭，但炊烟才刚刚升起，日军骑兵就突然冲向了勤王军的阵地。原来，胁坂安治听说自己的部将在龙仁被围，就带人从王京赶了过来。这天黎明时分，胁坂家的旗帜出现在距离勤王军约2公里的山岭上，胁坂安治以家臣山冈右近为先驱，渐次前进。苦守龙仁的胁坂左兵卫、渡边七右卫门望见胁坂家的旗帜后大喜，赶紧打开城门，突入敌阵。（《胁坂记》）
 先行的5名日本兵骑着白马，戴着金灿灿的假面具，挥动着日本刀上前。朝鲜勤王军的先锋是忠清道兵使申益，他丝毫不敢抵抗，望风先溃。

申益的不战自溃引起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勤王军纷纷溃逃。据朝鲜史料《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记载，10万勤王军一时全部溃散，竟被日军数名骑兵追赶4公里。但据日本史料《胁坂家谱》记载，胁坂军应该是出动了包括胁坂安治在内的大部分人马，并且在追击朝鲜勤王军的过程中斩首千余级，俘获了300多人。笔者认为，《胁坂家谱》的记载更加可靠一些，如果10万朝鲜勤王军被数名日军骑兵追赶了4公里，那战斗力也太不堪一击了。但无论如何，勤王军惨败了。

经过龙仁败战的冲击，勤王军将教书、印信、节钺、旗麾、军器、军粮等全都丢弃，这些物资或被日军缴获，或被焚毁一空。战后，李洸败退全罗道，尹国馨败退忠清道，金睟败退庆尚道，全都狼狈地逃回了老家。龙仁的败报传到朝鲜国王李昖避难的行在后，朝廷上下长吁短叹，但又无计可施。

丰臣秀吉增派援军

五月十六日，在日本名护屋大本营的丰臣秀吉接到了朝鲜首都王京陷落的报告，顿时意气激昂，认为进占大明指日可待。他很快就写信指示在朝的日本诸将，要求在朝鲜各地修筑供丰臣秀吉停留的行营，等候他亲自渡海至朝鲜。两天以后，丰臣秀吉致书其外甥丰臣秀次，向他提到了以后的方针，要点如下：

一、朝鲜都城已陷，当遂勘定明国，以明国付关白（秀次）。宜勒兵三万人，期明年正、二月上程，准备勿懈。

二、军人粮料，贷给三万石，扈从给二万石，金币副之。

三、近日所输三十万石，宜供军须。若不足，当用大和廪米，但京都城米不得用。

四、日韩明三国靡从，无有立草，然戎备不可不饬。金装鞘雌雄刀千口、薙刀三十枝、枪二十枝，可新制以供卤簿用。刀重则不堪佩，雄刀量七两，雌刀三两，方可。

五、金不足，当移聚乐（第）之银于大坂，以用其金。换用以金一枚，直银十枚为率。

六、金襕、段（缎）子之类有所须，以书来告，供给不限数。

七、西下兵库以西，宜从水路，唯马由陆路。此地乘马，以一半发遣朝鲜。鞍具犹在，故马不须多从。

八、粮谷，名护屋、朝鲜所在储峙，不须预备。唯仆隶此地乏少，不可猝办，宜备数。

九、明国既定，期后二年，奉銮舆西幸，以为明帝。奉彼近畿十国，充御厨资。公卿以下俸禄，亦在此中。贱者给十倍之禄，贵者随才赡给。

十、关白当举近畿百国相付，以为封国。

十一、而日本则奉若宫（良仁亲王）、八条殿（智仁亲王），以为太子。

十二、命大和中纳言（羽柴秀保）、若备前宰相（宇喜多秀家）为关白，高丽使岐阜宰相（织田秀信）、若备前宰相镇之，九州使丹波中纳言（羽柴秀俊）镇之。其平安城及聚乐留守，当临时命之。

十三、銮舆西下，用行幸仪，休顿殿舍，用予来时亭馆。沿道夫马，当限各封内课之。（《严岛文书》《秀吉事记》）


在丰臣秀吉制订的计划中，关白丰臣秀次领兵3万（加上其他已经渡海的日军）亲征大明。征服大明之后，以两年时间为筹备期，使日本天皇迁都到北京，成为“大明皇帝”；再将北京周围的十“国”（丰臣秀吉套用日本的行政区划理解明朝疆域）分给天皇，成为天皇的直属领地；又将北京周围的一百个“国”尽数封给丰臣秀次，让他成为“大明关白”。日本天皇既已成为“大明皇帝”，那便在日本皇室中再挑选一人，继位为日本天皇；日本关白丰臣秀次既已成为“大明关白”，那便在羽柴秀保、宇喜多秀家二人当中挑选一人，使他们成为日本关白。至于朝鲜，则分配给织田秀信或者宇喜多秀家。

从丰臣秀吉的这些谋划可以看出，他在得知朝鲜首都王京陷落以后，对拿下大明是胜券在握，以至于还没有摸到大明的边，就已经在安排怎么进行瓜分了。丰臣秀吉私下还妄想，征服大明以后，自己搬到浙江宁波居住，甚至连下一个入侵目标都已经选好了，那就是天竺。（《组屋文书》）


到了六月，丰臣秀吉又收到了从朝鲜前线传到名护屋的战报。他更加跃跃欲试，准备率领麾下直属部队渡海，并增派其他大名率领援军渡海。但丰臣政权中枢的德川家康、前田利家比较清醒，他们认为丰臣秀吉一旦离开日本，将影响日本国内大局，便劝阻道：“殿下以近侍先航海，诸将士见之，将不顾暴风怒涛，冒万死而竞渡。恐非所以安众之道矣。不如使诸军先渡，然后进大斾。”又说：“殿下亲航，则谁敢迟留此地？方今季夏向秋，飓风发作之。海路危难不可测，万一风涛有变，非啻大举不得志，恐本邦威名有所亏损也。”（《大日本编年史》《丰太阁征外新史》）


丰臣秀吉经过考虑，听从了德川家康、前田利家二人的劝告，决定自己延至次年三月再渡海，先派其他日本大名率领援军渡海。六月二日，丰臣秀吉写信给在朝鲜的日军诸将，告知了他将延期渡海的消息：

吾将以手下先众渡海，近侍扈从既上船矣。家康、利家等以夏秋之交，海有暴风，固止我行。且云：“大斾虽独进，舟舰不多，待其返还，必在八九月之后。秋季海恶，舟不能解缆，后军何以得继发。”公私危机，所关匪细，故纳其言，先发遣军士。如进大斾，姑延为来岁三月。但明国处分，断不可不了。及期渡海，信如曒日，诸军其勿懈。（《大日本编年史》）


六月三日，丰臣秀吉又写信给加藤清正、锅岛直茂，指示他们：“安辑人民，督征租赋。军人粮食，以管内租谷给之。及联队将士，而不管地者，亦准此。自国都（王京）至明国，沿道馆舍，各人修缮，以备明年亲征。”此外，丰臣秀吉又在信中要求在朝日军诸将变更部署，将原日军第三、第四军团合并为一个军团，原第五军团拆分为三个军团，然后迭次进兵，攻打大明。（《加藤文书》）


重新改组后的日本军团编制如下：

[image: Figure-0068-0012]


不过，虽然丰臣秀吉计划变更军队部署，但在朝的日军诸将仍旧按照原来的军团部署行事，没有做出改动，所以进行调整的军令只是一纸空文。

在信中，丰臣秀吉又以自己举例，告诉加藤清正、锅岛直茂，说日本是如此彪悍强大的国家，尚且被他征服，更不用说文弱的大明，因此催促诸将进兵攻打大明：“以本州之剽悍尚武，吾犹得提数百之卒而勘定之，况明人之长袖？而以此众往，不异于山压卵，其速进而荡平之。”（《萩藩阀阅录》《加藤文书》《细川家记》）


同一天，丰臣秀吉让南禅寺僧人玄圃灵三、东福寺僧人惟杏永哲用汉文撰写征伐朝鲜、大明的檄文，其内容如下：

朝鲜国征伐之事，遣前驱，可若慧泛尘涂者。于日域帝都，预察焉。仍遣羽柴对马侍从（宗义智）、小西摄津守（小西行长），如所思，早一国属平均。然则大明亦顿何不归掌握乎？如别幅记三列之备，逐日番番可致先锋，其外各各如记录，竞进可攻伐大明。加之，即令渡海诸军相追随，而与俱可，出奇策抚群民，所出号令也。如众之所知，吾为小臣时，或五百骑，或千骑，以小击大，攻伏日本国中，锐士勇将悉皆命之从。如汝等者，将数十万之军卒，可诛伐如处女大明国，可如山压卵者也。匪啻大明，况亦天竺、南蛮可如此，谁不羡乎？于是乃虽欲泛龙船，自为众之先，则诸卒不待顺风，猥可解缆。若后进者，逢不意之难，则似无仁惠。是故先遣甲兵，而后不经日可航海。盖变动无常，因敌转化，勿忽。（《毛利家文书》）


由于玄圃灵三、惟杏永哲两人的汉文修养不高，这封檄文语脉不通，读起来非常晦涩。这篇檄文的大致意思是，丰臣秀吉以自己的经历激励在朝日军，说他早年为人之下时，经常以少击众，凭借500人、1000人，就征服了日本，更不用说现在日军诸军率领着数十万兵马。在他看来，征讨大明非常简单；而且不单是大明，天竺、南蛮（西方国家）同样可以轻易征服。只是，他眼下因故不能亲自渡海，所以先派遣援军，不用多久他们就将渡海来到朝鲜。

做出以上承诺后，丰臣秀吉派遣石田三成、增田长盛、大谷吉继这三位奉行以及加藤光泰、前野长康渡海前往朝鲜，代替他督战；接着，他又使木村重兹、细川忠兴、长谷川秀一等人各率其兵，陆续渡海。这些人都是丰臣秀吉派去朝鲜的援军部队。（《旧记杂录后编》《多闻院日记》《细川家记》《松井家谱》）


实际上，丰臣秀吉派遣的援军远远不止于此。对于日军在后续阶段陆陆续续共出动了多少援军，可以参考《太阁记》《天正记》《岛津文书》《山崎文书》。据笔者统计，以上史料对日本援军的数量记载分别如下：

朝鲜国都表出势之众（征讨朝鲜国都的部队）（单位：人）


[image: Figure-0070-0013]


未在“朝鲜国都表出势之众”编制内的援军（单位：人）


[image: Figure-0071-0014]


《太阁记》《天正记》这两份史料记载的日本援军将领名单和兵力数据，是丰臣秀吉在侵朝之前就已做出的调兵部署，被称作“朝鲜国都表出势之众”。从字面上理解，是丰臣秀吉计划占领朝鲜首都的部队。这两份文件表明，丰臣秀吉在侵略朝鲜之前，除了准备必然渡海的15万先锋部队以外，还制订了派遣后续援军进入朝鲜的计划。两份文本的差异点，主要在于增田长盛的兵力。《太阁记》记载增田长盛的兵力是3000人，《天正记》少了2000人，是1000人。

但是无论如何，《太阁记》《天正记》记载的只是丰臣秀吉在外征前的调兵部署，至于之后是否按照这一计划派遣援军进入朝鲜，需要以《岛津文书》《山崎文书》这两份史料进行佐证。

《岛津文书》是丰臣秀吉在一年后的万历二十一年（日本文禄二年，1593年）五月制定的，日军转战朝鲜庆尚道、全罗道的兵力部署。《岛津文书》上的记载证明，在《太阁记》《天正记》中登场的“朝鲜国都表出势之众”，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进入了朝鲜，参与了实际作战。但同时，还有很多出现在“朝鲜国都表出势之众”名单上的日本援军将领没有在《岛津文书》中登场，这成了不确定因素。

《山崎文书》这份史料最为重要，它是丰臣秀吉在万历二十一年七月底，将派遣到朝鲜的日本援军召回日本国内的军令。在这份军令中，《太阁记》《天正记》里计划派遣的“朝鲜国都表出势之众”，除了片桐且元以外，全都有提到。而根据《丰臣秀吉文书集》，片桐且元也确实到了朝鲜。因此可证，所有“朝鲜国都表出势之众”都按照丰臣秀吉的计划，渡海前往朝鲜进行增援了。

需要指出的是，《岛津文书》和《山崎文书》记载的“朝鲜国都表出势之众”的兵力，都是他们在进入朝鲜以后，经过与朝鲜官军、义兵的战斗，不断折损、补充的兵力，并不是最初的渡海兵力。“朝鲜国都表出势之众”的初始渡海兵力，应当以《太阁记》《天正记》为准，在5万人左右。

此外，从《岛津文书》的记载来看，黑田长政的父亲黑田孝高也带领人马渡海至朝鲜，未在“朝鲜国都表出势之众”的编制之内。从《山崎文书》的记载来看，未在“朝鲜国都表出势之众”编制内的日本援军，还有东日本的大名伊达政宗、上杉景胜、佐竹义久，以及山田藤三、太田半次、青山甚左卫门。根据《太阁记》《天正记》的记载可知，伊达政宗渡海时的兵力是1500人，上杉景胜的兵力是5000人，其他人则不得而知。

根据《山崎文书》的记载进行估算，佐竹义久回日本时兵力为1461人，那么渡海前往朝鲜时的兵力可能是1500人；山田藤三回日本时兵力为187人，渡海时的兵力可能是200人；太田半次回日本时兵力为98人，渡海时的兵力可能是100人；青山甚左卫门回日本时兵力为470人，渡海时的兵力可能是500人。以此进行初步推算，所有未在“朝鲜国都表出势之众”编制内的日本援军，加起来应有9000余人。

“朝鲜国都表出势之众”加上未在“朝鲜国都表出势之众”编制内的日本援军，兵力估计为57000人至59000余人。加上丰臣秀吉一开始派入朝鲜的约15万日军先锋，日军在侵朝战争中的实际渡海人数，保守估计有20万人，这也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以如此庞大的兵力进行外征。

晋州之战

万历二十年八月，丰臣秀吉派遣的大部分援军已先后抵达朝鲜，进入王京。这时候，日军在朝鲜面临着这样一个难题：庆尚道的朝鲜义兵群起反抗，堵塞了日军在朝鲜的登陆点釜山浦至王京之间的通路，使日军面临补给困难。于是，八月七日，为了镇压庆尚道义兵，木村定光、长谷川秀一、细川忠兴、小野木公乡、牧村政吉、糟屋内膳正、太田一吉、青山修理亮、冈本下野守等日本援军将领，统领13000人从王京南下，向庆尚道进发。（《细川家记》《松井家谱》《太阁记》）


日军首要攻打目标是朝鲜将领李光源据守的庆尚道岩山城。细川忠兴的弟弟细川兴元与部将松井康之杀在最前面，想要靠肉搏登城，但是都受伤败退了下来。直到细川忠兴下令纵火，才终于将岩山城攻陷。（《松井家谱》《细川家记》）
 日军获胜后一路南下，先打下仁同城，后又一连打下了沿海的镇海、泗川、固城。攻占这些据点后，日军分兵留守各城，剩下的一部分兵力则被派去攻打晋州城。

面对日军来袭，晋州判官金时敏与守城士兵坚壁不出，誓死守城。庆尚道的义兵将领郭再祐听说以后，从宜宁带了援军过来救援晋州。庆尚右道巡查使金诚一也动员周边列邑的兵力，赶过来救援晋州。

由于朝鲜军的兵力得到增强，而日军因分守泗川、固城、昌原，兵力分散，双方的强弱发生了转变。这种情况下，出兵攻打晋州的这一部分日军到了晋州对面的江岸以后，竟然胆怯地不敢渡江，直接掉头逃向泗川城。金诚一闻讯后赶了过来，与金时敏、郭再祐联合，一同追击日军，在泗川城外将日军击破。打了败仗的日军夜里弃泗川城逃向固城，与留守在固城的日军合兵一处。

金时敏等人见日军闻风丧胆，便抽调出一部分兵力，让这些士兵嘴里叼着小木棍，不发出一点声音，偷偷地翻过大屯岭，去偷袭固城日军。惊魂未定的日军得知朝鲜军紧追不舍，感到非常畏惧，勉强撑了几天后，又在夜里弃固城而逃，并唆使留守镇海的日军一同逃走。日军一下子就放弃了刚打下不久的泗川、固城、镇海三座庆尚道沿海城池，这让朝鲜军对其大为轻视。金时敏等人不依不饶，再次发兵追击，并在追赶中击破日军，用计擒获了镇海城的日军将领平小大。在金时敏的奋战之下，泗川、固城、镇海接连被收复，他也因此官升晋州牧使。（《宣庙中兴志》）


长谷川秀一、细川忠兴等人战败之后，非常丢脸地逃到了日军登陆朝鲜的据点釜山浦进行修整。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准备再次进兵晋州。九月二十四日，他们重整军势，率领金海、东莱的3万日军分道并进，一路自露岘而进，一路自熊川而进，越过安民岭，进犯晋州的前哨站昌原城。

朝鲜庆尚道右兵使柳崇仁为了不让日军突破昌原防线，率领官军、义兵迎战日军，结果战败，麾下士卒被日军杀死许多。次日，柳崇仁收拾散卒再战，结果又迎来大败，只能领兵退走。80多名日军先锋士兵就此直入昌原，到处纵火。二十六日，日军继续向前推进，占领了昌原西面的咸安城。（《乱中杂录》）


十月三日，日军从咸安分兵发向晋州，一军翻越马岘而进，一军由佛迁而进。次日，日军千余骑兵先锋驰至晋州东面的山峰上，在山上纵马驰突，炫耀武力。晋州牧使金时敏下令城中士兵视若不见，不许妄费一支箭、一枚弹丸，又聚集齐城中男女老弱，让他们穿上军装站在城头上，以壮军威。日军先锋见引诱不出城内的朝鲜军，在侦察完地形后很快就回去了。

这一天，先前在昌原战败的庆尚道右兵使柳崇仁，独自骑着一匹马来到晋州城下，恳请金时敏开城接纳。然而金时敏认为，一旦让官阶在他之上的柳崇仁入城，朝鲜军就会更换主将，导致指挥权混乱，所以拒不接纳柳崇仁，只是回话让他“在外为援”。得不到接应的柳崇仁只好漫无目的地找地方逃走，但不幸在途中碰上了日军，结果与泗川县监郑得悦、权管朱大清等人战死。（《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宣庙中兴志》《乱中杂录》）


十月六日，长谷川秀一、细川忠兴等人率领3万日军包围晋州城。日军各部队竖起了代表家族的旗帜，日军将领们则戴着饰有羽毛的金黄色面具，穿着在朝鲜人看来奇形怪状的甲胄。在阳光的照耀下，围城的日军让朝鲜军看得头昏眼花。6名主要日军将领分阵督战，数千名日军铁炮手在山上对着晋州城不断开火，硝烟冲天，轰鸣不绝。金时敏命令城中的3800名守军分守城堞，让他们暂勿轻举妄动，等日军的铁炮声弱下来以后，就立刻擂鼓，放炮迎击。

听闻晋州被围，庆尚道的义兵将领们从各个方向赶了过来。崔堈（gāng）、李建从固城出兵，驰援晋州。他们在晚上登上纲陈山，举起火把、擂响战鼓，声音响彻天际。郭再祐派遣麾下将领沈大丞来援，沈大丞带来的200人趁着夜色登上晋州北面的山峰，吹起号角、举起火把，与城中相应，并放出风声说红衣将军（郭再祐因为喜欢穿红衣，又多次打败日军，因此被日本人称作“红衣将军”）将亲自前来。全罗道的义兵将领崔庆会、金俊民，也率领2500人驰援晋州。

晋州城守将在此之前给日军造成了很大打击，日军知道这是一块硬骨头，很难啃下。为了顺利打下晋州城，日军将领们想了很多办法。他们首先抽出部分兵力，前去堵截前来救援晋州城的各个义兵部队。而前来救援晋州的义兵们，本身兵力有限，不敢与日军发生正面冲突，所以这一部分人算是被日军拦住了。接下来，日军制作了很多用于攻城的器械。他们不仅造出数千架竹梯，将其排列在一起，作为大军登城用的工具；还制作了比晋州城都高的战车，让日军士兵站在战车上，对着晋州城放铁炮。

面对日军的压迫，金时敏也做好了应对，他让晋州守军准备好火器、火药，并在城上摆上大炮、大石头，又煮了大锅鼎沸的热水。当日军使用各种攻城器械开始攻城的时候，金时敏命令晋州城守军对着战车上的日军放玄字炮，将其击落；又从城上投下火药，焚烧日军制作的松障（一种攻城武器）；还用大炮击碎了日军编制的竹梯。其他人或从城上浇下滚烫的沸水，或投下大石块，使日军惨遭重创不得不败退。

十月十日夜，长谷川秀一、细川忠兴等人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再度率领日军袭向晋州城。日军先锋手持盾牌，一拥而上，攻打晋州东门，后继的1000多名日军铁炮手则对着晋州城齐放铁炮，使晋州城守军不得立于城上。金时敏指挥将士拼死血战，他下令晋州守军使用弓弩、大炮、巨石等武器顽强抵抗，这使日军持续出现死伤。

战酣之际，另一股日军部队开始攻打晋州城北门，万户崔德良等人冒死拒战，昆阳郡守李光岳拉弓引弦，射杀了一个日军将领。晋州守军坚持抵抗到了次日天亮，未曾有一刻休息，但城中木材、石材都已用尽，金时敏也被日军铁炮击中负伤，倒在了地上（后因伤势过重而死去），晋州城岌岌可危。好在日军打到中午时分便撑不下去了，解除了对晋州的围困，焚烧阵亡日军士兵的尸体退兵而去。（《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乱中杂录》）
 晋州之战，终于以日军的失利而告终，这一战让日军遭逢奇耻大辱，也给晋州城埋下了他日遭到日军疯狂报复的种子。

加藤清正入侵咸镜道

日本先遣军团制订了“八道国割”计划后，便开始分兵入侵朝鲜各道。小西行长、宗义智等人率领第一军团入侵平安道，加藤清正、锅岛直茂等人率领第二军团入侵咸镜道，黑田长政、大友义统率领第三军团入侵黄海道，毛利吉成、秋月种长等人率领第四军团入侵江原道，福岛正则、长宗我部元亲等人率领第五军团入侵忠清道，小早川隆景、立花宗茂等人率领第六军团入侵全罗道，毛利辉元率领第七军团入侵庆尚道，宇喜多秀家率领第八军团占领京畿道。

除了入侵平安道的日军第一军团之外，其余军团入侵朝鲜各道的具体经过，由于不在主线历史的叙事范围之内，所以长期以来为人忽略，没能得到详细的记录。为此，笔者将在下文中以空间为界，分开叙述这些军团的作战经过。

首先叙述日军第二军团的作战经过。六月十日，加藤清正、锅岛直茂率领日军第二军团从黄海道的宝山驿出发，向东北方向的咸镜道进兵。由于不认识进兵的具体道路，加藤清正在途中抓获了两个朝鲜人，要求他们作为向导，带领日军第二军团进入咸镜道。一个朝鲜人推辞说不认识路，结果立刻就被杀死，另一个人当即被吓得连连答应带路。（《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


六月十七日，加藤清正率军翻越黄海道与咸镜道交界的老人岘，抵达咸镜道最南部的安边。他写信给在日本名护屋大本营的长束正家（丰臣政权的五奉行之一），提到了自己的计划：从咸镜道一直打到兀良哈（日本人对女真部落的称呼）。次日，锅岛直茂也领兵越过老人岘，抵达安边，并就地掠夺兵粮与酒肉。（《普闻集》）


由于咸镜道是朝鲜李氏王朝专门用来流放罪犯的地方，因此这里集聚了很多对朝鲜政府不满的人。日军的到来，对他们来说无疑是“解放”，这些人很快就成了叛民。因此，日军在咸镜道南部并没有遭到什么抵抗，这里在极短时间内被日军纳入了支配之中。咸镜道北部，差不多也是同样的情况，明川、吉州的叛民为了迎接日军的到来，甚至将朝鲜王子临海君、顺和君在咸镜道北部避难的消息写在纸上，用牌子挂在路边，以此告知日军。

六月二十二日，加藤清正和锅岛直茂分配了在咸镜道南部、北部的势力范围。加藤清正将南部的安边作为大本营，锅岛直茂将南部的永兴作为大本营。南部的德原、文川、高原、永兴、定平、洪原这六座城池，由锅岛直茂的家臣驻守；南部的北清、利城、端川，北部的城津、吉州，这五座城池由加藤清正的家臣驻守。（《锅岛直茂谱考补》）


六月二十九日，加藤清正从咸镜道南部领兵北上，准备经咸镜道北部发兵女真部落聚居区，顺便在进兵途中搜捕避难的两位朝鲜王子。同一天，锅岛直茂将大本营从永兴移到咸兴，他虽然没有北上，但是派出了家臣成富茂安、后藤家信、龙造寺家晴、藤经众，让他们跟随加藤清正去征伐女真部落。

七月十八日，加藤清正率军翻越咸镜道南北部交界的摩天岭，进入咸镜道北部。在北部地区最南端的城津城附近，有一处叫作海汀仓的仓库。在这里，加藤清正遭遇了忠于职守的北道兵使韩克諴（xián）率领的关北六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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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士的抵抗，双方发生激战。韩克諴的目的是保卫摩天岭以北的整个咸镜道北部不受日军侵犯，他率领的骑兵是朝鲜为防御女真部落侵略而专门培养的，可以说是朝鲜最精锐的骑兵部队。因为他的部队擅长骑射，且周围地形又很平旷，于是“左右迭出，且驰且射”，一度将加藤清正率领的日军打得“不能支”，将其逼退到了海汀仓内。（《惩毖录》
 ）

战至傍晚，朝鲜士兵又饿又疲，想要稍事休息，等日军自己从仓内出来，再一举歼灭。然而韩克諴不听劝告，指挥军队包围了海汀仓。日军急于应对，连忙搬出海汀仓内屯聚的粮食，堆积在四周，作为防御工事，以避免受到朝鲜军的弓箭攻击；又利用空隙之处发射铁炮弹丸，打死了很多朝鲜士兵。据《惩毖录》记载，日军的弹丸不但能打穿目标，一发弹丸甚至能打死三四个人，而朝鲜军又排列得很密集，因此大败，韩克諴只能收拾败兵逃到了附近的山岭中。

当时，朝鲜王子临海君、顺和君二人避难在咸镜道北部的镜城，当他们得知韩克諴在海汀仓战败的消息后，从镜城一路仓皇北逃，一直逃到了咸镜道最北部的会宁，这里已经是朝鲜与女真部落交界的地方了。两位王子还打算继续向北逃跑，想要不顾生命安全逃入女真部落。但是镇守会宁的朝鲜士兵密谋叛变，他们把守住城门，不让两位王子逃出城。次日，会宁镇抚鞠景仁发动叛乱，他自称大将，以500骑兵包围客舍，生擒了两位朝鲜王子和他们的妃嫔、侍女，还有陪同王子一同到咸镜道避难的宰臣金贵荣、黄廷彧、黄赫以及他们的家属。抓捕到这些人以后，鞠景仁很快就写信给加藤清正，向他表示了投诚之意，并直言朝鲜王子已经被捕，请加藤清正亲自前来接收。

七月二十四日，加藤清正应鞠景仁之邀，领兵来到会宁，他将军队结阵在城外，自己坐在一抬轿子内，让人抬着进入城内。当他见到被鞠景仁俘获的朝鲜王子和臣僚一干人等全都被绳索捆绑住的时候，对朝鲜叛臣如此对待自己的主君很是看不下去，当即责备他们道：“此乃汝国王之亲子及朝廷宰臣，何困辱至此？”

说完，加藤清正就下令为两位朝鲜王子松绑，并供给他们颇为丰厚的饮食，但仍将他们作为人质，留在军中严密监视。另一方面，加藤清正又重用鞠景仁，拜他为判刑使，相当于朝鲜的节度使。

之后，加藤清正率军渡过图们江，按照既定计划北上，入侵图们江对岸的女真部落。他进入女真部落的目的，是想经由此地入侵明朝。在进入女真的势力范围后，日军目之所及，只有空旷的田野，没有稻谷，土地上生长了许多高大的罗汉松。这里的部落没有君主，每个村立有一个村长，各自设置栅垒。加藤清正利用日军的兵力优势，攻破了女真部落的几个小型城堡，又一路放火前进。日军所到之处，女真部落的民众全部逃散一空。加藤清正见没有粮食可以掠夺，在抓捕到两个女真人后，便准备撤兵回到咸镜道。（《韩阵文书》）
 就在这个时候，女真部落对加藤清正发起了疯狂的报复作战，给加藤军造成了极大伤亡。《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记载：“胡人四起邀击，（加藤军）士卒多死伤。”

由于作战失利，加上兵粮不继，加藤清正败退回咸镜道。期间，咸镜道北部的地主们不但没有趁机痛打落水狗，反而纷纷捉拿各个城池的长官，将他们缚送给日军，向加藤清正表达恭迎之心。最早发动叛乱的是镜城的户长鞠世弼，他捉拿了负责守卫镜城的判官李弘业，将他交给加藤清正，以喜迎“王师”。

之后，稳城的品官姜信等人也发动兵变，绑了稳城府使李洙，作为投降日军的献礼。在钟城，府使郑见龙见势不好，直接弃城而逃，品官南千寿等人接管此城后，直接投靠了日军。（《关北纪闻》）
 而先前在海汀仓之战中败给加藤清正的北道兵使韩克諴逃入了女真部落，但是女真部落拒不接纳他，将他送回到了咸镜道北部的咸兴百姓家。结果韩克諴立刻就被咸镜道叛民捕获，交到了加藤清正那里。

有了叛民的配合，加藤清正在退兵路上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他一路经过钟城、稳城、庆源、庆兴，沿着海边的峡路行走，退兵到了镜城。稍事休整后，加藤清正从镜城继续南下，在吉州留下数千兵力，使家臣加藤安政在此留守。他自己则带上俘获的两位朝鲜王子，回到在咸镜道南部的大本营安边。为了安定咸镜道北部，实行间接统治，加藤清正分别任命了一些投靠日军的咸镜道叛民为首领，让他们替日军镇守稳城、庆源、钟城、庆兴、会宁、富宁、镜城、明川这八座城池，任命的官职有“刑伯”“礼伯”等称谓。

尽管咸镜道成了叛民的温床，但不是所有咸镜道之民都愿意接受日军的统治，总会有人站出来反抗日军。咸镜道北部有一名叫郑文孚的评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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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军入侵后，他为躲避叛民的搜捕逃窜到了深山荒野之中，差一点就死了。后来，郑文孚又逃到了他的学生池达源家中，池达源住在镜城海边最偏僻的地方，是理想的避难之所。又过了一段时间，西北堡万户高敬民从流亡的朝鲜政府那里带来消息，说天朝兵马（明军）将要到达朝鲜，朝鲜朝廷已经宣判咸镜道为“逆窟”，平倭后要立即进行讨伐。这个消息让咸镜道的叛民们非常紧张，也让怀有反抗日军之心的咸镜道人士感到振奋。

于是，池达源与崔配天等人偷偷召集乡校的学生，以及武士当中的有识之士，集结到郑文孚麾下，他们推举郑文孚为咸镜道义兵将领，一下子就汇聚了数百人。镜城前万户姜文佑听说后，也投靠了郑文孚。义兵们经过商议，决定出兵袭击镜城，攻打被加藤清正任命的镜城守将鞠世弼。

鞠世弼当时正意气自若地在镜城进行治理，他仓促间听说城外有义兵来袭，立即下令关闭城门，并登上城门与义军对峙。姜文佑在城外对鞠世弼晓以祸福，反复劝说他投降。鞠世弼知道不敌，心中动摇，最后他放弃抵抗，开城投降了义兵，并奉上了官印。郑文孚进城后，对义兵下令，不要问责投降日军的旧犯，并使鞠世弼领兵如故；又向镜城南北传发檄文，通告镜城兴起义兵、需要招募义士的消息，进一步扩大抗日的队伍。

义兵在镜城的胜利传开以后，咸镜道北部各地有志抗日之士先后前来投靠郑文孚，使郑文孚的义兵队伍进一步壮大。其中，钟城武士金嗣朱、镜城人吴璞，各自率领精兵前来应募。原先有幸免于被叛民抓捕，逃窜到荒山野外的咸镜道官员与军官们，闻讯后也都先后来投靠郑文孚，如钟城府使郑见龙、庆源府使吴应台、庆兴府使罗廷彦、高岭佥使柳擎天、军官吴大男等。

由于咸镜道北部的很多地方官纷纷进入镜城，郑文孚就想把他的大将一职让给郑见龙。但是郑见龙不敢承担这么大的责任，推辞着不肯接受。儒生们也都纷纷劝说郑文孚，称本来就是以义兵为名起兵，所以不必以官职高低决定大将，且郑文孚出任大将实属众望所归。经过众人的劝说，郑文孚才勉强接受了。

之后，郑文孚集结3000兵力，又组织精锐骑兵作为先锋，交由柳擎天率领。留守吉州的加藤清正部将加藤安政听闻义兵在镜城兴起的消息后，派了100多人北上，在镜城西面侦察情报。姜文佑等人见状，立刻开城门突击，杀死10多个人，剩下的日军士兵全都逃散而去。（《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


郑文孚的兴起，使加藤清正在咸镜道北部的统治遭到了极大的威胁与挑战。而在咸镜道南部，义兵同样挑战着锅岛直茂在当地的统治。原来，锅岛直茂的军队大肆掠夺朝鲜农民的粮食，实行苛政，引起了朝鲜农民的极大反感，于是有人就想要组建义兵进行反抗。

十月，一个叫金应副的儒生找到了躲藏在三水别害堡的咸镜道最高行政长官——咸镜道巡查使尹卓然，请求征召义兵，对日军发起反攻。但尹卓然怀疑金应副是日军的走狗，并不相信他。另有一个叫李希禄的儒生潜入日军阵营侦察形势，他回来后面见尹卓然，力称人心向国，可击敌军，并向尹卓然推荐了武科出身的咸兴人柳应秀、李惟一、朴中立、郑海泽，说他们可以作为义兵大将。尹卓然这下才打消怀疑，起用柳应秀等人。柳应秀得到任命以后，进入咸兴郡北方的高迁社，数日之内就招募到了数千义兵，又斩杀了三名党附锅岛直茂的叛民，并出兵袭击锅岛直茂的大本营咸兴，以及锅岛军控制下的高原、洪原、永兴等郡。（《丰臣秀吉朝鲜侵略关系史料集成·第一卷》）
 十月十一日，义兵与锅岛直茂的部将成富十右卫门、江口与三左卫门交战于永兴郡，江口与三左卫门战死。（《锅岛直茂谱考补》）


锅岛直茂非常着急，在他看来，对付义兵刻不容缓，于是立刻派人向安边的加藤清正求援。加藤清正指责锅岛直茂对咸镜道南部的支配不够彻底，只让家臣寺田笹之助带了60人去帮助锅岛直茂。锅岛直茂将加藤清正派来的援军与锅岛军合兵一处，派往咸兴郡西面的歧川，准备镇压义兵。

柳应秀听闻日军出动，便把义兵大部队抛在后头，独自率领数千步骑突进。进兵途中，柳应秀遇见了锅岛军的先锋，一番交战后斩杀了对方34人，剩下的锅岛军不敢抵抗，全部逃回阵地。随后，义兵大部队跟了上来，与锅岛军隔着歧川相互对射。日军对着义兵放铁炮，义兵则对着日军放箭。有一个锅岛军将领指挥麾下士兵挥动日本刀进前搏战，结果被义兵放箭射杀。而柳应秀的战马也被日军铁炮射中，倒在了地上。但是柳应秀毫不退缩，反而“气益壮，战益力”，亲手杀死了违抗命令不出战的一名士兵，以此振奋己方士气。义兵士气得到鼓舞后，分出一部分兵力，绕到锅岛军背后，使锅岛军惊惧而逃。不过由于太阳已经落山，义兵并没有穷追锅岛军。次日，义兵听到锅岛军的大本营咸兴城内传出了阵阵哭声，猜测是由于在前一日的会战当中死了许多人的缘故。（《宣庙中兴志》）


接着，李惟一和生员韩敬商来到咸兴东北方向的德山洞（地名，不是真的山洞）招募义兵，一共招募到了3200多人。一行人与锅岛军在德山馆遭遇，义兵斩杀了四五十个日本士兵，并将砍下的首级送到三水别害堡，交给咸镜道巡查使尹卓然验视。尹卓然大喜，认为日军不足忧虑，没什么可害怕的，于是便任命咸镜道南兵使成允文为大将、庙坡权管白应祥为咸兴判官，统领官军、义兵讨伐锅岛军。

成允文出阵黄草岭下，锅岛军闻讯后大举而来，成允文派出白应祥、柳应秀迎战，挫败了锅岛军的先锋部队，并将日军一路追击至歧川西面的洪岛。但就在这里，锅岛军却突然开始大喊大叫地拼死抵抗，让咸镜道的官军、义兵死伤惨重，退兵到了歧川东南位置的独山。虽然战败，但官军、义兵的声势还是很大，锅岛直茂不得不再次向加藤清正请求派兵增援。（《宣庙中兴志》）


然而由于义兵的兴起，不仅锅岛直茂在咸镜道南部的统治岌岌可危，加藤清正在咸镜道北部的统治也同样摇摇欲坠。先前，郑文孚招降了加藤清正任命的伪镜城守将鞠世弼，因此顺利入据镜城。等城内的局势安定下来后，义兵们便纷纷向郑文孚请命，要求出兵讨伐日军。于是郑文孚通过占卜，选择了一个吉利的日子，准备在那一天出兵。

到了这一天，郑文孚将要动身时，义兵们又请求先诛杀留在城内的鞠世弼等叛贼。郑文孚对此表示同意，下令诛杀了鞠世弼等13个投靠过日军的叛民，这让义兵们非常振奋。随后，郑文孚将檄文传达到北关六镇（稳城、庆源、钟城、庆兴、会宁、富宁），号召各镇的有志抗日人士组建武装力量，诛杀与日军合作的叛民首领。在他的号召下，局势大为转变。会宁的儒生申世俊最先响应郑文孚，起兵斩杀了由加藤清正扶植的伪会宁守将鞠景仁，由此光复会宁，此后其余各镇也都陆续光复。

经过义兵的群起反抗，日军在咸镜道北部的实际支配据点，就只剩下北部最南端的吉州、城津、岭东馆栅城。吉州的加藤军为报复义兵，到城外各地烧杀抢掠，其中一支军队在吉州东北方向的明川进行抢掠。郑文孚听说后，就率领义兵从镜城南下，抵达吉州的南村，截断了这支加藤军的退路。在明川进行抢掠的这支加藤军，只好迂回到吉州城东面2公里外的长德山下，想经由这里回到吉州，结果郑文孚带领义兵率先占据了长德山的山巅。山下的加藤军为了突破封锁，争先恐后地登山，并用铁炮仰攻山上的义兵。然而郑文孚麾下的义兵将领柳擎天催促铁骑从高处疾驰而下，瞬间就冲垮了加藤军的队伍，致使加藤军大败。另一名事先埋伏在西边山底的义兵将领高敬民，立刻发炮阻截加藤军。加藤军敌不过义兵，只能退到山涧、小谷之中。郑文孚没有放过他们，指挥义兵将加藤军团团围住，准备将其聚歼。但是到了晚上，突然下起了很大的雪，义兵们都非常冷，没有战下去的力气了，只能暂时停止攻击。

次日天亮以后，义兵在山涧、小谷之中进行搜捕，一共斩获了600多颗首级。待在吉州城的加藤军知道后，吓得紧锁城门，不敢出战。郑文孚不依不饶，又指挥义兵将吉州城围住。加藤军为打退义兵，在吉州城的城楼上对着城下的义兵施放铁炮。义兵在铁炮弹丸的威胁下不能接近城池，只好暂时撤退，但是仍然在距离城池稍远的地方将城池四面围住，不让城内的加藤军有出城砍柴的机会。

此时，在咸镜道北部最南端的岭东馆栅城，还有另外一支加藤军的驻守部队。这支加藤军在郑文孚与吉州加藤军交战的时候，出兵焚烧、抢掠附近的临溟村。十二月十日，郑文孚解除了对吉州城的围困，南下攻打这支加藤军。随后，双方交战于临溟村西边的双浦，义兵的骑兵部队疯狂驰突加藤军，致使加藤军惨败，被义兵砍下了60多颗首级。（《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


对于义兵骑兵部队蹂躏加藤军的场景，朝鲜史料《义旅录》记载道：

十二月初十日，又战于吉州双浦。我军以铁骑疾入，冲突其阵。倭兵一番放火后，不及措手，皆辟易散乱，我军遂乘胜大破之。

著名的朝鲜国宝《北关大捷碑》也同样对当时的情景有栩栩如生的记载：

十二月，又战于双浦。战方合，偏将引铁骑横冲之，迅如风雨。贼失势，不及交锋，皆散走。乘胜，又破之。

历经长德山之战、双浦之战后，吉州、岭东馆栅城两地的加藤军，坚守不出，不敢再轻易出城。郑文孚取得了优势后，很快就指挥义兵分别包围两处。（《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
 加藤清正、锅岛直茂两人在咸镜道的统治，由于义兵的反抗，遭到了极大挫折。

黑田长政入侵黄海道

接着叙述日军第三军团在朝鲜的作战经过。第三军团由黑田长政、大友义统二人率领，总兵力11000人。在日军制订的“八道国割”计划中，第三军团负责的是入侵并占领黄海道。黑田长政在入侵黄海道以前，找到了愿意与日军合作的朝鲜文人，使其撰写榜文，通报黄海道的士人、百姓放弃兵器投降日军，不得有所抵抗。榜文的内容为：

黑田甲斐丰臣长政，通谕黄海道两班、人民等：

日本非是前日之日本，要与天下共享太平，宽徭薄赋，按堵如旧。大军之过，大小迎谒，入山逃避者斩。自持军器，尽纳于官，违令者斩。虽宰相朝士，避乱者，毋隐来见，公私贱当尽为百姓。（《行年日记》）


很多黄海道的朝鲜百姓看见这张榜文后，就争先恐后地抛弃兵器，迎候日军到来，又将榜文到处张贴，唯恐贴迟了，被日军怪罪。只有极少数地方不愿妥协，坚持抵抗日军，比如延安、海州。

六月十六日，日军第三军团的数十个先锋来到延安城外，要求入城押运粮食，但遭到延安府使金大鼎的拒绝。金大鼎当即射杀了为首的日军头目，剩下的日军全部逃散一空。日军虽然退去，但延安城的朝鲜百姓对于延安府使击退日军一事流露出了很不满的态度。他们觉得延安府使轻举妄动，肯定会招致祸患，打算日军再来，就绑了延安府使，将他送交给日军。（《行年日记》）
 但还没等朝鲜叛民将延安府使捆起来，延安府使自己就感到后怕，弃城逃亡了，于是延安被日军轻松占据。

六月二十四日，黑田长政、大友义统率领日军第三军团的主力部队进入黄海道，已占据延安城的日军先锋全部从延安撤出，赶往金谷，去迎接主帅。黄海道的朝鲜群众望风归附，黄海道巡查使、首令全都逃到深山里，几乎没有人出面抵抗日军，唯有海州城拒绝投降。七月上旬，日军第三军团发兵攻陷海州，在此实行军事支配，黄海道仅剩下的一个抗击日军的堡垒也陷落了。（《行年日记》）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黑田长政、大友义统在黄海道都没遭到像样的抵抗。但到了八月二十二日，由朝鲜世子任命的黄海道招讨使李廷馣（ān），率领数百义兵进驻延安府，重新将延安变成一个反抗日军的据点。其他人马也陆续赶来，延安府使金大鼎带了数十名官军回到城中，参谋官田见龙带来了数百斛田米，平山义兵将领李砥、从事官禹俊民从平山赶了过来，另一名义兵将领宋德润也带来了数百援军。作为最高指挥官的李廷馣命令他们分守城堞、修缮器械，作为守御之计。

日军很快就盯上了延安府，仅仅过了5天，黑田长政、大友义统就出动6000兵力，分别从海州、江阴两个地方发兵延安。平山义兵将领李英、白川义兵将领赵应瑞、江阴假官（临时授予的官职）赵宗男先后向延安发来急报：“海州、江阴之贼，不知其数，移向延安”，“贼锋甚盛，急急备御”。

李廷馣登上延安城外的南山，发现四处都弥漫着硝烟。一开始，他以为只要在半个月内修缮完城堞，再求得兵器，就可以抵御日军。但没有料到的是，日军一得到朝鲜军进入延安的消息，就大举袭来，而朝鲜军尚未做好准备。延安府内的朝鲜军民大惊失色，不知所措。李廷馣询问城中有哪些器械后，才知道仅仅只有数柄铳筒、数十斤火药、十部长片箭而已，军粮也在舟中，还来不及输送。

面对巨大的守城压力，幕下将士纷纷劝李廷馣放弃延安逃走：

今此剧贼，前古未有。旬月之间，连陷三都，所向无前，未曾闻有一人守城者。今此城中，决不可守御者三：无军也，无食也，无器械也。无此三者，空手御贼乎？且既为黄海招讨使，则非为此一城之守也。不如出城，以避其锋，徐图后举。（《行年日记》）


众人一心请求李廷馣弃守延安，唯有三个延安儒生持相反意见，劝说李廷馣留下来。李廷馣经过考虑后，抱定了必死的决心，选择坚守延安，又将持有异议之人全部赶出城外，并派人去向江华岛义兵将领告急。

八月二十八日，黑田长政、大友义统的6000日军迫近延安城，在城外的南山和西门外结阵。黑田、大友军为了震慑朝鲜守军，在延安城四周放铁炮，声震天地。李廷馣要求分守城堞的将士不得擅离职守，也不要轻易对日军射箭，等日军接近后再射；又要求幕下儒士在城楼上巡视，不允许他们退却；还命令赵宗男持剑巡视城内，督促男女老幼搬运石块、泉水。此外，他又下令撤去公家或私人的门扉、楼板，作为防牌；砍伐城中树木，做成白木杖；搜来民家的大鼎，用以煮沸水。李廷馣使出了能想到的所有招数，通宵达旦地据守，使日军不能近城。

八月二十九日，黑田、大友军决定对延安城发起长期围困，于是在南城外设下军营，又在外南山上高筑飞楼（攻城用的一种楼车），俯瞰城中。他们在飞楼的板壁上穿凿孔穴，将炮管从中伸出，对着延安城的城楼连发铁炮；又取来田野中的稻草，填满延安城下的堑壕；并取来长梯，想要登上城楼。日军一旦开始登城，朝鲜守军便将大石块投下去，又用白木杖击打日军，将煮沸的热水浇下去，使登城的日军全都跌落了下去。

四更时分，黑田、大友军趁着朝鲜守军睡着了，扛着梯子蜂拥登上西城。被惊醒的朝鲜守军殊死搏战，才勉强击退日军。在黑田、大友军的队伍中，有一个通晓日语的朝鲜翻译金善庆，他被日军俘虏后从事翻译工作，但是心底却一直向着朝鲜。这个时候，金善庆就偷偷送信给朝鲜守军，透露日军的铁炮弹丸将要用尽，不出四五日就会退兵，希望朝鲜守军能勉力固守城池。李廷馣得到这个情报后大为振奋，让朝鲜守军出城去拾取之前射出的箭镞。

九月一日，黑田、大友军失去了耐心，抱着必定攻破延安城的决心，对延安城发起了总攻。但是他们的铁炮弹丸已经用得差不多了，所剩有限，不能连续发射以仰攻城上的朝鲜守军。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在城下对着朝鲜军大喊大叫，却拿不出实际有效的对策。

李廷馣意识到日军已经黔驴技穷，便让朝鲜守军放开手脚，用弓箭、巨石对日军展开反击，使黑田、大友军严重受挫。第二天，黑田、大友军由于强攻不下，只能解除对延安城的围困，退兵到白川。而朝鲜守军被围多日，人马饥困，也没有能力对黑田、大友军进行追击，只是缴获了黑田、大友军残留在城外的物资，清点下来，一共有30余头牛马、1000余石谷物，以及不可胜数的军器。李廷馣又清点了朝鲜军连日来的损失，共有10余人被黑田、大友军的铁炮打死，数十人负伤。

同一天午时，又有数百日军杀了回来，在延安城的西城外结阵。朝鲜守军通宵达旦地警戒，日军见无隙可乘，便又退了回去。（《行年日记》）
 延安之战，终以日军的失败告终，此战也因此被朝鲜人称作“延安大捷”。此后，黑田、大友军放弃了此前打下的海州，再也没有余力攻打延安城。

毛利吉成入侵江原道

接着再叙述日军第四军团在朝鲜的作战经过。日军第四军团由毛利吉成、秋月种长、高桥元种、岛津义弘、伊东祐兵、岛津丰久六人率领，计划编制如下：

（单位：人）



	编制
	大名
	兵力
	合计


	
	毛利吉成
	2000
	


	
	岛津义弘
	10000
	



	第四军团
	高桥元种
	
	14000


	
	秋月种长

伊东祐兵
	2000
	


	
	岛津丰久
	
	




在丰臣秀吉制定的外征部署中，岛津家应该出兵1万人，是第四军团当中兵力最多的。丰臣秀吉原本还计划让岛津家当主岛津义久亲自出马，但岛津义久表现得非常消极，迟迟不动身前往名护屋大本营，萨摩也没有一人从军。岛津义久的弟弟岛津义弘非常着急，担心这会让丰臣秀吉震怒，影响到岛津家的存亡，于是决定自己率领一队人马开赴朝鲜。但岛津义弘苦于没有渡海的船只，在对马岛等了十多天，才租赁到船只，于五月三日渡海至朝鲜釜山浦。岛津义弘到了朝鲜后，听说先他赶到的日本大名已经攻陷了王京，岛津家是最后一支抵达朝鲜的部队。他深以为耻，星夜驰赴王京，找寻自己隶属的日军第四军团。（《旧记杂录后编》）


由于来的人太少，岛津义弘的部队不能成为第四军团的主力军。因为这一情况，日军在制订“八道国割”计划时，将“经略”江原道的任务交给了出兵2000人的毛利吉成，而不是交给原先计划出兵1万人的萨摩岛津氏。从这一情况推断，岛津义弘带来朝鲜的兵力，最多也就在2000人左右。

从五月十一日开始，日军第一军团、第二军团、第三军团与第四军团在王京分开，分道进兵。以毛利吉成为主的第四军团经由京畿道的杨州、永平、麻田，向着江原道进兵。京畿道的朝鲜大军退避涟川，不敢与日军第四军团正面交战，从而使日军顺利地进入了江原道。

江原道的朝鲜百姓为躲避日军锋芒，全都逃散一空，或逃进山中，或从海上遁去。江原道巡查使柳永吉也逃到了春川避难，他派人联系驻守在京畿道骊州的江原道助防将元豪，令其火速赶回江原道支援。

江原道巡查使出逃之际，负责“经略”江原道的日军第四军团大将毛利吉成自己给自己封官，冒称江原监司（巡查使），他命人撰写招抚朝鲜民众的榜文，得意扬扬地嘲笑道：“无知愚民，鸟惊四散……可笑而可哀。”（《文禄庆长之役·别编第一》）
 以他为首的日军第四军团进入江原道以后，沿途经过铁原、金化、金城，一路杀向淮阳。淮阳府使金炼光上任还不到10天，城内没有任何器械。金炼光知道无法抵抗日军，于是决心以死明志。有人劝金炼光逃走，但是被他严词拒绝。金炼光又让他的妾逃走，但他的妾却留了下来，并说：“公能为国而死，妾不独为公而死乎？”

六月五日，日军第四军团毫不费力地杀入了淮阳。金炼光穿着朝服，手捧印绶，正坐在椅子上，对日军严词呵责，誓死不降。日军士兵恼羞成怒，抽刀砍向金炼光的手，鲜血顿时沾满了他的朝服。但金炼光镇定自若，端坐在椅子上，周围的日军士兵见状，围了上来将他乱刀砍死。金炼光的妾也一并被日军杀害了。（《宣庙中兴志》）


六月十二日，日军第四军团将一部分军队留在江原道的金化，大部队自淮阳北上，进军至江原道与咸镜道交界的铁岭。咸镜道的南兵使李浑在铁岭发兵抵御，但是被日军第四军团击败。据《宣庙中兴志》记载，日军第四军团狂飙猛进，“日行数百里，势如风雨。所过赤地千里，鸡犬不遗”
[21]

 ，并在江原道、咸镜道之间的地域展开了大规模屠杀。

铁岭之战后，日军第四军团越过铁岭，杀入咸镜道的安边。咸镜道巡查使柳永立为躲避日军逃入山中，但是咸镜道的叛民数量非常多，他们为日军带路，抓捕到了柳永立。不过柳永立的运气比较好，北清府使金应田诡称自己是柳永立的家奴，潜入日军阵中，夜里偷偷背着柳永立逃走了。可是咸镜道的其他地方官员就没有柳永立这么好运了，判官柳希津被咸镜道叛民捕获，被逼投降了日军；先前在铁岭之战中败北的咸镜道南兵使李浑逃到甲山，结果被甲山的叛民杀死。这还不够，咸镜道叛民变本加厉，又杀死了甲山府使，作为投降日军的投名状。（《宣庙中兴志》）


在日军第四军团的主力部队越界杀到咸镜道的同时，驻守京畿道骊州的江原道助防将元豪，接到了江原道巡查使柳永吉发来的急令。元豪立即率军返回江原道，准备对付侵入江原道的日军。柳永吉得信大喜，连忙催促元豪进兵攻打留守在江原道金化的日军。不知为何，在金化的日军，事先得知了元豪将要来袭的消息，已在险要之处设下埋伏。而元豪先前驻守在京畿道时，曾在龟尾浦之战、马滩之战中击败过日军，因此颇有轻敌之心，并不太重视敌人。

六月十九日，元豪进兵金化，丝毫不知自己已经陷入了敌人设下的埋伏圈。日军第四军团的伏兵窥准时机，从旁杀出。元豪对日军的偷袭大感意外，他且战且退，被迫聚拢士兵登上附近的山岭，想要躲过一劫。但日军并没有放过他，急攻山岭上的朝鲜军。元豪虽然殊死抵抗，但还是败下阵来，其麾下士兵最后被杀得只剩下六七人。绝境之中，元豪手持弓箭射死了10多名日军士兵，但敌军仍旧源源不断地朝他扑来。元豪射光了箭镞，用尽了力气，他回过头交代麾下士兵，说一起死了没有什么意思，让他们各自逃命。说完这番话，元豪就跳崖自尽了。日军第四军团士兵搜寻到元豪的尸身，割取了他的首级，悬挂在金化的城门上。金化人为元豪的忠义而动容，夜里偷出元豪的首级藏了起来。（《宣庙中兴志》）


金化之战结束后，日军第四军团的大部队从咸镜道回到了江原道，军队从江原道最东北位置的歙谷出发，一路沿海岸直下，途经通川、高城、杆城、襄阳、江陵，一直到了江原道最东南位置的三陟，才停下脚步，在这里驻兵留屯。

八月，日军第四军团在三陟兵分两路，一路向三陟南面的蔚珍、平海进兵，是为南路军；一路向三陟西面的旌善、平昌、原州进军，是为西路军。西路军、南路军的共同目标是平定江原道内的所有反抗势力，荡平整个江原道。而南路军还有一个目标是侵入庆尚道，打通咸镜道、江原道、庆尚道的沿海通道，与“经略”咸镜道的加藤清正、“经略”庆尚道的毛利辉元构成一条互通的联络线。

当时，庆尚道深山中的丰基、荣川、礼安、奉化、青松、真宝等郡，远离日军兵火侵袭，是一个战乱中的太平之地，被称作“福地”。许多庆尚道士人、百姓在这些地方苟且偷生，将妻子、家财藏匿于山谷中。只有一两个慷慨之士，号召群众组织武装力量反抗日军，但是反被享受久了太平日子的庆尚道士人、百姓责备，认为会招致日军侵犯。礼安郡的正九品官柳宗介见到士人、百姓如此态度，不胜愤慨，他怒发冲冠，带头招募义兵。招到几百人的柳宗介，在江原道与庆尚道交界的太白山上结阵。

当柳宗介听说日军第四军团正在侵犯江原道的蔚珍、平海等郡，又将侵入庆尚道的广比村后，便领兵从太白山北上，进入江原道迎击日军。但日军第四军团的南路军非常狡猾，他们在进军途中更换了朝鲜人的服饰，致使柳宗介派出去侦察敌情的斥候没有丝毫察觉，事先在路旁设下的伏兵也都一一散去。于是，柳宗介就在这种毫不知对方底细的情况下，仓促间遭遇了日军第四军团的南路军。虽然他殊死抵抗，但最终由于气力用尽，又没有后援，还是惨遭杀害。

日军第四军团的南路军在打败柳宗介以后，就从江原道侵入了庆尚道，并在礼安、宁海两地纵火抢劫。庆尚道讨捕使韩孝纯占据一处险要之地，才最终击退了第四军团对庆尚道的侵犯，使其退回了江原道。而原先苟且偷生、反对招募义兵的那些庆尚道士人、百姓，历经这次兵祸以后，更加反对招募义兵，不愿意应募。（《乱中杂录》《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


与此同时，日军第四军团的西路军按照预定的路线进兵，已占领了江原道的旌善，其先锋部队继续向平昌进军。平昌郡守权应斗，虽于当年三月才走马上任，但在四月份日军刚开始渡海侵略朝鲜，离江原道尚远时，就已未雨绸缪，率领郡民到达平昌郡南面6公里外的一处地方，利用险要的地势建立起防御工事，以抵御日军来袭。

权应斗建立防御工事的地方，有极其险峻的山崖，山势非常陡峭。山崖之下是深深的水潭，绵延4公里。在群山中央，有上、下两个窟穴，上窟可以容纳十几个人，下窟可以容纳数百人。这两个隐藏在深山中的窟穴，被权应斗选为避难之所，并在其周围设防。

而要到达两个隐藏于深山中的窟穴，过程也很烦琐。首先，需要从外部乘一艘船进入水潭，顺流而下，不到1公里就能到达山崖边。再往东进入一条小溪谷，顺着走10余步后攀登石头间的缝隙，在能够站立的地方搭起10余丈长的梯子，才可以爬上山。山上有一处土筑的高台，可以坐100多人，被称呼为“外台”。从外台向西，再辗转数十步，走到山崖的尽头，结一根巨绳，像猿猴一样攀登，才能够进入窟穴之中。下窟是平昌郡百姓的避难之所，上窟是平昌郡的官吏及其家属的避难之所。

权应斗命令平昌郡的奉事智士涵带领100多人，用盾牌在山上的外台设栅，又准备了很多器械，甚至排列了投石车。在外台对面的山壁上，还有另一处土筑的高台，被称为“小台”，权应斗也让人在那里准备了很多器械。山下有小溪，因此不用担心饮水问题；窟穴内又囤积有粮食，因此也不用担心挨饿。

权应斗认为，一山四面，没有人迹可通，只有一处地方可以出入，即便日军找到了这里，朝鲜守军只要藏好船、去掉梯子，在山崖左右两边的外台、小台同时对日军射箭、投石，就可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八月七日，日军第四军团的西路军杀向平昌郡。权应斗因自己是“守土之臣，义不可去”，留在平昌城内整理器械，巡视守备，并没有进入窟穴。他顾虑到窟穴可能也不安全，就让爱妾康女逃到同郡的东村。权应斗的小儿子权[image: ]
 ，还有部将高彦英，都认为东村是一个“险阻之地”，也主张撤退到东村，或在此设伏，或夜袭日军，也许能与日军相抗。但康女不愿在生死之际与权应斗分开，又考虑到东村与日军相距不远，觉得东村并不安全，所以不肯去东村。

平昌郡奉事智士涵和其他郡内军官主张撤退到窟穴，他们挥起手臂说：“窟险如此，械备又如此，虽有万贼，何畏之有！”听了这番话，权应斗认为还是藏身于窟穴之内安全，便舍弃了逃往东村的想法，决定避入窟穴。

当日傍晚，日军第四军团的西路军先锋从旌善进入平昌郡，权应斗立刻叫了船，带着爱妾康女和小儿子权[image: ]
 ，以及高彦英的四五个奴婢，逃到了平昌郡南6公里外的窟穴中。平昌郡的其他官僚，如奉事智士涵，品官智大成、禹应缗、智大用、智大明、李仁恕、李大忠，以及官僚的亲属、平昌郡的百姓、从忠清道的忠州逃来的避乱人等，一共数百人，也都跟随权应斗的脚步，逃到了窟穴中避难。

八月八日，平昌郡上户长李应寿、兵房李兰秀也逃进窟穴，他们向权应斗报告，称平昌郡内到处都是日军。当天晚上，权应斗派出智士涵、智大成、禹胤善、禹应缗、高彦英等人，让他们从洞窟出去，回到平昌郡，潜伏在暗处用弓箭射击日军。但是这些人都很不争气，最后被日军吓得逃了回来。

八月九日晚上，权应斗再次派出智士涵、智大成、禹胤善、崔业、智大明等，使他们袭击日军，但他们重蹈覆辙，被吓得退了回来。

八月十日傍晚，在权应斗等人还没有来得及藏好船只、梯子的时候，忽然有两名日军士兵来到了他们藏身的窟穴下方不远处，这两个人在下面伫立良久，手举在额头上，左顾右盼。
[22]

 其中一名日军士兵发现了林中所藏的盘类器皿，用石头将其打破。之后两人发现了船只，便进入小溪谷取船，想要进探窟穴。藏身在窟穴内的朝鲜人见了，非常害怕。这时，喝醉酒的智大成，想拉弓射向日军士兵。权应斗心思缜密，劝诫智大成不要轻易放箭，等日军士兵爬山爬到一半时投下石块即可。智大成不听劝告，强发片箭，但没有射中日军士兵，只射中了对方的衣服。两名日军士兵一开始还不知道有人在窟穴中，等智大成射箭后才察觉到，吃惊的两人匆忙逃走。

不久，这两名日军士兵带着30多名同伙过来，隔着溪流站着，对着窟穴大声叫唤，躲在窟穴里的朝鲜人吓得失魂落魄。天黑之后，30多名日军士兵终于退去，却也在山前、山后布下了伏兵。日军退去后，外台对面小台上的朝鲜军受到惊吓，退到了外台，权应斗原先设想的在山崖左右两边的外台、小台同时对日军射箭、投石，以达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计划失败。他无可奈何地说道：“窟中军数虽小，皆是精勇。而升平之余，人不习战，见贼先怯，仓皇畏缩，坐失机谋。舟既见夺，梯未及去，势将危矣，奈何乎天！”

这天晚上，权应斗梦到他将自己的一只鞋子给了族人，让族人去辅佐君王。权应斗的爱妾康女梦到有一根绳子捆住了她的腰，她被牵到日军将领面前。两人惊醒后，权应斗说两个梦都不好，只能将命运交由上天安排。

八月十一日，日军第四军团的秋月种长带着大批人马来搜索窟穴，日军遍布山上、山下。秋月军进入小溪谷后，有的攀登外台下的山崖，有的登上了对面山壁的小台。朝鲜守军在外台迎战，向爬山的秋月军投下大石，杂以沙土，又使用火器攻击登上小台的秋月军。权应斗在《虎口日录》中写道，朝鲜军“呼声齐发，天地晦冥，川岳震动。我军遮截外台，且战且拒”。

在朝鲜军的反抗下，有不少爬山的秋月军士兵死于弓箭、投石之下。但是朝鲜军的损失更大，智士涵、禹应缗、李仁恕、智大忠相继被秋月军的铁炮射杀。高彦英的弓被铁炮打断，他换了张弓，但又被铁炮打中，惊骇之余，高彦英直接逃到了窟穴中。剩下的朝鲜士卒没人统领，惊慌失措之下，也逃进了窟穴内，秋月军就此占领了外台。

10余名秋月军先锋从外台向上攀爬，沿着朝鲜人用木材搭的栈道，先进入下窟，在下窟中避难的朝鲜男女数百人全部束手就擒。秋月军又站在栈道上，面对上窟的出口，拔出刀，催促权应斗从洞里出来。权应斗也拿起长枪，与秋月军对骂，让他们识相点赶紧退走。

上窟离栈道有三丈余的高度（约10米），架有上下的梯子，于是日本士兵就想爬梯上来。权应斗让高彦英举起弓，做出射击日军的动作，日军士兵还没等高彦英拉弓引弦，就退到了栈道之外。过了很久，日军士兵又来，并一边往前走一边出言劝降，高彦英再次做出拉弓的动作，日军士兵则再次退走。如此动作重复了八九次，日军士兵见高彦英始终没有真正射箭，便放大了胆子，渐渐逼近上窟。

通往上窟的栈道很狭窄，人不能并行，上窟的出口仅能够容纳一两名日军士兵，剩下的日军士兵都在山崖外未见之处。权应斗让高彦英对着上窟的出口向日军射箭，但高彦英不敢，越退越回来。权应斗叹息道：“彦英虽一夫，若当窟口发矢，则犹可个个射倒，而框怯不敢，可憎可憎！”

相持到中午，日军士兵杀进上窟，藏身在上窟的一些朝鲜人相继被俘，只有权应斗和爱妾康女、小儿子权[image: ]
 、军官高彦英、奴仆彦伊藏身在上窟的最深处，还没有被俘。彦伊抬起头向上看，发现在窟壁的最高处有野鸽巢穴，他想要抓鸟来吃，但屡次攀登都摔了下来。权应斗触景生情，想要自杀，小儿子权[image: ]
 哭着阻止了他。

权应斗放弃了自杀的想法，又责备高彦英不向日军放箭，说：“何不发矢？先倒数贼，则余皆自北矣。”

高彦英为自己辩护说：“当观势射之，贼亦畏其地势险隘，且知有备，不得轻犯。”

由于权应斗尚未被擒，秋月种长派了一个学习过日语的朝鲜俘虏，来上窟劝降权应斗，他用带有威胁的语气说道：“上官若不出，吾且屠之！出则可保不死。若不信，有大盟焉。长驱八道，无敢当我者，有何所恃而乃敢抗也？”

权应斗答话道：“出亦何为？宁为自决，不当为汝虏所杀。”

在权应斗答话的时候，一名日军士兵挺身突入，抓住了高彦英的衣服，把他从洞里拽了出去。权应斗又拿起枪自卫，想刺杀扑向他的日军士兵，但转眼间，对方已挥刀砍向他。康女为保护权应斗，扑到他的背上哀泣，恳求日军士兵杀了她，不要杀害自己的丈夫。权[image: ]
 也流下了眼泪，扑在了父亲权应斗背上。由于洞内狭窄，日军士兵的刀刃触到洞壁，不能肆意挥砍，但还是砍中了权应斗的手臂，顿时血流如注。丧失战斗力的权应斗被日军士兵俘虏，康女等一干人也一并被俘。康女知道日军想要侮辱她，于是不动声色地出了窟穴，但当日军士兵想要扶住她下山的时候，康女就纵身一跃，跳崖自杀了。
[23]



秋月种长抓到权应斗后，日军第四军团的西路军继续向平昌西面的原州进军。原州牧使金梯甲招募民丁，广蓄粮食，想要进入原州的鸰原山城这个“险阻可固”的地方抵抗日军侵犯，于是与众将士协商。在会议上，有人劝金梯甲，说日军的兵力远远比原州的守军多，难以抵抗，宜应暂避。金梯甲听了这种主张不抵抗政策的言论，当即痛骂此人，又表达了自己誓死抵抗的决心。之后，金梯甲按照既定计划，带领4000人，将原州的士人、百姓全部迁到了鸰原山城。到了鸰原山城后，金梯甲亲自巡视，加强守备。

日军第四军团的西路军在进入原州境内后，知道金梯甲有备，便先派出一名使者将一封劝降信送交给金梯甲。但金梯甲亲手把第四军团的使者给砍杀了，回到椅子上坐着的他，头发都气得竖了起来，周围的人都不敢抬头看他。

第二天，日军第四军团的大军进军至鸰原山城下，漫山遍野的日军不停地放着铁炮，令城内的朝鲜守军非常紧张。日暮，数十名日军铁炮足轻沿着山崖边的小路，潜入了鸰原山城内，在城上跳来跳去，招呼城外的大军立即攻城。鸰原山城没有金梯甲想象的那样牢固，城外的日军迅速攻陷了鸰原山城。城池失守后，金梯甲坐在椅子上，试图弯弓射击袭向他的日军士兵，但对方先拉弓射中了金梯甲，箭镞穿透了他的胸膛。残暴的日军士兵强迫金梯甲从椅子上下来，但金梯甲不肯，对日军骂不绝口。于是，金梯甲与其夫人、儿子，一道被日军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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鸰原山城之战结束后，日军第四军团基本平定了江原道，岛津义弘的部队从江原道回到了京畿道的报川，后又移屯到了永川。在京畿道涟川的数千朝鲜军见岛津义弘的兵力并不是很多，便准备出兵永川，袭击岛津军的营地。但由于江水太深，朝鲜军无法渡江，只能隔着江水对岛津军远远放箭，占了一点便宜后就退了回去。驻兵在江原道铁原的伊东祐兵知道后，决定自己去讨伐朝鲜军，就从铁原出兵，进入京畿道攻打涟川。进军涟川时，伊东祐兵手提枪杆，亲自上阵突击。朝鲜人倚靠山崖作为屏障，对伊东军放箭乱射，射死、射伤了很多伊东军士兵。伊东祐兵也被朝鲜军的箭镞射中，但他仍然不退，督军攻陷了涟川城，斩得朝鲜军首级80颗。胜利后，伊东军由军配者宫田又左卫门尉举行凯旋仪式，接着回到了在江原道的驻地铁原城。此后没多久，伊东祐兵又听说京畿道麻田城（在铁原城西面）的朝鲜人将出兵袭击铁原驻地，便再次出兵京畿道，夜袭攻破了麻田城，杀死700多名朝鲜人。（《日向记》《新纳忠增渡海记》《长友觉书》《安井朝秀书函》）


尽管京畿道涟川、麻田的朝鲜军陆续被伊东祐兵歼灭，但京畿道的朝鲜官军仍然没有放弃抵抗。京畿巡查使沈岱来到与江原道交界的京畿道朔宁郡，他在此招募军兵，又派人潜入已经被日军占据的王京，安抚城内的朝鲜百姓。这让身在沦陷区的百姓喜极而泣，纷纷将他们私藏的军器输送到朔宁郡。

沈岱收拾好器械，与杨州牧使高彦伯相约收复王京。但是这一计划，却被在王京的石田三成等奉行众察觉到了，他们下令岛津义弘、伊东祐兵出兵，袭击沈岱在朔宁的营地。伊东祐兵招来朝鲜叛民，让他们假装到朔宁应募，就这样获得了朔宁的相应情报。

十月十九日深夜，伊东祐兵从江原道铁原出发，夜袭朔宁。在日军袭来之前，朔宁郡守张志诚率兵埋伏在路旁，以为这样就可以防住日军。沈岱因此不设守备，和麾下士兵睡得很沉。但等日军一杀过来，张志诚就吓得逃走了，伊东祐兵因此围住了沈岱的营帐，纵火焚营。沈岱来不及起身，就被杀害了。日军找到沈岱的尸首，将其首级砍下，放到王京的钟街暴晒。王京百姓感于沈岱为国尽忠，将其首级偷了出来，送到江华岛埋葬。（《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日向记》）


在侵略朝鲜各道的日军军团中，第四军团最为顺利，几乎荡平了整个江原道以及京畿道、咸镜道的部分地区。继第四军团之后，本应叙述日军第五军团侵略忠清道的过程，但由于这一路军团的史料过于稀少，难以获悉情况，因而略去不谈。

小早川隆景入侵全罗道

接着叙述日军第六军团的战斗过程。第六军团由小早川隆景、小早川秀包、立花宗茂、高桥统增、筑紫广门的军队组成，根据丰臣秀吉的外征部署，该军团预计出兵15700人，其中小早川隆景出兵10000人。但根据小早川隆景家臣梨羽绍幽晚年写的回忆录《梨羽绍幽物语》记载，小早川隆景实际出兵8000人，因此第六军团的实际出兵人数最多只有13700人。

四月十九日，日军第六军团登陆朝鲜釜山浦，但没有打什么大仗。五月份的时候，他们进入了王京。在王京西北，有一座险峻的高山，朝鲜义兵聚集在山中，筑垒自保，等待时机收复王京。日军侦察到这一情况后，为除去心腹之患，由日军第一军团的有马晴信、第五军团的蜂须贺家政相继出兵，仰攻山峰。但朝鲜义兵占据山峰高处，不断对着日军射箭，使日军不能攻克山上的据点。被丰臣秀吉任命为外征总大将的宇喜多秀家，对立花宗茂说“请烦立花公”，恳请由他出马。立花宗茂答应了这一要求，随即出兵。虽然立花宗茂还很年轻，但却十分老成，他没有强行进攻山峰，而是先将一队精兵埋伏起来，另派步卒在山峰下割取稻草，然后故意示弱，做出一见到朝鲜兵就立即撤退的姿态。朝鲜义兵不知是计，以为可以趁此机会击破敌军，于是纷纷下山追赶，结果埋伏在周围的立花军很快就杀了出来，歼灭了这支朝鲜义兵。立花宗茂由此顺利上山，攻破了朝鲜义兵的营垒。（《立斋旧闻记》）


五月二十五日，小早川隆景等人按照“八道国割”计划，率领日军第六军团从王京南下，向着全罗道进发。朝鲜全罗道巡查使李洸为抵抗日军的进犯，连忙做出部署：全罗道防御使郭嵘布阵于锦山，助防将李由义、南原判官卢从龄布阵于八良峙（全罗道南原郡东部山岭），李继郑布阵于六十岘（位于全罗道长水郡溪内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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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义贤布阵于釜项（位于庆尚北道金陵郡釜项面），金宗礼布阵于冬乙巨旨（所在地不详），同福县监黄进布阵于梨峙（全罗道山岭），全州义兵将领黄璞、罗州判官李福男、金堤郡守郑湛、海南县监边应井布阵于熊峙（全罗道山岭）。

日军第六军团则兵分三路，路线如下：

一、主力部队：庆尚道星州→茂溪县→金山，知礼→全罗道茂朱→龙潭→锦山。

二、别动队：忠清道永同→沃川→清川→全罗道茂朱。

三、僧将安国寺惠琼：庆尚南道→全罗道。（《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


在三路人马当中，最先行动的是安国寺惠琼。他其实应该是跟着第七军团的毛利辉元主力来的，一直在庆尚道，没有和小早川隆景会合。五月以后，安国寺惠琼如毛利吉成一般，冒领名号，自称全罗监司，向朝鲜士民宣称自己是全罗道的最高长官。随后，他率领900日军、18艘倭船，从庆尚道的金海府出发，抵达咸安，准备渡过鼎津（咸安与宜宁之间的江流）西进，进入全罗道，与小早川隆景等人率领的第六军团会合。但有“红衣将军”之称的庆尚道义兵将领郭再祐出动人马，在鼎津对岸与安国寺惠琼隔江对峙，使其不能顺利过江。

安国寺惠琼受阻于郭再祐，不能渡过鼎津西进全罗道，只好乘船溯江北上，再找合适的渡江地点。他到达咸安北岸的灵山、昌宁一带后，准备由此渡过歧江，西进全罗道。灵山、昌宁对岸的宜宁、草溪百姓，听闻日军将要攻来，非常害怕，他们有的逃窜进了山谷之中，有的却打出了欢迎日军的旗号。郭再祐听说后，又驰赴草溪一带，对朝鲜士民晓以大义，并发放军饷犒劳将士，使他们严加守备。安国寺惠琼麾下的日军见郭再祐的部队队列整齐，害怕地说：“此必鼎津红衣将军。”不敢贸然渡过歧江西进的日军，继续溯江北上，寻找合适的渡江地点。

之后，安国寺惠琼率领日军船只，经玄风的双山驿（昌宁北面）渡江西进，终于抵达对岸的星州。但郭再祐紧追不舍，又追击至星州安彦驿路，率领精兵袭击日军。然而终因彼众我寡，郭再祐仅仅斩获了几颗首级，就不敌败退了。

击退郭再祐以后，安国寺惠琼从星州西进，抵达庆尚道边境的知礼，然后由此西进，进入全罗道。紧接着，安国寺惠琼向全罗道的茂朱县进发，与从忠清道南下的日军第六军团别动队会合，声势瞬间壮大。而留守在锦山的全罗道防御使郭嵘、留守在冬乙巨旨的金宗礼，面对日军来袭，吓得不敢抵抗，直接放弃了各自的阵地，逃向锦山西南面的高山郡。在这样的情况下，日军第六军团顺利地一连打下茂朱、锦山、龙潭、镇安诸邑。（《乱中杂录》）


之后，小早川隆景率领的日军第六军团主力部队也进入全罗道，以锦山作为后方大本营，向着全罗道的首府全州进兵。因日军声势浩大，附近的朝鲜百姓纷纷投靠日军以求自保，其中以锦山、龙潭两地为甚。（《乱中杂录》）


七月八日黎明，日军第六军团的数千先锋迫近全州的前哨站点熊峙，霎时间喊杀冲天，放炮如雨。驻守熊峙的是全州义兵将领黄璞、罗州判官李福男、金堤郡守郑湛、海南县监边应井，事先在山上布满木栅，横断山路，以阻碍日军进兵，但没有成功。数千日军先锋放着铁炮、提着日本刀，直驱上前与李福男等人交战。朝鲜守军发起了敢死冲锋，将士们个个殊死奋战，射杀了许多日军士兵。

日军在朝鲜军的冲击下，稍稍有所退却，但傍晚时分，日军援军大至，漫山遍野，不可胜数，于是又重启攻势。兵力得到增强的日军分道进攻，白刃交错，铁炮弹丸像冰雹一样狠狠落下，使朝鲜军陷入了不利境地。过了不久，又一股日本援军抵达战场，与之前的两股日军合兵一处，势如风火。黄璞的部队矢竭力尽，溃退到李福男的阵营。日军乘胜突进，登上山岭，造成李福男的部队一同溃败，郑湛和边应井二人战死。李福男且战且退，杀出重围，退兵到全州东面的安德院。日军虽然攻占了熊峙，但同样伤亡惨重。（《乱中杂录》《惩毖录》《梨羽绍幽物语》）


第二天，小早川隆景等人率领日军第六军团的主力部队越过熊峙，前往进攻全州。在紧张的局势之下，全州城中的官吏都想弃城逃走。危急时刻，全州出身的前典籍李廷鸾进入城中，敦促吏民固守城池，才终于使人心安定下来。而日军也因为在前一天的熊峙之战中多失精锐，不敢贸然强行攻城。全罗道巡查使李洸见日军迟疑，便在城外布置人手虚张声势，以此迷惑敌人，并让他们白天多张旗帜，晚上在山上点燃许多火把。日军来到全州城下，因为摸不清朝鲜军虚实，只是层层包围了全州，不敢贸然攻城。（《惩毖录》）


趁着小早川隆景率领主力部队南下全州的契机，全罗道其他地方的朝鲜义兵对日军后方大本营锦山来了一次突然袭击。招募了六七千人的全罗道义兵将领高敬命，原计划从全罗道进入忠清道边境的连山，准备北征日军。但他听说日军第六军团已迂回进入全罗道并占领了锦山之后，就断绝了北上的念头，表示：“我等皆恃湖南（全罗道），为之根本。而见贼不逐，惟以北行为意，则是自绝其根本。不如还兵击之，以去后顾之心，然后众情可安。”

之后，高敬命率领义兵回到全罗道，进驻锦山北方的珍山，准备攻打锦山日军。高敬命帐下的从事官柳彭老，考虑到日军人数众多，劝说高敬命暂时不要轻举妄动，应当先与朝鲜官军联合，分守险扼，等日军懈怠下来后再四面出击。由于柳彭老其貌不扬，还瞎了一只眼睛，人们都很轻视他，根本没有听从他的意见。

七月九日，高敬命与全罗道防御使郭嵘（先前日军袭向锦山时，郭嵘不战而逃）合兵，分为左右两翼，进屯锦山城外4公里处。高敬命先派出数百精骑，使他们奔赴锦山城下，驰射日军。军官金廷昱因坐骑在交战中受伤，掉头便走，日军乘势追击，打退了朝鲜军。傍晚，日军退回到锦山城内，高敬命又派出30多个身手敏捷之人，让他们潜到锦山城下，展开偷袭。奇袭部队先是纵火焚烧了城外的公私家舍，又接连使用震天雷，火势蔓延到了城内的仓库。日军让城内的朝鲜女人用水灭火，自己却躲在城里不出来。太阳落山后，奇袭部队就退了回去。

七月十日，高敬命率领全罗道义兵，郭嵘率领全罗道官军，一同进兵攻打锦山城，义兵战北门，官军战东门。日军见朝鲜军阵仗很大，便全部从城内杀了出来。他们察觉到朝鲜官军比较脆弱，就先突击官军。朝鲜官军的前锋将领是灵岩郡守金成宪，他抵挡不住日军，骑上马率先逃跑。这引起了恶劣的连锁反应，继金成宪之后，官军大将郭嵘望风逃走，整个官军队伍瞬间瓦解，并直接导致了义兵的崩溃。高敬命和他的儿子高因厚、从事官柳彭老等人全部阵亡，只有高敬命的长子高从厚冲出重围，幸免于难。（《乱中杂录》）
 此战，是为第一次锦山之战。

七月二十日，小早川隆景率领日军第六军团主力部队从全州回奔锦山，其中有一支数千人的部队在回军途中经过梨峙时，在山岭上遭遇了全罗道都节度使权栗、同福县监黄进，两军由此发生交战。日军从一开始就利用自身优势，对着朝鲜军齐放铁炮，炮弹如同冰雹一样纷纷向朝鲜军砸去。黄进勇冠三军，挺身搏战，却不料被日军铁炮打中而死，全军士气大减，纷纷抱头逃走。申时（下午3时至下午5时），日军打进朝鲜军在山岭上的阵地，跃入砦栅。情急之下，权栗挺剑大呼，冒着被铁炮、弓箭射中的危险督战。此举大为鼓舞士气，朝鲜士兵莫不奋勇冲锋，极力拒守，他们呼声震天，不断射箭、投石，以反击日军。结果，日军在朝鲜军的奋力抵抗下被打得抱头鼠窜，他们卸下沉重的盔甲，拖拽着同伴的尸体逃命，一路上丢弃了许多的军械物资。据《宣庙中兴志》记载：“贼兵大败，积尸如山，流血成川，草木为之腥臭。”自此之后，日军第六军团的主力部队退还全罗道的大本营锦山，不敢再轻易出战。（《乱中杂录》《再造藩邦志》《宣庙中兴志》）
 此战，是为梨峙之战，朝鲜方面又称为“梨峙大捷”。权栗也因为此战的胜利而替代李洸，官拜全罗道巡查使。

八月，权栗开始主动进兵攻打日军第六军团主力屯驻的锦山城，但始终不能攻克。为此，权栗向忠清道巡查使尹先觉发出请求，希望能够将忠清道的义僧将领灵圭调遣到全罗道，作为全罗道官军的前锋。尹先觉同意了权栗的请求，派遣灵圭从忠清道南下。忠清道的义兵将领赵宪不甘落后，带上700义兵追了上去，和灵圭一起进入全罗道。权栗原本与灵圭、赵宪约定好在八月十七日一同发兵，但是到了约定的日期，权栗却迟迟没有来。赵宪的脾气很不好，恼怒权栗爽约，决定自己先率军进攻锦山。灵圭对其苦苦劝谏，提醒他必须要有官军应援。但赵宪就是不听，不等权栗传来消息，就带领他的700人马进兵锦山了。这点兵力，显然是不敌上万日军的，但灵圭还是带了他麾下的数百僧兵跟了上去。灵圭的部下认为此去必败无疑，请求灵圭不要跟上去。但灵圭却说，如果他不跟上去，就没有人救赵宪了，因此还是决定共同出发。

八月十七日，灵圭与赵宪布阵于锦山城外2公里处。就在灵圭军粗粗扎好营帐，赵宪军还站在露天的原野上时，锦山城内的日军突然杀出，赵宪的军队很快就全军覆灭了，不消片刻，灵圭的军队也随之消亡。此役，是为第二次锦山之战，朝鲜军战死者十之八九。（《闻韶漫录》）


这一战过后，朝鲜史料《壬辰日录》记载：“贼亦于是夜，遁向庆尚道，贼自是不敢复犯湖南，盖大挫也。”根据这一记载来看，虽然日军第六军团在第二次锦山之战中几乎全歼朝鲜军，但自身也同样严重受创，于八月十七日夜放弃锦山，逃窜至庆尚道。然而，这一记载是严重错误的。日军第六军团的总兵力在万人以上，不可能被千人左右规模的朝鲜军骚扰后就遭遇重创，而且第二次锦山之战本身便是朝鲜军溃灭，没有对日军造成重大损失。

根据《乱中杂录》的记载，直到一个月后的九月十六日，日军第六军团才从锦山撤退，并放弃了对全罗道的“经略”，经由庆尚道的星州、开宁，撤向忠清道的沃川。而撤退的原因，则是因为王京的日军高层开会讨论后，担忧明军将大举增援朝鲜，所以将日军第六军团从全罗道调到王京前线，以巩固前线阵地的防御。

毛利辉元入侵庆尚道

再来看日军第七军团的战斗经过。第七军团由毛利辉元统领，总兵力3万人，于四月二十日登陆朝鲜釜山浦。该军团的任务是：占领庆尚道，并与日军其他军团一起，建造供丰臣秀吉在朝鲜各地停留的行营；同时，建造连接釜山到王京的系城（连城），以确保日军补给路线的畅通。

行营的数量，据《毛利家文书》记载，有23处，分别为釜山浦、东莱、梁山、密阳、清道、大丘（大邱）、八莒、仁同、善山、尚州、咸昌、闻庆、鸟岭、延丰、槐山、清安、竹山、阳智、龙仁、果川、沙平院、汉江、王京。其中，清道至鸟岭九处，由毛利辉元负责；延丰至竹山四处，由小早川隆景负责；阳智至沙平院四处，由户田胜隆、长宗我部元亲、蜂须贺家政等负责；汉江和王京两处由宇喜多秀家负责。显然，责任最重的，还是毛利辉元。

系城的数量，更在行营之上。据《朝鲜渡海日记》记载，日军建造的系城按顺序依次为：釜山海浦、东莱、梁山、安阳（密阳）、新城、清道、新城、大丘、新城、仁同、开宁、善山、新城、尚州、咸昌、闻庆、新城、新城、忠州、阴许（阴城）、竹山、新城、汤贺、新城、新城、果川、新城、新城、开城府、新城、平山、新城、凤山、黄州、中和、平壤、顺安、肃州、定州、郭山、宣州、铁山、龙山、义州。其中，新城为新建之城，其余系城则利用朝鲜旧有城邑加以改建而成。

五月十七日，毛利辉元率军从庆尚道的玄风北上，准备渡过洛东江，进入星州。然而，宽阔的河面极大地增加了毛利军的渡江困难。渡江时，毛利辉元的主力军遭到了朝鲜义兵的袭击，许多士兵都负伤了，甚至还有一个叫飞落七郎右卫门的士兵被40多个朝鲜义兵围殴而死。留在后方的毛利辉元家臣吉见元赖得到急报，驱驰19.6公里赶来，才驱散了朝鲜义兵。（《朝鲜渡海日记》）


经过挫折的毛利辉元认识到，日本征服朝鲜是非常困难的，他在五月二十六日写了一封信寄回日本，向一个叫觉隆的人诉苦。他在信中提到了支配朝鲜、征服大明的困难，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朝鲜远比日本辽阔，需要招募大批翻译和了解朝鲜情况的人，否则施行统治非常困难。

二、虽然大明在军事力量上弱于朝鲜（当时日本对明朝存在很多误解，这是毛利辉元的错误认知），但大明比朝鲜更加庞大，因此日本要统治大明非常困难。

三、朝鲜人把日军当成倭寇，日军一接近他们，他们就躲到山里去，不接受招抚。但当日军人数少的时候，朝鲜人就出来袭击日军。

四、用来修筑行营的日军人手远远不够。（《严岛文书》）


毛利辉元在信中提到的这些困难，很难被一头热的丰臣秀吉所理解。

六月四日，毛利军在距离星州稍远的河滩上建立了阵地，毛利辉元的营帐就设在附近的高地上。六月五日，毛利军转移到星州西北方的金山城。城中有一个冰仓，毛利军取来冰水，士兵们用冰水就着米饭吃，感到非常满足。（《朝鲜渡海日记》）


六月八日，毛利辉元的主力军从金山转移到东北方向的善山，毛利辉元本来打算在善山同叔父小早川隆景商议今后的作战计划，但是由于庆尚道义兵蜂起，路途变得十分危险，所以小早川隆景没能前往善山。六月十日，毛利辉元派出一股部队去迎接小早川隆景，但在途中遭到了朝鲜义兵的袭击，伤亡惨重，两名毛利军将领宇佐川孙右卫门、坂垣包大夫也因此负伤。（《朝鲜渡海日记》）


六月十三日，毛利辉元将主力军从善山转移到西面方向的开宁，只让吉见元赖和他的250名部下留在善山戒备庆尚道义兵。吉见元赖留下来后，开始举行活动，在十三日、十四日两天时间内连续举办了连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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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袛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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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和平是短暂的。十五日，毛利辉元派遣一名叫上野善右卫门的武士来善山通知吉见元赖，让他出兵前往善山东北方向的安东，镇压当地的义兵。（《朝鲜渡海日记》）


这时，庆尚道北部的义兵不断袭击毛利军，毛利辉元为了确保自庆尚道开宁到忠清道鸟岭的日军补给路线，决心派兵镇压。在吉见元赖接到命令的同一天，毛利一族的吉川广家也奉毛利辉元之命，出兵镇压庆尚道义兵。

六月十五日早上，吉川广家率领5000人，从毛利辉元的大本营开宁北上，试图扫清北面道路。日军行至龙宫县时，遭到了龙宫县县监禹伏龙及其招募的1000多名义兵的袭击。吉川广家派人送信去招降义兵，信中他用威胁的语气说：“汝等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人人乞降来，则何须诛戮乎？否则刎颈不旋踵者也！（《宿芦稿》）


禹伏龙根本不吃这一套，直接撕毁了吉川广家的信，没有一点投降的意思。劝降不成，吉川广家对义兵发起了攻击。日军从军僧侣宿芦俊岳在《宿芦稿》中对战况记载道：

吾军卒声拆江河，势崩雷电，欲挑战矣，敌阵解围，云龙风虎，败北而东矣。吾兵乘胜，逐北走入醴泉县。日薄西山，各凯还于吾营，而献首级于广家卿阵前。

这些华丽的辞藻，叙述了吉川广家打败朝鲜义兵，又派军追击义兵至醴泉县的过程。直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打了胜仗的吉川军才回到龙宫县，将获得的首级呈到吉川广家阵前。但对于吉川军从醴泉退去的原因，朝鲜史料《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有这样一种说法：

（禹伏龙）募兵千余，遇贼败散。复聚数百，夜袭醴泉小屯，斩获甚多。

从这一记载来看，朝鲜史料并不否认义兵与日军初次交战时的失利，但后文又提到禹伏龙重新聚集数百兵力，在醴泉打败了吉川军。由此可知，吉川军从醴泉退兵的原因，是因为追击到这里以后，遭到了义兵的夜袭，被杀死了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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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天的交战中，吉川广家与庆尚道义兵一来一往，互有胜负。

回过头，再来说吉见元赖。他在接到毛利辉元的进军命令后，于六月十七日和毛利一族的毛利元康从善山出发，向目的地安东进击。他们先发向善山西北方向的尚州，再经过尚州东南方向的比安，在二十日到达安东南面的义城，这一路上没有遭遇义兵。在义城，吉见元赖、毛利元康发现了蜂蜜、砂糖、松果、米等重要物资，他们在夺取这些物资以后继续行军，抵达万德。（《朝鲜渡海日记》）


六月二十二日，吉见元赖、毛利元康在朝鲜俘虏的带领下，从万德出发，侵入安东。由于在安东还是没有遇见义兵的身影，因此他们安心地住了下来，开始了优哉游哉的生活。吉见元赖下榻在一处十分豪华的民宅里，因为庭院里有一处莲花池，房屋内凉意十足。他命令仆人在莲花池内进行打捞，看看有什么收获，结果打捞出了很多鲫鱼。

六月二十五日早上，吉见元赖请来毛利元康，用面条和鲫鱼汤招待他，两人享受着战争时期难得的美食。饱腹后，吉见元赖、毛利元康开始在安东大肆劫掠，夺取了缎子、衣服、虎皮、豹皮、驴子、兵粮等大量物资。（《朝鲜渡海日记》）


在庆尚道疯狂劫掠的毛利军，大发战争横财。毛利氏的其中一股军队，在六月末满载战利品，准备乘船从洛东江顺流南下，把这些夺来的物资运送到大后方，再输送到日本国内。结果庆尚道的义兵将领孙仁甲听说以后，急奔至洛东江下游的草溪，率领义兵在这里堵截毛利军，并沿着江面对敌军射箭。由于“江路深狭，箭道相迫”，这股毛利军被孙仁甲打得大败，死伤殆尽，十余艘贼船被义兵截获。不过有一艘船成为漏网之鱼，趁乱逃了出去。情急之下，孙仁甲骑上马驰入江水之中，试图追击这艘船，结果马陷入了沙坑里，孙仁甲连人带马溺死在了江水中。义兵们为此痛哭，停止了追击，四下散去。（《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宣庙中兴志》）


七月一日，吉见元赖离开安东，进军北方的礼安，意图和留守在安东的毛利元康形成掎角之势，互相呼应。礼安城构造坚固，城内藏有大量的武器、食物、饮水等，这些物资被吉见元赖所得，可以使他过上一段悠闲的日子。然而，局势却很快为之一变。

七月九日，朝鲜庆尚道安集使金玏（lè）纠集义兵，对驻屯在安东、礼安的毛利军发起反攻。在朝鲜义兵的反击之下，吉见元赖被迫放弃礼安，撤到安东与毛利元康会合。（《乱中杂录》《朝鲜渡海日记》）
 七月十九日，吉见元赖、毛利元康又被迫放弃安东，退兵到后方的永川。

驻兵永川期间，吉见元赖、毛利元康遭到了朝鲜义军持续不断的袭击。根据吉见元赖家臣下濑赖直所著的《朝鲜渡海日记》记载，朝鲜义军使用弓箭袭击日军，其中还有人射中了一名叫弥九郎的日军士兵的眼睛上方。在朝鲜义兵持续不断的反击下，吉见元赖、毛利元康在永川也待不住了。八月，两人从永川撤兵，经过尚州，向毛利辉元设在庆尚道的大本营开宁撤退。

由于朝鲜境内的义兵不断反抗，石田三成、大谷吉继、增田长盛三名朝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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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携带丰臣秀吉的朱印状，渡海来到朝鲜，要求毛利辉元出兵镇压平安道的义兵。然而，光是庆尚道的义兵就已经让毛利辉元自顾不暇了，根本无法兼顾平安道。

至八月，在庆尚道起兵反抗日军的朝鲜义兵将领中，声势最大的是金沔和郭再祐。金沔驻屯居昌，抵御知礼、金山的毛利军；郭再祐驻屯宜宁，抵御咸安、昌宁、灵山的日军（这些日军部队应非毛利军，而是丰臣秀吉后续派遣到朝鲜的日本援军）。驻兵在知礼的毛利军，累次出兵进犯居昌，但每次都被金沔击退。

八月三日，金沔主动向日军发起反攻，带领义兵袭击驻兵在知礼的毛利军，放火烧死了许多人。当时有许多全罗道的朝鲜美女被日军俘虏，囚禁在毛利军的营帐中。义兵的纵火，使得这些朝鲜美女也被火海包围了，她们哭泣着、哀求着，想要活下去，但还是被无情的火海所吞噬。而朝鲜义兵也在这次袭击行动中付出了巨大代价，整整有5000人战死。侥幸活下来的毛利军，纷纷从知礼逃走，奔向毛利辉元部将桂元纲驻兵的星州。（《乱中杂录》《宣庙中兴志》）
 经过惨烈的交战，知礼终于被金沔收复。

八月二十一日，金沔与义兵将领郑仁弘联手，出兵袭击桂元纲所在的星州。桂元纲立即向开宁的毛利军请求增援。在得到毛利辉元派出的援军帮助后，桂元纲击退了金沔、郑仁弘的攻势，是为第一次星州之战。（《萩藩阀阅录》《朝鲜渡海日记》）


九月十一日，金沔、郑仁弘两人经过商量后，再次率领庆尚道义兵攻打星州。义兵的营帐绵延数十里，军势十分浩大。星州的毛利军见义兵众多，不敢出城迎战。有了前一次失败的教训，金沔考虑到星州、开宁两地的毛利军首尾相连，开宁的毛利军在星州被围以后，肯定会发兵救援星州。为了免除后顾之忧，金沔决定以陕川郡守裴楔作为别动军，让他埋伏在一个叫作扶桑岘的地方，截击开宁的毛利军，隔断其与星州毛利军的联系。但是裴楔性情高傲，不愿意受人指使，他假意答应了金沔的要求，却不肯前往扶桑岘设下埋伏，结果招致大祸。

当天晚上，桂元纲再次派人向开宁的毛利军报信，请求援兵。毛利辉元得到消息后，于次日派出吉见元赖、毛利元康二人，令他们率领大军赴援星州。由于裴楔没有按照金沔的吩咐去扶桑岘进行截击，毛利援军毫无障碍地由此通过，直冲正在围攻星州的朝鲜义兵。而在星州城内的毛利军，看到援军的旗帜以后，士气高涨，也开城门突击朝鲜义兵。前后夹击之下，金沔率领的义兵主力溃不成军，只能被迫撤离了战场。而郑仁弘已经吓得呆呆地坐在地上一动不动，直到部下将失了魂的他扶上马，才逃过一劫。混战中，郑仁弘的别将孙承义被毛利军的铁炮击中阵亡。（《朝鲜渡海日记》《宣庙中兴志》）
 此战，是为第二次星州之战，仍然以朝鲜义兵的失败而告终。

金沔再次失败后，先是退兵到原驻地居昌，后又移驻至知礼。他分遣伏兵，阻遏金山城的毛利军攻向知礼。为了抗击毛利军，庆尚道巡查使不仅抽调咸阳、安阴、山阴三郡的兵力给金沔，还命令晋州牧使金时敏前来协助他。一日，毛利军前来攻打知礼，在沙郎岩一地与金沔、金时敏率领的庆尚道义兵遭遇。金时敏跃马驰突敌阵，一连射杀两名敌军士兵，义兵大呼陷阵，毛利军不敌退去。（《乱中杂录》）


此外，全罗道义兵将领任启英、崔庆会，也进入庆尚道，协助庆尚道义兵抗争。崔庆会留在居昌，协助金沔对付开宁的毛利辉元主力军。任启英从居昌赶到陕川的海印寺，协助郑仁弘对付星州的毛利军。

从九月至十二月，义兵与毛利军厮杀不断，几乎没有一天不发生战斗。在长期的作战行动中，义兵未曾有时间解甲，他们或夜袭，或诱引，与毛利军大战10余次，小战无数次，击退对方30余次。

十二月七日，庆尚道义兵第三次出兵，攻向毛利辉元部将桂元纲占据的星州城。毛利军的十几个骑马武士率先出城应战，步卒则跟在后面。甫一照面，庆尚道义兵就拉弓引弦，将毛利军的两名骑马武士射落马下。剩下的骑马武士尚未交手，就害怕得想要逃入城中。义兵赶紧追击，又射中了4名骑马武士。经过小规模的试探性交战后，毛利军就不再轻易开门出战了。

十二月八日，毛利军中的朝鲜内应黄彦告诉义兵将领郑仁弘，昨天被射中的6名士兵当中，已有5人毙命。这天，又有名倭将从星州城的西门出来，想出去向开宁的毛利军通风报信，结果连人带马落入壕中，右臂立时骨折，几乎就要死了。

十二月十四日，庆尚道、全罗道义兵联起手，对毛利军占据的星州城发起了大规模进攻。此次会战非常激烈，据《乱中杂录》记载，这一天“尽日殊死战，战场及路，尽为血色”。义兵因贪割敌军首级，纷纷趋向星州城下，结果“穷寇”毛利军拼死反抗，杀死了十几个义兵勇士。义兵副将张润的坐骑因为疲惫跑不动了，他就干脆步行作战。张润奋勇突入敌阵，用弓箭射杀了不少毛利军士兵。毛利军不敌，被迫退回了星州城内。在这天出战的毛利军当中，整整有三分之二的人战死了。此战，是为第三次星州之战，是义军对星州作战最为成功的一次。

在义兵的不断反击下，星州城的毛利军实在支撑不住了，于是弃城逃走。庆尚道、全罗道的义兵终于成功收复了星州城。自此以后，由毛利军负责的日军后方补给线，被限制在庆尚道的釜山浦—密阳—清道—大丘—仁同—善山，不能再越过善山，将物资输送到前线的忠清道、京畿道等各道。前线日军与后方的后勤联络，由此被切断。同时，因为义兵的抗争，毛利辉元也在庆尚道遭到了极大的挑战与挫折。

李舜臣与日本水军的海战

除了朝鲜各地兴起的义兵使日军大吃苦头外，朝鲜水军也在海路上发挥了牵制日军的作用，使日军叫苦连天。起初，在四月十五日的时候，全罗道左水使李舜臣收到了庆尚道右水使元均传来的消息，得知有90多艘倭船停泊在釜山浦的绝影岛；接着，他又从庆尚道左水使朴泓那里得知，有350艘倭船已经开到釜山浦的对岸。数量如此之多的倭船，让李舜臣警惕起来，他判断这些倭船必然不是来和朝鲜进行贸易的，于是使麾下兵船严阵以待，等待朝廷的命令行事。四月二十日，李舜臣得到了庆尚道巡查使金睟的公文，获悉日军已经攻陷釜山浦、东莱城，并分兵入侵朝鲜内地。（《壬辰状草》）


五月一日，李舜臣将麾下的全罗道水军集结在左水营，准备等日军打到全罗道时，就与日军决战。这时候，庆尚道右水使元均因为不敢单独抵抗日军，派栗浦万户李英男到全罗道向李舜臣求援。全罗道的水军将官们大多认为，全罗道与庆尚道互不干涉，现在全罗道水军用来自保的兵力都尚且不足，更不用说去赴援庆尚道了。只有鹿岛万户郑运、军官宋希立表示反对，劝说李舜臣出兵，他们认为击退敌寇不必区分是本道还是他道，挫败了敌军先锋，则全罗道也可以保全。

李舜臣对此深以为然，于是同意了元均的要求。随后，李舜臣以彦阳县监鱼泳谭为先锋，率领全罗道水军开赴庆尚道。元均也出动庆尚道水军，以麾下的玉浦万户李云龙、永登浦万户禹致绩作为先锋，计划与李舜臣在庆尚道巨济岛的前洋会合。李、元二人碰头后，便率领全罗、庆尚两道水军，进发至巨济岛的玉浦。在这里，他们遭遇了30艘日军船只，并一举将其击破。日军全部弃船上岸，船只被朝鲜水军尽数焚毁。（《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
 此战，是为玉浦海战，是朝鲜水军与日本水军的首次交战，以日本水军失利告终。

五月二十九日，李舜臣率领全罗道水军来到露梁海峡，再次与元均会合，商量进兵计划。李舜臣向元均询问日本水军现在的停泊之处，得知有部分日本船只停在泗川港湾，于是便发船直指此处。进兵过程中，李舜臣遭遇了一艘从昆阳（泗川西面）驶向泗川的倭船，于是让船手加快摇橹，穷追倭船。前部先锋将领防踏佥使李纯信、南海县令奇孝谨两人拼命追捕这艘倭船，终于将其追上，船上的日军吓得弃船上岸。这艘倭船最终被朝鲜战船撞破，付之一炬。

李舜臣率领全罗道水军靠近泗川以后，发现日军将12艘如楼阁般高大的船只停泊在山峰之下，人员已经全部上岸，他们在山峰上结阵，阵形非常坚固。据李舜臣目测，山峰上的日军有400多人，他们“长蛇结阵，乱挥红白旗麾，骇眩人目”。而在山峰的最高处，有一处营帐，那是日军的指挥所。日军在山上俯视着朝鲜水军，冲他们挥舞手中的日本刀。见此场景，李舜臣指挥诸船齐进，想在船上用弓箭射向山上的日军，却怎么也射不着。李舜臣又想焚烧掉停泊在山下的日军船只，但顾虑到岸边的潮水已经退去，朝鲜板屋船一旦横冲直进，会搁浅在岸上，所以没有贸然行动。李舜臣考虑到日军在高处，朝鲜水军在低处，地势不利，而且太阳很快就要落山了，所以决定不强攻日军阵地。他和诸将商量道：“日军现在颇为轻侮朝鲜水军，我军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假装撤退，日军必然登船与我军相战。把日军引诱到中流，到时趁势合击，当是个不错的办法。”（《壬辰状草》）


定下计策后，李舜臣带领朝鲜水军假装撤退。退了还不到400米，山峰上的200名日军果然从山上下来，他们一半人登上船只，一半人留守在岸上，纷纷对着朝鲜水军放铁炮。此时即将涨潮，这给了李舜臣用水军接近日军作战的机会。李舜臣为此出动了他秘制的兵船——龟船，回过头来迎击日军。据李舜臣自己在《壬辰状草》的描述，龟船：

前设龙头，口放大炮，背植铁尖。内能窥外，外不能窥内。虽贼船数百之中，可以突入放炮。

又据李舜臣部将金浣的《龙蛇日录》描述，龟船的构造：

船上铺板如龟，背上有十字路容人行，余列插刀锥。前作龙头口为铳穴，后为龟尾，尾下有铳穴六。藏兵其底，四面发炮，捷疾如梭。其盖覆以编茅，使锥刀不入。贼超登，则掏于锥刀。掩围，则火铳齐发。

等潮水涨起来后，李舜臣命令突击将乘坐龟船，近距离冲撞日军船只，水军将士们在船上使用天、地、玄、黄等各种铳筒射击日军。但朝鲜军也受到了日军铁炮的攻击，在山峰上、岸上、船上结阵的三处日军，同时用铁炮齐射朝鲜水军，炮弹如同倾盆大雨，劈头盖脸地向朝鲜军砸去。军官罗大用被铁炮击中，李舜臣的左肩也被铁炮击中，但不至重伤，其他朝鲜射手与战士亦有相当一部分人被铁炮打中。

李舜臣顿时被激怒了，他督促朝鲜水军加大力度进攻日军，直捣倭船。于是朝鲜诸将莫不拼命，奋力向日军发射铁丸、皮翎箭、火箭，又用天字铳筒（射程96米，大将军箭的发射器）、地字铳筒（射程64米，大将军箭的发射器）发射大将军箭。刹那间，炮声响彻天地，日军阵地如同被狂风暴雨席卷过一般。日军有被朝鲜军击中而倒下的，也有被人扶着逃走的，原先登上船的、留在岸上的，最后都逃回到了山上的阵地里。岸边的12艘倭船全部被朝鲜水军撞破，悉数被焚。山上结阵的日军远远观望，急得直跺脚，有的人甚至失声痛哭，但是却没有办法。李舜臣原本想上岸进剿日军，但是顾虑到丛林树多草深，担心反被日军所害，加上天也快黑了，于是没有继续进兵。之后，李舜臣带领朝鲜水军退到泗川的毛自浪浦，一整晚都严阵以待，但日军没有再袭来。（《壬辰状草》《乱中日记》）
 此战，是为泗川海战，以李舜臣的胜利告终，元均也参与了此战。

六月二日，李舜臣得知有一部分日本水军停泊在唐浦，便又发船向唐浦进发。到了目的地以后，只见20余艘倭船泊在唐浦港湾，其中有一艘大船，和朝鲜的板屋船一样高大，船上的楼阁足有两丈之高。楼阁里坐着一个日军将领，他看起来泰然自若，一动不动。李舜臣使龟船先突击这艘大船，朝鲜水兵将龟船的龙口对着倭船仰放玄字铳筒，又放天字大将军箭、地字大将军箭，最终撞破了倭船。中卫将权俊突入敌船，一箭射中了为首的那名日军将领，此人应声而倒，瞬间毙命。倭船上的其他日军顿时乱成一锅粥，朝鲜水军对着倭船疯狂射箭，将船上的日军全部歼灭。此战，是为唐浦海战。几乎没有怎么打，朝鲜水军就击败了日方的一员大将。唐浦海战打完不久，有26艘日军船只从釜山方向过来，但一看见朝鲜水军，就往介岛方向逃走了。（《壬辰状草》《乱中日记》）


六月五日，李舜臣准备出兵追捕从唐浦逃走的倭船，于是扬帆出海。中途，有七八个居住在巨济岛、已经归顺了朝鲜的日本人乘坐一艘小船，前来报信，称：“唐浦被逐倭船，由巨济移泊固城地唐项浦。”通过这一情报，李舜臣得知那些倭船现在逃到唐项浦去了，于是便向着这个地点进发。

到了唐项浦的前洋以后，李舜臣眺望东边的镇海城堡，突然发现城外的原野上，有日军甲兵千余骑，竖立旗帜，在此布阵。他派人前去探问情况，得知这些陆地上的日军，原来是被庆尚道的咸安郡守柳崇仁率领1100名骑兵追击到这里的，不足为虑。李舜臣这才放下心来，专心对付唐项浦的日本水军。他先派出两三艘战船去查探地形，并吩咐他们，如果日本水军进行追逐，就假装撤退，将日军引诱到外洋。李舜臣自己则率领舟师主力，隐匿埋伏起来，准备狙击日军。

被派去侦察的战船在侦察一番后，从海口出来，向天空放神机箭报变，通知李舜臣前方有日军。李舜臣收到信号后，在唐项浦的浦口留下4艘战船作为伏兵，率领其余船只从浦口驶入内江，诸船鱼贯而进，首尾相接。行进到召所江西岸以后，黑色的倭船出现在了朝鲜水军面前。其中，像朝鲜板屋船那样大的大船有9艘，中船有4艘，小船有13艘，都靠岸停泊着。日军最大的一艘船，在船头别设三层板阁，就像是一座佛殿一样，内立许多士兵。还有4艘大船聚集在一起，船上皆插着黑幡。

日军看到朝鲜水军以后，就对着朝鲜水军乱放了一阵铁炮。李舜臣下令朝鲜水军围住日军船只，先使龟船突入，放天字铳筒、地字铳筒，之后令其余诸船相继突击，放各种铳筒箭丸，势如风雷。突击将乘坐龟船，冲撞最大的那艘倭船，又仰放铳筒，将其撞破。接着，朝鲜诸船用火箭一齐射向这艘倭船，船上的纱帐与布帆全都被烈焰焚毁了，坐在船上指挥的倭将则中箭坠落。其余4艘较大的倭船，趁着朝鲜水军集中对付那艘最大的倭船的空隙，扬帆北逃。李舜臣与全罗道右水使李亿祺率领诸将追击，又将4艘倭船堵住。船上的日军无心恋战，纷纷从船上跳下逃命，躲避到了岸上。朝鲜战士持枪挟弓，各尽死力，进行追捕，最后斩下了7颗首级（但李舜臣后来在战报里上报了43颗）。由于当时天已经黑了，李舜臣也不敢穷追日军，就和李亿祺率领朝鲜水军退兵到了海口，彻夜严阵以待。（《壬辰状草》《乱中日记》）
 此战，是为唐项浦海战。

六月七日，李舜臣发船，抵达永登浦的前洋并在此结阵，他听说有倭船在栗浦，就下令伏兵船先为查探。但是日军事先已经知道朝鲜水军逼近的消息，5艘倭船不与朝鲜水军交锋，直奔南大洋企图逃走。朝鲜水军穷追不舍，最终追上倭船，蛇渡佥使金浣、鹿岛万户郑运一、虞侯李梦龟联手捕获了其中3艘，总共砍下了36颗日军首级，剩下的2艘倭船则被朝鲜水军放火焚毁了。（《乱中日记》）
 此战，是为栗浦海战。

与李舜臣之前打的海战不同，栗浦海战不止出现在朝鲜史料当中，也出现在了日本史料中，说明其动静确实比较大，不过两方在细节的记述上略有些出入。据日本史料《高丽船战记》记载，四国志摩守率领大小20艘船与朝鲜六七十艘船相战，结果战败，船只全部被烧。四国志摩守逃到了岛上的城里，婴城固守，但没过多久就切腹自尽了，全家上下也都死了。

与朝鲜史料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日本史料说倭船有20艘，而朝鲜史料说倭船只有5艘，不过结局都是被全灭了。还有四国志摩守的真实身份，也是一个谜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成书的《近世日本国民史·朝鲜役》《日本战史·朝鲜役》《朝鲜水军史》等著作，都认为四国志摩守的真实身份是日本水军大将之一的来岛通之。但是，当代学者北岛万次在《丰臣秀吉朝鲜侵略关系史料集成》一书中指出，并没有确凿的史料可以证明这一点。近年来，专门研究日本水军史的学者山内让，通过分析《森氏古传记》的相关记载，指出“四国志摩守”的真实身份，应当是阿波国蜂须贺氏的家臣——森志摩守村春。笔者也认同这一看法。无论如何，栗浦海战结束后，日本水军暂时收敛了兵锋，李舜臣也率领舟师回到了全罗道，暂时停止了对日本水军的打击。

六月十四日，胁坂安治、九鬼嘉隆、加藤嘉明等日本水军大将聚集在釜山浦，举行军事会议，商量如何对付朝鲜水军。会议结束后，日本水军开始重新在庆尚道的沿海地区活跃起来。

七月六日，已经回到全罗道的李舜臣收到了倭船在庆尚道的加德岛、巨济岛一带出没的消息，便率领全罗道水军从左水营发船，抵达位于庆尚道昆阳与南海岛之间的露梁津，与庆尚道右水使元均、全罗道右水使李亿祺在此会合，准备再次联合击破日本水军。

七月七日，胁坂安治得知朝鲜水军出动，便率领麾下水军从熊川发船，进至巨济岛边上的见乃梁，寻求与朝鲜水军决战。朝鲜水军在这一天行至唐浦，距离东面的见乃梁还有一小段距离，因为东风大吹，不能发船，所以暂时停泊在此。傍晚时分，李舜臣派人去砍柴、打水，在山上避难的放牧人看到朝鲜水军，就赶紧向他们报告日本水军已经到了见乃梁的消息。

七月八日，李舜臣、元均、李亿祺率领朝鲜水军发向见乃梁，到了中洋后，望见日军大船一艘、中船一艘。这两艘倭船是日军的先锋船只，对方一见朝鲜水军来势汹汹，就掉头退到了后方阵地。李舜臣、元均、李亿祺立即进行追击，结果在他们面前出现了36艘大船、24艘中船、13艘小船，这些船列阵停泊在见乃梁。李舜臣发现见乃梁地形狭隘，又有很多隐藏的岛礁，朝鲜的板屋大船难以上前作战，便建议将倭船引诱出外洋，再行歼灭。但元均的意见与李舜臣相反，他认为在以前的海战中，朝鲜水军都打败了日本水军，所以不用害怕，直接冲击倭船就行了。

李舜臣向元均劝说道：“此处海港隘浅，不足以用武，当诱出于大海而歼之。”元均执意不听，李舜臣怒责道：“公不知兵，乃如此！”说完，李舜臣就无视元均，强行按照自己的作战计划行事。

李舜臣先派出五六艘板屋船，做出追击倭船的动作。胁坂安治不知李舜臣在故意引诱他们，就下令麾下倭船全部从港口出击，向着朝鲜水军袭来，并对着朝鲜水军急放鸟铳。李舜臣见日军上当，便下令朝鲜水军全部佯退，故意装出不敌日军的样子，撤向后方。胁坂安治扬帆追逐，结果被李舜臣引诱到了外洋。这个时候，李舜臣就不用再刻意伪装了，他命令诸将布置成鹤翼阵，掉头迎击日本水军。一时间，朝鲜水军齐进，对倭船施放地字、玄字、胜字等各样铳筒，不一会儿就击破了两三艘船。剩下的倭船都不敢再与朝鲜水军为敌，纷纷逃遁，朝鲜水军乘胜踊跃追击，不断使用弓箭和铳筒射向倭船，势若风雷。根据李舜臣事后在战报《壬辰状草》上的叙功，朝鲜水军诸将对日本水军造成的打击包括：

顺天府使权俊舍生忘死突入敌军，率先击破一艘有楼阁的大船，将其俘获，斩首10级；

光阳县监渔永潭亦率先突击敌阵，撞破一艘带有楼阁的大船，将其俘获，斩首13级；

蛇渡佥使金浣捕获一艘大船，斩首16级；

兴阳县监裴兴立捕获一艘大船，斩首8级，并迫使很多日军士兵跳海；

防踏佥使李纯信捕获一艘大船，斩首4级，又追击撞破两艘倭船，将之焚毁；

左突击将及第李奇男捕获一艘倭船，斩首7级；

左别都将营军官尹思恭、贾安策等，捕获两艘有楼阁的倭船，斩首6级；

乐安郡守申浩捕获一艘大船，斩首7级；

鹿岛万户郑运用铳筒打穿两艘有楼阁的大船，又与诸船夹击，将之焚毁，斩首3级；

吕岛权管金仁英捕获一艘大船，斩首3级；

钵浦万户黄廷禄撞破一艘有楼阁的倭船，又与诸船夹攻，合力将之焚毁，斩首2级；

其余日军大船20艘、中船17艘、小船5艘，被朝鲜水军合力焚毁，无数日军士兵被迫跳入海中。

这场海战打到最后，日军只剩胁坂安治乘坐的那艘船还没有被攻破。但在混战之中，胁坂安治的家臣胁坂左兵卫、渡边七右卫门相继战死，胁坂安治的铠甲也被朝鲜水军射中。

胁坂安治惊慌之余，带着船上仅剩的200多名士兵逃到了附近的闲山岛，弃船登陆。朝鲜水军很快追来，将这艘船烧毁。远处，有日军大船1艘、中船7艘、小船6艘在观望，这些船同样是胁坂安治水军的一部分，但出发时掉队了，落在了后面。此时，他们看见朝鲜水军把倭船压着打，都不敢赴救，直接掉头逃走了。而朝鲜水军也因为打了一整天仗的缘故，将士们又困又乏，加上天也已经黑了，所以没有穷追日军，只是在见乃梁的内洋结阵，彻夜严阵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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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战，是为闲山岛海战，是朝鲜水军大破日本水军的一场胜仗。对于日本水军的失败，《胁坂家谱》并没有讳言。

据《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记载，闲山岛海战结束后，日军阵营中出现传言，说是在这次海战中战死了9000多名日军士兵。但是，这一个说法属于朝鲜史料的夸大其词，因为胁坂安治的水军兵力，只有1500人之多。

七月九日，胁坂安治的同伴加藤嘉明、九鬼嘉隆得知了他在闲山岛战败的消息，为此展开救援，于当日率领40艘倭船抵达安骨浦。李舜臣也侦察到了日军的动静，与李亿祺、元均商讨作战方案。

七月十日，李舜臣、李亿祺、元均出动58艘大船、50艘小船、3艘龟船，从巨济岛出发，向着安骨浦前进。（《高丽船战记》）
 接近目的地时，李亿祺留在安骨浦外洋的加德岛旁结阵，作为应急救援部队，以备不虞。李舜臣将麾下舟师布置成鹤翼阵，继续带领兵船前进，元均也跟在李舜臣的船队后面。二人抵达安骨浦后，望见港湾中有日军大船21艘、中船15艘、小船6艘。其中，有楼阁的三层大船1艘，二层大船2艘，停泊在安骨浦的浦口。

李舜臣观察到安骨浦地势狭浅，朝鲜的板屋大船不容易出入，因此就想故伎重施，将日本水军引诱到广阔的外洋，再加以歼灭。但是加藤嘉明、九鬼嘉隆先前已经研究过朝鲜水军的战术，所以无论李舜臣如何引诱，他们就是据守险沧，坚持不应战。势不得已，李舜臣只好下令诸将相继突击浦口的日本水军，专门盯着刚才看到的1艘三层大船、2艘二层大船打。于是，朝鲜水军对着倭船乱放天字、地字、玄字铳筒与长片箭。留在后方的李亿祺，此时也率领援军部队赶过来与李舜臣、元均合攻日本水军，声势更加浩大。这三艘日军大船上所载的士兵几乎死伤殆尽，幸存下来的士兵则逃到了一艘来接应的有楼阁的大船上，但是这艘大船也被朝鲜战船撞破了。幸存下来的日军士兵全部弃船，逃到了陆地上。李舜臣本来想焚烧掉这些倭船，但是顾虑到安骨浦附近有避难的朝鲜百姓，一旦焚毁倭船，日军就会成为流寇，扫荡附近的朝鲜百姓，所以还是没有烧船。之后，李舜臣就退兵一里许，结束了此次战斗，彻夜严阵以待。（《壬辰状草》）
 此战，是为安骨浦海战，虽然朝鲜水军获胜，但未能打击加藤嘉明、九鬼嘉隆的主力。

七月十四日，丰臣秀吉接到了胁坂安治在闲山岛海战中失利的消息，他为此非常生气，狠狠责备了胁坂安治。但他又不得不向现实妥协，指示胁坂安治暂时停止海战，转而在巨济岛筑城，严设守备。同时，丰臣秀吉催促尚未开赴朝鲜的日本水军大将藤堂高虎速往朝鲜，又命羽柴秀胜以及肥前兵前往朝鲜赴救。（《胁坂家谱》）


另一方面，经过朝鲜水军的多次出兵剿捕，日本水军暂时收敛了起来，自庆尚道的加德岛以西，不再有一艘倭船的影子。李舜臣决定扩大战果，进兵捣毁日本水军的大本营釜山浦，于是再次与元均、李亿祺合兵。

九月一日，鸡鸣声一响，朝鲜水军便从加德岛北边发船，向着釜山浦进发。途中，朝鲜水军在花樽仇未遭逢5艘日军大船，在多大浦前洋遭逢8艘日军大船，在西平浦前洋遭遇9艘日军大船，在绝影岛遭遇2艘日军大船，皆一一撞破，并将之全部焚毁。扫清釜山浦外围的倭船后，李舜臣派了一艘小船去侦察釜山浦日军的动静，发现约有500艘倭船停泊在港湾东边的山麓下。有4艘日军先锋大船发现了朝鲜侦察船，邀击于草梁项。李舜臣与元均、李亿祺进行商议，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朝鲜水军不得不迎战，否则将会被日本水军轻侮。

确定了作战计划后，朝鲜水军便直逼釜山浦，直捣日本水军的大本营。右部将鹿岛万户郑运、龟船突击将李彦良、前部将防踏佥使李纯信、中卫将顺天府使、左部将乐安郡守申浩等人率先出击，撞破4艘日军先锋大船，并将其全部焚毁。船上的日军士兵被逼跳入海中，然后逃到了岸上。后方的朝鲜战船乘着胜利，扬起旗帜、擂起战鼓，宛如长蛇一样前进。停泊在釜山浦东面山下的470多艘倭船见朝鲜水军来势汹汹，都不敢解缆出战。

等朝鲜水军打到日本水军面前时，船上的日军全都弃船而逃，他们携带着铳筒、弓矢，登陆上岸。然后，日军攀爬到附近山峰上，分别屯兵在六处不同的地方，利用居高临下的地势，对着朝鲜水军乱放铁炮和箭镞。有日军对着朝鲜水军放大筒弹，其弹大如木果；又有日军对朝鲜水军扔水磨石，石大如钵。在日军队伍中，甚至有一些为其效力的朝鲜伪军，对着朝鲜水军发射片箭。日军放出的这些弹丸、箭镞，多击中朝鲜战船。鹿岛万户郑运居前作战，结果被铁炮打穿头部，当场阵亡，让朝鲜水军折损了一员大将。朝鲜诸将倍感愤怒，冒死驱船前进，同时对着山峰上的日军仰放将军箭、皮翎箭、长片箭、铁丸，打死了许多日军士兵。日军士气大挫，很多幸存下来的日军士兵拖曳着阵亡同伴的尸体，逃进了山窟里。

交战终日，朝鲜水军又将停泊在岸边的100多艘倭船给撞破了。李舜臣准备抄领朝鲜水军登陆上岸，歼灭山峰上的日军，但是他注意到日军队伍中有很多骑马示勇者，而朝鲜水军并没有战马，担心敌不过日军，因此还是作罢了。再加上太阳快要落山了，李舜臣担心继续耗下去，恐有腹背受敌的危险，因此不得已之下，只能与元均、李亿祺率领朝鲜水军退兵。当晚三更（晚上11时至凌晨1时），朝鲜军退到加德岛，彻夜严阵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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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战，是为釜山浦海战，李舜臣原先的战略目标是捣毁釜山浦的日本水军据点，但是并未成功，因此此战可以视作李舜臣打的一场败仗。

事实上，朝鲜史料也认为李舜臣在釜山浦海战中的表现不如人意。如《乱中杂录》记载道：

湖岭水兵诸将讨贼于釜山浦，鹿岛万户郑运死之，我军退还。

《宣庙中兴志》也直言不讳地道：

时贼以重兵久居釜山，改建城壁楼橹，盘踞甚壮。舜臣知不可易攻，乃引兵还，以待天兵。

《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更是直截了当地写道：

李舜臣等攻釜山贼屯，不克。倭兵屡败于水战，聚据釜山、东莱，列舰守港。舜臣与元均悉舟师进攻，贼敛兵不战，登高放丸。水兵不能下陆，乃烧空船四百余艘而退。鹿岛万户郑运居前力战，中丸死，舜臣痛惜之。

在以上史料中，《乱中杂录》将朝鲜水军的退兵，归结于鹿岛万户郑运的战死。而《宣庙中兴志》将退兵的原因，归结为日军在釜山浦修筑倭城，李舜臣知道难以攻克这一重镇，只好退兵，等待明军来援。《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则直接说李舜臣攻打釜山不克，只能烧毁日军400多艘空船，然后退兵。以上记载，都体现了朝鲜方面认为李舜臣的釜山海战是没有成功的。尤其是《宣庙中兴志》的记载，充分说明了无论朝鲜水军如何给予日本水军打击，也无法做到捣毁其据点、驱逐其出境，只能够等待明军施以援手。


本章小结


一、如果朝鲜正规军能够认真抵抗，朝鲜沦陷的速度会慢很多。朝鲜人虽然在武器方面劣势很大，但是并非完全不能弥补，日军的巨大胜利跟朝鲜正规军的一触即溃和不专业有很大关系。

二、日军其实非常虚弱，他们虽然拥有先进的武器，但是后勤补给严重不足，而且攻坚能力也弱，甚至连普通民众组织的抵抗都会造成一定的威胁。

三、朝鲜虽然有很多军官尽忠职守，但他们没能动员群众的力量，自身能力又不足，以致无论是野战还是守城，多是兵败身死的结局。

四、依据《惩毖录》《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的记载，庆尚道右水使元均在壬辰倭乱中畏首畏尾，他在日军渡海之初，就不敢迎战日军，反而擅自将100多艘庆尚道的战船给沉入海中，自己独自带着几个部将逃到了庆尚道西南的露梁海峡，因此导致庆尚道1万多名水军将士不战自溃。但这应该不是事实，因为根据全罗道左水使李舜臣的《乱中日记》《壬辰状草》来看，壬辰倭乱期间，他一直与庆尚道右水使元均、全罗道右水使李亿祺在庆尚道沿海地区剿灭日本水军。元均沉船之说，应出自《惩毖录》的诽谤，后被《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继承。而柳成龙之所以攻击元均，主要还是朝鲜党争之故。

五、壬辰倭乱期间，负责在海上对付日本水军的，不只是李舜臣，还有元均、李亿祺。这三人职责平等，很多时候都是联合行动的，功劳不能算在李舜臣一人头上。包括玉浦海战、泗川海战、闲山岛海战、安骨浦海战、釜山浦海战在内，都是李舜臣与元均共同行动的。元均很大程度上是被后世史料过度抹黑了。

六、关于朝鲜水军在壬辰倭乱中发挥的作用。在《壬辰状草》中，李舜臣自言经过几次扫荡以后，日本水军在庆尚道加德岛以西的地带不敢出没。但是朝鲜水军在壬辰倭乱中发挥的最大作用也仅限于此，根本没有破坏日本水军的补给线（名护屋—对马岛—釜山浦）。

七、李舜臣并不是无敌的，他在釜山浦海战中就打了败仗。他发动这次战役的目的，本来是宏大的，是为了切断日本水军的补给路线，但是最后以失败告终。

八、光依靠李舜臣的力量，是无法将日军驱逐出朝鲜的。《宣庙中兴志》说得很直白，李舜臣自己也知道沿海倭城不好打，他只能够暂时退兵，等待明军出马。


注解：



[1]
 　检讨是官名，掌修国史，唐、宋均曾设置，位次编修。明、清时，检讨属翰林院，为从七品官。


[2]
 　《日本外史》是成书于19世纪的一部中文历史小说，由于此书用中文描写了日本武家的历史，且行文浅显流畅，因此在国内也有较大的知名度。在过去，一些人曾很重视此书的价值，认为是很重要的史书。然而此书内容错漏百出，本质上只是小说，并不能视作史书。


[3]
 　仙石秀久在《松浦丛书》《前关白秀吉公御检地帐》《太阁记》中皆属于“名护屋在阵众”，但在《天正记》中却属于“御前备众”。


[4]
 　木下延俊在《松浦丛书》《前关白秀吉公御检地帐》《太阁记》中皆属于“名护屋在阵众”，但在《天正记》中却属于“御前备众”。


[5]
 　池内宏的《文禄庆长之役·正编第一》抄错《天正记》，误作20000人。


[6]
 　池内宏的《文禄庆长之役·正编第一》抄错《天正记》，误作300人。


[7]
 　池内宏的《文禄庆长之役·正编第一》抄错《天正记》，误作3000人。


[8]
 　备边司是李氏朝鲜总领中央和地方军务的官厅，为正一品衙门，别称“备局”“筹司”。日本侵略朝鲜时，备边司已发展成一个掌军国机务的中央文武合议机构，负责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事务。“堂上”即备边司的上层官员，人数达数十名。最高长官为“都提调”，由议政府的三名议政（现任及前任）兼任，为正一品。实际管事的长官为“提调”，为从一品到从二品。提调有17人，由左右赞成、左右参赞、吏曹判书、礼曹判书、兵曹判书、刑曹判书（或吏、户、礼、兵四判书）、训练大将、御营大将、禁卫大将、捴（同“总”）戎使、守御使、开城留守、江华留守、弘文馆大提学兼任，无定员。


[9]
 　以上釜山城之战的经过，是根据《吉野甚五左卫门觉书》《西征日记》《惩毖录》《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宣庙中兴志》《再造藩邦志》《壬辰遗闻》等史料进行叙述的。对于郑拨之死，朝鲜史料《寄斋史草》的记载与众不同，称郑拨守备松懈，于四月十三日上午10时收到日军船只靠近釜山城的消息后，还没来得及放一支箭，就被日军杀死了。不过依照日本史料《西征日记》来看，日军在四月十三日下午5时迫近釜山，次日才攻陷釜山城，因此《寄斋史草》的记载明显有误，郑拨应该是激烈反抗后牺牲的。葡萄牙传教士弗洛伊斯也以他的视角记录了釜山城之战的过程，根据其所著的《日本史》记载：守卫釜山城的朝鲜军仅有600人左右，但他们手持皮革包裹的武器，戴着钢铁打造的头盔，使用无枪托的火枪和土耳其风格的弓箭；此外，城内还有1000多尊发射铁制弹丸和箭的铜制小型炮。


[10]
 　以上东莱城之战的经过，是根据《西征日记》《壬辰遗文》《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等进行叙述的。


[11]
 　该书记载，元均下令把庆尚道的100多艘战船和火炮、军器全都沉到海里，庆尚道的1万水军因此不战自溃。这一说法的史料源流是柳成龙的《惩毖录》。但这一说法疑似有误，根据李舜臣的《乱中日记》《壬辰状草》记载，此后李舜臣与元均各自率领全罗道、庆尚道的舟师，并肩与日本水军作战。如果元均将庆尚道的战船全部下令沉了，断然不会如此。


[12]
 　以上密阳之战的经过，是根据《惩毖录》《再造藩邦志》《西征日记》等史料进行叙述的。对于密阳之战的时间，《再造藩邦志》记录为四月十七日，《寄斋史草》记录为四月十六日，两说皆不准确。


[13]
 　以上金海城之战的经过，是根据《黑田家文书》《黑田家谱》《乱中杂录》《再造藩邦志》《宣庙中兴志》《惩毖录》等史料进行叙述的。


[14]
 　此为朝鲜王朝的军官职衔。在该体系里，官职从上往下依次为：都元帅（统辖全国兵马）、都巡边使（统辖数道兵马）、巡边使（统辖一道兵马）、防御使（统辖巡边使麾下的一队人马）、助防御使（统辖防御使麾下的一队人马）、助防将。


[15]
 　关于李镒征集过来的民兵与从王京带来的官军人数，在朝鲜史料中有相差悬殊的两种说法，《惩毖录》里记载有八九百人，《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里有6000人。因《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为朝鲜官方文献，本书采信6000人一说。


[16]
 　以上有关尚州之战的经过，是根据《惩毖录》《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宣庙中兴志》进行叙述的。


[17]
 　以上有关弹琴台之战的经过，是根据《西征日记》《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乱中杂录》《再造藩邦志》《宣庙中兴志》等史料进行叙述的。朝鲜史料记录日军在四月二十七日翻越鸟岭，进入忠州，但日本史料《西征日记》记载日军于四月二十八日才从庆尚道翻越鸟岭，可知朝鲜史料所记日期不准确。


[18]
 　关于临津江之战的经过，朝鲜史料和日本史料的记叙差别很大。朝鲜史料《惩毖录》《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记载，日军故意示弱，焚烧掉临津江南岸的庐幕，载回军器，做出引诱朝鲜军渡江的动作；而日军示弱的同时，已在对岸的后山设下了伏兵，就等朝鲜军上钩渡江。但日本史料《西征日记》却并没有记载日军定下诱敌之计，也没有设下伏兵。相反，从《西征日记》后续的记载来看，日军自身并未料到朝鲜军会突然毁约渡江，因此后方的坡州日军、王京日军才在闻变后向临津江前线派出援军。从《西征日记》的相关记载推断，朝鲜史料记载的日军诱敌之计，应该是朝鲜方面事后为了推卸败北之责编造的，日方当时根本没有想出这条计策。


[19]
 　关北六镇是指咸镜道北部摩天岭以北的稳城、庆源、种城、庆兴、会宁、富宁。


[20]
 　兵马评事的简称，即兵马节度使的副官，是李氏朝鲜在咸镜道、平安道设置的官职，正六品。


[21]
 　原文将毛利吉成误作加藤清正，今据池内宏、北岛万次的考证进行了订正。


[22]
 　据《秋月家谱》记载：“（秋月）种长抵平昌，城主既逃，穷搜而执之。”由此可见，出兵搜捕平昌郡守权应斗的应该是日军第四军团的秋月种长。


[23]
 　以上有关权应斗藏身在窟穴抵抗日军的情节，出自《南川集·虎口日录》。


[24]
 　以上有关鸰原山城之战的内容，主要是依据《宣庙中兴志》进行叙述的。对于鸰原山城陷落的过程，还有另外一种版本。据《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记载：“牧使金梯甲与州内士庶，举家入山城，恃险而不设备。贼再三至城外而还，城中人尤轻之。一日贼乍退，即回军乘虚掩袭，城即失守，梯甲不屈而死。”


[25]
 　“面”是朝鲜的行政区划单位。朝鲜的行政区划从上至下依次为道、郡、面、洞。


[26]
 　连歌是一种两人对咏一首和歌的游戏，始于平安时代末期。


[27]
 　日本神道活动，是每年七月举行的夏季祭祀典礼。


[28]
 　以上龙宫县之战、醴泉县之战的经过，是根据《宿芦稿》《吉川家谱》《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的记载进行叙述的。


[29]
 　奉行是丰臣政权负责政权运作的工作人员，丰臣五奉行为石田三成、浅野长政、前田玄以、长束正家、增田长盛。为侵略朝鲜，丰臣秀吉特别设置了朝鲜奉行，成员为石田三成、大谷吉继、增田长盛。


[30]
 　以上闲山岛海战的过程，是根据《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壬辰状草》《胁坂家谱》进行叙述的。


[31]
 　以上釜山浦海战的经过，主要是根据《壬辰状草》《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宣庙中兴志》进行叙述的。




第二章


壬辰倭乱（中）：

从朝鲜向明朝求援到沈惟敬与小西行长议和






朝鲜告急

万历二十年五月十日，在小西行长、宗义智等人率领的日军第一军团登陆朝鲜釜山浦近一个月以后，大明朝廷收到了朝鲜国王发来的咨报，获悉了“倭船数百直犯釜山，焚烧房屋，势甚猖獗”（《明神宗实录》）
 的消息。

此时在位的明朝皇帝是明神宗，也就是万历皇帝朱翊钧。他向兵部指示道：“这倭报紧急，你部里即便马上差人，于辽东、山东沿海省直等处，着督抚镇道等官，严加操练，整饬防御，毋致疏虞。”（《万历邸钞》）


当时，朝鲜国王李昖在日军的压迫下，已弃王京北遁，出逃平壤。提心吊胆、害怕日军追来的李昖产生了逃离朝鲜、内附大明的想法，于是打算以右副承旨柳梦鼎作为圣节使出使大明，向明神宗传达内附之意。但是，柳梦鼎却告知李昖，大明现在正怀疑朝鲜勾结日本，若不先向大明请援，而直接提出内附的要求，恐怕会加深大明对朝鲜的怀疑。他建议李昖，先将日军入侵朝鲜的详情报告给大明的辽东巡抚，请求其出兵救援朝鲜，在打消了对方的疑虑之后，再提出内附大明的请求。（《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
 李昖对柳梦鼎的意见表示了赞同，很快便派遣他出使大明。

然而，朝鲜朝廷内部对于向大明求援一事，意见并不统一。有的朝鲜大臣认为：即便大明肯出兵来援，也必定是派辽东、广宁人马过来，这些地方的人性情顽暴，与鞑子没有区别，渡过鸭绿江以后，肯定会蹂躏朝鲜；当今朝鲜八道之中，七道已经为日军蹂躏，只有平安道还算清净，如果平安道再被明军蹂躏，那么朝鲜君臣就没有落脚的地方了，所以决不可向大明请兵。（《再造藩邦志》《月沙集》）


与朝鲜对大明的不信任一样，大明也对朝鲜充满了怀疑。壬辰倭乱爆发以后，很多不实的消息广泛传播于辽东，当时流传着这样一些谣言：朝鲜已经与日本勾结在了一起，想要入侵大明；朝鲜诡称被日军侵略，实际上却充当了日本入侵大明的向导；真正的朝鲜国王与朝鲜猛士已经逃进了北道避难，现在的朝鲜国王是日军让人伪装的。（《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谣言传到北京以后，明朝朝廷半信半疑。兵部尚书石星密谕辽东都司，让林世禄、崔世臣等人以查探敌情为名出使朝鲜，到平壤与朝鲜国王会面，审其真伪。六月十日，林世禄来到平壤。
[1]

 朝鲜都体察使柳成龙带他登上平壤城的练光亭，指着城外南岸的日军士兵，告诉林世禄：“彼倭兵也。”

林世禄顺着柳成龙指的方向，往南岸眺望，发现那边的人很少。他不相信日军的人数会这么少，就质问柳成龙：“何其少也？”

柳成龙向林世禄解释道，这是日军的诡诈之术，他们是想引诱己方上钩：“倭巧诈。虽大兵在后，而先来试探者，不过如此。若见其少，而忽之，则必陷其术矣。”

听了柳成龙的解释，林世禄才相信城外那些人就是日军，日军入侵朝鲜的消息并不假，于是他立刻向柳成龙索取了文书，回到辽东复命。

通过林世禄、崔世臣等人的汇报，辽东都司才相信朝鲜是真的被日本入侵了。关于是否援救朝鲜，明朝朝廷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尽管如此，身为兵部尚书的石星还是力主救援朝鲜。而先前被李昖派出的圣节使柳梦鼎也到了北京，他在兵部哭诉，请大明速发援兵。石星很同情他，将他比作申包胥
[2]

 ，更加坚定了出兵援朝的意志。（《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


六月十一日，辽东都司开始为救援朝鲜做筹备工作。在辽东都司的授意下，宽甸堡副总兵都指挥佟养正进入朝鲜，抵达平安道的义州。佟养正招来朝鲜翻译，吩咐朝鲜人在平壤到义州之间设置通报敌情用的烽燧。要知道，义州再往西，就是辽东了。但是这一指令还没有落实下去，朝鲜国王李昖就在这一天从平壤出逃，一路向北逃窜。他中途经过顺安，于傍晚到达肃川。安顿下来后，李昖又以大司宪李德馨作为请援使，派遣其出使辽东，再向大明请援。（《壬辰日录》）


六月十三日，林世禄再次从辽东进入朝鲜，将辽东都司的文书送了过来，承诺辽东都司会派兵进行援助。（《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
 这天，李昖一行人逃亡到了平安道的宁边，他在宁边的行宫引见从臣，透露了想要内附辽东的想法。朝鲜大臣们意见不一，领议政崔兴源对此表示不赞同。李昖采纳了兵曹判书李恒福的意见，决定先进驻义州（朝鲜最靠近辽东的边境之地），以迎接明军。如果情势危急，再内附辽东。

但李昖摇摆不定，很快又抛弃了暂驻义州的想法，想要直接内附辽东。他和从臣在六月十四日逃亡到平安道的博川，十六日逃亡到嘉山，他每逃到一个地方，就向从臣透露出想要逃入大明的想法，但是朝鲜大臣们还是不赞成的居多。

另一边，辽东都司开始调遣一部分明军援兵进入朝鲜。六月十五日，督战参将戴朝弁、广宁游击史儒带着1029名明兵、1093匹马，从早上开始分批渡过鸭绿江，至下午2时左右陆续进入朝鲜。刚进入朝鲜的明军，号令严明，秋毫不犯。（《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六月十七日，继戴朝弁、史儒之后，广宁游击王守官、原任参将郭梦征带着506名明兵、779匹马，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义州城。随后，副总兵祖承训也带着1319名明兵、1259匹马渡江。

至祖承训进入朝鲜为止，一共有2854名明兵、3131匹马进入朝鲜。然而，后续批次的明军进入朝鲜以后，不像第一批明军那样恪守军纪，反而大肆抢掠，在朝鲜百姓中造成了很大的恐慌。这一点，正如此前反对向大明请援的朝鲜大臣所预料的一样。据朝鲜官方史料《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后来之将，纪律不严。且令军马，拦入民家。人民骇散，城中一空”，“及天兵渡江，入城抢掠，人民皆避入山谷，城中空虚”。

六月十八日，史儒、郭梦征率领1000骑兵，从义州南下，抵达朝鲜国王李昖当下避难的行在——宣川林畔馆。李昖为表重视，穿上衮龙袍，戴上翼善冠，亲自前来拜见两位明将，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感激，称谢道：“不幸，守国无状，致有今日之祸，至勤天朝大人之行，不胜惶恐。”

史儒、郭梦征表示会与祖承训商量，尽早出兵收复平壤，又问李昖有什么打算：“不能早救平壤，是可为恨。祖总兵将到义州，俺等当还与祖爷讲定。贵国，何以为计？”

李昖表示一切听明将吩咐，对史儒、郭梦征说：“一国存亡，系大人进退。凡所指挥，愿谨领受。”

虽然李昖在面见明将时显得比较冷静，但是朝鲜群臣见到两名明将以后，情绪非常激动，他们大声喧哗，或让明军与朝鲜都元帅金命元合兵进讨日军，或说一切听从明将吩咐。

郭梦征感到非常不耐烦，不满地对李昖说：“贵国君臣，有同聚讼，极无礼也！”

李昖一挥手，让朝鲜群臣退下，但史儒和郭梦征也不再停留，领兵回到了义州。

六月二十一日，李昖派到大明的请援使李德馨到了辽东，他向辽东都司呈上咨文，替李昖向大明提出了内附辽东的想法。辽东都司对此表示非常惊讶，称这得上奏朝廷，但又表示如果情况非常危急，可以允许李昖渡过鸭绿江进入辽东避难。随后，辽东都司开始拨发船只，准备接应李昖渡江。六月二十二日，李昖从平安道的龙川出发，抵达义州。他虽然准备渡江逃入辽东，但是又遭到了朝鲜大臣们的反对和阻拦，加上他听说大明准备将他和逃亡的朝鲜大臣们安置在辽东宽甸堡的空廨（空置的官员办公场所），觉得受到了怠慢，于是决定久驻义州，打消了内附辽东的念头。

六月二十四日，原任参将郭梦征从辽东带来了明神宗为解朝鲜燃眉之急，而下赐给朝鲜的两万两皇银。李昖亲自在义州西门外迎候郭梦征，随后双方来到龙湾馆。郭梦征和李昖相互作揖后，便让李昖清点银两。李昖表示惶恐，推辞说：“受皇赐，何敢数也？恐伤事体。”

郭梦征毫不客气，说朝廷法令很严，让李昖赶紧清点。李昖只好遵照命令，把皇银一一清点，后又将其中一些分给了跟他逃亡的大臣们。郭梦征嘱咐李昖，让他安排明军的粮草，打点好这些以后，明军就会进击日军。

然而，明朝朝廷此时尚未完全打消对朝鲜的怀疑，仍疑心朝鲜是在替日军做入侵大明的向导，并认为朝鲜国王也是日军派人假扮的。为此，兵部尚书石星奏请朝廷，派出指挥徐一贯、参将黄应旸、游击夏时进入朝鲜，查探实情。此外，明廷还专门派出了以前出使过朝鲜的黄仁宪和一个画师，来验证朝鲜国王的真假。

七月一日，明使到达朝鲜义州。朝鲜礼曹判书尹根寿向明使出示了日军在此之前投给朝鲜的两封带有威胁措辞的劝降信，经过反复解释，才让明使相信了朝鲜的清白。黄应旸将两封书信放进衣袖中，对尹根寿说会回去奏报天子。之后，明使一行人带着这两封信件，赶在10天内从义州回到北京，归报兵部。画师也把偷偷画下的朝鲜国王李昖画像带了回来。（《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经过确认，大明才知道朝鲜没有二心。兵部尚书石星闻讯大喜，决议出兵救援朝鲜。（《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


明军败走平壤

至七月，由辽东都司派入朝鲜的明军大约有3500人（《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根本无法与日军相比。但明军副总兵祖承训自恃勇武，有与北方游牧民族作战的经历，因此很是轻视日军。据《宋经略书》记载，祖承训“善骑射，有胆略，初为李宁远（李成梁）家丁。时虏中有骁将，善用双刀，重各五十斤，长十尺，挥而突阵，众莫敢当。承训造双刀，长各十二尺，习用甚熟。然后与之相角，卒砍其臂，而生获以献。由此知名，累功为副总兵”。祖承训此人骁勇善战，曾与虏将单挑，将其砍伤并生擒，确实是一名难得的骁将，他也由此知名，难怪颇为自负。

跟随明军出征的，有一个叫作王蛮子的算命先生，号称很擅长占卜。据他推算，七月十七日这一天很适合进兵平壤。祖承训对此深信不疑。朝鲜都体察使柳成龙、都元帅金命元考虑到最近几天连续下雨，道路湿滑，劝说祖承训不要进兵。但是祖承训不以为然，他向朝鲜人自夸曾以3万骑兵歼灭10万鞑子，根本不将日本人放在眼里，执意要进军平壤。（《寄斋史草》）


七月十六日，朝鲜平安道顺安郡守黄瑷向都元帅金命元驰报，声称平壤日军已经南下王京，留在城里的日军很少，被日军俘虏的朝鲜女人站在城上让朝鲜官军趁机攻城。这一情报更加刺激了祖承训，同时坚定了他进兵平壤的决心。根据祖承训事后的说法，朝鲜方面宣称平壤的日军只有一两千人，而且日军只擅长使用“铁丸”（铁炮）、“长剑”（日本刀），除此以外没有长技。（《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但实际上，黄瑷的情报是错误的。当时，平壤日军并没有大规模南下，留守兵力不止一两千人，而且日军队伍中还有收编的擅长使用片箭的朝鲜伪军。这些情况，祖承训显然并不知情，他接到黄瑷的报告后，又想起王蛮子的占卜，便一心只想着进兵平壤。

祖承训率领明军从平安道义州南下，到达嘉山后，他询问了当地的朝鲜人，知道平壤的日军还在。于是他举起酒杯感谢上苍，认为日军尚未退去是上天厚爱，给了他建功立业的机会。接着，他传令明军次日早上开始攻城，攻破平壤之后再吃早饭。（《寄斋史草》）


七月十七日，天气和过去几天一样，大雨不止。由于祖承训非常迷信王蛮子的占卜，又对朝鲜的情报深信不疑，因此不顾天气情况，和郭梦征、史儒、王守官、戴朝弁诸将统领明军，冒着大雨进军平壤城，试图将城内日军驱逐。

之后的经过，据朝鲜官方史料《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祖承训令朝鲜军挑出500名猛士，明军则分为五队，每队以100朝鲜军猛士作为先锋引路。黎明时分，祖承训与史儒、王守官等人领军进至平壤。明军用火炮攻打平壤城，将城门砍破，分道攻入城中。游击史儒奋勇督战，与千总张国忠、马世隆杀了将近十个日军士兵，但三人全被日军铁炮打中战死。其余明军见史儒三人阵亡，溃败而走，朝鲜军也跟着溃退了。

在《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之后成书的《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则是如此记载此战经过的。

三更时分，祖承训自平安道的顺安出发，直驱平壤城外。朝鲜都元帅金命元也派遣一名朝鲜将领，使其带领3000兵马，跟随祖承训出征。平壤日军没有料到明军突然杀来，因此来不及把守城门，只能在城内险要之处设下伏兵，等待明军陷入埋伏。祖承训不知道日军已经在平壤城内设伏，指挥兵马从七星门直入城内。这时候，埋伏在七星门附近的日军从左右两个方向对明军施放铁炮。因为下大雨的关系，道路十分泥泞，以致明军的战马都陷入了泥地之中，行动变得非常困难。游击史儒身中铁炮而死，祖承训立即退兵，殿后军队多被杀伤。参将戴朝弁与千总张国忠、马世隆，也被日军铁炮射杀。戴朝弁的军队，军纪严明，颇受朝鲜人尊敬，朝鲜百姓听说他战死的消息，都感到很可惜。

根据以上记载来看，虽然祖承训被错误的情报误导，从而导致战败，但当明军袭向平壤城时，日军事先并不知情，仓促间没有做好准备。这一情况，可以得到其他日本、朝鲜史料的佐证。

据《惩毖录》记载，明军行至距离平壤2公里的顺安时，小西行长等人尚不知晓，城里没有任何防备。《寄斋史草》甚至记载，日军事先连平壤城的城门都没有锁上，以致被明军直接突入城内，可见守备非常松懈。《朝野佥载》解释了日军不在平壤设防的原因，是因为那一天正好下起了大雨，所以平壤城上没有守军。

日本史料《丰太阁征外新史》还提到了这样一个情况：明军袭来前，小西行长将主要兵力抽去修筑平壤南面的中和城，留在平壤城内的兵力并不多。因此，明军反攻平壤时，日军来不及披上甲胄，就慌张地拿刀出战了。混战之中，松浦镇信的膝盖还中了一箭，血流不止。

在日本史料《大日本编年史》的记述中，明军于五更（凌晨3时至凌晨5时）时分潜入平壤外城，呐喊齐呼，城里的日军非常慌乱。松浦镇信父子与明军短兵相接，小西行长与军监小野木公乡等人则在门楼上对明军乱放铁炮。

尽管以上史料在一些细节上存在差异，但是都提到在祖承训杀向平壤时，日军并没做好充分准备，是非常仓皇的。另有一些有异于以上版本的记录，则认为日军并非仓促迎战，而是以逸待劳，主动攻击明军，致使明军战败。

据明人诸葛元声的《两朝平攘录》记载，祖承训、史儒统领的都是辽东骑兵，不谙朝鲜地利，也不知攻倭之法，又因天下大雨，明军战马的马蹄长期踩在泥泞之中，都烂掉了，结果一登上山坡，马足就裂开了。于是明军骑兵发挥不出优势，而日军则以逸待劳。七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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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承训、史儒进军至平壤的安定馆，还未来得及布置营地，当日晚上，日军就主动袭击了明军，明军顿时大乱。日军多数戴着“鬼头狮面”等骇人面具，明军的战马受面具惊吓，慌不择路地逃跑，结果陷进泥泞当中动弹不得。明兵不得已卸掉甲胄，跳下马，但自己却又身陷泥沼之中。日军挥刀逼近明军，史儒被杀，祖承训仅以身免。

按照《两朝平攘录》的记载，日军在准备充足的情况下，主动迎战来袭的明军，致使明军大败；同时，日军凭借“鬼头狮面”等面具，扰乱了明军骑兵。对于日军戴面具吓到明军战马一事，明代史料《经略复国要编》一书亦有提及，可见应有此事。日本史料《锅岛直茂谱考补》还提到，日军不但自己戴面具，还给他们的战马戴上了金龙、白象、龙、虎等面具。

虽然日军戴上面具恐吓明军的说法得到了其他史料的佐证，但笔者认为《两朝平攘录》记载的日军以逸待劳、主动袭击明军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无论是其他的朝鲜史料，还是日本史料，都提到日军在平壤城的守备非常松懈，甚至连城门都没有锁，祖承训是直接从七星门杀进去的。但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认，朝鲜人提供的假情报，使祖承训过于轻敌；受大雨影响，明军战马的马足陷入泥泞之中，发挥不出骑兵优势，且战马受日军面具的恐吓而失控，给明军骑兵制造了很大的混乱。最后，辽东骑兵无法完全施展战斗力，以致被日军用铁炮击退，收复平壤的计划以失败告终。

虽然明军战败，但在平壤之战中，明、日双方都可谓损伤惨重，折损了重要将领。明军在平壤之战中死了一个参将、两个千总、一个游击，而日军也损失了几名重要将领。据《佐贺县立名护屋城博物馆所藏文书》记载，日军军监小野木公乡的弟弟小野又六追击明军，结果战死。又据弗洛伊斯的《日本史》记载，小西行长的一个弟弟、一个从弟，还有堺港商人日比屋了珪的孙子都战死了。在平壤之战中，日军阵亡了四个嫡系人物，损失不小。

祖承训在战败以后，带领剩下的明军经顺安、肃川北逃，最后于夜半到达安州城外。他骑在马上，对安州城上的朝鲜翻译喊话道：“吾今日多杀贼！不幸史儒伤死，天时又不利，不能歼贼，当添兵更进。语汝宰相，勿动！浮桥亦不可撤！”

进入安州后，祖承训因害怕被日军追击，又一路北逃，一直逃到了嘉山。因为天下大雨，祖承训在控江亭停留了两天，并在此清点明军人马。关于明军在此战中的伤亡人数，朝鲜史料《寄斋史草》记载，明军在战前有7000人，战后只剩下3000人，阵亡了4000人。但是，当时进入朝鲜的明军最多只有3500人，所以《寄斋史草》的这一说法是错误的。又据明人诸葛元声的《两朝平攘录》记载，明军在平壤之战中几乎全军覆没，3000人当中活着回去的只剩下数十人。长期以来，这个说法流传得很广，有很大的影响力，也成了人们的常识。

但是根据朝鲜官方史料《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记叙，明军的阵亡人数是300人，而非近3000人。据此书记载，平壤之战结束后，朝鲜国王李昖向礼曹判书尹根寿询问平壤日军的数量：“平壤之贼，多少几何？”

尹根寿回答说：“我国体探人（侦察兵）皆以为数小，而天兵则曰多至数万。”

李昖认为日军一开始是故意示弱，让朝鲜侦察兵上当，才将错误的情报汇报给了祖承训，等祖承训攻城时才发现敌军人数很多。他又问尹根寿：“且未知天兵之登城而战死者几许耶？”

尹根寿回答说：“登城者皆精兵，而点阅则三百失亡矣。史儒勇力过人，曾与鞑贼战，多有功。不幸而死，可谓痛惜。”

在与尹根寿的对话中，李昖知道了明军在平壤之战中的实际阵亡人数是300人。

两人还有过一次类似的对话。李昖对尹根寿说，明朝传闻3000辽东兵全军覆没：“今见闻见事件，则云辽兵三千渡江，无一还者。中原亦多虚言矣。”

尹根寿指出，这一消息完全不实，明军战后点兵，只死了300人：“败归时，天将点兵于控江亭，则马失千匹，人亡三百，而追来者亦多。岂至于如是之多乎？”

从李昖、尹根寿的谈话内容可以看出，明军在平壤之战中的阵亡士兵只有300人，并没有近3000人。另外，日本史料中也没有说明军3000人在平壤之战中差点全部溃灭。松浦镇信家臣的回忆录《吉野甚五左卫门觉书》虽然严重夸大了明军的兵力，声称辽东、鞑靼合计6万骑攻向平壤，但也只说其中2000人被杀。又据《佐贺县立名护屋城博物馆所藏文书》记载，小西行长在平壤之战后向石田三成、大谷吉继、增田长盛三奉行报告，称3万多明军与朝鲜军联合起来袭击了平壤，但是被日军击败，战死1000人，日军自身战死50人～100人。小西行长的这个报告，虽然严重夸大了明军的兵力，但提到的明军最大阵亡数字也不过是1000人，同样不是《两朝平攘录》所说的3000人几乎全军覆没。

另据日本学者鸟津亮二的《小西行长》一书介绍，小西行长在汇报尚州之战时，就有虚报战功的前例，将斩首300级虚报到了斩首千余级。由此推断，日军关于平壤之战的报告也可能存在相同情况，即将斩首300级虚报到了斩首千余级。这样来看，《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说法应当是正确的。

此外，据弗洛伊斯的《日本史》记载，日军在平壤之战中杀死了残留在城内的300多名明兵，之后在追击中又杀了一些人。这个数字，也与朝鲜史料的说法相近。由此可见，明军在平壤之战中的阵亡士兵最多只有数百人。在明朝史料中盛传的明军全军覆没的说法，是错误的。

再说回明军在战败后的动向。他们露宿在野外，因为天下大雨的关系，导致衣服和甲胄全部湿透了，将士们都很埋怨祖承训。这时候明军士气已经跌落到了谷底，失去了继续战斗下去的斗志，祖承训只好从朝鲜退兵，撤回辽东。（《再造藩邦志》）


祖承训回去后，自然要对明军战败有一个说法。他向辽东总兵杨绍勋告状，称在交战过程中，朝鲜军有一个小营投降了日军，甚至帮助日军作战，用弓箭射击明军，因此导致明军战败。但是，祖承训对之前出使过朝鲜的指挥徐一贯说的，又是另一个版本。他对徐一贯说：当时他看到朝鲜将领李薲似乎和日军说了什么，日军才稍稍退却，他因此判断朝鲜人和日本人勾结在一起，明军打不了胜仗，于是掉头就走；结果日军追了上来，这时李薲带兵杀死了十几个日军追兵，终于使日军退了回去。

祖承训的辩解似乎难以说通。正如后来朝鲜司谏李幼澄向徐一贯解释的那样，如果李薲勾结了日军，那又如何还会杀死十几个日军追兵？但无论如何，祖承训给杨绍勋的报告，引起了明朝的怀疑，认为朝鲜人早就和日本人勾结在了一起，替对方做了入侵大明的向导。

但是朝鲜人当时不知道祖承训已经做了这样一个报告，他们对于明军的败北十分不体恤，仍然想要使新败不久的祖承训再战日军。为此，朝鲜国王李昖派遣兵曹参知沈喜寿前往辽东九连城，呈文杨绍勋，恳求他命令祖承训留在朝鲜，还击平壤日军。结果杨绍勋当场发作，怒斥道：“自古以来，安有大国为小国劳动许多兵马，救济急难于数三千里之外者乎？……而尔国将官，不此之思，管兵、管粮、管船诸臣，皆落后不肯上阵，独驱吾兵犯贼。且贼中多有善射者，不曾说吾，是何等意思也？”（《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朝鲜对这一责难非常紧张，专门派遣辩诬官员出使大明去解释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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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东巡按御史李时孳、辽东巡抚郝杰接受了朝鲜方面的解释，不仅打消了疑虑，还特意安慰朝鲜官员，说这是因为祖承训想推脱战败责任，对朝鲜进行的污蔑，让朝鲜大可放心，不必担惊受怕。（《寄斋史草》）


虽然明朝官方做出了这样的结论，但并不能完全认定这就是祖承训为推卸战败责任而诬告朝鲜人的行为。事实上，根据朝鲜官方正史《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记载，在杨绍勋的质问之下，朝鲜使者也不得不承认，在平壤之战中，确实有被日军俘虏的朝鲜人被逼用弓箭帮助日军作战：“今此天兵逢箭者，未知其故。平壤射者，或（日军）令我（国）人被抢者发射也。”

但不管怎么说，由辽东都司派遣入朝的明军，这次是打了败仗。朝鲜、明朝、日本三方对此有着不同的反应。

朝鲜朝廷在平壤之战后的反应，《寄斋史草》的记载是“上下丧胆，相聚顿足而已”。朝鲜君臣被吓得失魂落魄，只能急得直跺脚。

而有关明廷收到平壤败报后的反应，《两朝平攘录》的记载是“举朝震惊，京师戒严”。不过，笔者认为这一记载并不是实际情况，应当是严重夸大了。根据《皇明二祖十四宗增补标题评断实纪》的记载，明朝朝廷收到平壤败报以后，“朝议震动，请止登莱、天津、旅顺、淮阳所在，添募设防”。又据《明史稿·石星传》记载：“中朝震动，濒海州县皆增戍。”可见，明朝确实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震动，但主要是在沿海地区增加兵力戍守，提防日军从海路侵犯大明本土，但还没有到连京城也有迫在眉睫之感。

而日军方面，也同样受到了不小的惊吓。据《寄斋史草》记载：“贼亦见天兵声势，为之敛避，不出焉。”由此可见，日军在平壤击败明军之后并没有非常嚣张，反而是吓得躲在平壤城里不敢出来。朝鲜官方史料《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也披露了日军在平壤战后受到很大惊吓的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与《寄斋史草》写的一样，说日军在平壤之战结束后的很多天里，都被吓得不敢出城，直到风声过去了，才敢出城抢掠。

第二件事，则是在明军战败的前提下，日军对明军的战斗力做了非常高的评价，惊呼道：“熟云天兵无勇？胜负在天。今虽败归，其实甚勇难当云。”

第三件事，是日军询问朝鲜奸人金应灌，日本是否可以战胜明朝，结果金应灌答道：“中原则以石灰涂城，决不可攻，难以入犯云。”

这三件事情，反映出小西行长在和明军交手以后，虽然战胜了对方，但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了对方的实力，因此才会对战败的明军做出极高的评价，同时连续多日不敢出城，并不自信地向朝鲜人询问日本是否可以战胜明朝。由此可见，平壤之战对日军打击很大，甚至直接影响到日军接下来的战略部署。

除了以上三件事外，还有一件可能严重影响到未来朝鲜战场的事情不得不提。祖承训战败后，建州女真部落酋长努尔哈赤派遣部下马三非前往北京朝贡。马三非替努尔哈赤向兵部尚书石星禀报，称努尔哈赤是忠勇好汉，麾下有三四万骑兵、四五万步兵，请求朝廷能够允许他进入朝鲜境内“征杀倭奴，报效皇朝”。据马三非所说，努尔哈赤这么做，是因为建州与朝鲜相邻，日军侵夺朝鲜之后必定进犯建州，因此想要先发制人。但石星考虑到“夷情叵测，心口难凭”，担心努尔哈赤别有所图，终究没有答应努尔哈赤提出的这一请求。努尔哈赤后来回忆说：“壬辰年间，朝鲜被侵于倭奴。吾欲领兵驰救，禀报于石尚书，不见回答，故不得相援。”（《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如果当时石星批准了努尔哈赤的请求，那他进入朝鲜以后，首先要面临的对手，就是在咸镜道的加藤清正。然而，这一切终究没有发生。

王京军议

日军虽然在平壤之战中获胜，但却被明军打得不敢西向，在城里躲了好几天才敢出城。事后，小西行长招诱朝鲜乱民，编成队伍，让他们修筑平壤城。看到日军的这一反应，朝鲜方面认为平壤日军已经势衰，不需要再等明军就可以收复平壤，反击日军的时候到了。

七月二十九日，黄海道义兵聚集成群，前来进攻平壤城，但被小西行长击退。（《木岛氏文书》《惩毖录》）
 义兵败退之后，朝鲜官军也开始进兵平壤。都元帅金命元、平安道巡查使李元翼、巡边使李薲招募散卒，编成军队，抵达平壤北方的顺安；又让别将金应瑞进逼平壤西面，金亿秋等人率领水军据大同江口（平壤东面），形成掎角之势。

八月二日，朝鲜官军分三路出击，攻打平壤城。一开始很顺利，朝鲜军射杀了20多名日军先锋。但发现形势不利的日军诸将，立即出城迎战，打得朝鲜军望风而走。（《惩毖录》《国朝宝鉴》《吉内竹兵卫觉书》）
 朝鲜官军在祖承训败走后发起的平壤收复之战，最终以失败告终。

而另一方面，自祖承训在平壤败北以后，在王京的日军高层预料到明军大举增援朝鲜将是迟早的事情。此时日军面临的境况是，明军可能继续增兵进入朝鲜，但日军已经出现了兵粮不继的情况，后勤补给已经快要跟不上了。于是在八月上旬，侵朝日军总大将宇喜多秀家，会同石田三成、增田长盛、大谷吉继、前野长康、加藤光泰，以及丰臣秀吉派遣到朝鲜的上使黑田孝高，召集远征朝鲜的日本大名集中在王京开会，讨论下一步的战略，是为王京军议。

八月七日，小西行长从平安道进入王京，宗义智留守平安道。其余在朝鲜各地的日本大名，也都相继进入王京。只有加藤清正、锅岛直茂远在咸镜道，未能赶来。

据《黑田家谱》记载，当日军诸将集结王京后，宇喜多秀家率先发言问道：“朝鲜各处城池基本已被攻下，朝鲜人不战自溃，这都是各位的功劳。然而，朝鲜是大明的属国，大明定会派出援兵。考虑到日本军队的目的是攻入大明，大明为了防卫肯定会派出大军。这个时候，当考虑与大明作战的方法。”

黑田孝高提出了他的防御方案：“朝鲜战败，大明必定会派出援军大举攻来。虽然王京至釜山浦有十余日的路程，距离颇远，而通往日本的路途就更加遥远了，运送物资十分不便，但舍弃王京也很可惜。因此，秀家与诸大将应固守王京，以一日路程为限，在王京以北筑造几处城砦，分派将士屯守。明兵若来进攻这些城砦，就及时从王京派出援军，尚有制胜之可能。如果在远处构筑城砦的话，则难以及时从王京调遣援军，可能会有意外情况发生。”

黑田孝高提出的方案是缩小战线，让日军放弃王京以北的其他据点，不要过于深入，集中力量在王京附近迎击明军。但这一提案刺激到了驻守在最前线平壤城的小西行长，他反击道：“迄今为止，我将大队朝鲜人马打败，与我为敌者皆落荒而逃，朝鲜人应该不会再出战了。就算朝鲜国王再次恳求大明皇帝出兵救援，大明皇帝也不会派出数万兵力。特别是朝鲜和大明之间隔着鸭绿江这条大河，大明派出的大队人马、军粮和诸多武器都难以渡河。因此，诸位应和以往一样守卫各城，我将逼向大明近处，攻下其城。”

小西行长此言一出，就遭到了黑田孝高的反对，他对小西行长说：“你屯军在远离王京的城池里，如果大明军队逼近，包围了城池四方，修筑起坚固的防御工事，甚至堵住了援兵前来的道路，那时该怎么办呢？我方的部队，就算有5万甚至7万人，也不能作战。此时，就算后悔也来不及了。因此，在距离王京一日路程之地修筑城砦，严格遵守军法，我认为才是上策。”

小早川隆景听了黑田孝高的发言，觉得不失为良策，对此表示赞同，发言说：“我认为正如孝高所讲的那样，在远离王京的地方驻扎存有后患。虽然鸭绿江会成为大明派出大军的障碍，但是明军的军粮可以通过朝鲜南面的海路运送。而且，虽说有大河，但是只要准备船只，渡河也并非难事。我认为此时明军不会立刻出兵朝鲜，趁现在加强防御方为上策。”

小西行长见小早川隆景主动给黑田孝高帮腔，就强硬地说：“我认为，深入至与大明的交界处，敌人的大军袭来也不足畏惧。我将孤军杀入大明，请你们担任后备力量！”

以上，便是《黑田家谱》记录的王京军议的详情。小西行长在对话中所展现的，是一个冒进鲁莽、无所畏惧的莽夫形象，一直声称自己要孤军杀入大明。但根据葡萄牙耶稣会士弗洛伊斯的《日本史》记载，平壤之战结束后，小西行长便派遣他的弟弟小西与一郎回到日本，向丰臣秀吉报告了朝鲜现在的形势，并列举了多项理由，认为远征大明不可能成功，劝告丰臣秀吉断绝征明的念头。这个记载，与《黑田家谱》中小西行长所展现出的姿态完全不同。

在《日本史》中，弗洛伊斯披露了小西行长认为不可征明的两大原因。

首先，日军在朝鲜的统治并不稳固，无法平定朝鲜人的反抗。在釜山浦至王京之间日军未能支配的区域，不断有朝鲜人袭击日军。即便是300名日军成群结队地走在一起，也不安全。从王京到平壤的这段路途，也有很多朝鲜人袭击日军，最起码要500个日本士兵走在一起才算安全一些。

其次，小西行长表示和祖承训交手以后，认识到了明军的实力远远比自己想象的强大，他们不仅勇气过人，而且战术高超。这之后，小西行长对明军的印象不再是过去道听途说的不堪一击。《日本史》对此记载道：

但是，向小西行长发起挑战的（明朝祖承训的）士兵们，是与鞑靼人一起驻扎在国境线上的部队（辽阳副总兵的军队）。双方的这场战斗，无可回避。事实上，如战场中展现出的那样，他们有着非凡的勇气与优秀的战术。因此，小西行长了解到明朝人的实力，并通过与他们的实战，改变了对其战斗力的认知。

《日本史》毕竟是时人所作，比在江户时代成书的编纂物《黑田家谱》要可靠很多，这显示出小西行长在平壤之战以后，对待进攻明朝的态度是消极保守的，而不是积极冒进的。基于此，很难想象劝告丰臣秀吉断绝征明念头的小西行长，会在严肃的王京军议上发表与此完全相反的激进论调。

此外，王京军议之后，石田三成、增田长盛、大谷吉继三奉行写给丰臣秀吉的报告（称为《佐贺县立名护屋城博物馆所藏文书》），提到了从平壤回到王京的小西行长向奉行众带来的两个坏消息：一是前线的兵粮严重匮乏，二是即将迎来寒冷的冬季。这让奉行众对丰臣秀吉策划的在年内入侵大明的计划产生了动摇。

通过分析《佐贺县立名护屋城博物馆所藏文书》与《日本史》可知，小西行长对进攻明朝的态度应是保守的。因此，《黑田家谱》中有关小西行长在王京军议上的言论，自然就值得怀疑了。鸟津亮二在《小西行长》中便指出，小西行长在王京军议上，提出的建议应是停止进兵攻打明朝，而不是冒进。

又据弗洛伊斯的《日本史》记载，基于现实上的种种困难，日军大名在王京军议上最终确定了如下方针：由于即将迎来严寒天气，暂时停止在朝鲜各处攻城略地，先固守各自的阵地，当务之急是确保有撑过冬天的粮食。日军做出这一决定，很大程度是受到了小西行长带来的情报的影响。

王京军议举行时，加藤清正因在女真部落作战，没有赶来参加会议，但他事后将自己得到的消息写信报告给了丰臣秀吉的亲信木下吉隆。信中提到王京军议的结论，那就是参会的日本大名认为征讨明朝是不可能的：“平安道是通往大明的道路，由摄津守（小西行长）负责管辖。然而，至今为止仍未平定该道。甚至听闻诸位大名在王京相谈之时，声称太阁移驾大明之事终不可成。鄙人因为出兵兀良哈（女真部落）之故，未参与讨论。移驾入明之事，若朝鲜国中其余诸道皆如咸镜道这般可以平定，则可攻入大明。然如上所述，若其余诸道皆如平安道这般混乱，鄙人亦认为此事甚为艰难。”（《明将祖承训败走以后我军之态度》）


在这封信中，加藤清正自夸他“经略”的咸镜道已经平定，但平安道非常混乱，因此很难保证日军攻入大明。但事实上，加藤清正自己在咸镜道遭到了朝鲜义军持续不断的反抗，伤亡惨重，根本谈不上平定咸镜道，而且这段话也有很明显的中伤小西行长的意思。但无论如何，加藤清正的信件，透露出了在王京军议上，日本大名认为丰臣秀吉征服大明是难以施行的这一结论。

有理由相信，日军虽然在平壤之战中获胜，但通过与祖承训的交手，小西行长领略到了双方的实力差距，进一步动摇到了进取之心。这样的事实，可以反映出日本战国军队的脆弱，即便是在打了胜仗的情况下，也对明军大感畏惧，甚至动摇到了侵略明朝的念头。

有关王京军议的详情，还有另一种记载，同样体现出了侵朝日军的退缩姿态。据《曹溪院行状记》《加藤光泰·贞泰军功记》等史料记载，日军诸将面对明朝可能大举增兵的情况，感到难以为继，甚至是莫名的恐惧，纷纷提议说直接撤退到日军刚登陆朝鲜时的釜山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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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会议上，加藤光泰非常看不惯日军诸将一副怯懦退缩的样子，发言反对说：“明兵之援，曷骤慑之（怎么一下子感到害怕了）？且釜山浦距此数百里，若班师，则敌又收此地矣，且可哉？”

加藤光泰一边嘲讽日军诸将对明军援兵感到害怕，一边又说釜山浦距离王京遥远，如果日军退出王京，则王京必定被明军占据。

持退守釜山浦观点的日军诸将无奈地说道：“兵食弗可继。”

但加藤光泰还是不肯屈服，回击道：“粮绝，则食沙而已！”

加藤光泰说了这句话后，日军诸将皆无语。石田三成看不下去，质问加藤光泰道：“人岂食沙哉？”

加藤光泰笑着回答说，他也不知道怎么吃沙子，如果日军诸将愿意离开就离开，留下他一人就行。又表示，如果他能活下来，就与日军诸将会合。这番话让日军诸将非常尴尬，不再提撤守釜山浦。

以上，便是《曹溪院行状记》《加藤光泰·贞泰军功记》等史料对王京军议详情的记载。这些史料虽然有彰显加藤光泰之嫌，却也暴露出了日军在形势占优的情况下，仍然对明军大感畏惧，有直接退缩至朝鲜沿海的想法。当时，日军不仅在平壤之战中一举击破辽东骑兵，而且收到了丰臣秀吉的征明指令，石田三成、大谷吉继、增田长盛、加藤光泰、前野长康、细川忠兴、长谷川秀一等人的增遣军也从日本渡海而来，进入王京，使日军在朝兵力达到20万人。但即使如此，日军也表现出了极其退缩的姿态，想退守朝鲜沿海的一隅之地。这个记录，充分暴露了日本战国军队的虚弱本质。

王京军议结束以后，石田三成、增田长盛、大谷吉继三奉行写信给丰臣秀吉，报告了征明计划的不现实。《史学杂志》收录的池内宏所著的《明将祖承训败走以后我军之态度》这一论文，提到了三奉行向丰臣秀吉报告征明的难点：在朝鲜釜山浦至王京之间，不断有朝鲜人蜂起抵抗；后方难以巩固，自然不可能远征明朝。

又根据《近世日本国民史·朝鲜役》一书收录的《神田文书》记载，石田三成、增田长盛、大谷吉继写信向丰臣秀吉报告了由于缺乏兵粮、天气寒冷、兵力不足等原因，难以进兵攻打明朝的事实。信中说：

如赴辽东，则缺兵粮，且寒气渐逼，辙不能行军。臣等虽于日本闻朝鲜已平定，然如今来到此地，事实并非如此。自釜山至辽东，土地旷远，且多山谷。以目前兵员防守诸要害，尚有不足之虞，因与诸将相商，各于其辖地戡乱，修改租税赋役，以仰明春殿下亲临指挥。

丰臣秀吉收到前线的战况报告以后，也意识到了吞并朝鲜、侵略大明的困难，于是放弃了亲自渡海督战的想法。九月二十三日，他写信给加藤清正：

现在渡海至朝鲜，实乃无用之举……具体原因是王京至釜山浦之间已经连续掀起了一揆（义兵）运动。已经令宇喜多秀家、毛利吉成、毛利辉元、小早川隆景及其他将领相互协商，对其进行镇压。（《纪州德川氏所藏文书》）


同一天，丰臣秀吉写信对“经略”全罗道的小早川隆景下达命令，要求其镇压釜山至庆尚道一带的义兵。但是王京的日军高层担心明军大举来袭，已将小早川隆景从全罗道调防到了京畿道的开城，无暇顾及义兵了。

日军调整防线

在八月份召开的王京军议上，日军内部出现了退守釜山浦的声音。虽然日军最后并没有直接退兵到釜山浦，但是在王京会议结束以后，日军为了防止明军在未来大举来袭，在防线上做了很大的调整，显示出了极为被动的守势。

九月，原先负责“经略”全罗道的小早川隆景、立花宗茂等人放弃了对全罗道的侵占，率军从全罗道的锦山撤出，调防到京畿道最前线的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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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附近的临津镇、长湍、高阳。原先负责“经略”黄海道的黑田长政，也放弃了打下的黄海道首府海州，将兵力移动到靠近王京的黄海道白川城、平山城等。据日本学者池内宏考证，这两个举措，都是为了巩固王京的防卫。

石田三成、增田长盛、大谷吉继三奉行因为顾虑大明将增发援军进入朝鲜，命令诸将分守王京附近诸城，加强戒备。其中，王京南面的京畿道广丹城，由户田胜隆驻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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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京北面的京畿道麻田城，由长宗我部元亲驻守；王京东面的江原道春川城、金化城，由岛津丰久、岛津义弘分别驻守。（《征韩录》）


据《岛津国史》记载，江原道的金化城位于险峻之地，“当咸镜、江原、庆尚三道之冲”，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日军诸将都对驻守此城没有信心，因此奉行众将这一防守重任交给了原本驻守在京畿道永平城的岛津义弘。

然而《义弘公御谱中》的说法却截然不同，此书谓金化城“五谷不熟，菜根亦不甚多，诸般穷困边地”，是一个非常穷困的地方，因此诸将都不愿意去，最后只能让岛津义弘去了。相比之下，这个说法更加切合实际。

岛津义弘还没有从京畿道永平城移屯至江原道金化城时，江原道发生了一场春川之战。关于此战，《征韩录》记载，十月份时，6万明军大举袭来，攻向了由岛津丰久驻守的江原道春川城。而春川城内的岛津守军只有500余人，岛津丰久自然不敌，便向驻守在京畿道永平城的岛津义弘发起求援。岛津义弘得到消息后，立即派出援军赴援。明军一听日军出动援兵，就“一战不及，早速引退”，选择了退兵。岛津义弘派出的援军见状，退回了永平城。但是等岛津义弘的援军一退，6万明军又杀了回来。无奈之下，岛津丰久只能背水一战，最后竟然真的以区区500兵力击破了6万明军，并斩得70颗首级。

不过，《征韩录》的这个记载却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自祖承训在七月败走以来，明军并未在十月派出援军进入朝鲜，兵力更不可能有6万人之多。而且明军如果要打到江原道的春川，从地理位置来说，必须首先收复平安道的平壤，在突破平壤这道防线后，才能长驱直下打到春川，但明军当时尚未收复平壤。因此，6万明军攻打春川城的说法，并不可靠。

又据《义弘公御谱中》记载，攻打春川城的实际上是“朝鲜敌兵六万余人”，可见岛津丰久的真正对手是朝鲜军，而非明军。不过，即便是说朝鲜军有6万人，这一数字也过于夸大了，实际上的兵力不可能有这么多。

而与岛津丰久在春川交战的朝鲜军将领，并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据池内宏考证，可能是朴浑。他的根据，是朝鲜史料《关东志·原州志》的记载：

朴浑，壬辰之乱从军，遇贼于春川，力战不利，奋身当锋，终不旋踵。

在春川之战结束后的十二月，岛津义弘才将驻地从京畿道的永平城迁移到了江原道春川城北面的金化城。

截至十二月，日军又在王京附近增添了很多守备兵力。这时，王京周围的卫星城与守备兵力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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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在王京附近安排重兵把守，是为了防止明军来袭，加强并巩固王京周围的防卫力量。可见，日军在王京军议上定下的最终方针，是黑田孝高提出的“固守王京”。不过，日军诸将没有完全听从黑田孝高的话，就此放弃距离王京以北不止一日路程的诸多城池，因此本质上没有达到收缩战线的目的。日军在朝鲜的战线依然拉得过长过深。

无论如何，小西行长在平壤之战后向丰臣秀吉劝谏远征大明不可行，日军在王京军议上出现退守釜山浦的议案，以及日军在王京军议后安排重兵巩固王京防线等种种现象，都已表明当时的战局发生了变化。日军一开始设想的“八道国割”，即每个大军团分别占据一个朝鲜分道的计划事实上已经失败了。

处在农业社会时代的日本，以区区三岛之国远征异域，所承受的压力早已远远超出自身负荷，显现出了疲态。就算祖承训打了败仗，也让日军心生畏惧，产生了一系列的过激反应，足见日本战国军队脆弱的本质。正如池内宏在《明将祖承训败走以后我军之态度》这篇论文中所作的结论一样，虽然日军表面上在平壤之战中打败了明军，但此战后日军的态度产生了极为明显的变化，发动壬辰倭乱的日军，以平壤之战为分水岭，出现了颓势。

沈惟敬的起用

祖承训在平壤战败以后，明朝朝廷大为震动，为此在登莱、天津、旅顺等沿海地区增加兵力戍守，以防日军渡海袭来。此时，明朝西北地区爆发的宁夏之乱尚未被完全镇压下去，面临日军侵略沿海地区的威胁，明朝实在难以两线作战。兵部尚书石星，深知“宁夏未平，复有事辽左，殆罢于奔命，虽鞭之长不及马腹。越江而战，非完策也”（《两朝平攘录》）
 ，为了避免让明朝同时面临两线作战的巨大挑战，也为了避免财政上的入不敷出（《东征记》）
 ，他想到了先与日军停战。于是，石星起用了一个叫作沈惟敬的人，让他以侦察敌情的名义进入朝鲜，与日军进行议和。（《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沈惟敬，一个流寓北京的南方人。他的籍贯，一说是嘉兴府嘉兴县，一说是嘉兴府平湖县，但不论是哪个县，他都是嘉兴人。对于沈惟敬的社会身份，《明史稿》称他为“诡谲无赖”，《明史》称他为“市中无赖”，《刑部奏议》则称他为“市井恶棍”，评价都差到了极点。石星为何会起用这么一个人，又是如何与他相识的，还要从头说起。

天启年间成书的《平湖县志》，记载了沈惟敬早年在浙江嘉兴的经历。按照此书的描述，沈惟敬的父亲沈坤家境殷实，不用为吃穿发愁，他在嘉靖年间做了一个收粮官。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倭寇侵入中国沿海，沈惟敬当时刚满20岁，与其父沈坤在时任浙直总督的胡宗宪幕下做事。一天，倭寇入侵浙江嘉兴北部的王江泾，明军作战失利，胡宗宪也被日军围住。沈惟敬单骑突入重围，将胡宗宪救了出来，此后胡宗宪更加器重沈坤，授予他千总之职，领3000士兵。后来父子二人设下计谋，故意搭乘满载毒酒的船只经过倭营，假装犒劳将士。预计倭寇将要出营追赶的时候，沈惟敬父子弃船逃走。结果整船酒都被倭寇得到了，他们很高兴，争相痛饮，结果死了许多人。

从《平湖县志》的记载来看，沈惟敬早年是抗倭将领，并且单骑救出过在王江泾之战中被倭寇围困的浙直总督胡宗宪。然而，根据《明史》的记载，胡宗宪并没有参与王江泾之战，参与此战的将领实际上是总督侍郎张经、副总兵俞大猷、参将卢镗等人。关于此战的结果，是明军大破倭寇，并没有失利。因此，《平湖县志》说沈惟敬单骑救胡宗宪，是存在问题的，并不正确。至于此书提到的沈惟敬父子设计用毒酒杀害倭寇的说法，也许是事实。

对于沈惟敬在此之后的活动，以及如何与石星相识的，能从《两朝平攘录》《万历野获编》《甲乙剩言》等明代史料中找到痕迹。综合这些史料，我们可以推断出沈惟敬此后的大致经历。

沈惟敬虽然是名家支属，但后来家道中落，流落到了北京。他喜欢炼制丹药，平常和方士、无赖之辈混在一起。时间久了，沈惟敬就和一个同样出身吴地的女子陈澹如好上了。在陈澹如居所旁边，有一个叫作郑四的卖水贩子（有说法称，郑四本是陈澹如家里的奴仆），他对沈惟敬之后的行动影响很大。关于郑四的出身，一说他原本是福建漳州人，投降倭寇后被明军擒获，被他脱狱逃走；又说，郑四原本是浙江温州乐清赵世桢家的奴仆，小时候被倭寇掳走，在日本住了18年才逃回大明燕赵之地，靠卖水维生。不论哪种说法正确，沈惟敬认识了郑四以后，就经常让他谈论日本的见闻。郑四据实以告，让沈惟敬对日本有了很大的了解，包括他们的习俗、用具、语言。万历二十年，日军入侵朝鲜，这一年，沈惟敬已经近60岁了。明廷下令，能驱逐侵朝日军者，赏银万两，世袭伯爵，但无人应募。恰逢兵部尚书石星有一妾，其父袁茂和沈惟敬爱好相同，喜欢炼制丹药，两个人因此认识。有一天，袁茂到陈澹如家做客，沈惟敬也在。袁茂无意间对沈惟敬说了石星为日寇烦恼之事，以及朝廷承诺平倭后的回报。沈惟敬听了，认为建功立业的时机到了，于是将他了解到的日本知识在袁茂面前侃侃而谈，仿佛自己真的去过日本一样。袁茂听了感到很高兴，就将沈惟敬推荐给了石星。就这样，通过如此曲折的过程，石星与沈惟敬产生了交集。

在明人徐希震所著的《东征记》里，对于沈惟敬结识石星的过程，还有一种与上述说法不同的版本。书里写道，沈惟敬地位低下，但他通过贩卖古董，结识了一些士大夫。沈惟敬察觉到明朝的援军对日军计无所施，便想借此获利，于是游说内阁首辅赵志皋、兵部尚书石星，称自己曾在日本做过生意，熟识倭将，可以劝说他们罢兵。

在朝鲜史料中，对于沈惟敬是如何与石星搭上线的，说法与《东征记》较为类似。据《再造藩邦志》《日月录》记载，沈惟敬的父亲因为做生意的原因，经常往来日本，所以知道一些日本的事情。沈惟敬又自称在嘉靖年间，与父亲在当时的浙直总督胡宗宪幕下做事，曾设计鸠杀倭寇，因此也了解日本的一些事。由于有相关的日本知识，所以沈惟敬便毛遂自荐，主动上书兵部，推荐自己。

无论是石星小妾之父向石星推荐沈惟敬，还是沈惟敬主动向兵部请缨，沈惟敬最终与石星搭上了线。据《壬辰史草》记载，沈惟敬见了石星以后，提出自己愿意亲入倭营，先用计策让日军暂时停止在朝鲜的军事活动，之后朝廷或对其用兵，或进行羁縻。

经过交谈，石星认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懂倭情的人，他让沈惟敬冒称游击三营指挥将军，以侦察敌情的名义进入朝鲜，与日军假意讲和，实际上施以缓兵之计。之后，沈惟敬将郑四的名字改作沈嘉旺，充当麾下，又带上十几个随从，奔赴朝鲜。

沈惟敬动身以后，科臣罗栋以“宁贼纵横，倭奴猖獗，东西征剿无功”为由，上疏弹劾石星。这让石星受到了很大的心理打击，于是上奏明神宗，请求辞去兵部尚书一职。明神宗并不答应，只是让他好好做事。（《明神宗实录》）


八月十七日，沈惟敬和他的随从带着明廷赐给朝鲜的皇银，进入朝鲜义州，朝鲜国王李昖亲自出义州西门外迎接，向沈惟敬行了隆重的四拜礼。沈惟敬当面向李昖夸下海口说，不久以后将有70万明军进入朝鲜：“圣上以尔国事大至诚，故兵马七十万已令调发，不久当来。”

李昖听了，反复催促沈惟敬请求明军速速讨伐日军。但这本就是沈惟敬在吹牛，他自然无法找出70万兵力，只好推诿说朝鲜不懂兵法，不知不能轻易用兵，况且辽东兵目前正在改造兵器：“尔国，以礼义之邦，不知兵法，故如是强请也。凡用兵之道，不可轻易。且辽兵自经战后，其弓箭遗失颇多，今方改造矣。”

刚说完，沈惟敬又忍不住夸下海口，说70万明军将直捣日本巢穴：“用兵之道，上观天文，中见地利，下察人事。前日之役，反此而致败。皇上闻而震怒，所以发兵七十万者，非但恢复尔国，而直欲荡覆日本巢穴也。”

李昖也不傻，他见沈惟敬敢这么说，就催促他让明军进兵：“大人既奉圣旨，速进剿灭。”

沈惟敬自然变不出70万人，于是明军的兵力又在他口中缩水到了3000人。李昖试探性地问沈惟敬，若朝鲜不再派特使向大明求援，大军是否还会来援：“陈奏使虽不更遣，大军自当出耶？”

沈惟敬回答称不需要再派遣使者，石星已经调发援兵了：“石尚书已为调发，吾意以为，不须遣也。”（以上对话出自《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双方一问一答，说了很多话。但是沈惟敬的话，让朝鲜君臣觉得前后矛盾。会面结束后，李昖回过头对朝鲜大臣们说，他觉得沈惟敬的话不可靠，还是应该向大明再派出使者告急求援。于是，朝鲜背着沈惟敬，偷偷派出了新的使者进入明朝讨要救兵。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朝鲜人对沈惟敬的第一印象是：这个人长得很丑，但口若悬河，俨然是一个辩士；但他爱说大话，居然自称和宗义智、丰臣秀吉很熟。

与朝鲜君臣短暂会晤后，沈惟敬离开义州迅速南下，先抵达平壤郊外的顺安县，之后抵达斧山院。之后，沈惟敬派出沈嘉旺，让他携带自己写的一封信，放在黄色包袱内，前往平壤宣谕日军。沈嘉旺遵照沈惟敬的命令，骑马直赴平壤，通过普通门进入城内，将书信交给小西行长等人。

小西行长看了沈惟敬的信后，决定与明朝进行和谈。他为此派出了早年间被倭寇俘虏到日本、目前作为日军随军翻译的浙江人张大膳，让他前往斧山院，与同样出身浙江的沈惟敬相议，约定八月二十九日双方在平壤郊外的乾伏山议事。

对于小西行长同意与明朝和谈的原因，日本近代历史学者德富猪一郎在他所著的《近世日本国民史·朝鲜役》一书中分析道：

小西本来就是讲和的，他无战争目的，他系为和平——即允许中日通商而来。他之所以不时从东莱、尚州、临津江、大同江把谈和尺牍投向朝鲜当局，其目的即在于此。当沈惟敬亲自来说和，此于行长实如顺水推舟。因之，他接受惟敬提议，实不足为怪……因此小西行长希望早日停止战火，与明恢复通商，并结束他心目中所认为的愚妄举动。朝鲜兵之懦弱固为事实，却有如苍蝇之难缠。满室苍蝇虽绝无杀人之虞，但挥去以后立刻又来，使人困惑不已。何况朝鲜兵非苍蝇，他们知投石技术，他们的半弓常使日本兵穷于应付。并且他们熟悉地理，隐匿山谷、竹林及使人意想不到的地方，而出日本兵不意地出现，使其防不胜防。因此，三奉行之报告朝鲜未平，必为事实。三奉行之联名书虽未提水军消息，然使行长不但同意和谈，并且热衷和谈的动机之一，乃日本水军雌伏釜山，不能绕全罗道多岛海以举所谓水陆并进之实。无海军应援之陆军实令人不安，万一后方被切断，则他们非饿死不可。而更为顾虑的，则为日本军士气的低落。

简而言之，《近世日本国民史·朝鲜役》把小西行长同意和谈的原因归为四点，一是小西行长本来就无战争目的，一直想尽早结束战争；二是朝鲜军的不断骚扰，使日军疲于应付；三是日本陆军得不到水军支援，后勤补给随时有被切断的危险；四是日军士气低落。归根到底，日军当时已经很难有所进展。由于现实原因的逼迫，日军不得不与明朝进行和谈。

除了德富猪一郎总结的这几点之外，笔者再补充一条，从弗洛伊斯的《日本史》和《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记载来看，通过平壤之战与祖承训率领的明军骑兵交手，小西行长认识到了明军的强大，知道侵犯大明是不可取的，为此也非常务实地与想对方进行和谈，避免继续扩大冲突。

乾伏山会谈

到了八月二十九日这天，沈惟敬准备遵守与小西行长的约定，动身前往乾伏山。他周围的很多人都认为此行非常危险，纷纷劝阻他，但沈惟敬却笑着说，对方根本没有什么理由来害他。说完，沈惟敬便潇洒地带领三四个随从前往平壤了。

小西行长为迎接沈惟敬，带着宗义智、柳川调信、景辙玄苏、宗逸等人，整理好日军队伍，摆出一副威仪的姿态，和沈惟敬在平壤城北4公里的乾伏山（又称降福山）会面。当时日军人数众多，剑光如雪，但沈惟敬丝毫没有畏惧，他下马直入日军阵中，日军士兵立刻将他团团围住。（《日月录》）


根据朝鲜史料《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的记载，小西行长见到沈惟敬后，向他提出了封贡的要求。所谓“封贡”，是明朝的一种贸易体系。简单地说，只有承认明朝为宗主国，得到明朝册封的藩属国才有资格以“朝贡”“通贡”的名义来华贸易。小西行长提出封贡的要求，是希望日本与明朝议和以后，能合法地向明朝通贡，双方进行正常的通商贸易。小西行长是商人出身，与明朝建立通商关系，能让他这样的商人赚得巨大的利润，也能让他效忠的丰臣政权博取巨大利益，他对这一条件看得非常重。

在小西行长提出这一要求后，沈惟敬对他说：“此（平壤）乃天朝地方，尔等可退屯，以待天朝后命。”

小西行长等人拿出地图，对沈惟敬说：“此明是朝鲜地。”

沈惟敬解释道：“常时迎诏于此，故有许多宫室。虽是朝鲜地，乃上国界，不可留此。”

以上，便是《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记载的沈惟敬与小西行长会面时的情景。

又据朝鲜史料《再造藩邦志》记载，沈惟敬见到小西行长以后，对日方表现出了一副趾高气扬、居高临下的姿态。他先是恐吓日军，称明朝将要发兵百万而来，日军将面临灭顶之灾：“天朝以百万众来压境上，尔等命在朝夕。”

接着，他又狠狠责备身为僧侣的景辙玄苏：“上天好生，尔既剃发为僧，何来从逆夷，虔刈我属国耶？”

仰慕中华文化的景辙玄苏被沈惟敬一番恐吓后，惊慌失措地向沈惟敬叩头，辩解称，他是中国僧人的徒孙，不敢助纣为虐；又称日本原是想借道朝鲜进入明朝，请求封贡，因为被朝鲜阻拦，所以才攻打朝鲜。“中国有中峰祖师，四代孙曰四明禅师。嘉靖十八年，我师入朝，拜四明师，为弟子。天子嘉其远来，钦赐袈裟一裘，至今犹在。鄙生得传衣钵，无非向顺之诚，岂敢助逆为虐乎？本国久绝于天朝，欲假道朝鲜以求封贡。伊反集兵拒我，致有今日，此岂独鄙僧之罪耶？”

沈惟敬恐吓完景辙玄苏以后，又安抚小西行长等人，声称只要他们恭顺，明朝自然会满足他们提出的封贡要求：“尔等既悉诚思顺，则天朝何惜封贡以绝远夷之望？”

小西行长等人听了沈惟敬的话，唯唯应诺。

以上，便是《再造藩邦志》记载的沈惟敬与小西行长、景辙玄苏会面时的情景。

从《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和《再造藩邦志》的记载来看，小西行长和景辙玄苏在乾伏山会谈中都向沈惟敬提出了封贡要求，希望明朝册封日本，并让日本向明朝通贡。但是根据《两朝平攘录》里收录的一封小西行长写给沈惟敬的信来看，小西行长只是对沈惟敬提出了向明朝通贡的要求，并没有言及册封。

根据日本近代历史学者德富猪一郎的判断，从《两朝平攘录》收录的这封信的修辞手法来看，应该是景辙玄苏、宗逸这两名略通汉文的和尚，用他们不熟练的汉文替小西行长代笔写的，所以充满了日本风味，可以判定不是明人的伪作。也就是说，《两朝平攘录》收录的这封信是真的，也代表了小西行长的真实意愿。

此外，根据一手史料《药圃龙蛇日记》收录的《李元翼状启》，小西行长向沈惟敬提出的要求也只是通贡，同样没有言及册封。可见，小西行长提出的应该确实只是通贡，并没有册封。出现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小西行长这时候还不了解明朝的封贡体系，不知道明朝要先完成对外国的册封，才能允许对方通贡。

当小西行长向沈惟敬提出通贡要求以后，根据《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的记载来看，沈惟敬故意称平壤是大明地界，要求小西行长先退出平壤，再等待大明回复。但小西行长没有单纯到这种地步，据《李元翼状启》记载，小西行长只是承诺：等大明准许日本通贡以后，他们便退出平壤。

又据《两朝平攘录》记载，小西行长虽然同意退出平壤，但提议以平壤城东面的大同江为界，大同江以西属朝鲜，大同江以东割让给日本。另外，根据《明史·朝鲜传》的记载，小西行长欺骗沈惟敬，说自己不久以后就将退出平壤，并承诺以大同江为界，平壤以西尽属朝鲜。依照这两个记载，小西行长秉持的方针是：与明朝成功议和后（明朝准许日本通贡），日军退出平壤；以大同江为界划分朝鲜领土，确保平壤以东的大半朝鲜领土全部划归日本。

从小西行长提出的这些条件来看，这时候他显然已经完全放弃了入侵大明，他所追求的，是尽最大可能维持当前的战果，与明朝达成和议，建立起通商、朝贡关系，并与明朝划分朝鲜领土。需要注意的是，小西行长只是丰臣秀吉的家臣，不可能擅自做主，违背秀吉的意志，在如此重大的事情上做出决策。联系此前小西行长派人劝谏丰臣秀吉停止征明计划，我们有理由相信，丰臣秀吉收到前线的糟糕战报后，已经放弃了征明计划，并同意了小西行长的谏言，因此小西行长才能公然与明朝展开谈判。

为了与日军停战，沈惟敬对小西行长提出的要求，明面上表示愿意接受。葡萄牙耶稣会士弗洛伊斯的《日本史》对此记载道：

他（沈惟敬）通过将朝鲜的一部分让与日本，与关白（指丰臣秀吉，但他此时应为太阁）缔结和平友好，并约定向关白处派去使者。作为约定的证据，他向日本方面送去了人质。但是在向北京送去使者，报告给中国的国王之前，无法签订协议。因此，他希望宽限两个月（实为50天）。在此期间，要求两国恪守休战。

从《日本史》的记载来看，沈惟敬夸下海口，承诺将朝鲜的一部分领地割让给日本（尽管不在他的权限范围内），以此作为与日方议和的条件。但笔者认为，这应该不是沈惟敬的真意，他的这一承诺，只是牵制日军的缓兵之计。沈惟敬刻意拿出这样一个筹码，就是为了博取日方的信任，为明军出兵朝鲜争取足够的时间。

从之后的行动可以看出，沈惟敬确实是这么想的，同时他还很注意搜集日军的军事情报，以便明军为后续行动做好准备。同样据《日本史》记载，沈惟敬为摸清日军武器的威力，让明军以此为参照，制作制衡日军的优良刀枪铠甲，便故意欺骗小西行长，称希望能向大明皇帝和指挥官们展示日本武器有多么优良，让他们认识到与日本作战是不可能取胜的。小西行长听了很高兴，对此表示同意。但同时，小西行长又察觉到有些不对劲，他感到很疑惑，想不通既然大明如此强大，为什么又要与日军讲和，还给出了如此有利的条件。沈惟敬为博取小西行长的信任，又编造了一大套谎话骗他。据弗洛伊斯的《日本史》记载，沈惟敬对小西行长说：“只要大明希望，大明的军队就能将日本赶出朝鲜。但因这样做有不利之处，所以没有实行……不管是朝鲜人在朝鲜，还是日本人取而代之，对我们都是巨大的负担。日本军队非常勇敢，在短时间内已经攻下了朝鲜大部分领土。朝鲜人无法守卫自己的国土……倭军攻占平壤之时，朝鲜大军、聚集而来的女真人和四千大明骑兵却没有抵抗，将城拱手让人。看到这个事实，就会明白将日本军队赶出朝鲜是不可能的，如果强行实施就会受到重大损失。因此，才决定与日本商量谋求和睦的方针。”

为了彻底让小西行长相信自己说的话，沈惟敬又编造了明朝人非常讨厌朝鲜人，很早以前就想将他们驱逐出去的谎言。如此一来，才终于打消了小西行长的疑虑，使他同意将日军的武器装备送一部分给沈惟敬。

根据《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的记载，沈惟敬通过发放帽子给日军的方式，摸清了平壤城内的日军人数究竟有多少，为明军搜集到了日军的兵力情报，准备以后用倍于日军的兵力攻城。从沈惟敬的这些行为来看，他的城府是很深的。

之后，沈惟敬和小西行长立下约定，称他会向明朝奏报日本的通贡之请，等待朝廷裁决，并让小西行长等他回来，约定双方以50天为期。在这段时间里，沈惟敬要求日军不得出平壤西北5.5公里（明代的10里）之外，朝鲜军也不得入5.5公里之内。为此，沈惟敬专门写了一封榜文，让人挂示在日军与朝鲜军的缓冲地带：

天朝大将有令，此界口，二国且各不许过界，亦不许交战。大明游击将军沈传示贵国日本先锋大将，烦转传与王京等处日本来将知悉。本府亲往天朝请旨通贡等情，面与先锋大将议定五十日不可与朝鲜兵马交战，亦不可杀害百姓，烧毁民房，且各暂守住处，勿得逞强，偏特见以使本府，亦先锋大将失信于朝鲜，决不可违误。（《药圃龙蛇日记·李元翼状启》）


但投降了日军的朝鲜人金顺良故意使坏，让日军不要相信沈惟敬，他对景辙玄苏说：“明人遣使求和好者，恐出于谲谋，勿为其所欺，陷于术中。”

景辙玄苏将金顺良的话说给小西行长听，但小西行长认为不可违背约定，表示：“既与彼游击约，食言不可也。”（《松浦家记》）


傍晚，会谈结束，沈惟敬策马返回斧山院。因为沈惟敬答应小西行长等人，会替他们转奏通贡之请，所以小西行长等人非常恭敬地为沈惟敬送行。对于沈惟敬单骑闯入乾伏山与小西行长会谈，朝鲜史料《寄斋史草》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认为朝鲜地方数千里，没有一个朝鲜将领能够挡得住日军的侵略，然而沈惟敬却单骑直入贼营，使日军收敛兵锋，低头屈服，实在了不起。此书还说，当沈惟敬闯入乾伏山时，沿途的朝鲜士人、百姓成群结队地在远处围观，争相观看“何壮男子，做如此事业。”

送走沈惟敬后，小西行长派人将议和停战的消息报告给了在王京的侵朝日军总大将宇喜多秀家，以及石田三成、增田长盛、大谷吉继三奉行。（《朝鲜征伐记》《丰臣秀吉谱》）


从《日本西教史》的记载来看，日军方面的认知是明军经过平壤之战的惨败后，被吓得失魂落魄，因此才派人来求和，要求休战两个月：

朝鲜兵与中国援兵合围平壤，驾起飞梯登城，然日本守卒能防，敌兵为之殒命者甚多。小西行长生擒敌将，送至太阁之处。中国的首将经此一败，滋生恐惧，以致向小西行长乞和，约定让中国皇帝派使者到日本讲和，乞求修战两个月。

从日军的这一理解来看，他们已经被沈惟敬的伪装欺骗了。

沈惟敬的城府

乾伏山会谈后的次日（九月一日），小西行长派遣一名使者来到沈惟敬所在的斧山院，转达对沈惟敬的钦佩之情：“昨日，大人在白刃丛中，颜色不变。虽日本人，无以加也！”

沈惟敬以唐朝名将郭子仪单骑宣谕回纥退兵自比，不屑地对日本使者说：“尔不闻唐朝郭令公单骑入回纥万军中乎？我何畏尔也！”

之后，沈惟敬又和这名日本使者进行交谈。他先是询问日本为何侵略朝鲜：“朝鲜有何罪，日本敢动干戈，侵扰土地，杀戮良民乎？”

日本使者胡扯说，是因为朝鲜曾经向日本朝贡，但是后来又不进贡了，所以出兵：“朝鲜囊日曾访对马岛，又曾差陪臣入日本朝贡，留半年。其后贡亦不进，人亦不去，以此起兵来犯矣。”

沈惟敬向日本使者撒谎，称大同江以东是朝鲜地方，随便日本侵犯，但大同江以西的平壤至义州都是大明地方，不得日军侵犯，又问日军为什么敢对祖承训下手：“大同江以东，则皆是朝鲜地方矣，任汝来犯。大同江以西至义州，则本大明地方，大明使王代治，故天朝遣使，则国王必来迎于平壤一路馆舍……且祖总兵曾送一千兵马哨探之时，你们何敢下手乎？”

日本使者回答说，当时天在下雨，辽东兵突然杀了过来，他们也是被迫还击：“其时雨中，辽兵冲城入门，多杀把门者，不得已应之，岂知哨探军乎？”

沈惟敬又问平壤城中有几名倭将，日本使者回答说有5名。沈惟敬让他写下这些人的名字，日本使者回答说：“名则不知，只书职名。一高山，一大村，一五岛，一平户松浦，一小西德寺（摄津守），即大将也。”

沈惟敬又问，在王京的日本大将是谁。日本使者回答说：“关白之孙小田八郎（即宇喜多秀家，但他并非丰臣秀吉之孙，而是养子）。八郎虽尊重，而用事则在行长矣。近欲合聚诸处散兵守城，城中之兵，欲下义州矣。”

日本使者在答话中，透露宇喜多秀家虽然是日军大将，但实际指挥权掌握在小西行长手中，又说小西行长在与沈惟敬会谈之前，打算聚拢周围的兵力攻打义州，拿下整个朝鲜。

沈惟敬告诫日本使者，让他们遵从之前的约定，不要越界：“俺今当奏闻，息两国之兵，你们从前刈草处则已矣，勿出十里之外。俺亦令我兵及朝鲜兵勿杀刈草之倭，以待旨下可也。”（以上对话出自《药圃龙蛇日记·李元翼状启》）


之后，沈惟敬给了日本使者一锭银子，并馈送了酒，让他回去复命了。

第二日（九月二日），朝鲜平安道巡查使李元翼从翻译那里获悉有关消息，得知沈惟敬将要回到北京奏报日本要求通贡之事。他担心沈惟敬真的有这个意向，而明军也不再帮助朝鲜驱逐日军了，为此感到非常慌乱。他找到兵使李薲，请求对方能够安排他面见沈惟敬。李薲找到沈惟敬，沈惟敬答应了他的请求，在房间里会见了李元翼。

李元翼先是礼节性地向沈惟敬致谢，让翻译代为感谢沈惟敬为朝鲜冒险周旋，然后试探性地问沈惟敬：“老爷欲向北京耶？不知为何事耶？”

沈惟敬知道李元翼听到了一些风声，就对李元翼解释，他想出了三条计策替朝鲜人对付平壤的日军。第一条计策是拿酒灌醉日军，趁机杀死他们：“吾计有三。倭本喜饮，近城闾家多储酒瓮，倭人出而群饮，乘醉击之，则蔑不胜。吾于浙江已试之，此第一计也。”但是沈惟敬很快又说，因为朝鲜很穷，一时半会拿不出这么多酒，所以这条计策就不用了。

接着，他又说了他的第二条计策，将3万支火箭埋伏于要道，等日军出城时一齐发射，就可以歼灭日军：“多埋火箭三万于要路，俟其出而齐发，则可以歼尽，此第二计也。”但是沈惟敬为难地说，因朝鲜没有器械，所以这条计策也不能用。

最后，他说出了第三条计策，那就是假装答应替日本人奏报通贡之请，与他们讲和，作为缓兵之计：“许贡讲好以缓师期，此计之三也。”

沈惟敬说，他目前实行的就是这第三条计策，他只是欺骗日本人，假装答应他们向朝廷奏报通贡，实际上是要回到辽东去调兵：“而出于不得已，盖假说而已，岂真乎哉？俺责彼以据平壤，即令移去，则彼以谓大明君许朝贡，则当移去云。故俺亦以奏闻北京为辞以实其事，而实欲但向辽，见巡按调兵出来尔。”

虽然沈惟敬费尽唇舌地解释，但李元翼还是担心日军不守承诺，会在50天内越过中立地区杀过来，问沈惟敬到时候该怎么办，又向他表达了朝鲜绝不会与日本议和的态度。沈惟敬让李元翼不必担心，说辽东援军这个月底就会到来，他亦知不可与日军讲和：“俺到辽调发兵马，其迟速不可必，似可于本月尽头来到。不可讲和，俺亦知道，亦岂得使你国讲和乎？”（以上对话出自《药圃龙蛇日记·李元翼状启》）


沈惟敬对李元翼说的，确实是他的真心话，他是假意与日军议和，达到牵制日军，使其不再西向的目的。从之后的发展来看，平壤日军在双方约定的50天内，确实遵循了与沈惟敬的协议，没有越过平壤西北5.5公里外的中立地带。沈惟敬与小西行长的会谈，的确起到了缓兵之计的作用，为明军之后调动大军进兵朝鲜争取到了时间。从结果上而言，沈惟敬完成了石星交代的任务。

在沈惟敬假意与小西行长议和，对其进行牵制的同时，明廷也在为大举援朝做准备。八月五日，明神宗下发敕书，命令行人司
[8]

 的行人薛藩带着敕书出使朝鲜，向朝鲜君臣宣谕明军将会调动军兵来援的消息。八月二十一日，明神宗又任命兵部右侍郎宋应昌前往保定、蓟州、辽东等处，经略备倭事宜。（《明神宗实录》）


九月三日，薛藩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义州。朝鲜国王李昖亲自率领百官迎受大明敕书，李昖对薛藩行了隆重的四拜礼，礼毕后受领敕书。李昖见了薛藩，忍不住痛哭失声，朝鲜百官也跟着哭了起来，薛藩为他们感到难过，表示了关切。在敕书中，明神宗向朝鲜承诺，会派遣文武大臣二员，统率辽阳各镇10万精兵前来救援，还说会宣谕琉球、暹罗等国调兵数十万征剿日本本土。（《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四天以后的九月七日，沈惟敬回到义州，告知尹根寿、韩应寅两位朝鲜大臣，他还会在朝鲜停留一天，之后就回辽东拜会诸位巡按，调动大军来援。

次日，沈惟敬收到了小西行长从平壤寄来的信件和铁炮。小西行长在信中规规矩矩地写了自己和宗义智的名字和官职，直到这时沈惟敬才知道他们的真名叫什么。小西行长在信中援引明朝隆庆年间俺答封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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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例子，希望明朝既然能开鞑靼通贡之路，也能够开日本通贡之路。铁炮是小西行长按照沈惟敬之前的请求寄送给他的，小西行长不知道沈惟敬是故意想套出日军的武器威力，自己还在信中觉得不好意思，认为铁炮的装饰很丑，特意提了这一点表示歉意。（《两朝平攘录》《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近代日本历史学者德富猪一郎在《近世日本国民史·朝鲜役》一书中，认为小西行长这一举动非常愚蠢，将日军视为珍宝的铁炮暴露给了明军。从德富猪一郎对小西行长的这一指责来看，沈惟敬事实上为明军后续对日军动武做好了情报收集工作，成功地耍弄了小西行长。因此，沈惟敬的这次出使，虽然在过程中对朝鲜人、日本人撒了很多谎，但对明朝而言，确实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而与伪游击沈惟敬勇敢出使倭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备倭经略宋应昌的胆怯。宋应昌一接到圣旨，就对经略备倭事宜的前景感到不乐观，他对明神宗表示：“臣本书生，未娴军旅，过蒙皇上特遣经略，臣遽承之，曷任悚惕。臣切计之，倭奴不道，奄有朝鲜，诡计狂谋，专图内犯。辽左、畿辅外藩与之比邻，山海关、天津等处畿辅水陆门户，俱系要地……顾今天下承平日久，军务废弛，人心习于治安，玩愒已极，不大破拘挛之见，则国事终无可济之理。”（《明神宗实录》）


御史郭实抓住把柄，弹劾宋应昌出任经略不称职。于是，宋应昌于九月初七日请求辞职，理由是被人怀疑“不知兵”，根本不足以服众，不能号令将士：“今臣未拜朝命，知臣者目臣为不知兵，则三军之士惑而不受令矣。臣又闻之兵法曰：‘疑志者不可以应敌。’臣今内惭无实，外虑人言，不一心矣。以不一心之将统不受令之师，未有能济者……臣以无我之心从虚内照，经略责任在臣实不能堪，台臣之论原非谬也。”

明神宗马上下旨，驳回了宋应昌的辞职请求：“倭奴谋犯，督抚各守防虏地方，战备一无所恃，且沿海数百里不相连属，一旦有警，深为可虞，特遣经略专任责成。郭实如何又来阻挠？”

九月十三日，宋应昌再次请辞，又被明神宗驳回：“宋应昌已奉命经略，只为郭实一言，遂畏避不肯前去，沿海边务责成何人？浮言反重于朝命，国纪何在？倭报已紧，宋应昌可即择日行。九卿科道依违观望，今亦不必会议。郭实怀私妄奏，阻挠国是，着降级边杂职用。再有渎扰的，一并究治。”（《明神宗实录》）


明神宗既然已经发狠话，“再有渎扰的，一并究治”，宋应昌不敢再辞，只能领了敕书，起程赶往辽阳，履行经略职责。

对于宋应昌出任备倭经略一事，《定陵注略》很不屑地嘲讽道：“呜呼，朝廷纵乏人，奈何令此辈当一面，亵中国之威灵，而取外夷之轻侮哉！”该书还称，宋应昌处事荒诞，能力有限。例如，在山东巡抚任上时，宋应昌听到日本入侵朝鲜的消息后，第一时间是向登、莱两府征集了数万枚鸡蛋。别人问他有什么用，他说如果倭寇侵犯山东，就把这些鸡蛋扔到倭寇的船上，让倭寇滑倒，站立不稳。周围的人听了，哈哈大笑，嘲笑宋应昌愚蠢。再如，宋应昌迷信方术，很信任一个叫张君就的方士。张君就到了辽东以后，向民间索要几百张桌子，将它们堆了起来，高有数丈。他披散头发，持剑立在桌子上，施符演法，对众人说：“三日后当有天兵十万助我灭倭。”结果到了晚上，张君就潜入娼家夜宿，因为琐事和一个武弁争打了起来，还弄瞎了对方的眼睛，只好负罪潜逃。宋应昌知道后感到很沮丧，说他有神术，可以令倭酋自缚来降。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宋应昌志大才疏，实际能力有限。

宁夏之乱（上）

壬辰倭乱爆发后，明朝承诺朝鲜会出兵救援，结果却迟迟未出动大军渡过鸭绿江，只是由兵部派沈惟敬进入朝鲜与日军假意议和进行牵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日军入侵朝鲜的同一年，在明朝的西北地区，发生了宁夏哱（bā）拜之乱。明朝为此调动大军讨伐宁夏叛军，耗时很久，故分身乏术，难以同时抽调大军团进入朝鲜作战。

哱拜之乱的起因，要从叛乱的主角哱拜说起。哱拜是蒙古鞑靼部人，曾在嘉靖中期因触犯本族首领，导致父兄被杀。为躲避追杀，哱拜藏身于水草之中，才幸免于难。逃过一死后，哱拜逃出部落，投靠了宁夏守备郑印，此后效力于郑印麾下。

哱拜勇敢凶猛，多次立下战功，累官至都指挥使。万历十七年（1589年），已被加封为副总兵的哱拜卸任，由他的儿子哱承恩袭职。致仕的哱拜可能再也不会上阵厮杀了，但很快就发生了改变他命运的事情。万历十八年（1590年），青海蒙古部落的两位酋长——真相、火落赤率众入寇甘肃，而被明朝册封为顺义王的蒙古鞑靼部首领扯立克也趁火打劫，入寇明境。这群人在六月攻入了旧洮州（今甘肃西南）。明军副总兵李联芳率领3000人抵御蒙古军，但是全军覆没。七月，蒙古军继续深入，在河州、临洮、渭源大肆劫掠。前宁夏总兵刘承嗣与游击孟孝臣各自率领一支军队抵御，但是全遭败绩，游击李芳等战死，西陲大震。（《明史·列传·卷二百十八·西域二西番诸卫》）


万历十九年（1591年），朝廷派大臣巡视九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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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巡视宁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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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御史周弘禴（yuè），推举哱拜之子哱承恩、哱拜义子哱云、指挥土文秀领兵击退蒙古军。被朝廷任命经略七镇的戎政尚书郑洛，也催促宁夏镇调军。但是宁夏巡抚党馨只下令土文秀率领1000骑兵西援，并没有派遣哱拜、哱承恩、哱云父子三人。哱拜虽然年老告休，但是家中蓄养了很多家丁，声称是为了报国。他认为土文秀难以独当一面，便亲自到辕门拜见郑洛，称愿意率领3000部众与儿子哱承恩从征赴援。郑洛认为哱拜很豪爽，便答应了，但是党馨却很厌恶哱拜的自荐行为，不给哱拜调换羸弱的马匹，即便有多余的马匹也不给他，这使哱拜很不满。

随军出发的哱拜到了金城（今甘肃兰州）后，发现明朝各镇兵马的战斗力比他的家丁弱，于是逆反心理作祟，开始轻视明军。入侵甘肃的蒙古军退走以后，哱拜取道塞外，回军宁夏，途中又遭遇了一股蒙古骑兵。不料对方并不迎战，而是直接避开他逃走了，这又让哱拜萌生了轻蔑的心理。有了这种念头以后，哱拜开始胡作非为，骄横跋扈。党馨因此更加厌恶哱拜，每次都压制他，又想核实哱拜冒领军粮的罪行。哱拜之子哱承恩因为强娶民女为妾，被党馨抓住，下令鞭打二十。于是，哱拜、哱承恩父子与党馨的矛盾瞬间激化。而哱拜的义子哱云、指挥土文秀，也因对升官授职之事不满而怨恨党馨。

万历二十年年初，宁夏镇的戍兵请求发放过冬的衣服、布匹与当月粮饷，因为朝廷已经很久没有发放这些物资了。为了安抚戍兵，坐营张廷辅请求巡抚党馨发放欠发的饷银，以安军心。但是党馨却认为这是在要挟他发银，于是对张廷辅进行了威胁，恐吓他如果助长这种风气，将会被灭族。党馨的这番表态激起了军队前锋刘东旸的愤怒，他非常气愤地拔掉了巡抚行署门前的鹿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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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有不臣之心的哱拜趁机煽风点火，唆使刘东旸反叛。很多人跟着起哄，根本无法制止。

二月十八日，刘东旸纠集同党，闯入宁夏巡抚衙门与总兵衙门，发动兵变。宁夏总兵张维忠平时没有什么威望，被众人轻视，见许多人进来感到非常害怕，不能制止骚乱。叛军亮出兵刃，抓住副兵使石继芳，将他拥入衙门。党馨自知招全军上下怨恨，便逃到水洞中，结果还是被叛军搜捕到，和石继芳一同被杀死。

杀死宁夏巡抚党馨与副兵使石继芳以后，叛军放火烧毁公署，搜走兵符大印，放掉囚犯，抢掠城中。他们劫持了宁夏总兵张维忠，令他上报朝廷，军兵是因为将领克扣军粮才发生哗变的。河东佥事隋府、通政穆来辅两人刚到宁夏镇，就被叛军劫持了。

二月二十三日，先前与党馨关系不睦的哱拜义子哱云、指挥土文秀率领500人，从外面回来，也加入到叛军的队伍，合力杀死了抵抗叛军的游击梁琦、守备马承光。二十五日，叛军向总兵张维忠索要朝廷封印，张维忠被迫交出，上吊而亡。刘东旸在取得封印后自称总兵，他听从主谋哱拜的意见，在城里屠杀牲畜，让叛军诸将祭祀结盟，授哱承恩、许朝为左、右副总兵，土文秀与哱云为左、右参将。叛军又挟持了宁夏庆王，令其代替他们向朝廷请求赦免罪过。

时任兵部尚书兼都查院右副都御使，总督陕西、延、宁、甘肃军务的魏学曾，当时正在陕西花马池视察，他听到宁夏兵变的消息以后，派遣麾下将领张云、郜宠前去劝谕叛军投降。张云、郜宠到了宁夏以后，刘东旸提出了自己的议和条件：要求朝廷授予官阶，承认他的地位，并世世代代驻守宁夏，否则决不投降，还要与河套蒙古骑兵一同杀奔潼关。这一无理要求，自然是遭到了拒绝。

谈判破裂后，叛军继续作乱，攻击宁夏镇城附近的官军驻地。叛军伪左副总兵哱承恩包围了官军驻守的玉泉营，游击傅坦拒绝投降，进行了防守。但是官军内部却发生内乱，千户陈继武抓住傅坦，投降了哱承恩。夺取玉泉后，哱承恩又围攻中卫、广武，参将熊国臣弃城逃匿。整个黄河以西地区在叛军作乱下相继沦陷，唯有叛军伪左参将土文秀攻打的平虏堡，因官军参将萧如薰坚守而始终未能攻克。

席卷黄河以西之后，叛军渡过黄河，想要攻取官军据守的灵州。他们凑够了金帛，引诱河套蒙古部落的著力兔、打正（又称宰僧）入侵明境，希望他们出兵花马池、平虏堡。于是叛军势力大为猖獗，整个陕西都受到了震动。

三月四日，总督魏学曾下令宁夏副总兵李昫暂代总兵之职，征剿宁夏叛贼，并急命他带领游击吴显救援灵州，另派遣游击赵武向鸣沙州急行军，在黄河沿岸制止叛军南渡。魏学曾则亲自驻守花马池，抵御叛军攻击。

在官军向灵州派出援兵之际，灵州裨将吴世显却与叛军结为同党，约定三月九日与叛军里应外合拿下灵州。到了这一天，叛军带着吴世显给的书信，妄图骗得灵州守军打开城门。但参将来保不为所动，誓死保卫城池，经过一番激烈交战后将叛军击退。宁夏总兵李昫听闻灵州情况紧急，与游击吴显昼夜兼程，飞驰赶到，叛军的阴谋才被挫败。

三月十日，官军又调来延绥、兰靖的援军，军队刚一集合完毕，李昫就分遣军队渡过黄河，准备收复失地。被叛军任命的广武伪游击张天纪、大坝伪守备高田爵挡不住官军的攻势，全都逃遁。三月十五日，官军收复枣园堡、中卫、空寺堡。

三月二十日，河套蒙古部落响应宁夏叛军，派出1000骑兵侵入明境。官军出兵抵御，千总汪汝汉连发三箭，射杀三名蒙古骑兵，迫使河套蒙古军暂时退去。之后，官军又收复玉泉营等47处营寨、堡垒，叛军据点仅剩下宁夏镇城。

但过了没几天，河套蒙古部落便准备率领人马再次入寇。宁夏叛乱的主谋哱拜听说后，嘱咐叛军伪右副总兵许朝、伪左参将土文秀前去迎接蒙古军。二十五日，著力兔、打正等河套蒙古部落的酋长全副武装，率领3000骑兵侵入明境。叛军抢掠了许多女子献给蒙古骑兵，又献上黄河东部、黄河西部的地图。河套蒙古军得到女子和地图后大喜，声称他们与哱拜已经是一家。于是，哱拜、土文秀一同改换蒙古军的装束，与一部分河套蒙古骑兵合兵，前往进攻被官军收复的玉泉营。

三月二十九日，叛军伪右参将哱云引导著力兔，带着另一部分河套蒙古骑兵，前往进攻官军参将萧如薰坚守的平虏堡。但哱云、著力兔联军非但未能成功，哱云反而丢掉了身家性命。萧如薰设下计谋，派兵埋伏在南关，然后假装溃败，诱使哱云进入埋伏圈，最后射死了哱云，并杀死了叛军骁勇将领吴敖霸。著力兔率领的河套蒙古军见哱云战死，便逃出塞外。另一边，率军驰援玉泉营的宁夏总兵李昫，也击退了叛军和河套蒙古军。

第二天，李昫会同曾任宁夏总兵的牛秉忠，督率六路军兵，抵达叛军占据的宁夏镇城下。此时，朝廷已擢升董一奎为宁夏总兵、李蕡为宁夏副总兵，两人也已抵达城下。叛军从东、北两门各派出2000精锐骑兵与官军搏斗，步兵则排列用来火攻的战车作为营垒。

四月五日，官军发起冲锋，将叛军打得大败，不但夺取了叛军100多辆战车，还追击叛军，将其逼入河中，溺死的叛军士卒多得无法计数。延绥副总兵王通作战尤其卖力，他的家丁高益和另外两人乘胜追击，率先杀入北门，然而后继的榆林军兵却没有及时跟上。叛军发起反击，结果高益被杀，王通也伤了额头，榆林游击俞尚德战死。虽然叛军暂时击退了官军，但是自身损失不小，因此伪右副总兵许朝、伪左参将土文秀从城东走向城楼，向官军乞求暂时罢兵，愿绑首恶献出。恰逢官军粮食吃完，于是就答应了叛军的要求。利用这个机会，官军撤退到附近的城堡进行修整。

休兵期间，总督魏学曾日夜促办粮草，又调遣来延绥、庄浪、兰、靖的援军。四月二十一日，官军再次抵达宁夏镇城下，架起云梯、越过堑壕，对叛军发起进攻。但叛军很能打，他们杀死、打伤了许多官军。伪总兵刘东旸、伪左副总兵哱承恩亲自率领精锐骑兵潜伏，从延渠掠夺到官军粮饷200余车。

在此之前，朝廷大臣们认为宁夏副总兵李蕡不是边将之才，难以担当平叛重任，就起用麻贵为副总兵，代替李蕡。麻贵素有勇名，又有很多家丁组成的部队，他率军到达后，于四月二十九日发兵攻打叛军据守的宁夏镇城，官军顺风放火，又架起了云梯准备登城。但叛军事先准备了滚木、巨石，不断从城上投下，又投火烧死官军1000余人，使官军再次败退。

仗打到这个时候，城中妇女、宝物，已被搜刮殆尽，但叛军仍然没有停止行动，许多人无辜而死。

总督魏学曾征讨叛军两月而未能成功，心里感到非常着急。有人建议引诱叛军伪总兵刘东旸、伪右副总兵许朝，离间他们与叛军谋主哱拜的关系，让刘、许二人立功赎罪，暗中授意他们杀死哱拜。魏学曾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就派家丁叶得新去见二人。但此时刘东旸、许朝与哱拜父子誓同生死，根本无法离间。魏学曾的这一谋划暴露后，叶得新被叛军抓住投入狱中，小腿也被打折了。

宁夏之乱（下）

因宁夏叛乱迟迟未能平定，浙江道御史梅国桢认为山西总兵官李如松有大将之才，他的弟弟李如梅、李如樟也都是少年英杰，因此向朝廷推荐让他去平乱。有人认为李如松手握重兵，担心他心怀不轨，不应该引狼拒虎。但梅国桢大力保举李如松，称其忠勇，可堪大任，于是明神宗决定起用李如松，任命他为提督山西讨逆军务总兵官，梅国桢为军监，赶赴宁夏。此外，朱正色被推为宁夏巡抚。甘肃都御史叶梦熊上书表示愿意讨贼，明神宗遂诏令朱、叶二人，协助李如松赴宁夏。

五月，宁夏巡抚朱正色渡过黄河督战，他根据明神宗的命令颁赏将士，全军士气踊跃。叛军听说了，就欺骗官军乞求投降。曾任宁夏总兵的张杰与哱拜有交情，朱正色便派他进城招安。得到朱正色的命令后，张杰单骑进入叛军据守的宁夏镇城，重重责备了哱拜。之前，总督魏学曾派家丁叶得新入城，离间叛军伪总兵刘东旸、伪右副总兵许朝与叛军谋主哱拜的关系，但是失败被捕。许朝等张杰来了以后，就向他叙述叶得新试图用反间计杀掉哱拜的经过，为此愤愤不平。张杰不信，许朝就把叶得新抬了出来，让他吐出实情。结果叶得新对许朝破口大骂，许朝恼羞成怒，拿刀杀死了叶得新，又把张杰拘禁了起来。

此时，官军已平叛数月，却始终未能攻克叛军占据的宁夏镇城。为加快平叛速度，明神宗特赐总督魏学曾尚方宝剑，违者立斩。

六月，甘肃都御史叶梦熊从甘州押运400多车火器到达灵州，他申明军纪，增派苗族军队助战。浙江巡抚常居敬在浙江招募千人，自备粮草，也进入宁夏参与平叛。援军新集以后，官军分为五路攻打叛军据守的宁夏镇城：董一奎攻打城南，牛秉忠攻打城东，李昫攻打城西，刘承嗣攻打城北，麻贵率领游军策应。

六月二十日，官军一齐进逼至宁夏镇城下。哱拜自北门出战，欲亲自去请河套蒙古部落的援军。但麻贵率领参将马孔英抢先冲杀敌人，追击哱拜，迫使其回城，此役擒斩叛军117人。在此之前，哱拜为巩固与河套蒙古部落的关系，整天待在对方酋长著力兔的帐中，方便双方调动军队。但这时，叛军不能出城，河套蒙古部落见不到哱拜，也就没有再渡过黄河深入。

六月二十二日，军监梅国桢、提督李如松统率的辽东、宣府、大同、山西军抵达战场，军势大振。叛军大为震动，躲在城里不敢出来，又向官军投下了降旗。梅国桢在城南接受了降旗，叛军进一步请求当面归顺，得到梅国桢应允。伪总兵刘东旸、伪右副总兵许朝在叛军士兵的保护下，从梯子上翻下城墙。城下的叛军士兵严密保护着刘东旸、许朝二人，剑戟发出耀眼的光芒。城上的叛军也拉弓引弦，注视着二人的安危。但梅国桢毫无畏惧，策马上前。许朝大惊，不自觉地屈膝跪倒。然而叛军没有投降的诚意，很快又回到城里负隅顽抗，官军因此决定全力攻城。

六月二十五日，官军用3万布袋盛土，垒出高台，成功登上宁夏镇城的城墙，但被叛军用炮石击退。第二天，游击龚子敬率领苗族兵马进攻南关，李如松想趁势攻入城中，却又被叛军用炮石击退。官军稍停攻击，以便休息进食，叛军就趁机出城抢夺官军的云梯、盾牌，放火焚烧攻城器械，使官军攻势受挫。

由于总督魏学曾督战数月，迟迟未能镇压宁夏叛军，因此被给事中许子伟弹劾，说魏学曾被叛军假意投降所迷惑，未能取得成功。于是朝廷在七月罢去魏学曾总督一职，令甘肃都御史叶梦熊代替魏学曾，赐尚方宝剑如故。

而在宁夏镇城的叛军阵营中，也发生了内变。指挥赵承光、葛臣、戚钦，武生张遐龄，百户姚钦等人，与城外官军取得联络，并与官军秘密相约，愿意作为内应。他们与官军约好，半夜在宁夏镇城楼的四面并举烽火，城下的官军见到烽火后就立刻爬上城墙。

到了约定的时间，赵承光等人在宁夏镇城楼上举起烽火，谯楼上的烽火一下子就亮了起来，南城的烽火也跟着亮了起来。赵承光等人在城中擂鼓，大呼杀贼。叛军早已经发觉，把赵承光、戚钦等人捆绑起来杀害了。尽管及时杀死了“内贼”，叛军还是受到了惊吓。伪右副总兵许朝想开小南门逃走，因为城外官军严阵以待而不敢出城，这时候城中粮食将尽，叛军锐气大减。

七月二日，伪右副总兵许朝等人来到南关，请求与宁夏总兵董一奎恳谈，但是未能成功。之前被叛军劫持的佥事隋府，则趁机同家人带着官印从城上跃下，结果隋府因胳膊受伤而不能起来。叛军发现后出城，把隋府抓回下狱。

七月三日，总督叶梦熊与监军梅国桢确定计策，认为应该决开黄河大坝，将黄河水灌进宁夏镇城。这与丰臣秀吉水淹高松城，用的是同一招。决策既定，官军就绕宁夏镇城筑堤，历经14天，终于在十七日筑成，长1700尺，之后便决水灌城。

在官军对宁夏镇城用水攻之前，哱拜派出其养子克力盖，前去河套蒙古部落的酋长著力兔处求援。提督李如松刺探到这个情报，命裨将李宁追杀克力盖，缴获信符、令箭。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河套蒙古部落的另外两个酋长，庄秃赖和卜失兔，突然集合3万人攻入大明境内。他们派出一个叫土昧铁雷的手下，作为先锋去侵犯定边、小盐池。

无论河套蒙古部落是在未接到哱拜求援的情况下突然入侵明境，还是因为通过某种渠道收到了哱拜的求援才出兵，都确实对哱拜起到了侧翼援助的作用。此外，河套蒙古部落还有另外一个酋长，叫作打正，他之前与哱拜有过一次合作的经历，这次也从花马池西的沙湃口出发入寇明境。

为了对付河套蒙古部落，总督叶梦熊派遣麻贵去迎击打正，另派董一元去捣毁土昧铁雷藏身的地方。麻贵出击后，在石沟一地与打正交战，打正失利退去，分兵趋向下马关、鸣沙州。而董一元这边，也找到了土昧铁雷，他杀敌130多人，之后夸大战绩，向叶梦熊报告说斩首3000余级。河套蒙古军闻讯大惊，全部引兵退去。叶梦熊派遣游击龚子敬率领苗族军队800人，在沙湃口堵截打正的退路。苗族军队冲锋在前，但由于人少不敌，被围十余匝，龚子敬奋力作战而死，全军覆没。虽然龚子敬战死，但河套蒙古军最终还是退去了，宁夏叛军外援断绝。

在击退了河套蒙古部落后，官军便加速开决大坝水，用水来灌宁夏镇城。八月一日，宁夏镇城外的水深八九尺，整个城的外围都被水淹了。为了突围，叛军当夜乘坐小船挖堤放水，被官军擒杀16人、俘虏1人。据俘虏交代，城中缺乏粮食，军士皆食马肉，马还剩500多匹，百姓只能吃树皮，死亡人数不断上升。

但由于官军筑造的堤坝被叛军部分毁坏，到了第二天，城东、城西的大堤崩溃了100余丈，都司吴世显、参将来保所筑大堤也各崩溃20余丈，水顿时减少。总督叶梦熊斩吴世显以警示众人，来保则凭借先前在灵州立下的战功而免罪，继续全力修补大堤。叛军几次出兵来骚扰，都被官军斩杀、俘获。而这时候，河套蒙古部落又入寇明境，出兵来救援宁夏叛军。

八月二十一日，河套蒙古部落的酋长著力兔派800骑兵入侵镇北堡，又派兵1万入侵李刚堡，之后分兵渡过黄河。提督李如松派裨将李宁飞驰赴黄峡口，迎击河套蒙古军，自己则率领精兵千余人策应。李如松行军至张亮堡时，与河套蒙古军遭遇，与之搏战。两军从卯时打到巳时，因为敌寇实在强锐，明军未能将对方击败。为了振奋士气，李如松持剑杀死了两名行动迟缓的士兵。正好麻贵和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樟等人赶到，明军纵左、右两翼夹攻敌寇，于是河套蒙古军战败而走。明军追杀至贺兰山，河套蒙古军全部逃往塞外。追击中，明军捕杀了120余人，缴获骆驼、马匹无无数。之后官军将蒙古兵首级出示给叛军，叛军为此感到丧气。

九月三日，参将杨文率领浙江兵抵达战场，来支援官军。过了不久，苗兵、庄浪兵也抵达了战场。官军再次得到援军补充后，大规模整顿攻城器械，定下攻城期限。总督叶梦熊在军中张贴告示，称最先冲到城下的，赏赐万金。

五天以后，因为被水浸蚀的关系，宁夏镇城的北关城墙崩倒。守卫北关的叛军将领薛永寿等人认为大势已去，于是与官军约为内应。官军趁机定下声东击西之计，假装调集船筏进击北关。伪左副总兵哱承恩、伪右副总兵许朝不知是计，急赴北关督兵鏖战。这时候，提督李如松、参将萧如薰率领精锐掩杀南关，已经70岁的牛秉忠，凭借勇力率先登上南关。军监梅国桢以此激励将士奋战，于是官军士气高涨，争相登上南关。但随后，叛军退据内城，官军攻打了几天也无法攻克。

即便如此，伪左副总兵哱承恩还是大为丧气，连忙把之前俘获的官军劝降使者张杰送出城去，请求官军饶他们不死。因为叛军反复无常，总督叶梦熊假装允诺，但是暗中继续治办攻城器械，并再次派人进城离间叛军头目。

九月十六日，官军围攻越发紧迫。由于长期被围，叛军内部难免意见不合，于是被官军成功离间，很快因私事产生矛盾，在绝境中相互猜疑，自相残杀。先是伪总兵刘东旸杀死伪左参将土文秀，后是伪左副总兵哱承恩与刘东旸的部下周国柱密谋，哱承恩杀死了伪右副总兵许朝，周国柱又杀死了他的长官刘东旸。

到最后，叛军主将只剩下了哱氏一族。哱承恩不敢再负隅顽抗下去，他将刘东旸、许朝、土文秀三名叛军首领的首级悬挂在城楼上，向官军显示投降的诚意。官军望见后，士气大为振奋，提督李如松、参将杨文率先登城，萧如薰、麻贵、刘承嗣等人随后跟上，宁夏镇城全部平定。此时，哱氏仍然拥有家丁组成的军队，总督叶梦熊在灵州听说后，急忙传令次日早晨一定要灭掉哱氏。

第二天早晨，身为败军之将的叛军头目哱承恩去南门拜见军监梅国桢。梅国桢一出来，参将杨文就抓住了哱承恩。李如松急忙率兵包围哱拜家，哱拜和他的家丁仍然想要抵抗，李如松便举起弓箭，喝令哱拜等人放弃抵抗。哱拜走投无路，仓皇上吊自杀。李如松之弟李如樟的部将何世恩在火中砍下了哱拜的首级，官军又生俘哱拜次子哱承宠、养子哱洪大，以及同党土文德、何应时、陈雷、白鸾、陈继武等人。总督叶梦熊、巡抚朱正色、军监梅国桢等随后进入宁夏镇城中，慰问宗室、官吏、百姓。叶梦熊为斩草除根，下令将哱拜的同伙和投降的2000余人就地处死，而哱氏一族的叛乱首脑则被献俘到北京。宁夏叛乱就此宣告平定，官军向朝廷报捷，明神宗登殿受群臣祝贺。

之后，明神宗下诏处死哱承恩、哱承宠、哱洪大、土文德等人，又下诏慰问被叛军劫持的宁夏庆王，免除宁夏田租，并大赏平叛功臣，允许叶梦熊、朱正色、梅国桢的子孙世袭官职。武臣李如松功劳第一，加封宫保。其余人，如萧如薰、麻贵、刘承嗣、李如樟、杨文、牛秉忠等也陆续受封，并追赠战死的龚子敬为都督佥事。

宁夏叛乱告平后，明朝终于免除了在宁夏、朝鲜两线作战的巨大隐患，可以倾力对付侵略朝鲜的日军。而在宁夏之乱中参与平叛的李如松、麻贵、董一元，都将陆续登上救援朝鲜的历史舞台。

沈惟敬再入倭营

九月二十六日，宁夏之乱被平定9天后，由兵部尚书石星派出与日军进行“议和”的伪游击沈惟敬从朝鲜回到辽东，之后又回到北京，向内阁、兵部报告了出使朝鲜的成果。明廷为此召开了一次九卿科道会议，确定了后续的对日交涉方针。经过石星的上奏，沈惟敬被实际授予游击将军署都督指挥佥事一职，不再是一个被临时任命的伪游击了，接着他被调往备倭经略宋应昌麾下听命用事。（《再造藩邦志》）


十月，沈惟敬到达山海关，前来拜见宋应昌。他告诉宋应昌，小西行长的目的是让日本与大明建立封贡关系，两人约定60天（实际上是50天）内日军不攻打朝鲜，现在对方正在等待回音。眼看约定的时间快到了，沈惟敬想用银子贿赂小西行长，让小西行长收兵。宋应昌认为目前军队没有调集完毕，这样做可以争取更多的时间，不失为一个好办法。而石星也特地写信关照宋应昌，让他按照沈惟敬说的计策做，并拨给沈惟敬1000两银子。既然是石星特意吩咐，宋应昌只得照做，他让军官如数拿出银子，交给了沈惟敬，让他立刻动身前往朝鲜。（《经略复国要编》）


在平壤的小西行长，非常期待沈惟敬能够再来，早点达成通贡之请，完成和议，结束战争。此时，由于朝鲜义军活动频繁，日军的补给线受到了严重破坏，后方粮食已无法送到最前线的平壤。除此之外，城中出现了传染疾病，许多人因此死亡。（《吉野甚五左卫门觉书》）


十月二十日，沈惟敬与小西行长约定的50天休战时间已经到期，但沈惟敬还没有进入朝鲜。为了稳住日军，沈惟敬先派家丁沈嘉旺前往平壤，并作为人质留在平壤城内，让小西行长等人等候沈惟敬亲自前来。日军不敢怠慢沈嘉旺，安排他好吃好喝，饮食比从前招待沈惟敬的时候还要丰盛。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将信将疑，不知道沈惟敬是不是真的在替他们交涉通贡的事情。直到明朝兵部派出特使娄国安前来平壤安抚日军，小西行长等人才释然，觉得沈惟敬应是在替他们请求通贡，于是在十一月七日释放了沈嘉旺，赠送给他一把大剑，同时送给娄国安一些银子。

沈嘉旺离去之前，小西行长等人问他：“游击（沈惟敬），定于何日间到来？”

沈嘉旺回答说，沈惟敬年老体衰，走得慢，要晚点才到：“日寒昼短，年且衰老，日行不过五十里，可于二十日前到此。”

于是，小西行长等人将回信交给沈嘉旺，对他说：“尔速往速来，我且等待。”

说完，小西行长等人突然换了一副嘴脸，恐吓起了沈嘉旺。这是因为他们听到了一些传闻，说朝鲜和大明会调遣大军来攻打平壤。他们对沈嘉旺表示，他们不怕朝鲜和大明组成联军打过来，要和就和，要打就打：“闻朝鲜调出数万兵，沈游击亦领数十万兵马出来云。和则和，战则战。自大同门至普通门，弥满结阵者，皆是新添之兵也。”（以上对话出自《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小西行长的这番表态，让沈惟敬的缓兵之计差点就功亏一篑了。但由于日军自身的局限性，在朝鲜很难有所进展，所以他们对沈惟敬的回复还是充满期望，并没有急于撕破脸，仍然在等待回复。

到了十一月十五日，沈惟敬终于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义州。此行，他带来了宋应昌的檄文以慰谕朝鲜国王。这封檄文措辞激昂，声称明朝“已令闽、广将帅，连暹罗、琉球诸国之兵，鼓艨舰、扬帆樯，直捣日本巢穴”，而且“复调秦之锐卒、蜀之棘矛、燕之铁骑、齐之技击、朔方之健儿，阵凤凰城，渡鸭绿江，抵对马岛”，目标是“誓绝倭奴之族，血泛海潮，髓涂山雪，鬼蜮全消，蛟螭剸（tuán）断”（《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在檄文中，宋应昌发出了要吞灭日本，将其灭族的怒吼。不过，这也仅仅只是虚张声势罢了。

两天以后，朝鲜国王李昖在义州龙湾馆接见了沈惟敬。沈惟敬告诉朝鲜君臣，他这次来，是要假装与日军议和，并不是真要和对方议和，他的策略是想骗日军释放被俘虏的两位朝鲜王子并退出平壤，使朝鲜军入据平壤。

李昖看了沈惟敬带来的兵部宣谕日军退兵的《兵部帖》，认为这份文件有“讲和之意”，怀疑沈惟敬是真的来与日军讲和的，他带有不满地说：“见兵部札付，曰‘有讲和之意’，不胜闷迫。小邦与贼，有万世必报之仇。前日坚守五十日之约，以待天兵，而今反有许和之意。以堂堂天朝，岂可与小丑讲和乎？”

沈惟敬只好再次耐心地解释道，他不是真心与日方议和，而是伪装与其议和。目前因为气候原因，道路泥泞，朝鲜需等待明军在合适的时候出兵，一举荡平日军：“俺初以五十日为限者，非为倭也。只以道路泥泞，难于进兵，故欲待水田尽涸，秋谷毕收，然后方始举事故也。今姑许和，使贼尽还贵国男女、玉帛及二王子，然后徐待大兵之至，一举荡平矣。”

李昖还是不相信沈惟敬的说辞，焦躁地质问道：“然则宋爷（宋应昌），今到何地方？师期的在何时？兵马几何？”

沈惟敬回答说：“大军总七万，而地有远近，来有迟速。故先出者，万有二千余。”

李昖听了沈惟敬的这些话感到非常不满意，认为明军一直在延误，没把朝鲜的事情放在心上，便对沈惟敬发脾气，说要依靠朝鲜军的力量驱逐日军：“天兵既不可待，而小邦等是灭亡。欲以我国兵马，决一胜负耳。”

沈惟敬听了，嗤之以鼻，觉得李昖简直是在吹牛，因为朝鲜军虚弱得不成样子，于是不屑地对李昖说：“以贵国军马，可以灭贼，则甚善。但俺见贵国将士，队伍不明，号令不肃。驱刈刍（割草）之人，强之以为兵，此辈岂能驰突击刺乎？必待天兵之至，可举事也。”

沈惟敬又不厌其烦地解释道，他是尽心尽力为朝鲜办事，是假意与日军讲和：“俺见国王播越（逃亡），不觉泪下。贵国，一则礼义之邦，一则藩篱之国，当尽力周旋，以计诳倭奴耳。前夏，亦以单骑驰入，定约而来，何暇计一身生死乎？俺官非不高，亦可安卧私室，而所以往来不惮烦者，只为贵国也。且石爷（石星）为贵国寝不安、食不下，俺以石爷之心为心，故尽心力耳。”（以上对话出自《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这场对话并不愉快，朝鲜国王质疑明朝兵部是真的想要与日军议和，急躁地催促大明出兵，这引起了沈惟敬的不满，双方的谈话充满了火药味。

十一月十九日，沈惟敬带着用来贿赂小西行长的1000两银子，离开义州东行，停驻于斧山院。二十五日，沈惟敬派人先进入平壤城，与小西行长等人会面。次日，他亲自入城去见小西行长等人。

再次见面后，沈惟敬先将银子交给小西行长，然后以《兵部帖》宣谕日军。在《兵部帖》中，兵部对日军宣称：

兵部已经知道日本原先只是为了从朝鲜通过，向大明求贡；而朝鲜轻易许诺日本借道，后来却失信，日本才出兵朝鲜，并没有别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兵部同意日本向明朝通贡的要求，到时候按照封贡的先后程序，先册封日本诸将为日本国王，日本诸僧为日本国师。现在日军既然已经接到《兵部帖》，就先退出平壤、王京，将这一带地方还给朝鲜，把俘虏的朝鲜王子、王女也还给朝鲜，然后罢兵还巢。兵部会让水陆各军不对日军兵刃相加，也会告诫朝鲜不得阻拦日军的归路。（《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


《兵部帖》的内容，不能只从表面上的文字理解，其实这封公文并不是代表明朝真的同意了日方的通贡请求，实际上只是一种羁縻策略，试图凭借一纸公文将日军哄骗出平壤、王京，并释放俘虏的朝鲜王室，从朝鲜罢兵。

但是，面对沈惟敬的重金贿赂和兵部提出的议和条件，小西行长却没有轻易妥协，他说被俘虏的朝鲜王子在咸镜道的日军将领手中，他不能做主：“咸镜道，各有将官（加藤清正、锅岛直茂）。还两个王子之事，我不得主张。”

小西行长又说，平壤城在他支配范围之内，他可以还给朝鲜，但大同江以东至王京的区域，各有5个将官，他同样无法做主：“平安一道，我为主将，当让还平壤城。大同江以东至京城地方，各有五个将官，我不得主张。”

小西行长之所以没有轻易妥协，是因为他之前听到了明军将会出兵朝鲜的风声，开始怀疑沈惟敬的真实意图，于是便试探性地问沈惟敬：“听得老爷来时，带兵马来云，兵马安在？”

虽然小西行长想要继续套沈惟敬的话，但是沈惟敬很快做出了反应。他拿出新旧两份勘合印信，告知小西行长，旧勘合上写明他的随从只是10个人，新勘合上写明他的随从是15个人，除此以外再无一人，更别说军队：“旧勘合十人，新勘合十五人，此外更无一人，谁谓我带兵马而来乎？”（以上对话出自《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由于沈惟敬的机智反应，小西行长又一次被他蒙蔽，以为明军还不会采取军事行动。但是沈惟敬同样没有成功把日军骗出平壤、王京，小西行长最多只是在表面上答应沈惟敬愿意退出平壤。

为了确保和谈继续进行下去，小西行长向沈惟敬索取明朝将官作为人质。沈惟敬编造谎言，不惜虚构出一个名叫“唐之关白”的身份高贵之人，说大明将送上“唐之关白”等21名人质给小西行长。虽然这只是沈惟敬的谎言，但小西行长却轻易地相信了。后来，小西行长派人将这个消息带回了日本，于是大明将送上“唐之关白”等人质渡海的谣言在日本名护屋传得沸沸扬扬。（《南部文书》）


会谈结束以后，小西行长将沈惟敬贿赂他的1000两银子与石田三成进行了分赃。（《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而沈惟敬则在十二月三日从平壤回到义州龙湾馆，之后很快就回到辽东，向宋应昌报告此次出使的情形，称小西行长只愿意退出平壤，以大同江为界划分朝鲜。

但是，此时明朝已不像祖承训在七月战败时那样，面临宁夏、朝鲜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面对日军提出的苛刻议和条件，没有必要再做妥协。宁夏之乱在九月已经平定，明神宗下诏，命令在宁夏战役中立下头等功的李如松提督蓟州、辽东、保定、山东军务，充任防海御倭总兵官，前往救援朝鲜。（《明史》）


十二月八日，李如松赶到辽阳，与备倭经略宋应昌会合，相互誓约“彼此同心，勿生疑二”。两人面议，将东征军士分为三支：中协、左翼、右翼。中协由中军副将都督佥事杨元率领，左翼由辽东巡抚标下副总兵都督佥事李如柏率领，右翼由协守辽东副总兵张世爵率领。

此时，增援朝鲜的大军已在辽阳集结，随时可以动身讨伐日军。小西行长提出的划分朝鲜这一要求，自然不会被经略宋应昌、提督李如松答应。既然沈惟敬诱退日军失败，经略、提督便只能顺势而为，采取武力手段解决日军了。

据《两朝平攘录》记载，宋应昌听到沈惟敬的报告以后，非常震怒，喝令将沈惟敬捆打一百，想要杀死他。但是提督李如松与赞画袁黄、刘黄裳纷纷劝告宋应昌，说沈惟敬是大司马石星派遣的，因为这层关系不能杀他，宋应昌方才罢手。

而据《明史》记载，李如松在听到小西行长不仅求封（实际是求贡），还要求以大同江为界划分朝鲜后，直斥沈惟敬是奸邪之辈，想要杀了他。而李如松的参谋李应试从旁劝谏，说可以利用沈惟敬欺骗日军，假装答应他们提出的要求，然后趁机偷袭对方。经过李应试的劝谏，李如松才没有杀死沈惟敬。

不管哪一种说法正确，宋应昌最后将沈惟敬拘禁在李如松营中，不允许他再入倭营，以避免走漏明军将要出兵朝鲜的风声。（《明神宗实录》）
 无论如何，沈惟敬的行动，都使日军暂时收敛了兵锋，为明军出兵朝鲜争取到了时间，也为明军搜集日军的兵力与武器情报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注解：



[1]
 　当时平壤还没有被日军攻陷，所以林世禄能来平壤视察。


[2]
 　申包胥，又称“王孙包胥”，春秋时期楚国贵族，曾与伍子胥结为知交。楚昭王十年（公元前506年），吴国用伍子胥之计攻破楚国，申包胥到秦国求救，痛哭七日七夜，秦哀公乃出兵救其国。楚昭王归国赏功，申包胥坚持不受。


[3]
 　《两朝平攘录》记载的日期为七月十五，有误，此处已更正。


[4]
 　据《再造藩邦志》记载，明朝兵部为了核实祖承训的说法是不是真的，派遣锦衣卫都指挥使黄应旸到朝鲜义州查探实情。朝鲜国王李昖亲自在中江迎接黄应旸，礼曹判书尹根寿、李恒福向黄应旸反复出示了几份日本方面此前胁迫朝鲜的书信，试图让黄应旸打消怀疑。黄应旸虽然一度怀疑，但最后也释然了，并为朝鲜鸣冤叫屈。但是根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记载，黄应旸出使朝鲜，时间应为祖承训战败之前。


[5]
 　据《加藤光泰·贞泰军功记》记载，提出撤退到釜山浦的是石田三成。而在《武田兵术文稿》中，提出撤到釜山浦的是小早川隆景。


[6]
 　据朝鲜史料《乱中杂录》记载，小早川隆景军团从全罗道的锦山撤军后，退到了庆尚道：“（九月）十六日，出向沃川中路屯聚，日夕还锦山。翌日夜半，撤向沃川，因下星州、开宁。”但是这一说法有误，依据小早川家臣所著的《梨羽绍幽物语》记载，小早川隆景是调防到了京畿道的开城，而不是退到了庆尚道。


[7]
 　此据《征韩录》。不过在《日本战史·朝鲜役》《明将祖承训败走以后我军之态度》中，户田胜隆在王京军议后从开城撤守，此城交由小早川隆景调防，之后他撤到了庆尚道尚州，不是把守在王京南面的广丹城。


[8]
 　行人司，是古代的一种官署名，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置，掌传旨、册封等事。行人司，设行人，正九品，左、右行人，从九品。后改行人为司正，左、右行人为左、右司副，另设行人345人。凡颁行诏敕、册封宗室、抚谕四方、征聘贤才，及赏赐、慰问、赈济、军务、祭祀，则遣行人出使。建文中罢。成祖即位，复旧制。


[9]
 　俺答封贡又称“隆庆和议”，是隆庆年间改善与蒙古鞑靼部关系的事件。嘉靖以来，蒙古鞑靼土默特部不断侵扰明朝西北地区。隆庆四年（1570年），鞑靼首领俺答向明朝请求封王、通贡、互市。隆庆五年，明朝封俺答为顺义王，封其子弟为都督等职，允许通贡。九月，双方在大同得胜堡、新平堡及宣府张家口等地展开互市。俺答死后，其妻三娘子，继续与明朝通贡，受封“忠顺夫人”。


[10]
 　九边是明朝弘治年间，在北部边境沿长城防线陆续设立的九个军事重镇：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太原镇（又称山西镇）、延绥镇（又称榆林镇）、宁夏镇、固原镇（又称陕西镇）、甘肃镇。


[11]
 　宁夏镇隶属陕西行都指挥使司。


[12]
 　鹿角是古代战争中，用来防止军营遭到敌军骑兵偷袭的以尖木棒制成的木栅栏。骑兵以速度快、灵活性高、杀伤力大成为偷袭营寨的常用兵种，因此通过鹿角可以有效预防敌军骑兵发起冲锋。有些军营会在鹿角上绑上铃铛，这样当敌军步兵移动鹿角时就可以为守军提供警报，及时有效地防止敌军对本军营寨发起袭击，大大提高了军营的安全性。




第三章


壬辰倭乱（下）：

从明军收复平壤到败走碧蹄馆






明军大举来援

对于明军将要大举增援朝鲜，远在日本名护屋的丰臣秀吉已经有所警觉，他在十一月十一日派遣近臣熊谷直盛、垣见一直携带朱印状前往朝鲜，对在朝的日军诸将宣谕军令。在该份朱印状中，丰臣秀吉对日军的指示如下：

明春，（秀吉）必亲航海，剿荡土寇（朝鲜义兵）。卿等宜各守汛地，自釜山至国都，自国都至平壤，沿道城砦，峙粮饬兵，守备完缮，以俟我出。其旁径他路，俟明春一齐经略，但有余力，宜随便措置。船舶遗足备熊川，余皆返致。又明军攻行长，国都诸将应援勿失时。（《大日本编年史》）


在这一封朱印状中，丰臣秀吉不再狂妄地放出要吞灭大明的狂言，而是现实地要求日军诸将固守朝鲜占领区，囤积粮食，修缮城池，等待他亲自渡海，剿灭朝鲜义军。又提到在朝鲜熊川留下足够的船只，剩下的船只全都返回日本，作为后续援军渡海至朝鲜之用。他最后重点提到了明军必然会再次进攻小西行长所在的平壤，要求王京日军一定要注意救援。

丰臣秀吉在另一封写给家臣加藤光泰的书信中，也指出小西行长孤军深入，所处位置颇为危险，让增田长盛、石田三成、大谷吉继、前野长康、加藤光泰监督小西行长，为明军来袭做好戒备工作。（《近世日本国民史·朝鲜役》）
 此时，丰臣秀吉已经从前线收到的报告中认清了现实的残酷，开始清醒地对前线做出防御明军来袭的指示。但前线日军受沈惟敬蒙蔽，对与明朝和谈依然抱有幻想。

十二月九日，日军高层集结在京畿道开城，召开重要的军事会议，商讨与明朝议和的具体条件。参加会议的人有石田三成、增田长盛、大谷吉继三奉行，以及小早川隆景、小西行长、大友义统、岛津义弘、松浦镇信、立花宗茂、高桥统增、吉川广家、筑紫广门、安国寺惠琼等人。

根据日本史料《黄薇古简集》的记载，在会议上，日军高层提出了以下三点强硬意见：

一、大明每年都要回应日本的要求，派遣使者前往日本京都，由日本处置。

二、将朝鲜八道中的三道还给朝鲜国王，但剩下的五道需要割让给日本。

三、大明、朝鲜交出人质，在次年正月送到釜山浦，由小西行长带领他们渡海。

根据《朝鲜渡海日记》的记载，小西行长决定得到大明人质以后，就立刻带着他们回日本谒见丰臣秀吉，竭力促成通贡，就此结束战争。由此可见，虽然日军已经有了停止战争的想法，但和平条件苛刻，仍然坚持实现割地、通贡，还要大明派出人质渡海。

十二月十三日，开城军议结束，日本大名将相关内容写信报告给丰臣秀吉，之后离开开城，各自回到驻地，等待议和消息。然而，日军没等到议和，却等来了明军的武力征伐。

十二月二十五日，大明提督李如松以副总兵杨元为中协大将、副总兵李如柏为左翼大将、副总兵张世爵为右翼大将，领着3万余人，浩浩荡荡地渡过鸭绿江，开启了救援朝鲜的征程。据《经略复国要编·报进兵日期疏》记载，明军三协的编制如下所示：

[image: Figure-0171-0021]


根据以上这份名单，明军进入朝鲜的援军至少应有33997人。但事实上，实际进入朝鲜的明军将官，已经超过了上面这份名单。对此，《宣祖昭敬大王实录》有所补漏，据该书记载，明军的编制如下：



	职务
	姓名
	兵力



	钦差提督蓟辽、保定、山东等处防海御倭使，军务总兵官，中军都督府都督同知
	李如松
	



	标下中军；原任参将、都指挥佥事
	方时春
	



	统领管下亲兵；原任参将
	李宁
	马兵1000人



	钦差管理经略中军事务、中协副总兵、都督佥事
	杨元
	兵2000人



	钦差征倭左营副总兵、署都督佥事
	李如柏
	兵1500人



	钦差征倭右营副总兵、都指挥使
	张世爵
	兵1500人



	协守宣府东路，统领营兵；副总兵、都指挥使
	任自强
	宣府马兵1000人



	统领辽东调兵；原任副总兵、都督同知
	李平胡
	马兵800人



	统领南北调兵；原任副总兵
	查大受
	马步兵3000人



	统领辽东调兵；原任副总兵
	王有翼
	马兵1200人



	镇守辽东东路；副总兵、都指挥使
	孙守廉
	马兵1000人



	统领保定蓟镇调兵；原任副总兵
	王维贞
	马兵1000人



	统领昌平右营兵；参将
	赵之牧
	马兵1000人



	统领蓟镇遵化兵；参将
	李芳春
	马兵1000人



	义州卫镇守、参将
	李如梅
	马兵1000人



	统领辽镇调兵；参将
	李如梧
	马兵500人



	辽东总兵标下，管领夷兵；原任参将
	杨绍先
	马兵500人



	统领南北调兵；涿州参将
	张应种
	马兵500人



	统领浙直调兵；神机营左参将、都指挥使
	骆尚志
	步兵3000人



	统领大宁营兵；原任参将
	张奇功
	马兵1000人



	统领山西营兵；原任参将
	陈邦哲
	马兵1000人



	统领浙兵；游击将军、都指挥使
	吴惟忠
	步兵3000人



	统领宣大八卫班兵；游击将军
	宋大斌
	马兵2000人



	统领南兵；游击将军
	王必迪
	步兵1500人



	统领大同营兵；游击将军
	高策
	马兵1000人



	统领浙兵；游击将军
	叶邦荣
	马兵1500人



	统领山东秋班；经略标下御倭防海游击将军
	钱世祯
	马兵1500人



	统领嘉湖苏松调兵；游击将军
	戚金
	步兵1000人



	提督标下，统领大同营兵；游击将军
	谷燧
	马兵1000人



	统领宣府营兵；游击将军
	周弘谟
	马兵1000人



	统领蓟镇右营；游击将军
	方时辉
	马兵1000人



	阳河游击将军
	高升
	马兵1000人



	建昌游击将军
	王问
	马兵1000人



	保定游击将军
	梁心
	马兵1000人



	真定游击将军
	赵文明
	马兵1000人



	陕西游击将军
	高彻
	马兵1000人



	山西游击将军
	施朝卿
	马兵1000人



	统领保真建遵调兵；游击将军
	葛逢夏
	马兵2000人




《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统计出来的明军总兵力是46000人，但是这个数字实际上也并不完全接近事实，据《经略复国要编·益乞增兵益饷进取王京疏》记载，最后真正进入朝鲜的明军人数只有38937人。

而在李如松统领大军渡过鸭绿江之前，钱世祯
[1]

 、王问、楼大有、吴惟忠、王必迪等明军将领已先行渡江，进入了朝鲜。然而在平壤的小西行长等人，竟然对这些情况毫无察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小西行长失去了朝鲜叛民作为耳目。

原先，小西行长收买了金顺良等40多个朝鲜叛民，将他们散布于平壤北面的顺安、肃川、安州、义州等处作为耳目，通报朝鲜机密之事，因此朝鲜的山川形势、道路迂直、行军日期，日军无不知晓。只要朝鲜叛民将朝鲜的告示、秘密公文拿回来给日军看，日军就赏赐他们布匹、牛马。但是在十二月中旬，朝鲜平安道都体察使柳成龙捕获了叛民头目金顺良，审讯之后将其处死，接着按照审出的名册追捕其他叛民。于是叛民四散一空，小西行长没有了渠道，使得日军对明军进入朝鲜的消息一无所知。（《西厓集》）


朝鲜国王李昖得知明军渡江入朝，亲自在义州的义顺馆道迎接李如松。李如松穿着红锦袍，意气风发地坐在红明轿上。之后，他在龙湾馆与李昖会晤。

李昖见到李如松后，礼节性地问了明神宗的身体状况。

李如松回答说明神宗身体很好，又安慰李昖道：“愍贵国无故被倭患，大发兵马来救。今当剿灭凶贼，愿国王放心也。”

李昖激动地对李如松感谢道：“以寡人守国无状，贻念皇上（明神宗），致诸大人远事征伐。虽剖心腹，安得报此天地罔极之恩？”

李如松笑着回答说：“皇上天威，国君（朝鲜国王）洪祚。此贼自当歼尽，何谢为？”

李昖又说：“小邦一缕之命，惟在大人。”

李如松拱手道：“既承皇上之命，何所辞死？且俺先世，本贵国之人，来时俺父亦戒之，俺何敢不力于贵国乎？”

寒暄一番后，李昖向李如松行茶礼，又向李如松行酒礼。李如松饮了两杯酒后，向李昖辞谢道：“此何等时，而设宴乎？剿灭还归时，俺当不辞。”

李昖又向李如松呈上礼单，但李如松坚辞不受，对李昖说：“奉圣天子命，来救属国，安用礼物为乎？只领诚心而已。国王以优礼遇我，我当尽力讨贼耳。”

李昖又手持一双环刀，想献给李如松，李如松认为这很有意义，便欣然收下了。之后，李昖又与明军三协大将杨元、张世爵、李如柏见面，对他们说：“皇恩罔极，无以为喻。小邦存亡，惟恃大人。”

三大将安慰李昖道：“贵国世效忠贞，无故被兵，皇上遣俺等来救。先复平壤，次复王京，至于釜山，荡扫倭贼而后已。”（以上对话出自《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李昖又向三大将行茶礼、酒礼，三大将接受了。李昖呈上礼单，三大将同样推辞不受。李昖又向三大将赠送环刀，三大将才和李如松一样接受了。

因为感到身体疲劳，李昖没有再会见其他明军将官，这让明军诸将非常愤怒，李如松也对此感到惊讶。李昖在晚上知道了明军诸将的不满后，想在次日去见他们，但第二天一早，李如松就领兵起行了。

十二月二十六日，李如松出城清点明军人数，突然发现游击葛逢夏的军队少了400人，明军兵力削减到38537人。原来，葛逢夏军中有许多疲弱者，葛逢夏就将这些人全部放了回去，让他们做了逃兵。李如松知道后非常生气，想对葛逢夏动用军法，但最后还是作罢了。（《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转眼，万历二十年过去了，时间进入到万历二十一年。一月三日，李如松从嘉山抵达安州，下营于城南。
[2]

 黄昏时分，他叫来平安道都体察使柳成龙谈话。柳成龙从袖中拿出平壤地图给李如松看，并为其指点形势和城门入口。李如松很高兴地听着，频频用毛笔在地图上圈点，一会儿说“贼在吾目中矣”，一会儿又说“倭但恃鸟铳耳，我用大炮，皆过五六里，贼何可当也？”（《惩毖录》）


两人谈完话后，柳成龙告退，李如松在一把扇子上题诗一首，赠送给柳成龙，只见扇上写着：

提兵星夜渡江干，为说三韩国未安。

明主日悬旌节报，微臣夜释酒杯欢。

春来斗气心逾壮，此去妖氛骨已寒。

谈笑敢言非胜算，梦中常忆跨征鞍。

为了侦察敌情，李如松派出一名夜不收
[3]

 前去侦察平壤城内的日军动静。夜不收从平壤城侦察回来后，向李如松汇报说，日军尚不知道明军已经进入朝鲜。根据《孙子兵法》的教导，“兵者，诡道也”，李如松决定利用日军的情报不足，刻意放出假消息，声称沈惟敬已经答应日方提出的条件（向明朝通贡、以大同江为界划分朝鲜），将要再次前往平壤谈判。李如松准备用这个假消息将平壤城内的日军引诱出来，再趁机掩击，将其一举歼灭。（《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按照上述计划，到了一月四日，李如松从安州南下，驻兵肃川。副总兵查大受继续南下，先行抵达顺安县的安定馆，他派家丁金子贵前往平壤，向日本人送去一封信，欺骗日本人“沈游击将至”，与日方约定在平壤郊外的斧山院会谈。平壤城的日军得到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倭僧景辙玄苏更是为此吟诗一首：

扶桑息战服中华，四海九州同一家。

喜气忽消寰外雪，乾坤春早太平花。

景辙玄苏的这首诗，表明了日本低头向中华屈服的姿态，与丰臣秀吉当初意欲吞并大明的雄心壮志，诚可谓是云泥之别。不过，小西行长自然不会像李如松想象的那样，让日军全部出城去迎接沈惟敬，他只是和宗义智派出家臣大浦孙六、竹内吉兵卫，让他们带着23名士兵和日军阵营中的浙籍翻译张大膳，到斧山院去迎接沈惟敬。实际上，小西行长特意留了个心眼。据《再造藩邦志》记载，小西行长其实是以迎接沈惟敬为由，窥探虚实。

当日酉时（下午5时至下午7时），大浦孙六、竹内吉兵卫、张大膳一行人抵达斧山院，但他们没有见到沈惟敬，只见到了查大受。竹内吉兵卫等人一开始很谨慎，但还是被查大受诱骗到顺安的安定馆。将要进入顺安时，日本人看到一些朝鲜军人在顺安城上设置守备，开始怀疑对方的真实意图，迟疑着不敢入城。查大受见日本人迟疑，便一挥手，让朝鲜军人退走了，他又再三向日本人作揖，使他们逐渐放松了警惕。如此一来，日本人才失去戒备心理，进入了城内。查大受表面设宴招待他们，让大浦孙六、竹内吉兵卫、张大膳在内厅吃饭，并引诱他们喝酒，又让其余20多个小兵在外厅吃饭，实际上他已经在帐后埋下了伏兵。（《惩毖录》《朝鲜阵记》）


等日本人喝醉以后，副总兵李宁等人举起酒杯大声呼喊，埋伏在帐后的明军将士一拥而上，李宁、雷应坤等将士的家丁对日本人挥刀乱砍，杀死了绝大部分小兵，又生擒了竹内吉兵卫、大浦孙六、张大膳和一部分小兵。

根据《李元翼状启》的记载，沈惟敬曾经对李元翼说，他设想用酒灌醉平壤日军，然后将对方歼灭。又根据《平湖县志》的记载，沈惟敬在嘉靖年间曾经和其父沈坤在酒中下毒，设计毒杀倭寇。按照这两份记录推测，此次明军引诱日军喝酒，趁机袭击他们的主意，很可能就是沈惟敬想出来的。如果真的是沈惟敬的提议，那他可谓是用心良苦了，即便被宋应昌等人软禁在军中，但还在时时刻刻琢磨着怎么对付日本人。

到了晚上，大浦孙六趁明军不注意，带着6名小兵见机逃走了，而竹内吉兵卫却没能逃走。李如柏等将发现后立即追击，但没能追上。大浦孙六一行人于夜半时分回到平壤，向小西行长禀告了此事。直到这时，小西行长才后知后觉地知道明军已经进入了朝鲜，当下惊慌失措，开始加强平壤城的戒备。
[4]



明军方面，李如松知道有几名日军俘虏逃走以后，非常生气，认为明军迫近平壤城的消息已经泄露，日军肯定会有所戒备。他立即率领18名家丁，齐齐带上弓箭，从肃川赶赴顺安，大军则跟在他身后陆续进发。到了顺安后，李如松准备治李宁、雷应坤两人的罪，将他们斩首示众。李如柏哭着对李如松请求赦免二人，李如松这才收回了将他们斩首的想法，改为杖责李宁15棍、雷应坤30棍。他又用非常凶狠的语气对亲兄弟李如柏说：“汝辈违吾军令，亦必枭首，决不贷汝！”

众将士听到这句话以后，两腿发抖，脸色都变了。为了不让日军及时反应过来，李如松督军从顺安出发，准备在日军做好准备前攻破平壤。
[5]



明军收复平壤

万历二十一年一月六日，李如松会同朝鲜军，进抵平壤城下
[6]

 ，在靠近平壤城的地方安营扎寨。李如松同诸将及沈惟敬绕平壤城勘察地形，只见平壤东、南两面临近大同江，西面靠着陡峭的山崖，北面的牡丹峰高高耸立，形势最为险要。日军在平壤城的四周布置了拒马
[7]

 、地炮，城上守兵徘徊观望，很难急攻。平壤有四个主城门：西北门七星门，西门普通门、南门含毬门、东门大同门。勘察完毕后，李如松分兵围住平壤城，让人在城外竖立白旗，上面写着：“朝鲜军民，自投旗下者免死。”

平壤城内的日军见明军、朝鲜军进抵平壤城下，先分兵1000余人
[8]

 ，驻守城北的险要之地牡丹峰，他们竖起青白色的旗帜，大喊大叫地朝联军放铁炮；又分兵5000人
[9]

 ，站在自城北到普通门的城楼上，手里拿着盾牌和刀。此外，一个日军大头目，带领数百劲兵
[10]

 ，竖起大将旗，吹锣鸣鼓，巡视城上，指挥诸军。

此前，小西行长收到明军大举袭向平壤的消息后，就派遣使者向驻守在后方白川城的黑田长政、凤山城的大友义统、牛峰城的小早川秀包讨要援兵。在求援信中，小西行长夸张地说，明军兵力有20万人，本想博取友军的同情，不料这个数字却吓退了三人。大友义统派出斥候去侦察敌情，使者回报称明军兵力在10万以上，充斥山野，已经和小西行长打了起来。大友义统非常吃惊，认为明军兵力这么庞大，小西行长肯定已经战死了，于是直接放弃驻守的凤山城（黄海道），一路逃向王京（京畿道）。后来，大友义统因此事被丰臣秀吉没收全部封地。黑田长政、小早川秀包二人虽然没有这么窝囊，但也犹豫不决，商量来商量去，终究还是不敢出兵救援平壤，于是只能由小西行长独自等待命运的裁决。（《义弘公御谱中》）


中午，李如松派出一支部队仰攻平壤北面的牡丹峰
[11]

 ，日军在牡丹峰上穿凿小孔，从孔内对着明军乱放铁炮，明军立刻退了回去。日军见明军逃走，就从牡丹峰下来追赶，明军又弃置了数十面铁盾退去，日军便争相抢夺这些铁盾。不料明军在日军捡铁盾的时候，突然杀了回来，日军被迫退回了牡丹峰。李如松见状，鸣鼓收军，回营驻扎。
[12]



当天晚上，日军派出一股军队
[13]

 ，从平壤城内的密德土窟出来，他们嘴里叼着小木棍，不发出一点声音，前往偷袭明军营寨
[14]

 。明军察觉到贼情以后，对着日军不断放炮，日军知明军有备，便退回了平壤城内。（《驰启天兵进攻平壤形止状》）


除了夜袭明军的这股日军外，还有另外一股日军部队前往偷袭布阵在平壤城含毬门外的8000朝鲜军。日军从大同门出城，迂回到朝鲜军的背后，发动攻击，朝鲜军大败，阵亡者十之七八。（《平壤续志》）


一月七日，李如松派人取来朝鲜军在顺安搭的长梯，作为攻城用的工具；又派出几天前在顺安俘虏的日军翻译张大膳，让他回到平壤城，对城内的日军晓以利害。午时，张大膳带回了日军的书信，并将其交给李如松，称平壤城内的日军请求明军解除围困，日军愿意放弃平壤，退走到12公里外的地方。日军还向李如松保证：“愿暂退天兵，奉表纳贡于福建。”（《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但李如松并不相信这番说辞，认为是日军诈伪之词，便派出金子贵回话说：“尔等欲降，则（派兵）二千出城外，听我命可也。尔等何敢出退天兵之说？”

拒绝日军的要求后，李如松督军进攻平壤城西面的普通门，然后假装不敌退走。日军不知是诈，从普通门开城追击，结果明军又杀了回去，斩得日军首级30颗，追击至城门而止。

当天晚上，日军再次出动800人，前往偷袭李如柏的阵营，但是被明军击退。
[15]

 而李如松在进行烧香、占卜等一系列活动后，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卦象，准备在次日对平壤城发起总攻。

同一天，明朝兵部移咨朝鲜，宣布无论是朝鲜军还是明军，只要能擒斩平秀吉（丰臣秀吉）、平秀沈（丰臣秀次）、僧景辙玄苏这三名倡乱元凶，每个人头赏银1万两，立功之人封伯世袭；只要能够擒斩平秀家（宇喜多秀家）、平秀忠（羽柴秀胜）、平行长（小西行长）、平义智（宗义智）、平镇信（松浦镇信）等有名的日军头目，每个人头赏银5000两，立功之人世袭指挥使。若能擒斩其他日本岛内的头目来献，许诺封立功之人为日本国王。（《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一月八日黎明，明军还来不及吃早饭
[16]

 ，李如松便与三协大将分统军兵，匆匆下令攻城。游击将军吴惟忠、原任副总兵查大受负责攻打密德土窟、牡丹峰，中协大将杨元、右协大将张世爵负责攻打七星门，左协大将李如柏、参将李芳春负责攻打普通门，副总兵祖承训、游击骆尚志与朝鲜平安道兵使李镒、防御使金应瑞负责攻打含毬门。
[17]

 此外，朝鲜将领曹好益结阵于大同江（平壤城东），以截断日军退路。（《平壤贼遁形止状》）


部署完毕后，李如松向军中宣告，最先登上城头者赏银300两
[18]

 ，授以都指挥佥事
[19]

 ，但众将士不得割取敌军首级
[20]

 ，违令者斩。之后，李如松亲自督领亲兵百余骑，往来平壤城下，指挥将士对平壤城发动总攻。关于明军攻打平壤时的武器、装备、阵形，葡萄牙耶稣会士弗洛伊斯在其著作《日本史》中记录道：

太阳出来两小时后，明军利用大量射石炮，开始了威吓射击。在战鼓的激鸣声和人们的呐喊声中，明军排列整齐的队伍攻向了日本军。明军战斗人员全部为骑兵，他们的坐骑高大强健。他们身着厚薄适中的、钢铁制成的铠甲，佩戴着钢铁打造的护膝。就算他们骑在马上，铠甲也能垂到足边。由于他们的身体被这些制作精良且强韧的铠甲所覆盖，所以就算用优良的日本刀枪也无法给他们造成丝毫损伤。他们使用的是上等的钢铁制头盔，他们还送过几个这样的头盔给日本。他们使用的弓箭和枪可以说是最佳的攻击武器。和日本人一样，他们使用刀、剑和许多铁炮。他们的铁炮究竟是如何发射的，我至今都没弄明白，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在发射了无数次后，居然没有使日本人出现一名伤亡人员……明军各自完成使命，没有人插手别人的领域。有人架梯子，有人运送伤员，有人运送火药、铁炮台、箭。据说，从战场逃脱、放弃任务将被判处死罪。在战场上，不管是攻击的时候还是受到攻击的时候，明军一直采用以新月阵形包围敌人的战略。

从《日本史》的记载来看，尽管明军有攻击力较强的弓箭、枪，并且甲胄精良，能有效地抵御日军的冷兵器攻击，但他们的“铁炮”却没能发挥出太大的效用，命中效率极低，未能对日军造成威胁。日本历史学者洞富雄认为，明军使用的这种“铁炮”，类似于日军的火绳枪，但性能上较为落后，因此不容易奏效。不过即便如此，明军的各类火炮还是对日军造成了很大震慑。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辰时（早晨7时至上午9时），明军在距离平壤城2公里的地方，摆列佛郎机、虎蹲炮、灭虏炮等火器，对着平壤城齐放炮弹、火箭。炮声就像轰鸣的惊雷一样，震动山岳，硝烟弥漫数十里，咫尺不辨。只听得呐喊声伴随着炮声，就像上万只黄蜂在哄闹一样。

吴惟忠带领南兵攻打密德土窟、牡丹峰。明军用火箭引燃了密德土窟，在一阵忽然吹来的西风助力下，风急火烈，土窟迅速被火焰包围了起来。城上的日军旗帜，一下子被烧光了许多。（《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李如松激励诸军加强攻势，熟料日军藏身在矮墙中，对着明军乱放铁炮，“鸟铳铅子飞下如雨，中者无不立毙，有铅弹一枚而穿透二人者”（《经略复国要编》）
 。日军又往城下泼沸水，扔大石块，死守平壤城，还齐刷刷地将长枪、大刀刺向正攀爬登城的明军，明军因此稍稍退却。李如松在城下巡视，亲自动手斩杀了一个逃兵，又以物质承诺激励明军将士，喊话道：“先上城者，与银三百两，或授以都指挥佥事！”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在李如松的激励之下，明军“三军齐奋，呼声震天，无不以一当十。前军被杀，后军继至”（《经略复国要编》）
 。将士们手持矛戟、盾牌，相杂着一齐前进，或射箭，或放炮，或仰刺城上的日军。

激战中，很多明军将士被日军击伤。参将李芳春被日军的箭镞射中咽喉，右臂也被射穿。参将李如梧被日军的铁炮击穿了左臂。副总兵李如柏的头盔被日军铁炮击穿，幸亏头盔里的布料比较厚实，才不致重伤。游击将军吴惟忠被日军铁炮打中了胸部，但仍然坚持作战。攻打含毬门的游击将军骆尚志纵身攀爬城堞，但日军在城上投下巨石，砸伤了骆尚志的脚，可骆尚志还是迎头直上，没有丝毫退却。《乱中杂录》甚至记载了这样的情景：“骆尚志等乱投死尸于城上，贼兵以为天兵飞入城，益自惶怯。”浙兵擂鼓呐喊，跟在骆尚志身后登城，日军不敢抵抗，于是浙兵率先登上含毬门，拔掉了日军的旗帜，改竖明军的旗帜。

随后，祖承训、李宁带领明军北兵、朝鲜军，跟在浙兵后面杀进含毬门。对于北兵的表现，有两种说法。一说，北兵对着日军放三穴鸟铳，几乎歼灭了含毬门的日军，敌军只剩下三四百人逃入松林。一说，北兵只是跟在南兵后面，骑马驰入含毬门，不顾李如松禁止斩取日军首级的命令，争斩日军尸体的首级。（《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朝鲜平安道兵使李镒虽然也随明军北兵杀入含毬门，但是却并不能任意割取首级。李镒军中有明军派来负责监军的1名将领、4名士兵，但这些人却没有带上翻译。由于言语不通，在队伍中的明军只要稍稍对李镒军的表现有所不满，就用剑背击打李镒军的士兵，即便是李镒军的士兵斩下了一些日军首级，也都被明军抢走。（《平壤贼遁形止状》）


而在七星门方向，李如松亲自督左协大将张世爵、中协大将杨元攻城，但日军立在门楼上，用铁炮等武器反击明军，明军一时未能轻易攻下。直到李如松下令用大炮轰城，大炮打中了门楼，将其“撞碎倒地烧尽”，七星门的城门才被明军攻破。巳时（上午9时至上午11时），李如松整军从七星门进入平壤城内。

已经入城的明军乘胜争前，骑兵、步兵云集，与日军展开激烈的巷战。当时战况，据《经略复国要编·叙恢复平壤开城战功疏》记载：

大城既破，我兵四集，云涌风驰，雷轰电掣，健马奔冲，短兵相接，贼尽摧伏。栅下火箭飞射，中者焚，触者死。

对于明军与日军的巷战情景，弗洛伊斯也在《日本史》中记录道：

虽然日本兵顽强抵抗明军的攻击，勇猛果敢地奋战，但是日本军队与明军相比在兵力上处于劣势。他们的刀在多次肉搏战以后变钝了。明兵的武装非常坚固，日本军队的刀几乎不能造成任何损伤。双方混战在一起，陷入了不能使用铁炮的乱战状态，日本方面的伤亡开始增加。行长的一个兄弟和一个从弟战死了（此处疑为《日本史》笔误，与第一次平壤之战记载相同），除此外还有众多人员伤亡。

日本史料《松浦家世传》也记录了平壤外城被攻破后，日军陷入苦战的场景：

公（松浦镇信）及小西作右卫门所守，专当敌之冲，箭、丸渐乏，刀折枪碎，势气已尽，且众寡不敌。晡所（下午3时至下午5时），三大门破……我兵退入内城，于是行长建旗于石垣城，公建旗于松山城（日军在牡丹峰附近建造的栅寨）以守焉。松山城，内城也。残兵稍来集，公将日高喜以兵三百人守门拒战，不利，遂死之，其兵三十六人战死于一所。作右卫门及公甥松浦定拒战于北门，明兵断其后，定恶其为敌所害，自刃而死，麾下兵三十骑许，亦战死于此。作右卫门突敌出城，绕东，入石垣城。泰岳公（松浦久信）亦与定俱守北门，弗敢退。公亲往要（同“邀”）之，与俱入松山城。

明军骑兵、步兵云集平壤城后，砍杀日军首级1285颗，生擒2名日军士兵，夺获2585匹马、455件倭器，救出被俘虏的朝鲜男女1115人。（《经略复国要编》）
 日军在肉搏战中敌不过明军，便逃到城内的各处房屋中躲避，但明军又相继焚毁了这些房屋。（《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日军一再退缩，又退据到了城内的练光亭土窟（疑为《松浦家世传》提到的“石垣城”）。李如松命人搬来柴草，堆积在练光亭四面，准备纵火将其烧毁。然而练光亭坚固难拔，明军难以将其攻下。李如松会同诸军，仰攻练光亭。但是日军在练光亭土窟上穿凿了许许多多的孔穴，望之就如同黄蜂的巢穴一样，日军以土窟为屏障，从孔穴内发射铁炮，使明军士兵接连中弹，相继战死。练光亭边上，是平壤城的东门大同门，一些投靠了日军的朝鲜伪军在大同门上对明军乱发片箭，射死了许多明军士兵。（《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在督兵攻打练光亭的过程中，李如松的战马被日军铁炮打死，诸将请求李如松暂时退兵修整。李如松不听，换了一匹战马继续督战，结果他被毒火箭击中，鼻孔流血，但他没有退缩，坚持指挥督战。（《经略复国要编》）


傍晚，李如松见实在打不下练光亭，加上众军又饥又渴，于是暂时解除了对练光亭的进攻，下令全军退兵到平壤城外，还营驻扎。据《日本西教史》记载，明军退兵之际，小西行长忽然杀出，尾击明军至城郭之外。

而在牡丹峰方向，发起进攻的吴惟忠、查大受同样无法将其拿下，甚至出现了失利的情况。李如松见强攻不下，只好解除了对平壤城的围困。（《西厓集》）
 由于明军打不下练光亭、牡丹峰而暂时退兵，因此日方在记录中无耻地认为此战是他们获胜，不过多少有些底气不足。松浦镇信的家臣吉野甚五左卫门在他的回忆录《吉野甚五左卫门觉书》中记载道：

日落西山后，敌军终于撤走了，见其后松山之城周围不远便尽是死人。此战虽胜，米仓和营中皆被烧毁，无米不行……

当时，平壤城内只剩下3000余石军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即便没有明军攻城，日军在平壤也坚持不了多久，因为粮食已经支撑不下去了。明军暂时撤退后，小西行长清点城内剩下的日军兵力，日军士兵或死或逃，只剩下几千人，而援军却迟迟未至。他和士卒们商量道：“援兵不至，今已如此，岂得击走明之多兵乎？今与徒死，不如先逃。”（《义弘公御谱中》）


显然，小西行长知道等不到援军，不愿白白送死，已经决定要逃走了。据弗洛伊斯的《日本史》记载，小西行长还列出了如下撤兵理由：兵卒疲劳，许多士兵战死，负伤者众多；武器、弹药用尽，装备受损，粮库被烧毁；明军次日还会来袭，必定使日军全军覆没，已难以再承受一两次攻击。

由于实在撑不下去了，小西行长等人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当晚，小西行长等人率领残兵溃卒撤出平壤城，渡过结冰的大同江逃走。而对于明军是否察觉日军逃走并进行追击，史料中有几种出入较大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广为流传的主流说法。据明军战报《经略复国要编·叙恢复平壤开城战功疏》记载，李如松料定平壤日军已黔驴技穷，晚上必定逃遁，于是遵照经略宋应昌暗中授予他在大同江东面设伏的计策，让李宁、张应种、查大受、祖承训、孙守廉、葛逢夏等将率领精兵3000人，趋往大同江东面的小路设下埋伏，在此截击日军。当夜，日军果然带着伤从大同江小路逃走。李如松率领李如柏、杨元、张世爵等将从大路追赶，但是没能够追上。而埋伏在大同江东面小路的3000明兵，在路上成功截击日军，砍下362颗首级，又生擒3名日军士兵。剩下的日军弃甲抛戈逃走，明军因为筋疲力尽，也无力穷追。清点下来，加上在平壤攻城时所得，明军一共砍下了1647颗日军首级。

第二种说法，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李如松在退兵城外后，又派出翻译张大膳去劝降小西行长，对他说：“以我兵力，足以一举歼灭，而不忍尽杀人命。姑为退舍，开尔生路。速领诸将，来诣辕门，听我吩咐。不但饶命，当有厚赏。”小西行长并没有听从李如松的话去投降，而是通过张大膳向李如松回话说：“俺等情愿退军，请无拦截后面。”李如松急于攻克平壤城，就答应了小西行长的要求，又通过翻译吩咐朝鲜平安道兵使李镒，让他撤去中和（平壤南面）一路的伏兵。到了夜半时分，小西行长、宗义智、柳川调信、景辙玄苏等人率领平壤城内的残兵溃卒出大同门，渡过大同江一路南逃。途中，日军没有被明军或者朝鲜军伏击，可见李如松确实遵守了与小西行长的约定。

第三种说法，据柳成龙所著的《平壤贼遁形止状》中引用的《李元翼驰启》记载，日军夜里从平壤城的土窟逃走，次日天亮以后明军才发觉，为此恼怒朝鲜军没有侦察到敌情。但是明军也没有立刻发兵追逐，而是直到中午才派兵追击日军。

综合以上这些史料来看，笔者认为，无论是李如松私下与小西行长达成退兵协议故意放走了小西行长，还是在未与小西行长达成退兵协议的情况下，直到第二天才后知后觉地知道日军已经从平壤城撤走，明军应当确实是没有在大同江设下埋伏。因为从朝鲜方面的一手史料来看，日军在从平壤撤走的过程中，完全没有遭到明军伏击的记载。以往的主流说法，认为李如松派人在大同江伏击日军，应该有误，因为只有在明军的战报中，才首次出现了大同江伏击战这一说法，并被后世成书的史料反复引用。明军在战报里这么写，应是为了推脱小西行长逃走的责任。

至于究竟是李如松与小西行长私下议和后将其放走，还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让小西行长等人逃走，笔者倾向于第二种。因为，日本史料《义弘公御谱中》也提到，李如松在次日黎明再次杀入平壤城的时候，才发现城内已经没有一个敌兵，李如松为此非常后悔，等派兵追击时，已经来不及了。该书原文对此记载道：

黎明，李如松竞攻本城，而无一兵。如松大悔其不得杀行长，乃分兵追之，而不得也。

日方的这一记载，与朝鲜方面的一手史料《平壤贼遁形止状》吻合。而在清朝人钱谦益的《牧斋初学集》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其原文为：

行长夜半渡大同江，江冰，引还龙山。如松旦日进攻，始知倭去，乃誓师入空城。

可见，当时的实际情况，应当是日军在明军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逃走，明军直到第二天入城时才发现。而将日军“放走”，主要责任应该是在朝鲜军。本来按照明军的部署，朝鲜军结阵于大同江，以截断日军的退路，但是日军竟然就这样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逃走了。柳成龙也认为主要责任在于朝鲜军，据他的《平壤贼遁形止状》记载，平安道兵使李镒与左、右防御使在一月八日的战斗结束后，就退阵到了普通门，没有在日军退路上的咏归楼近处留下一支军队，以遮遏南逃的日军，结果错失了大好机会，使笼中之鸟寻得生路。

虽然日军最终逃遁而去，未能被明军集中歼灭，但无论如何，从结果上而言，第二次平壤之战无疑是日军打了败仗，明军也通过此战一雪第一次平壤之战的败军之耻。对于日军在平壤之战中的伤亡，有许多种说法，现统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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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明军在此战中的伤亡，有四种不同的说法。《经略复国要编·叙恢复平壤开城战功疏》记载：“查计各营，阵亡官丁七百九十六员名，阵伤官军一千四百九十二员名，在阵射死马骡五百七十六匹。”《经略复国要编·报石司马书（二十三日）》则说：“平壤伤毙不下千人。”《万历邸钞》记载：“平壤所报，阵亡一千七百。人言啧啧，岂下三四千？”又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李如松入城后对朝鲜人说：“我兵为救活尔等，死伤几三千余名。”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日军在平壤战败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但日方为了掩饰失利，不惜过分夸大明军的兵力，甚至还有声称日军在此战中获胜的。如《梨羽绍幽物语》《吉见元赖朝鲜日记》称明军有数十万骑，《大曲记》《吉野甚五左卫门觉书》称明军有百万骑。《增田长盛书状》说小西行长击破数十万明军，杀敌3万，最后因为粮食用尽才退兵。《富田仙助氏所藏文书》也称小西行长击破数万明军，杀敌1万，只因粮尽才不得已退兵。其中最无耻者，属《享禄以来年代记》，此书记载小西行长在平壤击破百万明军，杀敌38000人，经此一战后，明朝派人赴日向丰臣秀吉乞和，此后两国再未发生战争。这些说法，显然都是在颠倒是非。

同样的，明军在战报《叙恢复平壤开城战功疏》中也有夸大之处。战报中提到一共在平壤之战中斩得3名知名日军将领的首级，分别是宗逸（僧竹溪宗逸）、平镇信（松浦镇信）、平秀忠（羽柴秀胜）。但是，这些都是明军在战报中捏造的内容。因为竹溪宗逸和松浦镇信都还活得好好的，至于羽柴秀胜，则早在一年前就已经在巨济岛病死了。除此之外，《经略复国要编》卷五收录的《议取王京开城疏》，也谎称倭僧景辙玄苏在平壤被箭射中，于逃亡途中身亡。据此可见，明军战报同样存在夸张和虚构之处，不可尽信。在战争中夸大战绩，在当时的各国属于普遍现象。

《黑田家谱》中的虚构战役

小西行长从平壤出逃的第二天，也就是一月九日的早上，明军才后知后觉地发现小西行长等人逃走了，为此愤怒于朝鲜军队的不作为。因为按照本来的部署，应该是由朝鲜军负责堵截日军的归路。但是明军知道日军逃走后，也没有立刻发兵追击，而是直到中午才派出游击将军李它率领一队人马去追击日军。（《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李如松率领诸军进入平壤城后，副总兵查大受的家丁查应奎前往查探牡丹峰旁的翁城。查应奎在那里发现了被火箭焚烧致死的许多日军尸体，尸臭蔓延数十里。有一个投靠日军的南京人，留在平壤城内来不及逃走，被明军俘虏，他哭着哀求李如松不要杀他：“愿活性命，千万年更不作贼！”

但李如松很看不惯此人行径，下令将他处死。

同日，小西行长一行人从平安道逃到黄海道，黄海道左防御使李时言发兵尾击日军，但不敢截断对方退路，只杀死了因饥饿、生病掉队的60多个日军士兵，又生擒了1个日军士兵，移交给明军。小西行长一行人逃到黄海道的黄州时，黄州判官陈晔见日军已经是落水狗，也尾击日军，砍下了90多颗首级。

这时候，小西行长一行人由于饥寒交迫，便有士兵逃入朝鲜百姓家中，也有士兵逃入寺刹中，但他们不过是丧家之犬，并不被朝鲜人收容，反倒会被痛恨日本人的朝鲜人所杀，被杀的日军士兵有30多人。当时小西行长一行人的境况非常悲惨，据柳成龙的《惩毖录》记载，小西行长一行人因为缺乏力气，一瘸一拐地逃跑，有的人甚至匍匐在田间，趴在尸体旁边乞求食物。

小西行长一行人逃到黄海道的凤山以后，发现原本驻兵在这里的大友义统早已弃城逃走，城里没有一个日本人。逃亡的日军士兵非常窘迫，虽然想要休息，但是担心明军追兵将至，因此还是不敢停留，继续挣扎着连夜上路了。一路上，日军又饿又冷，不断出现死者。（《吉野甚五左卫门觉书》《黑田家谱》）


一月九日，明军游击李它一路追击日军到黄州，如果小西行长等人没有及时从凤山撤去，第二天便会被明军追上。

一月十日黎明，李它从黄州南下，追击到凤山。
[21]

 虽然发现有倭营，但是没有一个日军士兵留在这里，也没有朝鲜郡守和官员的影子。李它又独自与百余名家丁骑马追至釰水，发现了逃窜的日军身影，但他认为难以穷追，就收兵回到了凤山，没有再继续追击。（《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小西行长一行人由此摆脱明军追逐，带着日军第一军团的残兵溃卒，逃向日军第三军团黑田长政在黄海道的驻地。

黑田长政的家臣小河传右卫门驻扎在龙泉城（黄海道瑞兴面），他听说小西行长在平壤战败以后，每日每夜都要登上城橹，看看小西行长的败兵是不是逃来了，果然在一月十日这天看到了远方逃来的小西行长军队的旗帜。于是，小河传右卫门让川岛七郎左卫门、河端八右卫门两名武士带着一队人马，配备100挺铁炮，到龙泉城外去迎接小西行长一行人，这让小西行长非常激动。川岛七郎左卫门、河端八右卫门为防明军从后面袭来，亲自带着铁炮足轻殿后，护卫小西行长一行人进入龙泉城内。

在《黑田家谱》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明军一路杀来，追击小西行长到龙泉城外，将小西行长一行人围困在两座山中间的险要之处。明军在两山之上，对着小西行长一行人疯狂射箭，小西行长等人仰发铁炮，迎战明军，但是敌不过。小河传右卫门在龙泉城的城橹上望见，派出川岛七郎左卫门、河端八右卫门率领两队人马支援，才用铁炮帮助小西行长打退了明军的追兵，是为龙泉之战。

但如前所述，明军游击李它的追兵追到釰水后，就放弃了继续追击，撤兵回到凤山，没有南下龙泉城。因此并不可能与小西行长、小河传右卫门发生龙泉之战，此战只能是《黑田家谱》虚构的。

小河传右卫门见小西行长一行人饥饿交加，于是给他们熬了粥吃。小西行长大受感动，感激地说因为小河传右卫门，他才得以重获新生。小河传右卫门将小西行长在平壤战败、逃到龙泉城的消息报告给了黑田长政，黑田长政得到消息后亲自率兵前来迎接，将小西行长一行人迎入自己的驻地白川城，给了他们衣服和食物。

小西行长劝说黑田长政跟着他一起逃到日军的大本营王京，但是黑田长政拒绝了这一要求。小西行长也不再勉强黑田长政，他带着残兵败卒继续逃跑，逃到了小早川秀包驻守的牛峰城（黄海道金川面）。他想劝小早川秀包也一起逃走，但是小早川秀包和黑田长政一样拒绝了小西行长的要求。小西一行人只好继续上路，先逃向小早川隆景所在的开城，后又逃向王京。

小西行长离开后，黑田长政向驻守在前线龙泉城的小河传右卫门下达了退兵命令，让龙泉城的守军后撤到由黑田家臣栗山备后守驻守的江阴寨（在白川北面）。

这之后，《黑田家谱》又出现了这样一个情节。小河传右卫门退到了江阴以后，明军追了过来。江阴寨外有一条江，等明军渡江渡到一半的时候，栗山备后守等人从寨内杀出，大喊大叫地对明军放铁炮，杀死了许多明军士兵，明军不敌败退，淹死了许多人。等黑田长政出兵来救的时候，栗山备后守等人早已打退了明军。此战，是为江阴之战。

但正如前所述，明军的追兵追到釰水后就停止了追击，撤兵回到凤山，没有了进一步的动作。所谓“江阴之战”，同样是《黑田家谱》虚构出来的一场战斗。

但《黑田家谱》意犹未尽，又记载了“江阴之战”后面的情节。一月十一日，3万明军袭击黑田长政所在的大本营白川城。黑田长政对部将下达命令，要求明军逼近白川城时，对着明军打一发铁炮，然后一齐突击敌军。当明军打过来的时候，部将遵照这一命令行动，使得明军非常狼狈，黑田长政趁机挺身奋战，打败了明军。此战，是为白川之战。

然而，正如前文屡次指出的那样，当时明军的追兵早就已经放弃追击，不可能打到黑田长政的大本营白川。而且依照《黑田家谱》的前文叙述，明军既然连白川城的前哨站江阴寨都打不过去，那更不可能打到白川城下。所以，所谓“白川之战”，仍是《黑田家谱》虚构的一场战斗。不过，从日军当时的战报提到了这一战来看，白川之战应是出自黑田长政本人的虚构。

平壤战败后日军的反应

再说明军方面，万历二十一年一月十一日一早，平壤城内的李如松便让人把前一天捕获到的一个日本人带上来，通过翻译向他问话：“倭贼精兵在何处？咸镜道贼（加藤清正、锅岛直茂部日军）数几许？”

这个日本人回答说：“精兵都在此城，咸镜道之贼当初一万余兵，多被杀伤，今不满万矣。”

接着，李如松又带着恐吓的语气问这个日本人：“我率十五万众直向京城，此后又有十万军马继来，渠能当我乎？”

这个日本人被李如松这么一问，吓得跪倒在地上不停磕头，战战兢兢地说：

“老爷威声震动，京城及咸镜之贼闻之则必尽遁矣。何必过动兵马如是之多乎？”

这一番谈话下来，李如松觉得这个日本人比较听话，还有些利用价值，就想带着他一同向侵朝日军的大本营王京进发，临战时还让他出主意对付日军。

吃完早饭以后，李如松命人准备祭祀物品，在平壤城的普通门外祭奠战死的明军将士。他失声痛哭，难以抑制自己的感情，其他明军将官、士兵，也都触景生情，流下了眼泪。

李如松又出大同门，招呼朝鲜百姓过来，含着眼泪说：“我兵为救活尔等，死伤几三千余名。攻城时，你们得见乎？”

朝鲜百姓跪在地上对李如松磕头，李如松安慰他们：“我明日直向京城，杀尽倭奴，你们安心奠居。”（以上对话出自《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就在李如松宣称要直捣侵朝日军大本营王京时，日军方面大为震动。在咸镜道的肥前大名锅岛直茂听到明军大举攻入朝鲜的消息后，非常不安，担心明军一路打到朝鲜沿海地区，那样停泊在庆尚道金海的锅岛军船只将受到破坏，连回日本也回不去了。为此，锅岛直茂紧急派出家臣田尻鉴种、姊川房安、池尻右马助、田杂源六，让他们从咸镜道南下，奔赴庆尚道的金海去护卫船只。（《锅岛直茂谱考补》）


事实上，早在前一年的十二月二十日，锅岛直茂就已经听到了明朝出动大军救援朝鲜的风声，为此派遣家臣下村生运从咸镜道南下，前往王京询问详情，确认这一消息的真实性。由于从咸镜道通向王京的路途上充斥着大量抵抗日军的朝鲜义兵，日军经常遇阻，下村生运一路上备尝艰辛，终于在一月十日左右到达了王京。石田三成、大谷吉继、增田长盛三奉行接待了下村生运，向他询问日军第二军团在咸镜道的作战情况，才知道加藤清正的部将在吉州被朝鲜义兵围困，处境很不利。（《锅岛直茂谱考补》）


一月十二日，小西行长在平壤战败的消息也传到了王京。宇喜多秀家与石田三成、大谷吉继、增田长盛三奉行紧急在王京召开会议。众人经过商量以后，认为王京以北的日军占领城池，都抵抗不了大明军队，应当紧急召还所有在王京前线的军队，让他们全都回到王京固守。于是，石田三成等奉行众派出使者向前线的日军大名下达退兵命令。其中，安国寺惠琼前往开城，去向小早川隆景宣谕这一命令。（《黑田家文书》《梨羽绍幽物语》）
 驻兵在江原道的毛利吉成，率先应召奉行众的命令，从江原道退回了王京。

因局势紧张，石田三成，增田长盛、大谷吉继、加藤光泰、前野长康又联名写了一封信，寄到日本的侵朝总指挥所名护屋，报告了日军当前在朝鲜面临的不利境况。信件中提到：小西行长从平壤撤退，正退向王京；加藤清正的军队深入咸镜道北地，先锋部队遭到朝鲜军袭击；福岛正则的军队也多次遭到朝鲜军袭击，武器损坏；朝鲜水军出击庆尚道沿海的釜山浦至熊川一带，不断骚扰日军；当下在王京的日军总兵力有1.7万人；日军目前在朝鲜的兵粮严重不足，请求急调兵粮。（《富田仙助氏所藏文书》）
 不过，尽管五奉行在信中报告了当前的种种不利，但还是厚颜无耻地声称小西行长等人在平壤杀死上万明军，最终因为粮尽而退兵；又声称黑田长政打败了3万明军，杀死1300余人（指黑田长政虚构出来的白川之战）。

当下村生运确认明军大举出兵朝鲜后，便准备回到咸镜道向锅岛直茂报告。增田长盛写了封信，让他转交给锅岛直茂。信里，他谴责加藤清正深入咸镜道，却作战失利，又不与后方联络；又对锅岛直茂说，明军正是因为听到了加藤战败的消息，才出动大兵进入朝鲜，目前已经攻取了平壤。为了不失脸面，增田长盛虚构事实，又说小西行长在平壤杀死3万明军。这封信的大意是这样的：

清正的先锋为敌人所窘迫，而他却不将军队的消息、行军远近向王京报告。甚至进兵远境，屯兵许久，却不速速撤还。如果太阁（丰臣秀吉）知道他违背节度，肯定深加谴责。正因为朝鲜人将清正战败的事情告诉了大明，明人才大举出兵攻打小西。小西奋力战斗，杀死了三万明军。但数十万明军逼近平壤，城中又缺乏粮食，所以小西不得已姑且退到了黑田的屯营。不过料定明军必会来犯，（奉行众）命令毛利壹岐（毛利吉成）戮力邀战，截击明军先锋。咸镜道的事情，你要稳妥处置。其他要说的事情，交代给生运了，来不及细说。（《锅岛直茂谱考补》）


大谷吉继也写了一封信，让下村生运带回去交给锅岛直茂，信件的内容同样是严厉谴责加藤清正，并让锅岛直茂不要学加藤清正：

加藤的所作所为违背节度，你应该直言相抗，不要听从他的话。我们担忧加藤会有失误，所以之前发送了很多信件，但是都没有收到回信。以此而论，加藤也不将当地情况向名护屋进行禀告，是很明了的。如果真的是这样，太阁生气起来，必然牵连到你，认为你也慢吞吞地不遵循命令。所以你的行为应该和加藤有所区别，这样才能够避免被牵连到。（《锅岛直茂谱考补》）


一月十四日，奉行众派出的使者安国寺惠琼抵达开城，向小早川隆景宣谕了奉行众下达的退守王京的命令。小早川隆景将奉行众的相关指示写了信，寄给驻守在黄海道白川城的黑田长政，向他传达了退兵的命令。但是，小早川隆景自己却执拗地不肯走了，坚持在开城迎战明军，他口气强硬地说：“大同江以南，筑寨相保者，本以备明国也。今闻明兵至，未加一矢、交一兵，而框怯遁去，何以寨为？且吾初受命，奋不顾身。明兵新来，当决战以耀我武。吾龄已颓，死不足惜，且失一将，亦未为损国事。诸君自择去就，吾绝不弃此！”（《小早川隆景传》）


而在王京前线的其他日军部队，也不肯妥协退兵。屯兵在京畿道抱川县的日军，与屯兵在江原道金化城的岛津义弘、江原道铁原城的伊东祐兵构成了一条互相呼应的防线，到处杀掠。（《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一月十五日，奉行众之一的大谷吉继亲自动身前往开城，劝谕小早川隆景退兵，对他说：“公之胆勇，非常人所企及，但军机要归于一。请回入京城，与诸将谋议区处。”

经过大谷吉继的亲自劝说，小早川隆景一改之前的强硬态度，同意弃守开城，退向王京。而就在小早川隆景同意从开城撤军的次日，明军左协大将李如柏统领先锋部队从平壤动身南下，开始追击日军。（《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一月十七日，小西行长一行人历经艰险，终于逃到了王京。十七日、十八日两日间，屯兵在江原道金化的岛津义弘、屯兵在江原道金城的日军部队，态度也开始松动，从原驻地撤回王京，并在王京的东大门外结阵。（《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江原道日军在撤退途中，连掳掠的15个朝鲜女人也顾不上了，将她们丢弃在报川县。

江原道日军撤回王京以后，原本在王京的日军也从城内出来，结阵于东大门、南大门外的沙汉里、汉江等处。日军在王京的四大门外布置鹿角，负载货物的马匹往来于汉江。为了维护王京城内的“稳定”，日军又对王京城内的青年男子实施削发政策，将他们的头发都理成日本人的发型，并对年老男子实施残酷的屠杀。

一月十九日，小早川隆景率领2万日军从开城撤退，军队越过临津江，向南面的坡州撤退。撤军之前，日军对开城进行了破坏，穆清殿被拆毁，高大的树木被砍伐，官员的办公场所也被全部烧毁。民众的房屋没被毁太多，幸存者十之八九。（《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据明军的官方战报《叙恢复平壤开城战功疏》记载，李如柏在这一天领兵逼近开城，放火搜山，开城日军看见明军之后仓皇逃走。李如柏又渡过临津江追击日军，斩得首级165颗，但明军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冯仲说等6人阵亡，高得功等67名军丁负伤，战马被射死35匹、负伤44匹。战报原文对此记载道：

十九日直近开城，放火搜山，陈兵列营，城内贼众望风逃遁。本官（李如柏）据城，领兵进袭，前有大江，地暖冰开，寻踪追袭过江，贼众以精锐收后札营，对敌本官。因贼众我寡，率三营兵丁夜袭砍杀，贼势大溃，当阵斩获首级一百六十五颗，夺获倭马二匹，盔甲、刀铳、倭器共八十七件，阵亡军丁冯仲说等六名，阵伤兵丁高得功等六十七名，射死马三十五匹，被伤马四十四匹。

但根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引述的明军第一时间作出的报告，李如柏直到第二天，也就是一月二十日才逼近开城，而当时开城的日军早已“屠民焚屋，既皆遁去”。因此，日军并不是如同明军战报中所讲的那样，因为李如柏在一月十九日的时候打到开城，才突然间仓皇撤退的。事实上，明军直到一月二十日才打过来，但日军已经在一月十九日撤出开城了。

值得注意的是，据称是明军将领钱世桢所著的《征东实纪》当中还有这样的记载，一月十九日，蓟镇游击钱世祯追击日军至开城，日军分为左、右两翼迎击明军。日军左青旗，右白旗，中央黄旗下有一个倭将“金铠银兜，腰悬双刀，手执大斧，挺马胡言挑战”。钱世祯飞马横刀，直取倭将，不到十回合，就将这名倭将斩于马下。之后钱世祯突围而进，后骑也鼓勇争先，打到开城城下攀爬城堞，斩首满地。日军望风而逃，开城被钱世祯收复，缴获两面大旗、无数器械。

按照《征东实纪》的叙述，钱世祯先飞马横刀斩杀了一名倭将，又一鼓作气打下了开城，情节俨然如同演义小说一样。然而正如前文所述，明军的战报将挺近开城的日期提早了一天，变成了一月十九日进兵开城，日军吓得弃城逃遁。但明军事实上是在一月二十日时才进兵开城的，彼时日军早已经弃城南遁，明军并未与日军在开城交战。《征东实纪》的这一记载，无疑是根据明军的战报改写的，只不过是将收复开城的“战功”从李如柏转移到了钱世祯身上，又做了大量与事实不符的叙述，于是在一个不可能与日军发生交战的日期，钱世祯有了大施拳脚的表现机会。而类似的行文内容，《征东实纪》中并不少见。可以说，《征东实纪》如若不是钱世祯自吹自擂的著作，就是后人以其名义所作的一本伪书。

日军进退失据

一月二十日，从平壤南下的明军左协大将李如柏、副总兵李宁领兵进逼开城，而开城的日军早已经逃遁而去。开城被明军收复后，李宁继续领兵南下，随后望见临津江边上有三四千日军屯聚。李宁不敢逼得太近，就在能望见日军阵营的地方驻扎。

而日军看到明军的踪影后，也很畏惧明军追击他们，因此故意放出两个被俘虏的朝鲜女人，让她们到对面的明军阵营，去劝说明军不要继续追击下去。这两个朝鲜女人对明军中的翻译说：“倭子将退去，而天兵蹑其后，不得已驻营于此。若天兵少缓，则彼当自退。”

李宁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这一要求，对两个朝鲜女人说：“朝廷既令我辈尽杀倭贼，无使一人逸去，然后安下国王于京城，限十年留此护御，我无少缓之理。饶尔命不杀。”

在李宁拒绝了两个朝鲜女人的要求以后，20多个日军士兵偷偷来侦察明军阵营，李宁纵兵迎战，斩得12颗首级，生擒1人。之后，李宁领兵追击，才发现驻营在临津江边上的日军已经渡江南逃了。当时临津江虽然已经结冰，但是冰面很薄，李宁担心有破裂的危险，又疑心日军狡诈，所以不敢发兵穷追，只是驻营在临津江边上，等候提督李如松的后继大军。之后李宁派出的摆拨（侦察兵）回报，在临津江南面11公里的山坡上，有一万四五千日军屯聚在那里。

一月二十一日，一队明军越过临津江，袭击驻营在坡州梨川院的小早川隆景大军，斩得10余颗首级。但是明军自身也遭到了日军的攻击，小早川隆景见来袭的明军都是“骑马武者”，于是对士兵们下达命令：集中弓箭、铁炮射杀明军的战马，不要射杀人，将马匹射倒后，再徒手捕获明军。在这一命令下，日军对着明军的马匹乱放弓箭、铁炮，明军的马匹纷纷倒下。在此过程中，许多人被弓箭、铁炮射杀、射伤。之后小早川隆景下令焚毁倭营，向王京撤退。

此战，是为坡州梨川院之战，记录在朝鲜史料《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与日本史料《毛利家记》中。事实上，明军在其战报《叙恢复平壤开城战功疏》中提到的渡过临津江后斩首开城日军165级的那场战斗，指的应该就是这一战。

对照明军战报与朝鲜史料，可以发现明军将战果夸大了16倍，原本是一队明军斩得10余颗首级，却变成了李如柏统领三营兵马砍下165颗首级。之所以如此，有一个可以参考的传闻是钱谦益所著的《牧斋初学集》。据此书记载，明军占领了开城这座空城后，见没有一个日本士兵的身影，就割取了道路旁已经腐烂的朝鲜人尸体的首级，冒充日本人进行报功。该书原文写道：

攻开城，自旦至午，寂无人声。令西兵梯而入，收其所设戈帜，割过旁（朝）鲜人腐首，报再捷。

而另一方面，明军的战报又透露出明军自身损伤颇大：阵亡6人，负伤67人；战马被射死35匹，负伤44匹。因此从战术上看，明军的损失并不比日军小。尽管如此，当时战略上的总体优势，仍是倾向明军的。

小早川隆景从坡州撤退后，明军副总兵李宁、参将张应种于当日统领六七千精骑，渡过临津江的浅滩南下，占领了坡州，兵锋直指侵朝日军的大本营王京。（《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次日，即一月二十二日，在王京以北的日军诸大名，成群结队地逃回了王京。南逃日军的编队组成是：一番队天野元政（毛利元就第七子）、二番队小早川隆景（毛利元就第三子）、三番队小早川秀包（毛利元就第九子）、四番队筑紫广门、五番队吉川广家（毛利元就第二子吉川元春之子）、六番队立花宗茂与高桥统增兄弟、七番队大友义统、八番队黑田长政、九番队毛利元康（毛利元就第八子）。庞大的日军队伍，于傍晚抵达了王京城外。（《朝鲜渡海日记》）


此时，除了远在咸镜道作战的加藤清正、锅岛直茂以外，其余在王京以北的日军大名，都已相继退回了王京城内，由此可见第二次平壤之战对侵朝日军造成的冲击是如何巨大。

当日军诸将相继进入王京以后，小早川隆景又摆起了姿态，不肯进入城中，说要在城外与明军决一死战，但诸将没有理会他，强行把他拉入城内。日军集中在王京后，连夜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商讨如何应对明军来袭。会议上出现了三种议案：

一、固守王京（日本人称呼为“笼城”，即婴城固守）。

二、在王京城外迎战明军。

三、放弃王京，直接撤退到朝鲜沿海的釜山浦。

石田三成、大谷吉继、增田长盛三奉行传达丰臣秀吉的命令，主张固守王京，不要在城外与明军决战，他们对诸将说：“有殿下命，不许城外战。”（《岛津国史》）


但小早川隆景考虑到王京兵粮已经不充裕，难以支撑长时间守城，所以反对固守王京，主张在城外迎战明军，他说：“敌大兵围城，兵食乏绝，坐至危困。且行长自平壤退，逾程十日，兵势萎缩。苟不鼓舞士气，决胜于一战，何得自完？”（《毛利家记》）


立花宗茂也持相同意见，他认为如果日军固守王京，明军将会包围王京，并会阻断釜山浦自王京的援路，日军将会陷入极大的危机之中，因此也主张主动迎战：“我若婴城而守，敌兵合围，绝釜山援路，旷日弥久，援绝力尽，何以克捷？彼忸胜轻我，必为（我）不能战。今出其不意，张阵决战，取胜必矣！”（《立斋旧闻记》）


经过一再商量，日军诸将最终同意了小早川隆景、立花宗茂的意见，决定在王京城外迎战明军，并定下了各自的防守阵地。其中，黑田长政负责守王京东大门，小早川隆景负责守南大门，小早川秀包、吉川广家、立花宗茂等人归小早川隆景指挥。此外，日军又更迭派遣巡逻部队，出城侦察明军动向。（《朝鲜渡海日记》）


一月二十三日，聚集在王京的日军统计出城内的大名、奉行，共有宇喜多秀家、小早川隆景、大谷吉继、增田长盛、前野长康、小西行长、宗义智、黑田长政、岛津义弘、大友义统、立花宗茂、高桥统增、小早川秀包、筑紫广门、安国寺惠琼、天野元政、毛利元康等人。（《朝鲜渡海日记》）
 这样的规模，已经集中了侵朝日军的精锐与绝大部分兵力。不过，王京日军听说庆尚道牧使出动数万朝鲜官军、义兵，截断王京至釜山浦的通道，因此决定将岛津义弘移军至王京南面的龙仁城，以随机应变。如果岛津义弘没有被调走，他将在几天后迎来与李如松的正面对决。
[22]



一月二十四日，王京城内的一部分朝鲜人开始暴动，他们争相作为明军的内应，在王京纵火。日军因为愤恨之前在平壤的败北，又发现城内的朝鲜人内通明军，因此对城内实施了大规模屠杀。对于此次屠杀的对象，朝鲜史料中存在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出自《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里面记载，日军的主要屠杀对象是朝鲜男子，并不包括女子在内。所以有一些男子穿上女装，打扮成女人的样子，企图逃过一劫。第二种说法出自《再造藩邦志》，该书记载，日军无论男女全部屠杀，一共杀死了数万人：“贼酋愤平壤之败，又疑京中人或有内应者，尽数搜出。自钟楼至汉江，列坐数万人，拔长刀，无论男女，以迭次斩之。”

大肆屠戮后，王京城内的日军恐惧明军会在同一天打过来，于是悉数出城，结阵于王京城外的西大门，但是始终没有见到明军的踪迹。

同日，石田三成、增田长盛、大谷吉继、加藤光泰、前野长康写了一封联署状（联名书信），寄到日本的侵朝总指挥所名护屋，向丰臣秀吉报告日军当前在朝鲜面临的困境。在这封联署状中，他们主要向丰臣秀吉汇报了以下几点：

一、小西行长的军队经过几次战斗后（隐瞒在平壤战败的事实），武器破损、兵粮不足，退到了据守黄海道白川城的黑田长政处。黑田长政的驻地就此成了最前线的据点。由于王京兵力薄弱，故没有派出援军，加上白川的兵粮也跟不上了，所以黑田长政、小西行长退到了小早川隆景的开城。这之后，因为开城后方的临津江上的冰面将要融化，亦无法保障王京的兵粮输送到开城，所以小早川隆景、黑田长政、小西行长又一同从开城向王京撤退了。原先在江原道的毛利吉成，也撤兵到了王京以南的系城。

二、预计临津江与汉江的冰面解冻以后，朝鲜军将利用水路迫近王京。日军在釜山浦到王京之间设置的系城，因受到朝鲜义兵的攻击而中断联络，目前很有必要加强系城的防御。为防止明朝出动水军，与朝鲜水军一起袭击釜山浦，也有必要在釜山浦一带筑城。

三、日军兵粮严重不足。王京城内仅余1.4万石（此为日本标准，相当于明朝的2.4万石）兵粮，够日军再撑两个月。釜山浦到王京之间的系城，兵粮也只能撑两个月。希望太阁允许他们出兵忠清道、全罗道，稳定后勤。（《金井文书》）


查大受与加藤光泰的接触战

万历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从平壤南下的李如松率领大军进驻开城。
[23]

 他看到开城的朝鲜士人、百姓非常饥饿，十分同情他们，于是拨银100两、米100石，令副总兵张世爵发放这些物资进行赈灾。

根据《征东实纪》记载，一月二十四日，李如松在城中准备了许多酒水，招来诸将召开军事会议，询问他们攻取王京的计策。诸将纷纷向李如松献计，但都切不中要害。游击将军钱世祯上书李如松，提醒他明军远来疲惫，而日军以大军顿兵于王京，不要太轻视日军：

我兵深入重地，去中土千里。以克平壤、取黄州、平开城，浃辰之间，席卷二十二州郡。倭奴取朝鲜，如拉朽木，自来未尝有此败衅，今丧气狂奔，心胆坠地。我整理大军，漫山遍野，多张旗帜，倍设烟火。徐行而前，为疑兵。若断其归路，彼当恫疑，悾惚之际，忽见大军，势必宵遁。若力争，吾兵虽云乘胜，实远来疲罢。倭奴集各道之兵于王京，且有以虎视石之戒，正未可轻敌也。

又据《征东实纪》记载，其他明军将领对钱世祯说的话并不在意，只有游击将军周弘谟与钱世祯的看法相同。钱世祯推测，大概是因为副总兵查大受料定王京城内的日军必会逃走，想要把攻取王京的功劳揽在自己身上，就对李如松进行伪报，说已有超过一半的日本人从王京逃走，不需要怎么调动兵力就能拿下王京，于是李如松被麻痹了。

但是，《征东实纪》里的这个说法颇有疑问。因为根据第一手史料来看，事实完全不是如此。据柳成龙在一月二十五日写成的《驰启京畿以后粮难料办缘由及提督自欲赈救灾民状》记载，李如松听说日军多聚集于王京之后，不等后方的军器全部运到，就在一月二十五日天刚亮的时候，宣布要挑选3000精兵，前往占据龙山（在王京的西南面），自己则亲自启程前往王京，查看地理形势。

根据柳成龙的奏报来看，李如松在一月二十五日以前，收到的消息应该是日军多屯集于王京，而不是超过一半的日军从王京逃走。而李如松在明知王京日军兵力众多的情况下，仍然决定亲自深入前线侦察地理形势，甚至还声称要派遣3000精兵去占据王京西南面的龙山。在当时的情况下，李如松之所以提出占据龙山的口号，实际意图应该是想破坏日军在龙山的粮仓，切断日军的补给。《义弘公御谱中》就有指出龙山粮仓对日军的重要意义：

王城西南有大河，鳍有仓廪数间，积兵粮于其中数十万石（实际上当时只剩下日本标准的1.4万石），王城诸将以此为今年之支给，而斩殳近邻之薪木。

一月二十五日早上，就在李如松宣布将要亲往前线视察地形时，副总兵查大受率领500骑兵组成的侦察部队一路南下，摸到了王京城外的西大门。日军奉行众之一的加藤光泰的部队此时正在西大门巡逻，意外遭遇了南下侦察的查大受部队。查大受纵铁骑驰突加藤光泰的巡逻队，杀死对方的铁炮众63人，加藤光泰不敌，带着剩下的部队逃回了王京。王京城内的日军听说加藤光泰遭到明军攻击后，反应非常大，整整出动约4万人的兵力，出城回击。但是查大受早已绝尘而去，退到了后方的碧蹄馆。
[24]

 直到此时，日军都误以为查大受的兵力有一两万人。（《朝鲜渡海日记》）


一月二十六日，李如松按照先前的计划，领兵从开城南下。他率军经过东坡，渡过临津江的浅滩，驻兵于南岸的坡州。
[25]

 在此之前，柳成龙协助明军督造浮桥，使明军的炮车、军器、辎重等陆续过江，运到前线。（《惩毖录·录后杂记》）
 其中，神机箭和几门天字大将军炮被运到了查大受驻扎的碧蹄馆，此处是明军当下进取王京的前线基地。

关于当天的情形，《征东实纪》记录下了这样一个情节。一月二十六日黎明，钱世祯忽然看到李宁、祖承训、孙守廉率领李如松的3000家丁从开城的城门出去，其他明军将领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钱世祯问李宁等人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李宁等人支吾其词，不愿意告诉他。钱世祯感到很奇怪，追了上去，碰见李如松，看他一副意气风发的样子。李如松告诉钱世祯，他将要亲自前往前线探路，诸将各自率领几百人随行就可以了。于是钱世祯跟着大部队出发，抵达临津江边，却无船可渡。询问向导后，一行人才从浅滩渡江，日暮抵达乌山，此处距离王京44公里。

《征东实纪》的这一说法，仍是存在疑问的。因为根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记载，李宁作为追击日军的先遣将领，早在一月二十一日就已经同参将张应种统领六七千精骑，从开城南下，驻兵于坡州。因此，钱世祯不可能在一月二十六日的黎明，还看到李宁从开城的城门出城，并追上去向他问话，这是不可能的。

李如松在领兵进入坡州以后，与驻兵在这里的李宁、张应种等人会合。他决定先派遣孙守廉、祖承训、李宁、张应种、高升、胡鸾等将统领3000精兵南下。对于这批部队的作用，当时的史料中有三种说法。

柳成龙引述李如松在一月二十五日的公告，说这批部队计划“驰据龙山”，也就是出兵占据在王京西南面的龙山。但是龙山既有王京作为屏障，王京又有日本大军屯驻，明军显然难以轻易打过去。

而李如松自己在战报、奏疏中，对于派遣3000精兵南下的目的有两说。一说，让这批部队“哨探王京道路，以便进兵埋伏攻取”（《经略复国要编》）
 。另一说，是让这批部队“分道追赶（日军），直至王京城下”（《壬辰记录》）
 。以事实而言，当时李如松既已知王京尚有日军大部队屯聚，不可能直接就派3000人去攻打王京。相比之下，哨探王京道路的说法是合理的。这一批部队，实际也就是继查大受之后的第二批明军侦察部队。

明军与日军的大战部署

万历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七日半夜，查大受与朝鲜京畿道防御使高彦伯率领500骑兵，从碧蹄馆启程，再度向王京进发，去勘察前线的地形。孙守廉、祖承训、李宁、张应种、高升、胡鸾等将率领3000骑兵，作为后继部队，跟在查大受部队后面出发。据《经略复国要编》《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明军侦察部队的编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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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方面，日军也不清楚明军的动向，因此各部队轮流派出侦察人员四处巡逻。寅时（凌晨3时至凌晨5时），在外巡逻的立花宗茂的两名家臣十时但马、森下备中，侦察到明军正在逼近王京，于是立即返回报告给立花宗茂，立花宗茂又报给了王京方面。王京日军得知明军将要杀来的消息后，立即部署军队迎战。

根据下濑赖直的《朝鲜渡海日记》记载，日军的部署是这样的：一番队立花宗茂，二番队粟屋四郎兵卫（小早川隆景的家臣）、小早川隆景的直属部队，三番队毛利元康、吉见元赖（毛利辉元的重臣）、小早川秀包、筑紫广门、天野五郎右、三吉殿、佐波殿，四番队吉川广家，五番队黑田长政；队伍一直列到八番队。从部署上看，被安排迎战明军的日军将领，主要都是来自侵朝日军第六军团，其中又以安艺毛利一族为主。

美中不足的是，作为日方一手史料的《朝鲜渡海日记》缺漏了自六番队到八番队的将领名单，以及从一番队到八番队的各番队兵力。但这些缺漏在《日本战史·朝鲜役》中得到了补充，此书详细列出了一番队到八番队的将领与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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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日本战史·朝鲜役》这份兵力编制表，事实上存在很大的瑕疵。这份兵力编制表，是以《朝鲜渡海日记》为基础，综合《毛利家记》等史料进行增补的。但是，《日本战史·朝鲜役》却对《朝鲜渡海日记》原文记载的日军编制名单有所删减。在《朝鲜渡海日记》中，关于日军二番队的主将，先写了小早川隆景的家臣粟屋四郎兵卫，然后才写了小早川隆景的直属部队，这体现了小早川隆景的战术安排。但《日本战史·朝鲜役》，却将粟屋四郎兵卫的名字给删除了，只留下了小早川隆景。对于日军三番队的主将，《朝鲜渡海日记》写了毛利元康、吉见元赖、小早川秀包、筑紫广门、天野五郎兵、三吉殿、佐波殿，但《日本战史·朝鲜役》却只留下了小早川秀包、毛利元康、筑紫广门的名字，其余不太出名的人物都被删除了。

除了删除人名，《日本战史·朝鲜役》中列出的日军各番队兵力也有问题，基本上只是把一番队到八番队的日军部队在万历二十年刚登陆朝鲜时的兵力加起来，没有考虑这些日军部队在此之后因为转战朝鲜各地，历经大半年时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兵力必然减少，不可能一直维持在刚登陆朝鲜时的人数。

由于日军历经多次转战，兵力逐渐减少，有时候日军也会在军队中吸收朝鲜伪军，或者从日本本土征召援军，以补充自身兵力。朝鲜史料《燃藜室记述》就记录了小西行长的日军第一军团在刚进入平壤时，兵力只有六七千人，于是招募朝鲜乱民守城，补充自身兵力的不足。黑田长政统率的日军第三军团，征战两个月以后统计出的兵力是5269人，比刚登陆朝鲜时的5000人多了269人，可见也是吸纳了新的兵员。

所以，日军的兵力一直是浮动的，并没有十分确切的数字。因此《日本战史·朝鲜役》里的41000人并不可靠，只是这本书依据不严谨的计算方式推测的一个大概数字。

当时的一手史料，留下了一小部分关于日军兵力的相关记录，我们可以据此进行推算。奉行众于一月十二日寄到名护屋的信件指出，在其他日军尚未进入王京之前，王京城内的宇喜多秀家、石田三成、增田长盛、大谷吉继、加藤光泰、前野长康的兵力共有17000人。又据《朝鲜渡海日记》记载，一月十九日，小早川隆景带着开城的日军撤退，兵力一共有20000人。以此而论，王京日军的兵力估计在37000人以上。加上其他日军大名的兵力，大致能推算出当时王京日军的总兵力应当为四五万人，但是并没有十分精确的数字。

查大受与立花宗茂的遭遇战

据《立斋旧闻记》记载，立花宗茂了解到明军不久将要袭来后，部署了以下迎战阵形：小野和泉守、立花三左卫门率领500人打头阵，十时传右卫门、内田忠右卫门率领700人作为中阵，立花宗茂和弟弟高桥统增率领2000人作为后阵。

渡边村男的《碧蹄馆大战记》一书列出了更加详细的编制，合计36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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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立斋旧闻记》《碧蹄馆大战记》的记载可能都有问题。因为根据一手史料《天正十九年立花宗茂、高桥统增两队军役表》的记载，立花宗茂、高桥统增两兄弟出兵朝鲜的兵力总共才3000人，而且这3000人中包含了超过一半的非战斗兵员，实际战斗人员只有1400人。根据此军役表，两队的具体编制如下：



	战斗人员
	人数
	非战斗人员
	人数



	骑士
	150人
	马卒
	300人



	步士
	150人
	挟箱持
	150人



	铁炮足轻
	200人
	铁炮足轻小者
	200人



	弓足轻
	100人
	弓足轻小者
	100人



	枪足轻
	500人
	徒差物足轻小者
	200人



	升足轻
	100人
	手明夫（预备输卒）
	650人



	徒差物足轻
	200人
	—
	—



	合计
	1400人
	合计
	1600人




包含非战斗人员在内，立花宗茂、高桥统增兄弟二人刚登陆朝鲜时的总兵力，不过才3000人，并没有达到《立斋旧闻记》的3200人，或《碧蹄馆大战记》的3600人。而他们在登陆朝鲜以后，历经多方转战，兵力已经减员了一半。据《毛利氏四代实录》记载，万历二十年十二月，立花宗茂、高桥统增兄弟奉命进驻王京西北的长湍城时，他们能拿出的兵力仅剩1500人，这一数字包括非战斗人员在内。因此，扣除其中占比超过一半的非战斗人员，立花宗茂、高桥统增在万历二十一年一月能拿出的战斗人员只有几百人而已。依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引述的《俞泓驰启》，两队的实际战斗兵员应只有六七百人。

尽管兵力不多，但立花宗茂被王京日军安排为迎战明军的一番队，与明军接战是不可避免的。当他确认明军将会袭来以后，便将立花、高桥两队人马布置于王京北面的砺石岭。考虑到天气寒冷、风也很大，担心士气受到影响的立花宗茂亲自取来白米，熬成粥给立花、高桥两家的士兵享用。接着，立花宗茂又取来大锅热酒，分给众人，并对他们说：“以此防寒，努力！明虏（对明军的蔑称）必来战，今日是彼我胜败之所也！”

立花、高桥两家士兵喝了粥和酒，又听了宗茂这番话，士气顿时为之振奋。（《丰太阁征外新史未刊本》）


一月二十七日卯时（凌晨5时至早上7时），查大受、高彦伯率领500骑兵组成的侦察部队经碧蹄馆南下，进至砺石岭
[26]

 ，在这里遭遇了立花宗茂、高桥统增兄弟率领的打头阵的六七百人
[27]

 ，战端就此开启。两军先是用弓箭、火器互射，之后近距离用刀、枪肉搏。（《吉田物语》）
 查大受为了诱敌，稍稍向后退却，立花军的二阵大将十时传右卫门中计，追了上去。埋伏在后的孙守廉、祖承训、李宁、张应种、高升、胡鸾等将立即率领3000人从两旁杀出，以优势兵力围攻十时传右卫门，将其杀死。（《碧蹄馆大战记》）


据朝鲜史料《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明军侦察队率领的是“三千精骑”，兵力全由高大的辽东骑兵构成。又据日本史料《朝鲜渡海日记》记载，日军看到明军骑兵使用二尺五寸到三尺长的刀，并且配备了三眼铳：“（明军）武具之事，铁炮玉口为三，三筒合为一筒。可以自由发射一次，或三炮连发。”

相较之下，日军一番队不仅在兵力上与明军侦察部队相差悬殊，兵种构成也与明军完全不同。据《天正十九年立花宗茂、高桥统增两队军役表》记载，立花宗茂、高桥统增两队的战斗人员中，骑马武士有150人，徒步武士有150人，用铁炮的足轻有200人，用弓的足轻只有100人，而用枪的足轻最多，但也只有500人。这些兵力加起来也不过才1100人，而且还是立花、高桥刚出兵朝鲜时的兵力。在砺石岭之战中，其兵力仅剩下几百人而已。

在明军骑兵的驰突下，立花、高桥两军毫无优势可言，最终败下阵来，一共阵亡了300人
[28]

 ，损失了近一半人马。据《象村稿》记载，其中有130多具
[29]

 死尸的首级被明军割取。朝鲜将领高彦伯的军队也用弓箭射杀了很多的立花、高桥士兵。而有关明军在此战中的伤亡，日本史料《毛利家记》宣称明军有600人阵亡，《立斋旧闻记》宣称明军有2300人阵亡，但显然这两个数字都过于夸大。目前，还没有优秀史料记录下明军的真实损失。

对于砺石岭之战打了多长时间，记载立花宗茂事迹的日本史料《立斋旧闻记》说得很夸张，说是从早上6时开始，一直打到10时，打了整整4个小时，是一场激烈的恶战。但这种说法存在很大的问题，立花宗茂以寡兵抵抗明军4小时之久，后方的王京日军大部队竟然一直无动于衷，不出兵救援，实在是匪夷所思。

事实上，日本一手史料《朝鲜渡海日记》只记载此战从早上6时开始，没有记载什么时候结束。朝鲜史料《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象村稿》则都提到，查大受在打败日军先锋以后，派人请李如松亲自赶过来，而李如松在辰时（上午7时至上午9时）就从坡州动身南下，是在《立斋旧闻记》提到的砺石岭之战结束的10时之前。日本史料《户川记》也记载，上午9时日军二番队的小早川隆景已经接替一番队的立花宗茂，与明军交战。由此而言，砺石岭之战在上午9时就已结束，并没有打到10时。此战短则1个小时，长则3个小时，都不到4小时。但若是战斗持续两三个小时，王京的日军大部队不应该不出兵救援立花宗茂、高桥统增，因此此战的合理时间应该是1小时，或根本就不到1小时。立花宗茂被《太阁记》的作者小濑甫庵吹嘘为“宗茂勇武可谓朝鲜军中无比伦矣”（《碧蹄馆大战记》）
 ，然而就这样败北了。

身为败军之将的立花宗茂，铠甲上插满了明军的箭镞，看上去就如同一只刺猬一样。体力不支的他脱离战场后，带领剩下的残兵败卒逃到了附近的小山丘（日本史料称为“小丸山”）上稍作休整，补充体力。（《黑田家谱》《黑田略记》）


立花宗茂并未因战败影响到自己的情绪，他让手下人马休息，自己大口大口吃起了饭团。立花宗茂家臣小野和泉守在晚年写的战争回忆录中，回忆了当时的场景。当时，小野和泉守开口劝说众人吃一些他带来的竹叶饭团。但由于受败战情绪影响，又眼看明军的骑兵蜂拥到山谷，立花家麾下久经战阵的武士们失去了食欲。小野和泉守见众人没有反应，便自顾自拿起一个竹叶饭团啃了起来。但小野和泉守自己也很紧张，食物难以下咽，最后好不容易才吞了下去。立花宗茂看到这幅情景，招呼小野和泉守把饭团拿给自己，他慢慢咀嚼了三个攥在一起的竹叶饭团。小野和泉守见立花宗茂从容进食，又想拿起一个竹叶饭团吃，这回却怎么也咽不下去，最后只好扔掉。（《小野和泉咄》）


立花宗茂败退到小丸山以后，日本史料出现了迥异的两种说法。

《黑田家谱》记载，友军黑田长政赶到前方战场，接应了败下阵来的立花宗茂，并且代替他击退了明军。然而极其讽刺的是，根据立花宗茂的家臣荐野增时的回忆录《宗茂公朝鲜军之次第御物语觉》记载，黑田长政、大谷吉继虽然赶到了战场附近，却始终畏惧不前，一味躲在后方，根本不敢迎战明军。

李如松的进兵目的

立花宗茂在砺石岭与明军交战时，王京的日军诸将已经出城准备迎战明军。等立花宗茂战败的消息传来后，日军诸将不像立花宗茂一样仍能气定神闲地吃饭团，而是大为震动。奉行众经过紧急讨论后，决定立即停止战斗，全军退回王京，婴城固守，并让黑田长政去劝说拥有重兵、同时顽固主战的小早川隆景。小早川隆景直接拒绝了黑田长政的游说，奉行众之一的大谷吉继只好亲自出马，去劝说小早川隆景。但小早川隆景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拒绝了大谷吉继的劝说，并要求诸将听他号令。（《毛利家记》）


在小早川隆景的坚持下，已经出城的日军大部队终究没有撤回王京，而是坚持了原有的既定方针——在王京城外迎战明军。

而明军方面，查大受等人在击破立花宗茂、高桥统增以后，对日军大感轻蔑。查大受派遣快骑向李如松报告贼情，让他亲自赶到前线。

至于查大受报告的内容是什么，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据《再造藩邦志》《宣庙中兴志》记载，查大受向李如松报告：“贼已夺气，可破也！愿速进兵！”请求李如松直接出兵打下王京。

第二种说法，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引述知中枢府事李德馨的话，查大受在打败日军头阵以后，只是请李如松亲自视察王京贼情和地理形势，没有让他直接出兵打下王京。

两种说法，意思完全不同。以史料的优先性而言，当时查大受向李如松报告的内容，应该只是让他亲自来前线视察而已。

无论查大受报告了什么，当时还存在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有朝鲜哨兵故意隐瞒事实真相，向李如松报告说：“倭贼已退，京畿已空！”（《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声称日军已经全部撤出了王京。而朝鲜哨兵之所以用假情报欺瞒李如松，据《牧斋初学集》记载，是因为当时出现了明军在平壤、开城割取朝鲜人首级假冒日本人，向明廷奏捷的传闻。因此，一些朝鲜人非常痛恨李如松，就散播谣言，说日军已经放弃王京逃走了。而李如松没有丝毫察觉，就这样上当了。

身在坡州的李如松得到查大受、朝鲜哨兵的报告以后，与中协大将杨元、左协大将李如柏、右协大将张世爵选带2000兵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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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辰时从坡州动身出发，一路疾驰，奔赴王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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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进到距离王京49.5公里的马山馆时，李如松与李如柏、张世爵领兵1000人继续前行，留杨元领兵1000人继后。

对于李如松此行的目的，有两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多见于当时的史料。据明军战报《叙恢复平壤开城战功疏》记载，李如松自己说是要“亲去踏看”王京道路。在朝鲜史料《壬辰记录》收录的《李提督自辩》中，李如松也说自己的目的是“踏勘道路”。朝鲜官方史料《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同样记载李如松的目的是“欲亲审京城道路形势”。其收录的兵曹判书沈忠谦的奏草，也说明军是去哨探的：“兹者碧蹄之出，（日军）适遇（明军）哨探之师，暂逞蜂虿之毒。”同书收录的柳成龙驰启，一样说李如松的目的是“将欲亲自体探于京城”。柳成龙写的《西厓集》，同样说“天将欲亲视京城形势”。以上这些记载皆出自一手史料，都说李如松只是想去探视进兵道路。

第二种说法，据《牧斋初学集》卷二中的《送刘编修颁诏朝鲜十首》记载，朝鲜人欺骗李如松，称日军已经放弃王京逃走，李如松相信了，想直接用几千人拿下王京，他在马山馆说：“人言平壤之役，辽人居后。我今提辽兵三千人，独进取王京。”朝鲜史料《宋经略书》也是类似说法，认为李如松因为平壤的胜利而产生轻敌之心，想以轻骑直接拿下王京：“壬辰，攻平壤克之，仍进兵向京城，以前捷谓倭易与。与查大受等不待南兵，以轻骑径进。”这两种记载，都显示出李如松刻意不带南兵，只带上辽兵，意图火速拿下王京。

从史料的性质而言，李如松前往“踏勘道路”的说法出自同时代的史料，时人也并未质疑这一说法。而李如松欲以辽东轻骑袭取王京的说法，则是出自后世史料。从史料的优先性考虑，李如松的目的应该是去查看进兵王京的道路，而不是想直接就带着几千人去占领王京。因此，查大受、朝鲜哨兵的报告，固然使李如松对日军产生了轻视心理，但只是促使了李如松以轻兵前进，去侦察前线的贼情与进兵道路，其目的仍是探路，尚未到决心以几千人攻取王京的地步。

而在砺石岭之战中得胜的明军侦察队，尚未得意多久，形势就发生了改变。在小早川隆景的一意主战下，已出王京城的四五万日军“悉众而来”，布阵于砺石岭，逼向明军。（《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这时候，明军与日军的兵力比例就颠倒了过来，明军只有3000余人，而日军有四五万人。明军副总兵祖承训、游击胡鸾、高升三人见日军黑压压的一片，不由心生畏惧，直接掉头逃跑。（《经略复国要编》）
 三将的不战自溃，引起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剩下的将士见状纷纷掉头逃命。最后，3000余名明军士兵从砺石岭后退到了碧蹄馆。

因王京日军大部队的突然出现，柳成龙在《请输运唐粮以济大事状》中认为，砺石岭之战本身就是王京日军主力刻意为之的“钓鱼”之战，在事先埋下伏兵的情况下放出饵兵，引诱明军上钩：

查总兵与防御使高彦伯驰到昌陵近处，贼多设伏兵于山谷间，先出数百人诱引。总兵挥军掩击，贼披靡散走，斩获殆尽。欲引退之际，贼后队大兵继至。

然而，笔者并不赞同这一观点。首先是日本方面的一手史料完全没有这一战术安排的记载，如果真有这回事，相关日本史料不可能不提。再者，据《毛利家记》记载，立花宗茂与明军交战后，黑田长政、大谷吉继都产生了避战心理，先后劝说小早川隆景撤回王京，不要继续迎战明军，最后经过小早川隆景的坚决反对才作罢。又据盐谷世弘的《小早川隆景传》记载，得知立花宗茂战败的消息后，小早川隆景“坚阵不敢动”，表现出了畏惧的神色，过了一会儿才下令对明军动武。从这些记载来看，日军并没有在事先就心思缜密地安排好伏兵，等待明军上钩，砺石岭之战的发生对他们而言也是突然的。正如《宣祖昭敬大王实录》所记载的那样，砺石岭之战本身只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遭遇战而已，后方的日军诸将听说先头部队立花宗茂军被击败，才倾巢出动，赶到了砺石岭战场，并没有刻意设下埋伏。

碧蹄馆大战

明军侦察队从砺石岭退兵到碧蹄馆后，日军并没有就此罢手，以毛利一族为主的日军二番队、三番队，在家族长辈小早川隆景的指挥下，从砺石岭下山，对明军侦察队穷追不舍。据《毛利家记》记载，毛利一族的阵形安排如下：第一阵为井上五郎兵卫（井上景贞）、粟屋四郎兵卫（粟屋景雄），第二阵为裳悬弥左卫门，第三阵为小早川隆景的本队人马，第四阵为桂宫内大辅，第五阵为小早川秀包，第六阵为毛利元康。

下山以后，小早川隆景改变阵形，把军队分布在不同地方。他将井上五郎兵卫、粟屋四郎兵卫、裳悬弥左卫门、小早川隆景的本队、桂宫内大辅布置在砺石岭与碧蹄馆之间的望客岘，作为中军；将小早川秀包、毛利元康布置在望客岘东面的丘陵，作为右翼部队；而原先败退到望客岘西面丘陵（小丸山）的立花宗茂、高桥统增，则待在原地配合小早川隆景的行动，作为左翼部队。（《近世日本国民史·朝鲜役》）
 如此一来，日军从望客岘、西侧丘陵、东侧丘陵三个方向对退屯碧蹄馆的明军形成了包围。

日本学者北岛万次对小早川隆景的战术安排是如此解释的：小早川隆景将中军安排在望客岘，故意向明军示弱，左、右两翼则分别埋伏于望客岘两方的丘陵，一旦明军中计，与望客岘的中军发生交战，左、右两翼便齐出包围明军，将其一网打尽。

笔者认为，北岛万次先生的这一解释并不太正确。当时明军侦察队意识到日军兵力众多，为此从砺石岭一路撤退到了碧蹄馆，日军根本没有必要再向明军“示弱”，明军也不会就这样上当。小早川隆景的这一手安排非常简单，就是依赖兵力优势，分三个不同方向进逼明军，使其难以逃脱。而在日军后方的砺石岭上，还有几支预备队对明军虎视眈眈：四番队吉川广家，五番队黑田长政，六番队石田三成、增田长盛、大谷吉继，七番队加藤光泰、前野长康，八番队宇喜多秀家。（《毛利家记》）
 《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日军“分布山野，看看渐逼”。

从坡州南下的李如松，此时已经行进到了碧蹄馆北面的惠任岭（惠阴岭）。他在进兵途中，碰到了从碧蹄馆逃回来的朝鲜高彦伯军的军官，经过详细询问，才知道王京日军已经倾巢出动，在碧蹄馆与明军对峙。李如松知道这些情况后，没有任何迟疑，立即驰赴碧蹄馆战场，救援前线被困的明军。（《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从这时候开始，李如松的目的从侦察王京道路，变成了救援前线明军。赴援的同时，李如松不忘以令旗传令后方，调动诸将前来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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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奔赴碧蹄馆的路上，李如松的战马蹶倒，把李如松从马背上摔下来，让他的左脸颊受了一点轻伤。这是李如松自平壤之战以来，第二次从战马上摔下来。过了很久，李如松才从地上爬起来，骑上马继续奔赴碧蹄馆。

在《牧斋初学集》中，有个非常有意思的说法。当时军中把将军阵亡称呼为“倒马”，所以当李如松从马上摔下的消息传到后方的马山馆时，留守在这里的中协大将杨元误以为是李如松战死了，大笑着说：“我当拜大将，收平壤功矣！”当时随提督李如松南下的，还有左协大将李如柏、右协大将张世爵。杨元打的如意算盘是，只要这些人全死了，那就只能拜他为大将，收复平壤的功劳就算在他一人头上了。当然，他的这个如意算盘没有打成。

一月二十七日巳时（上午9时至上午11时），李如松与李如柏、张世爵率领1000精骑赶到碧蹄馆，发现前线的3000余名明军将士因为日军兵力众多，全都在迟疑，不敢上前与之交战。李如松见状，当即喝令诸将士上前与日军搏战，下令畏缩不前者立斩。（《经略复国要编》）
 于是4000余名明军将士踊跃奋战，碧蹄馆之战正式打响。

关于此战一开始的经过，柳成龙的《惩毖录》里有一段很误导人的记载：

时贼匿大众于砺石岭后，只数百人在岭上。提督望见，挥其兵为两翼而前，贼亦自岭而下，渐相逼。后贼从山后遽上山，阵几万余。天兵望见心惧，而已接刃，不可解……

按照这一记载来看，日军在砺石岭上以数百人引诱明军交战，而大部队则埋伏于砺石岭后，等待明军上钩。李如松不明就里，将明军骑兵分为左、右两翼逼向日军。结果日军伏兵从砺石岭后现身，使明军陷入了极其不利的境地。

但柳成龙的这一说法与事实相悖，并非实情。当时，明军侦察队因为日军人数众多，从砺石岭后退到了碧蹄馆，而日军也从砺石岭下山追击明军。这时，两军交战的地点已经变成了碧蹄馆，而不是此前的砺石岭。况且，李如松在驰赴碧蹄馆的途中已经得知了日军大举出动的消息，知道对方兵力众多，不可能在砺石岭中诱敌之计。所以，《惩毖录》的这一记载显然是错误的。

综合《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宗茂公朝鲜军之次第御物语觉》《朝鲜渡海日记》《义弘公御谱中》《大将军炮图记》《国榷》等史料的记载，明军与日军在碧蹄馆甫一交战，首先面对的是小早川隆景安排打头阵的粟屋四郎兵卫率领的部队。李如松下令明军使用神机箭、三眼铳、天字大将军炮等火器，先以火力压制日军，同时用弓箭射击日军。

长久以来，后人普遍认为明军在碧蹄馆之战中只带了钝劣的短剑，没携带任何火器，这都是因为受到了柳成龙所著的《惩毖录》的误导。《惩毖录》记载道：

时提督所领皆北骑，无火器，只持短剑钝劣。贼用步兵，刃皆三四尺，精利无比。（明军）与之突斗，（日军）左右挥击，（明军）人马皆靡，无敢当其锋者。

《惩毖录》的这一说法，可以说是完全错误的。根据朝鲜官方史料《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记载，碧蹄馆之战中，明军刚一交战，就对日军使用了神机箭，直接推翻了《惩毖录》的说法。在日方记载中，亦提到明军使用了火器。立花宗茂的家臣荐野增时在《宗茂公朝鲜军之次第御物语觉》中提到，明军用“大筒”炮轰毛利军（实指小早川隆景军的先头部队）；毛利辉元军团的下濑赖直也在《朝鲜渡海日记》中提到，明军在碧蹄馆之战中使用了三眼铳。可见，明军使用的火器并不止神机箭。江户时代的日本人玉乃惇成撰写的《大将军炮图记》，以及二战前的日本学者有马成甫写的《火炮的起源与流传》《朝鲜役水军史》，则分别介绍了日军在碧蹄馆之战结束后缴获的三门天字大将军炮，其编号为二十五号、六十九号、一百三十五号。可见，明军还在碧蹄馆之战中使用了天字大将军炮。明代史料《憨山老人梦游集》也记载，万历朝鲜战争末期，浙江绍兴人吴汝实潜入日本，将日军在碧蹄馆之战中俘获的一些火器带回了明朝。从诸多史料来看，明军在碧蹄馆之战中确确实实使用了火器，笔者特将依据制成表格，使读者一目了然：



	使用火器
	史料出处



	三眼铳
	（日）《朝鲜渡海日记》



	神机箭
	（朝）《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天字大将军炮二门
	（日）《火炮的起源与流传》《朝鲜役水军史》



	天字大将军炮一门
	（日）《大将军炮图记》



	“大筒”
	（日）《宗茂公朝鲜军之次第御物语觉》



	火器（不知具体指向）
	（明）《憨山老人梦游集》




明军使用火器攻击日军后，日军也施放铁炮回击明军。小早川隆景的家臣梨羽绍幽在《梨羽绍幽物语》中说，日军与明军隔着四五百米互相射击，日军动用了数千挺铁炮攒射明军，其射程能达到500多米远，又说明军射出的箭不到数十步就坠落了，打不到日军。此外，据朝鲜官方正史《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在当时的日军队伍中，有许多投靠日本人的朝鲜伪军，他们协助日军，用片箭射击明军，射伤了很多明军士兵和马匹。李如松事后说，王京日军中只有八九千人是真的日本人，其余一万多人全都是朝鲜人。此话虽然夸张，但也可见在碧蹄馆之战中协助日本人作战的朝鲜伪军数量并不少。无论如何，由于明军利用火器奋起反击，日军逐渐落入下风。《宗茂公朝鲜军之次第御物语觉》记载道：

（明军）鸣响大鼓，放起大筒（结合《朝鲜役水军史》等资料，此处应指天字大将军炮），升起黑烟，攻了过来。毛利家先锋队承受不住攻击而败。

又据《吉田物语》记载，有200多名明军骑兵上前突击粟屋四郎兵卫右边的阵地，或对其放箭，或对其放铁炮（应指三眼铳），之后回旋到左边，逐次增加生力军，反反复复对粟屋四郎兵卫的阵地进行回旋攻击。

在明军的火力压制下，粟屋四郎兵卫终究不敌败退，由小早川隆景安排在第二阵的井上五郎兵卫接替战斗。井上五郎兵卫在《碧蹄馆大战记》一书收录的《隆景碧蹄里之战史》中，被评价为“勇冠军中”，可见是个不可小觑之人。但明军不屈不挠，依旧打得井上五郎兵卫非常被动，日军士卒甚至开始向后逃窜。情急之下，井上五郎兵卫大声激励手下士卒：“士之临战场也，以进死为荣，以退生为辱！汝等努力，慎勿去此！”（《义弘公御谱中》）


尽管如此，井上五郎兵卫还是败退了。但小早川隆景留有后手。两军酣战之际，小早川隆景使左翼的立花宗茂、高桥统增从望客岘左侧的丘陵迂回到明军后方，右翼的小早川秀包、毛利元康等将从望客岘右侧的丘陵迂回到明军后方，他自己则亲自率领本队人马从正面迎战明军，霎时间对明军形成包围之势。（《近世日本国民史·朝鲜役》）
 日军“左右散出，冒死突出，直冲中坚”，“左冲右突，一时直前”（《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陷入重围的明军，面临小早川隆景的包围，不得不拼死作战，以求突围。但原本在砺石岭观战的日军预备队相继出动，从望客岘左右实行夹击，将明军团团围住，使明军难以突破日军的包围圈。

从日本史料的记载看，王京日军在最后阶段，真正做到了倾巢而出，将明军团团围住。据《吉川家谱》记载，吉川广家、宇喜多秀家、石田三成、增田长盛、大谷吉继、加藤光泰等人相继率部投入战斗，甚至连在平壤之战中遭受重创的小西行长也率部杀出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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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户川记》的记载，宇喜多秀家的家臣户川达安不甘心被小早川隆景抢了战功，于是一马当先，争先奋进，抢着立功。

碧蹄馆之战，至此演变成李如松率领的4000余名明军将士，对战由小早川隆景、立花宗茂、吉川广家、石田三成、大谷吉继等人率领的数万日军的激烈会战。但明军在绝对的劣势之下，仍旧爆发出了巨大的战斗力，与日军从巳时一直打到了午时，仍然未处下风。诚如《征韩伟略》一书所言：

奇兵宗茂、秀包等见机而下山，直冲如松中军，隆景亦纵横奋击。而如松兵有节制，进退自在。两雄相会，战甚苦，自巳至午。

毛利家史料《萩藩阀阅录》亦透露了当时两军激战的惨烈程度，小早川秀包的部队因受到明军冲击，伤亡较大，家老横山景义，武士桂五左卫门、内海鬼之丞、伽罗间弥兵卫、手岛狼之助、汤浅新右卫门、吉田太左卫门、波罗间乡左卫门等战死当场。可见明军在逆境下仍旧顽强作战，毫不屈服。又据《碧蹄馆大战记》记载，立花宗茂、高桥统增的部队同样死伤惨重。算上此前的砺石岭之战，立花宗茂的家臣在这一天战死了十时传右卫门、池边龙右卫门永晟、户次中务少辅镇林、安东善右卫门常久、小野久八郎、小野喜八郎成幸、小串忠左卫门成重，高桥统增的家臣战死了今村喜兵卫、井上平次、帆足左平、筑赖新介。立花、高桥两家的士兵战死者多达500余人。

由于明军的甲胄十分精良，日军亦相当被动。亲历碧蹄馆之战的下濑赖直在《朝鲜渡海日记》中写道：

大明国士兵的衣服，外面是红色的棉织物，里面是用铁链串在一起的、切割成二寸见方的铁片，乍一看就像是道服。他们的头盔都是铁制的，磨得铮亮雪白，手部防护用具也是铁制的。箭无法射穿，刀也切割不断。

又据《户川记》记载，宇喜多秀家麾下有一个名叫国富源右卫门的大力武士，与明军交锋时，用刀刃长三尺的太刀砍了对手的盔甲三次，都被弹了回来。国富源右卫门扔掉刀上去扭打，不一会儿工夫就被按倒在地。虽然国富源右卫门拼命挣扎，但是好像被大石头压住一样无法动弹。情急之下，他拔出佩带的短刀瞄准对方的腹部捅过去，但还是捅不破对方的护甲。性命危急之时，国富源右卫门得到己方士兵的帮助，才终于杀死对手。

虽然明军拼死搏战，但终究因日军兵力众多，未能将日军击退。险境之中，李如松与骁将数十人冲锋陷阵，在马上用弓箭射杀日军，但“势不能支”，无法敌过兵力众多的日军。见实在无法打退日军，李如松便指挥明军撤退，并由他亲自殿后。（《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但这时，一名不知具体身份的金甲倭将，指挥士卒团团围住李如松，直逼如松本人，情势非常危急。《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贼三千余人直逼提督，提督且射且退，贼遂趁锐乱斫，天兵死者数百。”

当金甲倭紧逼李如松时，指挥使李有升拼死保护李如松，手刃数倭，但后被日军用钩子拉下马，惨遭肢解，周遭80余名明军勇士亦被砍死。李有升是辽东铁岭卫人，勇力绝伦，常跟随在李如松身边作战，李如松为他的战死感到伤心，下马痛哭。李有升战死后，在金甲倭的指挥下，逼向李如松的日军更多了，一个日军士兵的刀刃甚至砍到了李如松的重铠，使李如松命悬一线。（《牧斋初学集》卷二《送刘编修颁诏朝鲜十首》）


为保护李如松，李如松的兄弟李如梅、李如柏、李如梧和副总兵李宁等人护卫在其身边，一同协力射击、砍杀日军。李如梅拉弓引弦瞄准金甲倭，将其射下马，一箭毙命，周遭的日军士兵哭着扶起金甲倭的尸体而去。日军见明军勇猛，不敢再急于冲突。（《经略复国要编》）


关于这名金甲倭的真实身份，后世传说是立花宗茂的家臣小野成幸，或者是安东常久。但是，在立花家的史料中却找不到相应的记载。对此，后世成书的日本史料《鹿儿岛外史》《征韩伟略》皆称金甲倭是小早川隆景的家臣井上五郎兵卫。
[34]

 然而，明朝史料《经略复国要编》《虔台倭纂》记载李如梅一箭射杀了金甲倭
[35]

 ，而根据日本史料《萩藩阀阅录》的记载，井上五郎兵卫一直活到了战后，并没有毙命。所以，这名金甲倭的真实身份仍是不明的，并未有可靠的文献记载他究竟是谁，这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团。事实上，在朝鲜史料中，有大量“金甲倭”的记载遍布于不同的战斗当中，碧蹄馆之战出现的金甲倭只是其中之一。

射落了金甲倭以后，李如松趁乱率领李如柏、张世爵等将冒死突围，在此过程中杀死了许多日军士兵，但因日军势大，未能够割取对方首级。混战中，副总兵李宁的左手被砍伤，铠甲叶片被日军铁炮射穿，但没受重伤。此外，副总兵孙守廉也被砍伤了右臂。（《经略复国要编》）
 情势危急之下，李如松又一次跌落马下。先前被明军击退的井上五郎兵卫见到，察觉出落马之人是明军大将，于是跃马突进，准备斩杀李如松。万死一生之际，周围的明军将李如松扶起，让他骑着另外一匹马逃走了。井上五郎兵卫未能斩杀李如松，气得咬牙切齿。（《丰臣秀吉谱》）


激战至午时，明军经过拼死奋战，终于突破重围，向坡州方向撤退。撤退过程中，明军骑兵因为道路泥泞而难以驰骋，甲胄、辎重、炮车等军用物资被弃置于碧蹄馆，一片狼藉。其中，编号六十九、一百三十五的两门天字大将军炮，被小早川隆景缴获（《朝鲜役水军史》）
 ，编号二十五的天字大将军炮则被吉川广家缴获（《大将军炮图记》）
 。这些被缴的天字大将军炮，后来都被日军作为战利品运送回了国内。

在江户时代，日本人玉乃惇成见到被吉川广家俘获的二十五号天字大将军炮后，特意写了一篇《大将军炮图记》，将这门炮的样子记录下来：

是丰臣氏朝鲜之役，吾先君全光公（吉川广家）所得之器也。形状一如图样，用南蛮铁造，长四尺八寸，口径四寸，唇厚一寸五分，腹围一尺九寸一分，底径六寸，重三百七十五斤。有耳便架，有环便提。火门无盖，照星、照门皆无。箍八而脱其一，第一箍勒“皇图巩固”四字，第二箍勒“天字贰拾伍号大将军”九字，第八箍勒“监造通判孙兴贤”七字，各一字横列。腹上勒“万历壬辰、季夏吉旦、兵部委官、千总杭州、陈云鸿造”二十字，四字五行横列。腹后勒“教师陈胡、铁匠董世金”九字，四字、五字二行横列。

日本昭和时代的学者有马成甫也在《朝鲜役水军史》中，记录下了小早川隆景俘获的两门天字大将军炮的样式。其中一门大炮上面刻的铭文为“皇图巩固、天字陆拾玖号大将军、监造通判孙兴贤、万历壬辰、仲秋吉日、兵部委官、千总杭州、陈云鸿造、教师陈雄、铁匠徐玉”。该门炮的口径为11.9厘米，长142厘米。另一门大炮上面刻的铭文为“皇图巩固、天字壹佰叁拾伍号大将军、监造通判孙兴贤、万历壬辰、孟冬吉日、兵部委官、千总杭州、陈云鸿造、教师陈雄、铁匠刘渥”。该门炮的口径为11.3厘米，长143厘米，膛长122厘米，壁厚4.4厘米，重约二三百斤，炮身有九道加固箍。另据黑田源次的《神机火炮论》一文介绍，该门炮的炮身是厚皮圆筒状的，炮身上的九道加固箍每道宽5厘米、高1.2厘米。

再说回明军，李如松从碧蹄馆突围后，一路向北逃窜，但日军仍在后方追击，对明军紧追不舍（《翁物语》《服部传右卫门觉书》）
 。当日军追至惠任岭时，明军援军突然出现在岭头。（《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乱中杂录》）
 日军见明军援军在惠任岭现身，心里变得没底起来。立花宗茂的家臣小野和泉守担心明军人多势众，己方会被包围，当即劝说停止追击。（《梨羽绍幽物语》）
 日军诸将顾虑到明军援军势大，因而听从了小野和泉守的这一番话，停止继续追击，回到了王京。至此，李如松终于逃出绝境，碧蹄馆之战由此结束。

出现在惠任岭上的明军援军，正是被李如松留在马山馆的中协大将杨元率领的那1000人。杨元收到李如松从前线发出的令旗后，知道李如松“倒马”只是摔下马，并没有战死，便与参军郑文彬、中军旗鼓官王希鲁等带领麾下骑兵，驰援李如松。（《经略复国要编》）
 由于时间仓促，杨元只带上了骑兵，没能来得及带上行动缓慢的步兵和炮手。
[36]

 但在韩国人李炯锡所著的《壬辰战乱史》中，却出现了杨元带着虎蹲炮、佛郎机等火炮驰赴战场，并与日军总大将宇喜多秀家大战的情节。应当指出，这一说法纯属虚构，并没有其他史料记载这件事。

除《壬辰战乱史》的误说以外，日本史学界也流传着杨元带来了火炮部队的传说。北岛万次编纂的《丰臣秀吉朝鲜侵略关系史料集成》辑录了一条《再造藩邦志》的记载，声称杨元在碧蹄馆之战中率领“火军”驰赴战场，杀入重围：“会杨元率火军，斫重围，而倭遂退。”于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发行的朝鲜古书刊行会版《再造藩邦志》中，也有同样的记载。

但是，如今韩国活字化版的《再造藩邦志》中记载的内容却是：“会杨元率大军，斫重围，而倭遂退。”这一条记载，说杨元率领的援军是“大军”，而非“火军”。之所以出现这一分歧，是因为朝鲜的《再造藩邦志》古籍原版是草书，而“大军”的原字，非常像“火军”。一百多年前，日本人在活字化《再造藩邦志》的时候认错了字，将“大军”认成了“火军”。这一个错字，导致后来的很多日本史书都受到了误导。如日本朝鲜总督府编撰的《朝鲜史》、德富猪一郎的《近世日本国民史·朝鲜役》、中里纪元的《秀吉的朝鲜侵攻与民众·文禄之役》，都写的是“火军”，可以说影响深远，直到现在日本人还深受其害。事实上，正如《宣祖昭敬大王实录》所指出的那样，杨元只带来了骑兵，没能带上步兵、炮手。

而且，杨元只是率领骑兵组成的援军出现在了惠任岭，并没有与日军实际交战。但由于杨元是经略宋应昌的亲信，所以后来明军在战报中报功的时候，把杨元的名字给报了上去，说他带领援兵杀入重围，才解救了李如松。明、清两朝的史书，以及一部分参考了明、清史书的朝鲜史料深受明军战报的误导，人云亦云，都跟着犯错。但从明朝史料《明神宗实录》以及朝鲜史料《宋经略书》《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乱中杂录》的记载来看，杨元自始至终就没有与日军交战。《明神宗实录》：“碧蹄之战，如松兄弟已溃围出，而杨元后至，倭不敢追，而以批难解围归之杨元，则众论不平。”《宋经略书》：“杨元当如松败回之日，其众实不来。回军到三十里地，始与元军相值，以此与如松相失。”《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贼追至惠任岭，望见大军，不敢逾岭。”《乱中杂录》：“贼追至前岭，望见官军大至，走还京。”不过，即便双方未发生交战，杨元率领的援军出现在惠任岭后，日军就吓得不敢进一步追击却也是事实。

对于杨元仅仅率领1000骑兵就吓退了追在李如松后面的日军，后世成书的日本史料不但不承认，反而对这一事实极力粉饰，声称日军一路追杀明军到临津江，在这里杀死明军万余人；抑或在这里将明军逼入江中，致使明军溺死万余人。临津江在哪儿？惠任岭的北面是前线明军屯驻的坡州，也就是李如松出发的地方，坡州的北面是临津江，渡过临津江，再北面是开城。相关日本史料的意思是，日军在碧蹄馆获胜后一路追击明军，端掉了李如松驻兵的坡州，把他逼到了临津江的江边。

后世的日本史料不乏这种夸张的说法，如《续日本史·小早川隆景传》记载：“我兵蹑击，至临津，获虏（对明军的蔑称）万余口。其余排挤入水，溺死者不可枚举，水为之不流。”《日本外史·毛利氏》记载：“如松仅以身免，逐北至临津，斩首万余级。”《续本朝通鉴》记载：“明兵之溺于开城川（临津江）而死者尤多，凡今日死者及一万余人。”盐谷世弘的《小早川隆景传》记载：“追亡蹙之临津，斩馘五万，僵尸如丘，临津为不流。”还有比这些更无耻的说法，《续本朝通鉴》说日军把李如松逼到临津江畔，明军被杀死1万人之后，李如松才渡江逃到了开城；而日军则开会商量是否渡过临津江，杀到李如松目前所在的开城。这一说法可谓无稽之谈。

但无论如何，碧蹄馆之战的最终结果是明军败北，被迫放弃了碧蹄馆这个进兵王京的最前线据点，几门被视作重要武器的天字大将军炮也被日军俘获了。对于战败的原因，南兵参将骆尚志认为：

前日碧蹄之战，若大军前进，尽杀倭奴，则国王可安顿王京，天兵亦已陆续回还。而提督轻敌贪功，不带南兵，只率家丁，几死贼手，大败而退，误了一场事。自后畏怯，无前进之心。（《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江户时代的日本文人青山延光也持相同意见：

明将李如松之取平壤，大抵皆南军之力。南军，浙江地方之兵，善用火器，勇锐无比。然如松北人，以故痛抑南军。至碧蹄之战，如松军皆北骑，无火器，竟以是败。呜呼！令如松善用南军，必非我军之利也。而如松不用，自取挫败，私心害事如此。（《征韩杂志》）


时人骆尚志和后人青山延光，都认为是由于李如松在碧蹄馆之战中没带南兵，所以输给了日军，又认为如果带了南兵去，则日军绝对无法处于优势。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碧蹄馆之战并非是明军对王京日军发动的总攻性战役，而是李如松在哨探王京的途中与数万日军不期而遇，退无可退，才发生了战斗。正如朝鲜史料《简易集》所指出的那样：

碧蹄之事，初非战也。官军为探视形便，总兵查（大受）以数百骑先进，遇贼二百有余，没数斩获。既而贼兵数万大至，提督以千骑继进，交战不利。

而将哨探王京道路的任务交给辽东骑兵无疑是最合适的，因为南兵除了钱世祯率领的骑兵外，大多都是步兵，且骆尚志、吴惟忠等南兵将领，当时都因为在平壤攻城战中负伤而在后方养伤，更不可能承担这一任务了。

青山延光指出南兵善用火器，北兵无火器，所以在碧蹄馆战败。这种说法实际上是被柳成龙的《惩毖录》误导，明军北兵在碧蹄馆之战中也使用了三眼铳、神机箭、天字大将军炮等火器，对此前文已经指出过。明军最终落败而逃，根本原因在于兵力悬殊，而不是善用火器与否。

实际上，即便没有用上任何火器，日军也通过此战的交锋而对明军骑兵大感畏惧。碧蹄馆之战结束以后，蜂须贺家政、立花宗茂在往来的信件中提到，一定要想办法获得大明的马匹。（《立花家文书》）
 由此可见，日军骑兵战斗力较低，并且明军骑兵在碧蹄馆之战中对日军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碧蹄馆之战的死伤

明、日双方在碧蹄馆之战中实际投入的兵力与伤亡程度，一直是充满争议的话题，长久以来悬而未决，没有定论。据笔者多年来的整理和统计，明、日双方在此战中出动的兵力以及伤亡人数，在明、日、朝三国史料中，存在众多说法，现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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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碧蹄馆之战，日本史料不外乎鼓吹这是一场辉煌大捷，因此其记载的明军兵力非常夸张。其中，最为夸张的是《安西军策》和《柳河明证图会》，说明军出动了108万人。略逊于此的，是《太阁记》《久国杂话》《小野和泉守觉书》《续续本邦史记》，提到明军出动了百万骑。再往下，日本史料提到的明军兵力有40万人、30万人、20万人、10万人……远远超过明军的实际兵力，可谓夸张至极。

记载明军兵力最少的日本史料，是明治时代由太政官修史馆编纂的准正史《大日本编年史》。该书作为明治政府的国家正史工程，取材相对严谨，引用了柳成龙《惩毖录》的记载，称明军在碧蹄馆之战中实际只出动了千余骑，应该说是众多日本史料中态度最为端正的一本书了。但《惩毖录》记载的数字也不正确，包括其他大部分明朝和朝鲜文献，虽然记载的明军兵力远远比日本史料可靠，但毕竟不是一手资料。

在碧蹄馆之战中明军的兵力问题上，最为可靠的文献是《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与《经略复国要编·叙恢复平壤开城战功疏》。结合两个记载，明军前后投入五批部队，兵力总计约5500人，编制如下：



	顺序
	出战将领
	兵力



	第一批
	查大受
	约500骑



	第二批
	祖承训、孙守廉、李宁、张应种、高升、胡鸾
	约3000骑



	第三批
	李如松、李如梅、李如柏、李如梧、李如楠、张世爵
	约1000骑



	第四批
	杨元、郑文彬、王希鲁
	约1000骑



	合计
	—
	约5500骑




据明军游击陈方哲说，碧蹄馆之战中，明军的侦察部队是3500人，查大受领500人先行，其余3000人埋伏于后。
[37]

 但是有学者认为陈方哲的话不可信，以为明军侦察队只有3000人，没有3500人。这一观点，是根据明朝史料《经略复国要编》记载的查大受、祖承训、孙守廉、李宁、张应种这五位侦察队将领的入朝兵力，计算出他们的总兵力是3000余骑，认为这就是他们在碧蹄馆之战中投入的兵力，而陈方哲是把查大受的兵力给重复计算了，并不正确。

但实际上，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因为他们少算了两个人，那就是游击高升、胡鸾。这两名将领实际上也参加了碧蹄馆之战，但鲜为人知。据朝鲜史料《象村稿》记载，高升刚进入朝鲜时的兵为1000人，胡鸾的入朝兵力则不明。以一个保守的数字进行估算，将他们二人的兵力加上其余五将的兵力，明军在碧蹄馆之战中的人数肯定在3000人以上，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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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明军侦察队的实际兵力为3500人无误，加上李如松率领的第一批援军1000骑，杨元率领的第二批援军1000骑，明军投入的总兵力应该是5500骑。但是，据明朝史料《明神宗实录》、朝鲜史料《宋经略书》记载，杨元的援军部队并没有实际参战，因此实际投入作战的明军应该只有4500人。

至于明军在碧蹄馆之战中的死伤人数，鼓吹得最厉害的仍是日本史料。最夸张的是《天野源右卫门觉书》，说明军30万人全军覆没。其次是《史料稿本》收录的一则文书，说日军斩首明军51701级。再往下，是毛利家的史料《毛利家记》《毛利三将传》，称日军在碧蹄馆之战中杀死明军5万人。《太阁记》收录的《宇喜多秀家注进状》，则说宇喜多秀家在碧蹄馆之战结束后写信给安威摄津守，提及在碧蹄馆之战中击败百万明军，斩首38000余级。其他日本史料大多也说明军至少死亡1万人，但是仍然超过明军实际兵力。最离谱的是饭田忠彦的《野史·外国传·明》，此书抄录各种史料来写碧蹄馆之战，但是没有进行仔细校勘，结果前文称明军兵力只有3000人，后文却写明军阵亡1万人，闹出了大笑话。

虽然日本史料往往将日军的成就吹得天花乱坠，但当时的日本人对明军的实际损伤还是很清楚的。碧蹄馆之战结束后，丰臣秀吉写感谢状褒奖立花宗茂，提到明军阵亡数百人（《立花家文书》）
 ，可见他得到了相对准确的情报。朝鲜官方史料《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正文，也称明军在碧蹄馆之战中被杀数百人。而根据李如松战后写的报告，明军在碧蹄馆之战中战死264人、负伤49人，马匹死亡267匹。（《经略复国要编》）
 从明、日、朝三国的第一手资料来看，明军在此战中实际战死人数应是数百人。值得注意的是，大友义统家臣所著的《安东统宣高丽渡唐记》记载，日军在此战中只斩首明军20余级。这是最低的一个记录，和其他日本史料记载的斩首数目大相径庭。

至于日军在碧蹄馆之战中出动的总兵力，事实上并没有非常精确的记录。《日本战史·朝鲜役》推算出来的总兵力是41000人，但推算方法很不严谨，无非是把相关日军部队进入朝鲜时的兵力全部加起来，没有考虑这些部队在战前的伤亡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对此，前文已经指出过。在有限的几份亲历碧蹄馆之战的当事人记录中，《朝鲜渡海日记》的记载是四五万人，《壬辰记录》的记载是五六万人；立花家的史料《立斋旧闻记》则指出，虽然5万日军倾巢而出，但小西行长、加藤光泰等部队在先前的战斗中败给了明军，因此逡巡不前，实际参与会战的只有3万人，这应该是接近事实的一个数字。

而有关日军在碧蹄馆之战中的死亡人数，日本史料一般记录在100人～300人之间。在大多数日本史料中，这部分阵亡者都是指打头阵的立花宗茂部队，至于其他部队的损伤则不明。据《松浦家世传》记载，日军在碧蹄馆之战中阵亡39人，而负伤者竟然达到743人，这一数字透露出了此战的激烈程度，并且可从中窥见日军在碧蹄馆之战中的实际阵亡人数，绝对远远不止其所说的39人。

有学者提出了日军在碧蹄馆之战中阵亡5000多人的说法，这是最大的一个估值，该说法有较为广泛的影响。提出这一说法的学者，其依据非常简单。无非是直接拿部分日军部队在万历二十年刚登陆朝鲜时的兵力，直接减去这些日军部队在万历二十一年三月于王京统计出的剩余兵力，由此得出了日军在碧蹄馆之战中阵亡5000人的结论。相关学者的依据详见下表：

（单位：人）



	部队
	兵力（万历二十年七月末）
	兵力（万历二十一年三月二十日）



	黑田长政
	8000
	5269



	小早川隆景、小早川秀包
	10000
	9552



	立花宗茂、高桥统增
	3200
	1132



	筑紫广门
	900
	327



	合计
	22100
	16280




但是，这一统计方式是严重错误的。首先，该学者依据的数字样本，源自日本旧参谋本部的《日本战史·朝鲜役》，结果他却在抄录此书数据时发生了误抄。《日本战史·朝鲜役》原文，写黑田长政在万历二十年时的入朝兵力是5000人，而相关学者误抄成了8000人，并用8000这一数字，减去次年在王京统计出的黑田长政部队的5269人，得出黑田军在碧蹄馆之战中损失2000余人的结论。用一个误抄的数字做减法，得出黑田军死伤2000余人的结论，可谓草率至极。其次，事实上黑田军在王京统计出的兵力，比一年前入朝时有增无减，根本不可能计算出其在碧蹄馆之战中的损伤。更不可能通过此，得出日军在碧蹄馆之战中阵亡5000人的结论。

只要对照王京日军在万历二十年入朝时的兵力，与万历二十一年三月在王京统计出的兵力，以及同年五月转战全罗道、庆尚道的兵力，就能知道有部队的兵力有增无减，比入朝时还多。经笔者统计，王京日军在前后三个阶段的兵力如下：

（单位：人）



	部队
	万历二十年
	万历二十一年三月
	万历二十一年五月



	大谷吉继
	1200
	1505
	1535



	石田三成
	2000
	1546
	1646



	增田长盛
	1000
	1529
	1624



	加藤光泰
	1000
	1400
	1097



	前野长康
	2000
	717
	922



	小西行长全军团
	18700
	6626
	7415



	黑田长政
	5000
	5269
	5812



	大友义统
	6000
	2052
	—



	立花宗茂
	2500
	1132
	1033



	筑紫广门
	900
	327
	327



	宇喜多秀家
	10000
	5352
	7785



	小早川隆景、吉川广家
	10000
	9552
	6598




从上表可以看出，至少大谷吉继、增田长盛、加藤光泰、黑田长政四人的部队，后来的兵力比刚入朝时要多。而这四队人马都参与了万历二十一年的碧蹄馆之战。所以，并不能用万历二十年日军刚进入朝时的人数，直接减去万历二十一年三月统计出的人数，得出日军在碧蹄馆之战中的伤亡人数。

对于日军在碧蹄馆之战的阵亡人数，明军自身不敢说得很大。李如松在报告中称斩倭首167级。宋应昌的《经略复国要编》认为：“（明军）士马虽有损伤，然亦斩级一百六十七颗。其余（日军）中箭带伤、相继死于王京者，实数倍焉。”根据这一说法，“斩首一百六十七级”还不包括回到王京后因受伤而死的日军，实际死亡的日军人数是被斩首的好几倍。朝鲜知中枢府事李德馨则说，“（明军）与贼死伤相当，几至五六百矣”，认为明军和日军阵亡人数都在五六百人。这一数字，与《经略复国要编》提及的数倍之说接近，也接近日本史料中的数字。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碧蹄馆之战中的日军兵力，依据《立斋旧闻记》的记载，是出城5万人，实际投入作战3万人，剩下2万人因畏惧明军而选择避战。至于伤亡人数，应是战死五六百人（《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负伤743人（《松浦家世传》）
 。不过根据李如松在碧蹄馆之战后的说法，他在此战中斩获的首级，大部分头发完整（不是日本人的月代头发型）。由此而言，在碧蹄馆之战中被日军驱赶在前与明军作战的，主要还是朝鲜伪军。

通过以上对明、日两军的兵力、死伤分析，再结合相关事实，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碧蹄馆之战本身，是场不期而遇的遭遇战。查大受率领的这支3500人的明军侦察队本意是哨探王京道路，途中却与日军打头阵的立花宗茂部队在砺石岭相遇。查大受等人打败立花宗茂后，十分轻敌，派遣快骑让李如松亲自来前线侦察敌情与地理形势。于是李如松带了1000人驰赴碧蹄馆，目的仍然是探视前线，并非攻打王京。而王京日军在立花宗茂战败后，倾巢出动来对付明军侦察队，明军被迫退到碧蹄馆。李如松在行进途中得到了前线明军被日军大军包围的消息，他没有丝毫犹豫，当即驰赴碧蹄馆救援前线明军，于是发生了碧蹄馆之战。李如松是主动冲进日军包围圈，而不是中计陷入日军的埋伏。碧蹄馆之战从巳时打到午时，小早川隆景、立花宗茂、吉川广家、石田三成、大谷吉继等人率领3万人，以绝对优势包围了只有4000余人的明军。人多打人少，在小早川隆景的战术安排下，碧蹄馆之战本可成为一场包围歼灭战，结果明军成功突出包围圈，而日军自身也付出了战死五六百人、负伤743人的惨重代价，可见日本战国军队的战术水平相当低劣。

李如松意气消沉

碧蹄馆之战结束后的日暮时分，李如松越过惠任岭，逃回到了他的出发地坡州。由于指挥使李有升在碧蹄馆之战中为了保护李如松，遭日军残忍杀害，因此李如松一回到坡州，就召见了李有升的女婿王审，抚着其背痛哭道：“好男儿为我死矣！”

到了晚上，李如松仍然因为李有升的死而伤心、哭泣。朝鲜三道都体察使柳成龙等人来向李如松问安，询问他从前线退兵的原因。李如松回答说：“将官见敌先退，故以此还来。”

李如松只是说明军将官见敌军退走就跟着退了，没有提及在碧蹄馆作战失利的事情。虽然没有告知柳成龙实情，但李如松因为刚打了败仗，还是下令明军在坡州严设守备。（《惩毖录》）
 从李如松的这一举措来看，他担心日军在碧蹄馆之战后乘胜北上，一直打到坡州。

不过，这一情况并未发生。因为碧蹄馆之战对明、日两军造成的冲击都很大。碧蹄馆之战结束的那天晚上，不止李如松在哭泣，日军也因为损伤过大，而在王京城内失声大哭。据派出去侦察敌情的明军哨探回报：“是夜王京城内哭声不绝，因渠魁中箭身死，又杀伤贼酋甚多等因。”（《经略复国要编》）


次日（一月二十八日）早上，李如松因为经受不住碧蹄馆之战失败的打击，想要渡过临津江，从坡州退到后方的东坡。在坡州的朝鲜官员听说以后，都赶到明军的驻营进行劝谏。来的人有三道都体察使柳成龙、都元帅金命元、接待使李德馨、户曹判书李诚中等。他们向李如松反复恳请，希望他能够打消退兵的念头。

柳成龙这时候已经听说了李如松在碧蹄馆战败的事情，他不留情面地揭露李如松在前一天说的是谎话，劝谏李如松不要因为一时失败而萌生退意：“俺等仄闻老爷将欲西还，不审老爷深意之所在。而若以少衅为戒，则恐不然。胜负，兵家常事，当观势更进，奈何轻动？”

李如松被柳成龙的话刺激到了，连忙否认在碧蹄馆打了败仗，辩解说：“吾等昨日胜捷，别无败北之事。今之欲驻东坡，非有他意，只缘此处（坡州）马草绝乏，后有江水。火炮、器械、南方义兵，亦未齐到，以此欲还驻东坡。休兵数日，更以整齐以进。”

柳成龙等朝鲜官员一听李如松的说辞，知道他决意退兵，于是齐齐跪了下来，求他不要退兵：“大兵已进，若退一步，贼气乘胜，民心动摇。此机甚关，且南方义兵及各处将官闻大兵之到，皆至汉江，军粮连续输到。老爷岂可不念此，而遽即退军乎？此处遗民，闻王师之来，各自扶携，来寻旧基。今又弃去，必尽为贼所害，何可忍此？”

李如松向朝鲜官员们解释说：“吾之初意，本欲体探（侦察王京）而来。今之还驻，非有他计，只欲休兵更来。”

柳成龙等人还是不肯妥协，固执地请求李如松不要退兵。李如松拿出一则自己准备上报的奏文给柳成龙等人看。奏文的大致意思是，王京方面有20万日军，而明军只有数万人，且多有死伤，兵粮也不够了，李如松自己也得了病。

事实上，明军当时的处境确实非常堪忧，士兵的军粮、战马的粮草，难以为继，很难再继续进兵。柳成龙也知道实情，他在《惩毖录》中记录道：

京畿粮饷，当初输运迟缓，艰困万状。至于马草，则乏绝不继。且路傍原野，贼皆焚荡，四山焚尽，寸草不遗，坡州一境尤甚。

此时，明军的粮秣已经到了将要断绝的地步。根据朝鲜工曹正郎徐渻的报告，他在明军收复平壤以后，从七星门进入城内，只见“各卫所屯天兵，皆极瘦脊。虽复留养十数日，未可用于战阵，而倒损者，又不知其几”。

徐渻看到平壤城内的明军非常瘦弱，就算休息了10多天，仍旧没有力气再去打仗。徐渻还说，明军因为缺粮缺得厉害，不得已把他们心爱的战马都给杀了，分食马肉；又拿着腰刀到4公里外的地方去割取粮草，“担者、负者、戴者，陆续道路，所见极为惨测”（《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

但是，柳成龙并没有体谅明军的难处，他只想催促明军进兵收复王京，完全不顾明军的死活。他看了李如松出示的奏文后，认为李如松故意在夸大王京日军的兵力，作为退兵的借口，因此情绪激动地用手指着这封奏文，质问李如松：“倭贼之在城中者，多不过万余，缘何得至二十万？”

李如松解释说：“尔国文书中，所言如此矣。”

柳成龙不相信李如松的话，又质问他说：“贼兵岂有二十万之理？本国文书中，安有此语？”

李如松反问道：“文书有之，不然吾岂知之？”

被李如松这么一问，柳成龙也不再纠缠这一问题，但仍然劝说李如松不要退兵：“此大事，愿老爷更加三思。”

朝鲜平安道节度使李薲干脆上前，在李如松面前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围绕在李如松身边的明军将士对李薲这种行为十分不耐烦，斥骂他，让他退下去。明军副总兵张世爵尤其支持李如松退兵，因此面色严厉，声音很响亮地呵斥李薲，让他速速退下。而李如松始终态度温和，却一直说着重复的车轱辘话。柳成龙等人见实在是打动不了李如松，只好先行退下了。

不久，朝鲜三道体察使俞泓进入明军驻营，他通过翻译向李如松传达了不要退兵的意愿。但是，这时候明军已经做出了退兵的决策。没过多久，军队就开始从坡州退兵，向着东坡撤退了。撤退途中，明军的战马死了很多，剩下的战马也大都瘦弱，不堪驱驰。

二月二日的早上，已经跟着明军撤退到东坡的柳成龙和李德馨来到明军营地，又来向李如松问安。李如松当着他们面对部将下令：将东坡明军的一半军马送回开城，使之休息，火箭、器械也同样送回开城。

柳成龙感到很讶异，令翻译向李如松询问原因。李如松解释说：“此处无一房屋，天若下雨，军器尽湿，则不可用，独不见祖承训之事乎？”

此时，由于明军匮乏粮食，加上军队内部出现疫情，李如松决定收缩战线，将部队撤往后方。柳成龙却没有体恤李如松，他用带有讽刺的语气说：“前日自坡州还驻东坡，远近民情，莫不惊惧。今又分兵送于开城府，则虽老爷切于休兵更进，愚民岂知此意？且贼（此处指加藤清正）闻之，必乘胜西下，前功尽弃。愿老爷退军还进曲折，明白分付，臣亦当分道，兼措开城府粮料。”

柳成龙讥讽李如松，退兵就明明白白说出来，别找借口，丝毫不给李如松情面。

见柳成龙当面顶撞自己，李如松非常生气，愤怒地对柳成龙说：“吾岂有退去之意？尔辈何以不晓事而多言耶？”

柳成龙受到李如松的诘责后，哑口无言，不得已告退。黄昏，李如松招来翻译，让他传话给柳成龙，说自己算过八字后，发现今年正月的运气不好，必须等下个月进兵：“正月，吾本命对冲，不吉，故落马，又不利于击贼。必须于来月，可以进兵。”

二月三日早上，李如松因为战马多死，亲自设坛祭奠。刚好天气微微有些阴沉，这使李如松找到了退兵的理由，他宣称：“天雨，则当退驻开城。”

柳成龙等人一听就急了，再劝李如松不要退兵：“大军一退，则贼气愈骄，远近惊惧。临津以北，亦不可保，愿少驻，观衅以动。”

李如松假装答应了柳成龙，柳成龙告退。柳成龙走了以后，李如松立刻跨上马，带领明军从东坡撤向开城，只留下副总兵查大受、游击将军毋承宣二人率领千余人留守在临津江岸边。

柳成龙等人知道李如松退兵以后，又派人追了上去，请求他进兵。李如松不以为意，敷衍着说：“天晴路干，则当进兵征剿。”说完，李如松就不顾朝鲜使者，径自领兵回到了开城。

过了一段时间后，黄海道谷山郡守向接待明军的李德馨驰报贼情：“北贼（加藤清正）自安边向德原。”

当时，日军第二军团的加藤清正、锅岛直茂还滞留在咸镜道，没有退回王京，他们所处位置在明军的东北方向，等于在明军的背后，这就严重威胁到了明军。而根据谷山郡守提供的情报来看，加藤清正从咸镜道的安边向德原方向移动，意图不明。

李德馨将谷山郡守的信件传示给明军游击沈惟敬看（沈惟敬此时已被解除软禁，恢复了自由），沈惟敬又向李如松说了。李如松得到这个情报后，认为如果加藤清正从明军背后搞动作，那明军就很危险了，于是即刻拨发6000兵马还守平壤。

又过了一段时间后，明军军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流言：加藤清正可能会越过咸镜道的阳德、孟山，偷袭平壤。

而李如松在碧蹄馆败北后就丧失了战意，有了归志，便以此为理由，表态说：“平壤乃根本，若不守，大军无归路，不可不救。”

于是，李如松下令其余明军也撤出开城，向平壤撤退，只留下副总兵李宁、游击将军王必迪留守开城。
[38]



从李如松在碧蹄馆之战后的反应可以看出，碧蹄馆之战虽然由于明军骑兵的英勇奋战，对日军造成了伤亡千余人的打击，但对明军的斗志打击更重，使其一退再退，从坡州一路退回了平壤。

虽然战败是事实，但李如松对碧蹄馆之战的失败讳莫如深。他在战报中声称在碧蹄馆打了胜仗，以5000人大破数万日军：

本月二十六日，职先遣原任副总兵孙守廉、祖承训、游击李宁等选领精兵三千，前锋哨探王京道路，以便进兵埋伏攻取。去后二十七日，职率副将杨元、李如柏、张世爵等选带兵丁二千亲去踏看，至马山馆，离王京九十里，留杨元领兵一千继后，职与李如柏、张世爵等领兵一千前行至碧蹄馆，离王京五十里。闻报我兵与贼对敌，职即督兵驰至，见得各将因贼势众，方在迟疑，职当即奋喝将士，如敢畏缩不前者斩首。于是官兵齐上，与贼砍杀一处……职喝官兵争前砍杀，贼即披靡大溃。我兵乘胜追逐，当阵斩获首级一百六十七颗，内有贼首七名……职谓此番之战，原为踏看攻取地形，不意猝遇大敌，职以五千孤军，冲击数万勍寇，得以斩获微功，非职等之力，实仰赖我皇上天威远震之所致也。（《经略复国要编·叙恢复平壤开城战功疏》）


与李如松一样，经略宋应昌同样隐瞒了碧蹄馆之战的失利，并把此战称作“大捷”，他写信对兵部尚书石星夸耀说：“杨元提兵策应，杀入阵中，杀死倭奴颇众，群倭哭遁入城，其胆甚寒。”（《经略复国要编·报石司马书》）
 他又向全军宣告说：“照得平壤、开城、碧蹄馆之捷，皆尔等奋勇所致。”（《经略复国要编·通示谕帖》）


李如松、宋应昌的这一行为，与石田三成、大谷吉继、增田长盛等丰臣奉行众类似。奉行众在小西行长败走平壤以后，也同样向丰臣秀吉隐瞒小西行长战败的事实，并对不明情况的锅岛直茂宣传小西行长击破数十万明军，杀死三万人，只因粮食用尽才退兵。（《增田长盛书状》）
 由此可见，谎报战功、隐瞒失利，在当时各国是普遍行为。尽管李如松、宋应昌试图粉饰太平，但无法改变明军因在碧蹄馆之战战败，已成强弩之末的事实。

对于碧蹄馆之战的影响，明末清初的史学家万斯同在《明史稿·李如松传》中总结说：

初，官军捷平壤，锋锐甚；转战开城，势如破竹，不复问封贡事。及碧蹄败衄，如松气大索。顿兵绝域，师老财匮，海气郁蒸，疫痢甚作。应昌、如松急图休息。

也就是说，虽然明军一开始势如破竹，先后收复平壤、开城，但经过碧蹄馆战败的打击后，李如松意气消沉，明军士气大衰。加上长期在国外作战，明军水土不服，出现疫情，而财政方面同样面临窘境。在这样的背景下，宋应昌、李如松的当务之急是让明军修养整顿。

端川、吉州之战

碧蹄馆之战结束以后，加藤清正的动向成了明军关注的焦点。这是因为，若位于明军东北方向的加藤清正率军偷袭平壤，就会切断明军的退路，使明军进退失据，陷入万劫不复之地。由于在咸镜道作战的加藤清正远离王京的日军大部队，活跃在另一个比较遥远的地域，行动相对独立，因此有必要介绍加藤清正在碧蹄馆之战前的情况。

自日军于万历二十年五月三日占领王京以来，后方就一直不稳定。在庆尚道沿海的釜山浦至王京之间，朝鲜义兵群起，时常袭击日军，使日军的通道堵塞，补给路线被截断。为了镇压活跃在庆尚道的义兵，细川忠兴、长谷川秀一等人在当年十月出兵，攻打庆尚道的晋州城，但是却打了败仗。“经略”庆尚道的毛利辉元，长期遭到义兵骚扰，甚至被迫放弃了星州城。于是，王京的日军诸将就想将在咸镜道作战的加藤清正、锅岛直茂召还回来，让他们击退庆尚道的朝鲜义兵。（《义弘公御谱中》）
 因此之故，石田三成、大谷吉继、增田长盛三奉行就联名写了一封信，对远在咸镜道的加藤清正、锅岛直茂下达了立即撤回王京的命令，要求他们回来击退朝鲜义兵。（《日本战史
 ·朝鲜役》）


由于路途遥远，且充满危机，三奉行先将这封信送到江原道，然后托驻兵在江原道金化城的岛津义弘将信送给加藤清正。岛津义弘接到委托后，命令部将敷根仲兵卫赖丰、猿渡扫部兵卫信丰率领200多名精兵，冒着危险奔赴咸镜道送信。（《征韩录》）


而彼时，咸镜道也兴起义兵，使得日军大吃苦头。加藤清正的家臣加藤安政在咸镜道的吉州被朝鲜义兵围困，九鬼广隆在咸镜道的端川被朝鲜官军围困。万历二十一年一月初，加藤清正收到了三奉行的信件以后，犹豫着是遵循三奉行的退兵命令，还是去解救吉州、端川的家臣，他为此前往锅岛直茂在咸镜道的大本营咸兴，与锅岛直茂商量对策。锅岛直茂认为应该优先执行三奉行的命令，立即从咸镜道撤兵，舍弃掉吉州、端川被围的士兵，任其自生自灭。但是加藤清正放不下自己的家臣，他坚持出兵去救援吉州、端川的部属，等自己人全部获救以后再从咸镜道撤退。锅岛直茂也只好表示同意。

一月十五日，加藤清正和锅岛直茂各自派出了救援队，去救援被围在端川、吉州两地的加藤军。加藤清正派出的援军里，部将有佐佐平左卫门、庄林隼人佐、松下小右卫门、小代下总守；锅岛直茂派出的援军里，将领有龙造寺七郎左卫门家晴、成富十右卫门茂安、龙造寺又八郎、本告左马助、藤井久兵卫、叶次郎右卫门、水町弥太右卫门等。（《加藤清正：朝鲜侵略的实像》）
 两支部队的援军加起来共有1000余人。

这个时候，端川守将九鬼广隆、加藤与左卫门、出田宫内、井上大九郎，正以500兵力苦苦守城。由于端川城内的兵粮已经严重不足，他们化身为亡命之徒，出城掳掠。与端川加藤军对峙的是端川郡守姜灿、高岭佥使柳擎天，他们率领的朝鲜步兵无法击退四处掳掠的端川日军，通常一遇到日军就溃退了。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姜灿只好亲自出面，去向正在包围吉州的咸镜道义兵大将郑文孚请求援兵。面对姜灿的请求，郑文孚麾下的将领们有些犹豫，议论不一，但郑文孚经过考虑，还是决定派出援兵。救援部队由200精骑组成，共分为四队，每队50骑。第一队的将领是吾村权管（朝鲜各镇的武官之一，从九品）具滉，第二队的将领是钟城府使朴银柱，第三队的将领是造山万户印元忱，第四队的将领是高敬民。

一月二十日，郑文孚派出的吉州救援队从多信里出发，两天后到达端川，与姜灿的端川官军会合。二十三日，吉州的四队兵马埋伏在端川城外8公里的地方，让端川官军作为饵兵，到端川城外2公里的地方挑战，引诱城内日军出战。城中留守的日军因为此之前屡次打败端川朝鲜军，所以非常轻敌，200名日军士兵没有什么顾忌，就从城内杀了出来，直接攻向端川朝鲜军。端川朝鲜军假装撤退，将日军引向埋伏圈。在这一过程中，因为自身实力太过弱小，一些士兵落后掉队，被日军砍死。日军更加不把端川朝鲜军放在眼里，继续追击，结果陷入了吉州救援队设置的埋伏圈内。埋伏在周围的四队兵马一时突出，“或遮其前，或截其腰，或断其后”，对着日军疯狂射箭。仓促间遭遇朝鲜精骑的日军，一下子就慌了手脚，仓皇失措地向朝鲜军放铁炮，但都没有打中目标，于是只好落荒而逃，向端川城逃去。吉州救援队追击至端川城下，总共射杀了60余名日军士兵，剩下的日军逃入了城中。（《农圃集》）
 日军一扫之前的嚣张姿态，开始苦苦守城。

但是局势到了一月二十六日发生了变化。这一天，由加藤清正、锅岛直茂派出的日本援军前来救援困守端川城的加藤军。朝鲜军与日本援军交战于端川马屹境，最后不敌战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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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川城内的日军就此脱困，获得了解救。次日，加藤、锅岛援军越过摩天岭，一路北上，与坚守在咸镜道城津城的加藤军守将近藤四郎右卫门、安田善介会合，之后继续北上，向吉州进发。

同一天，从端川败退的朝鲜将领具滉连夜奔驰，向正在包围吉州的郑文孚报告贼情，称一股1000余人的日本援军队伍已经越过了摩天岭，正发向吉州。郑文孚得到具滉的报告以后，当即统领三卫的3000兵马南下，屯驻于吉州、临溟之间的白郊塔，又使其中的600精骑作为伏兵，准备在白郊塔阻击日军。

一月二十八日黎明，加藤、锅岛援军“蔽野而至”，进入到白郊塔。郑文孚统领的三卫大将——中卫将吴应台、左卫将柳擎天、右卫将韩仁济从正面迎战日军，“遮前截腰”。而埋伏在附近的朝鲜将领具滉、朴银柱、姜文佑、印元忱、高敬民、金国信，也各自率领所部人马迎击日军。其中，金国信统领的定虏卫，是朝鲜王朝为防备女真部落而设的骑兵营，是咸镜道骑兵中的精锐。

这次交战，朝鲜军与日军打得非常激烈，一直从上午7时打到了下午6时，血战24公里。《宣庙中兴志》记载，郑文孚“发伏兵，截其尾，自纵轻骑，绕左右驰射，杀伤众，流血被野”，日军伤亡惨重。在锅岛直茂派出的援军将领中，锅岛孙右卫门、成富源三郎等多人战死。（《普闻集》）
 但朝鲜军同样伤亡惨重，镜城前训导（地方行政官，从九品）李鹏寿、朱乙温，万户李希唐被日军的铁炮打死。其中，李鹏寿是郑文孚的股肱之臣。

经过一天血战后，付出巨大伤亡的加藤、锅岛军击败了郑文孚率领的朝鲜咸镜道骑兵，当夜进入吉州城，接应在城内苦苦支撑的加藤军。郑文孚在拦截行动宣告失败后，萌生退意，想要退守后方的明川。北虞侯韩仁济认为日军很快将要南归，不会久驻于此，劝说郑文孚不要退兵，应屯兵观望。但郑文孚不听，还是带兵退到了明川。

不甘心就此放弃的韩仁济派出人去侦察日军动向，只见加藤、锅岛军收集日军战死者的尸体，堆积在吉州的官厅焚毁，之后来不及做饭，就从吉州撤兵，一路南下了。韩仁济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郑文孚，郑文孚佩服地说：“君之料贼，何其神也！”韩仁济趁机提出要追击日军，但郑文孚经过白郊塔之战的失败，不敢穷追，因此加藤、锅岛援军得以安然无恙地从吉州撤退。

为了接应派出去的加藤、锅岛援军，加藤清正从咸镜道安边的大本营北上，他先带着俘虏到的两名朝鲜王子到了咸兴，再次与锅岛直茂会面。之后，从咸兴出发的加藤清正行进到北清时，遇见了从吉州撤退的加藤、锅岛援军。当时从端川、吉州逃脱的加藤军饥寒交迫，有很多人冻伤，加藤清正为了安抚他们，让人拿来大锅煮饭，给每一个士兵分饭团。逗留三天后，加藤清正领兵撤退到了大本营安边。

加藤清正还军安边时，明军正陷入碧蹄馆之战败北后的兵荒马乱中，既无法打败前方的王京日军，又要面临后方加藤清正突袭平壤的威胁，进退失据。备倭经略宋应昌茫然无措之际，东征赞画袁黄麾下有一名叫冯仲缨的策士，主动请缨，愿意去说服加藤清正退兵。袁黄向宋应昌上报，宋应昌表示同意。（《牧斋初学集》卷二《送刘编修颁诏朝鲜十首》）
 二月十五日，冯仲缨一行抵达咸镜道安边的加藤清正营地，与加藤清正进行交涉，目的除了说服加藤清正从咸镜道撤退外，还要求释放被他俘虏的两位朝鲜王子。

对于安边会谈的详情，史料中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版本。

第一种版本，是日本史料《清正高丽阵觉书》。此书记载，冯仲缨抵达安边后，恫吓加藤清正说：“明皇帝发大军救朝鲜，尽复诸城，擒小西（行长）、浮田（宇喜多秀家），阖国无复倭兵，皇帝闻足下高义，使臣为报告之。足下莫若速返韩王子，收军而归。否则天兵四十万，以韩兵为前驱，直达于安边矣。”

但是加藤清正没有被冯仲缨的威胁给吓到，反而回讽冯仲缨说：“我近苦无事，贵国来伐，何幸如之！咸镜之道险扼，骑卒不得并行。兵之来，日不过一万，迎而歼之，四十日可了。既歼之，度辽破燕，奉大驾（明神宗）于海东（日本），清正可以复命矣。”

加藤清正放出狠话，说不怕明军40万大兵，只要每天歼灭1万明军，40天时间就可以将明军消灭干净；又说歼灭这些兵力以后，日军就可以经辽东攻入北京，将明朝皇帝带回日本。冯仲缨自讨没趣，只好回去复命。

第二种版本，是清初史料《牧斋初学集》。此书记载，冯仲缨单骑进入安边倭营，加藤清正让麾下军队盛装迎接他。冯仲缨因为收集到的错误情报，对日本的时政产生了误解，认为加藤清正的故主是室町幕府的将军。将军之位被丰臣秀吉篡夺后，加藤清正虽然为丰臣秀吉做事，但对丰臣秀吉怀有二心，秀吉难以控制他。因此，冯仲缨故意强调丰臣秀吉篡夺室町幕府将军一事，借此挑拨丰臣秀吉和加藤清正的关系：“汝故主源道义（室町幕府第三任将军足利义满）受天朝封（指足利义满在建文、永乐年间被明朝封为日本国王），汝辈世世陪臣，忍忘故主而慢天朝乎？”

冯仲缨知道加藤清正与小西行长的关系非常恶劣，又想挑拨二人关系，便进入日军帐中，对加藤清正宣谕说：“汝巨洲世将，故主之介弟，封王盛典，宜听汝请。今行长俨然主封贡，挟天朝以为重，而汝甘心下之，可耻也。今与汝约，急还朝鲜王子、陪臣，退兵决封贡，勿蹈行长逗留不决自误。”

冯仲缨一边让加藤清正从咸镜道撤兵，释放朝鲜王子；一边忽悠加藤清正接替小西行长的外交工作，并承诺他日军退兵以后，就促成日本与明朝建立封贡关系。加藤清正听了以后，手举过额头，向冯仲缨表示感谢，又解下一件花锦袍给冯仲缨，和他歃血为盟。随后，加藤清正又让两位朝鲜王子和朝鲜陪臣过来谒见冯仲缨，定下退兵日期。

以上，便是《牧斋初学集》记载的安边会谈。如果说《清正高丽阵觉书》体现的是加藤清正的狂妄与不可一世，那《牧斋初学集》体现的则是加藤清正的谦卑与恭顺，两种态度截然不同。笔者认为，《清正高丽阵觉书》的记载更加贴近实际情况。因为从史料学的角度来讲，《牧斋初学集》成书时间要晚很多，且不是亲历者记录的，而《清正高丽阵觉书》是亲历者加藤清正部将的回忆录。再者，《牧斋初学集》中，冯仲缨对日本的时政和人物关系有所误解，加藤清正断然不可能被这些错漏百出的说辞给吓住。

无论安边会谈的详情如何，在此之后，加藤清正、锅岛直茂确实从咸镜道撤退了，并没有如传闻中一样去突袭平壤。《牧斋初学集》将日军从咸镜道撤兵的功劳，归功于冯仲缨的三寸不烂之舌。但事实上，根据日本史料《锅岛直茂谱考补》《朝鲜日记》的记载，早在冯仲缨一行人抵达安边的四天之前，也就是二月十一日，加藤清正与锅岛直茂在咸兴商量好以后，就决定从咸镜道撤回到王京了。朝鲜史料《惩毖录》也可以佐证这一点。

所以，冯仲缨一行人的出使，实际上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他们抵达咸镜道安边时，加藤、锅岛两军实际上已经在撤兵的路上了，冯仲缨不但没能索回朝鲜王子，反而被加藤清正一番虚词恐吓后就回去交差了。而回去以后，正赶上加藤清正撤兵，冯仲缨便吹嘘了一番，把功劳揽在自己身上，所以才有了《牧斋初学集》当中的叙事版本。

加藤清正、锅岛直茂从咸镜道一路撤到江原道，此过程非常艰辛，锅岛直茂军中的从军僧人是琢在《朝鲜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的场景：

十一日，出咸兴府赴京。雪齐膝而人不能步，马亦不前。然则洛夷之间，有金刚山，此是江原道第一高山也。山耶雪耶，更无知其深浅，人马悉被冻杀雪。

而加藤清正在撤兵途中，仍不忘记沿途杀掠，《乱中杂录》对此记载道：

（清正）由岭东、岭西，流下岭南，所过赤地，山川尽变。清正在贼中，凶毒为最，故前后所经之地，焚荡之酷、杀掠之惨，非他贼可比。

二月二十八日，锅岛直茂军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撤退到了王京。经过长时间在咸镜道的苦战，锅岛直茂军的兵力，从刚登陆朝鲜时的12000人，减员到了7644人，可谓死伤惨重。次日，加藤清正带着他俘虏的两位朝鲜王子，也撤退到了王京。经过长期转战，加藤清正军的损伤极其惨重，从刚登陆朝鲜时的10000人，减员到了5492人。（《加藤清正：朝鲜侵略的实像》）


幸州山城之战

在日军重兵屯驻的王京南方，有一座叫水原秃城的山城（属京畿道）。自万历二十年十二月开始，朝鲜全罗道巡查使权栗领兵进驻于此，以掣肘王京日军。侵朝日军总大将宇喜多秀家为解决这一威胁，从王京出兵数万，分道来侵，布阵于乌山驿，日日向权栗挑战。但权栗坚守不战，避免与日军正面交战；又时时出动奇兵，埋伏、射杀日军。宇喜多秀家见占不了便宜，便命令日军在晚上烧毁乌山营寨，撤兵回到了王京。（《乱中杂录》）


到了万历二十一年正月，明军收复平壤以后，权栗听说明军将从开城南下，进兵王京，便准备联络明军，一同夹击日军，收复王京。在做出这一决定后，权栗领军从水原秃城北上，抽出4000兵力给全罗道兵使宣居宜，使其屯兵于阳川江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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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则率领助防将赵儆等人，带着剩下的3200精兵渡过阳川，移阵于高阳的幸州山城。幸州山城在王京的西面，距离王京只有11.8公里，此城左右皆是山崖，背靠大江，只有一条道路进出山城，可谓险峻非常。（《梨羽绍幽物语》）
 权栗带领朝鲜军在这里“设栅为卫”，“筑砦于此，郭外结栅，耸石垣于其中”（《义弘公御谱中》）
 ，在山城上构筑了一系列的城防工事。

但是权栗到了幸州山城以后，并不能对日军采取主动攻势，因为这时候明军已因碧蹄馆战败北遁而去。权栗此前设想的与明军夹击日军之策，无法实施，计划宣告流产。另一方面，王京日军深恨未能在碧蹄馆之战中剿杀李如松，总想借机发泄，宇喜多秀家见权栗率领朝鲜军孤军深入，加上对朝鲜军的轻视心理，便与石田三成、增田长盛、大谷吉继三奉行商量，想要将幸州山城打下来。

万历二十一年二月十二日，日军部署好阵形，从王京依次出发：一番队小西行长、二番队石田三成等奉行众、三番队黑田长政、四番队宇喜多秀家、五番队吉川广家、六番队毛利元康与小早川秀包、七番队小早川隆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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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京日军由宇喜多秀家亲自督战，总兵力为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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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小早川隆景得了感冒，一直在咳嗽，所以便由兼久内藏丞等三名家臣代替其出阵。（《梨羽绍幽物语》）


日军此次布阵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将碧蹄馆之战时的队列顺序进行了倒换。这一做法其实很好理解，在碧蹄馆之战中排在前头的日军部队，因明军的激烈反抗，顺序越靠前的部队受到的损伤越大，所以这次就调换了。在碧蹄馆之战中队伍排在最前面的立花宗茂、高桥统增兄弟，这次干脆就没有出兵，由此可见损伤之大。

黎明时分，权栗得到斥候的报告：日军分为左右两翼，各持红、白旗帜，正从弘济院（王京的驿站）直向幸州山城而来。权栗下令军中不要轻举妄动，切勿发出一点声音。他登上高台往外望去，只见在相距2公里的高原上，日军弥漫山野。

而对面山野上的3万日军，也从岭头眺望幸州山城，只见城中炊烟不举、人声不闻，没有一点动静。增田长盛、加藤光泰、长谷川秀一、木村重兹等人感到很奇怪，于是派出100余名骑兵前去侦察。当日军侦察兵进迫城下时，城中将士在权栗的命令下屏息以待，安静地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但这不能打消日军退兵的念头，3万日军很快就“蔽野而来”，直杀向幸州山城，并“一时围抱，直进冲突”。

由于幸州山城后临大江，朝鲜军完全没有退路，所以将士们殊死作战。他们占据高地，不断在高处对日军射箭、投下石块，又对日军连放大小胜字铳筒、震天雷等各种火器。（《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由于幸州山城地势险要，所以日军没有地形上的优势，每个番队都冒死顶着朝鲜军的箭雨、火器、投石，在山城之下不停变化队列向前推进，大呼奋战。日军发起自杀式冲锋，在十分险恶的环境下攻破了幸州山城的外郭，但是自身也伤亡惨重，就连宇喜多秀家、石田三成二人的大将旗都被扯裂了，吉川广家也伤了额头。（《梨羽绍幽物语》《吉川家什书》《吉川家谱》）


从卯时（凌晨5时至早上7时）打到酉时（下午5时至下午7时），日军三进三退
[43]

 ，无法轻易将幸州山城攻克，而朝鲜军的箭镞也将用尽了。这时朝鲜忠清道兵使丁杰派遣船只运来箭支，从幸州山城背后的大江输送到了城中，保障了城中武器充足。

日军为求速克幸州山城，也拿出了他们自认的撒手锏。许多日军将士抬着一顶高大的轿子出现在战场上，上面载着几十个铁炮足轻，这些人立于高处，对着栅栏内的朝鲜军不断放铁炮。但是日军的这一拙劣战术很快就被朝鲜军瓦解，权栗的助防将赵儆取来大炮，直对着日军的大轿放，一下子就将日军的大轿给击碎了。日军不死心，又趁着风势将点燃的稻草丢向幸州山城的栅栏，想要将其烧毁，但很快就被朝鲜军用水给扑灭了，日军的阴谋再次被挫败。

负责守卫幸州山城西北城角的是朝鲜僧兵将领处英，他麾下有1000僧兵。日军选中僧兵据守的西北城角，冒死直突，终于在这里打开了一个缺口，大喊大叫地涌入城中。（《再造藩邦志》）
 情急之下，权栗拔出剑，督诸将作战，朝鲜将士莫不拼命，冒着日军的刀刃与之搏战。增田长盛等人认为难以猝拔幸州山城，于是在日暮时分撤军。日军刚一撤退，朝鲜军就趁机出城追击，用朝鲜军最擅长的半弓射向日军，增田长盛等人大败，就连日军大将宇喜多秀家也中了朝鲜军的流矢，场面非常狼狈。（《义弘公御谱中》）


战败的日军，一路上丢弃了许多铠甲、器械。但他们逃跑之余，为了不让朝鲜军拿阵亡同伴的尸体泄愤，将这些死尸收聚并焚毁。（《宣庙中兴志》）


日军虽然战败，但还是决定于次日再次攻打幸州山城。权栗听说以后，认为朝鲜军经不起反复折腾，加上心中忧惧，于是下令毁弃幸州山城的栅栏，全军撤向王京北方的坡州山城，投靠朝鲜都元帅金命元。（《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梨羽绍幽物语》《惩毖录》）
 因此从结果上而言，虽然朝鲜军在幸州山城之战中获得了战术性的胜利，但是在战略上还是被迫放弃了幸州山城这一据点，对当时的整个战局而言起不了太大作用。

权栗逃走后的第二天，小早川隆景派人来侦察幸州山城的情形，发现朝鲜军已经撤去。增田长盛等人非常后悔，认为昨天再坚持一下就好了，没有参与攻打幸州山城的小早川隆景为此颇有怨言。（《义弘公御谱中》）
 此后，日军又屡次出兵权栗的新据点坡州山城，但都只是做做样子，没有实际进攻。

被李如松安排留守临津江岸的副总兵查大受、游击将军毋承宣，为了掌握日军的动向，派出侦察部队往来巡逻，因此很快收到了幸州山城之战的消息，查大受为此感慨地称赞权栗乃“外国真将军”。而李如松在听说了日军在幸州山城之战中吃亏的消息后，也非常懊悔自己这么快就退兵平壤，下令副总兵张世爵回兵开城，蓄粮待命。（《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


熊川海战

权栗从水原秃城北上幸州山城，原打算趁明军收复平壤的东风，与明军共同夹击王京的日军，收复王京。但是由于明军在碧蹄馆打了败仗，所以这一计划以失败告终。与权栗的判断失误一样，朝鲜朝廷也因为明军在平壤之战中获胜，判断王京日军必定逃遁，因此在万历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这时碧蹄馆之战已经结束两天了）下令全罗道左水使李舜臣呼应明军，在海路上切断日军的退路，使日军“片帆不返”。为此，李舜臣制订了袭击胁坂安治、九鬼嘉隆、加藤嘉明这三名日本水军大将驻兵的庆尚道熊川水营的计划。

二月七日，李舜臣到达巨济岛见乃梁海峡，与庆尚道右水使元均会合，次日又与全罗道右水使李亿祺会合。二月十日卯时，李舜臣率领朝鲜水军出发，直指熊川浦。但日本水军将船只藏在深处，并在海浦设置险要，始终不与朝鲜水军正面交战。李舜臣想要诱使日本水军出战，但对方的船只只是隔一段时间出来查看一下，很快又退了回去，仍然在避免正面交手，这使朝鲜水军始终未能取得一点进展。李舜臣痛彻心扉地在日记中写道“痛愤痛愤”，表达了极为无奈的心情。二更（晚上9时至晚上11时）时分，苦无战果的李舜臣只好退兵到了巨济岛上的苏秦浦。

二月十三日，李舜臣率领朝鲜水军，分为三路，再次进击熊川浦。但日本水军还是和上次一样，无论李舜臣怎样引诱，始终不出海与朝鲜水军决战。李舜臣无奈之下，再次在日记中失望地写道“奈何奈何”，之后便退回了漆川梁。（《乱中日记》《壬辰状草》）


二月十八日早上，李舜臣率领朝鲜水军，第三次进击熊川浦。这次，李舜臣让蛇都佥使金浣挑选伏兵将领，埋伏在要路。经过筛选，金浣带领吕岛万户金仁英、鹿岛假将、左别都将、右别都将、左突击将李彦良（龟船主将）、右突击将、兴阳代将，以及光阳二号船、防踏二号船，前往松岛埋伏。剩下的朝鲜船只与之前一样，负责引诱日本水军出战。

这次，一些日军将士失去了耐心。3艘载有百余日军士兵的船只经受不住挑衅，从熊川浦出港，向着朝鲜水军杀来，但他们很快就陷入了李舜臣布下的埋伏圈。埋伏在松岛的朝鲜水军伏兵赶了过来，围堵3艘日军船只，对着其射箭，杀死了对方许多人。由于海战的特殊性，朝鲜海军只砍下了一颗首级。船上有一个穿金胄红甲的日军小头目，大声呼喊着船夫摇动船橹，想要尽快逃命，结果被朝鲜水军的皮翎箭射中，倒在了船中。虽然3艘日军船只损伤惨重，但还是突破了朝鲜水军的包围，向着熊川浦逃去。李舜臣也不穷追，太阳尚未落山就下令朝鲜水军到院浦去取水喝。黄昏时分，朝鲜水军退兵到巨济岛的永登后洋，整晚严阵以待。

二月二十二日，天色昏暗，东风大吹，天气状况不利于出海，但李舜臣还是决定再次出兵。待风势减弱以后，李舜臣带领15艘朝鲜水军船只出发，第四次发向熊川浦。据李舜臣在战报《壬辰状草》中所说，朝鲜水军此次在日军船只的停泊之处交替突战，使出了地字铳筒、玄字铳筒等火器，半数日军船只被撞破，很多日军士兵被射杀。

但是，这个说法事实上存在不少问题。因为李舜臣的日记《乱中日记》记载他在当天的作战中失利，丝毫未提及击破日本水军。而且日本水军在熊川浦设置险要，朝鲜水军并不能轻易靠近，此前李舜臣几次想要接近都没能成功，皆以失败告终，所以他每次都想以诱敌之计，把日军引诱到海面上歼灭。因此，李舜臣在《壬辰状草》中的说法，无疑是其向朝鲜朝廷奏功时捏造出来的，而他的日记才道出了当时的实情。

根据《乱中日记》的记载，熊川海战前，李舜臣构想出了水陆两路夹击日军的战术：他自己率领朝鲜水军直向熊川浦；同时派遣三惠、义能两名僧兵将领乘坐船只前往熊川西面的荠浦，做出将要登陆的动作；又派遣庆尚右道诸将乘坐船只前往熊川东面的安骨浦，做出即将登陆的动作。李舜臣设想，日军会被朝鲜军水陆夹攻的动作吓得仓皇奔窜，届时军队将会分散，力量减弱；这个时候他就可以集中各处朝鲜战船横冲直撞，歼灭熊川浦的日军。但是李舜臣还是失算了，全罗左道钵浦统船将官李应溉、全罗右道加里浦统船将官李庆集不听李舜臣号令，分别指挥钵浦二号船、加里浦二号船率先突进，在熊川浦的浅滩登陆，结果一上岸就被日军围住，造成了很大伤亡。李舜臣见到此景，在日记中绝望地写道：“其为痛愤痛愤，肝如裂如裂。”

过了不久，珍岛的指挥船也被日军给围住，几乎不能救出。庆尚道的左卫将、右部将，即使看到了也不去救援。李舜臣见了，又在日记中极度失望地写道：“今日之愤，何可尽说。”由于攻势受挫，李舜臣只好整顿朝鲜水军，退兵回到了巨济岛苏秦浦。事实上，李舜臣此次无疑是在熊川浦打了一场败仗，结果他却在战报中吹嘘自己。

二月二十八日，天气晴朗，海上无风，李舜臣率领朝鲜水军，第五次向熊川浦进发。当来到熊川浦对面的加德岛时，李舜臣发现日本水军仍是固守阵地，没有一点出战的意向。李舜臣并没有在加德岛与日本水军继续对峙下去，而是率领朝鲜水军后退到了金海江下端的秃杀伊项，做出了避让日军的动作。没过多久，前线就传来急报，称军情紧急，李舜臣以为是日本水军出动了，就又从秃杀伊项回军加德岛。但是，李舜臣并未见到日本水军的身影，却见到庆尚道右水使元均的军官出动两艘船只，在岛屿上出没搜寻，想要猎杀渔民，割取其首级冒充日本人。李舜臣见状非常生气，就把这些军官给绑了，押送到元均的大营。由于猎杀渔民的主意是元均出的，因此元均也非常震怒，认为李舜臣当众羞辱他。结果朝鲜水军不但没能剿杀熊川日军，反倒是先滋生了内部矛盾。

到了三月六日，李舜臣率领朝鲜水军，第六次进兵攻打熊川浦。据李舜臣在《乱中日记》中的记载，这一次，日军水军放弃坚守海浦，而是仓皇奔窜到陆地，在山腹位置构建起防御阵地。朝鲜水军对着日军放铁炮、片箭，杀死了许多日军。此战，朝鲜军救回了一名被俘虏的泗川女人，之后退兵到巨济岛漆川梁。在战报《壬辰状草》中，李舜臣称，朝鲜水军对着山岸之贼放震天雷等火器，炸死炸伤了许多人，不少日军士兵拖拽着同伴的尸体逃窜；但由于日军处于陆地上，朝鲜军在海上，所以不能割取对方首级。

笔者认为，关于第六次熊川海战，李舜臣在日记和战报中写的，都存在疑点。因为在此前的对峙中，只要日本水军坚守熊川浦，不主动出海迎战，李舜臣丝毫拿对方没有办法。但是在三月六日，日本水军在未交战的情况下，却主动放弃了海岸防线，逃到山上龟缩，被动挨打，这实在是不可思议。恐怕当时的实情是日本水军仍然延续原来的老办法，坚守海岸不与朝鲜水军发生冲突。苦无战果的李舜臣，深受打击，在日记里编造出虚幻的情节欺骗自己。而李舜臣接连六次发动的熊川浦袭击战，也就此结束了。

从战术意义上说，六次熊川海战中，李舜臣绝大部分时候没与日军正面交手。而从战略意义上来说，李舜臣既没有完成切断日军退路的既定战略目标，也没有打掉熊川倭营这个日本水军据点。无论从战术意义还是战略意义上来说，李舜臣发动的熊川海战实际上都是失败的。


注解：



[1]
 　关于钱世祯渡过鸭绿江的时间，有不同的说法。据《寄斋史草》记载，钱世祯在十二月二十二日领南兵3000人渡过鸭绿江。又据《征东实纪》记载，钱世祯早在十二月二日就已经渡过鸭绿江，与原任副总兵查大受会合，休兵数日；在李如松于十二月二十五日率领大军渡江的同一天，钱世祯已经过定州，抵达肃宁，与后方大军相距220公里，与日军占据的平壤城相距66公里，此时日军尚且不知。但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钱世祯在十二月十日的时候渡过鸭绿江，十九日的时候已经过了朝鲜平安道的安州。由于《宣祖昭敬大王实录》是朝鲜官方史料，其他两本都是由民间编修，因此前者更加可靠，也更值得采信。


[2]
 　此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另据《征东实纪》记载，李如松在一月二日就已抵达安州南面的肃宁了。


[3]
 　明代辽东边防守军中的哨探或间谍的特有称谓。


[4]
 　据《明史·李如松传》记载，几名日军士兵逃回平壤以后，小西行长大惊之余，又派亲信内藤如安（小西飞）来谒见李如松，询问是怎么一回事，但是被李如松给哄了回去，消除了“误会”。这个说法应当并非事实，因为早期的一手史料没有这样的记载，而且这一动作也不合常理。


[5]
 　以上关于一月四日之事，是根据《朝鲜阵记》《吉野甚五左卫门觉书》《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惩毖录》《经略复国要编》《再造藩邦志》进行叙述的。


[6]
 　据《明史·李如松传》记载，在李如松到达平壤的这一天，小西行长还以为是明朝封使（沈惟敬）来了，让日军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在道路两旁迎接封使，并不知道是明军杀来了。但事实上，《西厓集》说得很清楚，在几名日军士兵逃回平壤以后，“贼中始知兵至，大扰”，日军已经知道明军将要袭来了。


[7]
 　拒马是一种木制的可以移动的障碍物，即将木柱交叉固定成架子，架子上镶嵌刃、刺。拒马可用以堵门，阻止行人通过，后来用于战斗，以阻止和迟滞敌人的行动，并可杀伤敌人。


[8]
 　此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宣祖二十六年一月十一日”条，但“宣祖二十六年二月十日”条与此有异，作2000人。


[9]
 　此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宣祖二十六年一月十一日”条，但“宣祖二十六年二月十日”条与此有异，作1万人。


[10]
 　此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宣祖二十六年一月十一日”条，但“宣祖二十六年二月十日”条与此有异，作四五千人。


[11]
 　关于进攻牡丹峰的明军是哪一支，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征东实纪》记载，李如松自率标下家丁和大同兵进攻牡丹峰。《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记载，李如松派真定兵进攻牡丹峰。《再造藩邦志》《宣庙中兴志》记载，李如松派南兵进攻牡丹峰，此外还有朝鲜僧兵助其声势。


[12]
 　关于一月六日的牡丹峰交锋，《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等朝鲜史料认为是李如松的诱敌之计；《征东实纪》则认为是李如松真刀实枪地与日军交战，胜负未分而返，让日军颇为轻视明军。


[13]
 　关于偷袭明军的日军兵力，有不同的说法。《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宣祖二十六年一月十一日”条称，日军夜袭部队有数百人；但“宣祖二十六年二月十日”条称，有3000人。《征东实纪》则称，有数千铁炮足轻。


[14]
 　关于日军的袭击目标有不同的说法。《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宣祖二十六年一月十一日”条称，日军袭击李如柏的右营；但“宣祖二十六年二月十日”条称，日军袭击杨元、李如柏、张世爵三营。《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则称，日军袭击的是吴惟忠的营地。


[15]
 　此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宣祖二十六年二月十日”条，但《经略复国要编·叙恢复平壤开城战功疏》《征东实纪》都没有记载明军在一月七日与日军发生冲突。


[16]
 　据《经略复国要编·叙恢复平壤开城战功疏》记载，明军在一月八日五鼓时分（凌晨3时至凌晨5时）做好了饭，传食三军，吃饱了饭才攻打平壤城。但是依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宣祖二十六年二月二十日”条引用的游击王必迪的发言，明军根本没有吃早饭，就空着肚子攻城了。笔者采纳了王必迪的说法。


[17]
 　此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对于明军的部署，另有几种不同的记载。据《经略复国要编·叙恢复平壤开城战功疏》记载，杨元领中协攻打小西门，李如柏领左协攻打大西门，张世爵领右协攻打西北城角（亦作北门），只留东门一面不攻，以示围师必缺之意。又据《再造藩邦志》《宣庙宝鉴》《宣庙中兴志》等朝鲜史料记载，张世爵攻打七星门，杨元攻打普通门，李如柏攻打含毬门。


[18]
 　《再造藩邦志》作李如松承诺赏银50两，《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宣祖二十六年一月十一日”条作李如松承诺赏银5000两，《经略复国要编》《征东实纪》作承诺赏银1万两。笔者采纳《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宣祖二十六年二月二十日”条引用的游击王必迪的发言，也就是赏银300两。


[19]
 　《经略复国要编》作李如松承诺先登城者世袭指挥使。笔者采纳《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宣祖二十六年二月二十日”条引用的游击王必迪的发言，李如松承诺的应该只是先登城者授以都指挥佥事。


[20]
 　《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经略复国要编·叙恢复平壤开城战功疏》《征东实纪》都提到了李如松下达过不允许割取日军首级的命令。


[21]
 　另据《征东实纪》记载，李如松派北兵将领李宁、祖承训追击日军至凤山，日军见明军追到，结阵以待，做出与明军决战的姿态，明军因此不敢穷追，只斩了100多颗首级就返回了。南方将士知道后，都以此事揶揄北兵。但是，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史料能够支持《征东实纪》的说法。根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记载，李如松只派出游击李它去追击日军，并没有出动副总兵级别的李宁、祖承训。


[22]
 　根据《西藩烈士干城录》《宣祖昭敬大王实录》《朝鲜渡海日记》的记载，可知岛津义弘已在正月十七日到十九日从江原道撤退到王京，之后到二十三日一直待在王京，再之后被调到龙仁。而《征韩录》《岛津国史》则声称，直到正月二十七日碧蹄馆之战爆发，岛津义弘都在江原道，没有撤兵，并且向立花宗茂派遣了由马重纯率领的100多名铁炮手。相比之下，前一种说法能够得到朝鲜官方正史和日军参战者日记的一致佐证；而后一种说法则没有类似材料可以佐证。除了日记之外，在亲历碧蹄馆之战的日本武士撰写的回忆录，如《安东统宣高丽渡唐记》《服部传右卫门自记》中，都没有提到岛津义弘派遣援军参与此战。


[23]
 　李如松于一月二十三日进入开城，见《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宣祖二十六年一月三十日”条。但在《象村稿》《再造藩邦志》中，李如松于一月二十五日进入开城。此处采信《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24]
 　此战在中文史料中只有只言片语，《象村稿》载，查大受“哨探于慕华馆而返”，而慕华馆就在王京西大门。《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宣祖二十六年二月十六日”条记载：“去二十五六日，查、李两将，连日剿贼，斩获甚多。”


[25]
 　此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在《再造藩邦志》中，李如松是在一月二十七日天刚亮时进入坡州的。笔者此处采信《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26]
 　对于查大受与立花宗茂交战的地点，在朝鲜史料中有昌陵近处（《宣祖昭敬大王实录》柳成龙驰启、《乱中杂录》）、砺石岭（《惩毖录》）、弥勒院前野（《象村稿》）、迎曙驿（《宣祖昭敬大王实录》正文）、碧蹄（《宣祖昭敬大王实录》李德馨语）、王京城下（《宣祖昭敬大王实录》陈方哲言）等众多说法。


[27]
 　对于立花宗茂在砺石岭之战中的兵力，朝鲜史料有二百（《简易集》）、数百（《宣祖昭敬大王实录》柳成龙驰启、《象村稿》）、六七百（《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俞泓驰启）等不同说法，笔者取六七百一说。


[28]
 　此据《立花战功录》。在《毛利家记》中，立花军战死73人，负伤数十人。在《吉川家谱》中，立花军战死36人，负伤者无数。而在《碧蹄馆大战记》中，立花家臣战死10余人，士兵战死、负伤200余人。《梨羽绍幽物语》则指出，立花军战死大半人员，这与《立花战功录》吻合，最接近事实。


[29]
 　在《乱中杂录》《惩毖录》中，日军被斩首100余级。在《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中，其引述的《俞泓驰启》，作日军被斩首400级；同书引述的李德馨语，作日军被斩首1000余级；同书正文作日军被斩首600级。笔者采纳130余级这一说法，是因为碧蹄馆之战结束后，李如松上报斩首日军167级，这些首级包括了之前在砺石岭之战中的斩获，因此必定不可能超越这一数字。


[30]
 　对于李如松带的兵力，有单骑（《宣祖昭敬大王实录》李德馨语）、数十人（《再造藩邦志》《惩毖录》）、100余人（《宣祖昭敬大王实录》柳成龙驰启）、1000余人（《西厓集》）、2000人（《万历三大征考》）等不同说法，李如松自己也有500人（《壬辰记录·李提督自辩》）、2000人（《经略复国要编·叙恢复平壤开城战功疏》）两种说法，笔者取2000人之说。


[31]
 　《征东实纪》记载，在坡州的钱世祯没有等到李如松的调兵命令。“二十七日，俟令调遣，辰时而令不至。遣人探之，提督公已率其家丁赴碧蹄矣。”


[32]
 　根据《牧斋初学集》卷二中的《送刘编修颁诏朝鲜十首》记载，参军李应试、蓟镇都司方时辉，收到了李如松的令旗，立即分道出兵，策应前线明军。但是这一记载是孤证，没有其他的朝鲜、明朝史料能够佐证。


[33]
 　《立斋旧闻记》的说法与《吉川家谱》的说法稍稍有异，该书声称小西行长、加藤光泰等部队虽然杀出城外，但他们在此前的战斗中输给过明军，因此逡巡不前，没有实际与明军交战。


[34]
 　《鹿儿岛外史》记载：“《皇明实记》载一金甲倭骑前搏李将军急矣，犹记井上事耳。”《征韩伟略》记载：“《明史》，井上作金甲倭。”


[35]
 　《经略复国要编·报石司马书》记载：“闻李如梅射死倭中金甲大将一员。”《虔台倭纂》记载：“酋秀吉爱将金甲荧煌数数出入于阵，如松弟如梅故善射，稍稍物色金甲酋，比近发一矢毙之。”


[36]
 　见《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天朝人又告杨总兵下营处，炮手、步兵未及领去，只以骑兵驰送”。


[37]
 　《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明军游击陈方哲告诉朝鲜人：“去月二十七日，先送五百军马，体探京城。又以三千，埋伏于后。”


[38]
 　以上有关李如松在碧蹄馆之战后的退缩反应，主要是根据《再造藩邦志》《惩毖录》进行叙述的。


[39]
 　对于此战，日本史料和朝鲜史料都缺乏具体记载。《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记载，“清正遂以大兵逐之，（姜）擎天等退走”，算是承认朝鲜义军战败。《义旅录》则记载，“正月二十六日，战于端川马屹境，三战三胜，遂还军吉州，休其士马”，称朝鲜一方获胜，但结果却是朝鲜义军向后方撤退。据此判定，此战是朝鲜一方战败无疑。


[40]
 　此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认为，宣居宜布阵的地点在衿川光教山。根据北岛万次《丰臣秀吉朝鲜侵略关系史料集成》一书的注释，衿川光教山在京畿道龙仁的水枝面。但是，根据日本史料《岛津国史》的记载，当时龙仁由岛津义弘驻屯，朝鲜军不可能在此布阵。因此笔者采纳《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记载，认为宣居宜布阵的地点应该是阳川江岸，而非《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的衿川光教山。


[41]
 　出自《朝鲜渡海日记》。关于日军的阵形，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据《吉川家什书》《吉川家谱》记载，日军队列为：一番队加藤光泰、前野长康，二番队小西行长，三番队石田三成、长束正家、大谷吉继，四番队宇喜多秀家，五番队毛利氏族。笔者此处采信《朝鲜渡海日记》。


[42]
 　关于日军的兵力，《朝鲜渡海日记》为3万人，《义弘公御谱中》为2万人，《宣庙中兴志》为7万人。笔者依据史料的成书时间，采信3万人的说法。


[43]
 　《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称“三进三退”，《宣庙中兴志》称“九进九退”，笔者采纳“三进三退”一说。




第四章


明、日和谈（上）：

宋应昌与李如松伪报战功、欺瞒朝廷始末






火烧龙山仓的谎言

历经碧蹄馆之战、幸州山城之战、熊川海战后，无论明军还是朝鲜军，短时间内都难以击败日军，打破僵局。明军乏粮，死伤颇多，士气十分消沉。提督李如松从一开始一意主战的强硬姿态，逐渐转变成了谋求讲和的退缩姿态。（《明史稿·李如松传》《明史稿·宋应昌传》））


根据《再造藩邦志》的记载，李如松在碧蹄馆战败以后，意气消沉，又因为军队水土不服，疾疫盛行，产生了从朝鲜撤兵的意向，但仍有些犹豫。直到幕下的郑文彬、赵如梅劝说李如松与日军讲和罢兵，李如松才终于下定了决心。

又据《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记载，李如松因为粮运断绝，已无意进取，屡次派人联络经略宋应昌，希望能够与日军议和。宋应昌渡过鸭绿江后
[1]

 ，责备李如松轻易退却，但李如松却说，“贼众盛强，战不可敌”，表示难以与日军相抗。宋应昌也因此动摇了心意，准备重新起用沈惟敬，让他去和日军议和。

与明军的情况相同，此时日军也存在严重匮乏兵粮的境况，已经撑不下去了，同样有与明军议和的需求。日军的后方补给路线，早已被朝鲜义兵切断，因此前线日军无法及时得到兵粮补充。早在碧蹄馆之战爆发前几天，石田三成等奉行众就已经写信给名护屋，报告王京的兵粮严重不足，只够日军再撑两个月。

另据《再造藩邦志》记载，日军不仅缺乏粮食，而且很多士兵因为水土不服，皮肤都肿烂溃疡了。他们听说明军出动战车，在临津江边放虎蹲炮等各种火炮，声势浩大，场面壮观，都对此感到畏惧。同时，他们对在平壤败北耿耿于怀，认为应当吸取教训。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之下，日军流露出了撤兵的意愿。

隶属日军第一军团的吉野甚五左卫门，在其回忆录《吉野甚五左卫门觉书》中记录了日军当时的窘境：

无论昼夜，均须小心防备。在浮桥远哨者，闻唐（明）、高丽（朝鲜）之大军在河口扎营，故各地大名皆至都城。在都城的，自宇喜多宰相（秀家）、三奉行为始，每日均开军事会议。自一月下旬起，至今已是三月，大家无不以为命在旦夕。兵粮且尽，使人难堪。

从《吉野甚五左卫门觉书》的记录来看，王京日军从一月下旬开始，就已经面临兵粮断绝的窘境了。他们担心在这种情况下会受到明朝、朝鲜大军的袭击，人人都很忧虑。

对于日军缺粮的原因，李如松、宋应昌在公文报告中有一套自己的解释，认为是由他们主导造成的。据《事大文轨》记载，李如松在二月下旬向宋应昌报告：

本月二十日，密遣哨丁金子贵等同朝鲜通事，潜夜前去倭贼屯扎处所，将龙山馆积贮粮草二十三处，乘西北风，用明火、毒火、火箭齐发，飞射仓房草垛，尽行焚烧。贼见火箭飞空，不知我兵虚实，伏不敢救。次日，放火自烧南关房屋。

根据李如松的说法，二月二十日，他偷偷派哨丁金子贵等人带上一个朝鲜翻译，去夜袭王京日军的粮仓龙山馆（在王京南面，由小西行长、宗义智等人率领的日军第一军团戍守），将龙山仓的粮食焚烧一空。

而宋应昌在收到了李如松的来函后，居然在三月三日的《报王、赵、张三相公书》里，将李如松的报告全部揽为己功，说是自己命令李如松派人去放火烧了龙山仓：

倭奴远栖异国，所恃惟在粮饷。彼龙山堆积一十三仓，某命李提督遣将士带取明火等箭烧之。二十日，往彼举箭烧尽无遗，倭奴虽列营分守，不敢来救。

三月五日，宋应昌又在发往兵部的报告《报三相公并石司马书》中表示：

至如龙山仓粮已烧，倭奴或难久驻，然倭谋叵测，未可必也。

后世成书的史料，如《皇明从信录》《两朝平攘录》《明史》等接受了李如松、宋应昌的说法，又结合后来日军撤出王京的事实，认为火烧龙山仓以后，日军粮草断绝，不敢与明军为敌，只好退遁朝鲜沿海。然而，如此重要的事情，日本史料里却没有一丝一毫的记载。在朝鲜史料里，甚至还出现了完全相反的记载。

在李如松的报告里，金子贵等人火烧龙山仓的时间是在二月二十日，并且将日军粮仓“尽行焚烧”。但事实上，根据朝鲜官方史料《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记载，就在8天后的二月二十八日，同样意识到烧毁日军粮仓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朝鲜军，开始制订火攻龙山仓的计划，全然没有明军已经将之焚毁的迹象。当时，明军与朝鲜军一直有联络，并不存在通信不畅的可能。如果明军已经将龙山仓焚毁，朝鲜军完全没有必要再去重复做这件事情。

又根据《惩毖录》的记载，到了三月五日，也就是宋应昌正式向明朝兵部报告“龙山粮仓已烧”的那天，作为朝鲜三道都体察使的柳成龙，再次制订了火烧龙山仓的计划，还是没有龙山仓已经被明军焚毁的迹象。柳成龙指出，实施火攻龙山仓的计划在现实层面上有很大困难：

今贼既屯据京邑，凭恃险阻，而龙山等仓尚有余谷，主客劳逸之形，悬然不同。如非天兵大势进剿，则我兵难以轻进也……龙山仓火攻一策，臣亦料理已久。故忠清水使丁杰近日率舟师，往来于龙山之下者有日。又令京畿水使李蘋及倡议使金千镒各率舟师以助声势。又借火箭数十于天将，送于丁杰，使之相机善处。但龙山地势，江面有断垄，仓在其内，我军若容易下陆，为贼所掩，则必至奔败。故臣令丁杰等逐日耀兵，使之牵制贼兵。而别令陆军乘夜从后以进，以试火策。而将帅军卒必须精练敢进、素谙地形之人，然后乃可，故至今未试。

简单地说，柳成龙虽然制订了焚烧龙山仓的计划，但他认为朝鲜军实力尚且不足，因此并不敢贸然行动。柳成龙提出这一计划是在三月五日，但李如松却声称在二月二十日就已经焚毁了龙山仓。如果真的像李如松所说的那样，柳成龙又何必事后诸葛亮，多此一举呢？

到了三月十五日，朝鲜忠清道水使丁杰依照柳成龙的计划，率领水军北上，准备火烧龙山仓，结果一波三折，没有成功。据丁杰驰报，他率领水军直抵龙山仓下，与结阵在江边的日军放炮相战，只是没有想到对方人数竟然达到2万人之多。（《惩毖录·驰启京城贼势速请提督进剿状（三月二十日）》）


从丁杰的驰报可以看出，日军在龙山仓附近防守严密，配置了相当多的兵力，因此使丁杰火攻龙山仓的计划以失败告终。从朝鲜水军制订、实施火烧龙山仓计划的时间来看，宋应昌、李如松二人声称的火烧龙山仓是相当值得怀疑的。

再从其他记载来看，火烧龙山仓也大有可疑之处，甚至我们可以断定这件事并不存在。根据朝鲜史料《乱中杂录》《再造藩邦志》的记载，三月，宋应昌、李如松二人派遣沈惟敬前往王京与日方议和，要求日军撤走，日方同意并许诺将龙山仓剩下的2万石米粮全部留下。四月十九日，日军撤出王京，并遵守之前的约定，将2万石粮食交给了李如松的差官沈思贤。由此可见，龙山仓的粮食不仅没有被明军焚毁，日军在撤退时甚至还将剩余的粮食留给了明军。

而小西行长的说辞，也可以佐证《乱中杂录》《再造藩邦志》的记载，证明龙山仓的军粮没有被明军偷袭焚烧，而是日军将余粮留给了明军。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小西行长撤出王京以后，致信沈惟敬，信中提到“从麾下之言，引兵退王京，遗二十余万粮物，不烧灭之”。

不过，无论是《乱中杂录》《再造藩邦志》提及日军剩下2万余石兵粮，还是《宣祖昭敬大王实录》提及日军剩下20余万粮食，这两个说法都有所夸大。根据石田三成等奉行众在一月二十日写给名护屋的书信，王京日军的兵粮仅剩下1.4万石（此为日本标准，相当于明朝的2.4万石），只够他们再撑两个月。又根据柳成龙的《惩毖录》记载，日军于四月十九日撤出王京后，他清点了龙山仓的余粮，发现还有2000余石。

虽然一些朝鲜史料将日军留在龙山仓的余粮进行了夸大，但也可以看出，火烧龙山仓一事并不存在，相反，日军在撤兵后将余粮留了下来。事实上，直到日军四月十九日撤出王京前，柳成龙还在制订火烧龙山仓的计划，但因为顾虑到沈惟敬身在倭营而未敢动手。（《惩毖录·驰启军功状（四月十九日）》）
 甚至，在朝鲜史料《燃藜室记述》一书中出现了“上驾幸龙山仓，出食谷散给坊民”这样的记载。也就是说，日军撤走后，回銮王京的朝鲜国王李昖，将龙山仓的余粮赐给了附近的百姓。这一条记载，同样可以佐证明军并没有焚烧龙山仓。

后来，从朝鲜回国的宋应昌，编写了一部名为《经略复国要编》的书，此书主要是夸耀他为朝鲜复国做出的功绩，书中多次提到他派人火烧龙山仓，导致日军粮饷断绝这件事。但《宣祖昭敬大王实录》指出，宋应昌这一说法完全是不实之词：

应昌著成一书，名曰《复国要编》……应昌曰，“王京城子险峻，未易攻拔，故使查大受焚龙山仓。倭贼无粮饷，宵遁”云。当时城中粮米狼戾（堆积散乱之意），何得云无粮饷乎？此则欺天矣。

近代日本实证主义史家星野恒也指出，在柳成龙的《惩毖录》当中不仅没有出现明军火烧龙山仓的记载，反而有王京回到朝鲜人手里后，柳成龙让人看守龙山仓的记载，足见龙山仓没被焚烧。星野恒据此进一步指出，明朝史料虚构了火烧龙山仓一事，追根溯源，主要是李如松等人因耻于无功而捏造了这件事：

《明史》《两朝平攘录》《皇明从信录》诸书皆云：“李如松令查大受间道焚龙山仓，倭人遂乏食。”然《惩毖录》所不载。且柳成龙《四月二十三日分付诸人收拾京城状》中有“龙山仓，则令月串佥使者守之”语，则其不焚仓审矣。如松等耻无功，捏造是等事，诸书从而录之耳。今不取。（《大日本编年史》）


星野恒的这一论断，是十分公允的，可以得到朝鲜史料的一致佐证。李如松、宋应昌宣称的火烧龙山仓，实乃一欺世之大谎言。仅仅凭借侦察兵金子贵和其他少数家丁，再带上一个朝鲜翻译，断然不可能焚烧由日军重兵把守的龙山仓。一些后世成书的明朝史料可能察觉到了这个纰漏，于是便做了一些篡改。如诸葛元声的《两朝平攘录》，便修改为查大受、李如梅、戚金率一批死士去焚烧龙山仓。

不过笔者认为，虽然并不存在“火烧龙山仓”这件事情，但李如松在二月二十日，应该确实是派金子贵、金善庆等人去龙山仓了。公文史料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对日期的记载正确率很高，但具体到在这天做了什么事，就会因为著述目的不同而出现偏差。笔者猜测，金子贵等人此行的真正目的，有两种可能：

一、金子贵、金善庆等人应当只是作为间谍，偷偷去刺探日军情报。他们可能发现龙山仓虽然有余粮，但数目不多，判断日军撑不了太久，因而向李如松做了相关汇报。李如松据此夸张地说金子贵等人将龙山仓烧毁了，并报告给了宋应昌。而宋应昌得到李如松的报告后，又将这一功劳揽到自己身上，于是便在后世的史料中衍生出了“火烧龙山仓”的故事。

二、金子贵、金善庆等人可能是去龙山仓与小西行长进行接触，试探日军是否有和谈之意。这在此前就有过先例，第二次平壤之战爆发前后，金子贵就至少两次进入平壤，与小西行长会面，并将小西行长的想法转告给李如松，实际上担任了小西行长与李如松之间的联络员。因此，金子贵很可能通过与日军的接触，得知对方缺粮，便将相关情报汇报给了李如松。而李如松据此判断日军撑不了多久，便借机捏造出了“火烧龙山仓”的功绩。而宋应昌沿袭了李如松的说法，并将其揽为自己的功劳。

日军的退兵意志

二月二十日，也就是李如松派金子贵、金善庆前往龙山仓的这一天，丰臣秀吉派遣到朝鲜的特使熊谷直盛来到了王京。熊谷直盛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听取日军诸将的报告，将前线情况带回去汇报给秀吉。

二月二十七日，日军诸大名、奉行为了向丰臣秀吉进行汇报，集结在王京召开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有宇喜多秀家、小早川隆景、大友义统、小西行长、黑田长政、前野长康、加藤光泰、大谷吉继、石田三成、增田长盛、福岛正则、生驹亲正、蜂须贺家政、毛利吉成，一共14人。

经过讨论，日军诸将在会议上得出结论：由于缺粮乏食，只能把军队撤退到朝鲜沿海的釜山浦，并由熊谷直盛回去向太阁（丰臣秀吉）报告应该撤兵回国。（《朝鲜渡海日记》）
 从日军诸将做出的决定来看，他们这时候由于严重匮乏兵粮，已经决定弃守王京，准备先撤退到朝鲜沿海，再撤回日本本土。

会后，日军诸大名、奉行在联署状上签名，约定以后“凡议启事，若军事，互吐胸臆，不相隐蔽。务舍私从公，事决于众。既决而启，功过必分，勿独自洁”（《吉
 川家什书》）
 。从约束的内容来看，当时日军内部产生了对立意见，所以才在契约上要求诸将相互之间坦诚相待。

二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从咸镜道撤退的加藤清正、锅岛直茂先后抵达王京。三月三日，连同他们二人在内，日军诸大名、奉行又举行了第二次军事会议，最终确定了撤兵之事，制成联署状向丰臣秀吉汇报。这封联署状主要提到，王京的兵粮将要告尽，最多只能够日军坚持到四月十一日；但又扬言日军各部队已经在王京集结，无论大明派出多少大军，都要对其进行讨伐。（《日本战史·朝鲜役·文书》）


从这份联署状想要透露给丰臣秀吉的信息来看，因为严重匮乏兵粮，日军诸将对继续作战下去已无把握，但在表面上还是嘴硬，说要向明军诉诸武力。

虽然日军口头上仍然宣称要讨伐明军，但他们很清楚在当前情况下，只能主动向明军、朝鲜军求和。就在同一天，日军将要求议和的书信绑在箭上，射到经过汉江的明军、朝鲜军船只上面。（《昭代武功编》）
 次日，熊谷直盛带着联署状从王京出发，回到日本名护屋向丰臣秀吉汇报兵粮断绝，诸将请求撤兵。

根据《惩毖录》《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记载，日军将一封要求议和的信件交给了再次来到龙山仓江边的金子贵、金善庆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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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信中，日本人向明朝提出了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允许日本向明朝通贡的要求（合称封贡），声称明朝同意封贡后，日军就会从王京撤出。之后金子贵等人从龙山仓回去，将这封信交给了驻守在坡州的明军副总兵查大受。同时，日军又将另一封求和信投给了龙山仓下流江面上的朝鲜忠清道水军。忠清道水军收到日军的这封信后，转交给了三道都体察使柳成龙。柳成龙不敢怠慢，于三月七日将他手中的信交给查大受。

明军传递情报的速度很快，仅过了一天，也就是三月八日，坐镇后方的经略宋应昌就得知了小西行长投书“恳求封贡东归”的消息，他非常振奋，写信指示李如松立即与日军进行和谈工作。（《经略复国要编》）


同一天，宋应昌又专门起草了一篇宣谕小西行长的谕文，要求他返还侵占的朝鲜领土、释放俘获的两位朝鲜王子，并要求小西行长转告丰臣秀吉，让他上表向大明天子谢罪；同时表示，如果日本方面能够全部做到，他将题奏兵部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接着，宋应昌话锋一转，口头威胁起小西行长，表示如果日军一直怙恶不悛，他将集结福建、广州、浙江、南京、蓟州、保定、京师、真定的精锐，并联合暹罗、琉球等属国，备齐万亿火龙神鸦等火器，直捣日本巢穴，尽行诛灭。（《经略复国要编》）
 不过，尽管宋应昌话说得非常狠，但这只是他恐吓日军的手段，并不是真的打算这么做。这时候无论李如松还是宋应昌，都是竭力避战的。

而日军方面，由于王京的兵粮实在已经不多了，只好出城劫掠。根据日本史料《朝鲜渡海日记》的记载，三月十日，备前众、中国众、龙造寺众出动1万多人，到王京东门外16公里～20公里的地方抢劫粮食。《再造藩邦志》载：“倭乃乏食，出掠东南诸邑，恣意抢夺。地窟所藏米谷，尽被掘取。又向加平、抱川，深入春川，焚抢殆尽。清正又分遣其卒千余人，出掠不已。环畿郡邑，冢坟亦发。”从这个记载可以知道，此时日军的粮食已经快要耗尽了，他们不仅劫掠诸邑，甚至还掘了朝鲜人的坟墓。如果当时李如松、宋应昌能再坚持一下，重启攻势，可能日军真的将迎来末日。不过明军也有现实层面上的困难，难以进取，况且历史是不能够假设的。

三月十五日，遵照宋应昌、李如松的指示，沈惟敬再次以游击将军的身份，乘船前往龙山仓与小西行长议和。根据弗洛伊斯所著的《日本史》记载，沈惟敬来访后，首先推卸掉自己的责任，派人向小西行长解释此前明军发起第二次平壤之战跟他无关，他说：“先前犯下的过失，不是我的责任。那是北京新派出的指挥官（李如松），他不同意我与贵殿缔结的和平协议，所以把贵殿的家臣竹内吉兵卫骗出去并俘虏了……”虽然沈惟敬费劲唇舌，想取得小西行长的信任，但这绝非易事，双方会面过程是一波三折。

小西行长将沈惟敬前来议和的消息转达给了石田三成、大谷吉继、增田长盛这三位奉行，以及日军侵朝总大将宇喜多秀家。三奉行和宇喜多秀家认为沈惟敬谎话连篇，因为之前他在平壤欺骗了小西行长，说同意通贡，让两军停战，但转眼就背弃约定，使明军发起了第二次平壤之战，小西行长被迫放弃平壤。三奉行和宇喜多秀家估计沈惟敬这次又是想来欺骗小西行长，所以并不同意。小西行长为了保住面子，想扣押沈惟敬，但是沈惟敬待在船上不肯上岸，而船上戒备森严。小西行长只能表示妥协，他派人告知船上的沈惟敬，如果愿意上岸来谈判，那么三奉行、宇喜多秀家也会过来与他谈判。沈惟敬对此表示同意，于是在随行人员的护卫下上岸，进入龙山仓。三奉行、宇喜多秀家如约而来，其他大名也都纷纷赶来。之后，双方开始了谈判。（《再造藩邦志》）

对于小西行长突然转变态度的原因，朝鲜史料《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再造藩邦志》的解释是：小西行长本来准备围住沈惟敬，将其挟持为人质，但宇喜多秀家、石田三成、增田长盛、大谷吉继、小早川隆景都认为不可以这么做，小西行长这才作罢，随后与日军将士共37人一同来向沈惟敬道歉。由此可见，日军高层虽然并不信任沈惟敬，但他们克服不了现实困难，急需谋取出路，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与沈惟敬议和。

接着，双方正式谈判。根据弗洛伊斯所著的《日本史》记载，沈惟敬以言语威胁，百般劝诱日军从朝鲜撤军，他给出的理由主要有两条：

一、日军没有明军英勇，武器、战术等方面也都不及明军。

二、明军士兵无数，且战场离本国很近，眼下已出动陆军和一支大舰队，前去阻断日军归路。相反，日军兵力远远比明军少，长期作战将不可避免地陷入疲劳之中，而且在异国他乡作战，兵粮又跟不上，如此下去只会打败仗。

对于沈惟敬恐吓日军一事，朝鲜史料《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再造藩邦志》中也有记录。《再造藩邦志》载：

天朝以尔等不于期限退军，攻破平壤，以示天威。若遵前约，诚心归顺，岂必穷兵芟灭？今二赞画（袁黄、刘黄裳）统兵四十万，一抵鸟岭截尔归路，一拒汉江阻尔粮道。经略（宋应昌）、提督（李如松）又亲提三十万众，今将至矣。尔等还王子、陪臣，敛兵南还，则封事可成，而两国无战争之祸，岂不俱便？

在这份文献中，沈惟敬不仅要求日军释放被他们俘虏的朝鲜王子、陪臣，退兵回到日本；同时还恐吓他们，说明军已经出动70万大军，分别在陆路、水路上截断日军的退路。这一说法，与弗洛伊斯的《日本史》完全吻合。

无论沈惟敬的恐吓是否吓到了日军，日军都不得不做出妥协。根据《日本史》的解释，主要原因是：

这些武将因长期征战而感到倦怠，焦急地等待回归故土，如果老关白（丰臣秀吉）占领了朝鲜，他们担心一定会被安排驻留于此。而且，日军的粮草与弹药十分匮乏，从海路与陆路无法通行的冬天，到夏天到来为止，皆处于无望获得老关白支援的状态。他们还从实战中感受到，现实中的明军与他们预想中的相去甚远，非常强大，于是开始对明军感到害怕。最后的结局是，他们决定缔结协议。

从这一记载来看，使日军决定妥协的最根本原因，一是日军兵粮已经见底了，二是他们被明军的强大武力慑服。这一情况，与朝鲜史料《再造藩邦志》的叙述相同，日军不仅缺粮，而且由于平壤之败，已经流露出了归志。这种情况下，日军除了议和以外，实在别无出路。但是，日军诸将又担心这样做会损害丰臣秀吉的名誉，便准备想一个既不损害其名誉，又让其断绝对外征战念头的办法。

根据《日本史》的记载，小西行长向沈惟敬提出了这么一个主意：明军先派出两名使者渡海至日本，向丰臣秀吉乞和；再以明朝皇帝的名义，派出另一名使者渡海至日本，同意恢复日本与明朝之间的贸易往来（实际上就是通贡）。如此一来，丰臣秀吉就会同意日军从朝鲜撤兵了。

关于这一提议，日本人其实另有考虑。实际上，他们要求明朝方面派去出使日本的使者，就是日军用来要挟明军、掩护日军撤退的人质。因此，他们要求明军必须派出使者。

不管怎么样，为了推动和谈的顺利进行，沈惟敬对日方提出的要求表示同意，但他要求在他带来使者（事实上也是人质）以后，日军在四月八日从王京撤出，并在撤兵当日释放朝鲜王子。（《惩毖录》《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同时，沈惟敬承诺，日军履行这两个条件之后，明朝也会立刻同意通贡。根据《明史稿·石星传》的记载，沈惟敬在这时候答应日方提出的通贡要求，实际上是得到了兵部尚书石星的直接授意，并不是他私自许可的。由于明军难以打开僵局，石星的态度转向与日军议和，希望以此换取日军尽快从王京退兵。但是石星授意沈惟敬向日军做出允许通贡的承诺，是在隐瞒明朝朝廷的情况下“阴许之”的。

另一方面，沈惟敬答应日军的通贡要求，同样得到了宋应昌、李如松的直接授意。根据《明史稿·宋应昌传》的记载，碧蹄馆之战后，“应昌、如松由是气夺，阴许封贡”。正是因为经过碧蹄馆之战的打击，加上明军严重匮乏粮食、水土不服的现实原因，宋应昌、李如松两人急欲结束战争，便私自以通贡作为筹码，答应日军的议和要求。石星、宋应昌、李如松三人俨然打定主意，与日军妥协，而沈惟敬就是替他们具体执行谈判任务的人。

会谈中，沈惟敬还向日方提出了这些要求：日军退兵以后，不得出兵攻打全罗道；日军撤兵之日，将龙山仓的余粮留下，不得焚毁或带走；同时，在撤兵之日，留下一个倭将作为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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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日军对这些条件表示接受。双方在龙山仓谈了一整天，会谈才终于结束。会后，日军写信将沈惟敬的意思报告给了丰臣秀吉。（《梨羽绍幽物语》）


还没等沈惟敬回去，明军随行的飞探就火速动身出发，向后方的李如松通报了和议已经达成的消息。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明军全军上下“一闻和议之成，莫不喜悦，欢声如雷”。当时，若不与日军议和，明军因为缺乏粮食、疾疫盛行，也撑不了太长时间。龙山会谈还带来了一项重要成果，那就是在碧蹄馆之战中被日军俘获的明军士兵，会议结束后被陆续释放了，李如松因此非常高兴。

而日军方面，即便与沈惟敬达成和议，内部仍然存在着对立意见，依然是人心惶惶。三月十九日，立花宗茂的弟弟高桥统增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当下的形势对日军非常不利，他对前景十分悲观：

这个国家的百姓对日本军发起了出其不意的攻击。这件事情如石浮叶沉，本不该发生。但是，在这样紧迫的状况中，日本军内部还存在着对立的意见。我想十有八九王京的汉江会成为我们的三途川（冥界之河）……由于兵粮已尽，我们不得不在四月中旬撤退至釜山。（《中外经纬传》）


再说回沈惟敬，龙山仓谈判结束后，他于三月十六日乘船启程，三月二十四日回到义州，向经略宋应昌汇报了此次议和的结果。

对于小西行长原话提出的让明军派出皇帝特使去日本“乞和”，沈惟敬可能没有向宋应昌做非常全面的报告，或者是换成了其他可以令宋应昌接受的措辞，使得宋应昌认为存在可以从日本讨来“关白降书”的可能性。根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记载，宋应昌听了沈惟敬的汇报以后，对他说：“此间和议，汝既专主，我不当欺朝鲜，亦不敢诬朝廷。尔须率策士五人，领倭众归日本，受关白降书以来。我得此，然后转旨请奏，封关白为王，使之进贡，勿令误事。”

从宋应昌这番话，可以看出他已经完全倾向与日本议和，急欲结束战争，但仍自信能在议和问题上占据主导地位。他让沈惟敬率领5名策士随侵朝日军前往日本（实际上是明军使者作为人质跟随日军渡海），讨来丰臣秀吉的降书。等这份降书交到宋应昌手上后，他就会转奏朝廷，按照封贡的程序，先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再允许日本向大明通贡。对于小西行长向沈惟敬提出的议和要求，宋应昌基本上已经妥协，表示了接受。

之后，宋应昌又对前来拜见他的朝鲜左承旨洪进表明了与日军和谈的态度：

近者倭奴悔罪求贡，其辞极哀，至于再三。我姑许之，且以义责之。约于四月初八日，尽还王子陪臣等，渠即回巢。我当差官，勒令倭众卷还于关白处，受关白降书以回，方题本请旨，封关白为日本王，使之由宁波入贡。此贼已慑于平壤之败，今日之悔过服罪，似出于真诚……（《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可以看出，宋应昌的态度全然转向同意小西行长提出的通贡请求，并公然透露给朝鲜人。为了不节外生枝，宋应昌发牌文给朝鲜全罗道巡查使权栗，要求朝鲜军不得剿杀日军。相比之前说出“誓绝倭奴之族”的狂言，宋应昌此时的心态无疑是大为退缩。

由此可见，虽然明军介入朝鲜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日军，迫使日军决定退兵到朝鲜沿海地带，但明军也因为兵败、乏粮等因素，难以一气呵成地将日军驱逐出朝鲜，不得不做出很大的妥协。

接着，宋应昌决定按照日方提出的条件，派出使者去日本议和。对外，宋应昌则宣称是使者带领日军渡海回巢，去讨关白降书。首先，沈惟敬必须去，宋应昌给了他200两银子作为路费。其次，沈思贤、周洪谟两人也被选中，一同前往。另外，宋应昌标下的谢用梓、徐一贯被临时授予参将、游击的官衔，冒充大明天子派出的敕使，以符合小西行长所要求的天子御使。

谢用梓、徐一贯两人知道宋应昌要让他们出使日本后，顿觉晴天霹雳，非常害怕。两个大男人居然一边跺脚，一边哭了起来，他们埋怨道：“都是沈游击（沈惟敬）所为，而宋爷（宋应昌）乃如是分付于俺等，俺将何为？贼情真不真，俺何知之？”

谢用梓、徐一贯非常着急地找到宋应昌，当面乞求不要派他们去日本，但宋应昌坚决不答应。谢、徐二人心灰意冷，绝望地对人说：“死是一死，奈何？”（《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丰臣秀吉的撤兵指令

万历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当集结在王京的日军诸将因为兵粮不足而做出撤兵决议，让熊谷直盛返回日本向丰臣秀吉报告时，作为侵朝战争主导者的丰臣秀吉，实际上早已收到日军在前线兵粮不足的情报，也流露出了退兵之意。巧合的是，同样是在二月二十七日，远隔重洋的丰臣秀吉非常默契地制定了发给侵朝日军的朱印状，允许集结在王京的日军在兵粮将尽时举兵南撤。（《立花家文书》）


三月十日，丰臣秀吉在没有收到熊谷直盛汇报的情况下，决定让日军从王京尽数撤退到朝鲜半岛南部的庆尚道尚州至釜山浦一带，在这之间的系城配置兵力，并在釜山浦周边筑城，在其附近增设水军。对于之后怎么做，丰臣秀吉是这么想的：由于在前一年的庆尚道晋州之战中，朝鲜晋州城守军让日军大吃苦头，所以日军撤退到庆尚道以后，务必要倾力打下晋州城，以发泄前怨。

为了确保顺利攻克晋州城，巩固在庆尚道的防卫阵线，丰臣秀吉打算增派兵力，使前田利家、蒲生氏乡、最上义光、南部信直、油利五人众、大崎义隆、宇都宫国纲、里见义康等人率领名护屋的预备兵力前往朝鲜。为此，丰臣秀吉在这一天下达了新的军令。

首先，他制定了攻打晋州城的军队部署：

攻打晋州城部署（单位：人）


[image: Figure-0265-0032]


接着，对于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侵朝日军主力，丰臣秀吉计划让他们从王京退到庆尚道最北部的尚州，具体部署如下：

尚州城在阵部署（单位：人）


[image: Figure-0266-0033]


日军撤出王京以后，镇守庆尚道尚州至釜山之间的军队，丰臣秀吉是这么安排的：

庆尚道守军部署（单位：人）


[image: Figure-0266-0034]


至于在釜山浦周边筑城的部队，丰臣秀吉部署如下：

釜山浦附近筑城军队部署（单位：人）


[image: Figure-0267-0036]


以丰臣秀吉在三月十日发布的这道军令为分界线，他的原定战略目标宣告失败。中野等在《秀吉的军令与大陆侵攻》一书中指出：丰臣秀吉原先的战略方针，是追求以闪电般的速度攻入明朝，但现在变成了日军全面撤退至朝鲜沿海地带。从这一变化可以看出，丰臣秀吉已经被迫放弃征明的既定战略目标了。

德富猪一郎的《近世日本国民史·朝鲜役》一书，更是敏锐地通过丰臣秀吉的指令变化，嗅出了日军的虚弱，对丰臣秀吉进行了强烈的揶揄与嘲讽：

彼大军渡海的直接目的，不是为了取晋州城，这无可置疑。秀吉调动大军，本来目的在于一举吞灭明朝。然未经一年，其大军便沦落到仅仅被用来攻陷这一座小城。没落到此种龌龊的境界，不管是谁，都会有昨是今非之感。

三月十五日，日军与沈惟敬举行龙山仓谈判，之后将会谈结果报告给了丰臣秀吉，声称明朝将会派出使者来到日本向丰臣秀吉乞和。据《梨羽绍幽物语》记载，丰臣秀吉并不满意这一结果，他要求小西行长让大明派一个王孙到日本，方允许与其议和。然而，日军缺粮乏食，撤退已是必然之势，而且明朝也不可能满足日本如此苛刻的条件，所以丰臣秀吉这话也就是自己说说，在内部表示一下强硬的姿态，实际上还是只能接受龙山仓谈判的结果。

四月八日，到了约定好的日军从王京退兵的日子，沈惟敬再次进入倭营，催促日军退兵。但日军始终对之前被沈惟敬欺骗，以致小西行长兵败平壤之事耿耿于怀，于是便将他扣留了下来，也没有在这一天撤兵，使明军陷于被动。

四月十七日，谢用梓、徐一贯带着几十名随从、50匹马，继沈惟敬之后进入王京。小西行长、石田三成、增田长盛、大谷吉继、小早川隆景等人借此夸大军情，他们写信给名护屋，欺骗和取悦丰臣秀吉，说明军在碧蹄馆大败后，总大将主动向日本谢罪，并要派两名敕使来日本。（《日本战史·朝鲜役·文书》）


明朝使者相继进入王京倭营以后，日军士兵非常高兴，因为这代表着和议已成，他们能够撤军了。据日本史料《吉野甚五左卫门觉书》记载：“我军人见之，知和成，大喜，欢声如雷。”这一反应，与明军一模一样，可见双方都非常期待结束战争。

明朝使者对日军来说，同样也是人质。随着明方人质陆续到齐，日军裹挟着他们，以及俘虏的两位朝鲜王子与朝鲜众大臣，开始从王京撤退。撤退之前，日军将龙山仓剩下的2000石米留了下来，交付给李如松的差官沈思贤。原本依照沈惟敬与日军在龙山仓谈判的议和条件，日军在撤出王京之前，要释放两位朝鲜王子及一干大臣，并留下一个倭将作为人质，但是日军并没有履行这些约定。

四月十九日，日军大摇大摆地从王京撤退。结合《是琢朝鲜日记》《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燃藜室记述》的记载，日军撤退时，以第二军团的锅岛直茂作为殿后部队，他们渡过王京南面汉江的浮桥，一路经过京畿道、忠清道，向着庆尚道撤退。宇喜多秀家、小西行长等人翻越忠清道与庆尚道交界的鸟岭时，以沈惟敬、两位朝鲜王子与一干朝鲜大臣骑马作为前导，日军聚集搜刮到的美女、才人、歌儿、乐工，日夜作乐，以示凯旋之状。

虽然丰臣秀吉要求日军从王京撤退以后，最前线的军队驻守在庆尚道尚州一线，但由于庆尚道的补给线已经被朝鲜义兵破坏，善山以北的地区都得不到补给，因此日军无法在尚州久留，只能在五月的时候全部撤退到庆尚道的沿海地区。退到沿海以后，日军各军团分布在蔚山、西生浦、东莱、釜山浦、金海、熊川、巨济等处，建成首尾相连的16个屯兵点，皆依山凭海、筑城掘壕，以为久驻之计。（《朝鲜阵记》）


日军从王京撤出的次日，李如松便率领大军收复了王京。几十天以后，经略宋应昌怕别人议论自己不进行追击，不得已发牌文给提督李如松，要求他追击日军，但其实只是想做做样子而已。李如松也配合宋应昌进行演出，行军速度非常缓慢，有时候一停下来就是好几天，最后干脆就不追了，直接原道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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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国王李昖气得大骂李如松：“堂堂天将，终不过为倭贼殿后护送之将。”（《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四月，四川总兵刘[image: ]
 率领在福建、西蜀、南蛮等处招募的5000士兵，作为后继援军进入朝鲜，稍稍缓和了紧张的气氛。刘[image: ]
 所部的到来，无疑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宋应昌、李如松稍稍振作起来，调遣兵力布防在庆尚道，与退兵到庆尚道南部沿海地区的日军形成对峙局势。其中，刘[image: ]
 屯兵在庆尚道的星州（后驻大丘）；南兵将领吴惟忠屯兵在庆尚道的善山、风溪，骆尚志、王必迪屯兵在庆州；北兵将领李宁、祖承训、葛逢夏屯兵在庆尚道的居昌。（《惩毖录》《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


名护屋谈判

五月初，由经略宋应昌派出的谢用梓、徐一贯、沈惟敬，带着他们的随从人员，跟随日军大部队撤退到了庆尚道沿海地区。同月八日，石田三成、增田长盛、大谷吉继、小西行长、景辙玄苏等人领着谢用梓、徐一贯和随行人员从釜山浦出发，渡海前往日本。十八日，一行人登陆名护屋，准备谒见丰臣秀吉。不过，沈惟敬留在釜山浦，没有随团出发。两位朝鲜王子与众朝鲜大臣作为人质，也被日军羁留在釜山浦。

明使渡海之前，丰臣秀吉听说大明皇帝派出的敕使要来日本乞和，就想让大明使者好好见识日本的威仪，准备让武士全部出动。前田利家密切配合丰臣秀吉，他为了装饰士兵的枪柄，从加贺、能登两地调配了许多金箔、银箔。（《三轮家传书》）


这时候，丰臣秀吉不知道谢用梓、徐一贯的敕使身份是伪造的，真实身份只不过是两个地位低下的小官，因此对明使赴日非常重视，派出了德川家康和前田利家分别招待二人。这在中日两国的外交史上，是非常戏剧性的一幕。

另一方面，丰臣秀吉一边准备与明使进行和谈，一边调整攻击晋州城的部署，仍不放弃在朝鲜继续使用武力。五月十九日，丰臣秀吉让石田三成、大谷吉继、小西行长先渡海回到朝鲜，督促诸将攻克晋州城，只留下增田长盛招待明使。

五月二十三日，丰臣秀吉在名护屋接见了两名伪敕使。他带着谢用梓、徐一贯参观了名护屋城内的黄金茶室，赏赐给二人300两白银、两把太刀与几十件衣服，又赏赐给大明使者的随行下级官员们500两白银。随后，丰臣秀吉委派略懂汉文的倭僧景辙玄苏与明使进行笔谈，磋商日本与大明的和谈条件。

笔谈开始后，景辙玄苏在纸上写好要说的话，然后出示给谢、徐二使看，上面写着：“朝鲜全罗、庆尚两道之人，虽然一开始开路让日军先锋通过，但之后却占据险要之处，阻碍日军进兵，这是朝鲜的欺诈之处。因此之故，日本没有从两道撤兵。如此虚诞的朝鲜，大明难道也不诛灭吗？大明姑且与日本和亲，尽快落实，日本肯定会很快收兵。日本与大明和亲后，将会与大明缔结属国之约，成为大明的属国。此后大明以日本为先驱，讨伐鞑靼，则鞑靼也会归大明掌握。日本粉身碎骨，欲报效大明皇帝。”

景辙玄苏在纸上提出的要求，是要明朝与日本和亲，也就是让大明公主下嫁日本。这一条要求，是秉承丰臣秀吉的意愿。话锋一转，景辙玄苏又说日本想要成为大明的属国，替大明征伐鞑靼。这番说辞的真实意图不明，也不能明确是不是代表丰臣秀吉的意志。而谢用梓、徐一贯二人，以为景辙玄苏说的“和亲”是指大明、日本两国通好，并不是两国联姻，又为了尽快脱身回国，便决定用表面上好听但实际上空洞的话来回答景辙玄苏，他们在纸上答道：“阁下承示太阁之意，每句话都说到了要点，我们感到很佩服。刚才说到朝鲜欺骗日本的事情，朝廷也不知是真是假，所以派使者去朝鲜查探真伪。现在听了你的话，所有的疑虑都没有了。我等归国后，必将朝鲜的虚诞上奏朝廷，命三法司科道召开会议，想必不会轻饶朝鲜。之后再派遣使者向贵国通报，请体谅此意。”

景辙玄苏又在纸上写了话，出示给谢、徐二使看：“太阁也想要足下速归，将日本的赤诚报于大明，促成两国和亲之实。讲和大事，不得不待大明天子之命，所以日本军的撤兵速度快慢，实由大明决定。”

谢用梓、徐一贯继续在纸上虚与委蛇地回应道：“太阁对大明的忠诚，可达于天地，归奏大明天子，天子肯定会感到很高兴，从而嘉赏太阁。如有鞑靼之祸，派遣使者来贵国请兵，帮助大明亦无不可。不过现在九边清宁，天下太平，又得贵国通好，这是千万年难遇之美事，还有什么比这更加高兴的呢？”

谢、徐二人先是假装答应了景辙玄苏在第一张纸上的要求，说若有必要，会向日本请兵征讨鞑靼，但很快又说天下太平，没有什么风波，婉拒了日本出兵鞑靼的请求。此时，谢用梓、徐一贯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一语成谶，这种当时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居然真的发生了。

53年后，也就是公元1646年，此时明朝北京政权已经灭亡两年了，而南方的隆武政权还在苦苦支撑。面临清兵南下的威胁，南明水师都督崔芝，令参将林高带了两封书信到日本去乞兵，说尽好话，恭维日本是“大国”，希望德川幕府能够借3000士兵，帮助南明攻打清朝，结果被幕府将军德川家光直接拒绝。

回过头，再继续说景辙玄苏与谢用梓、徐一贯的谈判。被明使婉拒日本出兵鞑靼的请求以后，景辙玄苏又在纸上对二使道：“太阁以石田三成、增田长盛、大谷吉继、小西行长四人为心腹之臣，重要的事情都和四人商量。现在看两位使者，也是天朝的心腹之臣。太阁看待四臣，就像天朝看待两位使者一样。”

景辙玄苏并不知道谢用梓、徐一贯只是宋应昌派出的伪敕使，真实身份其实很低，误以为他们在大明的地位可以和三奉行及小西行长相比，因此做出了错误的比较。

之后，景辙玄苏又捏造事实，在纸上对二使写道：“太阁殿下让我向二位使者报告出兵朝鲜的本末。三年前，日本告知朝鲜国王，说有要事要通报大明，请朝鲜代为转奏，朝鲜答应了。但是，日本等了三年，也没收到朝鲜的回信，于是起兵，目的不是为了侵犯大明，只是想从朝鲜借路，前往大明，向大明直抒胸臆。因为朝鲜遮截日本前往大明的通道，所以日本发军讨伐朝鲜，这是对朝鲜欺骗日本的惩戒。天朝现在派遣两位使者来为朝鲜说和，若仍旧惯纵朝鲜，那么太阁将领兵直入辽东，亲向天子禀告。两位使者回国以后，将这个意思如实转奏而不进行欺瞒，那么和亲之事可成，愿思量。”

在这段话中，景辙玄苏一改之前的口吻，用丰臣秀吉将亲自出兵辽东这种话，威胁谢用梓、徐一贯，迫使明使答应大明与日本和亲之事。但谢用梓、徐一贯一直以为景辙玄苏说的“和亲”是指两国通好，而不是缔结两国婚姻关系，所以没有被吓住，继续用虚伪动听的好话与景辙玄苏周旋，他们在纸上答道：“去年八月，贵国欲通中国之情，先锋（小西行长）已经告诉沈游击（沈惟敬）了。沈游击回奏天子，文武百官都信。奈何朝鲜不以实言相告，所以误了事。现在派我们二使来会见太阁，正是为了得知实情。你的话，和先锋的话如口一出，我们知道肯定不是虚假的。两国之和好，可以延续万年之久了，我们这些人是何等幸运啊。我等也当早日回国，上奏太阁殿下的美意。”

景辙玄苏见明使始终回避和亲，又在纸上写道：“如果大明继续惯纵朝鲜的欺骗行为，那么日本的怨恨就会继续加深，而难以对大明忠诚。二位使者宜速速促成与日本的和亲，到时候就可以带着太阁游历北京和明朝各处名胜风光了，而这都将是你们两位好媒人的功劳。”（以上对话出自《中外经纬传》《近世日本国民史·朝鲜役》）


至此，景辙玄苏与谢用梓、徐一贯的笔谈结束了。实际上，这次笔谈还是不得要领，在此之后，丰臣秀吉准备改以南禅寺的僧人玄圃灵三出面与明使谈判。丰臣秀吉以胜利者的姿态，起草了日本与大明议和的七个条件，让玄圃灵三在之后的谈判中向大明使者提出，并想办法让对方答应。这七个条件被统称为“大明日本和平条件”，具体的条款内容如下：

一、和平誓约无相违者，天地纵虽尽，不可有改变也。然则，迎大明皇帝之贤女，可备日本之后妃事。

二、两国年来依间隙，勘合近年来断绝矣。此时改之，官船、商舶可有往来事。

三、大明、日本通好，不可有变更旨。两国朝权之大官，互可题誓词事。

四、于朝鲜者，遣前驱追伐之矣。至今弥为镇国家、安百姓，虽可唯遣良将。此条目件件于领纳者，不顾朝鲜之逆意。对大明，割分八道，以四道并国城，可还朝鲜国王。且又前年，从朝鲜差三使，投木瓜之好也。余蕴付与四人口实。

五、四道者既投返之，然则朝鲜王子并大臣一两员为质，可有渡海事。

六、去年朝鲜王子二人，前驱者生擒之。其人非凡间，不混和平，为四人，度与沈游击，可归旧国事。

七、朝鲜国王之权臣，累世不可有违印之旨，誓词可书之。

以上七个条件，是日本人用生涩的汉语写的，读起来晦涩难懂，大意是：

1.大明皇帝的公主下嫁给日本天皇。

2.恢复日本与大明的勘合贸易（通贡）。

3.大明、日本两国大臣互相交换誓词，表示通好之意。

4.大明居中仲裁，朝鲜咸镜道、江原道、平安道、黄海道，还给朝鲜国王，剩下的庆尚道、忠清道、全罗道、京畿道割让给丰臣秀吉。

5.未被生擒的朝鲜王子和一两个大臣作为人质，渡海到日本。

6.放还之前生擒的两位朝鲜王子。

7.朝鲜权臣向日本提交誓书，发誓永不叛变。

这七个条件，除了第六条是日方履行的义务外，其他几条都要明朝、朝鲜履行，且每一条都非常苛刻。丰臣秀吉俨然以胜利者的姿态，向明使提出这些条件。据弗洛伊斯的《日本史》记载，原先，丰臣秀吉从小西行长等人那里听说了明军的实力，放弃了对朝鲜领土的野心。但现在明朝使者来到名护屋，他就忘了日本士兵曾经在朝鲜的都城被明军包围，陷入窘境的事情。不管如何，他要求把朝鲜一部分领土割让给日本，并提出了其他种种利益主张。

一个月后的六月二十一日，玄圃灵三出马，与谢用梓、徐一贯再次笔谈。会谈一开始，玄圃灵三就将七个议和条件出示给两人看。看了日方出示的议和条件后，谢用梓、徐一贯才知道之前景辙玄苏所说的和亲是指明、日两国联姻，而且还是让大明公主下嫁给日本天皇。他们对此犯了难，在纸上对玄圃灵三写道：“出示的这些条件，太阁想让我们二使件件都答应吗？或可稍稍做些变动？”

玄圃灵三在纸上答复道：“太阁的这些条件，只供两位天使看，如果有什么想法，今天可以提出来。不过既然是太阁的严命，条件不可更改。”

谢用梓、徐一贯只好无奈地在纸上写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任凭尊意。”

但玄圃灵三却突然退让了一步，在纸上写道：“两位天使还是可以把你们的想法说出来，我之后会报告给太阁。”

谢用梓、徐一贯松了一口气，在纸上写道：“我们二人出使日本，无非是想和日本延续旧好，所以没有一点夸大之言，以杵太阁之意。但是现在看到太阁所示条件，其中很多都不通情理。如果是这样的话，难道让我们二使将此意隐瞒，不报我大明天子吗？还是说把这些话直接上奏天子？隐匿不报的话，就涉嫌欺骗。如果直接上奏，则与日本和好之事就难办了。一定想要和好的话，请削除几个条件，则大事可成。”

玄圃灵三充满疑惑地在纸上写道：“请示以想要删除的条件。”

谢用梓、徐一贯写道：“削除第一个条件（指大明公主下嫁给日本天皇）。”

玄圃灵三非常不满，对谢用梓、徐一贯写道：“削去嫁娶这一条件，还怎么让两国和亲？”

谢用梓、徐一贯在纸上解释道：“自周朝迄今，日本、大明和好，虽有旧典，但从未闻有婚嫁。和亲之事，历朝历代何时有过？想必老禅师肯定知道。当年鞑靼也曾向我国求和，我国也只是封鞑靼王为顺义王，而无和亲之事。如果两国要通好，又何必以和亲为必要条件！愿思之。汉朝的时候，以民间女嫁往匈奴，史书至今骂不绝口。如果将和亲这个条件上奏朝廷，天子必然大怒，大事坏矣！我们二使与贵国以诚信来往，不想有所隐瞒。如果我们表面上答应了贵国的和亲条件，但是回国后却不向天子奏报，那就是我们的欺心之举了。如果我们就这样渡海回去，肯定遭遇沉舟之祸。我们据实相告，希望能够削除此条件。”

玄圃灵三的汉文水平有限，理解不了谢用梓、徐一贯说的去掉“此条件”是指丰臣秀吉提出的全部条件，还是指其中一个条件，便在纸上问二人：“此条件是指两张纸上写的全部条件，还是专指其中某一个条件？”

谢用梓、徐一贯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在纸上写道：“日本提出的议和条件，原文呈给经略宋老爷（宋应昌）看的话是可以的。但要我等上奏朝廷，则必须按照我等的书写方式重写，用词要谦虚恭顺，方能和好。”

他们又在纸上写道：“七个条件中，削除第一个条件外，其他六个也要全部领纳吗？让朝鲜王子作为人质到日本，朝鲜未必会允。待我们二人回去向经略禀告，再做定夺。”

玄圃灵三为了谈判成功，做了一定程度的让步，提出在明朝满足日方的两个条件（大明公主下嫁日本天皇、朝鲜王子作为人质送到日本）后，日军可以退还占据的朝鲜土地。以此为底线，玄圃灵三在纸上对明使写道：“朝鲜八道之中，其中四道和国都，已经依照大明的命令还给朝鲜了，剩下的四道还掌握在日本手中。让大明命令朝鲜王子、大臣两三人为人质，居住在日本，再和日本通婚，剩下的朝鲜四道就可还给朝鲜。”

接着，玄圃灵三重新起草了一份态度恭顺的上奏明廷的公文，内容大致是：“早在周朝时，日本就和中国通好了。从洪武年间到嘉靖年间，日本与大明一直都有往来，直到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才中断联系。如今太阁凭借天神赐予的力量，平定四方，只是和中国不通往来，每次想到这里就感到遗憾。三年之前，太阁约朝鲜代为向大明申诉。朝鲜却欺骗了日本，因此去年三月的时候出兵讨伐朝鲜，但太阁还是告诫前锋诸将：‘遇见大明人，就把日本想和大明通好之意告诉他们，就地驻兵等待回复。’今蒙两位天使亲临日本，乃知天朝不弃日本之情，不胜感激。跪求准照旧例，让日本的朝贡商船往来于大明。”

写完以后，玄圃灵三对谢用梓、徐一贯示意道：“大概这样写，就很顺利了。”

谢用梓、徐一贯继续在纸上问玄圃灵三：“那两张纸上的议和条件，已先给朝鲜国王看了吗？还是先给我国陛下看？”

玄圃灵三在纸上回复道：“不给朝鲜国王看。”接着，他又写道：“二位天使回大明的时候，虽然日本也可以派使者跟着去，但既有太阁的两份押印文书，大明也不会怀疑二位天使的上奏，就不派使者去了。”

谢用梓、徐一贯看了回复内容，在纸上写道：“派出日本使臣更好，如果不肯，那就罢了。”

突然，玄圃灵三用威胁的语气恐吓二使，以元朝出兵攻打日本结果失败的历史为例，夸耀日本武力强大，逼迫他们接受和亲这一条件。玄圃灵三在纸上写道：“日本与中国，确实自古以来没有婚嫁之事。但元朝至元年中，元军以10余万人攻打日本，结果失败，生还者仅有3人，此事详载于《元史》。”

谢用梓、徐一贯感到受到了挑衅，义正词严地在纸上回击玄圃灵三：“婚嫁之事本来就没有。至于元朝攻打日本，不能生还之人当然是有的，但日本出兵1万人，也自损3000人。就算是现在日本攻打朝鲜，兵将都能人人保全吗？这些话不是你在和我们讲和的时候应该说的，你说话小心一点！”

玄圃灵三被谢用梓、徐一贯警告以后，便结束了这次笔谈。之后，玄圃灵三将谢用梓、徐一贯的回答报告给了丰臣秀吉。知道明使不肯一下子接受七个议和条件，丰臣秀吉做了一定程度的让步，要求玄圃灵三在下一次谈判中，一定要让明使答应与日本和亲、割让朝鲜四道给日本，而底线是让明使答应与日本和亲。次日，谢用梓、徐一贯再次与玄圃灵三进行笔谈。

笔谈开始后，玄圃灵三在纸上对两名明朝使者写道：“昨天两位天使所指示的，我已全部告诉太阁了。太阁回话说：‘大明、日本不行婚嫁，怎么表示诚意？不然的话，朝鲜八道当中的四道，按照大明皇帝的要求还给朝鲜国王，剩下的四道给日本。盖上大明皇帝金印，中分朝鲜国，划分疆域。’大明和日本缔结婚姻、中分朝鲜，这两条要求，如果都不能满足，那么大事就难成了。”

谢用梓、徐一贯在纸上回复道：“我等奉命出使，只因朝鲜乃我大明属国，为其排忧解难。承蒙贵国收兵釜山，可见确实有通好之意。至于婚嫁，决不可行。而中分朝鲜八道，也不可行，难道我大明想要得到朝鲜土地？朝鲜既然是大明属国，那么朝鲜八道，也全为大明所属。如果欲中分朝鲜，那将置朝鲜国王于何地？如果依照太阁所想，那我大明还有什么必要救援朝鲜？今救朝鲜，却反而中分朝鲜，那就是我大明不仁不义，还怎么做天下人之主？太阁英雄之名已闻于远近，现在取朝鲜土地，徒有不义之名，又有什么好处？只有和我天朝通好，从朝鲜撤兵回到日本，保全朝鲜人民，则太阁的美名、仁德将扬名后世，岂不是很好？这是我们两位使者的愚见，希望你这位高明之人能够知晓。如果太阁一定要取朝鲜四道，我们回去报告天子，倘若不被允许，不要怪我们今天没有直言。”

玄圃灵三见谢、徐二人态度强硬，便继续在纸上写道：“两位天使虽然到了日本，却没有带来大明的议和条件，所以太阁写了七个条件。而这之中，迎娶大明公主、中分朝鲜八道两条最为要紧。这两个条件如果不能满足，那么大事难成。两位天使不肯答应，自有道理，回到大明以后可以上奏大明天子，也可以回到朝鲜釜山和沈游击商议。自汉朝以来，中国就有许多与外国婚嫁的例子，两位天使如果能将此上奏，与日本结亲订盟，则可保全朝鲜人民、撤回大明士兵，成为名留千古的良媒。古有毛延寿为汉朝忠臣，今有二位天使保全大明、朝鲜亿万人民。而且，就算大明不肯划分朝鲜四道给日本，日本也可派遣猛将讨伐朝鲜，这都在太阁的掌握之中，愿两位天使好好思量。”

在这番话中，玄圃灵三误解了中国历史，他以为西汉时期的宫廷画师毛延寿把宫女王昭君画成了一个美女，把画像献给匈奴单于，使王昭君得到赏识，下嫁匈奴，从而促成汉朝和匈奴和亲，是一个功臣。实际上，据晋代葛洪抄录的《西京杂记》记载，毛延寿是个利欲熏心之人，只有宫女贿赂他，才把她们画得美，使其受到皇帝宠幸，而王昭君从不贿赂，所以把她画成了一个丑女。匈奴单于来求亲，汉元帝挑选了画像中最丑的王昭君。当王昭君阴差阳错将要嫁给匈奴单于时，汉元帝才后知后觉地发现王昭君原来是后宫第一美女，因此非常后悔，愤怒地下令将毛延寿斩杀了。但是玄圃灵三却误解了，用这个错误的例子来规劝明朝使者答应把大明公主嫁给日本天皇，认为一旦促成两国婚姻，谢用梓、徐一贯就会成为毛延寿那样的“忠臣”。

面对玄圃灵三的口头威胁，谢用梓、徐一贯抓住他对中国历史不甚了解的纰漏，对他进行了反驳：“你说得很有道理，但是王昭君这件事情不是你理解的那样。事实上，画工毛延寿将美女王昭君的图像献给匈奴单于，单于拿着这张画来向汉朝求婚。此时的汉朝与匈奴关系亲厚，于是皇帝根据这张图找到了王昭君，把她赐给了单于。但是事情过后，皇帝就把毛延寿杀了，因为他让天子错失了一个美女。至今仍然有王昭君心怀怨恨的传说，称胡地皆荒草，唯独昭君墓上是青草，而且都往南方生长。我们二人不愿意做毛延寿这种‘忠臣’。至于太阁要派遣猛将征讨朝鲜，这事我们自会上奏。”

谢用梓、徐一贯虽然指出了玄圃灵三对中国历史的误解，但是他们本身也有误会，因为他们受到了元杂剧《汉宫秋》对毛延寿形象再创作的影响。

遭明使拒绝通婚以后，玄圃灵三又写道：“讨伐朝鲜八道，全凭太阁决断。迎娶大明公主、中分朝鲜八道这两个条件，如果连一个都无法满足，太阁将再次出兵讨伐朝鲜。两位天使可以回大明上奏此事。朝鲜八道中的四道，已经根据大明的敕令退还给朝鲜国王，至于剩下的四道则归属太阁，这也是先前提出的条件之一。当然了，剩下的四道也不是不可以还给朝鲜，使其受大明保护，但这样的话，大明一定要和日本通婚才行。州郡县邑、金银珠宝，都不是太阁想要的，只有留下功名于千秋万世，才是他的希求。希望两位天使据此上奏，成败在此一举。”（以上对话出自《两国和平条件》）


玄圃灵三根据丰臣秀吉之前的指示，就分割朝鲜八道这件事表示了退让，但是仍然坚持让明朝公主下嫁到日本。提出这一要求后，笔谈也随之结束了。

几次笔谈下来，双方实际上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谢用梓、徐一贯觉得丰臣秀吉提出的议和条件过于苛刻，因此向日方声称，需要先回大明，上奏宋经略和天子，再做定夺。而丰臣秀吉俨然认为自己已经取胜，明朝迟早会低头屈服接受这些条件，所以对明使回去复命一事表示同意。于是，明使渡海回到朝鲜的事情提上了日程。

六月二十八日，丰臣秀吉让人将《大明日本和平条件》抄写在纸上，让人交付给已经回到朝鲜的石田三成、大谷吉继、小西行长，以及留在日本招待明使的增田长盛，要求他们在后续阶段就这些条件继续与明朝展开谈判，完成明、日两国议和。同时，他又起草了《对大明敕使可告报之条目》，让四人对两位明朝使者再强调几个要点：

一、秀吉11年来统一日本全国，乃“天之所授也”。

二、秀吉禁绝倭寇，大明却不道谢，因此欲征大明。

三、大明敕使来日本名护屋和谈，秀吉向他们提出了七个条件，让石田三成、增田长盛、大谷吉继、小西行长四人对他们详细说明。在大明对此答复之前，秀吉会延迟派遣日本援军渡海到朝鲜，暂时停止战斗。

六月二十九日，谢用梓、徐一贯两位使者离开名护屋，在增田长盛等人的陪伴下，发船返回朝鲜，结束了这次日本之行。

第二次晋州之战

丰臣秀吉与明使在名护屋进行和谈之时，仍不放弃用武力攻打朝鲜庆尚道的晋州城。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日军在前一年惨败于晋州，死了很多士兵。二是明军与日军和谈以后，宋应昌下令朝鲜方面不得对日军动武，但朝鲜军还是杀死了很多出来砍柴的日军士兵。因此丰臣秀吉忍不住进行报复，他借口朝鲜不遵守大明的命令，要求日军再攻晋州，打破城池。为此，丰臣秀吉制定了新的军令，再次调整了攻击晋州城以及留守朝鲜沿海的日军兵力部署。

据《岛津家文书》记载，经过丰臣秀吉重新调整以后，日军的部署如下：

晋州攻城部署

[image: Figure-0279-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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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臣秀吉为了拿下小小一座晋州城，就计划动用94004人同时攻城（不计留守在沿海地区的兵力）。这样的举动，可以称得上是丧心病狂了。但不可思议的是，日军诸将却对攻打晋州城还有一丝迟疑。根据《征韩录》记载，加藤清正、浅野长政、毛利吉成三人担心日军一旦出兵攻打晋州城，李如松必定会提兵南下，驰援晋州。他们认为，应该在晋州北面挑选一个地方筑城，并让岛津义弘作为城主，抵御挥师南下的李如松。但岛津义弘认为自己兵力很少，难以抵挡李如松的大军，不愿意主动送死，因而直接表示拒绝。由此可见，日军虽然已经与明军议和，但仍对李如松有所忌惮。

另一方面，身在釜山倭营的明军游击沈惟敬听说日军要动用大兵攻打晋州，便苦苦劝谏日军先锋小西行长、总大将宇喜多秀家、奉行石田三成，要求他们停止这次行动。小西行长颇为动容，他让沈惟敬偷偷告诉朝鲜人：将晋州城的朝鲜军民全部撤出，日军见是一座空城，就会立即撤兵东归。（《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沈惟敬随即将小西行长的意思转告给了朝鲜都元帅金命元，让军民全部退出晋州，以免被日军屠戮，但是朝鲜方面不肯接受这套方案。倡义使金千镒认为，晋州相当于全罗道的篱笆，如果失去了晋州，日军必然长驱直入，从庆尚道打到全罗道，所以决不可放弃晋州。（《宣庙中兴志》）


由于小西行长告诉沈惟敬的时候，将发兵攻打晋州的责任全部转嫁到加藤清正身上，所以驻兵在庆尚道大丘的明军副总兵刘[image: ]
 移书加藤清正，责备他背弃停战盟约，又晓谕祸福，要求他停止出兵晋州，但加藤清正没有对此做出任何答复。在日军不愿意放弃对晋州城动武的情况下，朝鲜都元帅金命元下令附近的官兵、义兵全部进入晋州城死守。同时，金命元又到大丘拜见刘[image: ]
 ，请求刘[image: ]
 能够发明兵急救晋州，但刘[image: ]
 表示他被上级掣肘，行动并不自由。于是金命元又驰报刘[image: ]
 的上级宋应昌、李如松，请他们发兵相救，但宋应昌、李如松二人正与日本和谈，不好变卦，所以不肯出兵，金命元对此感到很绝望。（《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六月七日，朝鲜国王李昖认为金命元能力平庸，将他罢职，升任全罗道巡查使权栗为都元帅，使他成为朝鲜最高指挥官。不过这时候，金命元的征兵命令已经发出了，各地的官兵、义兵响应号召，先后往晋州城进发。

六月十四日，倡义使金千镒领300士兵，率先驰入晋州城，与晋州牧使徐礼元相会。此时，巨济县令金俊民、金海府使李宗仁已经在城中，与徐礼元商议守备。

六月十五日，各地官兵、义兵将领相继进入晋州城。其中，忠清兵使黄进领兵700人，庆尚兵使崔庆会领兵500人，义兵复仇将高从厚领兵400人、副将张润领兵300人，义兵将李继琏领兵100余人、李潜领兵300人、闵汝云领兵200人。此外，全罗道兵使宣居怡、永川郡守洪季男、助防将李继郑，以及姜希悦、高得赉、姜希辅、吴宽熊等人，也都各自带兵来援，但他们的具体兵力不明。（《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


六月十六日，新任都元帅权栗传令全罗道兵使、将领入援晋州。同日，日军按照丰臣秀吉的部署，出动9万余人
[5]

 ，分成四队人马向晋州进军。其中，锅岛直茂、黑田长政、加藤清正等人为第一队，小西行长、伊达政宗、黑田孝高等人为第二队；宇喜多秀家、石田三成、大谷吉继等人为第三队，毛利辉元、小早川隆景、立花宗茂等人为第四队。日军大张旗鼓地由庆尚道金海、昌原出发，水、陆并进，在这一天进犯了晋州的前哨站咸安，都元帅权栗和副元帅李薲聚集在此的数万朝鲜军瞬时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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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不及逃走之人，惨遭日军杀害。日军攻陷咸安后，到处杀人放火。

咸安的陷落，使晋州城内的全罗道兵使宣居怡、永川郡守洪季男打起了退堂鼓，他们认为敌众我寡，劝说诸将不如放弃晋州，退守全罗道。倡义使金千镒抗议不从，但宣居怡、洪季男还是自顾自地领兵离开晋州，退兵到了全罗道的云峰。（《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
 城内许多将领受此影响，跟着逃出了晋州，好不容易聚集起来的队伍，一下子就散了大半。留下来的主要将领，有晋州牧使徐礼元、倡义使金千镒、庆尚道右兵使崔庆会、忠清道兵使黄进、晋州判官成守庆、金海府使李宗仁等。

金千镒与黄进、崔庆会三人艰难地收聚起留在城内的兵力，只有3000余人。（《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他们划分各自的职责，由金千镒统领各路义兵，崔庆会统领各路官军，黄进为巡城将。留在城内的义兵与官军划地分守，戒严待变。

六月十八日，日军自咸安出发，飞渡鼎津，直奔对岸的晋州城。负责把守鼎津这道防线的是庆尚道义兵将领郭再祐，他不敌日军败退，都元帅权栗和副元帅李薲、军官李福男也退向山阴。日军一路前进至晋州东北方向的宜宁，烧杀抢掠。宜宁陷落以后，晋州失去了所有前哨站，只能直面日军。

六月十九日，日军自宜宁开赴晋州，军队浩浩荡荡，漫山遍野，炮声动地，喊杀连天。日军在中途分兵，或发向晋州西北方向的丹城、三嘉，或发向晋州西南方向的昆阳、东南方向的泗川，以驱逐晋州的所有外援。副元帅李薲于同日退向位于庆尚道边陲的咸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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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一日辰时（早上7时至上午9时），日军数千骑出没于晋州东北的马岘峰上，俯瞰晋州城后退去。巳时（上午9时至上午11时），又有数百骑登上马岘峰，列阵耀兵。过了一会儿，日军大军继至，将晋州城重重围困，整整围了三匝，弥漫数百里，但就是不放一发铁炮，以试探城中动静。而城中也按兵不动，日军僵持了一会儿，就暂时解围，退到晋州东面的闻庆院至马岘布阵。日军大阵一共有三处，其余小阵星罗棋布，不可胜数。（《隐峰野史别录》）


六月二十二日，日军对晋州发起总攻，“万炮齐发，声震天地”（《宣庙中兴志》）
 。晋州城守军尽力死战，射中30余人，日军暂时敛兵而退。城内将领姜希辅认为贼势浩大，难以相敌，便招募敢死士，付与林遇华，让他带着潜出城外求援。但是林遇华等人出城不到2公里，就被日军捕获了。

六月二十三日，日军从西北城角突入，晋州守军惊慌退却。原来，晋州城南面矗立着巨石，再往外是险要的南江，晋州守军料定日军必定不敢由此进犯。而城门西北面被晋州守军改造成了护城河，因此日军一开始只能从城东方向攻城。但是日军在这天破坏了河道，使西北的护城河干涸，然后挑来泥土填塞，将其作为进兵道路，突破了西北城角，使守军一时退却。忠清兵使黄进带着伤独自督战，诸军才渐渐聚集起来，在城上用弓箭、石块攻击日军。但日军冒死聚集在一起，誓要毁坏城池，不然决不罢休。同时，日军又直掘城底，运出墙台大石，使晋州城护墙岌岌可危。守军与日军激战一整天，日军七进七退，但还是没能攻克晋州城。（《宣祖
 昭敬大王实录》《宣庙中兴志》《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

六月二十四日，日军在晋州城东面的山上召开作战会议。倡义使金千镒见状，命令守军向山上发炮，击中了第二阵日军。日军大怒，又进攻晋州城，但是被击退。（《宣庙中兴志》）


六月二十五日，日军在晋州城外不断填土，堆成高高的丘陵，并在其上修筑山屋，俯视城中。日军利用地形优势，放出铁炮，弹丸如大雨一般落入晋州城中。忠清兵使黄进为了不落下风，也下令在晋州城中对筑高陵，意图利用更高的地势反击日军，工程自黄昏一直进行到深夜。黄进尽脱衣笠，亲自背负石头，城中男女感激涕零，竭力帮助他筑造高陵。众志成城之下，高陵一夜之间就建成了。于是，晋州守军站在高陵上，对城外的日军放玄字铳筒，打破了日军筑造的山屋。（《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宣庙中兴志》）


六月二十六日，日军制作了一个特殊的攻城工具，用来攻打晋州城。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贼作木柜，裹以生皮，各自负戴，以防丸石，来毁城子。”《宣庙中兴志》也记载道：“贼又作大柜，裹树皮，人各负戴，以毁城。”不过，日军特意制作的这个攻城武器并没有发挥什么大作用，晋州守军从城上扔下火把、砸下大石块，又不断地放箭，终于打碎了这一攻城武器。

不甘心失败的日军，又在晋州东门外竖起两根大木头，高数十丈，上设板屋，俯瞰晋州城。日军精兵潜伏在板屋内，从中将火把扔到晋州城中，使城内的草屋被引燃，火势很大。晋州牧使徐礼元大感畏惧，害怕地倒在地上，无法再指挥诸将进行抵抗，于是倡义使金千镒令义兵副将张润暂代晋州牧使。

过了一会儿，天下起大雨，晋州城的一角在雨中坍塌，日军大声叫喊，冲入城中，晋州守军大战良久，才将日军驱逐出城外。宇喜多秀家投书城中，劝降晋州守军：“大国之兵，亦且投降，尔国敢为抗拒乎？”晋州守军也以书信答复宇喜多秀家：“我国死战而已，况天兵三十万，今方追击汝等，尽剿无遗。”晋州守军故意抬出明军恐吓日军，但当时明军根本就无意进剿日军，日军一下子就识破了这个谎言。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宣庙中兴志》记载，日军看到信后，故意掀起裤子，拍打着屁股，不屑地嘲讽道：“唐将已尽退矣！”

六月二十七日，日军在晋州城东、西两门外造了5座土山，在上面用竹子做成房屋，使士兵藏身其中，俯瞰晋州城，对城中乱放铁炮，一时间弹如雨下，打死了300人。加藤清正和黑田长政“又作大柜为四轮车”，制作了一种叫龟甲车的攻城武器，使数十名日军士兵身穿铁甲，推着龟甲车前进，用车上装备的铁锥凿城。不过，日军新研制的这门攻城武器并没有发挥出什么大作用。金海府使李宗仁膂力冠于军中，他拉弓引弦，一连射死了5名日军士兵，推着龟甲车前进的日军士兵见状全部弃车而逃。晋州守军又从城上投下火把，烧毁了龟甲车，藏身在龟甲车内的日军士兵被全部烧死。到了晚上，日军又进犯新北门，但是仍被李宗仁带兵杀退。（《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宣庙中兴志》）


六月二十八日黎明，李宗仁回到原本由他负责把守的晋州城西门。李宗仁不在的这段时间，由原晋州牧使徐礼元替他代守西门，但是徐礼元把守不严，导致日军偷偷来凿城，西门城墙眼看就要倾倒。李宗仁大怒，斥骂徐礼元，之后督众殊死力战，杀死许多日军。其中一名日军头目被射杀，周围的日军拖拽着他的尸体而去。但是有一名日军士兵潜伏在晋州城下，向城上仰放铁炮，打中了忠清兵使黄进，致使黄进当场身亡，城中的朝鲜军民见状十分恐惧。（《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六月二十九日，原晋州牧使徐礼元代替黄进，成为巡城将。但徐礼元十分畏怯，他哭哭啼啼地骑着马，态度迟疑。庆尚道右兵使崔庆会因徐礼元动摇军情，一度想要杀死他，但最终还是没有这么做。未时（下午1时至下午3时），晋州东门城墙因下雨倒塌，日军蚁附而上，李宗仁与其亲兵舍弃弓矢，拿起刀枪，与日军短兵相接，死者堆积如山。日军暂时退却，但是很快又从晋州城西北门高声突进，《宣庙中兴志》记载，“贼骁将（伊达）政宗先登”。在此把守的倡义使金千镒战败，军队溃散，晋州守军全部退守背靠大江的矗石楼。日军突破西北门后，一拥攻入城内。混乱之中，徐礼元最先逃走，城内守军一时溃散，李宗仁被日军铁炮射杀，金千镒倒在地上。部下扶起金千镒，劝他逃走，但是金千镒坚决不从，与其子金象乾相抱投江而死。失去主将后，晋州随即陷落，日军毫不留情地展开了大屠城，城内白骨撑天，碧血满地。

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晋州城内的死者有3万人、6万人、8万人等不同说法，莫衷一是。但这些数字或有夸大，后来监使金玏命令沙斤察访李瀞验视城中死尸，发现城中积尸只有1000余具。不过，李瀞发现晋州城外也有许多尸体：“自矗石楼至南江北岸，积尸相枕；自菁川江至玉峰还五里，死者塞江而下。”晋州城外的具体死者人数不明，但从城内积尸数量推断，晋州城内外的死者合计约有数千人，不会达到数万人。事实上，日本史料《大和田重清日记》记载日军在晋州斩首3000余级，没有杀死数万人之多。如果真杀死数万人，日军不可能不拿这样庞大的数字向丰臣秀吉邀功的。所以《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的死亡3万人到8万人的说法，无疑是夸大了。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在第二次晋州之战中，明军始终没有出兵干预，但成书于江户时代的日本史料《国恩录》，还是虚构出了刘[image: ]
 的部将琳虎率领6万大军驰援晋州，结果被立花宗茂打得大败而逃的故事。实际上，明军之中根本没有一个叫琳虎的人，而且当时在朝明军的兵力最多不过4万余人，根本凑不出6万多人。《国恩录》的这一说法，可谓是无稽之谈。

朝鲜在晋州陷落以后，准备向明廷上本，诉说日军攻陷晋州并展开屠城的事实。但经略宋应昌为了与日本的议和之事不节外生枝，力阻朝鲜上奏，试图对事实进行掩埋。同时又移咨朝鲜，极言和议之是、进兵之难。不仅如此，宋应昌又向明廷上本，声称日军已遵从约束、尽数撤兵，请求让明军撤兵回到辽东。（《宋经略书》）


日军进犯全罗道

日军攻陷晋州以后，并未就此罢手，而是分兵在庆尚道、全罗道两地肆虐。但对于日军的具体军事行动，以及明军、朝鲜军对此的反应，史料中有多种不同版本的记载。

第一种版本是《宣祖昭敬大王实录》。此书记载，晋州陷落以后，日军的其中一支军队侵入庆尚道的丹城、山阴，然后转入庆尚道与全罗道交界的智异山；另一支军队直出晋州西面，与闯入智异山的这支日军联合，一同从庆尚道侵入全罗道，散入求礼、光阳、南原、顺天，抢掠街巷。当时明军参将骆尚志驻守在南原，他修筑城池，严防死守；又派300炮手列阵于鹫城岭上，多张旗帜，举火为应。朝鲜庆尚道永川郡守洪季男从鹫城岭下来，遭遇日军先锋，双方在道路上打了起来。洪季男转战数十里，大战良久，先将日军驱逐到求礼，又将日军驱逐到全罗道边陲地带的光阳。日军占不到便宜，只好退到了庆尚道，又分为几支队伍在庆尚道进行劫掠：其中，一支军队焚掠泗川、固城；一支军队焚掠三嘉、宜宁，然后退兵到了咸安、昌原等地；一支军队装载被俘虏的男女、货物，退兵到金海。

第二种版本是《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此书记载，晋州陷落以后，日军分别掳掠庆尚道的昆阳、河东、三嘉、丹城、山阴诸县，大搜智异山。但李如松反而向明廷伪报，声称他亲自提兵前往庆尚道，解了晋州城之围，瞒下了晋州城陷落的情况。朝鲜向明朝告急的奏本，也被力主议和的宋应昌拦了下来。日军变本加厉，又从庆尚道入犯全罗道，侵入求礼县。朝鲜士民没有想到日军会打过来，大半受伤。日军焚烧街巷，拆毁城墙。全罗道的南原由明、朝联军共同驻守，城内军民闻之惊溃，一夜之间从城内逃出，使南原成了一座空城。明军将领骆尚志、查大受、宋大斌，以及朝鲜将领洪季男等，全都躲避日军的锋芒纷纷退走。不久，刘[image: ]
 派兵来援南原，骆尚志、宋大斌、洪季男诸将才入守南原。日军则退兵到晋州，之后又退到沿海地区。

两个版本的文献，对于日军从庆尚道侵入全罗道的记载没有太大差异，但是《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强调明将骆尚志坚守全罗道南原，朝鲜将领洪季男更是勇敢迎战日军，转战数十里，将日军驱逐到了求礼、光阳，迫使日军退回庆尚道；而《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则记载骆尚志、洪季男畏战，一开始甚至放弃了南原，直到刘[image: ]
 派兵来援，才敢入守南原，至于洪季男也没有勇敢迎战日军。

比较这两个版本，笔者认为《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的记载更加符合实际情况。因为朝鲜将领洪季男是庆尚道的官员，此前他带兵入援晋州，但是因为怯战，就退兵到了全罗道的云峰。因此，很难想象此前如此胆怯的洪季男，在日军入侵全罗道后会变得那么英勇，甚至与日军转战数十里。

此外，还有第三个版本，那是赵庆男的《乱中杂录》，此书以日记形式，较为详细地记录了日军、明军、朝鲜军在晋州城陷落以后的动向。

七月四日，流窜到庆尚道山阴的众多日军，发兵庆尚道西南边陲的咸阳，焚荡沙斤驿后退兵而还。另有数千日军进军庆尚道岳阳的村落，一时间硝烟弥漫，炮声震天。过了一会儿，日军大队继至，搜山杀掠。之后，在岳阳的五六千日军，又杀入全罗道，先锋进入花开燕谷，焚荡劫掠。明军副总兵查大受从王京领兵数千，南下全罗道南原，责备留守在这里的明将骆尚志没有及时出兵援救晋州。骆尚志为迎击杀入全罗道的日军出兵龙头（现全罗道求礼郡文尺面龙头里），放炮呐喊，观兵耀武，至傍晚回到南原。

七月五日，日军突至全罗道石柱，朝鲜全罗道古阜郡守王景祚、前判官卢从龄等人溃走，明将宋大斌等人退兵到南原。接着，日军侵入求礼县，拆毁城墙，大肆杀戮。当晚，把守南原城的军队溃散，许多士兵翻墙逃走。

七月六日，朝鲜副元帅李薲、全罗道兵使宣居怡、永川郡守洪季男从全罗道的云峰领军退向南原。李薲、洪季男列阵于城外的原川院，宣居怡列阵于城外的虎山院山城；明将宋大斌列阵于城外的原川院坪，查大受列阵于城外的金岸永思亭，骆尚志留守南原城。同日，日军自求礼分兵，四散掳掠，或入赤旗、华严、天彦等谷，焚荡寺刹，搜山杀掠；或向南原，焚荡山外各村。洪季男以单骑侦察贼情，在花亭遭遇日军，斩下3颗首级。因日军大至，洪季男退回了原川院。

七月七日，数千日军焚荡山洞村，发兵求礼北面的宿星岭，朝鲜副元帅李薲、全罗道兵使宣居怡的军队一时溃散。明将宋大斌将300骑兵埋伏在头骨峰内，他自己则率领1000余人在宿星岭抵御日军。日军因此退走，但又翻越屯山岭，焚荡水旨等村落。骆尚志发遣精锐，分兵数道追逐日军，查大受也发精骑追杀日军。日军回避明军，渡过鹑子江，焚荡固城村落，横行无忌。

七月八日，宋大斌、李薲、宣居怡、洪季男等人领兵进入南原城，朝鲜僧兵将领惟政也从庆尚道带领僧兵前来，进入南原。白天，宋大斌分兵把守南原外城；晚上，则派人严守城堞。刘[image: ]
 当时虽在庆尚道大丘，但也派数千兵力赴援南原。在这样的情况下，日军放弃了进犯南原。同日，在谷城焚荡的日军全部撤回了求礼。

七月九日，聚集在求礼的日军全部从全罗道撤兵，退回了庆尚道晋州。

以上，就是《乱中杂录》记载的日军攻陷晋州城后侵犯庆尚道、全罗道的全部经过。由此可见，尽管日军与明军已经在议和了，但日军还是准备进犯明军把守的全罗道南原；明军对击退日军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因此有士兵逃亡，所幸日军最后还是退兵了。

丰臣秀吉的凯旋计划

七月七日，日军攻陷晋州、斩首3000级的消息传达到了日本名护屋。在丰臣秀吉看来，明朝敕使已经来到日本乞和，晋州也已被攻陷，日军报了前仇，因此决定不再亲自渡海前往朝鲜。七月二十九日，丰臣秀吉下达军令，指示先将5万军队分为四组，依次撤回日本，以表凯旋。丰臣秀吉要撤回的5万日军部队名单，依下表所示：

[image: Figure-0289-0055]


虽然撤回了以上军队，但丰臣秀吉还是指示剩下的日军部队继续霸占着朝鲜庆尚道沿海城池，坚守不退，并将此作为日本与明朝在谈判中讨价还价的巨大筹码。留下来的日军部队，分别占据以下沿海各城：



	城池
	在番主将（或部队）



	西生浦城
	加藤清正



	林浪浦城
	毛利吉成、岛津丰久、高桥元种、秋月种长、伊东祐兵



	机张城
	黑田长政



	东莱城
	吉川广家、毛利辉元部队



	龟浦城
	小早川隆景、立花宗茂、小早川秀包



	釜山浦城
	毛利辉元、毛利秀元



	加德城
	毛利辉元部队



	金海竹岛城
	锅岛直茂



	熊川城
	小西行长、宗义智、松浦镇信等西肥将士



	安骨浦城
	胁坂安治、加藤嘉明、九鬼嘉隆



	巨济岛永登浦城
	岛津义弘



	巨济岛松真浦城
	福岛正则等四国将士



	巨济岛长门浦城
	蜂须贺家政等四国将士




丰臣秀吉自万历二十年上半年以来，长期在肥前名护屋督战，指示前线日军应该如何行动。万历二十一年八月四日，发生了一件对丰臣秀吉来说震动很大的事，那就是丰臣秀吉的侧室淀姬在大坂为他生下了一个男婴。丰臣秀吉此时已经56岁了，之前唯一的儿子鹤松在两年前夭折，本来已经很难再有子嗣了。这个男婴的诞生，无疑延续了丰臣秀吉的血脉。俗话说贱名好养活，丰臣秀吉命令将这个男婴取名为“拾”，意思就是捡来的。这个男婴，就是日后的丰臣秀赖。

在当时出现了这样一个传闻，认为“拾”不是丰臣秀吉亲生的，而是淀姬和丰臣家的家臣大野治长私通而生的孩子。就连被俘虏到日本的朝鲜儒学者姜沆，也在日本听到了这个传闻，他在《看羊录》里写道：“秀吉之嬖妾生男子秀赖，或云大野修理大夫者得宠于秀吉，常出入卧内，潜通秀吉之嬖妾所生也。”

而根据日本学者服部英雄在《河原ノ者·非人·秀吉
 》一书中的考证，“拾”的生父未必是大野治长，而应该是在大坂的阴阳师，“拾”是淀姬和阴阳师私通产下的孩子。无论淀姬究竟和谁私通，“拾”的生父应该都不是丰臣秀吉，因为丰臣秀吉自万历二十年上半年开始，就一直在肥前名护屋督战，而淀姬却留在大坂，没有跟随丰臣秀吉去名护屋，两人并没有亲热的机会。从分娩的日期上逆推，可以算出“拾”并不是丰臣秀吉的亲生儿子。

同样根据《河原ノ者·非人·秀吉
 》一书的考证，丰臣秀吉从一开始就知道“拾”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但他为了丰臣政权的稳定和延续，只能含泪接受了这个事实。他致信给正室北政所，说以后只能把淀姬的儿子当成亲生子一样抚养长大。八月二十六日，丰臣秀吉从名护屋启程，回到大坂。他回去以后，默默地驱逐了大坂城内的所有阴阳师。

宋应昌、李如松私自许婚

就在谢用梓、徐一贯渡海去日本名护屋的时候，滞留在釜山的沈惟敬与小西行长做出约定，由沈惟敬带领小西行长的家臣内藤如安（明代、朝鲜文献称之为“小西飞”）直赴北京，面见兵部尚书石星，商讨议和之事，之后再派遣明朝大官来朝鲜。小西行长与沈惟敬商定好以后，将此事上报给了丰臣秀吉，得到了丰臣秀吉的允许。（《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经过与明方的多次接触，小西行长已经了解到明朝在程序上要先实施册封，才能允许通贡，所以他要内藤如安出使明朝谈判的是封、贡两项条件，不再只是通贡。为此，他制定了一份乞封名单，让内藤如安带去大明，希望在名单上的日本人能够得到大明册封，被授予相应的官爵。名单上的人分别是：

[image: Figure-0292-0057]


此外，小西行长还让内藤如安带去了一个特殊要求，那就是希望大明能够册封小西行长“加世西海道，永与天朝治海藩篱，与朝鲜世世修好”。根据日本学者鸟津亮二的研究，这一个要求体现了小西行长的野心，他的目的在于通过明朝的册封，获得西海道（九州岛）以及东亚海域的统治权。

六月二十日，沈惟敬带着内藤如安从釜山动身，前往明军大部队在朝鲜的驻地王京。值得注意的是，小西行长没有要求内藤如安带着丰臣秀吉的七个议和条件去和明朝谈判，而是先按照他的想法和明朝进行和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丰臣秀吉制定的《大明日本和平条件》，在六月二十九日才由增田长盛等人从日本名护屋发船带回朝鲜，由于时间差，小西行长此时还没有收到。

七月二日，沈惟敬领着内藤如安，带着几箱子金银钱物，抵达王京。同时带来的，还有一封日本人的奏本。这封奏本起草者不明，应该是小西行长让他麾下懂汉文的禅僧起草的。原本宋应昌令沈惟敬讨来关白降书，方可允许封贡，但是沈惟敬带来的却是日方措辞强硬的乞贡文书。该文书把日本和明朝摆在对等的位置上，俨然是逼迫明朝就犯，上面这样写着：

盖闻治世，五帝禅宗，岂中华而有主焉？夷狄而无君？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则诸邦有分守。尧舜有德，四海来宾。汤武施仁，八方拱手。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经略之倭、偏僻之国，城池未满六尺，封疆未足千里，常怀知足之心。故知足者，常知足者也。陛下作中华之主、万乘之君，至尊也，常怀不足之心，而行灭施之意，率起尽之兵，来侵臣境，是以水来压降之至将迎。自古军无常胜，将无常败。臣论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论武，有孙吴韬略之兵法。上既不慈，下以不孝，如贺蓝山前，略而不甚者，有何慎武？不如罢刀兵，而讲和为上，霸战为下计。年年来进，岁岁来朝，惜人民之艰辛，免生灵之涂炭。今差首将哈哩吗，斋本赴奏，谨表奏闻。（《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此外，内藤如安传达小西行长的要求，开出了几个苛刻的议和条件给宋应昌：

一、允许日本每年与明朝通贡三次。

二、割让朝鲜的全罗道给日本。

三、赔偿日本二万两银子。

四、实现以上条件后，方可释放朝鲜王子与陪臣。

从这些要求可以看出，即便小西行长因为平壤战败，退据沿海，但仍坚持实现部分割地要求，哪怕只有朝鲜一道。宋应昌得知小西行长的这些要求以后大吃一惊，表示：“全罗乃朝鲜祖宗地方，银二万两又何给之？若不先还王子，则亦不可许贡也。”（《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由于宋应昌坚持，不愿在割让全罗道、赔偿二万两银子上让步，只同意封贡，小西行长的这些无理要求也就不了了之了。

七月十五日，由宋应昌派出的伪敕使谢用梓、徐一贯，在增田长盛的陪伴之下，乘船渡过对马海峡，回到釜山浦。同时被他们带回的，还有丰臣秀吉提出的《大明日本和平条件》，石田三成、大谷吉继、小西行长三人因此了解到丰臣秀吉的谈判条件。

七月二十二日，日军遵照《大明日本和平条件》中的第六条，释放了俘虏的两位朝鲜王子（临海君、顺和君）与一干朝鲜大臣，在为他们践行以后，由谢用梓、徐一贯带着他们，从釜山浦启程，回到王京。（《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明代史料和后来的史学专著，对谢用梓、徐一贯回到朝鲜以后，是否将丰臣秀吉提出的七个条件向宋应昌报告，都语焉不详，没有进行细致的说明。而这一点，却是影响到以后明朝与日本进行谈判的重要环节，是绝对不可忽视的。

根据朝鲜官方史料《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记载，谢、徐两人为了促成议和，伪造盖有皇印的公文，答应了日方提出的七个议和条件中的四个——纳质、通商、割地、联姻，并将伪造的公文交给了日方。

再看《经略复国要编》收录的宋应昌上奏朝廷的奏疏：“先遣二使徐一贯、谢用梓，自日本回至釜山，云已面见关白。关白极其恭谨礼待，愿顺天朝。”按照这一说法，宋应昌似乎并不知道丰臣秀吉提出的那些苛刻的议和条件，他从徐一贯、谢用梓那里得到的消息是丰臣秀吉很恭敬，愿归顺明朝。再综合《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记载看，似乎是徐、谢二人为了完成任务，伪造盖有皇印的公文答应了日方的条件，又对宋应昌上报关白恭顺，将宋应昌蒙在鼓里。

然而，在日本史料中，丝毫没有谢用梓、徐一贯私自答应日方条件的记载。如果有的话，日方之后自然会以此为依据，强迫明朝履行承诺，而不会与明朝反复交涉。事实上，在名护屋会谈期间，谢用梓、徐一贯一再向日方表示，由于日方所提条件过于苛刻，他们需要先回到大明，向宋经略、大明天子禀报，不敢擅自做主，丰臣秀吉对此表示同意。而且，他们二人不过是被宋应昌临时任命的伪官，没有权力在如此重大的事情上做出决断。由此判断，《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这一记载，可信度不高。

根据日本学者北岛万次在《加藤清正：朝鲜侵略的实像》一书中的指摘，谢用梓、徐一贯回到朝鲜以后，将丰臣秀吉提出的七个议和条件报告给了他们的上司宋应昌，而沈惟敬等特定人物也通过他们知道了这七个议和条件。但由于谢、徐二人只是宋应昌派出的伪敕使，而不是真正的使者，所以他们没有直接将情报报告给明朝朝廷。从北岛万次的指摘来看，谢、徐必然是报告给了宋应昌的。日本学者三木晴男的《小西行长与沈惟敬》一书，也持相同观点。

显然，经过谢用梓、徐一贯的报告，宋应昌已经知道丰臣秀吉提出的议和条件数目繁多且非常苛刻，所要求的不仅仅是小西行长等人此前反复恳请的通贡。至于宋应昌的反应，则非常耐人寻味。朝鲜史料《乱中杂录》记载：

宋应昌、李如松，因沈惟敬与倭讲约许婚，欲以常家女代送。且奏天朝曰：“倭奴已尽渡海，只有一二阵留在釜山，以待封王准贡之命。经乱之邦，士马难久留，请撤还辽阳，以待缓急。”

根据这一记载，宋应昌、李如松二人，在得知丰臣秀吉的七个要求后，第一反应不是强烈地拒不妥协，反而是竭力向明廷隐瞒事实，甚至想通过沈惟敬与日本人讲定婚约，准备找一个民间女子冒充大明公主，送到日本去，以便尽快议和。另一方面，宋应昌、李如松又向明廷进行伪报，声称日军已经尽数渡海撤回日本，只有一两支军队还留在釜山，等待明朝的封王准贡之命。在此基础上，宋、李又请求明廷，要求从朝鲜撤兵，回到辽东。

对于《乱中杂录》的这条记载，笔者认为真实性还是比较高的。因为宋应昌、李如松在知道了丰臣秀吉提出的七个议和条件后，立即着手处理许婚这一要求，而这一要求正是日方与谢用梓、徐一贯在名护屋会谈时透露的底线。此前宋应昌敢让谢用梓、徐一贯这两个小官冒充敕使渡海去日本议和，这次就想故伎重施，挑选一个民间女子冒充大明公主送到日本去，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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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宋应昌、李如松二人的反应来看，他们非常急于与日本议和，早早结束战争，以致变得毫无底线，在暗地里耍弄这种手段，欺瞒朝廷。

事实上，早在谢用梓、徐一贯回到王京之前的七月二十八日，宋应昌就已写信给兵部尚书石星，伪称日军已经全部渡海回国了：

李提督因倭住釜山，未有归着，而将倭、沈惟敬且来，深加切责。小西飞（内藤如安）俯首伏罪，提督因命小西飞差小倭一名、沈惟敬差家人一名、提督亦差家人一名，于七月初九日前往釜山，晓谕诸倭归岛。今去人已还，亲见诸倭俱已上船，王子、陪臣，送还在路。既各上船，渡海有日，此社稷之福，台下洪猷所致也。先此驰报，少舒尊怀，俟有出关的期，再当奏闻。此系提督差人所报，谅不虚也，余不敢赘。（《经略复国要编》）


从这封信来看，是李如松派往釜山敦促日军退兵的使者，先把日军已全部撤回日本的消息伪报给李如松，李如松报告给宋应昌，宋应昌再报告给石星的。换言之，是由于前线使者的误报，才让经略、提督做出了误判，认为日军全部撤回国内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李如松的使者根本不可能在这么大的事情上进行欺瞒。宋应昌、李如松两人在这件事情上，必然是串通好的。信中，宋应昌特别强调他是从李如松那里听来的消息，他之所以强调这点，恐怕是担心实情败露以后，直接问责自己，所以把第一责任推到了李如松身上。

在写给朝廷的奏疏中，宋应昌同样上报说，日军已经全部渡海回国，只有小西行长带领少量倭众在海中西生浦，等待前往大明乞求封贡的使者内藤如安的回音。奏文摘录如下：

大众倭奴，俱乘船浮海，离釜山远去。惟行长量带倭众，亦远在海中西生浦暂住，以待小西飞回音。属国尽复……（《经略复国要编》）


为了使日军撤兵显得顺理成章，宋应昌、李如松还伪报说明军在碧蹄馆打了大胜仗，日军因此非常畏惧明军，向明朝乞和。宋应昌依据这一“事实”，代日军向明廷力求封贡，希望以此结束战争，早日回朝叙功。

明廷收到宋应昌、李如松二人传来的伪报以后，很快向他们发来了从朝鲜撤兵的指令。八月十日，李如松领兵离开王京，准备回到辽东。宋应昌也准备在十四日从定州启程，回到辽东。

然而，宋、李二人报告的消息毕竟不是真的，日军尚且屯聚在庆尚道沿海地区不退，朝鲜人为此非常紧张，朝鲜礼曹参议吴亿龄、司掌府掌令李尚毅急忙发咨文挽留宋应昌。他们情绪激动，责备宋应昌“如此而举众引还，盖无是理”，请求他能够“指挥南下，进薄海澨”，使用武力手段将日军驱逐出朝鲜。但是他们的咨文不但没能挽留宋应昌，反而彻底激怒了他。

八月十八日，李如松与副总兵杨元招来朝鲜经略接伴使尹根寿，将宋应昌对两份咨文的批示拿给他看，直言宋应昌非常生气。因为礼曹参议吴亿龄在咨文中提到日军仍然遍布朝鲜沿海八城，戳破了宋应昌、李如松诡称的日军已全部撤退回国的谎言，杨元就此诘问尹根寿：“倭贼在釜山者及他处贼，并皆还去。其未去者，自釜山尽归西平浦（西生浦），此云遍满八城者，何耶？”

尹根寿理直气壮地辩解道：“西平亦我国连陆之地，与釜山何异？”

李如松对尹根寿说：“西平即上船之所，求贡而将尽过海去矣。且老爷虽欲留兵你国，每告无粮。安有无粮，而赴战者乎？尔退而思之。”（以上对话出自《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虽然李如松强行狡辩，但是他提到明军缺乏粮食，而朝鲜人难以提供，导致明军无法进取这一情况也属事实。因此尹根寿听了，哑口无言，只好告退。

九月十三日，宋应昌、李如松如愿以偿地从朝鲜退兵，渡过鸭绿江，回到了辽东。小西行长派往大明的使者内藤如安，也被带回了辽东。宋应昌、李如松只留下16100人继续驻守在全罗道、庆尚道，其中刘[image: ]
 领川兵5000人，吴惟忠领南兵2000人，骆尚志领南兵600人，戚金领蓟兵3000人，谷燧领兵1100人，宋大斌领兵1100人，张应种领兵1100人，邓永和领兵1000人，陆承恩领兵700人，刘崇正领兵500人。（《经略复国要编》）


另一方面，朝鲜国王李昖在宋、李二人撤兵以后，也于十月一日从碧蹄馆出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朝鲜都城王京。

“碧蹄馆大捷”与宋应昌、李如松的辩白

虽然宋应昌、李如松向朝廷递交伪报，称明军在碧蹄馆打了大胜仗，日军已尽数撤兵回国，但朝鲜战场上的真实情况还是被明朝的一些地方大员探知。浙江巡抚彭应参为此弹劾宋应昌捏造“碧蹄馆大捷”，又向日本人阴许通贡，劝阻明神宗不要许可日本人的通贡之请。

彭应参在疏文中说：“当初朝鲜用兵，倭奴紧逼我朝国境，经略宋应昌令沈惟敬频繁往来倭营。等到碧蹄馆一战，我师长驱之气已沮，倭奴请求通贡的口气愈加高傲，而宋应昌代求通贡之说愈加坚定。时内阁诸臣，为此争论激烈，随即皇上下达‘不得轻许通贡’之旨。臣心想，倭奴通贡，断不宜许，皇上可以一言而决。现在降旨说‘不得轻许’，是明示以临机应变之意，但还是流露出了可许的态度。又接到当事者的书信称：‘倭奴碧蹄馆一战之后，畏威服罪，乞哀通贡，不出五月可了。’这个说法非常可笑，此战中，我军大将仅以身免，倭奴何畏之有？而倭奴乞哀求贡，是出于真心吗？不过是宋应昌因为师出异域、久无功绩，所以阴许通贡，速得倭奴回巢，归朝叙功。臣窃想，倭奴通贡，势必自宁波入，而绍兴、杭州、嘉兴等处，皆必经之地。臣恐怕地方骚扰，设备劳费，如果倭奴趁机肆虐，那沿海重镇、财赋大区，所遭荼毒，将不知如何惨烈。又想到天下财赋，一年不过400万两白银。北虏（鞑靼）通贡，一年就要为他们花费掉360万两。耗尽天下财富，也不过仅仅应付虏贡，所幸东南无事耳。如果再许倭奴求贡，那淮安、扬州、苏州、松江、浙东、浙西、福建、广州这些地方都要开市，皆当备御，而东南的市费，当不减西北，这些都是严重危害国家的地方。臣希望皇上断然不许通贡，辅臣、兵部尚书各输忠赤之心，不要过分听信匪人的自辩之计。”（《明神宗实录》）


宋应昌被弹劾以后，先是狡辩自己只答应日本人册封，并没有答应准贡。后来，他情绪更加激动，又洋洋洒洒写了一纸奏文，向明神宗辩白。他辩称自己答应日本人通贡，只不过是欺骗日本人的羁縻之计，是把日本人骗出平壤、王京、朝鲜的调虎离山之计。在奏文上，宋应昌如此替自己辩解：

一、臣从万历二十年九月开始，奉命经略备倭事宜，十月末抵达山海关。此时，我军才刚刚开始征用东征兵马，购置粮草，军火、器械也都才开始制造，提督大将李如松亦未来到军前。臣与赞画刘黄裳、袁黄等人苦恼之际，沈惟敬来到山海关面见臣。此前七月，沈惟敬奉兵部尚书之命，至倭营探听消息，十月自倭营回来，面见兵部尚书。兵部尚书上奏题本，将沈惟敬发往臣标下听用。惟敬到了山海关，对臣说：“倭酋长行长欲乞通贡，约定在60天之内不攻朝鲜，以待回音。现在约定的日期已经到了，希望带着金子再入倭营，使行长收兵。”臣默默地想：“军前诸务未集，沈惟敬这么做，足缓倭兵西向。”而兵部尚书也写了亲笔信交给臣，让臣拨发1000两白银给惟敬，于是臣便嘱咐中军将官杨元，让他如数将银两交给惟敬，使其再入倭营。臣则即刻兼程行至辽阳，星夜督办进兵朝鲜之事。而提督李如松，也在十二月初抵达辽阳，奖率三军，选定吉日出师。这时候，正好沈惟敬又从倭营回来，向臣禀报：“行长愿意退出平壤，以大同江为界。”臣姑且许可，将惟敬发往提督标下，拘留在营中，不许他私自再进入倭营，命令他跟随提督的军队，一同向平壤进发。如松听了臣的话，只许惟敬派遣家丁去见行长，约定在一两日内退出平壤。此时行长尚在踌躇，家丁未及回话，而我兵已抵平壤城下，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于是便有平壤之捷，之后又收复了开城。设想如果当初不让惟敬出使平壤，不与行长协议停战，那倭人将逞其凶焰，从平壤长驱至义州，分党徒把守鸭绿江。恐怕到那时，我兵就不能飞渡鸭绿江了，又哪里还会有平壤、开城之捷？这实际上，就是臣的讲贡之计。臣假装答应与倭奴讲贡，牵制了倭奴，才得以攻破平壤。

二、在此之后，倭奴并集王京，合咸镜、黄海、江原等道倭兵，据报一共有20万人之多。而我兵不满4万人，转战之后，士马疲劳，强弱众寡，已不相当。大雨滂沱，道路泥泞，天时地利又不在我。于是只有暂时休息，广布军声，对外声称臣与如松前后统兵不下数十万人，以恐吓倭军；又多行间谍，发免死帖数万纸，招出王京城内被日军胁从的朝鲜百姓，分散敌人的力量；又修筑开城城垣，以示久驻之意；命令死士夜持明火、飞箭，射烧龙山仓粮，摧毁敌人的粮储；时时增添新兵，运粮于开城间，以示不久将攻王京之意。于是，倭奴既畏惧我军的这些动作，又没有察觉到我军的多方失误，便再次致信沈惟敬，想要乞贡退归。臣又想，趁其请贡乞和之机，可施以调虎离山之计，随即便应允了倭奴。王京为朝鲜都会，居本国之中，左江原，右黄海，南全罗，东庆尚、咸镜，为之掎角，忠清为之辅车。如果不度量敌我的力量差异，强行力攻，则非但王京不能攻克，也将使我兵不能保全。即便小胜，反使倭众东犯西掠，贻害无穷，朝鲜将一直遭受日本荼毒。在这种情况下，臣假意答应行长乞和，责令沈惟敬专主其事，以释其疑；发谕帖，晓以利害，以示其诚；分布将领，不许偷杀零倭，以示其仁；责令速还王子、陪臣，途中不许生事，以结其义；立即题请皇上封贡，颁发明旨晓谕，以固其心。在这种种动作之下，倭奴才相信了臣，在四月十九日的时候遁出王京。臣听说倭奴退出王京以后，随即令大兵尾进，一以绝其复来，一以禁其旁掠，一以督其速归。不到20天的时间，倭奴就全部退到釜山了，而釜山是海角荒僻无人之地。自王京以南千余里，朝鲜故土尽复，得以中兴。设想，如果臣当初拒绝了行长的乞贡之求，那样麻烦就大了。届时，倭奴没有归志，还会以其20万众分为数股，东扼汉江之南、西绝岳山之北，然后抄掠全罗等处未破郡邑，以取兵食，时时出动游骑往来临津江上下，以扰我师。那样的话，臣恐怕东征也没有罢师之日了。就像臣之前在塘报中所说的那样，“通贡一事，只有听从皇上主持，从来没有轻易许贡。不论贡与不贡，但使倭奴尽数下海，朝鲜故土复还”，报书现在可查。实际上，这还是臣的讲贡之计。臣再一次假装答应与倭奴讲贡，结果把倭奴诱骗出了王京。

三、之后，倭奴屯驻釜山，臣调遣大兵扼守大丘、善山、南原、云峰一带，又预先咨文朝鲜国王，令其速调全罗等道水兵、龟船，前赴釜山海口。臣当初想，如果倭奴迁延不归，就选择时机，联合朝鲜水军前后剿杀。但这一计划最终难以实现，因为朝鲜兵船为倭奴隔绝，不能前来；而我将士，也声称因为缺粮、生病，在追击途中撤兵了。因此，臣只留刘[image: ]
 等兵分布大丘等处防守，又行牌督责沈惟敬久在倭营不归之罪，令他星夜前来，勿再羁留倭营，并令沈惟敬晓谕倭将行长、清正等：“为何尚结阵釜山不退？如果敢于执拗、倔强不服，那天朝便要整顿马步军兵，以将军、霹雳、飞虎、子母等炮，直至釜山声罪致讨，断不轻饶。”于是在六月二十日，沈惟敬自釜山起身，带领倭将小西飞和30名倭众前来乞贡。但这个时候，又接到报告：“倭奴攻犯晋州，欲逼全罗道。”臣怀疑倭奴阳顺阴逆，随即命令如松发兵，协守全罗道。除了救援晋州外，又行牌嘱托如松：“如果惟敬与倭将前来乞贡，提督听其所讲何事，如果对方讲的话不当，就晓谕他们：‘尔今不放还王子、陪臣，不调归釜山倭众，不令谢用梓、徐一贯二使前来，此贡断难准许。’然后就将倭将羁留，勿要轻放。”又行牌嘱托沈惟敬，令其晓谕倭将速还王子、陪臣，然后尽数渡海回国，如果敢别生异议，那天朝将发兵剿灭。到了七月二十日，如松禀称：“惟敬带倭将而来，某立即示以兵威，并同众将见倭将，责备道：‘尔等既欲封贡，如何又犯晋州？是何道理！既然如此背约，今日先斩尔等！’倭将听了以后大惧，跪在地上不停叩头。某又差人前去釜山，开谕倭众。”这时候，先遣二使谢用梓、徐一贯从日本回到釜山浦，说：“已经面见关白，关白非常恭谨礼待，愿意效顺天朝。他对我们二使及随从人员，都有厚赠。”于是，行长等人立刻释放朝鲜王子、陪臣、家眷，在粗粗践行以后，就让他们跟随谢用梓、徐一贯于七月二十日从釜山回来。在此之后，倭奴乘船浮海，离釜山远去，回到日本。只有行长带着少量倭众，在海中西生浦暂驻，以待先遣倭将小西飞的回音。此时属国朝鲜已尽复，王子、陪臣、二使尽归。之后操纵封贡与否，皆由我做主。如果说臣真的许贡，那倭奴出王京之时，何以令大兵尾击？何以调朝鲜兵船？何以屡次下令诸将剿杀倭奴？何以不奖惟敬之功劳，而责惟敬之罪过？何以倭将到来，不施之以恩，而加之以威？这实际上，仍然是臣的讲贡之计。臣再一次假装答应与倭奴讲贡，结果把倭奴诱骗出了朝鲜。

四、倭酋前后虽有乞贡之称，但臣实际上只是假装答应讲贡，没有真许之意。只是将计就计，托以空言而已。跪求皇上敕下兵部，再为酌议，查核臣前后讲贡之由，实是借贡以退倭，未曾轻许而误国。（《经略复国要编》）


宋应昌在奏文中洋洋洒洒写了许多理由替自己辩白。应该说，他说的有一部分确实是事实。例如明军收复平壤，确实是依靠事先就已经制订好的“讲贡之计”。明军假意与日军议和，答应日军提出的通贡要求，在日军解除心理防备的情况下，趁机掩袭平壤城，将日军打了个措手不及，从而将其驱逐出平壤。但之后是否也同样如此，宋应昌一而再再而三地实施“讲贡之计”以诱退日军？其实，这些都是宋应昌替自己狡辩的说辞。事实上，他在碧蹄馆之战以后，确实是“阴许封贡”，向日本人妥协了。（《明史稿·宋应昌传》）
 而他在替自己澄清的奏文里，还伪称除了小西行长带着少量倭奴在海中西生浦暂驻，等待内藤如安的回音外，其余倭众已尽数渡海回国。这样的说法，无异于是公然欺骗明神宗。

态度全然转向主和的兵部尚书石星也站出来为宋应昌说话，替他圆谎。石星向明神宗解释说宋应昌的“许贡”确实是退敌之计，兵不厌诈，他自己作为兵部尚书也参与其中；又说无论册封还是通贡，从没有轻易许诺过日本人；还说，已经让宋应昌、李如松宣谕小西行长从西生浦回国，可以等关白献上降表以后再讨论封贡之事。（《经略复国要编》）


但宋应昌、石星的谎言，很快就被兵科都给事中张辅之戳破了，他上奏说：

经略宋应昌之奉命东征也，逾匝岁于兹矣。据其奏报，其所自鸣则报捷叙功已耳，其所谓倭则畏威悔罪已耳，初未尝显言某日议贡、某日议封也。借贡退倭之说，至今月初八日始见应昌疏中。而同谋借贡之说，至今月十八日再见本兵石星疏中。夫绝贡之旨屡下，两人胡以擅许也？彼托之“兵道尚诡，非真许也”，许贡之谋已久，而诸臣胡以不闻也？彼托之“兵事贵密，难轻泄也”，譬如养疽，而不虞腹心之将溃乎？（《明神宗实录》）


尽管张辅之的话都切中了要害，不过明神宗并没有处罚宋应昌。

另一方面，李如松同样被弹劾捏造“碧蹄馆大捷”，不得不上疏辩白：

本兵（兵部尚书石星）亟于东征，促臣速行，只得抱病誓师，渡江进发。遵奉经略指授，同赞画刘黄裳督领将士，复克平壤，袭取开城。于时各贼望风四散，奔集王京。臣又预令副将李宁、祖承训、张应种、高升等，领前锋三千人，分道追赶，直至王京城下，遇贼五六万齐出，趣（趋）至碧蹄馆，为贼所困。比臣随兵止五百人，踏勘道路，倏闻前兵被困，臣即星驰至彼，一面调兵接应。然而两军展战，必待应兵，缓不相及，臣遂跃马，突入重围。军士厉气从臣，以一当百，挺身血战，奋呼冲杀……而贼遂披縻，遁归王京，臣于碧蹄安营。是倭奴之胆，既丧于平壤，再丧于开城，而又大挫于碧蹄之一战。盖平壤之师，主客相当，开城之追，势如破竹；独碧蹄猝遇，众寡不敌，军无生路，岌乎殆哉，贼见我以寡胜彼，遂悔罪乞款。我得长驱东向，克复王京，驱之釜山，皆碧蹄一战力也。（《壬辰记录·李提督自辩》）


根据李如松的狡辩，碧蹄馆之战是他以3500人大破五六万日军的辉煌大捷，以寡胜众，日军“大挫”。经碧蹄馆一战，战败的日军从王京逃遁，一直逃到了釜山，并悔罪乞贡。李如松又狡辩道，他已经把日本人全部驱逐出朝鲜，日本人尽皆回到海岛，拼命向明朝乞求通贡：

夫王京之倭，追而至釜山矣。朝鲜地方尽数恢复矣。虽其逡巡跧伏，忽犯全罗，而臣预有精兵埋伏，猝遇于宿星岭，斩首三十五颗，而奔溺死伤，不能计数。由此倭亦恐惧，悉归海岛，将朝鲜王子、陪臣，送还归国，求款益切。（《壬辰记录·李提督自辩》）


从宋应昌、李如松的辩白来看，两人胆大包天，竟然在奏文中捏造事实，公然欺骗明神宗。不过，两人有惊无险，并没有出什么事。然而，对宋应昌、李如松二人欺瞒行为的揭发，并没有就此结束。

吴惟忠血战加藤清正

宋应昌、李如松率领明军主力撤回辽东以后，副总兵刘[image: ]
 驻守在庆尚道大丘，节制诸将。（《经略复国要编》）
 吴惟忠、骆尚志两名南兵将领驻守在庆尚道庆州，与退据沿海的日军相持。其中，吴惟忠出身浙江义乌，是戚家军中的抗倭老将。他早年跟随戚继光在东南沿海的浙、闽抗倭，后随戚继光奉调蓟镇，驻守山海关，修葺长城。（《万历援朝战争中的南兵》）


明、日两军在朝鲜沿海对峙时，小西行长派遣家臣内藤如安跟随宋应昌、李如松前往明朝乞求封贡，双方约束手下，暂时罢战。正因为此，宋、李二人才放心大胆地进行伪报，声称日军已经全部渡海回国了。但屯兵在庆尚道西生浦的加藤清正与小西行长交恶，想要找借口破坏议和，便故意扬言说：“内藤如安入明，而不见其报，乃是明人杀之也！行长讲和之弊如此！”（《续本朝通鉴》）


以此为口实，加藤清正发兵入侵庆州，挑起了与南兵的战争冲突。但是吴惟忠、骆尚志发兵堵截，将加藤军击退。侵犯庆州未遂的加藤清正，又打起了庆州北面安康县的主意，再次挑起了与明军南兵的冲突。

事实上，加藤清正侵攻安康，是为了抢夺明军军粮。对此，《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指出：“倭久屯海上，以完和事为言，而时出抢掠，收粮谷。”由于安康县在庆州北面，如果日军占据了安康，那将会切断庆州明军的兵粮补给，使其陷入绝境。正如《五峰集》所言：“本道输运军粮、接济大军皆由此路。此路若失，则粮道断绝。而庆州在贼围中，则危甚矣。”

十一月三日，加藤清正部日军，包括朝鲜伪军在内，兵分三路，进犯庆州北面的安康。（《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日军突入安康县城，在县内纵火焚掠，取仓谷千石，安康人民四散逃走。（《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
 这时候，驻兵在庆州附近的朝鲜将领，有兵使高彦伯、别将权应铢、府尹朴毅长、助防将洪季男等，但他们全都不敢抵抗日军，只是一味退避。

由于日军此次出动的人马很多，驻守在庆州的吴惟忠、骆尚志，一开始也不想迎战日军，只是“托以众寡不敌，闭城自守，不敢交锋”。于是，朝鲜人只好向刘[image: ]
 求援，刘[image: ]
 随即派遣提调马禹卿等人带领援军来到庆州。马禹卿反复劝说吴惟忠和骆尚志，认为很有讨伐日军的必要，吴惟忠这才决定出城迎战。（《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但是骆尚志还是有所迟疑，便告诫吴惟忠不要轻举妄动。吴惟忠坚持自己的意见，与其他将领一同出城，去迎击日军。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安康之战的结果是明军战败，朝鲜史料《宋经略书》对此记载道：

惟忠与贼战于安康县，兵败，多死伤。惟忠曰：“吾恨不听老将之言，以至于败。”

明军在安康之战中是怎么战败的，骆尚志在写给柳成龙的信中进行了说明。这封信是不折不扣的一手史料，被收录于《唐将书帖》，上面是这么说的：

十月内，倭奴突犯庆州，迤南二十里之间烧掠，随发官兵堵截，不遂而遁。又于十一月初三日复统大众，六路连营，恣肆烧荡，延至安康。离庆州北数十里之程，系各县运粮通衢，焉得不发兵救剿？生带兵守住营寨，以为后应。吴游府统兵前去，相机拒堵。彼处草深林厚，被贼诱入咽喉，两下冲杀，讵料贼众漫山塞涧而来，不但无暇取级，抑且折损官兵，深愧无谋，以致如此。但生所部不满六百，安能自展庸才，徒付之慨叹！虽然安康遭害，幸得庆城安堵，亦可塞其责耳。

根据骆尚志的说法，明军之所以在安康战败，是由于吴惟忠被加藤清正部日军引诱到了“草深林厚”的咽喉之地，结果被漫山遍野的日军夹击，吃了败仗。而骆尚志的部队不足600人，难以抵挡日军，只能留守庆州。

另外，南兵游击王必迪也写信给柳成龙，提到此战的情况：

十（一）月初三日，倭犯安康。本营防守庆州，势不容于不援，距州北三十里许，遇贼截杀。众寡不敌，彼此多伤。本营阵亡官兵二百一十六员名，丁壮之夫横罹锋刃，情实可惨。第不能代贵国歼灭贼寇，久戍于此，只增汗颜。（《唐将书帖》）


除了骆尚志、王必迪的书信以外，《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也提到了安康之战，该书收录的朝鲜接伴使金瓒的驰报对此记载道：

诸将日出行师，贼之去处，无从访问。忽有二十余贼，快走天兵之右，似为掩后之状。天兵一时退走，不复回顾。贼高声追后，斫杀如麻。天兵死者，几至数百。大概贼不过数百，而以千余兵不能抵挡，大失兵机，终至于此，不胜痛愤。

按照金瓒的说法，明军从庆州出城追踪日军，但是无迹可寻，不料突然间有20多名日军士兵绕到明军背后发起偷袭，明军大为恐慌，以致大败。明军在安康之战中出动了千余人，而直接与明军交战的日军只有数百人。

在《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中，安康之战的经过，还有柳成龙对朝鲜国王李昖口述的另一种版本：

唐兵闻贼来，见山谷间有可容隐处，欲往设伏。而贼先据伏兵，一时相值。唐兵放炮，贼少退。唐兵皆着羊皮长衣，不能善走。贼十余名，挥剑冲突，唐兵多死于水中。适洪季男，得射数贼，救出被掠唐兵七十余名。

柳成龙的说法，与骆尚志的说法有所出入。据他所说，明军并没有被日军引诱到险要之处，而是主动想在山谷间设伏，但是没想到日军已经在这里设伏了，结果不敌战败。笔者认为，由于骆尚志是亲历者，所以他的说法更加可信。

此外，在《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中，安康之战还有这样一个版本：

时，天将吴惟忠、骆尚志、马禹卿在庆州，出兵千余人，阵于城外，见倭兵少，长驱直进，发炮杀贼数十。既而，倭兵舞剑突前，天兵不能抵挡，一时溃退。背有大川，争先涉水，衣甲尽湿，不能运步。贼自后乱斫，死者二百余人。

《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对安康之战的叙述，明显参照了柳成龙的说法，有明军对日军放炮、被日军逼退到水中等细节。但是这份史料没有说清楚明军是不是被日军引诱到险要之处，才导致失败的。

而明朝人诸葛元声的《两朝平攘录》，最接近当事人骆尚志的说法，该书记载道：

十一月初三，倭见小西飞信不回，清正复发兵抢安康。此时三将所统苗兵一千，在庆州未撤，闻之往救，被倭诱入险地。伏起，杀我兵三百余人。

无论安康之战的具体经过如何，明军都以惨败收场，损伤很大。据《经略复国要编》收录的刘[image: ]
 揭报记载，游击吴惟忠折损麾下官军227人，千总陆承恩折损麾下甲兵49人，参将骆尚志折损麾下官兵24人，提调马禹卿、李为瑚折损官兵27人，合计战死327人。

安康之战后，日军对明军感到轻视，就连朝鲜人也不把明军当作靠山。《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对此记载道：“贼初畏天兵，自是意甚轻之，我人亦无所恃。”前一年，祖承训率领的辽东骑兵在第一次平壤之战中败给了日军，但是日军反应却很大，此后就一直回避与明军作战，断绝了征服明朝的想法。但吴惟忠的南兵在安康之战战败后，换来的却是日军对明军的轻蔑。这一情况，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明军骑兵在壬辰战争中起到的震慑作用还是胜过南兵的。

闰十一月五日，副总兵刘[image: ]
 将安康之战上报给了已经退兵回国的经略宋应昌：

十一月初二日，据守庆州游击吴惟忠呈报：“残倭与同朝鲜叛民犯抢安康等处粮食，请发官兵防范。”随发马禹卿等领兵前赴吴惟忠调遣，与贼接战，折伤多于我军。虽有斩获，不敢报功。（《经略复国要编》）


安康之战的爆发，对宋应昌、李如松来说都不是什么好消息。此前，两人向朝廷伪报，说日军已经渡海回国，只有小西行长在西生浦、釜山浦留下了少量兵力，等待日本使者内藤如安的回音。但是宋应昌非常狡猾，他将西生浦曲解为地处海中，解释成了一个离岛；又捏造事实，说日本人在百余年前就已经聚居在釜山浦了，这里居住的日本人早已演化为当地土著，是“旧有倭户”，声称这个地方的日本人是难以驱逐的。而安康之战的爆发，无异于揭露了宋应昌、李如松二人的谎言，证明日军并没有从朝鲜撤兵回国，并且还和驻守在庆尚道的明军发生了冲突。

为了压住这件事，宋应昌不惜上本弹劾吴惟忠和刘[image: ]
 ，声称：“倭众已归，惟行长一支远住海岛，自遣小西飞前来乞款，安静不敢生事……游击吴惟忠好大喜功，寡谋轻敌，驱杀无知乱民，不足为武，伤折远戍，我军实已损威……伏乞敕下兵部，将臣首先罢斥，刘[image: ]
 量为罚治，吴惟忠先行革任，其功罪俟臣查明议处，庶赏罚明、军令肃矣。”（《经略复国要编》）


宋应昌将吴惟忠与加藤清正部日军的交战，曲解成了吴惟忠因为好大喜功，驱杀一股朝鲜乱民，结果自身伤亡惨重，请求将其革职，又说刘[image: ]
 不加以管束，也应对此负责，量为罚治。因为宋应昌的弹劾，吴惟忠最终惨遭革职，和其他5名将领一同被征召回国，而刘[image: ]
 暂时还不受影响。吴惟忠等人撤回国内以后，驻朝明军就只剩下了刘[image: ]
 率领的5000人了。

《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了吴惟忠离开朝鲜前，朝鲜国王李昖接见他的情形。那一天，李昖在南别宫接见骆尚志、吴惟忠、王必迪、胡尚忠、谷燧、葛逢夏六将，他始终担心日军屯聚沿海不退，而诸将现在又撤还，因此很焦急地说：“海边丑类屯聚不归，而诸大人今皆撤还。小邦之危亡迫在朝夕，不胜闷迫。”

吴惟忠听了以后非常激动，故意对李昖说：“去十（一）月初三日，奉圣旨，倭贼尽退，唯有朝鲜乱民屯结，速撤入归云。国王何不具其始终，达于朝廷乎？”

李昖诧异地说：“安有乱民乎？行长在釜山浦，清正在西生浦。贼之留屯，大人皆知之矣。倭贼若已尽渡海，则沈游击岂入贼阵乎？且前后奏闻，非一非二，而中路阻遏，不得上达。”

李昖指出，他多次想将倭贼尚未渡海退去的事情上报给大明朝廷，但都被大明方面的相关人士阻拦了下来，没有成功。吴惟忠见李昖的这番表态，知道李昖是明白是非之人，便情绪激动地大声说：“朝廷以俺安康之战，为捕杀乱民！乃至参劾亏官！李提督辈，报以贼退……”

但吴惟忠抱怨归抱怨，还是不得不收拾行囊，回到大明。

“大明美少女”之约

从宋应昌、李如松二人的种种行为来看，他们欺瞒朝廷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声称在碧蹄馆打了胜仗，使日军畏罪乞降，向明朝乞求通贡。

二、声称派遣哨丁金子贵等人烧毁了粮仓龙山仓，使日军粮尽退兵。

三、为了确保与日军议和之事顺利进行，阻挠朝鲜向明朝上奏日军发动第二次晋州之战并已攻陷晋州的事实。

四、竭力隐瞒日军仍屯据在朝鲜庆尚道沿海的事实，伪报日军已经渡海回国。

五、试图掩盖《大明日本和平条件》的存在，想私下送民女到日本，冒充大明公主与日本和亲，落实与日本的议和，使日军撤兵回国。

六、安康之战发生以后，为掩盖日军仍然屯聚在沿海不退的事实，压下安康之战的实情，弹劾吴惟忠、刘[image: ]
 。

七、使用各种手段，阻止朝鲜将真实情报传递给明朝朝廷。

不过，并不是没有人揭露他们的欺瞒行为。十月，留守庆州的明军副总兵刘[image: ]
 找到朝鲜都元帅权栗，告诉他宋应昌向明廷伪报日军已经尽数渡海回国，让他把这个消息告知朝鲜国王，再让朝鲜国王上奏明廷，揭穿宋应昌的谎言。

根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记载，权栗随后上奏朝鲜朝廷，使朝鲜朝廷得知了丰臣秀吉提出的七个议和条件，也就是《大明日本和平条件》的存在。从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来看，这必然也是刘[image: ]
 告知权栗的。由此可见，虽然宋应昌、李如松二人试图掩盖《大明日本和平条件》的存在，但这件事在当时根本瞒不住。不过，朝鲜人得到的七个条件内容与原本的有出入，他们得到的是丰臣秀吉向明朝提出了和亲（此处指两国通好）、割地、求婚、求王、准贡、赐蟒龙衣、赐印信这七个条件。

虽然信息存在误差，但这些条件同样非常苛刻，朝鲜朝廷深感震惊。朝鲜国王李昖与群臣召开会议商讨此事，他们一开始以为宋应昌不知道这些苛刻条件，想要派人将这些条件细则传给明朝方面。但朝鲜朝廷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因为宋应昌的刻意阻挠，无论是宋应昌、李如松向明廷伪报日军已经尽数撤兵，还是丰臣秀吉提出的那七个苛刻的条件，朝鲜都没能传达给明廷。

另一方面，已经回国的宋应昌、李如松也急于落实与日军的议和，他们想以许婚、封贡作为条件，使日军尽快撤退到对马岛，否则他们伪报的日军已经尽数撤回日本的骗局终有暴露的那一天。在此之前，宋应昌面对别人弹劾他“轻许封贡”，向明神宗狡辩说他其实“许封不许贡”，又狡辩说他的“许贡”只是诱骗日军退兵的计策。但到了这个时候，他已经不得不想办法尽快落实封贡。

许婚方面，宋应昌、李如松准备委托沈惟敬找一个民间女子送到倭营。但封贡方面，虽然作为小西行长使者的内藤如安已经跟随明军进入辽东，但从明朝的册封程序上讲，必须讨来关白降表，使日本在名义上向明朝臣服、认错，宋应昌才能据此上奏，让明廷实施封贡。此前沈惟敬虽然从釜山带来了小西行长的乞贡书信，但那份书信用词很不恭敬，绝不可能被明廷接受。

为此，宋应昌、李如松派出了辽东都指挥使谭宗仁，让他携带两人的书信，前往小西行长所在的庆尚道熊川倭营，试图讨来关白降表，并劝谕日军尽快撤兵到对马岛。但是小西行长却将谭宗仁羁留了下来，他要求明朝方面派出沈惟敬，亲自过来与他谈判。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小西行长一直是与沈惟敬谈判的，他始终很介怀沈惟敬在此前的议和中欺骗了他，加上沈惟敬带内藤如安去乞贡以后，迟迟没有动静，因此他对沈惟敬十分不信任。在写给沈惟敬的信中，小西行长一一列举了沈惟敬以往的欺骗行为，要求沈惟敬必须亲自前来。

因为小西行长的这一要求，宋应昌再次派遣沈惟敬出使倭营。闰十一月，沈惟敬带上内藤如安麾下的一个日本小兵以及一个日本翻译，向着庆尚道熊川倭营出发。而这个时候，明朝内部对于与日本议和一事（即同意日方的封贡要求）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沈惟敬出发后，宋应昌遭到给事中许弘纲弹劾“主和之非”，结果被革去经略一职，致仕回籍。（《宋经略书》）
 兵部左侍郎顾养谦替代宋应昌，成为新任经略，“经略防海御倭军务”。宋应昌虽然被革职，但从某种角度来讲，也因祸得福，此后与日本议和的首要责任人，就成了兵部尚书石星。不过对石星来说，却又是很大的灾难。正如《明史稿·宋应昌传》所言：“应昌去，而石星独受祸矣。”

话说回来，在沈惟敬未至熊川之前，谭宗仁还被羁留在熊川倭营。日本人告诉他，他们不会轻易退去，因为“沈惟敬在平壤讲和时，许割朝鲜汉江以南四道以与之，今不割地，吾无退去之期”（《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

日本人所说的，确有其事。万历二十年，沈惟敬与小西行长在平壤初次谈判时，小西行长向沈惟敬提出了以平壤为界，划分朝鲜的提案。沈惟敬当时将其作为一种羁縻日军的谈判策略，爽快地表示了同意，最终麻痹了日军，赢得了停战50天的协议，为明军出兵朝鲜、收复平壤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但是之后，明军未能强行使用武力手段将日军驱逐下海、赶出朝鲜，结果留下了后患。于是，当初沈惟敬的这个口头承诺又被日军旧事重提，并作为不从朝鲜撤兵回国的理由。谭宗仁听了日本人的说辞以后，非常生气。十二月，沈惟敬来到熊川倭营，谭宗仁一见到他，就非常生气地怒骂他，沈惟敬无言以对。

但无论如何，该谈的还是要谈。沈惟敬这次过来，目的是为了取得关白降书，然后由兵部向明廷上奏请求封贡，真正完成与日本的议和，使残留在朝鲜沿海的日军全部撤回国内。但关白降书也不是能够轻易讨得的，此前丰臣秀吉制定的《大明日本和平条件》，这时候已经到了小西行长手里，上面的条件非常苛刻，俨然是丰臣秀吉以胜利者的姿态，指导小西行长与明朝和谈。这次沈惟敬与小西行长会谈，便是围绕着《大明日本和平条件》上的内容展开的。

不过，小西行长并没有让沈惟敬接受《大明日本和平条件》中的每一个条目。此前，日方与谢用梓、徐一贯在名护屋和谈时，透露的议和底线是通婚这一条，即大明公主下嫁日本。对此，宋应昌、李如松早已决定妥协，指示沈惟敬找一个民间女子，冒充大明公主送到日本，以便完成议和。于是，沈惟敬遵照宋应昌、李如松此前的指示，与小西行长就通婚一事达成协议。沈惟敬向小西行长承诺“以大明美少女，许嫁日本王子”（《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定以五月为期，送到小西行长这里。小西行长则对沈惟敬表示，如果到时候能把“大明美少女”送过来，日军就撤兵回国；如若做不到，日军就添调新兵，从朝鲜全罗道直入明朝，又请兵于南蛮国，渡海攻打浙江，到时南北夹攻，吞并中国。（《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对待明朝表面上一贯温顺的小西行长，此时态度如此强硬，可见他是忠实地执行了丰臣秀吉的命令，围绕《大明日本和平条件》与明朝展开谈判。加上小西行长一直以来坚持的通贡，实际上小西行长代替丰臣秀吉，使明方接受了《大明日本和平条件》中的通婚、通贡（勘合贸易）这两个议和条件。

在沈惟敬向小西行长许诺会送来“大明美少女”以后，小西行长也表示了退让。他为了使明廷尽快落实封贡，便按照沈惟敬的要求，交付了“关白降表”。根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记载，该降表是这么写的：

万历二十三年（此为误记，实为万历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日本关白臣平秀吉，诚惶诚恐，稽首顿首，上言请告。伏以上圣普照之明，无微不悉，下国幽隐之曲，有求则鸣。披沥愚衷，仰干天听。恭惟皇帝陛下，天佑一德，日靖四方。皇极建而舞干羽于两阶，圣武昭而柔远人于万国。天恩浩荡，遍及遐迩之苍生。日本渺茫，咸作天朝之赤子，屡托朝鲜而转达，竟为秘匿而不闻，控诉无门，饮恨有日，不得已而构怨，非无谓而用兵。且朝鲜诈伪存心，乃尔虚渎宸听。若日本忠贞自许，敢为迎刃王师。游击沈惟敬忠告谕明，而平壤愿让。丰臣行长等输诚向化，而界限不逾。讵谓朝鲜构起战争？虽致我众死伤，终无还棺。第王京，惟敬旧约复申，日本诸将初心不易。还城郭、献刍粮，益见输诚之悃；送储臣，归土地，用申恭顺之心。今差一将小西飞驒守，陈布赤心，冀得天朝龙章恩锡，以为日本镇国宠荣。伏望陛下，廓日月照临之光，弘天地覆载之量，比照旧例，特赐册封藩王名号。臣秀吉，感知遇之洪休，增重鼎台，答高深之大造，岂爱发肤？世作藩篱之臣，永献海邦之贡。祈皇基丕著于千年，祝圣寿绵延于万岁。臣秀吉，无任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

这一降表，俨然是以丰臣秀吉的口吻，恭顺地向明朝乞求封贡。但该文件的真伪也有不同的说法。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这封关白降表或出自“中国文臣之手”，或是“行长自为假表”，总之没人相信出自丰臣秀吉之手。日据朝鲜时期，由朝鲜总督府命人主编的《朝鲜史》，则认为这封关白降表是小西行长和沈惟敬联手伪造的。也有另一种说法，按照《乱中杂录》的记载，此降表确实是丰臣秀吉授意的，目的是“怀羁縻误我（朝鲜）之计”。

笔者认为，从该降表的文脉来看，思维方式确实有些肖似小西行长，但文辞却不像是日本人能够写得出来的。因为那时候的日本人汉语水平非常差，绝不会有如此高的汉语素养。《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也指出，沈惟敬往返倭营不到一个月，就把降表带了回来，非常可疑。从当时的交通情况来看，如果是丰臣秀吉亲自授意奉上降表，速度断然不会这么快。因此有理由相信，这份关白降表，确实是沈惟敬与小西行长伪造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小西行长愿意与沈惟敬伪造这份降表，目的不是为了单纯地让日本向明朝谢罪，他是以追求封贡为前提的。所以，这可以理解为小西行长为追求日本的利益，而采用的一种外交手段。

但不管怎么样，沈惟敬总算完成了任务，拿到了“关白降表”，之后他从庆尚道熊川倭营返回辽东。可纸包不住火，沈惟敬向小西行长私许和亲之事很快就暴露了。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一月，朝鲜全罗道防御使李时言捕获到一个外出的日军士兵，对其进行审讯。此人交代，前一年十二月，沈惟敬来熊川讲和，承诺“以大明美少女，许嫁日本王子”。这名日军士兵的供词，让沈惟敬私下许婚的事实暴露了出来。于是在同月十七日，李时言将这个情报驰报给了朝鲜朝廷。

而除了和亲一事外，沈惟敬向日军承诺割让朝鲜南部的传闻也逐渐流传了开来。要知道，沈惟敬与小西行长在平壤初次会谈时，确实承诺过割让朝鲜领土。至于沈惟敬是否在熊川之行再次重申割地旧约，确保此前的承诺仍然有效，在史料中并没有非常确凿的证据。但从《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记载来看，无论是驻守在庆尚道大丘的明军副总兵刘[image: ]
 ，还是占据庆尚道西生浦的加藤清正，明、日两军阵营都听到了沈惟敬与小西行长约定许婚、割地的传闻。

一月二十五日，刘[image: ]
 招来朝鲜翻译李希仁、柳依摈，告诉他们沈惟敬和小西行长谈判的内情：

谭宗仁则捆住在倭营，沈游击近日赍表文出来。而天朝尔国之事，沈也都坏了。表文非关白之书，乃行长自为假表也。关白使行长，专主和亲及攻伐尔国之事。沈也与行长同心，谓行长曰：“天兵尽撤，只留刘总兵军五千。”行长闻之大笑：“且关白所欲，在于两件事，第一与天朝为婚，第二汉江以南割地事也。”沈惟敬曰：“割地事，石爷已许之，准汝封贡后，任意为之也。”谭则好汉子，言直而不屈。（《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朝鲜朝廷根据李时言和刘[image: ]
 提供的情报，判断沈惟敬不仅私下许婚，还向日本人做出了割让朝鲜南部的承诺。朝鲜国王李昖为此非常紧张，立即让人出使大明，把这些情报传递给新任经略顾养谦，竭力阻止明朝与日本和谈。（《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不过，此时兵部尚书石星、经略顾养谦都一意主和，竭力避免再起冲突，因此不愿节外生枝，他们和宋应昌一样，阻拦朝鲜上奏大明朝廷。据《宋经略书》记载，宋应昌、李如松去见顾养谦，对他说“伊贼势大，可以计退，不可以战胜”，明确表态难以用武力战胜日军。顾养谦听了前任经略、提督的这番话后，态度直接就趋向议和了。朝鲜差遣陪臣许琐去陈奏倭情，阻止明朝与日本和谈，结果被顾养谦阻拦。

而对于朝鲜使臣已经送达到兵部的表文，凡是提到倭情的，石星都做了淡化处理，甚至肆意篡改朝鲜使臣的奏文，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写，然后再转奏朝廷。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

冬至使许晋
[9]

 启曰：

臣赍去呈文一件，礼、兵部誊书进呈。凡干贼情，既已详尽，臣等请贸军资呈文中，亦陈贼势。而石尚书厌闻贼势之言，略不见答，覆题奏闻之时，乃敢删去，自以己意，做出文字，有若出于臣等之言，不胜痛闷。

四月，朝鲜国王李昖又派遣金睟、崔岦出使大明，将丰臣秀吉提出的七个条件上报兵部，试图阻止和谈。带去的表文中，对丰臣秀吉所提七条是这样说的：

号名非慕也，恭顺非其性也，此果甘心封贡，受约束而退者乎？虽其言初止如此，为不足信。而况所要七件之事，如曰割地、曰封王、曰通贡、曰印颗、曰蟒龙衣、曰冲天冠，而其一乃欲效单于之于汉室，悖嫚无礼，所不忍详而道也。言之已播，不可掩也。而说和者独摘封贡二件，告于当事之也。（《简易集》）


按道理说，朝鲜国王这次上奏，已经将丰臣秀吉的七个苛刻条件上报到了兵部，将会使兵部察觉到《大明日本和平条件》的存在，知晓丰臣秀吉想要的远远不止封贡这么简单，还有求婚、割地等极其严苛的议和条件。但是，兵部对此没有任何回复，此事再无下文。出现这一情况，很可能是石星仍然与过去一样，因为自己厌闻倭情，把这件事情压了下来。正如郑学稼先生在《日本史》中指出的那样：“这一反和平运动，因为未得到新经略顾养谦的支持，并为兵部尚书石星所不喜，当然不会发生效力。”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一些明史通俗读物将沈惟敬塑造成了一个“大忽悠”的形象，认为沈惟敬在与日方的谈判过程中，一直竭力向朝廷隐瞒《大明日本和平条件》的存在，甚至私自答应日方这些要求，而明朝主事者全不知情，被蒙在鼓里。但事实全然不是如此，从史料上看，宋应昌、李如松、顾养谦、石星等人，对此必然是知情的，但他们一直努力在向明廷掩盖这些事情，希望以封贡了结战争，避免节外生枝。至于沈惟敬，只不过是替他们执行谈判任务的人而已。但出了事情，就需要沈惟敬替他们担责，这一点也正是他的可悲之处。

同样是四月，沈惟敬向日本私许和亲之事，在大明不胫而走，消息流传开后，李如松受到了波及。原来，李如松家里曾有个名叫诸龙光的塾师，受到过李成梁、李如松父子的礼遇，但后来渐渐与李氏父子疏远了，因而积累了很多对李氏父子的怨恨。等到沈惟敬私许和亲这件事流传开来以后，诸龙光知道与李如松有关，就想借机打倒他。于是诸龙光便控告李如松私许与日本和亲，将状纸投给了广东道御史唐一鹏。唐一鹏上疏弹劾李如松以及石星、宋应昌、顾养谦、刘黄裳，说他们联合起来蒙蔽朝廷。给事中乔胤也附和唐一鹏，认为确有私许和亲一事。

这件事闹得很大，震动了明神宗，无论是否有和亲之事，这一说法的散播着实让明神宗脸上无光。为此，明神宗下令审讯诸龙光，问是谁指使他控告李如松的，却不得要领。主张与日本议和的兵部尚书石星，站出来替李如松说话，极力诋毁诸龙光，结果使诸龙光下狱。明神宗大怒，最终将诸龙光处死。这件事尽管被压了下来，使李如松幸免于难，但沈惟敬还是要给个解释。沈惟敬在这种情况下，编了一个谎言，颠倒是非地说“彼国有天王女，欲献当今（明神宗）”，曲解成日本天皇想把女儿下嫁给明神宗。沈惟敬把这个谎言说给石星听，石星据此力保沈惟敬，此事才算了结。（《万历野获编》《国榷》《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不过此事过后，沈惟敬也不敢兑现原来给小西行长的许诺，找一个“大明美少女”送到日本去。原本按照宋应昌、李如松的计划，沈惟敬找一个民间女子，冒充大明公主送到日本，那么议和之事多半可成。但因为诸龙光事件引来了朝廷上下的关注，计划的实施变得非常困难。因此，沈惟敬最后只能告诉小西行长，大明公主已经出发了，但途中不幸生病离世。（《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然而另一方面，沈惟敬已经与小西行长做了约定，实在难以违约。于是作为大明公主的替代品，沈惟敬后来赠送了300匹马给日方，作为两国无法通婚的补偿。沈惟敬赠送马匹的行为，根据《明神宗实录》《再造藩邦志》的记载来看，实际上就是兵部尚书石星直接授意的。由此而言，石星对于“和亲”传闻的内情，必然是清楚的。更进一步讲，沈惟敬始终不过是按照朝廷主和派首脑的意志办事，并不敢擅自做主。


注解：



[1]
 　据《宋经略书》记载，宋应昌渡过鸭绿江，驻扎在朝鲜平安道的安州，是在万历二十一年三月。但根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记载，宋应昌渡过鸭绿江的时间应是一月二十四日。


[2]
 　从这个记载可以推断，此前金子贵、金善庆来到龙山仓，试探日军有无和谈意愿的可能性很大。


[3]
 　根据《明史稿·石星传》的记载，沈惟敬在会谈过程中向日军私许和亲，这一点超过了石星授权的谈判底线。又根据《文英清韩长老记录》的记载，沈惟敬向日军承诺：日军退出王京、释放朝鲜王子以后，朝鲜国王将渡海到日本，并对丰臣秀吉施礼致谢；朝鲜归服日本；朝鲜割让领土给日本。不过，这些说法是否正确还有讨论的余地。


[4]
 　此据《惩毖录》《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二书认为宋应昌、李如松在日军撤出王京之前，态度已经转变为主和，所以两人串通起来，只是做做追击日军的样子而已。但对宋应昌和李如松的态度，有另外一种说法，认为宋应昌在日军撤出王京之前一直是主战的，但由于李如松等将态度消极，才逐渐转变为主和。据朝鲜史料《宋经略书》记载，日军从王京撤退以后，宋应昌督令李如松追击，又移咨朝鲜，令朝鲜将官协同明军追剿。但李如松不肯进兵，宋应昌又令副总兵刘[image: ]
 督众追击日军。宋应昌担心李如松制约刘[image: ]
 ，又使赞画员外刘黄裳与刘[image: ]
 一同进兵。但刘[image: ]
 到了庆尚道南部以后，得知日军兵力众多，也不肯进兵。宋应昌为此责怪李如松，但李如松回到定州见了宋应昌以后，极言不可轻敌，宋应昌相信了，此后其方针便由主战转变为主和，而且主和的意志甚至超过了李如松。朝鲜屡次恳请宋应昌进兵，但是宋应昌都不听。


[5]
 　此据《岛津家文书》。朝鲜史料《乱中杂录》声称日军的兵力达到30万人，这自然是夸大其词。


[6]
 　《乱中杂录》记载，30万日军进犯咸安时，“李薲、权栗、宣居怡等诸将数万余兵，一时溃走”。但这个记载似乎存在疑问，因为根据《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的记载，当时宣居怡在晋州城，不在咸安。


[7]
 　《乱中杂录》记载，全罗道兵使宣居怡、永川郡守洪季男也在六月十九日从晋州退到咸阳，但这一记载存在疑问，因为根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的记载推断，两人最迟在六月十六日就已经退出了晋州。


[8]
 　又据明人诸葛元声的《两朝平攘录》记载，顾养谦接替宋应昌出任经略之后，派胡泽出使朝鲜。胡泽从朝鲜带来了小西行长的亲笔书信，顾养谦从中发现了日本要求和亲的蛛丝马迹，对此起了疑心。然而谢用梓、徐一贯与沈惟敬合谋，竭力向顾养谦隐瞒日本求亲的事实，并将日本求亲曲解成日本要求停止战争。沈惟敬甚至想效仿汉、唐之事，找一个宗室女子（非皇帝之女）嫁去日本。顾养谦严厉要求他们在朝中不得妄言和亲之事。由此来看，沈、谢、徐三人正是秉承了宋应昌的意向，替他隐瞒真相。


[9]
 　许晋是另一名朝鲜使者，他成功地出使了明朝，将朝鲜陈奏的相关文书送到了明朝兵部。




第五章


明、日和谈（中）：

从明朝拒绝封贡到同意册封






许孚远派间谍到日本探听情报

由于日军尚且屯据在朝鲜沿海，因此明朝必须与日本在某些条件上达成妥协，实现议和，才能使日军从朝鲜尽数退兵。以兵部尚书石星、前经略宋应昌、现经略顾养谦、提督李如松为首的主和派，为顺利与日本议和，避免节外生枝，向大明朝廷隐瞒了丰臣秀吉提出的《大明日本和平条件》，又设法处死了泄露私许和亲之事的诸龙光。当和亲的传闻闹得沸沸扬扬以后，主和派将议和的唯一希望寄托在封贡问题的解决上，希望明神宗允许日本提出的封贡要求，以换取日本从朝鲜撤兵。

但是，自从宋应昌、李如松带领乞求封贡的日本使者内藤如安进入辽东以后，朝廷内部对于是否封贡，争议不断。

万历二十二年一月，已经离职的前经略宋应昌向明神宗上奏，声称内藤如安表现得恭敬、真诚，没有异样，请求朝廷尽快同意日本的封贡要求。（《壬辰记录·宋应昌议贡题本》）
 同年四月六日，接替宋应昌的新经略顾养谦也向明神宗上奏，请求同意日本提出的封贡请求。明神宗对此指示说：“敕兵部会九卿科道议闻。”

五月一日，朝廷召开九卿科道会议，讨论封贡之事。多数科道官的意见是“罢款议守”，也就是停止跟日本议和并加强边境守备。五月六日，福建巡抚许孚远递上《请计处倭酋疏》，表示不可对日本封贡。次日，辽东巡抚韩取善也上奏要求并绝封贡，并提议将明军的防线收缩到鸭绿江一带。

兵部尚书石星虽然力主封贡，但是顶不住巨大的舆论压力，《明史稿·石星传》说他“张皇，不敢决业”。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石星只好于同一天上奏明神宗，表示不可对日本封贡。之后，明神宗下旨说“这封贡都着罢了”。

根据日本学者三木聪的研究，对大明朝廷决定不许封贡影响最大的，其实是福建巡抚许孚远上奏的《请计处倭酋疏》。这份疏文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整理了许孚远派人在日本进行的谍报活动和采集到的日本情报，后半部分是许孚远反对封贡的理由，以及制定的对日军事方案。正是基于这些情报，明神宗才做出了不许封贡的决策。许孚远是如何采集这些情报，并直接影响到明朝的对日政策，还得从他出任福建巡抚说起。

万历二十年十二月，宋应昌、李如松出兵朝鲜前夕，许孚远上任福建巡抚。兵部尚书石星派名色指挥沈秉懿、史世用二人来见许孚远，声称要取道福建，前往日本打探倭情。但许孚远觉得沈秉懿年纪大了，看上去比较狡猾，并不是很可靠，就让他回去向石星报告，没有起用他。而对于史世用，许孚远则相当看重，认为他体型魁梧，又有才华，便让他到日本去刺探情报。

万历二十一年四月，许孚远让史世用扮成商人，跟着一个叫许豫的海商从泉州府同安县出发，渡海前往日本萨摩。这位许豫，实际上也是许孚远派出的间谍人员。六月，许豫、史世用从福建发船，随行的还有张一学、黄加、黄枝、姚明、姚治衢等扮作海商的间谍。一行人于七月在日本九州岛的内浦港登陆，这里距离萨摩尚远。

许孚远在萨摩有一个内应，这个人就是许仪后，他是寓居萨摩的华人，同时也是萨摩岛津家家督岛津义久的药师，深得岛津义久的器重。当年丰臣秀吉准备入侵大明的消息，最早就是许仪后偷偷托人通报给福建地方政府的。史世用在内浦港登陆后，打听到岛津义久和许仪后已经一同离开萨摩，前去丰臣秀吉的侵朝总指挥所名护屋了。于是，他与许豫分别，自己单独前往名护屋，设法去找许仪后。而张一学等人则偷偷前往丰臣秀吉日常居住的城郭，观其山川形势，探其动静。

八月十三日，岛津义久、许仪后离开名护屋，回到萨摩。二十七日，史世用把许仪后带到内浦港面见许豫，悄悄商量刺探日军情报的事情。九月三日，许豫准备好了礼物，让史世用假扮成客商，两人跟随许仪后去萨摩，面见岛津家的老中伊集院忠栋。但伊集院忠栋一见到他们，就起了疑心，对许仪后说：“此恐非商贩之人。”

许仪后也干脆大方地承认，说：“亦是大明一武士也。”

经过一番解释，伊集院忠栋打消了怀疑，并将自己穿的盔甲送给了许豫。但到了九月十九日，许豫、史世用等人前来刺探倭情的消息被人泄露。岛津义久派其军师——大隅的日本僧人玄龙来到内浦港，试探性地问许豫：“船主得非大明国福建州差来密探我国动静之官耶？”

许豫大方承认，对玄龙说：“是。因尔国侵伐高丽，杀害人民，我皇帝不忍，发兵救援。近闻差游击将军沈惟敬来讲和好，我福建许军门听知，欲发商船前来贸易，欲审虚实，先遣我一船人货来此，原无他意。”（以上对话出自《敬和堂集》）


玄龙听了许豫的解释，半信半疑。

十月，岛津义久将许仪后派往朝鲜，而史世用与许豫的关系也出现了裂痕，于是史世用决定先离开日本，回到福建向许孚远报告倭情。但史世用乘坐的船在途中遇到大风，飘到了琉球，之后经历了一段流浪生活，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辗转回到福建。

而许豫、张一学、黄加、黄枝、姚明、姚治衢等人继续留在内浦港，没有回到福建，因为他们受到了岛津义久的监视，不被允许离开。

十一月，岛津义久会同伊集院忠栋，派出一名叫黑田的日本人，来到内浦港，把许豫带到萨摩问话，确认他有没有探听情报的嫌疑。经过倭僧玄龙与许豫的笔谈问答，岛津义久确定许豫没有嫌疑，因此非常高兴，允许他将原先在日本购买的200担硫黄载回福建。岛津义久又将一封信交给许豫，让他回到福建后转交给福建巡抚许孚远。在信中，岛津义久表达了与大明通商、贸易的意愿。

万历二十二年一月，许豫带着同行商人郑龙、吴鸾，以及一个早年被掳掠到日本的温州瑞安人张昂，从九州岛发船回到福建，向许孚远报告在日本打听到的情报。许豫汇报的情报一共有以下几条：

一、探得关白姓平，名秀吉，今称“大阁王”，年五十七岁，子才二岁，养子三十岁。关白平日奸雄诡诈，六十六州皆以和议夺之。

二、前岁侵入高丽，被本朝官兵杀死不计其数，病死与病回而死者，亦不计其数。彼时弓尽箭穷，人损粮绝，思逃无地，诡计讲和，方得脱归。

三、关白令各处新造船只千余。大船长九丈，阔三丈，用橹七十枝（同“支”）；中船长七丈，阔二丈五尺，用橹六十枝。谕访诸倭，皆云：“候游击将军和婚不成，欲乱入大明等处。”

四、日本六十六国，分作二关，东关名“相板关”，西关名“赤间关”，内称有船数千船，限三月内驾至千大溪点齐，莫知向往何处。又点兵十八岁至五十岁而止，若有奸巧机谋者，虽七十岁亦用之。

五、日本长崎地方，广东香山澳佛郎机番每年至长崎买卖，装载禁铅、白丝、扣线、红木、金物等货，进见关白，透报大明虚实消息。仍夹带倭奴，假作佛郎机番人，潜入广东省城，觇伺动静。

六、关白奸夺六十六州，所夺之州，必拘留子弟为质，令酋长出师以侵高丽，实乃置之死地。各国暂屈，仇恨不忘。及察倭僧玄龙与豫对答语气，义久等甚有恶成乐败之意。豫于写答间，亦略有囮诱（引诱）之机。

七、浙江、福建、广东三省人民，被虏日本，生长杂居六十六州之中，十有其三，住居年久，熟识倭情，多有归国立功之志，乞思筹策，令其回归。（《敬和堂集》）


许豫汇报的消息里，最重要的是第三条和第六条。第三条情报指出，游击将军沈惟敬没能及时兑现与日本人的“和婚”约定，致使丰臣秀吉下令新造千余艘船只，准备侵入大明。许豫带来的跟“和婚”有关的这条情报，日本学者三木聪指出：“对于打算借由允许封贡来达成明、日媾和的经略宋应昌和游击沈惟敬而言，让明朝中央知道秀吉要求和婚的事情是大为不妥的，因此他们竭力隐瞒和婚的真相。”（《福建巡抚许孚远之谋略——围绕于丰臣秀吉“征明”》）


而在第六条情报中，许豫指出岛津义久希望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失败，对丰臣秀吉似乎颇为不满，他认为可以抓住这一点，设法让岛津义久对丰臣秀吉竖起反旗。

基于掌握到的情报，许孚远上奏《请计处倭酋疏》，请求朝廷不可答应日本的封贡之请。他在这份上疏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丰臣秀吉不但在统一日本的过程中发挥“奸雄之智”，“篡夺国柄，诈降诸岛”，还用“攻伐之谋”来“兴兵朝鲜，席卷数道”；现在，他“整造战舰，以数千计，征兵诸州，以数十万计”，无疑“有窥中国之心”。此次乞封并不是秀吉的最终目的，他是想利用册封让日本“诸夷”处于服从地位。大明以“信义”来应付秀吉“豺狼之谋，狐兔之狡”，是完全行不通的。许孚远坚信不管大明封贡与否，秀吉必定会发动侵略。他建议对日本“诸酋长”发下“擒斩秀吉”的诏敕，其中最适合的人选是萨摩的岛津义久，认为十分有必要将其策反。许孚远又建议，在必要时刻，大明可以发战船2000余艘，出兵20万人，直捣日本巢穴，使秀吉无处遁逃。

许孚远的《请计处倭酋疏》于五月上呈朝廷以后，对明朝的对日方针产生了重大影响，明神宗宣布并绝封贡，不接受日本人提出的议和要求。但值得注意的是，许孚远的《请计处倭酋疏》无疑提到了沈惟敬向日本人私许和亲的事实，而上个月刚刚发生了诸龙光因检举李如松私许和亲而被下狱处死的事件。许孚远从福建海商那里得到的情报，无疑证实了诸龙光的说法并非子虚乌有，他是被冤枉的。但是这一细节，大明朝廷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并没有做任何计较。

再说回许孚远，他在《请计处倭酋疏》中提出的策反岛津义久对付丰臣秀吉的战略，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进展。岛津义久秘密派遣亲信张五郎，从萨摩来到福建，前来拜谒许孚远。许孚远与福州知府何继高商议，决定利用岛津义久挑动其他日本大名，让他们一同造反。二人设想，一旦日本国内出现动乱，朝鲜不用明朝相救便可保全，而大明自身也不用特别防卫日本。于是，许孚远授予海商许豫“名色把总”一职，由他带上把总刘可贤、名色把总伍应廉、岛津义久的亲信张五郎等人，再次从福建开船驶向萨摩。许孚远做了两手准备，他一方面制作了檄文，让许豫、刘可贤等人带去交给丰臣秀吉，劝谕他罢兵；另一方面又让许豫、刘可贤和许仪后搞好关系，让许仪后做足策反岛津义久的工作。（《敬和堂集》）


许孚远写的这篇檄文，被收录在《岛津家文书》中，原文如下：

钦差提督军务兼福建地方都查院右佥都御史许，檄告大（太）阁先生关白知道。我久闻先生掌握兵柄，大名若雷，大福若山，尽海外无双之品也。统率六十六州，山河赤子，岂非英雄豪杰者所为？我天朝自洪武皇帝开国以来，计二百余年。虽主圣臣良，无异唐虞三代世界，而一念怀柔远人之道，实拳拳殷殷，无一日息也。兹者旧年有尔萨摩州修理大夫藤原义久（岛津义久），将文书一通，付我武生许豫、同本州通事张昂，赍到福建，交送与我。我诵其文中，意趣甚好。且称，尔国君臣，思与我天朝款好。我思，此样文字，必出于先生高妙。则知，平昔谣传，尔国屡欲兴兵内犯，率皆奸徒勾诱邀利者，倡为此说，以污先生美名，遗累盛德。今当不辩而破矣。似此安享天年，静回造化，而天地神明，必保佑先生积善之报。理当天赐贵子贵孙，世济大位，而扬名万祀也。吾今特遣守备刘可贤，军门赞画姚士荣，名色把总许豫、伍应廉，同原在萨摩州差使人张昂，同赍文前来，回答义久。因思先生在主日本，且久瞻仰风采，乃谨具檄文一通，附候钧座幸惟照谅。是祷。

从这封檄文来看，许孚远百般恭维丰臣秀吉，甚至敬称其为“先生”，希望用温和的语气劝告丰臣秀吉罢兵。不过，这封檄文并没有得到丰臣秀吉的任何答复，最后不了了之。不过，刘可贤还是说服了岛津义久。岛津义久派遣军师玄龙随刘可贤一同返回福建，前来与许孚远会谈具体事宜。但等刘可贤回国时，许孚远已被调离原职，新任福建巡抚沈秱对于策反岛津义久之事没有什么兴趣。而玄龙见许孚远已经离职，也“无语可告”，不肯透露机密，于是沈秱便将玄龙打发回国了。许孚远制定的策反岛津义久的战略，最终以失败告终。（《跨境人员
 、情报网络
 、封贡危机：万历朝鲜战争与
 16世纪末的东亚》）


玄龙的离去，表面上看非常可惜，让许孚远联合岛津家推翻丰臣政权的计划胎死腹中。但事实并没有如此简单，根据岛津家史料《征韩录》的披露，岛津义久亲自将许孚远写的檄文交给了丰臣秀吉，后者看过以后又还给了岛津义久。而在此之前，岛津义久写信给许孚远，表示希望日本与大明“贸易通利”，而这也是根据丰臣秀吉的指示所写的。由此而言，岛津义久不过是秉承丰臣秀吉的意志行事。玄龙作为岛津义久的使者前往大明，实际上并不是代表岛津家和福建地方政府商量除去丰臣秀吉，而是作为日方的间谍人员而来。许孚远向日本派遣了多名间谍，不料丰臣秀吉“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在这点上，许孚远还是低估了丰臣秀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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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人与加藤清正谈判

自宋应昌、李如松与日军展开和谈以来，朝鲜一直反对议和，朝鲜水军也没有遵从明军号令与日军停战，仍然断断续续与日军发生冲突。万历二十二年二月末，熊川倭营的倭船出没于庆尚道的固城半岛周边，这一情报接连不断地传来，刺激到了朝鲜三道水军统制使李舜臣，使他下定决心再战日军。
[1]



三月三日，李舜臣下令聚集舟师大军，结阵于胸岛前洋，使右助防将鱼泳潭率领精锐船只30艘，先行讨伐日军。黄昏时分，鱼泳潭行船到纸岛。

三月四日四更时分，鱼泳潭抵达镇海前洋，追捕、焚毁了6艘倭船，又在昌原郡猪岛焚毁2艘倭船。三月六日，鱼泳潭率领麾下舟师烧毁了唐项浦的21艘倭船。但朝鲜水军的行动没多久就被迫中止了。当时，明朝都指挥使谭宗仁作为人质，被扣押在小西行长所在的熊川倭营，他在小西行长的授意下，向李舜臣发来了禁止讨伐日军的牌文。李舜臣非常愤怒，但是没有办法，只好暂时停止军事行动。

同样是在三月，留守朝鲜的明军副总兵刘[image: ]
 离开原驻地庆尚道大丘，移镇全罗道南原。从这个月开始，他与屯兵在庆尚道西生浦的日军将领加藤清正展开了谈判。刘[image: ]
 的对日策略，与福建巡抚许孚远的类似。许孚远想挑唆岛津义久对丰臣秀吉造反，刘[image: ]
 则是想挑唆加藤清正对丰臣秀吉竖起反旗。

自日军退屯沿海以来，“太阁专委兵权于行长，故凡军务，行长主之”（《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在丰臣秀吉的授意下，一直都是小西行长主导与明朝的和谈工作，这引起了与小西行长关系不睦的加藤清正的强烈嫉妒。加藤清正为破坏小西行长的和谈工作，一度借口内藤如安被明朝人杀死，发起了袭击南兵的安康之战，杀死300多人。（《经略复国要编》）


尽管他一再挑衅明军，但明朝主和派竭力掩盖此事，所以加藤清正没能破坏和谈工作的进行。于是，加藤清正就想干脆取代小西行长，由他主导和谈工作。加藤清正释放了一名叫郑连福的朝鲜俘虏，让他带着自己的书信，投交到庆尚道左兵使高彦伯营中，邀请对方派人前来西生浦谈判。

高彦伯将这一消息告知朝鲜都元帅权栗，权栗又告诉了负责接待明军副总兵刘[image: ]
 的接伴使金瓒，金瓒顺理成章地转告了刘[image: ]
 。刘[image: ]
 得报后大喜，决定派人与加藤清正展开谈判。双方名义上是和谈，但刘[image: ]
 的谈判方针，是想挑拨加藤清正与小西行长、丰臣秀吉之间的关系，唆使加藤清正自立为关白，对丰臣秀吉举起反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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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去与加藤清正谈判的人员，有朝鲜僧兵将领惟政、高彦伯的军官李谦受、权栗的军官申义仁与梁梦海、翻译金彦福、僧侣等20余人。三月十三日，一行人前往加藤清正所在的西生浦倭营，见到了加藤清正的副将喜八。

喜八问惟政一行人：“君等从何处而来，是什么僧人？”

惟政回答说：“我等自督府（刘[image: ]
 ）营下而来，兼承朝鲜都元帅之令。”他又故意欺骗喜八说：“我十六七岁入仕朝廷，18岁出家做了和尚，在金刚山修行。中年的时候进入大明，与督府相识。如今朝鲜遭汝国侵略，督府领兵来朝鲜，让我也跟了过来。因为没有别的可靠的人，才派我来你这里，与你们议和。”

喜八面露喜色，高兴地说：“我国商量大事，都是让高僧出面。贵国也派高僧过来，肯定是很重视这件事。”又问惟政：“君等自督府营下而来，有带来督府的信吗？朝鲜王子的信也带了吗？”

惟政谎称王子目前在大明，对喜八说：“督府的信带来了，但王子在平安道拜见天将以后，根据大明天子的命令，被召入大明，目前没有回来，所以没有送信。”

喜八突然莫名其妙地问惟政：“你是不是清楚知道督府的心事才来的？那究竟是什么事？”

惟政回答喜八：“督府的心事，我等怎么会知道？”

喜八又问：“日本的小西飞，目前在哪里？”

惟政不知道喜八在说什么，回答道：“不知小西飞是谁？”

喜八怕说不清楚，让人用汉字写在纸上，拿给惟政看：“小西飞是和沈游击一起到大明的人。”继续又问惟政：“沈游击讲和的条件，君都知晓吗？”

当时，沈惟敬向日军私许和亲、割地的传闻，早就在朝鲜传得人尽皆知，但惟政一行人故意说不知道。

喜八惊讶地说：“君等自督府营而来，怎么会不知道沈游击的事情？”说完，喜八就让人在纸上写了“与天子讲婚”“割朝鲜四道”这两个议和条件，出示给惟政等人看，对他们说：“这就是沈游击、行长讲和的条件，怎么说不知道呢？”

惟政说：“沈游击、行长讲和的这两个条件，万无事成之理，上官（朝鲜人对日军将领的称呼，此处指加藤清正）想要的条件也和他们一样吗？”

喜八回答说：“上官所欲与此有异。”

黄昏，喜八将惟政一行人引入加藤清正所在的地方。惟政等人坐下以后，加藤清正推门进来，先慰劳了惟政一行人，之后问他们：“沈游击的事情，为什么说办不成？”

惟政观察到加藤清正似乎不希望沈惟敬和小西行长议和成功，就故意回答说：“沈游击的事万万办不成。”

加藤清正这时候突然说：“这件事很机密，用谈话交流的话，我怕被别人传来传去。我进入房中让人写在纸上，君等也在纸上作答就可以了。”

说罢，加藤清正就进入房中，让人把他要问的话写在纸上，拿来出示给惟政看。在纸上，加藤清正反复问小西行长与沈惟敬的议和能不能成。

惟政想试探加藤清正的真实态度，就故意回答说不成。

替加藤清正与惟政进行笔谈的，是两个日本和尚，他们穿着金色的袈裟，粗通汉文。这两个僧人中，有一个是本妙寺住持日真。笔谈过程中，日、朝双方代表都喝了很多酒，一直谈到深夜，最后因天色太晚而暂时结束笔谈，惟政一行人宿于加藤清正安排的营帐中。

四月十四日一早，惟政一行人吃完早饭以后，喜八过来见惟政，告知其五个讲和条件，表示这就是小西行长与沈惟敬正在商讨的内容：一、大明公主下嫁日本天皇；二、大明割朝鲜属日本；三、朝鲜、日本如前交邻；四、朝鲜王子一人入送日本永住；五、朝鲜大臣入质日本。

这其实就是丰臣秀吉制定的《大明日本和平条件》的变种版本，只是从原本的七个条件演变为五个，减少了明朝与日本恢复勘合贸易、明朝大臣与日本权臣交换誓书、朝鲜大臣向日本提交誓书这三条要求，又把原本的朝鲜王子、大臣渡海到日本作为人质这个条件，拆分为了两条。

可见，丰臣秀吉只将完整版的《大明日本和平条件》抄写本交给了小西行长和石田三成、大谷吉继、增田长盛，让他们主导与明朝的谈判，而加藤清正并没有收到完整的《大明日本和平条件》，所以在条目细节上产生了差异。

喜八出示这些条件后，对惟政说：“这些条件能不能成，可以细细答示。”

惟政一行人经过商议以后，认为每条都不可能成，于是在纸上回答道：

一、关于大明公主与日本天皇结亲。当年汉朝皇帝以一个宫女与单于和亲，此事虽然过去千年，但世人至今仍在指责汉朝皇帝。当今大明天子以尧舜之德、日月之明，统御天下，又怎么可能将大明公主送到万里沧波外去结婚呢？就算是放牛牧马的童子，也知道这件事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刘督府是天子重臣，文武双全，运筹高明，知道这件事情不义，又怎么会不知道这件事不成？

二、关于割朝鲜属日本。四海之内，莫非王土，就算是片地寸草，也是大明天子掌握之物，是否割舍土地在于天子决断。沈游击怎能使天子决断割舍土地与否？日本兴无名之师，践踏天子领域，涂炭生灵，过分到了极点。天子不得已，出动兵马，防御三年，哪有割让给日本的道理？万万没有此事！以此知晓，行长、沈游击的这一条件，是绝对谈不拢的。

三、关于朝鲜、日本如前交邻。让朝鲜忘记君父之仇，与日本结为兄弟之交，这是不可能的。我等回去告诉刘督府，让刘督府处置如何？

四、关于王子一人入送日本永住。此事万万不可。日本无故兴师动众，践杀生民，涂炭我宗庙社稷。身为臣子，又怎么可能将王子送到鲸海之外，永住他国异域？让沈游击、行长将王子送到日本，我等万死不从。况且大明圣天子是天下之主、亿兆人之父，又怎会容许此等劣事？所以，这件事也是不可能的。刘督府身为中朝大臣，深知礼仪，自然也知不可。

五、关于朝鲜大臣入质日本。此事同样不可。昔日我国全盛时，与日本对等交邻，从来没有此事。现在让朝鲜忘记与日本的仇恨，结为兄弟之国，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些事，让刘督府启禀圣天子之后处置如何？

六、以上五件事，皆不合大义。以此可知行长、沈公议和之事肯定不成。这并非是我等所知如此，刘督府也是知道的。如今上官与刘督府商量议和之事，希望能够好好协商，则议和之事必定可成。

得到了惟政的答复以后，喜八将加藤清正的意思写在纸上，出示给惟政看：“如果沈公、行长议和不成，则日本之兵将再次渡海，直向大明。那个时候，朝鲜的百姓就会全部饿死，你看这样如何？”

面对这一措辞强硬的威胁，惟政义正词严地回答道：“我朝鲜受命于大明天子，是礼义之邦。当初日本兴无名之师，我国来不及反应，于是日本便残杀我国百姓。今则大明圣天子运中国粮饷，连续接济我国百姓，发南兵50万，与我国忠义之士扫荡敌军。就算是死一百次，也不愿答应沈游击、行长的议和条件！”

做出了这一答复后，这天的谈判就结束了。惟政一行人仍旧待在加藤军的营帐里，准备明天继续谈判。这一天，加藤清正送来了4桶酒。

四月十五日，喜八将惟政等人引入加藤清正处，加藤清正让惟政与李谦受坐在椅子上，继续和他们讨论议和的五个条件。加藤清正问，惟政答。加藤清正事先让人在一张纸上写下了答复惟政的话，上面逐条驳斥了惟政前一天对五条议和条件列出的反对意见。但由于日军的汉语水平非常低，语脉不通，惟政完全看不懂，询问一边的翻译，才知道了大致意思。于是回答加藤清正说：“这些事情昨天已经在纸上作答了，再无别的话可说。我已派人报告给刘督府，刘督府也同意我的意见。”

加藤清正继续让翻译在纸上写汉字，和惟政笔谈，这次问：“刘督府为何移阵于全罗道？”

惟政回答：“天兵数十万，多数都驻在全罗道沿海。督府想要调兵，而南原处于全罗道腹地，所以移阵在此，同时统领全罗、庆尚两道兵马。”

加藤清正突然关心起了刘[image: ]
 的年龄，问道：“督府多大年纪了？”

惟政回答：“今年33岁了。”

加藤清正继续问：“平安道、咸镜道、忠清道、京畿道，分别是哪几个大明将军领兵？”

惟政故意夸大了明军兵力，回答道：“宋经略（宋应昌）、李提督（李如松）已经回国了，现在顾侍郎（顾养谦）统领诸兵30余万，已到平安道，同时统领四道兵马。”

加藤清正得到这一答复后，突然让翻译直接用朝鲜话质问惟政：“朝鲜的事情，无论大小，你们全部委托给大明处理，而不以实相告。还有让朝鲜王子向我送答书的事情，你们也推给大明，结果到现在都没有送来，为什么这么没有诚信？”

惟政从没听过让朝鲜王子送答书的事情，疑惑地问加藤清正：“上官和王子临别的时候，有什么约定，还是定下了什么盟约？”

加藤清正回答：“没有什么约定，又哪来的定盟？只不过我和他们住得久了，临别之前相约交好。但是到了今天，他们也没有写一个字来感谢我，人情就这么薄凉吗？”

惟政撒了一个小谎，开解加藤清正道：“怎么说我们没有诚信呢？王子目前在大明，早晚会回到朝鲜，那时候送答书，又有什么难的？还有我国本来就是大明属国，事事委托给大明，不也很对吗？”

加藤清正又让翻译将话写在纸上，和惟政笔谈。他让人在纸上诘问惟政道：“君等必定了解督府的心事，但是为什么却隐晦不说呢？”

惟政抓住这个机会，想趁机离间加藤清正与丰臣秀吉，便在纸上答复道：“我等怎么会知道督府的心事？但是督府每次都和我们说：‘西生阵将清正，是日本世守地方官后裔，是一个豪杰，他怎么甘心做关白这种庸人的手下呢？如果他在异国，肯定是那个国家的领袖了。’督府时常这样为上官感慨。”

得到了这样的答复，加藤清正只是微笑不语。

惟政问加藤清正：“我国认为关白是日本国王，他以上官为臣，派遣来本国，是这么一回事吗？”

加藤清正表示否认：“我不是关白之臣，我是天皇之臣。关白是恶人，以武力平定西国，现住那里。”他仍然解不开朝鲜王子不送书信答谢他的心结，突然又问惟政：“拘拿朝鲜王子的人是我，放还朝鲜王子的人也是我，缘何放了以后就不回信给我了，怎能如此无信？”

惟政又想借此离间加藤清正和小西行长，便再次编造谎话，哄骗加藤清正：“王子放还之功在于上官，但这只有督府知道，大明和朝鲜都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小西行长向我们炫耀功劳，说王子是他放还的，不是上官。”

加藤清正微笑着说：“王子当初在我手中，小西行长说的这是什么话？”

惟政想探知加藤清正的谈判底线，便试探着问他：“上官你想知道督府心里怎么想的，但上官心里又是怎么想的，同样不曾吐露。希望上官能把心事说出来，我等回去好报告给督府。”

加藤清正笑着说：“我心里怎么想的，和沈惟敬、小西行长不一样。如果他们议和之事不成，君过来与我通好，我也会派人与督府相通，一天之内就可以成事，用不着等很久。”

过了一会儿，加藤清正拿出10卷白纸、10柄扇子，对惟政说：“我和君已经很亲切了，没什么好送的，我这里有纸卷、扇柄，聊表心意。远在异国，没有什么别的宝物，希望不要嫌弃。”（以上对话出自《奋忠纾难录》）


惟政不想要，但是碍于正在与加藤清正谈判，怕对方起疑心，只好接受。双方会晤暂时告一段落，惟政一行人告退。次日早上，吃过早饭以后，惟政一行人离开西生浦，喜八和倭僧日真手持美酒佳肴，率领50名铁炮足轻前来践行。临行前，喜八嘱托惟政，以后可以将小西行长与沈惟敬的议和进程写信告诉他们。

五月五日，惟政、李谦受回到全罗道南原，向刘[image: ]
 汇报此次出使的详情。刘[image: ]
 先是好好慰劳了惟政，两人寒暄一番之后，惟政情绪激动地对刘[image: ]
 说：“沈游击是什么人？！轻许求婚、割地两事！就算是放牧的童子也不敢乱说这种话，何况他为人臣子！以天朝威灵赫赫，而不图其人为恶之心，以至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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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同地说：“你这个和尚说得很对。那个姓沈的，只以倭人要求封王、准贡答复天朝。至于求婚、割地之事，他根本不敢对天子讲，而对倭人却一直这么应承。不知道他的下场会是怎样，他就是一个小人！求婚这件事情，就算是要乞丐的女儿，也不会许可。更何况大明天子的圣女，又怎么可能下嫁给倭奴？万万没有这个道理。”（以上对话出自《奋忠纾难录》）


从刘[image: ]
 、惟政等人的表态来看，沈惟敬因为被传许诺与日本通婚、割朝鲜土地给日本，这时候已经声名狼藉了，成了众人眼中的一个小人。客观来说，沈惟敬是否在熊川向小西行长许诺割地，在史料上并没有确凿的直接证据。但他之前在平壤确实做出过这样的承诺，不过那是羁縻日军的缓兵之计。至于沈惟敬许婚一事，也确实是有的，但那是宋应昌、李如松授意沈惟敬做的，沈惟敬不过是其政策的具体执行者而已。诸龙光事件发生以后，许婚是不可能实现了，实际上也就作废了。但是这些丑事在朝鲜广泛传播，所有的恶行，直接矛头指向的都是沈惟敬，而不是授意他做出这些丑行的真正决策者，这正是沈惟敬的可悲之处。

惟政与加藤清正的激辩

万历二十二年七月十日，朝鲜僧兵将领惟政、军官李谦受再奉刘[image: ]
 之命，出使加藤清正所在的西生浦，这次跟随他们去的人有蔚山郡守军官蒋希春、忠清防使军官判官崔福汉、庆尚防使军官主簿金彦福等37人。一行人抵达西生浦时，正赶上加藤清正和副将喜八从外边回来，他们看到惟政等人十分高兴。

喜八在纸上写道：“惟政怎么这么晚才来？上官待之苦矣！”

寒暄过后，由于天色已晚，惟政一行人宿在西生浦，准备次日展开具体谈判。

第二天早上，喜八过来找惟政谈话，但是没有谈出什么实质内容来。到了晚上，李谦受进入喜八的私人住所，继续与喜八谈话。李谦受按照刘[image: ]
 的谈判方针，想要挑拨加藤清正和丰臣秀吉的关系，让清正起兵造反，便故意对喜八说：“上官与关白同时起兵，关白何德而为王？上官何恶而为臣？”

喜八回答道：“清正与关白，是一个村的人。因为清正年纪轻，所以不居关白之上。”

李谦受继续挑拨道：“上官既然身为大丈夫，其兵力与关白不相上下，为什么不称王于东海呢？”

喜八解释说日本国情不同：“我国之法，国王万世不改，关白不是国王，乃是武官之长。清正是关白的副将，怎么能够称王呢？”

李谦受加大挑拨力度，将话写在纸上，出示给喜八看：“上官虽然不能成为国王，那成为关白应该是没问题吧？关白原是村人的仆夫，却侥幸得志，篡灭其君，罪不容诛。后来又动兵尽杀日本诸岛之人，现在还害了我国。天下人怨恨关白，就像是有深仇大恨一样。清正世受爵禄，慈爱人民，有王者气象，怎能甘居关白之下？督府常为清正感到可惜。如果清正有意图谋关白之位，督府愿鼎力相助，料来易如反掌，此事如何？”

喜八看了以后，沉默很久，才回答李谦受：“此事不可为，关白已为关白，清正乃下将。我国之法，下不为上也。”

李谦受不为所动，继续挑拨道：“但是关白本来就是下人，现在怎么成了人上人？万古以来，帝王尚且不断更换，更何况是关白！”

喜八面露不悦地回答道：“不可也。”

说完这句话之后，喜八便让李谦受离开，回到日方提供的住所。

次日傍晚，喜八带领惟政、蒋希春、翻译金彦福等，来到加藤清正处，与其直接对话。只见加藤清正坐于堂中，正与倭僧日真等三人对话。加藤清正让惟政等人坐下，惟政将刘[image: ]
 写给加藤清正的信交给了他。加藤清正将信交给倭僧，倭僧翻译成日文说给加藤清正听。加藤清正用笔在纸上写上日文的答复内容，再由倭僧翻译成汉文，出示给惟政等人看。双方用这样的形式进行谈话。

加藤清正先问了以下七个问题：

一、大明天子许婚一事如何？

二、朝鲜王子一人入送日本一事如何？

三、割朝鲜四道属日本之事如何？

四、朝鲜大臣入质日本一事如何？

五、朝鲜与日本如前交邻如何？

六、大明一人入质日本之事如何？

七、大明以何物与日本通好？

这七个问题，同样脱胎于《大明日本和平条件》。在加藤清正与惟政的初次谈判中，他就已经问过前五个问题了，这次则新添了后面两个问题。

惟政看了加藤清正出示的问题，答复他道：“前五条，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已经回答得很清楚了。今天送来刘督府的信，他的态度和我此前的答复一样。况且沈游击、行长的议和之所以不能成，也是因为这些事不可能办到，所以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至于新增的两条，也不是我等可以擅自回答的，只能由督府处置。”

加藤清正说：“日本与大明议和的条件，就是这五件事。”

惟政回答说：“我前一次来的时候，上官说‘我想要的和沈、行长不同’，我等将此意告诉了督府，督府也写信答复。这次过来，是想知道上官的本意。再则，那五条要求确实无法应承，这也是沈游击、行长议和不能成功的原因，所以没有什么必要再讨论。”

加藤清正问：“那督府想用什么条件和日本议和？”

惟政抓住这个时机，遵照刘[image: ]
 的指示离间加藤清正与丰臣秀吉，对他说：“督府的心事和前面五条非常不同。督府以为上官乃豪杰之人，却屈尊于关白之下，实在为上官感到不值。督府想要上奏大明天子，封上官为日本关白，以兵助之。”

倭僧将惟政的话翻译给加藤清正听后，加藤清正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他才问道：“你们都说，前五事不成，那应该谈什么，才可以达成和议？”

惟政回答说：“朝鲜与日本如前交邻一事，还有商榷的空间。其余四事，连沈游击都不敢禀报天子，还有什么可以讨论的余地？”

加藤清正威胁道：“沈游击和行长讲和之事充满虚伪，实不可成矣。现在我所讲的，都是真真切切的议和条件，你们胆敢不从吗？”

惟政辩解道：“行长之事不成，自然是无可置疑的。但上官想要的，与沈游击、行长无异，又岂有能成之理？”

加藤清正不愿退让，表态说：“此五条，是关白之命，不可不从。”

惟政坚决不从，答复加藤清正道：“即便是关白之命，也不可不合大明之意，不可不合于义理。即便是天崩地裂，此议终不可成。”

加藤清正又问：“那什么样的条件，才能促成和议？”

绕来绕去，两人还是绕回到了这个问题上。惟政答复道：“如果有别的通好条件就好了，只能回去先告知督府。”

之后，两人围绕加藤清正提出的五条议和条件展开了反复讨论，惟政始终不肯妥协，只愿意就“朝鲜与日本如前交邻”一条表示退让。加藤清正很失望，怅然地说道：“如果是这样的话，日本用兵海外三年的辛劳，到头来只是一场空。”

惟政占据大义名分，责备加藤清正道：“日本就算是用兵10年，也是动无名之师扰天下之民。汉史说‘兵骄者灭’，现在是日本自取灭亡，跟我等有什么关系？”

听了惟政这番表态，加藤清正突然发怒，他带着强烈的不满情绪对惟政说：“行长、义智等，不过是海岛中卖盐之人！他们进犯平安道的时候，总是停留不前，蹉跎岁月，导致不能抓到朝鲜国王，结果旷日持久地耗着，终于在平壤打了败仗，接着又被明人欺骗，退兵南下。而我在朝鲜打仗，绝不像他们这样窝囊！我战无不克，一直打到咸镜北道，生擒了朝鲜王子及诸大臣。北道诸臣，有谁能从我手里逃脱？我还深入女真部落，擒杀屠戮，无所不至。去年夏天，行长等人攻打晋州，结果一开打就退了下来，而我则一举告捷。你等去打听打听，攻陷晋州的是谁？如果我乘胜向西，就会一直打到平安道，朝鲜臣子即便是忠义如山之辈，也不能捍卫自己的国王！现在我退到海边，不是因为打不过你们的士兵，只是怜悯朝鲜的生灵。”

加藤清正这么一说，惟政也被激起了脾气，他态度强硬地答复道：“日本想要与我国讲和，就以武力恐吓吗？我国之卒习于战伐，甚为精锐，不比汝国之兵差！我国之兵再与天朝兵马合势，则谈笑间可以制服汝兵！”

加藤清正见吓不倒惟政，态度又软了下来，对惟政说：“你虽然说‘日本与朝鲜如前交邻’这一条可以答应，但是也要满足其他两个条件才行。我之前说，割让朝鲜四道给日本。现在不需要割四道，割让二道就可以了。再送朝鲜王子到日本，作为人质。这样的话，两国就可以如前交邻了。”

加藤清正这番表态，对比他之前要求惟政全盘接受五个议和条件，已经大为退让，削减为了三个条件。原先要求的割让朝鲜四道，也改为割让二道。

惟政拒不妥协，他对加藤清正说：“割地、送王子为质，还谈得上交邻吗？势不得已，以兵力相决。”

这一天的谈判没谈出什么具体结果，惟政等人暂时告退。

七月十三日早上，喜八奉加藤清正之命，带惟政、李谦受、蒋希春、金彦福等人来到加藤清正的住处。谈判开始后，加藤清正又对惟政进行了一番武力威胁，但惟政仍旧没有被吓倒。无奈，加藤清正只能再次绕回去，问惟政：“督府想要以何事议和？”

惟政按照刘[image: ]
 的谈判方针，再次挑唆加藤清正对丰臣秀吉造反：“督府能观天象，察人事。当年上官在咸镜道的时候，督府夜观天象，发现有王者之气聚集于上官住处，就想要帮助上官成为日本国王。从此以后日本、朝鲜、大明三国和平，万世不改。对上官来说，这不是很好吗？”

加藤清正听了惟政的这些话，既不生气也不正面回答，只是顾左右而言他。过了一会儿，加藤清正对惟政说：“欲成交邻事，必须督府亲自来庆州面议，然后可成。”

惟政回答说：“我等归告督府，等待处置。”

加藤清正与诸倭僧用日语相谈了一会儿，过了很久才对惟政、李谦受说：“那惟政就留在这里，李谦受回去复命。”

加藤清正这番表态，俨然是想把惟政留下，作为人质，借此试探对方的和谈诚意。惟政没有惊慌，他假装高兴地对加藤清正说：“我当然希望留在这里，但只怕督府起疑心，又担心往来的其他使者也起疑心，使议和之事不容易办成。”

加藤清正突然正色道：“现在才知道你们说要议和，都是假的。惟政留在这里，何事不成？”

惟政开解道：“我一个山里人，即便是留在这里，也无损于我国。但如果要议和，则非但是今日，还有以后很多时日，都需要双方解除怀疑，永绝疑心才可。自古以来，我国使者去日本，日本使者来我国，没有一点阻碍，就是因为没有疑心的缘故。”

加藤清正笑道：“惟政你说得很对，我也是想试探你们是否有和谈的诚意，才故意那么说的。现在看来，你们是真心来议和的。当初关白起兵，以行长、义智为先锋渡海，我等跟随而来。现在行长等人在平壤战败，因为怕被关白怪罪，所以以通和大明的名义退屯海滨，长期居住于此。我倒是想回日本，但是一想到外征三年，就不愿一无所获地回去。如果朝鲜想要与日本恢复到从前的交邻关系，便速速决断，那样我就能渡海回国了。”

加藤清正的态度开始软化，表示朝鲜方面只要履行与日本交邻的条件，双方就能实现和议。加藤清正边上的日军听到后，都为能尽早结束战争感到高兴，面露喜色，他们表示要在傍晚的时候做炊饼，慰劳惟政一行人。在双方之后的谈话当中，加藤清正反复问“督府来庆州与否”“天子许婚与否”，惟政也多次进行答复。谈话进行了一整天，到了傍晚，双方坐在一起吃饭，宴席十分丰盛。晚餐结束以后，惟政一行人暂时告退，回到日军提供的住处。

当日夜半，喜八使朝鲜翻译金三斤偷偷去找来李谦受，把他接到自己的住所。李谦受来到喜八的房间后，喜八通过金三斤问他：“朝鲜与日本交邻一事，汝等认为可成吗？”

李谦受回答道：“我等归告督府，再启禀大明天子，才可决断，哪能事先决断？”

喜八说：“我上官在此图之，则事无不成，汝等须速速决断。若成事，则我等受封于明朝，永为和好，那不是很好吗？”

喜八又用手附在金三斤耳朵上，悄悄说：“关白若求朝鲜王子，则交邻必定不成矣。汝国可取他人之子，年纪八九岁者，冒充王子入送，则事当速成。”（以上对话出自《奋忠纾难录》）


喜八的这一番表态，无疑是加藤清正的意思。他们想让朝鲜找一个民间儿童冒充朝鲜王子，送到日本去，顾全丰臣秀吉的面子，这样就可以实现和议。就加藤清正的这一表态来说，相比之前坚持的那五个条件，无疑是做了很大程度的让步。这一个现象非常有趣，宋应昌、李如松曾经想找民间女子冒充大明公主送到日本去，而此时加藤清正也想让朝鲜找个民间儿童，冒充朝鲜王子送到日本去。由此可见，当时双方的谈判者都想用作弊的手段，来达成和议。

七月十六日上午，惟政一行人离开西生浦，喜八亲自护送他们到大路上，约定等待朝鲜回音，让他们十月份的时候再过来谈判。

刘[image: ]
 撤兵

再说回大明境内的情况，原本明神宗在各方的激烈反对下，已经下旨不许封贡，停止与日本谈判。以兵部尚书石星为首的主和派，表面上就此妥协，但实际上仍想另辟蹊径，使朝廷同意封贡，完成与日本的议和。

在此背景下，新经略顾养谦派遣参将胡泽进入朝鲜，以胁迫的方式，逼着朝鲜向明廷上奏，代日本乞求封贡。朝鲜政府不肯配合，胡泽就威胁朝鲜，称朝鲜胆敢拒绝，明朝将召还仅剩的驻朝明军（刘[image: ]
 部5000人），将明军的防线收缩到鸭绿江，不再管朝鲜的事情；又进一步威胁称，即便日军再来入侵朝鲜，明朝也不会对朝鲜施以援手。（《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在胡泽的威吓下，朝鲜只能稍稍让步，写奏文陈述日军目前在沿海地区没有生事，想向明朝乞求封贡，但只是用叙事口吻，并没有直接代日本向明朝请求封贡。胡泽见朝鲜态度松动，非常高兴，他私自篡改朝鲜的奏表，改成朝鲜代日本向明朝乞求封贡，然后带上朝鲜的陈情使许琐，一同返回辽东复命。（《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


然而就在这期间，顾养谦被罢去经略一职，改由孙矿接替。对于顾养谦离职的原因，存在两种不同的说法。《明史稿·顾养谦传》《宋经略书》记载，顾养谦迫于朝中反对封贡的舆论压力，主动请辞，并推荐孙矿接任。《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则记载，顾养谦是因为被弹劾而被革职的。至于新经略孙矿，他在对日方针上，也是“外为讨贼之言，而其中则阴主和谋”（《宋经略书》）
 ，实际与宋应昌、顾养谦并无本质区别。

万历二十二年九月，明神宗收到了朝鲜代日本请求封贡的奏文，他为此责怪之前力主反对封贡的那些大臣，又责备石星不能主张大事。在此前提下，明神宗不再坚持禁绝封贡，封贡之议再起。

同月，刘[image: ]
 奉明廷之命，开始从朝鲜撤兵回国。之所以撤兵，是因为前经略顾养谦力主尽撤驻朝明军，并得到了明神宗的首肯。虽然顾养谦在九月的时候已经卸任经略一职，但撤兵命令早在好几个月前就已经下达给刘[image: ]
 了。刘[image: ]
 的军队一共有5000人，这批军队撤去以后，明朝在朝鲜就没有留下任何驻军了。临行前，朝鲜国王李昖在王京的慕华馆为刘[image: ]
 践行，他惋惜地对刘[image: ]
 说：“小邦之人，惟大人是仰。今乃撤回，不胜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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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不舍和劝谏的语气对李昖说：“俺亦两年留此，情不忍别也。当归见经略，力陈贵国事情耳。唯愿陛下，更加忧国，以安地方。”

李昖带有遗憾地说：“承此指授，不胜感激。大人若更率大兵，剿除凶贼，济小邦之生灵，立万世之奇勋，不亦伟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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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慨道：“士生天地，熟无成功之心哉？古人云：‘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俺亦欲树功立业耳。”

李昖令人呈上礼单，想把礼物交给刘[image: ]
 ，但是被刘[image: ]
 拒绝了，他对李昖说：“俺来此，扰害地方多矣，不以为罪，亦云幸矣。况此馈运，非至一再，心甚未安，决不敢受。”

李昖坚持将礼物交给刘[image: ]
 ，刘[image: ]
 只勉强接受了砚、弓矢、濑皮。他又劝谏李昖说：“俺得侍殿下久矣，愿献一言：‘亲君子、远小人、明赏罚、宽刑法，此四者，殿下须勉力焉。’”

李昖担心明军全部撤走以后，朝鲜的国防得不到保障，又对刘[image: ]
 说：“小邦军兵，皆是不教之卒，不可用于缓急，故敢请天兵耳。”

见李昖提出向明朝请兵的要求，刘[image: ]
 表示：“兵则虽十万、二十万，不难调发，而粮饷极难。千里行师，士有饥色，则不可用兵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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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李昖反映的，确实是实情。即便明朝调再多兵马来朝鲜，若得不到足够的粮饷支持，那也是白搭，这也是宋应昌、李如松未能一气呵成将日军驱逐出朝鲜的最根本原因。

李昖又问刘[image: ]
 ：“大人之意，以为发兵几许，可灭此贼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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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说：“必须十万乃可。”

李昖始终担心明军撤去以后，朝鲜的安全得不到保障，便很委婉地表示希望刘[image: ]
 能够留下来：“凶贼畏大人，不敢动矣。今日大人西还，全罗将不守。若失全罗，则大兵虽出来，不及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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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即教李昖如何应付日军：“彼贼每因粮而进。今若再动，则必由全罗路出来。要害之地，按伏邀击，清野以待，可也。”（以上对话出自《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这之后，刘[image: ]
 与朝鲜国王相互作揖，随后上马离去。明朝在朝鲜的驻兵，至此全部撤回国内。

在刘[image: ]
 开始撤兵回国的同月，福建巡按御史刘芳誉收到了福建海商黄加、黄枝、姚明、姚治衢四人从日本带回来的情报。黄加等人在前一年搭乘许豫、史世用的船只到达日本，作为福建巡抚许孚远派去的间谍，他们到丰臣秀吉的住城展开贸易，在那里遇到了一个被掳掠的朝鲜人廉思谨。廉思谨将他知道的倭情写成一封信，交给了黄加等人，然后由黄加等人带回福建，投交给泉州府衙门。廉思谨在信上，透露了沈惟敬曾经向日本人私许和亲的事实：“往年游击将军沈惟敬，进兵朝鲜之时，与倭连和。而送倭之时，约送徐一贯、谢用梓于倭王。倭王与沈惟敬约曰：‘可送大明王女于日本也。若然，则大明王女为倭王妃，而明年不往征，永永天地相好。’”（《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刘芳誉获悉这条情报以后大怒，随即上奏明廷。其实早在几个月之前，沈惟敬私许和亲之事，就已经在明朝传播开了，李如松的私塾教师诸龙光掌握到此事与李如松有关，向广东御史唐一鹏揭发，礼部郎中何乔远、吏科林材也先后上疏，为此引发了一场风波。结果兵部尚书石星力保李如松、沈惟敬，诬陷诸龙光。明神宗震怒，认为此事让他很没有颜面，便将没有靠山的诸龙光处死。

而刘芳誉得到的情报，是从被俘虏到日本的朝鲜人那里听来的，与诸龙光的说法对得上，由此可知诸龙光并没有诬告李如松，他是被冤枉的。因此，刘芳誉便据实上奏，希望朝廷能够掌握到沈惟敬向日本人私许和亲的事实，把欺君辱国的石星、宋应昌、李如松、刘黄裳、沈惟敬等人一并判决，公正处理此事。在奏疏中，刘芳誉把话说得很重：

星以握枢大臣，为（沈惟敬）所蒙蔽，而卒乃辱国至此，而欲腆颜就列耶？皇上不即显斥，星亦可以自裁矣。至于经略宋应昌、提督李如松、赞画刘黄裳，其欺君误国之状，诸臣言之甚悉，而皇上未遽处分者，独以和亲之说为无据耳。今有据矣，惟敬何以辞罪？而应昌、如松、黄裳三人又将何以自解者哉？孔明有街亭之败，请贬爵三等。应昌辈，视孔明何如，而有碧蹄之败，又加以和亲之辱。臣谓夺爵不足辜者，顾容其瓦全，不一贬损耶？亦太姑息矣。时闻封贡，已若贼臣惟敬计，必捕之，勿令窥逸，为他日患。（《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刘芳誉将宋应昌等人向日本私许和亲的事情与碧蹄馆之败联系起来，认为正是碧蹄馆之战输了以后，明军才出现这种“和亲之辱”。但是刘芳誉的上疏，却没有被上报给明神宗，而是被内阁有意给压了下来。据《万历邸钞》记载，内阁看到刘芳誉的上疏，非常不满。而刘芳誉事后也得到贬职处分，被调任浙江温州知府。从这一事件来看，内阁首辅赵志皋对沈惟敬私许和亲之事无疑是清楚的，但赵志皋与石星一样都是主和派的首脑，他们一直在背后操纵着和谈，对此采取了隐秘的态度，一次次地保护了宋应昌、李如松、沈惟敬等人。

场门浦、永登浦海战

由于朝鲜反对与日本议和，所以当驻朝明军全部从朝鲜撤退回国后，朝鲜备边司出现了讨伐日军的声音。左议政兼三道都体察使尹斗寿主张先讨伐巨济岛的日军，朝鲜朝廷对此表示同意。于是，尹斗寿亲自进驻全罗道南原，将麾下数千兵丁交付给忠清兵使宣居怡，让他进屯庆尚道固城，为进攻巨济岛做准备。接着，他传令都元帅权栗、统制使李舜臣、忠勇将金德龄发兵，水陆夹击巨济岛日军。（《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


万历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李舜臣发船数十艘
[2]

 ，突入巨济岛的场门浦倭营，用“大铁炮”“石火矢”
[3]

 攻击日军阵地。屯驻在场门浦倭营的日军将领是福岛正则、户田胜隆、来岛通之、来岛通总，他们面对来袭的朝鲜水军，只是在岸上占据险要之地，“高设楼阁，筑垒两峰”，不敢轻易下海抵抗。此时，日将岛津义弘屯驻在巨济岛的永登浦，他得知场门浦倭营受到攻击后，派遣部将伊集院抱节前去支援。但之后发生了什么，日本史料与朝鲜史料分歧巨大。

据李舜臣的《乱中日记》记载，朝鲜水军打败2艘日军先锋船后，船上日军纷纷逃到陆上，剩下的空船被朝鲜水军撞破后焚毁。之后，李舜臣退兵到漆川梁，整晚在此结阵。而岛津家史料《征韩录》的说法与此有很大的出入。该书记载，伊集院抱节与福岛正则、户田胜隆等组成联军，一同迎击朝鲜水军。福岛正则亲自下海，烧毁了一艘搁浅在岸滩的朝鲜大船，并烧杀了许多朝鲜士兵，其余朝鲜船只见状，纷纷掉头逃跑。两相对比，朝鲜史料认为日军不敢迎战，被李舜臣烧了空船；而日本史料则认为福岛正则烧了朝鲜战船，朝鲜水军逃窜。这成了双方最大的差异点。

十月一日早上，李舜臣从漆川梁发船，会同庆尚道右水使元均、全罗道右水使李亿祺、忠清道水使李纯信，再抵场门浦。四人在此分兵，元均、李亿祺留在场门浦的前洋，李舜臣与李纯信以及先锋诸将进击岛津义弘屯驻的永登浦。这之后发生了什么？朝鲜史料与日本史料的说法较为统一。

李舜臣的《乱中日记》记载，岛津义弘把船停泊在码头，不敢迎击朝鲜水军，两军没有发生交战。岛津家史料《征韩录》说，数十艘朝鲜战船载着“大铁炮”“石火矢”袭向岛津阵地。岛津义弘虽然想要歼灭朝鲜水军，让对方一艘船也不剩下，但对方在午后就退兵了。换句话说，两军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爆发冲突，只不过各自表述不同而已。

与岛津义弘一番对峙后，李舜臣在日暮时分退兵回到了场门浦。据《乱中日记》记载，李舜臣回到场门浦以后，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朝鲜水军的蛇渡二号船停泊在岸边，日军的2艘小船急遽接近，对蛇渡二号船投以火把，将该船烧毁了。朝鲜水军未能及时扑灭火势，眼睁睁地看着蛇渡二号船被焚毁，李舜臣痛心疾首，狠狠责罚了蛇渡军官。二更时分，朝鲜水军退兵到漆川梁。

《乱中日记》的这个记载，与《征韩录》里福岛正则焚毁一艘朝鲜大船的记载高度重合，可以判定是一件事情。但《征韩录》将焚船日期记成了九月二十九日，而《乱中日记》则记载这一事件发生在十月一日。由于《乱中日记》是李舜臣写的日记，属于一手史料，而《征韩录》成书时间较晚，因此前者的可信度更高。《征韩录》应是将日军焚毁朝鲜大船的时间给记错了。换言之，在九月二十九日，福岛正则等人始终不敢迎击李舜臣，还被李舜臣烧毁了2艘先锋船只。但《征韩录》玩了移花接木的手法，让人以为福岛正则在得到岛津义弘派出的援兵后，反而打跑了李舜臣。

十月一日之后，朝鲜水军和日军的交战经过，在日本史料里便没有了记载，只见于朝鲜史料。而朝鲜史料的说法存在多种版本，不过大致可以分为三套说辞，分别出自李舜臣的日记、元均的战报与官方实录。

首先是十二月二日的动向。《乱中日记》记载，李舜臣派遣30艘先锋船只，前去侦察场门浦日军的动向，之后很快退了回来。然而在元均的战报里，这一天并没有如此平静，而是发生了激战。战报上说，十二月二日天刚亮，朝鲜水军与日军在场门浦交战，日军屯聚于三处高峰，大张旗帜，对朝鲜水军乱放铁炮。朝鲜将士慷慨赴战，激战了整整一天，直到天黑才退却，结阵于外咤浦。


接着是十月三日的动向。《乱中日记》记载，李舜臣亲自率领诸将，一早就来到场门浦，与日军相战终日。日军畏惧，不敢出抗。日暮，李舜臣率领诸将退兵到漆川梁，整晚在此结阵。

相比李舜臣的日记，元均的战报对这天的战况记载要详细很多。战报上说，朝鲜水军全部出动，列立于场门浦江口，先使先锋迫近场门浦城，向日军挑衅。日军在岸上，远远地躲避朝鲜军射出的箭镞、扔出的石头，他们有人躲藏在城内，有人在城外挖坑藏了进去。日军躲在城里、战壕里，对朝鲜水军放铁炮、大炮，炮丸“大如手拳”，远至300余步，非常凶猛。元均看见靠近海岸的一处日军阵地堆积了很多马草，便挑选精锐，放箭驱逐了守卫该地的日军，将其尽数焚毁，火势蔓延很大。但因为日军躲在岸上，不下海与朝鲜水军决战，朝鲜水军无计可施，元均感到极为痛愤。战后，元均与统制使李舜臣、义兵将领郭再祐、忠勇将金德龄商议，决定水陆合攻场门浦，陆上由15名巨济射手作为向导，元均再将他麾下可堪陆战的31名战士配置给郭再祐，听他号令。

对于这一天的战况，元均的战报相比李舜臣的日记更加写实，在其记述中，日军坚守岸上的阵地，以火器回击朝鲜军，令朝鲜水军无计可施。李舜臣的日记在文辞上显得矛盾，如果日军不敢出抗，又怎么可能与朝鲜水军相战终日呢？

接着是十月四日的动向。《乱中日记》记载，李舜臣与郭再祐、金德龄相议后，挑选出数百士兵登陆场门浦，他们爬上山头，来回挑衅日军。李舜臣率领中军进迫场门浦，水陆呼应，日军仓皇失措，东奔西走。突然，登陆的朝鲜水军见到一个日军士兵气势汹汹地挥动着日本刀，于是急匆匆地退回到了船里。日暮时分，李舜臣退兵回到漆川梁。

李舜臣的日记，不仅语焉不详，而且显得有些底气不足。元均的战报，则补充李舜臣日记里没有的细节。战报上是这么说的，卯时，朝鲜水军驾船突入场门浦贼巢，一些人放明火飞箭，一些人放玄字铳筒、胜字铳筒，以挑衅日军。朝鲜水军又分派精锐前往永登浦的岛津义弘驻地，以示冲东击西之状，绝其相援之路。但日军坚壁不出，朝鲜水军无法将其歼灭，元均感到不胜痛愤。

仔细对比李舜臣的日记和元均的战报，会发现有矛盾之处。《乱中日记》说在朝鲜水军的打击下，日军仓皇失措、东奔西走；而元均的战报则说日军坚壁不出，没有提及日军惊慌逃窜的情况。而根据朝鲜官方史料《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的记载，朝鲜军在这一天打的完全是一场败仗：

（尹）斗寿驻南原，以麾下兵数千付宣居怡，领率进屯固城。传令都元帅（权栗）、统制使（李舜臣）、忠勇将（金德龄）水陆夹攻巨济贼。贼依山设险，诸军乘舟入岛。金德龄等率勇士居前，贼乘高放丸，德龄军仰攻，多中丸。居怡等诸将皆退，德龄收队而归。

接着是十月五日的动向。根据《乱中日记》的记载，李舜臣在这一天已经在起草战报了，之后没有发生战事。元均的战报，也说这一天休兵，没有打仗。

再接着，就是十月六日的动向。《乱中日记》记载，李舜臣派遣先锋船只，再次前往场门浦，只见日本人在地上插着牌子，上面写着“日本与大明方和睦，不可相战”。之后，就没有朝鲜水军与日军相战的后文了。

而元均的战报则提到朝鲜水军在这一天仍然与日军相战，战报上说，朝鲜水军的4艘斥候船行进到巨济岛的吾非咤浦，望见2艘倭船，便挥动旗帜邀战。船上一半的日军已经登陆上岸，那些留守的日军见朝鲜船只杀了过来，纷纷跳水逃命。斥候船上的将领元士雄、曹俊彪、金希进协力攒射落水日军，使许多日军士兵负伤。但先前已经下船的30名日军士兵手持铁炮来援，最终使落水日军逃脱而去。最后，朝鲜斥候船缴获了2艘倭船上的橹楫、莫风席、水桶、镰斧，然后放火烧毁了倭船。

笔者认为，李舜臣的日记和元均的战报关于这天的记载并没有矛盾之处，因为他们记录的活动区域不同。李舜臣记录的是派遣先锋船只再往场门浦，而元均记录的是4艘侦察船在巨济岛的吾非咤浦遭遇2艘倭船。

最后是十月七日的动向。《乱中日记》记载，宣居怡、郭再祐、金德龄等人从漆川梁退兵，李舜臣留在原地未退，没有任何交战的记载。不过，元均的战报记载这一天发生了战斗。战报上说，朝鲜斥候船再次来到巨济岛的吾非咤浦，看见五六名日军士兵在海岸边彷徨，若有所失。观察到这个情况后，朝鲜战士从船上下来，登陆追逐这几名日军士兵，对其弯弓射箭。这几名日军士兵吓得逃到了山谷中，其中有一名士兵来不及逃走，他解下佩刀，向朝鲜士兵投降了。

李舜臣的日记和元均的战报，在这一天的记录上，虽然说法各一，但依然没有任何矛盾之处，因为他们记录的活动空间还是不同的。

十月七日以后，朝鲜水军就没有与日军交战的记载了。十月八日，李舜臣从漆川梁退兵到闲山岛，结束了这次战役。

朝鲜水军发起场门浦、永登浦海战，本意是打掉这两个在他们看来最容易得手的日军据点，但是最后并没有成功，从战略目标上来说是以失败告终的。而从战术角度来说，在十月四日的永登浦海战中，李舜臣、郭再祐等朝鲜将领确实败给了福岛正则等人。无论从战术角度还是从战略角度来说，朝鲜水军发起的场门浦、永登浦海战都是失败的。战后，司谏院、司宪府弹劾主张发动这场战役的尹斗寿，使他被革职了。场门浦、永登浦海战的失败，也充分说明仅仅凭借朝鲜自己的力量，是断然无法将日军驱逐的。

咸安会谈

再说回丰臣秀吉，在长达一年半的停战期内，他一直在等待与明朝议和的最新进展，但迟迟等不到回音。他失去了耐心，让人传话小西行长：如果大明再不把公主送到日本，他将在第二年春天亲自出兵，直捣大明。（《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不过，受到诸龙光事件的影响，在朝鲜负责主和事务的小西行长已无法实现和亲，他只希望通过解决封贡问题完成与明朝的议和，使丰臣秀吉停止出兵。但由于明军副总兵刘[image: ]
 已经从朝鲜撤兵回到辽东，大明在朝鲜已无驻军，小西行长失去了与明方的直接联络渠道。同时，小西行长还听到了这样一条与事实有所出入的传闻：沈惟敬携带关白降表回到大明以后，大明原本已经允许小西行长提出的封王、准贡之请，正准备派出使者来到朝鲜宣谕这一消息，但是由于朝鲜和刘[image: ]
 上本阻挠，所以大明天子又收回了封贡之命。

在这种情况下，小西行长只能试图与朝鲜疏通关系，希望让朝鲜代替日本向明朝上奏，请求明朝能够准许封贡，尽早完成议和。于是在万历二十二年十一月一日，小西行长致信朝鲜庆尚道右兵使金应瑞，要求派出专人，与他议事。金应瑞随即派遣军官李弘发出使熊川倭营，与小西行长会面。柳川调信、宗义智、景辙玄苏等人支开左右闲杂人等，对李弘发说：

南蛮、琉球，皆是外夷，而奉贡、称臣于大明，日本独为弃国，未参其列。前以此意请朝鲜，欲达于大明，而朝鲜牢不肯许，不得已举兵出来。及至天兵之出，闻沈惟敬讲和之言，退在于此，而迄无黑白。两国相持，退去无期，贵国其何堪耶？贵国若以此意传达于天朝，特遣天使，许赐封爵，则志愿毕矣，即当撤归。贵国人无遗刷还，军粮谷种亦当优送。不然则明年正月，关白亲领兵出来，直入大明定计矣。仄闻清正传语于贵国曰：“结婚天朝、割地贵国，然后退去云。”此则非关白之意，而私自作言，沮此和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在谈话中，柳川调信、宗义智等人特意强调，如果议和不成，丰臣秀吉将在次年正月亲自领兵直犯大明；又强调丰臣秀吉没有提出过许婚、割地这两个条件，这是加藤清正为破坏议和捏造出来的。但事实上，小西行长此前确实与沈惟敬提出过许婚、割地这两个要求，只是后来都不了了之了。小西行长的议和条件，到最后只剩下了坚持封贡；而加藤清正的议和条件，则只剩下让民间假扮的朝鲜王子渡海到日本作为人质。

其实，无论小西行长还是加藤清正，双方在谈判过程中，都曾以《大明日本和平条件》与明朝、朝鲜展开交涉，但最后都没有迫使对方接受《大明日本和平条件》的全部条目，只要求对方履行其中一条。

李弘发从熊川倭营回去后，小西行长、宗义智等人与金应瑞继续通信。十一月三日，锅岛直茂的部将锅岛茂里手持小西行长等人的信件，从庆尚道金海城出发，再次来找金应瑞。在信里，小西行长请求金应瑞选定时间，前往昌原或者咸安，与他们会面谈判。金应瑞将这一消息报告给了都元帅权栗，权栗又报告给了朝鲜朝廷。朝鲜朝廷顾虑到驻朝明军已经全部撤回国内，一旦丰臣秀吉真的在次年正月出兵朝鲜，朝鲜将难以应付，于是便让金应瑞赴会。

十一月二十一日，金应瑞抄率百余精锐，来到咸安地谷岘，等待与小西行长会面。小西行长先派了几个人过来问安，过了一会儿，景辙玄苏、竹溪宗逸、柳川调信率领100多名日本士兵赶来，他们在远处下马，随后步入正厅，与金应瑞相互作揖。

景辙玄苏对金应瑞恭维道：“久仰大人，每欲一拜，今日才得以参拜帐下，不胜惶恐。”

金应瑞也客气地道：“大人等昔日来我国时，仆在咸镜道，未得一见。今幸相遇，多谢多谢。”

相互客套一番后，景辙玄苏开口说出此次邀请金应瑞前来会面的目的：“今日来此者，欲论大明许贡之事。使道（对金应瑞的尊称）善示成事之道，如何？”

金应瑞要求此事必须由小西行长、宗义智亲自出面谈判，他对景辙玄苏说：“大明许贡之事，吾未能详知也。然行长、义智来参后，议事可也。”

景辙玄苏对此表示同意，之后两人坐在椅子上，等小西行长、宗义智等人过来。

辰时，小西行长、宗义智率领3000余名日军士兵来到咸安，二人在距离营帐50余步的地方下马。日军放三发大炮作为礼炮，向朝鲜方面示意。随后小西行长、宗义智解除佩刀，步入正厅，与金应瑞相互作揖，面对面坐在椅子上。营外的3000多名日军士兵同时高声呐喊，对天空齐放铁炮，然后隐藏起来，营外一时寂静。

营内，小西行长率先寒暄起来，对金应瑞说：“使道冒寒先到，不胜惶恐，不胜惶恐。”

金应瑞回答道：“久仰大名，今日有幸相见，实非偶然。”

小西行长说：“今日不计艰险，来拜见兵使的原因，是想要诉说我的想法，希望能够得到赐教。”

金应瑞说：“我没有什么赐教的，只听大人之言。看其可不可采纳，然后报告给元帅府。”

小西行长、宗义智、景辙玄苏、竹溪宗逸、柳川调信支开营内的闲杂人等，对金应瑞说：“日本向天朝乞求通贡，已有三年，至今未成。将士们远来他国，皆思念故土，度日如年。先前沈惟敬持关白降表回到天朝复命，天朝已经答应封王、准贡之事，但天朝使者将要来朝鲜宣布这一消息时，朝鲜与刘总兵（刘[image: ]
 ）上奏要求停止，这是为何？”

金应瑞回答说：“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件事，哪有这个道理？此言出自何处？”

小西行长回答说：“大明石大老爷（石星）写信给在辽东的大人，我等由此知之。希望朝鲜能够奏闻天朝，替我们说好话。那样则三国和平、百姓安堵，我等也能回国，岂不是很好吗？”

金应瑞说：“我国不会做这种事情。朝鲜与日本有不共戴天之仇，哪里还有帮日本说话的道理，让天朝答应日本的求贡之请？”

小西行长、宗义智等人连忙编造各种理由，向金应瑞辩解说：“日本出兵，本意不是想攻击朝鲜，只是想要借道朝鲜，将通贡、乞和之意传达给大明。而朝鲜将官，以干戈回应日本，因此不得已相战，残害朝鲜。当年两国未交兵之时，景辙玄苏、柳川调信、宗义智等，已经将此意传达给朝鲜礼曹判书及宣慰使李德馨、吴亿龄、沈喜寿、釜山佥使李舣、通信使诸位，但贵国将官不听，又不修战备，以致一败涂地，我等也为此叹恨。日本想要依托朝鲜上奏大明的事情，在渡海之日，就已经以书信挂示在釜山城的南门外。但是釜山令公（郑拨）不将信取来看，反而应战，杀我日本兵，所以不得已攻陷其城。到了东莱，又出示书信，但同样不见答复，徒费兵器，日本兵不得已攻陷其城。日本兵挥刀突入，见东莱府使坐在轿椅上，一动不动，便将其斩杀。东莱府使在临死之前面不改色，闭口无言。愚劣倭卒把他的头颅砍下，交到了我面前。鄙人与东莱太守，昔日有旧情，于是将他的尸体收殓，埋在了东莱城东门外，并立了牌子。东莱府使之妾，也不让日本兵侮辱，而是将她送到了对马岛。但关白表示朝鲜宰相之妾不可送来，命令将她送回了朝鲜。”

他们又对金应瑞说：“东莱城陷时，日本兵捕获了蔚山郡守，只记得他胡子很多，但不知道名字。蔚山郡守乞降求生，鄙人因此将日本所求之事以及朝鲜祸福写在信上，让他去交给朝鲜朝廷。但是此人并没有将信传达给朝廷，结果造成了日本一直与朝鲜兵戎相见的局面，悔之莫及。这个人现在还活着吗？说这件事，是想说明我等不是无缘无故要加害朝鲜。现在大明、日本、朝鲜和好之事，还请大人指示。”

金应瑞答复道：“日本想要借路我国通往大明，但我国侍奉大明，就像儿子侍奉父亲一样，所以这件事情办不成。日本与大明讲和之事迟迟未成，也不是我国的原因。现在要让朝鲜和日本恢复到从前那样正常的外交关系，尚且都很困难，更何况让大明答应日本的通贡之请？我听说，大明不答应封贡，是日本自己招致的。原先沈惟敬与日本讲和以后，日本兵退据海岸，乃是畏天知命、称臣纳贡之意，且不忘昔日与朝鲜交邻之谊，我深叹行长、义智两位大人审时度势之力。但是日本与天朝约和之后，又攻陷我晋州，践踏我稻谷，杀戮我男女，所以敝邦不相信两位大人有讲和之意，即便是兵残粮竭，自知势弱，在朝之臣、在野之民皆欲死而后已。”

小西行长又解释说：“攻陷晋州之事，是关白下达的命令，所以有进无退，势不得已。但是，先前我已将空城池、活居民之意，转达给了沈游击，让他通知朝鲜。无奈朝鲜不相信我的话，所以这不是我的罪过。朝鲜征伐之事，也不由我主掌，是日本诸将聚集在关白面前商定下来的。清正为了毁谤我而造谣，说是我挑起了战争，为此我感到非常痛愤。”

听了小西行长的解释，金应瑞态度缓和下来，对小西行长、宗义智说：“我前日与督府刘爷（刘[image: ]
 ）同在八莒，多次与清正通信。从清正使者那里，听说日本之所以出兵侵略我国，都是由于两位大人的缘故；又听说释放两位王子，是清正的功劳。由此之故，我国不知道真相之人，都以为清正很讲道义，佩服他的德行，想要和他相谈。清正还说，几位大人往来我国，知道我国有通大明之路，又知关白欲讨伐我国，遂加以劝说，所以关白才动兵。清正又对刘爷说：‘行长欺骗关白，称大明天子会下嫁公主给关白之子（交涉过程中出现的误传）；沈惟敬欺骗大明天子，称行长已经尽数撤兵，只留一二阵在釜山，等待天朝传达封王、准贡之命。但至今行长等人仍然屯据不退，不渡海退回日本，那大明天子终究也不会答应封王、准贡之事。如果大明天子只答应封王、准贡之事，则非但和好不成，也会得罪关白。’”

小西行长辩解道：“我从没说过向大明索求皇女的话，这不是我说的。大明乃天下之大国，日本乃海岛偏僻之小国，岂敢仰告天朝，以求许婚之事？就算关白真的这么想，对大明这么说了，大明只要回答说没有皇女，关白又有什么办法？这明显就是奸人说的。清正一向与我关系不好，必定是此人说的。听说以前有朝鲜僧将进入清正驻地时，清正曾以求婚、割地之言，恐吓天朝。”

金应瑞说：“不管清正是怎么说的，我等念及朝鲜、日本两国子民，舍生忘死来此。但万一日本兵真的一直不渡海回国，大明天子必定不许封王、准贡，到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早在七月，大明天子因为日本兵不渡海回国，就已经令浙江府宁波张把总乘坐船只查看水路，准备在明年四月率领闽、广、湖、浙江、天津等卫防海舟师前来。只不过因为我国粮饷竭尽，天朝的船恐怕在明年四月之前未能及时到来。”

小西行长说：“大明想动用舟师，荡灭日本军，这不是很好的想法。假使我等全部战死，关白必定震怒，发动大兵，年年侵攻朝鲜。那倒霉的不还是朝鲜吗？朝鲜替日本向大明上奏，力陈封贡之事，让我等解兵还国，这样不是很好吗？”

金应瑞说：“我听说大明朝廷不同意封贡，是因为日本与天朝在去年讲和之后，又在十一月袭击了庆州之地，多杀天兵（指安康之战）。当初沈游击欺骗皇帝说：‘日本兵已经尽数撤还，只有行长、义智留在釜山，等待朝廷许贡之期。’于是皇帝很高兴日本的恭顺，即刻允许准贡、封王。但是在将要派遣天朝使者来朝鲜之际，大明天子听说日本兵完全没有渡海，还留在朝鲜境内，屯结40余阵，多次发生斩杀天兵事件，因此震怒，收回了封贡之命。”

小西行长问：“那应该怎么做，才可以成事？”

金应瑞对小西行长、宗义智、柳川调信说：“我国之事，我尚且不能详知，更何况天朝大事呢？不过我觉得，三位大人商量以后，使诸军卒尽数撤回日本，只留一二阵，再向天朝上表乞降，那封贡之事就可以办成了。但日本兵里有恶人，即驻扎在林浪浦、豆毛浦、梁山、九法谷、巨济岛的兵卒。这些人，频频掳掠我国子民。因此朝鲜诸将都很痛愤，想要杀了他们。自古成事之道，诸将同心协力，然后事情可成。我听说大人与清正的意见多不相同。只要有清正在，那么大人所希望的事情，终究不能办成。让清正和其他诸将全部渡海撤回日本，只留下大人在朝鲜，勉力图之，那还有可能成事。”

小西行长说：“我也想要惩处清正，但是我没有杀死他的理由，有气也没有地方出，令人感到气愤！让贵国国王将清正的罪过写在纸上交给我，我再交给关白，那清正及诸将渡海撤回日本的事情，就不难做到了。”

金应瑞附和道：“大人之言甚是，我当急报于元帅府，再由元帅转奏殿下，殿下将会尽心。”

尽管得到了金应瑞同意联手惩治加藤清正的答复，但对于金应瑞提出的让日军尽数渡海回国，只留下一二阵的做法，小西行长还是表示了迟疑，他推辞道：“只留下一二阵，兵力似为孤弱。出兵他国，岂无意外之虑乎？日本兵在庆尚左右道星列结阵，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日本粮船出航时，总会因风势不顺飘散到各地，故以巨济岛、西生浦作为依靠。”

金应瑞开解道：“定约之后，即便日本船只漂泊到全罗道，也不会剿杀，肯定会送回大人的军营，对此不必疑虑。诸将若是现在撤回日本，天朝就知道日本的诚意了，那么一定会准允封贡之请，且不日就将宣谕。”

小西行长说：“我也是这么想的，现在先将撤兵一事报告给关白。希望朝鲜也能将日本乞贡之事上奏天朝，让天朝许贡。这样的恩德，千载不忘。事成之后，朝鲜以我为臣，我也不会反感的。”

金应瑞说：“为仇人奏请封贡，原则上决不可为。但如果大人对以前的过失一一认错，写成降书，送呈我处及元帅府，则可以据此驰报我国陛下，然后再转奏给大明，那样是可以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好办法，请大人好生考虑，妥善处置。”

金应瑞让小西行长写降书，他再据此上奏朝鲜朝廷，由朝鲜朝廷转奏大明，落实封贡。这一动作，实际上与沈惟敬此前在熊川讨要关白降书时的情节一模一样。

小西行长说：“吾等降书，奏闻天朝，则虽死从之！使道替吾等起草降书，交付吾等如何？”

从小西行长让金应瑞代写降书的这一请求来看，他之前很可能与沈惟敬联合伪造了关白降书，不然不会有这么突兀的请求。但金应瑞拒绝道：“汝纳降之书，吾何以成章？汝等相议，从便为之可也。”

小西行长对此表示同意，金应瑞又问他：“若请求封王，汝等用天朝正朔，还是日本正朔？”

小西行长回答说：“岂有受封于天朝，而不用天朝正朔之理？”（以上咸安会谈的对话详情，出自《乱中杂录》）


说完，小西行长就按照金应瑞的要求，让军中略通汉文的禅僧起草“降书”。过了一会儿，“降书”写好了。但只是在信封封面上写了一个“降”字，信中的言辞却非常狂妄，并不恭谨，但无论如何，形式上是完成了。小西行长将“降书”交给了金应瑞，希望由金应瑞带回去，层层上报，使大明尽快落实封贡。

会谈结束后，金应瑞与小西行长等人相互揖别，准备回到各自的驻地。得知会谈结束，营外的3000余名倭卒齐放三发大炮，随后向空中齐放铁炮，同时大声呐喊，俯伏在地上。小西行长等人从营内出来，跨上马后，众倭高声相应，同时从地上起立，前导后拥，簇拥着小西行长等人退去，回到熊川倭营。

内藤如安出使北京

实际上，在小西行长与金应瑞展开咸安会谈两个月之前的十月二十三日，明朝兵部尚书石星已经向明神宗上奏，请求对日本进行册封，以示诚信。

石星担心，如若再不册封日本，就难以对日本起到约束作用，日军将会攻陷朝鲜全罗道，然后祸及辽东，而明朝此时已经兵疲力竭，粮饷也不够了，此时接战隐患很大。如果日军生事，“辽左以残破之余，虏乘其内，倭攻其外，其何以支？又况海内兵端屡动，无处无患，所在兵疲饷竭，无一堪恃”（《明神宗实录》）
 。

对于石星的上疏，明神宗表示同意。也就是说，明朝经过长期的封贡论战，最终决定册封日本，但是不准通贡。总体上，明朝只想通过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以虚名羁縻住日本，而始终没有同意通贡，以避免日本借“通贡”之名骚扰东南沿海。

十一月五日，兵部尚书石星再次向明神宗上奏，声称既然圣旨已经下令许封，便令游击姚洪前往辽阳，将内藤如安带入北京；又令游击陈云鸿、沈嘉旺一同前往釜山，宣谕小西行长尽快从朝鲜退兵，等待明朝封使抵达日本。（《明神宗实录》）


十二月，内阁大学士赵志皋向明神宗上奏，称日本使者小西飞（内藤如安）将来朝见，请皇上亲自上朝听政，“百官侍班，甲士修列，庶体统肃而朝廷尊”。但明神宗认为还有必要核实日本人请求册封的真伪，他向兵部指示道：

一、仔细研究丰臣秀吉为何出兵侵略朝鲜，并在战败以后，屯驻在釜山不退，而今又遣使请封。

二、宣谕小西行长，不许留在釜山，倭夷尽还本国，将所造房屋全部烧毁。

三、宣谕朝鲜，等倭夷尽数回国后，遣使上奏。

四、小西飞抵达北京以后，兵部在紫禁城太和殿前左方位置的体仁阁向他问话，之后将其所答内容上奏，再决定是否册封。（《明神宗实录》）


十二月七日，滞留在辽东已经将近一年半的内藤如安，终于抵达北京。十一日，内藤如安前往鸿胪寺，学习参见明神宗的礼仪；十四日，朝见明神宗。朝见完毕以后，内藤如安被兵部官员带到仁和殿，责令他签一份承诺书，答应三件事：

一、朝廷准许册封以后，釜山倭众一概不许滞留朝鲜，也不许待在对马岛，应全部撤兵回到日本本土。

二、册封以后，日本不得再向明朝提出通贡的要求。

三、日本与朝鲜修复关系，同为明朝属国，不得再侵犯朝鲜。

兵部提出的这三个议和条件，被称作《原约三事》，与当初丰臣秀吉向明朝提出的《大明日本和平条件》南辕北辙。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明、日双方都有原因。首先，在一线与明朝进行议的小西行长，只是强调明朝完成册封、准贡这两件事，没要求明朝履行《大明和平日本条件》的全部条款。事实上，包括通贡在内，小西行长确实曾就《大明日本和平条件》中提及的通婚、割地、通贡这三个条件与沈惟敬展开过谈判，但通婚、割地的要求最后都不了了之了，小西行长只坚持实现册封、通贡。其次，石星、宋应昌、李如松、顾养谦等主和派势力，一直在隐瞒《大明日本和平条件》的存在，巧妙地利用小西行长坚持实现封贡这一要求展开议和谈判，想借此使日本退兵。

在这种情况下，小西行长对实现册封、准贡的追求十分执着。同年十二月，小西行长与庆尚道右兵使金应瑞在咸安会谈时，仍在竭力促成封贡。但是明朝内部在封贡问题上存在极大争议，经过妥协，最后确定了“许封不许贡”的方针。

作为小西行长的使者，内藤如安的使命是来北京乞封、求贡。但这时候，兵部强硬地表示允许册封，不许通贡。对此，内藤如安表示接受，亲自写了保证书。没有直接证据显示是小西行长指示内藤如安这么做的，内藤如安之所以妥协，恐怕是此时除了遵守兵部的约束以外，没有更好的选择。

十二月二十日，兵部尚书石星会同内阁大学士赵志皋、定国公徐文壁、礼部尚书孙丕扬、科道官等，一同聚集在体仁阁，询问内藤如安请封始末。

问话开始后，石星等人向内藤如安提出了第一个问题：“朝鲜是天朝的恭顺属国，你们关白为何前年无缘无故发兵侵犯？”

内藤如安沿用小西行长、宗义智此前一贯捏造的陈腔滥调，回答道：“日本请求天朝册封，曾让朝鲜代为向天朝请示。但是朝鲜隐瞒不报，欺骗了日本整整三年，又把日本人骗去杀害，所以举兵。”

石星等人提出第二个问题：“日本既有求封之意，只要通好朝鲜，令其转奏天朝就好，为何举兵相犯？”

内藤如安不答。

石星等人提出第三个问题：“朝鲜告急，天兵救援，你们应该归顺，为何抗拒？以致天兵有平壤、开城、碧蹄馆之败。”

内藤如安回答说：“日本兵原驻平壤，向天朝请求册封，只想要归顺天朝，并无犯天朝之意。万历二十年七月十五日的晚上，见天朝兵马杀向平壤（祖承训与日军的第一次平壤之战），日军才不得已接战。八月二十九日，行长与沈游击在乾伏山麓相会，约定退出平壤，但没想到天朝老爷不讲信用，在去年正月初六领兵攻城（李如松与日军的第二次平壤之战），杀死、打伤了很多日军士兵。碧蹄馆之战也是天兵追杀日军，杀了很多日本人，日军不得已退到王京反抗。”

石星等人提出第四个问题：“后来因为什么原因从王京退兵，还送回了朝鲜王子、陪臣？”

内藤如安回答：“因为听到沈游击说天朝答应册封日本，又听说70万天兵已到，因此连夜退兵，送还王子、陪臣，又送还了朝鲜七道。”

石星等人提出第五个问题：“既然从王京退兵，又送还王子、陪臣，为什么还要进犯晋州？”

内藤如安胡扯一通，回答道：“晋州的事情是这样，原先有朝鲜人去日本，遇到了加藤清正、黑田长政的兵马，并杀死了他们，所以晋州这次遭到了报复。但后来日军一见到天兵，就退兵了。”

石星等人提出第六个问题：“约定三事尽从，才可册封你等。你回去告诉行长：第一，即刻令倭人从朝鲜撤走、房屋尽毁；第二，不再进犯朝鲜；第三，不再别求贡市。你能保证行长全部听从吗？”

内藤如安回答道：“行长有禀帖上呈孙总督（孙矿），一一听命，不敢有违。此等大事，秀吉命令行长传达，行长命令小的传达，方敢如此回答，定无反复。”

石星等人提出第七个问题：“现在行长请封，而清正不请。万一清正不肯服输，那该怎么办？”

内藤如安不答。

石星等人提出第八个问题：“你等虽然一时遵守约定，但时间一久，能保证不生他变吗？你若现在订立盟誓，即可答应册封你等。”

内藤如安信誓旦旦地回答道：“天朝问话，我方才所答，‘册封后不敢求贡、不敢再犯朝鲜、撤兵尽数归国’，如果有一个字是谎话，那关白秀吉、行长，还有我自己，就全部都不得善终，断子绝孙。苍天在上，鉴之鉴之。”

一语成谶，内藤如安说的话，后来竟然全部成为事实。

石星等人提出第九个问题：“你既然保证永无他变，那你现在就订立盟誓，方可准封。”

内藤如安不敢私自订盟，所以没有回答。

石星等人提出第十个问题：“我成祖文皇帝（朱棣）在位时，曾赐日本玉道、金印，封源道义（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他有子孙吗？金印还在吗？”

内藤如安再次胡扯，回答道：“在日本称王者，有源姓、橘姓、平姓、秦姓。16年前被信长杀死的日本国王，是秦姓的子孙。金印的事情，没有听说过。”

石星等人提出第十一个问题：“秀吉原来是信长的部下，信长对他有知遇之恩，但他却篡夺了信长之位。能保证日本以后真的不再侵犯朝鲜了？”

内藤如安替秀吉辩白道：“情况不是这样的。其实是信长篡夺了日本国王之位，因此被部将明智光秀杀死。现今关白丰臣秀吉，当时是摄津守，他率领信长手下诸将，兴义兵，杀光秀，统一日本六十六州。如果没有秀吉平定诸州，那日本百姓至今还不得安生。信长杀国王，光秀杀信长，秀吉杀光秀，都是16年前的事情了。”

石星等人提出第十二个问题：“平秀吉既然已经平定了六十六岛，便可自立为王，为何又来天朝请封？”

内藤如安回答道：“秀吉因是杀了光秀，又见朝鲜有天朝封号，人心安服，所以特来请封。”

石星等人提出第十三个问题：“日本既称天皇，为何又称国王？天皇就是国王吗？”

内藤如安继续胡扯道：“天皇就是国王，被信长杀死了。”

石星等人直接无视内藤如安的这一说辞，继续问他：“日本既有天皇，今立关白为王，将天皇置于何地？”

内藤如安这次不知应该如何回答，只好沉默不语。

虽然如此，但石星等人还是决定奏请朝廷册封日本，但他们同时告诉内藤如安，这是有条件的：“既然如此，当奏皇上，请封尔等。你应当写信，派人送交给行长，让他速回日本通报关白，准备好册封使渡海的船只、馆舍。如果礼仪做得不到位，仍然不能答应你提出的册封要求。”

内藤如安毕恭毕敬地回答道：“等候已久，件件不敢有违天朝命令。沈游击到釜山之日，日本军就渡海回家。行长专为等候天朝使者，天使一到就退。”

石星等人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既然来请封，为什么釜山还在运粮造房？想必是有别的意思吧。”

内藤如安回答道：“运量造房，只是为了等候天朝使者，没有别的意思。天使一到，就全部烧毁。”（以上对话出自《经略复国要编》）


谈话至此，问话结束。从兵部与内藤如安的问答中可以看出，内藤如安的回答多是信口胡言，充满破绽，与事实大有出入。但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兵部竟然也不予深究，最后还向内藤如安做出了册封的承诺。对于其中缘由，明朝人诸葛元声认为存在内情，他在《两朝平攘录》中写道：“本部事事装饰，岂不能预教如安为此恭顺语乎？”

按照诸葛元声的解释，兵部事事欺瞒掩饰，事先就已经教内藤如安该如何应答。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兵部的目的，自然是想通过内藤如安的“恭顺语”，顺理成章地使明朝完成册封，争取用和平手段结束与日本的战争，让日本人退出朝鲜。据此，郑学稼先生在《日本史》一书中指出：“石星何以敢冒欺君之险，那为着他身掌兵符，知明朝的力量无法作长久之战，希望早日和平。这些人们，由各种动机与目的，遂联合演一大骗局。”

换言之，以兵部尚书石星为首的明朝主和派，为了促成议和，不惜串通内藤如安，亲自导演了一场欺骗朝廷的骗局。在这样的背景下，明神宗最终同意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并准备对部分日方人员进行册封：授小西行长、宇喜多秀家、增田长盛、石田三成、大谷吉继、德川家康、毛利辉元、羽柴秀保都督佥事一职，赏赐衣帽给日本禅师景辙玄苏，内藤如安另行打赏。（《明神宗实录》）
 同时，明神宗下令制作册封丰臣秀吉所需的诰命、冠服、金印等，并任命临淮候勋卫署都督佥事李宗城为册封正使，五军营右副将署都督佥事杨方亨为册封副使，让他们出使日本进行册封。

至此，明朝已同意册封，但是只同意了小西行长要求的“封贡”中的“封”，而没有“贡”。对于丰臣秀吉在《大明日本和平条件》中提出的那些苛刻条件，更是全然没有提及。明朝与日本的议和，最终能否实现，还存在很大的疑问。正如德富猪一郎在《近世日本国民史·朝鲜役》中所作的比喻那样，丰臣秀吉向明朝索要的是“面包”，明朝却给了他一块“石头”。

十二月二十五日，朝鲜军官李谦受再次前往加藤清正的营地进行谈判。负责与李谦受交涉的是加藤军中的两名僧人在田、天祐，他们明确告诉李谦受，仅仅凭借册封就想让丰臣秀吉收兵，那是不可能的：“天朝之许封虽美，于关白之心，不好奈何？前五条内，有一事成之，则必合于关白之心。不然则虽有许封事，何关于我哉？”

在田、天祐明确指出，丰臣秀吉的底线是实现《大明日本和平条件》中的一个要求，否则即便天朝应允册封，日军也难以从朝鲜撤兵。随后，在田、天祐要求朝鲜方面将王子顺和君和陪臣二三人送到日本做人质，声称朝鲜在履行这一条件后，日本就会与朝鲜实现议和。作为对等的交换条件，加藤清正愿意将他自己的儿子送到朝鲜作为人质。在田、天祐一再强调，如果不履行这一要求，无论出千百条良策，议和之事也难以达成。但是这一条件，显然是不可能被朝鲜接受的，双方最终没有谈拢。（《奋忠纾难录》）
 这时，日本从朝鲜撤军的唯一希望，就完全寄托在丰臣秀吉能否接受明朝的册封，放弃其他要求了。


注解：



[1]
 　李舜臣原任全罗道左水使，自万历二十一年起兼任忠清、全罗、庆尚三道水军统制使。


[2]
 　此据《征韩录》。《岛津国史》作大小二百余艘。


[3]
 　此据《征韩录》。《岛津国史》作铁炮、佛郎机。




第六章


明、日和谈（下）：

从丰臣秀吉让步到和谈破裂






陈云鸿出使熊川

万历二十三年（日本文禄四年，1595年）正月十五日，迟迟等不到议和进展的丰臣秀吉决定再次发动战争，他为此制定了再度出兵朝鲜的军队名单。根据《高丽国动御人数帐》的记载，丰臣秀吉此次计划动用的军队如下：

[image: Figure-0358-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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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六日，丰臣秀吉又发布朱印状，向在朝日军提到了以下几个要点：

一、关白丰臣秀次将在次年（万历二十四年）亲自渡海前往朝鲜。

二、储备釜山浦的兵粮，作为战备之用。

三、由关东、北国、出羽、奥州众修筑朝鲜沿海城池。

四、在朝鲜沿海城池周边屯田，做长期屯驻的准备。

就在丰臣秀吉筹划再次出兵侵朝时，明朝游击陈云鸿奉兵部尚书石星之命，出使朝鲜，准备前往庆尚道熊川倭营，向小西行长宣谕明朝答应册封日本的消息，敦促日军撤回本土。陈云鸿于万历二十二年十一月从大明出发，十二月十九日进入朝鲜王京，朝鲜国王李昖在王京的南别宫接见了他。李昖按照备边司的提议，让兵曹佐郎李时发、通事（翻译人员）李海龙作为陈云鸿的接伴使，与他一同南下，出使熊川倭营。此次与陈云鸿一同来到朝鲜的，还有赞画俞大武、守备骆一龙等。

陈云鸿南下过程中，随行的明朝兵丁一路抢劫，朝鲜街巷的鸡、猪、牛、马被洗劫一空。（《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
 十二月二十七日，陈云鸿自王京抵达全罗道南原。万历二十三年正月一日，朝鲜都元帅权栗、接伴官李时发在龙城馆设宴招待陈云鸿。正月二日，陈云鸿带领随从向着庆尚道进发。

正月十二日一早，陈云鸿乘船从庆尚道的榆川起身，经过密阳，停泊在金海。竹岛倭营的日军小将得知后，乘船前来给陈云鸿送饭。陈云鸿当天住宿在金海，只见日军修筑的金海倭营宏伟异常：

其营基址，广比平壤一般。三面临江，周以木城，重以土城，内筑石城。高台杰阁，粉壁绚烂。大小土宇，弥漫栉比，似无一片空地，量有万余兵容接矣。大小船只，列泊城下，不记其数矣。（《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正月十三日，用过早饭后，陈云鸿乘船从金海向熊川进发，沿途望见甘同浦、天城、安骨浦等处倭营虽大小不等，但城池坚固、房屋稠密。行进途中，陈云鸿看到一艘小船迅疾地向外洋驶去。经过询问，才知道这是回日本报信的船。一旦有可报之事，日军就会发送船只到日本进行汇报。

过了一会儿，在熊川倭营的小西行长派他的弟弟乘坐一艘快船，来向陈云鸿问安。双方简单会面以后，这艘倭船就先回去了，左右摇动船橹者18人，船只迅疾如飞鸟，顷刻间缥缈远去。又过了一会儿，小西行长派出小将来向陈云鸿问安，这次一共来了4艘船。

未时，陈云鸿的船只抵达熊川，只见熊川倭营被日军修筑得非常坚固：

营占海岸一山，山势甚峻，绕以石城，上添木栅，周围可六七里。断山为池，鳞次驾屋，填海筑城，星列凿门，门即泊船之所也。（《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为显露天朝大国的气象，陈云鸿戴上冠带、穿上蟒龙衣，下船上岸。一路上，众多男女挤满街道，争相来看热闹。陈云鸿看到沿途有许多店面，买卖货物之人往来不绝。进入倭营后，小西行长派小将前来问安，向陈云鸿表示自己身体抱恙，不能亲自前来迎接。陈云鸿对此感到非常生气，认为礼仪不周，当即责备日本小将。过了一会儿，被小西行长羁押在熊川倭营的辽东都指挥使谭宗仁前来拜见陈云鸿，向他表达了欣喜之情。两人寒暄一番之后，谭宗仁告退，陈云鸿招来小西行长帐下的林通事，让他向小西行长传话，要求其速速来见。不久，林通事回话，称小西行长将在陈云鸿用膳以后前来面见。

等陈云鸿吃完饭后，小西行长果然现身，前来拜见他。和小西行长一起来的还有景辙玄苏、竹溪宗逸两名倭僧，只见小西行长穿着黄衣服，景辙玄苏、竹溪宗逸穿着黑衫、戴着唐巾。陈云鸿没有站起身，他泰然自若地坐在椅子上，指着倚靠在北面墙壁上的兵部牌，对小西行长说：“此牌中有皇上圣旨，行长当先参拜。”

小西行长很听陈云鸿的话，他双手合在一起，向着兵部牌鞠了一躬，又这样对陈云鸿鞠了一躬。行完礼后，小西行长、景辙玄苏、竹溪宗逸便与陈云鸿寒暄起来。

小西行长首先对陈云鸿的到来表示关切，对他说：“天寒路远，老爷受寒辛苦。”

陈云鸿向小西行长等人客气道：“我在中华，熟闻行长乃日本贤将，景辙、竹溪等皆是高禅，思欲一见而无路。适蒙皇上准许你封，我奉明旨，得有今日相会，岂非千载一幸乎？”

两人寒暄完后，小西行长请陈云鸿次日来自己住所详谈，随后就告退了。

次日早上，陈云鸿告诫自己的随行家丁说：“我见行长号令严肃，营阵齐整，非寻常流辈，你等十分谨慎，不要生事，亏了天朝体面。若违，定不饶你等。”

午后，小西行长请陈云鸿、谭宗仁、骆一龙、俞大武去他住所，小西行长亲自将他们迎入房内，景辙玄苏、竹溪宗逸、柳川调信等人也一同过来了。陈云鸿放眼望去，只见“金屏四壁，居处极其干净”。他笑着对小西行长说：“劳役众兵造此大屋，不知能住几日？多不过三个月，毋使众人劳苦，庶可休息。”

从陈云鸿的这一番话可以看出，他预计日军接受明朝的册封以后，将会很快从朝鲜撤兵，因此没有一点拘谨，和小西行长自然地开起了玩笑。过了一会儿，小西行长设宴招待陈云鸿等人。

陈云鸿又高兴地对小西行长说：“此非千载奇会，三国幸事乎？”

席间，俞大武说：“我前日出去，路上患疾。”

谭宗仁对俞大武说：“不会是思家之病吧？”

俞大武笑着说：“正是。”

谭宗仁以戏谑的口气调侃俞大武和小西行长：“公才到而思家成病，我在异域待了四年。我就算了，试问行长，他待了几年？”

小西行长随即说：“我也待了四年。”

俞大武听了，便笑着戏弄小西行长说：“有人心者思家，无人心者乃不思家。”

小西行长听了以后大笑，在座之人皆鼓掌大笑，宴席上的气氛非常轻松愉快。俞大武拿出一支笔，即兴写诗，景辙玄苏应声附和，唱了出来。众人又行酒令，规定谁的酒杯里洒一滴酒出来，就罚一杯酒。过了没多久，小西行长洒了两滴酒，于是罚酒两杯。众人尽情地饮酒，陈云鸿也不例外。

小西行长高兴地对陈云鸿说：“从小将那里听说老爷在途中绝不饮酒，我以为十分无聊。今得陪坐，有幸畅饮几杯，实在是多谢。”

畅饮一番后，陈云鸿与谭宗仁、骆一龙等人沐浴更衣，除去酒气再到大厅与小西行长等人会面。

临别前，陈云鸿吩咐道：“朝廷未封关白时，日本为一国，朝鲜为一国，天朝为一国。今关白受封于天朝，即朝鲜为属国、日本亦为属国，天朝为父母之邦，日本与朝鲜为兄弟之国，即为一家，今后不要说两家话。”又专门吩咐小西行长道：“兵部石老爷（石星）为你受封之事，不遗余力，不知道遭了多少人的骂，今日才得以成功，可谓是极其辛苦，恩典大矣。你等将何以报答？”

小西行长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让景辙玄苏告知陈云鸿等人：“今日主客俱醉，请待明日讲话。”

说完，小西行长就将陈云鸿等人送到了中阁外，结束了今天的宴席。

次日是正月十五日，乃是上元节。这一天午后，小西行长、景辙玄苏、竹溪宗逸、柳川调信前来陈云鸿的住处拜见他。陈云鸿送了小西行长一匹大红缎、两匹花绫、一对胸背，小西行长称谢，回赠陈云鸿十桶酒、两条鱼、一包橘子。

黄昏时分，陈云鸿又令俞大武、谭宗仁去见小西行长，敦促他尽早使日军撤回本土，并说陈云鸿等人将会搬到庆尚道的居昌或者全罗道的南原居住，在那里迎接将要来到朝鲜的明朝册封使者（李宗城、杨方亨）。

陈云鸿的说法代表了明朝官方的意见，也就是说，等日军全部撤退回国以后，明朝朝廷才会让册封使渡海赴日，举行册封仪式。但是小西行长担心日军从朝鲜撤退以后，明朝会玩弄把戏，出尔反尔，不履行承诺派册封使去日本，便想让陈云鸿留下来作为人质。他答复说：“此边事情，关白亦不明白。我当带3000余兵，先回日本，直到关白处。面报关白后，立刻回来迎接天朝使者，使各营兵一齐撤回日本。老爷欲搬到南原等地，那里也不是天朝地方，不如留在敝营居住。等我回来以后，再回去不迟。”

陈云鸿也知道让日军一下子就从朝鲜全部撤走并不现实，他决定做出让步，让日军装装样子，假装撤退，再由他向朝廷禀报，使明朝册封使尽快来到朝鲜。

正月十六日一早，陈云鸿招来小西行长身边的林通事，让他向小西行长传话说：“你等必须遵照兵部牌意，先撤回军队，使石老爷闻之欢喜。否则我何以回话？若以尽数撤兵为难，则烧毁营中草房，只示撤回之状可也。谁来一一查点乎？我只以所见回报，则朝廷更加深信你之恭谨，天朝使者亦可速临矣。”

小西行长见陈云鸿这番表态，也愿意做出退让，他让朴通事回话陈云鸿说：“今蒙老爷指教明白，不胜欢喜。我原本想要先回国归报关白，使老爷留此小住，以候天朝使者。但现在看来不用了，我回到日本，海路上遭遇风涛，难以预料日期。到时候若天朝使者突然来临，则谁来迎接？而且老爷留在这里的话，朝廷必定会很惊讶。不如老爷回去迎接天使，而我留在熊川等待消息。现在各营兵马，5000人的队伍先撤回2500人，15000人的队伍先撤回5000人。老爷和骆爷，各乘一船回去，以此意禀报朝廷如何？”

陈云鸿听了小西行长的回话，高兴地说：“行长算计甚妙，各营应撤之数，明日写在纸上带过来。”

正月十七日早上，陈云鸿招来接伴使李时发，透露出想要在当天从熊川倭营回还的想法。但是俞大武说日军还没有做出撤军的动作，不好先回去，看看日军接下来的动作再说。经过这么一劝，陈云鸿留了下来，没有动身出发。

午后，陈云鸿摆酒设宴，与谭宗仁、骆一龙同坐饮酒，并派人去请来小西行长，催促其撤兵。但是小西行长推说到某地饮酒去了，没有来，只有景辙玄苏、竹溪宗逸、柳川调信来了。

陈云鸿责问景辙玄苏等人说：“我到此已有四五日，你等尚不撤兵，是何故也？你等早为决定。”

景辙玄苏辩解道：“我等岂不欲早归？但大事未完，不可轻退。虽说天朝使者近日将来，但从前天朝多次欺骗于我，我等亦无所取信。若天朝使者来到王京或者南原等处，那就不必禀告关白，当尽数撤兵归国。”

陈云鸿不满景辙玄苏的这一说辞，对景辙玄苏说：“不是天朝欺汝外夷，而是中华体面甚大，凡事不可轻易为之。况且册封一事，乃何等大事？科道诸臣议论不一，蹉跎一二年时间，是必然的。知不知道石老爷替你们费了多少心思，朝廷才答应册封？我只管宣谕你等，撤不撤在你，我不想勉强。我只将你等不听命之状，报归兵部，到时候不知石老爷是如何想的？你等求封之事，恐怕是办不成了。”

景辙玄苏继续辩解道：“老爷之吩咐虽然如此，但我们以前被天朝骗了太多次了。第一次骗我们是在平壤，天朝答应我们提出的封贡要求，然后我们就退兵到了王京，但天朝之后并没有履行承诺。第二次骗我们是在王京，天朝又答应我们提出的封贡要求，然后我们就退兵到了沿海，但天朝还是没有履行承诺。我等一再退缩，久住海岸，切无扰害地方之事，且恳求关白，送还了朝鲜王子、陪臣，这些都是我等的功劳。以此言之，我等从未失信于天朝，而天朝则多次欺骗我等。现如今虽然说天朝使者将会来朝鲜，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如果天朝使者真的到了临近这里的地方，那时不需禀报关白，我等自会撤回国内。”

陈云鸿对景辙玄苏说：“天朝使者想必已经出发了，万无欺骗之理。你派两个小将，跟我一起回去，没多久就可以碰上天朝使者，然后就可以撤兵了。”

说罢，陈云鸿又向景辙玄苏出示明神宗册封日本的圣旨抄录文件，示以绝无欺骗之意。景辙玄苏跪着看了这封抄录文件，然后向陈云鸿表示，要回去与小西行长商量，随后便告辞了。之后出现了这样一幕，小西行长令人将停泊在熊川外洋的50艘倭船插满旗帜，声称乃是将撤回日本之船，使陈云鸿亲自前去验视。

当天傍晚，谭宗仁向陈云鸿的接伴使李时发送去一桶酒和一盘腌肉。次日早上，李时发请求拜谢谭宗仁，但陈云鸿只允许跟着李时发的随行翻译李海龙前去拜见谭宗仁。李海龙拜谢谭宗仁后，谭宗仁向李海龙透露，小西行长之所以不愿意轻易撤兵，是受到了丰臣秀吉的直接指示。他对李海龙说：“去年十二月，关白派小将来到熊川，吩咐行长说：‘天朝屡次欺骗于我，撤兵之事，不可轻易。即便是天朝使者来到南原或王京等处，也不要轻易撤退。但要是天朝使者到你营中，那就不需禀报于我，即可尽数撤兵。’这个倭小将也来见我了，关白之吩咐如此，彼必定没有轻易撤回之理。但只要天朝使者来了，彼必然早晚撤兵。”

谭宗仁的话，透露出万历二十二年十二月时丰臣秀吉一度欲对明朝妥协，有了从朝鲜尽数撤兵的想法。但是他对明朝并不完全信任，要求明朝使者到熊川倭营以后，日军才能撤兵。

由于小西行长此前一直向明朝恳求封贡，但明朝只答应册封，不同意通贡，因此李海龙担心日军借故不肯撤兵，又问谭宗仁：“天朝已经许封，但日本还要求贡的话怎么办？”

谭宗仁回答说：“既然已经与日本讲定，即便只是封王，彼也当退去。我当初对行长说：‘准封则不必要贡，当慢慢请之，未为不可。天朝册封之后，你国应当派遣使者，带上土特产来称谢，然后恭敬地请贡，则天朝无不准之理，何必忙于一时要之乎？’行长对我的话深以为然。”（以上对话出自《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透过谭宗仁的这番话，我们知道小西行长当时已经意识到明朝许封不许贡，不同意他提出的通贡要求。不过在谭宗仁的劝慰下，小西行长认为向明朝求贡一事还有回旋的余地，于是接受了现状。

正月十九日，小西行长带着陈云鸿登上楼阁，望见外洋的36艘倭船张旗放炮，向着日本海方向驶去。小西行长向陈云鸿报称：庆尚右道有8000日军，左道有7000日军，已经渡海撤回日本。

当然，这只不过是双方有默契地做做样子而已，好让陈云鸿回去向明朝报告，让明朝册封使尽快来朝鲜。

正月二十一日，陈云鸿从熊川倭营启程回还，结束此次出使任务。小西行长临别时送了枪、刀、扇子给陈云鸿，并送银两给陈云鸿的随从，还亲自乘舟将陈云鸿送出2公里外，才回到熊川。次日，陈云鸿回到庆尚道密阳，之后回到榆川。

正月二十四日，朝鲜都元帅权栗在庆尚道的咸阳设宴招待陈云鸿，陈云鸿告诉他，天朝册封使到了朝鲜以后，小西行长、宗义智等人就会从朝鲜撤兵。

正月二十八日，陈云鸿等人从庆尚道回到全罗道南原，庆尚道观察使洪世恭在此设宴招待。二月一日，陈云鸿等人自南原回到王京，之后回到大明复命。

丰臣秀吉让步与李宗城逃亡

在陈云鸿出使熊川倭营期间，明朝册封正使李宗城、副使杨方亨从北京启程，向着朝鲜进发。明神宗特别降旨，让游击将军沈惟敬出使釜山浦，敦促日军撤退。此前，明神宗受惑于主和派势力的伪情报，误以为日军只留下残部待在朝鲜釜山浦，其余已经撤兵了，不知道日军其实还占据着朝鲜沿海的15座城池。

万历二十三年四月，李宗城、杨方亨抵达朝鲜王京。沈惟敬先册封使一步，抵达了小西行长所在的庆尚道熊川倭营，与小西行长会谈。两人会面以后，小西行长回到日本，向丰臣秀吉报告了明朝与日本的议和进展，以便得到丰臣秀吉的下一步指示。

小西行长向丰臣秀吉具体汇报了什么内容，史料上并没有记载。但是在小西行长做出汇报以后，丰臣秀吉向他下达了三条指示，作为后续与朝鲜、明朝议和的谈判方针，这些内容被称作《大明、朝鲜与日本和平条目》，内容如下：

一、沈游击到朝鲜熊川，自大明之条目演说之云云，依大明钧命，朝鲜国于令恕宥者。朝鲜王子一人渡于日本，可侍大阁幕下，然则朝鲜八道之中四道者可属日本者，前年虽述命意，王子到本朝近侍，则可付与之。朝鲜大臣两人为轮番，可副王子之事。

二、沈游击与朝鲜王子同车马至熊川，则自日本所筑军营十五城之中十城即可破之事。

三、依大明皇帝恳求，朝鲜国和平赦之，然则为礼仪赍诏书，大明敕使可渡于日本。自今以往，大明、日本官船、商舶于往来者，互以金印勘合，可为照验事。

以上三个条件，是日本人用汉字写下的，读起来非常生硬，将其转述为白话，大意是：

1.沈惟敬到了朝鲜熊川以后，诉说了大明的指示。现依照大明的命令，可宽恕朝鲜，但需要一位朝鲜王子渡海到日本，向丰臣秀吉表示臣服。日本在前年提出的讲和条件中，要求将朝鲜八道中的四道割让给日本，现在可以就此退让，只要朝鲜王子到日本服侍丰臣秀吉，则可将四道交付给朝鲜王子。此外，朝鲜还需再派遣两员大臣一同渡海。

2.等沈惟敬带着朝鲜王子到了熊川以后，日军在朝鲜沿海的15个倭城，可以毁弃掉10个。

3.依照大明皇帝的恳求，赦免朝鲜。大明敕使可以带着册封诏书，渡海至日本。自此以后，大明、日本建立贸易关系，两国官船、商舶正常往来。

丰臣秀吉此次提出的《大明、朝鲜与日本和平条目》，相比他在两年前向谢用梓、徐一贯提出的《大明日本和平条件》，主动放弃了四个议和要求：

一、大明皇帝的公主下嫁给日本天皇。

二、大明、日本两国大臣相互交换誓词，表示通好之意。

三、大明居中仲裁，朝鲜咸镜道、江原道、平安道、黄海道，还给朝鲜国王，剩下的庆尚道、忠清道、全罗道、京畿道割让给丰臣秀吉。

四、朝鲜权臣向日本提交誓书，发誓永不叛变。

对比前后两份谈判条件，可见丰臣秀吉此时的要价无疑大为缩水了。丰臣秀吉退让最大的，是放弃索取明朝公主，这是他以前一直坚持的谈判底线。之所以如此，从《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记载推断，可能是沈惟敬向小西行长诡称公主原本已经出发了，但在途中不幸死去，于是换成了300匹马，而小西行长又将这一消息转告给了丰臣秀吉，所以使丰臣秀吉放弃了这一要求。《大明、朝鲜与日本和平条目》提出以后，丰臣秀吉仍然坚持的议和条件，实际上只剩下朝鲜王子渡海臣服、日本向明朝通贡这两个要求了。

从《大明、朝鲜与日本和平条目》的第一条内容来看，丰臣秀吉已经放弃索取朝鲜半岛南部四道，但他仍坚持朝鲜王子渡海，向丰臣政权表示臣服。丰臣秀吉准备以赏赐封地的形式，将朝鲜南部四道赐给朝鲜王子，仅在名义上对四道进行支配。

从第二条内容来看，丰臣秀吉表示，只要沈惟敬带领朝鲜王子到达熊川倭营，日军可以拆毁庆尚道15座倭城中的中10座。由此可见，丰臣秀吉无疑有了从朝鲜撤兵的想法。

从第三条内容来看，小西行长如实向丰臣秀吉汇报了明朝将要册封他为日本国王的事情，丰臣秀吉对此表示接受，并允许明朝敕使携带册封诏书渡海前往日本。同时，丰臣秀吉仍然渴望与明朝建立封贡关系，希望在他接受册封以后，明、日两国能够正常贸易。丰臣秀吉的这一要求，显得非常突兀。因为在此之前，明朝已经传达给小西行长“许封不许贡”的意思，小西行长对此也是知悉的。从前情推断，应该是被小西行长扣押在熊川倭营的辽东都指挥使谭宗仁劝慰小西行长，让他一步步来，在接受册封以后，再向明朝求贡。所以小西行长的希望并没有破灭，仍然试图向明朝提出通贡之请，并将此报告给了丰臣秀吉，使得丰臣秀吉又下达了这一指示。

六月二十六日，小西行长从日本回到朝鲜庆尚道的熊川倭营，他还没等沈惟敬带着朝鲜王子来熊川，就迫不及待地向在朝的日军大名传达了烧毁沿海倭城的命令。命令首先传达给了在釜山、东莱倭城的毛利秀元、吉川广家，以及在西生浦、机张倭城的加藤清正、黑田长政。七月，小西行长又将毁弃倭城的命令传达给了在巨济岛的福岛正则、户田胜隆等四国众。（《加藤清正：朝鲜侵略的实像》）


为了调查日军撤退的实际情况，明朝册封使派遣差官张万禄和朝鲜官员南好正来到庆尚道沿海地区视察。根据二人的验收结果，在熊川地域，宗义智拆毁倭城，移驻到小西行长的营地，但是九鬼嘉隆、加藤嘉明、菅达长占据的荠浦、安骨浦倭城还没有被拆毁；在金海地域，锅岛直茂管辖下的竹岛的德桥支城已经被拆毁，但是竹岛倭城还没有被拆毁；在巨济岛，户田胜隆的松真浦城、福岛正则的场门浦城已经被拆毁，但是岛津忠恒的永登浦城还没有被拆毁。张万禄根据他的调查结果，催促日军将沿海倭城尽数拆毁，尽早回国。

七月十一日，明朝册封副使杨方亨先正使李宗城一步，从王京向釜山浦进发，朝鲜吏曹判书李恒福作为接伴使，一同随行。八月，杨方亨抵达庆尚道南部的居昌，敦促仍屯据在庆尚道沿海的日军尽快撤兵，并让沈惟敬将此意转达给小西行长。

八月末，为了向明朝使者出示日军撤退的证据，小西行长又指示福岛正则等人将巨济岛的倭城全部拆毁，将岛上的军队移到加德岛。但与小西行长一向关系不睦的加藤清正以等待丰臣秀吉的命令为由，率兵屯驻在釜山浦与西生浦之间的机张城，不肯退却。

九月四日，明朝册封正使李宗城动身从王京向庆尚道进发。十月，杨方亨抵达庆尚道的釜山倭营，小西行长前来拜见他，向他行礼。但杨方亨态度倨傲，只是坐在椅子上，连点头示意都没有，小西行长感到很伤自尊。之后几天，小西行长借口生病，推脱不见杨方亨。直到十月十二日，小西行长气消了，杨方亨才再次与小西行长、景辙玄苏会面，并郑重要求日军从朝鲜全部撤退。

十一月末，明朝册封正使李宗城姗姗来迟，抵达釜山浦，小西行长、寺泽正成、景辙玄苏等人过来，向他和杨方亨行礼。李宗城向小西行长等人出示了明神宗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的金印与诰命，小西行长等人又向金印和诰命拜礼。

明朝册封使表示，只有日军拆毁全部倭城、尽数撤兵回到日本后，才能渡海赴日，举行册封典礼。但加藤清正一直顽固地不肯撤兵，加德岛、安骨浦、金海等倭营的日军也未能尽数撤到釜山浦。由于日军不肯完全撤回日本，明朝册封使也借故拖延着不肯渡海，双方就这样耗着。

万历二十四年（日本文禄五年，1596年）一月，小西行长贻书沈惟敬，要求沈惟敬先渡海前往日本，与丰臣秀吉面议后，再将残留在朝鲜的日军兵马一一撤回，之后再请明朝册封使渡海。沈惟敬按照小西行长的要求，与他先行渡海前往日本。同时，沈惟敬遵照兵部尚书石星的指示，带去100多马献给丰臣秀吉，作为两国无法通婚的补偿。此外还有200多匹马，也准备献给日本，但先留在全罗道喂养，由沈惟敬麾下的牛把总负责管理。至于李宗城、杨方亨这两名册封使则留在釜山浦，等待沈惟敬的回音。（《乱中杂录》）


一直待到三月，李宗城、杨方亨仍没得到确切回信，李宗城对日军是否能够退兵产生了怀疑。三月二十八日，曾被日军俘虏、现已逃到朝鲜的福建人郭续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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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买药为名求见李宗城。李宗城将他召入卧室，郭续禹对李宗城说：“关白虎狼蛇蝎，使臣者去，必至羁留，且将质以要索。少有不遂，定行杀害。又传沈惟敬被关白一捆，关白云：‘予所要者七事，原不为封。’”

李宗城听了以后，才知道丰臣秀吉原本的议和要求共有七条，不只是册封这么简单。四月三日晚上，李宗城设宴招待宗义智、松浦镇信，借故试探日军迟迟不撤兵回国的原因，向他们询问丰臣秀吉是否还有别的要求。由于小西行长不在，宗义智说漏了嘴，透露了丰臣秀吉在此之前向明朝提出的四个要求：纳质、通商、割地、通婚。

其实，当时丰臣秀吉已经放弃了割地、通婚这两个议和条件，宗义智向李宗城透露的消息已经过时了。但李宗城不知道，他感到议和没有希望，又联想到郭续禹对他说的话，害怕自己一旦渡海到日本，就会被丰臣秀吉绑架杀害。当晚夜半时分，李宗城把自己打扮成下人，舍弃了印章、冠服、辎重，和仆从从釜山倭营出逃。

第二天黎明，釜山浦的日军得知李宗城出逃，急忙派人去追赶。他们把李宗城的大部分随从都抓了回来，并杀死了其中一人，但并没能追上李宗城。册封副使杨方亨没有跟随李宗城出逃，仍然留在釜山倭营，于是日军派兵将杨方亨的寓所给包围了。杨方亨设法安抚了日军，让日军镇定下来。由于接待明朝册封使一事由小西行长负责，因此与小西行长关系不睦的加藤清正得知李宗城出逃的消息以后，是幸灾乐祸、手舞足蹈。

李宗城的出逃对明朝造成的冲击是巨大的，无疑让明朝在外交上丢了脸面。李宗城逃回辽东以后，通过他掌握的情报，向辽镇督府揭露丰臣秀吉的真正议和条件是七条，不只是册封。

如此一来，丰臣秀吉两年前提出的《大明日本和平条件》终于彻底曝光了。主和派官员试图掩盖的丰臣秀吉的真实意图，就此被揭开。接到李宗成的揭报之后，直隶巡按曹学程马上将丰臣秀吉提出七条议和要求之事上奏，请求停止册封日本：

倭情已变，封事宜停。本兵谓辽东抚按之报见谓流言，今册使李宗城之揭，将不足凭乎？倭情已变，犹云未便；封事已坏，犹云可成。贼臣误国，一至于此！吾谁欺？欺天乎！今据李宗城揭，称关白执沈惟敬，要求七事，原不为封。虽不显言，大都有据。倭情变诈异常，贪饕无厌，得封不已，必求入贡；入贡不已，必求互市；互市不已，必求和婚；和婚不已，必求朝鲜纳赋；纳赋不已，必求割地；割地不已，必席卷朝鲜，渡鸭绿江而蓟辽危矣！倭情吐露，不待今日。宋应昌经略之始，李如松入援之时，沈惟敬使倭之日，已与歃盟，即不尽许七事，业已轻诺二三。顾养谦封贡一疏，李如松与沈惟敬一札，情形败露，不在于沈惟敬就擒之日，已觉发于诸龙光未死之先矣。不然朝鲜、日本一苇可航，悠悠年余，何不一决？此其故不难于一封，而难于七事不辩，可知也。石星狠狠自用，志皋碌碌倚阿，元辅枢臣不得辞其责矣。（《明神宗实录》）


但明神宗为了保住自己的脸面，维护之前所做决策的正当性，下旨将曹学程关到锦衣卫昭狱，仍然决定进行册封，试图用册封羁縻日本。明神宗对内阁大学士赵志皋表示，只有册封失败，才会考虑动武。（《明神宗实录》《万历邸钞》）
 五月三日，明神宗下令升任原册封副使杨方亨为册封正使，又升游击将军沈惟敬为册封副使，要求他们渡海完成册封。

另一方面，小西行长回到日本以后，为了使加藤清正从朝鲜撤兵，换取明朝册封使顺利渡海，与石田三成一同向丰臣秀吉毁谤加藤清正，他们主要提了以下三点：

一、加藤清正在明朝人、朝鲜人面前口出狂言，辱骂被丰臣秀吉任命为先锋的小西行长以及堺港商人。

二、加藤清正未经丰臣秀吉允许，就以“丰臣清正”之名与明朝方面交涉。

三、加藤清正妨碍日本与明朝和谈，当明朝册封正使带着金银珠宝来到釜山浦时，加藤清正的铁炮大将三宅角左卫门却对其进行了掠夺。（《清正高丽阵觉书》）


丰臣秀吉得到小西行长、石田三成的报告以后，十分震怒，下令把加藤清正召回日本，命令他切腹。丰臣秀吉的使者抵达朝鲜庆尚道西生浦以后，向加藤清正传达了退兵的命令。加藤清正不得已，被迫在五月十日烧毁了西生浦、豆毛浦的倭城，然后从釜山浦解缆，渡海回到日本。加藤清正回到日本后，最终没有被丰臣秀吉强令切腹，但仍被命令在伏见的私宅蛰居，闭门思过。

此时，日军在庆尚道沿海的绝大部分倭城已被拆毁，日军大部队也陆续撤回日本，但在沿海地区仍残留下一部分军队。按照丰臣秀吉的命令，这些剩下的日军，要等明朝册封使渡海前往日本，完成与日本的议和以后，才能撤兵。在这样的背景下，升任册封正使的杨方亨也只能先渡海到日本。

大坂册封

沈惟敬跟随小西行长先行渡海以后，就一直待在日本。万历二十四年六月末，沈惟敬前往丰臣秀吉的居城伏见城，拜谒丰臣秀吉。丰臣秀吉设宴招待了沈惟敬，并让自己4岁的幼子丰臣秀赖陪酒。之后，他邀请沈惟敬一同登上伏见城天守阁的七层高楼。丰臣秀吉亲自拿出一件锦衣，披到沈惟敬身上。但由于日本人体型矮小，这件锦衣款式较小，沈惟敬根本穿不上，他只好带有歉意地对丰臣秀吉说：“这件衣服太短了，我穿不上。”

丰臣秀吉笑着说：“如果衣服太短，那就让我孩子穿上它吧。”

说完，丰臣秀吉又让幼子丰臣秀赖出来拜见沈惟敬。在楼阁上，沈惟敬送了丰臣秀吉一幅画与香扇等物品。而丰臣秀赖也很聪明地拿了日本的宝画，回赠沈惟敬。沈惟敬惊讶地说道：“这么小的孩子，也懂礼貌。”（以上对话出自《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伏见城是丰臣秀吉的居城，丰臣秀吉原本打算在此接待明朝册封使，举行册封典礼。但是到了闰七月三十日的时候，畿内一带发生了大地震，把伏见城的城门、城郭、御殿都震毁了，无数庶民死于此次地震。地震中，丰臣秀吉穿上女装，带上正室北政所、侧室松之丸、侍女高藏主躲入大庭中避难。被丰臣秀吉命令蛰居的加藤清正顾不得禁令，带上麾下的200个足轻来寻找丰臣秀吉的踪迹，前来保护他。找到丰臣秀吉以后，加藤清正向他诉说自己当年在朝鲜立下的功劳，又诉说自己是被小西行长、石田三成陷害的。经过加藤清正的不断辩解，加上丰臣秀吉也被加藤清不顾地震冲进来保护自己的行为给感动了，于是便解除了他的蛰居命令。地震过后，丰臣秀吉将接待明朝册封使的地点从伏见改在了大坂。

八月半，明朝册封正使杨方亨渡海抵达日本堺港，与升任为册封副使的沈惟敬在此会合。原先，丰臣秀吉要求朝鲜王子和两名大臣渡海赴日，向他表示臣服，议和之事才可告成，但这一要求自然是不可能被朝鲜朝廷所接受的。最后在杨方亨的一再强求之下，朝鲜朝廷才不情不愿地任命敦宁都正黄慎为通信正使、大邱府使朴泓为通信副使，继明朝册封使之后渡海赴日，去拜谒丰臣秀吉。

朝鲜通信使渡海赴日后，宗义智的家臣柳川调信率先将这一消息告诉了丰臣秀吉。这与丰臣秀吉一开始的预期有所出入，当他得知朝鲜只派出通信使渡海，而不派王子渡海后，便质问柳川调信：“朝鲜王子为什么不渡海？”

柳川调信和小西行长、宗义智是一伙的，他同样希望完成与明朝、朝鲜的议和，早日结束战争。为了应付丰臣秀吉，他便虚构事实，故意用好听的话回答道：“朝鲜王子年纪尚幼，壬辰年的时候他在朝鲜北方有不端行为，所以失去人心，被当地土著擒获。朝鲜国王很愤怒，把他发配到了远方。现在来的使臣，也是大官。大概是朝鲜怕日本，人们都说，‘使臣若往，必被杀害，或被拘留’，所以人人害怕出行，迟疑未决。只有现在渡海来的使臣说，‘自古以来没有杀使臣的国家，日本虽然强大，但肯定不会这样做’，仍然请命来到日本。”

丰臣秀吉听了这些话后，非常满意，大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当速见朝鲜使者！让他们同天朝使者一起过来！”（以上对话出自《朝鲜往还日记》）


说完，丰臣秀吉就亲自批示明朝册封使和朝鲜通信使在大坂的寓所，他安排杨方亨住在德川家康的家里，沈惟敬住在宇喜多秀家的家里，朝鲜使臣住在前田利家的家里，并吩咐主人事先打扫干净房间。这个时候，丰臣秀吉已经有所退让，不再强求朝鲜王子渡海，打算接受朝鲜只派出通信使赴日的事实，并会见通信使。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明朝册封使完成册封以后，明、日两国就能完成议和，丰臣秀吉将会下令让残留在朝鲜的日军尽数撤兵归国。

闰八月二十三日，小西行长来到堺港，他高兴地通知抵达这里的朝鲜通信使，称丰臣秀吉为他们渡海赴日感到很高兴，准备九月二日在大坂会见他们一行人。（《东槎录》）

但是没过多久，突然有人向丰臣秀吉进谗言，让丰臣秀吉打消了会见朝鲜通信使的念头，并再次为朝鲜王子不渡海一事感到生气。（《日本往还日记》）
 进言之人的真实身份不明，史料上没说，但德富猪一郎的《近世日本国民史·朝鲜役》一书推断是加藤清正。

闰八月二十九日，柳川调信前往堺港，告诉朝鲜翻译朴大根，丰臣秀吉暂时不打算见朝鲜通信使。他又提到，在这之前，丰臣秀吉刚召见了小西行长、寺泽正成，对二人说：“当初我欲通中国，而被朝鲜阻遏，不为转告。等到对朝鲜动兵之后，沈游击要调解日本、朝鲜两国，但朝鲜向天朝上本，极陈其不可。朝鲜还认为沈游击与日本同心，非常厌恶他。李天使（李宗城）出逃，也是因为朝鲜人的恐吓。天朝使者渡海以后，朝鲜一开始不肯派官同来，现在才迟迟派官来，而且又不肯派王子渡海，事事轻慢于我。我当先见天朝使者，姑且将朝鲜使者留下，等会见天使之后，禀帖兵部，审问朝鲜使者迟迟渡海的原因，然后再见他们。”（《日本往还日记》）


柳川调信向朴大根复述了丰臣秀吉的这些话，并对他说：“大事将成，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实在令人担忧。现在，需将这些事情告知朝鲜通信使，让他们立即去见沈天使（沈惟敬），希望能让沈天使尽力斡旋，消解关白的怒气。”

同日，柳川调信又和寺泽正成、小西行长去见沈惟敬，告知了丰臣秀吉不打算见朝鲜通信使的消息。柳川调信希望沈惟敬能好好劝解丰臣秀吉，他对沈惟敬说：“这正是老爷的事情。需好言相劝，非老爷亲去不可。如果老爷也办不妥这件事情，那我辈就更加没有办法了。”

沈惟敬对柳川调信说：“你毋须再说，我不管朝鲜事，谁还来管？”

九月一日，朝鲜通信正使黄慎派人到明朝册封使的寓所去打听消息。沈惟敬说：“为了解决你们的事情，我今天将前往大坂去见关白。关白大概是责怪你们来得迟了，不过最后肯定是不会有事的，放心放心。”（以上对话出自《日本往还日记》）


这天傍晚，杨方亨、沈惟敬带领明朝册封使节团，从堺港开赴大坂，准备先在次日举行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的封典，等完成册封典礼后，再向丰臣秀吉提出会见朝鲜通信使的要求。

进发途中，明朝册封使节团扛着“封尔为日本国王”的圆字大匾，浩浩荡荡地出发，场面非常壮观。当夜，册封使节团抵达大坂，杨方亨、沈惟敬二人分别下榻于蜂须贺政胜和宇喜多秀家在大坂城的府邸。（《十六
 、十七世纪耶稣会日本报告集》）


九月二日，册封典礼如期在大坂城的一个房间内举行。明朝册封正使杨方亨与即将被封为“日本国王”的丰臣秀吉相对而坐。日本方面，出席的大名有：德川家康、前田利家、上杉景胜、宇喜多秀家、小早川秀秋、毛利辉元。

在册封典礼上，杨方亨、沈惟敬向丰臣秀吉赠送来自大明的丰厚礼物，他们将金印、冠冕、衮龙袍、册封诏书放入一个黄金匣中，颁赐给丰臣秀吉。通过册封典礼上的诏书颁赐这一仪式，大明正式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诏书内容如下：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

圣仁广运，凡天覆地载，莫不尊亲帝命。溥将暨海隅日出，罔不率俾。昔我皇祖，诞育多方。龟纽龙章，远锡扶桑之域；贞珉大篆，荣施镇国之山。嗣以海波之扬，偶致风占之隔。当兹盛际，宜赞彜章，咨尔丰臣平秀吉，崛起海邦，知尊中国。西驰一介之使，欣慕来同。北叩万里之关，恳求内附。情既坚于恭顺，恩可靳于柔怀。兹特封尔为日本国王，锡之诰命。于戏龙贲芝函，袭冠裳于海表，风行卉服，固藩卫于天朝，尔其念臣职之当修。恪循要束，感皇恩之已渥。无替款诚，祗服纶言，永遵声教。钦哉。（《明皇帝赠丰臣秀吉册封诰敕》）


除了丰臣秀吉被大明封为日本国王外，上杉景胜、毛利辉元被大明封为都督同知，前田玄以、小早川隆景、小西行长、宗义智、立花宗茂被封为都督佥事（《钦差委官守备都佥事刘等连署谕帖》）
 ，并一一授予相关册封文书。根据册封文书的定调，这些被册封的日方人员，自然也是大明臣子。其中颁赐给上杉景胜的册封文书，保留至今，后人得以一窥原貌，上面是这么写的：

兵部为钦奉圣谕：

事照得顷，因关白具表乞封，皇上嘉其恭顺，特准封为日本国王，已足以远慰内附之诚，永坚外藩之愿矣。但关白既受皇上锡封，则行长诸人，即为天朝臣子，似应酌议量授官职，令彼共戴天恩，永为臣属，恭候命下。将丰臣景胜，授都督同知官职，以示奖励。拟合给札为此合札，本官遵照札内事理，永坚恭顺，辅遵国王，恪遵天朝约束。不得别有他求，不得再犯朝鲜，不得扰掠沿海，各保富贵，共享太平。有背违王章，不宥，须至札付者。（《史料稿本》）


丰臣秀吉被册封为日本国王后，觉得很有面子，眉间喜气洋溢，欣然接受了明朝的金印和册书，将之举到头顶致谢。因为还接受了明神宗赐给他的日本国王的冠冕和衮龙袍，丰臣秀吉便退到其他房间换上了这身行头，出来以后，又带着其他大名一起学习中国话的发音，面朝北京方向，向明神宗遥致谢意，口呼三声“万岁”。（《仙巢稿》《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按照正规礼仪，丰臣秀吉本来应该率领众大名，向明神宗遥行五拜三叩首之礼，但他借口脚上长疮，不肯屈膝跪拜。（《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乱中杂录》）


册封仪式完成后，丰臣秀吉大摆宴席，招待明朝册封使一行人。宴会上的座次安排如下：上坛中央为丰臣秀吉的御座，丰臣秀吉身着大明御赐的冠冕、衮龙袍；中坛右方为杨方亨、沈惟敬二人之座；中坛左方为德川家康、前田利家、毛利辉元、宇喜多秀家、上杉景胜、小早川秀秋、吉川广家之座，他们七人皆着大明所赠衣冠。至于其他诸大名，则站立于南面。（《阴德太平记》）


在宴席上，丰臣秀吉遵从大明礼法，令人将膳食摆得三尺高、五寸宽，案桌上摆满了鱼肉、鸡肉、羊肉，周围用金银、花草装饰。（《续本朝通鉴》）
 宴会过程中，丰臣秀吉让人表演日本特有的节目“猿乐”，明朝册封使一行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个，都感到很好奇。宴会气氛轻松，结束之后，人们各自归宅。

不过，一些明朝、日本史料认为这场宴会进行得并不愉快。根据明人诸葛元声所著的《两朝平攘录》的记载，丰臣秀吉在九月三日设宴招待册封使，沈惟敬在宴会上向秀吉提出从朝鲜撤兵、与朝鲜通好的要求。丰臣秀吉听后当即翻脸，不答应与朝鲜议和，并对明朝册封使下达逐客令，让他们次日就上船回国，又宣称要调集兵马，再次对朝鲜用兵。

《丰臣秀吉谱》《逸史》《日本外史》等后世成书的日本史料附会《两朝平攘录》，称丰臣秀吉在宴会结束后让僧人承兑宣读册封诏书，当读到“封尔为日本国王”时，秀吉认为明朝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侮辱他，因此非常震怒，将明朝赐给他的冠冕、衮龙袍摔到地上，又撕毁了册封诏书。但是根据一手史料《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十六、十七世纪耶稣会日本报告集》的相关记载，丰臣秀吉设宴招待册封使应该是在九月二日，而非九月三日，也没有发生上述不愉快的经历。而且明朝的册封诏书，至今也完好无损地保存在日本，并未被撕毁。所以，相关说法并不属实。

在九月二日宴会结束后的日落时分，丰臣秀吉前往宇喜多秀家的府邸，拜访下榻在此的册封副使沈惟敬。册封正使杨方亨听说后，赶了过来。丰臣秀吉向两位明朝册封使“感激天恩”，又慰劳他们舟车劳顿，千里迢迢赶来日本。沈惟敬、杨方亨趁机将话题转移到朝鲜通信使上，希望丰臣秀吉允许朝鲜人谒见他，并且能宽恕他们。但是丰臣秀吉直接拒绝了这一要求，他对沈惟敬和杨方亨说：“朝鲜对我非常无礼，我对朝鲜怨恨甚深。因此，我不想对此多做解释。”

沈惟敬并未放弃，继续为朝鲜使者争取机会，他对丰臣秀吉说：“殿下所指的各种理由甚为恰当。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朝鲜人不但对殿下您，就是对我们大明皇帝也多有冒犯。即使吞灭其全国，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将这个国家灭亡了，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所以，大明皇帝以单纯的怜悯之心宽恕了它。希望您也像大明皇帝一样宽恕朝鲜的过错。”（《十六
 、十七世纪耶稣会日本报告集》）


然而，丰臣秀吉仍不愿意见朝鲜使者，只是对沈惟敬一笑。与两位册封使用膳后，丰臣秀吉回到了自己的宅邸，接着又到了蜂须贺政胜的宅邸，对他说：“大明皇帝给了我很大的面子，我对他深感敬意。在回信及其他方面，必须尊重他的意见和判断。”（《十六、十七世纪耶稣会日本报告集》）


九月三日，丰臣秀吉前往杨方亨的寓所拜访他，沈惟敬也赶了过来，秀吉送给了两人一些礼物。
[2]

 沈惟敬趁机又劝说丰臣秀吉，希望能够允许朝鲜使者谒见他
[3]

 ，但丰臣秀吉还是拒绝了，他掰扯是非，对沈惟敬说：“我受了四五年的苦。当初我托朝鲜转奏大明求封时，朝鲜不肯。我又想借道向大明通贡，但朝鲜还是不肯，是朝鲜太轻侮我了！所以才对朝鲜用兵。但这些都是以前的事情了，现在不需要再提起。后来老爷（沈惟敬）前来讲好，而朝鲜却极力破坏……天朝使者到了日本以后，朝鲜却不肯跟日本通音信，不跟老爷来，也不跟杨老爷（杨方亨）来，现在才姗姗来迟。而且我曾经释放了两个朝鲜王子，就算大王子不能来，小王子也可以来向我道谢，但朝鲜终究不肯派王子过来。我很厌恶朝鲜，现在不愿见来使，随便他们是去是留。”（《日本往还日记》）


九月四日，杨方亨、沈惟敬又去拜会丰臣秀吉，丰臣秀吉因为顾虑到“冬月风多，渡海不便，不敢久留天使”，让杨方亨、沈惟敬先回到堺港。

九月五日，丰臣秀吉派出五奉行中的三人
[4]

 ，以前田玄以为首，让他们赶到堺港，去款待杨方亨、沈惟敬两位册封使。丰臣秀吉让奉行众传话，册封使如果有什么要求，不必介意，尽管提出来。为此，沈惟敬给丰臣秀吉写了一封信，提出：“请将朝鲜的倭营全部毁弃，撤回全部滞留在朝鲜的驻军。大明皇帝前年以慈悲原谅了朝鲜人，请您也同样宽恕朝鲜人的过错。他们或许应该受到惩罚，但是即便惩罚了他们，您也不能从中得到好处啊！”（《十六
 、十七世纪耶稣会日本报告集》）


沈惟敬让小西行长、寺泽正成将信转交给丰臣秀吉，并让他们从中斡旋，帮助劝说丰臣秀吉从朝鲜撤兵，与朝鲜修复关系。

九月六日，小西行长、寺泽正成遵照沈惟敬的要求，前往谒见丰臣秀吉，将信件交给了他。丰臣秀吉让拥有汉文修养的高僧翻译沈惟敬的信件，并当着他的面读出来。当读到尽毁在朝鲜的倭营这个要求时，丰臣秀吉非常愤怒。（《十六
 、十七世纪耶稣会日本报告集》）
 尽管丰臣秀吉此时接受了明朝的册封，但他认为朝鲜始终不肯派王子渡海赴日，是怠慢他的举动，在面子上很说不过去，因此拒绝退兵。

听到撤兵要求后，丰臣秀吉大声斥骂，十分恼怒小西行长与寺泽正成。他叫骂着说：“天朝既然已经派遣使者册封我为日本国王，我姑且忍耐之。但朝鲜无礼至极，现在不可许和，我正要再派兵与朝鲜厮杀，怎么可能商议撤兵之事！天朝使者无须久留在此，明日就请上船。朝鲜使臣，也跟着他们回去好了。我当调兵，于今年冬天再次出兵朝鲜。”

丰臣秀吉发泄完以后，小西行长告退。他出来后对奉行众之一的增田长盛说：“我四五年来致力于此事（指日本与明朝、朝鲜议和，从朝鲜撤兵），竟无结局，宁可切腹自杀。

增田长盛安慰小西行长说：“毋须如此，我辈沉默应对就好了。”（《以上对话出自《日本往还日记》）


丰臣秀吉大发雷霆之后，决定再度对朝鲜用兵，明、日和谈宣告破裂。他先召见了加藤清正，命令加藤清正和毛利吉成速赴朝鲜，将以前修筑的倭城再行构筑。又召见了黑田长政等人，命令他们在次年二月赶赴朝鲜。

丰臣秀吉又于九月八日向堺奉行做出指示：“明朝人和朝鲜人必须一两天内全部离开堺，否则处死。”（《十六
 、十七世纪耶稣会日本报告集》）


这道指令，相当于对明朝册封使和朝鲜通信使同时下达了驱逐令。同一天，丰臣秀吉又给岛津义弘写了一封信，指示岛津义弘做好再次侵略朝鲜的准备。小早川隆景也向岛津义弘写了一封信，告诉他由于明朝册封使向丰臣秀吉提出让日军从朝鲜完全撤兵的要求，导致明朝与日本和谈破裂。信中提到，由于朝鲜王子没有渡海，被丰臣秀吉抓到把柄，成了再次出兵朝鲜的理由；还提到丰臣秀吉指示毛利吉成、加藤清正、小西行长早早做好渡海的准备，并指示四国、中国地方的大名次年再度出兵朝鲜。（《岛津家文书》）


沈惟敬听说丰臣秀吉决意再度派兵侵略朝鲜后，流着眼泪说：“我回国后恐怕难免一死。”（《十六
 、十七世纪耶稣会日本报告集》）


朝鲜通信使听到了一些风声，说丰臣秀吉想要拘留、囚禁通信使，或者杀光通信使一行人，感到非常害怕，有人甚至躲在墙角里哭泣。朝鲜通信使去见沈惟敬，对他说：“陪臣等受命来此，全依靠两位老爷。现在议和之事不成，应该如何处之？”

沈惟敬充满悲观地回答说：“只能回去，只能回去了！一名客人来到主人的家门口，主人不接纳这个客人，又哪会有强留之理？关白的所作所为极为可恶，难以好意相待。人在井上，方能够救得井下之人，现在我自己就在井里，又怎么救人呢？我辈只需尽快回去，再商议此事，陪臣也应当收拾行李启程。”（《朝鲜往还日记》）


九月九日，明朝册封正使杨方亨、副使沈惟敬与朝鲜通信正使黄慎、副使朴泓收拾行装，分别登上各自的船只，从堺港出发，渡海返回朝鲜。回程中，黄慎发信给朝鲜朝廷，报告了明、日和谈破裂，日军将再次对朝鲜动兵的消息。

通过分析明、日和谈的历史，不难看出，和平工作最后失败，原因在于负责和谈的双方人员分别向各自的君主伪报军情、夸大战果，导致双方当政者长时间不清楚真实状况，导致对和谈条件的分歧越来越大，最后只能以失败告终。和谈初期，宋应昌、李如松向明朝伪报，称明军赢得碧蹄馆大捷，日军畏罪乞降，退守海岛，向明朝乞求封贡；又说，日军除一小部分仍然残留不退，其余皆渡海回国。在此基础上，明神宗认为日本已经服软，制定的对日方针长期以封贡为主。而日方的谈判人员，也向丰臣秀吉夸大军情，说在碧蹄馆大败明军后，明朝总大将主动向日本谢罪，并派两名使者渡海赴日。因此，丰臣秀吉以为明朝怕了日本，制定的谈判方针，是非常强硬的七个条件，核心是求婚、割地。这是双方分歧的根本所在，无法调节。

在长达数年的谈判中，丰臣秀吉已经知道了明朝的底线，他自知难与明朝相抗，因此做出了很大让步，放弃了求婚、割地这两个核心条件。不过，他并不满足于明朝的“封贡”，仍然要求朝鲜王子渡海向日本表示臣服。他希望能够以此体面地结束这场战争，给自己一个台阶。这是他维护丰臣政权权威所必须要做的，当这个底线也无法实现，没有台阶下时，为维护自身权威，丰臣秀吉便只能再次挑起战争了。否则，迎接他的也只有丰臣政权权威的土崩瓦解。

日军的厌战心理

舟行缓慢，一个月后的十月十日，明朝册封使、朝鲜通信使的船只还停靠在肥前名护屋，没有回到朝鲜。这一天，小西行长送来了酒、鸡、鱼等物，给明朝册封使和朝鲜通信使享用。傍晚，宗义智的家臣要时罗来拜会朝鲜使臣。

要时罗偷偷对朝鲜翻译朴大根说：“关白已经失去人心，坚持作恶而不肯悔改，不出三五年，势必难保。现在朝鲜不能派遣王子渡海，但却可以用羁縻之计稳住他，拖延时间，则必定没有后患。”

朴大根问要时罗：“何为羁縻之计？”

要时罗回答说：“加藤清正、黑田长政就算渡海到朝鲜的时间再快，也是在今年年末，或者明年一二月。他们渡海到朝鲜后，还要先搬运军粮。其他大军得到三四月以后才会渡海，齐至釜山。朝鲜只需在明年一二月派人来向日军报告：‘王子不但年幼多病，而且以前在北方行为不端，被土著居民缚送军前，所以国王恼怒其罪行把他发配到远方。人们都很厌恶他，因此不让王子出使外国。朝鲜准备让官位高的宰相亲往日本，在关白面前请求和好，以后保持通信，定期献上岁币。’小西行长就会将此意转告给关白，关白就有可能被这些娓娓动听的话打动，或许会答应与朝鲜议和。如此往复，朝鲜撑过时日，等到关白那里发生变数就可以了。”

要时罗又说：“关白也不是生长在深宫，不知道民间疾苦的人。他也是从底层崛起的，知道徒步的辛苦，知道背负薪米的难处，知道被人打骂是可憎的，知道受人嘉奖是可喜的。但他如今残酷地对待下面的人，不体恤别人的劳苦，日本之人皆恨他入骨，绝无善终之理。他自己也知道，经常说：‘我以亲侄为子，让他富贵，但他却反过来害我。我固知举国大小之人都要杀我，我与其坐而受祸，不如肆意耍弄威风而死。’关白大概是认为日本人只要不打仗了，就会想要除掉他，所以他让日本人连年劳苦，一点都没有停止战争的意思。他这样做，迟早是要自取灭亡的。”

从要时罗透露给朝鲜方面的情报可以看出，小西行长、宗义智等人的厌战心理十分严重，因此暗中向朝鲜透露重要情报，教导他们怎么应付丰臣秀吉。

两个月后的十二月二十五日，朝鲜通信使黄慎回到王京，向朝鲜朝廷详细汇报了他从日本带回的重要情报，其中不乏从日军将领那里得到的重要军情：

一、宗义智的家臣柳川调信说：“关白使加藤清正、黑田长政、毛利吉成、小西行长四人作为先锋。其中，加藤清正应当会在冬天先行渡海，黑田长政、毛利吉成应当会在冬天结束、春天到来时渡海。加藤清正等人虽然渡海先来，但只是屯聚旧垒而已，大军要到明年二月才会渡海。”臣等归途中抵达名护屋时，黑田长政已经从丰前动身来到名护屋。臣等打听他渡海的时间，知道他还没有来得及准备好军兵、器械，尚未定下具体的出兵日期。

二、臣等在大浦时，小西行长对译官朴大根说：“清正虽然准备立即来朝鲜，但也得在修养士兵、聚集粮草以后，他应当会在明年一二月间渡海，大军则会在明年三四月间渡海，齐到釜山。”

三、小西行长对朴大根说：“现在关白发怒，是因为朝鲜礼数不到位，不派王子渡海。以后朝鲜也必定不肯派遣王子渡海，但如果有天朝居中指挥，朝鲜想来不敢拒绝。万一许派朝鲜王子渡海，则我辈当先往关白处，讨得手书誓文而来。满足关白后，日本就一边撤兵，一边奉王子渡海，不会像今天一样毫无头绪。”

四、小西行长又对朴大根说：“我知道朝鲜每件事都要禀报天朝，由天朝决定。计往返天朝，当要花费数月时间，须以明年二月为限，以待天朝回话是否派遣王子渡海。如果超过这个期限，日本必定对朝鲜动兵。如果朝鲜肯派遣王子渡海，又差大臣来日本营中，则可以据此驰报关白矣。”

五、沈惟敬麾下的王千总对臣说，前日在堺港时，小西行长、寺泽正成、柳川调信、内藤如安四人到沈老爷寓所。行长问沈老爷：“朝鲜肯许王子来否？”沈老爷回答说：“朝鲜王子，哪有派遣到日本的道理？此事决不可成，我不敢说谎也。”内藤如安说：“王子必不肯来。”小西行长说：“我也是这么想的。”柳川调信笑着说：“王子或许有渡海的可能，我若用兵势胁迫，彼不得不从。”

六、王千总又对臣说，关白派了一个通晓文墨的倭僧，来对沈惟敬说：“朝鲜阻遏日本，使日本不得通中国，现在又不肯派王子来致谢，十分轻视于我。应当让日本征伐朝鲜，还是让天朝征伐朝鲜？”沈惟敬拒绝了关白出兵朝鲜的要求，对他说：“你不须动兵，我当替你归禀天朝，天朝必定对朝鲜有所处分。”

七、臣等在名护屋时，柳川调信对朴大根说，小西行长听说加藤清正在肥后广募战士，清正经常对士兵们说：“我到朝鲜屯耕五年，可以大得粮谷，更不需要从日本调粮，以后就不缺粮了。尔等在日本没有尺寸之功，到朝鲜就可以立下功劳，也会分给你们土地。”如此一来，很多无赖之徒都选择跟随清正。

八、锅岛胜茂对朴大根说：“关白手下，有一个叫作堀直政的人，向关白请命与加藤清正一同前往朝鲜，并愿意预先领受五年俸禄，修缮军器，等到了朝鲜以后，耕作五年，再把等价的米全部还回去。”日本诸将都很厌恶堀直政说出如此狂妄的话，有人问他：“你怎么知道一定可以攻取朝鲜？”堀直政回答说：“我曾经和清正非常详细地讨论过这件事。首先，朝鲜人大半已经战死，仅剩下三分之一的人口。其次，朝鲜之民，困于赋役，抱怨之人非常多。最后，朝鲜人不习战，一交战就崩溃。”

九、宗义智的家臣要时罗说：“明年春天如果再用兵，则宇喜多秀家当复为大将，或者是小早川隆景的养子小早川秀秋为大将，他是关白的侄子。”

十、柳川调信对朴大根说：“我辈如若再次举兵，则会先进犯全罗道。朝鲜现在没有粮谷，日本大军害怕缺乏粮食，需要先从日本搬运粮米，然后击破朝鲜舟师，之后可水陆并进。诸将已经对此进行商讨了。”

十一、柳川调信又对译官李彦瑞说：“朝鲜舟师习于水战，船很坚厚，如果这些船排列在一起，进退得当，则日本舟师必定难以取胜。但如果日本舟师夜里偷偷进发，出其不意地袭击朝鲜水军，以七八艘小船围攻一艘朝鲜大船，冒着箭镞和石头前进，却是可以击破朝鲜舟师的。之前巨济岛之战爆发时，我驻在森浦无法离开，遂派人告诉巨济岛的日本士兵：‘不要轻易登船出战，只宜坚壁固守，待对方登陆，再与之交战。用这个办法，朝鲜舟师就不能轻易退去了。’”

十二、柳川调信又说：“日本人听说济州岛有好马，每次都想进犯那里但却没能成功。这次出兵虽然先进犯全罗道，之后肯定会进犯济州岛。”

十三、柳川调信对李彦瑞说：“我听说宗义智等人刚和朝鲜交涉两国通信时，朝鲜人议论不一。有人认为应该斩杀宗义智、景辙玄苏，枭首示众；有人认为不应该这样做，应该派使者与日本通信。但是战争爆发后，人们的口径却变得统一了，都认为非常可惜，后悔当初没有杀死二人，觉得以前将二人枭首的主意才是真知灼见。如果真像我听闻的那样，朝鲜人就太愚笨了。如果当初朝鲜人杀掉了这两个人，难道其他日本将领就会怕了朝鲜而不来了吗？不仅如此，这样反而会激怒日本，势必要朝鲜付出更高的代价。自古以来，岂有擅杀信使之国？就算是朝鲜有不敬之事，日本会杀通信使吗？此真小儿之见也。”

十四、臣等在堺港时，有一倭僧拿来一卷旧纸给我们看，说是往年谢用梓、徐一贯两位天朝使者前往日本时，与日本约定的条款。臣等取来看，发现上面有七个条约，抄写在纸上带了回来。

十五、臣等在堺港时，被日本俘虏的我国百姓廉士谨来见臣等，详细叙述了日本的事情。臣等见其为人，颇为浮薄，所言极其夸张，似乎不足信用，但也把他说的话抄录在另一张纸上带了回来。

十六、臣等在大浦时，要时罗告知朴大根，前一日小西行长、寺泽正成、宗义智等人同坐，向他询问：“我等今到釜山，以候朝鲜回复。朝鲜必定禀报天朝处置，一往一返，春季都将过半。如果在这个时候，朝鲜趁我势孤，掩袭釜山，那将奈何？你知道朝鲜的事情，你试着说说应该怎么办。”要时罗回答说：“朝鲜每件事都不敢擅自处理，必定先禀报天朝，似乎不会轻举妄动，但我也不太确定。”

十七、要时罗又说，当关白对朝鲜不派王子渡海并要求日本撤兵而大发雷霆时，小西行长等辈不敢说一句话，唯独寺泽正成敢在关白面前说：“愿有一言。”关白问他：“是何言也？”寺泽正成回答说：“我和行长等人一直力主与大明、朝鲜和好，没想到今日演变为这种局面。天朝和朝鲜，必定认为我辈是在欺诈他们。男儿生于世间，受此丑名，宁可死于此。”关白别无怒色，只是对寺泽正成说：“你和小西行长说的话没有什么区别，但为什么以前不将详情禀告于我，直到现在才搬出这么一套说辞？”

十八、小西行长对臣等说：“朝鲜必定以为，王子到日本以后，就会被日本拘留。但实际上是万万没有这个道理的，王子只要到日本，保准他没有任何事情。王子以外的人，就算是朝鲜百官一同到日本，也是无用。朝鲜是否决定派遣王子，需告知于我。能在日本大军渡海之前答应，就很幸运。如果到日本大军渡海以后再做观望，那就来不及了。”

十九、小西行长对臣等说：“黑田长政是加藤清正一伙的，这两人渡海，必定先占据蔚山、机张等旧垒。关白既然有等待朝鲜回话的命令，他们也不敢贸然动手。但我还是担心他们会偷偷行动，想要破坏议和之事，因此仍有隐患。如庆州等地，朝鲜需加以防备，可在这里储备粮食。另外，关白今后还将任命我为渡海先锋，假如不得不交战，有什么想说的可以与我联系。”（以上内容出自《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从黄慎汇报的情况来看，以小西行长、宗义智这对翁婿为首的一些日本将领，对再次出兵朝鲜非常厌倦，因而向朝鲜输送了不少有价值的军事情报，指导朝鲜人如何应对日军。同时，小西行长、宗义智等人仍然对和谈抱了很大期望，认为朝鲜人按照他们的指导，将朝鲜王子送到日本，说不定丰臣秀吉就不会再次出兵朝鲜了，他们也可以免于兵役。此外，从小西行长这伙人的言论来看，日军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对立，他们这一派与加藤清正、黑田长政等人的矛盾非常深。

丰臣秀吉的再侵部署

万历二十四年十二月，岛津义弘遵照丰臣秀吉的指示，制定好了再次出兵朝鲜的军事动员名单。根据《岛津家文书》的记载，岛津家的兵种构成、人数、运兵船种类、运马船种类、船只数量如下所示：



	兵种
	骑侍人数
	总数



	1020石骑侍（拥有1020石封地的骑马武士）
	95人（每人带33名随从）
	3230人



	510石骑侍（拥有510石封地的骑马武士）
	24人（每人带16名随从）
	408人



	300石骑侍（拥有300石封地的骑马武士）
	143人（每人带9名随从）
	1430人



	徒步小侍众（下级步兵武士）
	—
	300人



	前者的夫丸（徒步小侍众的民夫）
	—
	900人



	无足众（类似足轻的低级武士）
	—
	500人



	前者的夫丸（无足众的民夫）
	—
	1000人



	御道具众（持长柄枪的骑马武士）
	—
	665人



	御藏入夫丸（辎重队）
	—
	2000人



	加子（水手）
	—
	2000人



	上述总人数
	262人
	12433人



	岛津以久
	9人
	332人



	伊集院忠栋
	69人
	2332人



	总马匹（另有10匹）
	—
	350匹



	全军总人数
	340人
	15097人










	运兵船种类
	数量（艘）
	每艘人数（人）
	总人数（人）



	十端帆
	10
	80
	800



	九端帆
	40
	70
	2800



	八端帆
	31
	60
	1860



	七端帆
	4
	40
	160



	六端帆
	6
	30
	180



	共计
	91
	—
	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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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五年（日本庆长二年，1597年）正月，日军先锋加藤清正、丰茂守（锅岛直茂的部将）率先渡海至朝鲜，分别登陆庆尚道的多大浦、竹岛，揭开了日军再次侵朝的序幕。加藤清正出兵之前，与其关系不睦的小西行长派遣要时罗去见朝鲜通信使黄慎，再次向他输送军事情报，透露了加藤清正的兵力、出兵日期、进兵路线，指导朝鲜应在哪处水路预先埋伏，以求在海路上歼灭加藤清正。但是朝鲜三道水军统制使李舜臣怀疑小西行长的情报有诈，借故不肯出兵。

由于李舜臣拒绝采纳小西行长的建议与情报，加藤清正顺利在庆尚道多大浦登陆，为此李舜臣被朝鲜朝廷下狱革职。之后元均代替李舜臣，升任三道水军统制使。后来的一些朝鲜史书，为了替李舜臣推脱责任，将其塑造成完美形象，就将小西行长输送情报一事进行曲解，说成小西行长与加藤清正联合设下反间计，目的是使李舜臣被罢职，消除日军在海路上的威胁。事实上，确实是因为李舜臣无视小西行长送出的情报，没有及时在海路上堵截加藤清正，才造成了加藤清正顺利登陆。

二月二十一日，丰臣秀吉开始制定第二次出兵侵略朝鲜的具体部署，他决定任命小早川秀秋为侵朝总大将，坐镇日本在朝鲜的大后方——釜山浦。而朝鲜庆尚道沿海地区，丰臣秀吉同样安排了部队留守，其中立花宗茂留守安骨浦，高桥统增、筑紫广门留守加德岛，小早川秀包留守金海竹岛，浅野幸长守西生浦。此外，日军第一军团至第八军团依次进兵朝鲜，熊谷直盛、早川长政、垣见一直、毛利重政、毛利高政、竹中重利、太田一吉七人作为军监，监督前线诸将。他们每天都要记录下“殿最”
[5]

 ，不得有所欺瞒，并将战报送于釜山浦。寺泽正成在朝鲜釜山浦与日本壹岐岛、对马岛、名护屋之间设置了联络用的船只，以便将前线战报送到秀吉手中。

根据丰臣秀吉的安排，日军的具体编制如下所示：

[image: Figure-0387-0127]


此外，丰臣秀吉又制定了以下军令，要求诸将遵守：

一、军必营于野，攻伐必议于众。务采群言，勿以偏见私说破之。

二、赤国（全罗道）悉收而施治，青国（忠清道）以下随宜进取。

三、军须有舟师，以四国众、菅平右卫门及诸队巡逻船编成，藤堂佐渡守（藤堂高虎）、加藤左马助（加藤嘉明）、胁坂中务少辅（胁坂安治）监之。

四、所取城堡，严设守备。诸将功过，必随报赏罚。

五、明国或发大兵，出朝鲜王城五六日程而张阵，必速报告。我单骑航海剿之，单骑直入明国。（《旧记杂录后编》《高山公实录》《筑紫家古文》）


部署军队、制定军令后，丰臣秀吉原本打算立即发兵渡海，但是小西行长、锅岛直茂等日军将领因为严重的厌战情绪，罗织谎言，欺骗丰臣秀吉说：“朝鲜，今则兵马精强，舟楫甚盛。虽我国之力，恐不能轻当，此非细事。起兵战斗之事，斟酌为之。”

丰臣秀吉听到朝鲜军队变得非常强大后，不似当年那样意气风发、目中无人，他产生了犹豫，暂时停止了发动大兵的打算。（《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其余将领也都不想再战，纷纷找难处向丰臣秀吉推脱，于是日军大举渡海的计划就暂时搁置了下来。由此可见，丰臣秀吉的雄心壮志，已经大不如前了。

加藤清正与惟政的最终谈判

已经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正月渡海至朝鲜的日军先锋加藤清正，并未对朝鲜立即动武。他有意以自己为主角，与朝鲜展开谈判，希望索取到朝鲜王子作为人质交给丰臣秀吉，作为与朝鲜停战的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加藤清正再一次向朝鲜僧兵将领惟政发出了谈判邀请。

三月十八日，应加藤清正的邀请，惟政深入虎穴，前往加藤清正所在的庆尚道西生浦，与加藤清正再次进行议和谈判。此次会谈的内容，被详细记录在跟随加藤清正渡海的日本僧人文英清韩所著的《文英清韩长老记录》中，全程都由通晓汉文的文英清韩替加藤清正翻译，从而与惟政实现笔谈。

会谈开始后，加藤清正率先质问惟政：“四年前（1593年）的四月，沈游击与小西行长在王京议和时，约定日军退出王京、放还朝鲜王子后，朝鲜国王归服日本，亲自渡海到日本，向太阁殿下施礼致谢，与日本割分朝鲜八道。我等以此旨奏之太阁殿下，于是日军退出王京来到庆尚道的海岸筑城待命，又放还朝鲜王子。之后一直到去年（1596年）八月，太阁殿下不再动兵攻打朝鲜，日军只是随时待命。但即便如此，也不见朝鲜国王有归服日本、割分朝鲜八道之意。而朝鲜王子，也没有一人渡海到日本，向太阁殿下致谢。直到去年八月，朝鲜才派出地位低下的使者到日本，欲向太阁致谢。这让太阁非常愤怒，认为日本被骗，不肯见朝鲜使者。这是朝鲜在欺骗日本吗？还是大明从中作梗？此事可详问朝鲜国王。这是太阁殿下的严命。”

惟政回答说：“四年前日本军退出王京、放还王子时，是谁说我国国王会渡海致谢的？又是谁说割让朝鲜土地给日本的？是出自沈爷（沈惟敬）之口吗？还是出自小西行长之口？就算日本擒获王子而肯放还，又岂会有国王渡海致谢的道理？大上官（加藤清正）才智出人，岂不知可不可、义不义、成不成？虚构这些言论报告给太阁的人，不仅欺骗了日本，还欺骗了朝鲜与大明，天地难容。”

加藤清正继续责备朝鲜“出尔反尔”，他说：“七年前的庚寅年（1590年），朝鲜国王遣使日本，奏报太阁殿下说：‘朝鲜归服于日本矣。’太阁殿下大喜，说：‘朝鲜既然已经归服，便可征伐大明。那日本便以朝鲜为先驱，向朝鲜借路和城池，让日军通过。’但是到了日本准备征伐大明的时候，朝鲜却突然变了心，不肯借道，又不愿意做日军的先驱。于是太阁殿下大怒，说：‘那么朝鲜使者对日本说的话，都是假的了。’因此罪责朝鲜，于五年前的壬辰年（1592年）对朝鲜动兵。日本并非无缘无故动兵，是朝鲜自取灭亡，而非日本。”

惟政回答说：“庚寅年派往日本的使者，只是与日本进行友好邦交，并不是归服。”

加藤清正问惟政：“当时有人（指小西行长）奏报太阁殿下说：‘朝鲜归服于日本矣。’这件事是假的吗？”

惟政回答说：“这是对马守（宗义智）与小西行长弄出来的伪奏，他们欺骗了日本和朝鲜，自然不是真的。”

尽管惟政否定了朝鲜归服日本的说法，但加藤清正还是质问惟政：“日本欲征伐大明时，朝鲜为何不借路、借城给日本？又为何不做日本的先驱？”

惟政回答说：“我国为大明属国，怎么可能借道给日本，和日本同伐大明？臣叛君，子叛父，天地之间哪有这个道理？宁可死一百次，也不想听这些话。”

加藤清正又问：“当初太阁殿下命令对马守与小西行长等人向朝鲜借道，对马守和小西行长等人告知朝鲜国王了吗？还是没有告知？”

惟政回答说：“对马守与小西行长，怎么可能会将借道的事告知我国？即便他们将此事告知我国，我国也只有以死相抗而已，岂会听之任之？”

加藤清正又问：“日军刚进入朝鲜的时候，朝鲜为何不听从日本的命令投降？”

惟政回答说：“日军渡海之初，遇到城池就毁坏，见到人就杀死，哪里还有闲暇提出借道之说？又岂会与朝鲜人争论从与不从、杀与不杀？行长等人给太阁的报告，也是欺罔日本。”

经过上述问话后，加藤清正改变了口吻，用带有威胁的语气对惟政说：“朝鲜和日本现在断绝了和平关系，日军很快就要渡海而来，把朝鲜烧为焦土。日本对付朝鲜，就像一座山碾压一颗蛋一样轻松。朝鲜的人民，甚至是飞禽走兽，都将被杀死、烧死、饿死，全部毁灭一空，万倍于五年前。所以请朝鲜国王好好考虑，朝鲜的安危都在国王胸中。我想要调解两国的关系，恢复双方的和平。现在的办法，只有让一位朝鲜王子渡海，则可以救朝鲜无数无辜之人。这件事，你可以告知你们国王。”

根据加藤清正的这番说辞，只要一位朝鲜王子渡海，到日本向丰臣秀吉致谢，就可以结束战争。

加藤清正怕惟政不肯妥协，又继续威胁说：“日军渡海来到朝鲜以后，朝鲜将不余寸地，郡国村邑、民家田舍、山林竹木，都将被摧毁，成为荒芜之地。至于朝鲜国中的金银财宝及书籍等，或被日本人掠夺，或被日本人焚烧，不可胜计。从这些方面考虑，对朝鲜极为不利。你好好考虑，如果朝鲜能够每年向日本进贡，则可以维持两国之间的和平。”

加藤清正向朝鲜提出了年年向日本进贡的要求，这实质上是想把朝鲜变成日本的属国。

在加藤清正的一步步威胁下，惟政的态度开始有些变软，表示愿意退一步，想办法让朝鲜王子渡海。他说：“王子渡海之事，看上去不难，但要说到‘义’，就不可以了。以王子本人而言，确实应该渡海向太阁施礼致谢（因为当初是秀吉命令日本军释放两位王子的）。但是以宗社（宗庙和社稷，指代国家）之义而言，则不可以将王子送于我国的仇家。况且我国王子没有大明天子的命令，就算是入觐天朝也没有门路，更别说渡海去见仇家。但是……我回去会先和沈老（沈惟敬）商量此事，再告知（朝鲜）朝廷，等候朝廷的旨意，这样做如何？但我的这个意见不能让外人知道，尤其不能让小西行长之徒知道，要小心他们，我当勉力图之大计（指朝鲜王子渡海）。”

尽管惟政表现出退让，愿意想办法让朝鲜王子渡海，但是加藤清正似乎没有听懂，对惟政的话挑刺道：“你说以宗社而言，王子是不可渡海的。但我说，宗社如果能镇护国土，则宗社可以尊敬，如果不能保护国土，则不用尊敬。而朝鲜宗社并不能保护国土，近年来朝鲜已成了一个乱邦。因国王引起政治纷乱之故，上天要灭亡他，宗庙也保护不了他。不能保护国土的宗社，不必尊敬。”

说完这些，加藤清正又继续威胁惟政：“王子如果不渡海，日本兵可以毁掉朝鲜的宗社；但如果王子渡海，却是对宗社的尊敬，同时也救了朝鲜亿万人民。”

威胁完惟政，怒气未消的加藤清正回过头对惟政刚才的话继续挑刺道：“你之前说，朝鲜王子未能入觐大明天子，又怎么能渡海去面见仇家。这句话说得真是忘恩负义。当初抓到朝鲜王子以后，太阁殿下因为可怜他们而将其放了回去，这样大的恩惠又怎么可以称为仇家呢？怎么不渡海向太阁殿下施礼致谢呢？日本把这叫作恩，不叫作仇。”

惟政见加藤清正听不懂他的话，既生气又憋屈，向加藤清正发作说：“义不义，可不可，我已经和你说了。现在我没必要和你争论，只待天下人公论，其他没有什么好说的！”

然而，迫于加藤清正的威胁，惟政最后不得不表示退让，再次服软，表态说：“就算是这样，我还是会尽力的（指朝鲜王子渡海之事）。”

加藤清正见惟政表态愿意为朝鲜王子渡海一事尽力，态度终于有所缓和，又问：“上面所说的条件，就算不能问于大明，但如果朝鲜国王答应，那么可以让朝鲜王子渡海，向太阁殿下施礼致谢吗？”

惟政回答说：“我与大上官讨论之事如果成功，则王子渡海又有什么困难的呢？”

加藤清正按捺不住喜悦，又问惟政：“你到王京向朝鲜国王问这件事，什么时候可以回来？急速回来可以吗？……何月何日回来呢？如果按照我的意思，你在四月二十日的时候可以回来。”

惟政回答说：“并没有可以预料的日期，随时善处为好。”（以上对话出自《文英清韩长老记录》）


加藤清正与惟政的谈判，至此结束。在这次会谈中，加藤清正以威逼利诱的形式，胁迫惟政答应了尽力操办朝鲜王子渡海一事，并让惟政在一个月后的四月二十日做出正式答复。加藤清正向惟政声称，只要朝鲜王子渡海，向丰臣秀吉施礼致谢，日本就会停止继续对朝鲜用兵，就此结束战争。但一个月以后，加藤清正并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结果，这次谈判最终以失败告终。

丰臣秀吉的最后妥协

沈惟敬回到朝鲜以后，和小西行长、宗义智商讨是否还有议和的可能。小西行长、宗义智也设想过让朝鲜王子渡海对丰臣秀吉表示臣服，以此结束战争，但这件事显然难以办成。

万历二十五年四月，柳川调信从朝鲜回到日本，向丰臣秀吉汇报了朝鲜王子难以渡海臣服的消息。（《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丰臣秀吉之前已经对再次出兵朝鲜产生了犹豫，便趁机问柳川调信：“然则以何事讲和乎？”

柳川调信回答道：“若以岁币、大臣通好，则事可成矣。”

其实，丰臣秀吉自己也很清楚朝鲜王子是很难渡海来日本的。他听了柳川调信的话，觉得这个条件还能够接受，就对此表示妥协，愿意以朝鲜献上岁币、派出大臣通好作为结束战争的条件。（《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从丰臣秀吉的表态来看，他也是色厉内荏，对再次出兵朝鲜没有十足的把握，因此表示愿意接受朝鲜进贡岁币、派遣大臣渡海赴日这两个条件，与朝鲜讲和，结束侵朝战争。但是柳川调信的这一说辞，本身并没有被朝鲜认可，不过是小西行长、宗义智一厢情愿的罢战构想。一旦出了差错，就很容易全盘暴露。

柳川调信刚离开两天，朝鲜庆尚道加德岛的日本驻兵就向丰臣秀吉传来急报，称朝鲜水军发兵杀掠他们。而加藤清正的信件此时也传到了日本，他气急败坏地向丰臣秀吉汇报朝鲜根本不答应议和，信上说：“我见了朝鲜僧将惟政，对方说派遣朝鲜王子、大臣渡海与日本通好一事，不是朝鲜所能擅许的，全听大明处置。按照这种说法，就算再谈10年也谈不好。小西行长、寺泽正成、柳川调信等人，受赂于朝鲜，不敢背弃恩惠，颇有与朝鲜同谋之状，大小之事，都不以实情上报。这次柳川调信回到日本，也并非朝鲜和他们讲好了。如果以前听从我的策略，大军在今年三四月渡海，打下全罗、庆尚二道，则朝鲜王子可擒，岁币可得。但偏偏听信小西行长等人的不忠之言，导致渡海延时，结果让朝鲜人凌辱我等，诚可痛愤。现在需要及时出动大兵，屠尽全罗道，扫荡朝鲜所有可以依靠的地方，然后让朝鲜求和，并清算小西行长等人的罪行。”（《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丰臣秀吉看了这封信后勃然大怒，立即打消了妥协的想法，并派人抓来柳川调信，凶狠地对他说：“如此不实之事，弃阵来问于我？汝罪当斩！”

见丰臣秀吉欲对自己施加重刑，柳川调信连忙解释，称他与加藤清正有矛盾，所以加藤清正才这么说，恳请丰臣秀吉放过他，这才让丰臣秀吉消除了怒气。但是丰臣秀吉很快就下定决心派遣大军渡海，并对诸将下达军令：

朝鲜每此欺我，吾不忍忿。朝鲜所恃而不听我言者，全罗、忠清二道尚完故也。汝等八月初一日，直入全罗等地，刈谷为粮，击破山城。有可保之势，留屯二道，仍击济州；不可，则还兵，自固城至西生浦，相连屯结，以待朝鲜之乞和。行长则屯据固城，义智屯巨济，竹岛倭屯昌原、竹岛、釜山，他将倭屯机张，安骨倭屯加德，加德倭、清正屯西生浦，八处分屯，其余还入其国。朝鲜终不乞和，或不余日程，或五六日程，侵掠无常，期于取和。有山城处，虽尽死，不得不攻破，汝等戮力为之。如不从我言，当尽杀汝等之妻子。（《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今则兵粮难继，不可深入。焚荡全罗之后，即为还兵，自镇江到迎，沿海结屯，以问朝鲜和不和，且休马。积年之久，而朝鲜又若不肯，时时窃发，扫荡朝鲜军民，聚集富饶之处，则我国军马不劳，而朝鲜军民自尽。不可以日月为期。我虽死后，又有子孙，诸将等尽力，必朝鲜乞和而后已。（《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在军令中，丰臣秀吉要求日军诸将在当年八月直入朝鲜全罗道、忠清道，就地割取稻谷作为粮食，击破朝鲜山城。如果撑得下去，就在全罗道、忠清道耗着。如果撑不下去，就退兵到朝鲜沿海，屯结在固城至西生浦一带，问朝鲜肯不肯乞和，同时修养日军兵马。以一年时间作为期限，假使朝鲜还是不肯乞和，那就不断出兵扫荡朝鲜各地，抢掠财产，一直打到朝鲜乞和为止。

柳川调信见丰臣秀吉下定决心要对朝鲜动手，就冒着危险当面劝谏他：“今则朝鲜兵之善战，胜于前日。且有舟师，不可轻取。”

丰臣秀吉听了这番话以后，对柳川调信咆哮道：“汝无谋至此，大事何成？蹙踏庆尚、全罗、忠清等道，则舟师势将自尽，何可惧也？朝鲜之士马稍强，亦不足道也。”

柳川调信又劝谏说，天朝大兵已经到了朝鲜全罗道，日军很难对付他们。但丰臣秀吉对此不以为然，不屑地对柳川调信说：“癸巳年（1593年），天朝大兵虽在近处，晋州尚可攻陷。天兵虽至，岂不得进战？汝之此言，不过护朝鲜而发也。”（以上对话出自《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柳川调信被丰臣秀吉这么一番责难后，只好默然而退。小西行长、宗义智构想的停战策略，终于以失败告终，日军大举渡海已经不可避免了。

小西行长向朝鲜输送情报

柳川调信劝说丰臣秀吉罢兵失败后，便写信寄到朝鲜，向小西行长、宗义智等人报告此事，之后启程回朝鲜釜山浦。收到消息的小西行长、宗义智，知道丰臣秀吉再次派兵侵朝已经不可避免，就想和朝鲜人联手演一场戏。他们预先告知朝鲜人如何修缮守备、防御日军，使日军在表面上陷入不利状况而退兵，再将相关情报传达给丰臣秀吉。他们认为这样做，也许就会动摇到丰臣秀吉一意孤行出兵朝鲜的想法，而与朝鲜议和了。但是，小西行长等人也深知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和朝鲜方面达成共识，朝鲜人很难相信他们，为此感到非常苦恼。

万历二十五年五月九日，宗义智的家臣要时罗来到庆尚道的宜宁，求见朝鲜庆尚道右兵使金应瑞（此前小西行长与金应瑞举行过咸安会谈）。

五月十二日，金应瑞与要时罗会面，询问他来由。要时罗将柳川调信传来的情报透露给了金应瑞，言说柳川调信劝谏丰臣秀吉罢兵失败，丰臣秀吉已经下达了侵略朝鲜的军令。转述完柳川调信的情报后，要时罗又劝金应瑞相信他的说辞，并及早做好人口、财产转移：“我虽然也参与此战，但不计生死，有事即告。我说的话真不真，之后会得到验证。这次关白出兵，与当年攻陷晋州的情形没有差别，势必要攻破几处城池。贵国沿海的郡邑，即便是山城，若非绝险之地，也不要强守。请将当地的居民及财宝尽数转移，清野以待，那样就非常值得庆幸了。”

但金应瑞不知要时罗这些话是否出于真心，就态度强硬地对要时罗说：“天兵今已大至，我国兵马，亦为整齐。当与一战，以决雌雄而已。”

要时罗非常无奈，只能和金应瑞约定，等柳川调信回到朝鲜后，他再来传达相关情报，随后就回去了。六月二日，柳川调信回到朝鲜釜山浦，对小西行长和宗义智等人详细叙述了劝说丰臣秀吉罢兵失败的经过。六月六日，要时罗带着柳川调信的情报，以及一封小西行长写的信，再到宜宁去求见金应瑞。小西行长在信中，对朝鲜透露了很重要的日军军事情报，并指示朝鲜军应如何应对：

一、关白此次出兵的目的，不是想要战斗，夺取朝鲜的土地，而是想要示以兵威，与朝鲜议和。因此，只进犯全罗道就会退兵。沿海动兵之际，加藤清正及其同党由庆州、密阳或大丘出发，向全罗道进兵；我则由宜宁、晋州出发。

二、凡是我军经过的山城，你们都将老弱移送到安全的地方，然后挑选壮丁入守迎战。自庆尚右道到全罗道，清除战区附近的房屋、树木，割光新成熟的稻谷。这样一来，就算是我军到了全罗道，在野外也没有什么可以掳掠的。军队见没有什么粮食，就算没有对全罗道进行扫荡，也会立即退兵。日本之人，势将狼狈。我们再将这些事情告诉关白，则关白必定以为难以通过军事手段达成目的，说不定就会想要与朝鲜议和了。你将这个意思告诉其他的兵使，让他们预先坚壁清野如何？我对你说的话，你肯定觉得是欺诈，但我对你说的确实是心里话。当年我军要攻打晋州，事先我也通知朝鲜，提醒你们早做提防，但是没人肯听我的话，以致城池陷落、军队惨败，又有什么好处呢？现在的事情，跟当年晋州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同，残存之民，你何忍心让他们惨遭杀害？

三、你们不要太依恃山城。日本人经常说，“朝鲜山城，美女、宝物多入”，对山城垂涎已久。如若日本人攻破山城，得利甚多，就会生出贪欲，攻城更加卖力。但如果攻破山城之后无利可得，就不会卖力攻城了。关白之令一出，即便是日本人全都战死，也要把城攻破。一城见败，朝鲜人失魂落魄地逃走，日本之人则趁胜逐利。如果他们有利可得，必定愿意留在朝鲜，蚕食朝鲜。等到那个时候，即便是朝鲜请和，愈发骄傲自大的关白必定难以轻易答应，还会冒出无休无止的欲望。不如等关白自己请和，然后答应就可以了。

四、军粮、军器、牛马、老弱，要全部移送到海岛，或者藏在偏僻之处，街巷里不要藏一升米。挑选壮丁，就算他们没有打过仗，只要出现在倭兵的住所，或相战，或夜击，日本人终究会有所忌惮。现在日本诸将所担心的，是粮资匮乏，如果没有收割粮食的地方，撑不过10余天就会退兵了。庆尚道边地的稻谷非常茂盛，你们全部割取干净就可以了，如果不这么做，那就是白白给日本人提供了军粮。我说的话，你们不要觉得是虚伪的假话。

五、最近一段时间，日本的新兵将会渡海而来，我当移阵于马山浦。我与竹岛倭将（丰茂守）同心协力，约定七月之前，就算是小兵，也不会让他们袭击朝鲜。但是安骨浦、加德岛的倭将是和加藤清正同心的，我不得禁止。他们已经定好了战期，近日安骨浦的倭兵，可能会袭击咸安、晋州、镇海、固城。这些地方的朝鲜人民，需要预先移置。倭兵就算是在这些地方耕作，也终究得不到粮食。在外打猎和出兵袭击的日本人，朝鲜军可以设伏兵剿捕，这是没有问题的。庆尚左道也不是没有隐患，朝鲜军可以遮截要害，剿杀倭兵。现在我把我军的出兵日期详细告知你们，我的心意你们应该了解了，希望朝鲜好好处置。这些话如果被其他日本人知道了，转奏给关白，那我肯定会被灭族的，希望你们替我保密。如果朝鲜不珍惜这个机会，而使日本人得利，则兵祸绵延10年之久也未必停得下来。如此之言，我也是痛心而发。（此五条皆出自《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从小西行长在信中提到的内容来看，他俨然已经成为“日奸”，不仅将日军的重要军事情报出卖给了朝鲜，并且还手把手地教朝鲜应该怎么应付日军。而小西行长之所以做出这种不利于日本利益的事情，根本原因在于他十分厌战，希望丰臣秀吉得到日军在朝鲜作战不利的消息后能够动摇心意，停止侵朝。

要时罗将小西行长的信转交给金应瑞后，又对金应瑞透露道：“目前在朝鲜的日本士兵有3万人，之后将渡海15万人，合计18万人。其中三四万人留屯后方，其余人将深入朝鲜内地，不为连营。不过到了十月末的时候，就会退兵到朝鲜沿海，此后可能与朝鲜讲和。行长的话，还有我的话，都将得到验证。现在关白已经定下战期，我以后很难再与兵使您联系。但即便是如此，日本大军渡海以后，我也会冒着危险来告诉您对策，通告彼此情状。不过以后我等深入全罗道，而兵使您远在庆尚道，就真的难以通告相关情报了。”

金应瑞还是不知道要时罗的话是真是假，便用强硬的口气对他说：“你等即便是率领百万之众前来，我们也不害怕！现在朝鲜精兵利甲、士卒英勇、深沟高垒，等天兵大至，一天之内就可以踏尽倭兵。”

没想到要时罗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很高兴，他对金应瑞说：“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了！如此的话，日本士兵向关白推脱说难以取胜，就可以回到本土了，这有什么可生气的？朝鲜舟师，已经准备好了吗？如果准备好了，到时候出战就无妨了。”（以上对话出自《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虽然要时罗信誓旦旦地向金应瑞保证他没说谎，但金应瑞还是不肯完全相信他和小西行长。两人谈话结束后，金应瑞向朝鲜备边司报告：“倭人诈黠之言，不可尽信。”但他认为日军已经定下出兵日期是肯定的，安骨浦的倭军袭击近处也是有可能的，便准备与麾下的战士、军官、降倭，以及别将文慎言、韩明琏等人设下埋伏，去剿杀安骨浦倭军。事实上，金应瑞还是部分采信了要时罗提供的情报。但是他忽视了要时罗带来的最重要的情报，也就是割尽沿海稻谷、转移人口、清野以待，结果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注解：



[1]
 　此据《万历邸钞》。在《再造藩邦志》一书中，来向李宗城报信的是两个福建人萧鹤鸣、王三畏。此处笔者采信《万历邸钞》的记载，因为此书收录的是李宗城自己的报告。


[2]
 　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引述的沈惟敬在十月上书兵部的禀帖显示，丰臣秀吉的赠物有衣、刀、甲、马等。而据《十六、十七世纪耶稣会日本报告集》记载，丰臣秀吉赠送给杨方亨小袖100件，沈惟敬50件。


[3]
 　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引述的沈惟敬在十月上书兵部的禀帖显示，他在九月三日向丰臣秀吉提出的要求是撤走釜山守兵。但是根据黄慎《朝鲜往还日记》的相关记载来分析，沈惟敬当日只是向丰臣秀吉提出让他与朝鲜使者会面，没有要求撤去釜山守兵。


[4]
 　《朝鲜往还日记》作三人，《十六、十七世纪耶稣会日本报告集》作四人。


[5]
 　殿最，古代考核政绩或军功，上等称为“最”，下等称为“殿”。




第七章


丁酉再乱（上）：

从明军再次援朝到日军撤至朝鲜沿海






明军再援朝鲜

和谈破裂后，日本再次出兵侵朝已经不可避免。朝鲜国王李昖为此任命参赞官郑期远为告急请兵奏闻使，派他出使大明，讨要救兵。万历二十五年正月十八日，郑期远历经长途跋涉，终于到达北京。

郑期远非常急切地向明朝兵部报告：明朝与日本的和谈已经破裂，日本准备再次出兵侵略朝鲜。但是主和的兵部反应冷淡，回复说：“这次上奏，说的是去年十一月以前的事情，当时天朝册封使还没有从日本回来，日本因为朝鲜派去的官员职位很低，礼物又很微薄，所以不肯接受，仍有‘索要朝鲜王子’等话。今杨方亨奏报：‘封事已经告竣，只是日本还在责备朝鲜的礼仪。’兵部已经就此问题进行过讨论，并令沈惟敬进行调解了。至于说请兵相救，应该让朝鲜自己防备，不要总是依赖天朝救援。”（《明神宗实录》）


兵部的态度，让郑期远非常难过，他一边痛哭，一边求援。二月五日，明神宗为此下令廷臣召开会议，商讨对策。恰逢辽东副总兵马栋传来急报：倭将加藤清正在正月十四日率领200多艘兵船登陆朝鲜，在原驻地机张营驻扎。没过多久，又传来塘报：倭贼已夺取朝鲜庆尚道的梁山，驱逐了梁山太守。

这些情报，证明郑期远所说不假，明朝与日本的和谈确实已经告破，日本在接受大明的册封之后，不但不从朝鲜撤兵，反而再次出兵朝鲜。给事中徐成楚根据马栋的情报，判断一艘倭船上至少有100人，200多艘倭船登陆朝鲜，应该有2万多人，势不容缓，应当早图防御事宜。（《明神宗实录》）


此后，科臣蔡思穆、郑汝璧、张文华、吴文梓、周孔教、姚文蔚、张辅之、杨应文等人先后向明神宗上本，认为应当罢去册封典礼（但当时丰臣秀吉已经接受明朝册封，成为日本国王了），又指出兵部尚书石星误国，经略孙矿处事不当，需对和谈失败负主要责任，请求将二人削职，遣返回籍。其中，周孔教的奏本指出，日军这次出兵的目的恐怕不在朝鲜，而在大明。他言辞激烈，把话说得最狠，指出兵部尚书石星犯下了八条欺君之罪：

一、石星上奏倭人全部撤离朝鲜，朝廷方许册封使渡海至日本，现在册封使已从日本回来，日军却有增无减。

二、石星报告清正已被杀死，但现在清正却领兵来犯朝鲜。

三、石星上奏称：“册封之后，不许日本再侵犯朝鲜。”但现在册封使还没有回国，200多艘倭船就已经停泊在朝鲜了，还夺取了庆尚道的梁山。

四、前一年六月，石星使家人张行潜入倭营，直至十二月才回来。传闻他以金帛珍宝，私自贿赂倭人。其中内情，真不可晓。

五、前一年十二月，石星又伪造一纸关白谢恩表，交给给事中徐成楚。但徐成楚说，这份表文没有年月，必然是伪表。今据辽东巡按李思孝奏报，原本就没有谢表。

六、石星明明知道倭人在册封以后没派出谢恩使，但又害怕皇上谴责，于是编造谎言上奏说：“不必来谢，免生滋扰。”那当年内藤如安来北京的时候，就没有造成骚扰了？要不是皇上察觉其奸情，责令倭人派出谢恩使来致谢，那么小小的伪表，就会从杨方亨的袖口中取出来上呈了。

七、倭酋声称兴兵是要入犯我大明，石星却故意上奏说，日本是想成为大明属国。但试问有哪个属国是不遵从约束的？

八、石星明明知道关白想要的是朝鲜的土地，但他却故意上奏说关白只是责备朝鲜的礼仪。试问关白是有多关注朝鲜的礼仪，以至于耗费10年训练兵马，5年坚守釜山而不退？

周孔教又指出石星犯下了五条误国之罪，并一一列给明神宗看：

一、第二次平壤之战后，倭人已经退守王京。当时无论讲不讲和，倭人都会从王京退去。而石星竟然相信沈惟敬的奸邪之说，答应了倭人提出的七个议和条件，堕入倭人的奸谋之中，祸患延续至今。

二、先前如果不撤去留守在朝鲜的浙江、四川戍兵，朝鲜尚且有所倚仗，但是石星却撤了戍兵，以献媚倭人。现在倭人再侵朝鲜，远水可救近火吗？

三、当初李宗城弃印而逃以后，倭情就已经暴露了，但石星仍然一意主和。

四、倭人的马非常矮小，石星却以500匹马献给倭人，不知道他的意图是什么？

五、从讨论册封问题开始，倭人便日日练兵，修缮军器，显然是养精蓄锐，伺机挑衅；而我方则不断撤兵，疏于防备，拱手待敌。

周孔教总结了石星的“八欺五误”后，又急切地要求明神宗罢免石星：“石星有此八欺，又有五误，从此东南半壁，就要纷扰多事了！陛下何曾有负于石星，而石星居然如此负于陛下！真可痛恨……石星已经做了很多错事，败局已现，国家大计，岂堪一再失误……陛下又何必珍重如此爱说谎的人，以误大事！跪求皇上英明圣断，将石星交给司法衙门论罪，再挑选文武大臣一员，代管兵部之事，急修战守，添置将吏。沿海某处为紧要当防，沿海某官忠勇可依，都要一一留意，那样就可以巩固内部防卫，以绝外侮了……”（《明神宗实录》）


此时，明神宗认识到对日和谈已经彻底失败了。朝鲜是大明的门庭，日本再次出兵朝鲜，必将直接威胁到大明，大明不可坐视不管。于是，他任命延绥等处总兵官署都督同知麻贵，充任备倭总兵官，再度准备抗日援朝。与之相对的，兵部尚书石星和经略孙矿因此失势，双双被革职了。

三月十五日，明神宗提拔山东右参政杨镐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经理朝鲜军务。三月十九日，又升兵部左侍郎邢玠为兵部尚书，兼任都察院右伏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兼理粮饷、经略御倭。通过这几次任命，邢玠、杨镐、麻贵三人成为这次御倭的最高指挥官，三人分别被简称为经略、经理、都督。级别上，邢玠最高，节制杨镐和麻贵。

同月，明军副总兵杨元率领3000余名辽兵向朝鲜进发，于五月八日进入朝鲜都城王京，成为最早一批进入朝鲜的明军部队。朝鲜国王李昖在慕华馆迎接杨元，并行了迎慰礼。杨元很关心朝鲜的国防，他一来就向李昖询问，哪里是抵御日军的紧要之处，他可领兵进驻。李昖请求杨元驻守全罗道南原，说这里便于骑兵驰骋。杨元很爽快地答应了，随即领兵向南原进发。（《事大文轨》）


这之后，明军副总兵吴惟忠于五月九日左右渡过鸭绿江，提督麻贵也于五月十八日渡过鸭绿江，两支队伍先后进入朝鲜。但是他们带来的兵力都不多，吴惟忠只带了4000余名南兵，麻贵更是只带了3000多人。加上杨元带来的兵力，总共不过1万多人。

五月，杨元的中军李新芳与朝鲜派来接待杨元的接待使郑期远，先行到达全罗道南原。李新芳传达杨元的命令，使全罗道的巡查使紧急召集列邑军卒，修筑南原城的城墙，使此城比以前还要高耸、坚固。

南原城北面2公里多的地方，有一座山城，名叫蛟龙山城。由于朝鲜军队在过去与日军的战斗中，曾多次依靠山城击退日军，所以郑期远与接伴使闵浚、南原府使任弦等朝鲜官员想让明军放弃南原城，修筑并固守蛟龙山城，或者让明军同时固守南原城、蛟龙山城。

六月十四日，杨元亲自领兵进入南原城，郑期远与闵浚、任弦前去迎拜杨元，趁机向他提议放弃南原城，修筑蛟龙山城；如若不可，则同时兼守二城。但是杨元直接拒绝了郑期远等人的提议，并打算将蛟龙山城的军器、粮食全部搬入南原城，又狠狠地指责了郑期远等人。杨元只想全力固守南原城并避免与日军正面交战，不想再分心防守蛟龙山城，以免士兵、百姓人心涣散，不知坚守何处。

杨元的指责，让郑期远等人很不痛快，他们认为杨元不等朝鲜朝廷指挥，又不和朝鲜的诸位体察使、都元帅商量，就想贸然将蛟龙山城的军器、粮食全部移入南原城，直接弃守蛟龙山城，过于自作主张。他们又担心，万一把蛟龙山城的军器、粮食全运到南原城，一旦来袭的日军攻下南原城，杨元肯定会逃到城外，那无疑是把聚在一处的军器、粮食白白让给了日军。

郑期远等人劝不了杨元，无法使他回心转意，只好偷偷向朝鲜备边司告状，希望能让杨元改变主意。朝鲜备边司又向朝鲜国王李昖上奏，请求让全罗道巡查使、都元帅与杨元从长计议，同时兼守二城，以作掎角之势。对此，李昖表示同意，只是此事之后就没有了下文，最终不了了之。

而杨元到了南原以后，还有一件事要着急处理，那就是拘捕明朝册封副使、游击将军沈惟敬。明、日和谈失败以后，沈惟敬的处境变得非常尴尬，明朝朝廷已经对他失去了信任。由于沈惟敬频繁出入倭营，长期和日本人打交道，又掌握着明朝的一举一动，新任兵部尚书邢玠担心他会投奔日本人，泄露明军的军事情报，便授意杨元将其拘捕。杨元到了南原以后，便遵照邢玠的命令，设计诱捕了待在朝鲜庆尚道的沈惟敬。兔死狗烹，沈惟敬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政治生涯就此结束。

丰茂守向朝鲜输送情报

与再次发起侵朝战争的丰臣秀吉不同，许多日军将领其实已经非常厌战了。明军进入朝鲜以后，除了小西行长一直在向朝鲜泄露日军的军事情报外，驻守在庆尚道竹岛的锅岛直茂部日军同样如此。

万历二十五年五月，朝鲜庆尚道右兵使金应瑞派遣兵使曹溉、战士郑承宪等人进入竹山倭营，探听消息。竹岛的一个老倭偷偷附在朝鲜翻译耳边，向他出卖了日军的重要情报，指点朝鲜人应该如何对付日军：“将军们经常说：‘很担心朝鲜坚壁清野，清除战区附近的房屋、树木，转移附近的人口、物资。朝鲜山城有水路可通，运粮便利，军粮可继，即便是花费10年之久，也难以攻陷。如果朝鲜在偏僻之处修缮城池、囤积粮食，又清除郊野，那我等在野外无所掳掠，后方又没有粮饷，势必难以攻破城池。如果朝鲜人真的这么做，那么我等麻烦就大了。’因此，朝鲜只要把握住机会，如此操作，则万无一失。你将我说的这个意思告知你的将帅，不要陷入奸猾之术。”（《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六月，锅岛直茂的部将丰茂守听说明军已经进入朝鲜，感到十分担忧，便对外放出消息，再三恐吓朝鲜，声称要砍伐附近的竹子。这个不痛不痒的威胁，其实是想要引诱朝鲜再次派人过来会面。果然，金应瑞派郑承宪前往竹岛，去见丰茂守，看看他意欲何为。

郑承宪到了竹岛后，丰茂守先是这样对他说：“听说天兵大至，是真的吗？关白已令诸将出战，朝鲜有把握取胜吗？六七月间，日本大兵将渡海，先击庆尚、全罗等道，之后还兵沿海，欲夺济州岛。此时三国百姓，必定死于刀口之下，我不胜愤懑。朝鲜为何不立即讲好，以致开启战端？不过现在讲好还来得及，尚且可免兵戈之祸。”

在这番话中，丰茂守先向郑承宪透露了日军的行动计划，又劝告说没必要走到那步，希望朝鲜能与日本讲和。

郑承宪以为丰茂守是恐吓朝鲜求和，便刻意抬出明军，对丰茂守说：“20余万天兵已渡过鸭绿江，自义州至全罗等道连营，相继出来，连续运粮。观你等反复，当剿杀无遗，还有什么讲和的道理？”

丰茂守听了后，语气软了下来，用美酒招待郑承宪。两人的谈话进行了很久，突然，丰茂守让旁边的人全部退下。周围无关人员退去后，丰茂守终于敢对郑承宪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他用手附在朝鲜翻译的耳朵边，偷偷说道：

一、听说朝鲜专注于以山城据守，真的是这样吗？关白再出凶计，对诸将命令道：“我刚刚调发军丁，壮丁之数有50余万人。先派30万人出征，以你等为先锋。你等踏破全罗、庆尚、济州等地后，退兵宜宁、庆州等处屯据，招募朝鲜散卒、遗民，联合我军，大作农事，储备兵粮。年复一年，渐渐蚕食朝鲜，则朝鲜地方将为日本所有。你们的妻子、子女全部交出来作为人质，万勿违抗命令。”正因为关白下达了这一命令，我不得已把家人交给了关白。

二、现在关白又传达了新的军令，说：“如今朝鲜多筑山城，攻城的难度，远非壬辰时可比。宜宁、庆州，这两处地方是朝鲜大将的驻寨，只要攻破这两处地方，其他城池自当溃灭。此二城，即便是花费一年之久，也要将其攻克。能击者，当重赏；不能击者，当重罚。”因为关白的这道命令，诸将胆气倍增，想尽攻城的办法。有一天，他们聚在一起讨论说：“先用厚防牌、载有大铳（重炮）的炮车遮前而进，即便朝鲜军队在城上射箭、投石块，也可以抵御住；然后渐渐迫近城池，再在城外设置木栅，连成一排，与敌城相持，数日便可攻破城池。”朝鲜既已知道诸将的这些计划，就应事先做好预防工作。

三、朝鲜守城基本上只将城池围上一圈，但这么做，只要其中一个城角被攻破，城内人就会崩溃，只能等待被杀，所以这是错误的。你们不得已要入守山城的时候，需将老弱家属移置到偏僻的地方，然后抄领精兵入守，多聚集军粮、军器，城池要围四五圈，这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这样的话，即便是外郭守不住，中城尚存；即便是中城守不住，也还有内城。军心有所倚仗，城池必定可以保全。将我说的这些意思转告给兵道使，不要错失时机。我说的话，看似是不忠于我国，但也是出于厌恶出兵相战的缘故。只要朝鲜一两个城池固守不败，则日本必将逐渐撤兵，所以才这么对你们说。兵使曾对我很客气，信义难负，所以我才敢对你推心置腹。不过，如果你们器械不准备齐全的话，也不必勉强进入山城防守，万一被日本军攻破，只会受侮于日军，使他们乘胜逐利，所以千万慎重。（以上三点出自《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丰茂守之所以向郑承宪吐露这么多关于日军的情报，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说，他非常厌恶打仗，不想再出兵了。他希望朝鲜方面能利用这些情报，做出有效的防御策略，让日军占不到便宜，这样日军就会退兵，而朝鲜军也能免于兵祸。两人会谈结束后，郑承宪带着丰茂守提供的情报回去见了金应瑞。可惜的是，对于这些重要的情报，朝鲜方面始终没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为日后种种不幸埋下了种子。

丰臣秀吉第二次入侵朝鲜的目的

明军的到来，使朝鲜都体察使李元翼大为振奋。他向朝鲜备边司报告，希望能够在日军大部队尚未渡海而来之前，出兵击破目前仍屯守在朝鲜沿海地区的日军部队。李元翼和都元帅权栗商量以后，决定使三道水军统制使元均率领舟师去攻打驻守在安骨浦、加德岛的日军部队。但是元均表现得非常不情愿，权栗为此连续三次派遣军官去催促元均，李元翼也派从事官南以恭去催促元均，这才让再也扛不住压力的元均于万历二十五年六月十八日从闲山岛动身。

六月十九日早上，元均将朝鲜舟师分队，布置成鹤翼阵，径直发向安骨浦倭城。朝鲜水军精锐尽出，擂鼓呐喊，争先奋进，日军见状纷纷乘船迎击。而加德岛的日军听说安骨浦的日军被朝鲜水军攻击，也乘船前来救援。当时日军“炮矢并下，海岸俱震”，但是朝鲜水军没有一丁点退缩的意思，杀死、打伤了很多日军士兵。安骨浦日军被打得逃窜到了海岸上，其中两艘船只被朝鲜水军俘虏，加德岛过来的日本援军则向其驻地逃去。

朝鲜水军乘胜追击败退回加德岛的日军船只。在追击过程中，朝鲜水军差一点就将对方船只捕获了，结果日军狗急跳墙，直接弃船而逃，躲进了一个小岛。朝鲜水军围住对方的船只一阵乱射，最后只夺获了一艘空船。之后，朝鲜水军将士登上日军躲藏的小岛，寻觅其踪迹，他们发现岛上有日军士兵的血迹，遍布于地上，但就是找不到对方藏到了哪里。正当朝鲜水军想要退兵回去的时候，原先战败的安骨浦日军，突然乘船来到了这座小岛，朝鲜水军只好迎击。这些日军赤身裸体，毫不畏惧，纷纷向朝鲜军发起突击。有人绕到朝鲜水军的船尾，有人夹击船的左右两边，对着朝鲜水军施放铁炮弹丸。作为朝鲜水军将领之一的宝城郡守安弘国被日军的铁炮打穿脑袋，当场毙命。朝鲜水军急忙使用防牌抵御住日军的铁炮，又趁隙对日军射箭，直到日暮时分才突围而出，摆脱了日军的追逐。（《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此战，是为安骨浦、加德岛海战，以朝鲜水军的失败告终。

这之后，从六月二十三日开始，日军大部队陆陆续续从日本渡海而来，再次踏上朝鲜领土。首批渡海的日军船只停泊于朝鲜庆尚道的釜山浦、竹岛。

六月二十九日，又有100多艘日军船只渡海而来，其中30多艘船停泊在釜山浦，70多艘船驶向加德岛。

七月七日，有50多艘日军船只渡海而来，先停泊在釜山浦，后又发向竹岛。

七月八日，有600多艘日军船只渡海而来，停泊在釜山浦前洋。其中一些日军从釜山浦出发，先经陆路到达仇法谷（在庆尚道梁山附近），后渡江发向熊川。（《事大文轨》）


六七月间，日军船只大摇大摆地登陆朝鲜，正式揭开了丰臣秀吉第二次出兵侵略朝鲜的序幕。由于倭乱再次爆发的1597年是日本纪年“庆长二年”、干支纪年“丁酉年”，因此被日本称为“庆长之役”，被朝鲜称为“丁酉再乱”。而对于丰臣秀吉发动此次侵朝战争的目的，众说纷纭，史学家们有很多不同的见解。二战前的日本史学者德富猪一郎在《近世日本国民史·朝鲜役》一书中对日本发动第二次侵朝战争的目的阐述为：

然其后役何为乎？秀吉抛却最早征服明国之雄图，彼只为征服朝鲜。其后役比之前役，规模小，目的亦小。

德富猪一郎指出，相比壬辰年的文禄之役，丰臣秀吉发动庆长之役时，志气大为消减，已经不敢再打明朝的主意，只敢打朝鲜的主意了。他又指出，丰臣秀吉此时连征服朝鲜全境的野心也都荡然无存，只想拿下朝鲜半岛南部的全罗道：

今回之目的，全然为惩罚朝鲜。但从秀吉命令中的“赤国（全罗道）悉收而施治”这句话可以判断，秀吉此次的战略目标是只想打下全罗道。秀吉之志，由最初欲征服明国，转变为如今只欲征服朝鲜的一道。只此一事，便可以看出后役已经毫无意义。

对此，日本学者中野等在《秀吉的军令与大陆侵攻》一书中指出：

与侵攻明朝为目的而发起的文禄之役不同，此次派兵只是为制压朝鲜半岛南部，展开的是对庆尚道（朝鲜半岛东南部）、全罗道（朝鲜半岛西南部）的侵攻。

中野等同样认为，丰臣秀吉发动庆长之役时，连拿下整个朝鲜的心思都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战略目标变成只想打下朝鲜半岛南部。不过，也有与德富猪一郎、中野等截然相反的一种观点。我国的壬辰战争史研究者杨海英女士在《域外长城——万历援朝抗倭义乌兵考实》一书中认为：

统一日本之后的丰臣秀吉，不再甘居人下，欲与明朝一决高低，再争雄长。从这样的角度看丰臣秀吉不惜倾国与战之举，应该还是靠谱的。

杨海英认为，丰臣秀吉发动庆长之役的目的仍是为了与明朝一决雌雄，换言之仍然是为了征服明朝。当然，杨海英和德富猪一郎、中野等的观点，都是后人的说法，且来看看当时日本人的观点。据加藤清正的部将福田勘介交代：

勿论老少男女，能步者掳去，不能步者尽杀，以朝鲜所掳之人送于日本，代为耕作。以日本耕作之人，换替为兵，年年侵犯，仍向上国矣……大概蚕食地方，降者役使之，拒者尽杀焉。以土地、人民，渐为其有，则其志可遂云。（《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福田勘介的供词，谈到了丰臣秀吉在第二次侵朝战争中制定的战略。丰臣秀吉下令：无论男女老少，但凡能走路的朝鲜百姓全部俘虏带回日本，代替日本农民耕作，不能走路的全部杀死；再将日本农民运送到朝鲜参战，年年侵犯、蚕食朝鲜，逐渐夺取其土地、人民。显然，丰臣秀吉仍然将目标对准了“上国”（明朝）。

福田勘介的话，表明丰臣秀吉是想在朝鲜打持久战，意图一步步蚕食朝鲜，进而侵略明朝，其初志并未改变。同时，福田勘介的这一番话，也暴露出即便是在丰臣秀吉时代，日军当中也有普通农民参战，并没有做到“兵农分离”。

无独有偶，在竹岛倭将丰茂守传递给朝鲜战士郑承宪的情报中，也透露出丰臣秀吉抱有蚕食朝鲜的想法。丰茂守在谈话中转述了丰臣秀吉下达的指令：

汝等为先锋，蹂踏庆尚、全罗、济州等地后，退兵宜宁、庆州等处屯据。召募朝鲜散卒遗民，合我军，大作农事，积峙兵粮。明年又明年，渐次夺据，则朝鲜地方将为日本之地。（《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丰臣秀吉的这番话，显示出他确实有屯聚粮食，在朝鲜打持久战的想法，意图一步步鲸吞蚕食，将朝鲜纳入掌中，其侵吞朝鲜之心未灭。被日军俘虏的朝鲜儒学者姜沆在《看羊录》里提到，丰臣秀吉在庆长之役中提出的口号是：

年年发兵，尽杀朝鲜人物，使朝鲜为空地。然后移西路（西日本）之人使居朝鲜，移东路（东日本）之人使居西路。十年之后，必有成功矣。

姜沆提到丰臣秀吉欲“年年发兵”朝鲜，这与福田勘介招供的丰臣秀吉打算“年年侵犯”朝鲜一说吻合，由此可见，丰臣秀吉确实有在朝鲜长期作战，逐步将其侵吞的打算。从当时日本士兵的供述来看，丰臣秀吉在庆长之役中仍怀有侵吞朝鲜之志，并且还可能对侵略明朝抱有一丝残存的侥幸心理。

除了以上说法之外，丰臣秀吉发起庆长之役的目的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为了面子工程，逼迫朝鲜向他乞和，所以他并不要求日军深入朝鲜腹地，只是要求攻破朝鲜全罗道、忠清道以后就立刻还兵沿海，与朝鲜长期对峙，直到对方乞和为止。这一点，体现在《宣祖昭敬大王实录》收录的丰臣秀吉的军令上（见前文）。

小西行长在六月写给庆尚道右兵使金应瑞的书信中，也是同样的说辞：

关白之意，非战斗、欲夺朝鲜之地方也。朝鲜不肯相和，故欲示兵威而取和也。今此之举，只犯全罗而还兵。（《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也有一种说法认为，丰臣秀吉当时在日本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日本国内之人恨他入骨，秀吉害怕日本国内发生政变，因此发动庆长之役来转移日本国内的矛盾，不至于祸及自身。这一说法，是宗义智的家臣要时罗透露给朝鲜人的：

其意盖以日本之人稍安佚，则必生凶谋，欲使连岁劳苦，必无戢兵之理。（《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综合以上各种说法，丰臣秀吉发起庆长之役的目的，大致有三种可能：

一、不断蚕食朝鲜，在朝鲜打持久战，企图通过侵吞朝鲜，染指大明。

二、为了维持面子工程，试图发兵逼迫朝鲜主动向他乞和。

三、转移日本国内的矛盾，避免日本国内发生政变。

笔者认为，丰臣秀吉发动庆长之役的根本目的，很可能是后面两种，而不太可能是第一种。因为文禄之役对丰臣秀吉造成的心理打击无疑是巨大的，已经使他放弃了很多不切实际的臆想，并在与明朝的谈判中一步步退让，这个时候不太可能再编织不切实际的梦。无论哪个目的是丰臣秀吉最想实现的，还是兼而有之，自丰臣秀吉以下的日军将士，普遍对第二次侵朝战争感到灰心丧气。当时的日军，“上自将官，下至战士，皆以越海征战为怨，唯以速战决死生、归还本土为计”，“倭人等厌苦兵役，怨骂关白者无数”。（《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而丰臣秀吉自己，自决定发动第二次侵朝战争以来，已经变得丧心病狂。他亲自下达了在朝鲜实行无差别屠杀的命令。根据日本史料《本山丰前守父子战功觉书》的记载，丰臣秀吉向加藤清正下令杀光朝鲜男女。《大河内秀元朝鲜记》则记载，丰臣秀吉向日军下令，在朝鲜，无论男女老幼，僧人或世俗之人，尽皆杀死。在丰臣秀吉的这一意志主导下，侵朝日军在丁酉再乱中大肆杀戮朝鲜百姓已成为常态。

漆川梁海战

日军大举渡海以后，朝鲜三道水军统制使元均命令庆尚道右水使裴楔以大船2艘为先锋，进探日军动向。万历二十五年七月八日，朝鲜水军先锋行至熊川附近海域时，遭遇日本水军，上前与之交战。两军接战良久，朝鲜水军放箭射死了很多日军士兵，日军抵挡不住，尽弃船只，上岸逃走。朝鲜水军缴获了船上的200余石军粮，又放火将船烧尽。但不一会儿，藤堂高虎、加藤嘉明、胁坂安治等日本水军大将率领许多船只，向朝鲜水军杀了过来，朝鲜水军将士紧张得不敢射箭，裴楔最终不敌而退。（《乱中杂录》）


作为元均上级的朝鲜都元帅权栗，得知朝鲜水军在熊川附近海域战败的消息后非常愤怒，他认为战败的责任全在元均，理由是元均作为水军统制使，却畏惧日军，不亲自下海督战。于是，权栗发了一道命令，传召元均到昆阳（属庆尚道），他自己也动身前往昆阳，准备问责元均。

七月十一日，权栗到达昆阳，狠狠杖责了元均，怒斥他说：“国家待汝以高秩者，徒为安享富贵之乐耶？孤负天恩，汝罪罔赦！”

元均被权栗杖责以后，受了很大刺激，含愤而退。七月十四日，在权栗的施压下，同时也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元均率朝鲜水军从闲山岛发向日军重兵屯聚的釜山浦。岸上的日军看到朝鲜水军出动以后，相互传报，很快就做好了应对。

当元均率领朝鲜水军行进到釜山浦附近的绝影岛时，天色已经昏暗了，远远望去，有无数日军船只出没。庆尚道右水使裴楔苦劝元均停止前进，但元均不听，仍督诸军上前。从闲山岛到釜山浦，朝鲜水军的船手划了一整天船，既疲劳又饥渴，已经失去了力气，不能很好地把控方向。于是朝鲜水军的船只摇摆不定，一会儿纵向进发，一会儿横向进发，失去了秩序。日本水军想要令朝鲜水军疲劳，就故意与朝鲜水军接战，然后又假装不敌退去。元均不知是计，仍督朝鲜水军上前交战。此时天色昏暗，风又很大，朝鲜水军的船只被吹得四散飘荡。船手也不愿意继续划船了，都劝元均立刻退兵。元均没有办法，只好艰难地收拾剩余的船只，逃到了加德岛。

日军没有放过元均，急发兵船500余艘进行追击，元均只好带领朝鲜水军从加德岛逃到了巨济岛的永登浦。但日军已经预料到朝鲜水军会逃到永登浦，事先就派遣士兵乘50余艘轻船发向永登浦，在陆地上埋伏起来。朝鲜水军到了永登浦以后，看日军已经离得较远，就争相登上陆地取水喝。忽然炮声、喊声大作，埋伏在陆地上的日军从四周杀了过来，左斩右斫，杀死了许多朝鲜人。元均等人仓皇失措，无意施救，急忙收敛剩余的船只逃到了漆川岛。

这时候日本水军的大部队也出动了，小西行长、藤堂高虎、胁坂安治、加藤嘉明、岛津义弘、岛津忠恒等人聚集船只，对元均穷追不舍，直向漆川岛而来。小西行长、宗义智两人虽然此前向朝鲜输送了大量军事情报，但等真正到了战场，他们在其他日本大名的注视下，也只能真刀实枪地和朝鲜军打，甚至表现得更加凶狠。由于太阳早已落下，海面上一片漆黑，日军、朝鲜军只好暂时敛兵不战。

晚上，元均招来水军诸将，悲恸地对他们说：“贼势至此，百难支矣！天不助顺，为之奈何？今日之事，一心殉国而已。”

庆尚道右水使裴楔不想葬身鱼腹，想要突围逃走，他对元均说：“能勇能怯，兵家要略。失势于釜海，致军卒之框扰。见败于永登，助倭贼之乘胜。凶兵已迫，我势孤弱，勇无所施，怯可用矣。”

元均听出裴楔想要逃跑，怒斥他说：“死而后已，汝勿多言！”

裴楔被元均斥责后，反而更加坚定了逃跑的决心，他退到自己的兵船上，与属下诸将商议，密谋退师。

七月十五日夜半时分，日军偷偷派出10余艘船只，穿插在朝鲜船只中间，侦察朝鲜水军的动静。而朝鲜水军正在酣睡，对此毫无察觉。

七月十六日拂晓，日军又派出5艘大船袭击朝鲜水军的侦察船只，将其击破。元均听后大惊，急忙命令诸将戒严。忽然，有阵阵铁炮声从朝鲜水军阵中传出，原来是穿插在朝鲜船只中的10余艘日军船只往来冲突，左右飘摇而去。朝鲜水军将士惊慌失措，元均这才知道日本水军早已埋伏在内，他想要发兵追捕，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天亮以后，日本水军大至，叫喊声响彻天际，打出的铁炮如雨点般落下。元均下令解开船缆，与日本水军在漆川梁进行海战。但朝鲜水军“势如崩山卷海”，不敢与日军接战。裴楔在观望了一会儿后就率先逃走，元均派人抓捕裴楔，但被裴楔逃脱，他带着麾下12艘船只逃到了闲山岛。元均力不能支，朝鲜水军最终崩溃，死伤惨重。全罗道右水使李亿祺、忠清道水使崔湖、助防将裴兴立与安世熙、加里浦佥使李应彪、咸平县监孙景祉、别将柳海等，或被杀害，或溺水身亡。

在溃败之势无法挽回的情况下，元均只好与顺天府使禹致绩、宣传官金轼等人弃船上岸逃走，但日军还是不放过元均，登上陆地进行追击。元均因为年纪大了，加上身体肥胖，实在跑不动，就光着身子，手握着剑，独自坐在松林下。据说，元均饭量很大，一顿饭要吃一斗饭、五条鱼、三四只雏鸡，所以非常胖，影响到了他在生死存亡之际的逃命速度。因为肥胖身体的拖累，元均被六七个日军士兵挥刀杀死，了结了性命。

元均败亡后，日本水军又乘胜而进，从漆川梁一路南下，一直打到了闲山岛，杀死了岛上来不及避难的男女老少，方才退去。朝鲜水军在漆川梁海战遭受的重创是极为致命的，几乎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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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四日，当漆川梁海战的败报传到朝鲜朝廷以后，朝鲜国王李昖在别殿召见大臣和备边司堂上，商讨应对日军之策。领议政柳成龙、行判中枢府事尹斗寿、左议政金应南、行知中枢府事郑琢、行刑曹判书金命元、兵曹判书李恒福、兵曹参判柳永庆、行上护军卢稷、左承旨郑光绩、注书朴承业、假注书李惺、检阅任守正、李必荣等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朝鲜国王李昖向大臣们出示了一封书信，这封信是从漆川梁逃回来的宣传官金轼写的，信上说朝鲜水军在漆川梁海战中几乎全军覆没。李昖对大臣们说：“舟师全军覆没，今则无可奈何……未知忠清、全罗等道，有余船乎？岂可诿以无可奈何而置之！今可收拾余船，以为防守之计耳。”

面对李昖提出的收拾忠清、全罗道余船，用以防备日军的要求，大臣们都默然不语，没有一个人说话。李昖非常生气，咆哮着对大臣们说：“大臣何不答乎？将欲置而不为乎？不答则倭可退，而国事可做乎？”

柳成龙回答说：“非敢不对，闷迫之间，未得思其策，不及达矣。”

李昖催促大臣们尽快想出办法，他埋怨道：“全军覆没，天也奈何！元均虽死，岂无他人？但当收拾各道船只，速为防备而已……”

李恒福提出：“为今之计，莫如差出统制使及水使，使之画策防守耳。”他的意思是重新起用先前被革职下狱的李舜臣，任命他为朝鲜三道水军统制使。金命元也持相同意见。

此时，虽有一部分明军在朝鲜驻守，但李昖对明军不抱太大希望，认为兵力太少，根本挡不住日军。他对大臣们说：“我国至今不知贼之兵势，每云‘唐兵、唐兵’。贼若动发，则数千天兵，可以防御乎？闻此言，必以予为怯懦，而被他嘲笑。麻都督（麻贵）兵，尚不满万，而杨元兵三千，其能孤守南原乎？贼若回泊湖南（全罗道）沿海，则如南原者，如置屋轿于大路中也。杨元独可防守乎？”

李恒福附和李昖的看法，说道：“贼倘向光阳、顺天，则杨元无独守之理。”

李昖听了，又表示日军并不惧怕明军：“天兵虽来，贼岂有畏惧之理？众言天兵出来，则倭贼必退，此言差矣。”（以上对话出自《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会议结束后，李昖决定遵照李恒福、金命元二人的建议，重新起用李舜臣，任命他为朝鲜三道水军统制使。

日军分兵

漆川梁海战结束后的万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侵朝日军分为左、右两军，计划以不同路线向朝鲜半岛南部的庆尚道、全罗道、忠清道进军，压制朝鲜南部地区。根据《征韩录》《锅岛直茂谱考补》的记载，日军左、右两军的编制和进兵路线为：

左军，以宇喜多秀家为大将、小西行长为先锋，其余日本将领有岛津义弘、岛津忠恒、岛津丰久、加藤嘉明、蜂须贺家政、藤堂高虎、长宗我部元亲、生驹一正等，总兵力约为5万人，军监是竹中重利、垣见一直。计划从庆尚道发向全罗道的云峰，再从云峰直趋明军副总兵杨元所在的南原。

右军，以毛利秀元为大将、加藤清正为先锋，其余日本将领有黑田长政、浅野幸长、锅岛直茂、锅岛胜茂、中川秀成、池田秀氏等，总兵力约为5万人，军监是熊谷直盛、早川长政、毛利高政。计划从庆尚道的庆州出发，经密阳、大丘、玄风，一直打到忠清道的全义馆。若王京的明军出兵救援南原，则与其决一胜负。

日军侵朝总大将小早川秀秋坐镇釜山浦，他派出山口宗永、伊东雅乐、南部无右卫门等六组援军，一共8000人马，经庆尚道的密阳、玄风向全罗道进军，计划与日军右军在全罗道的云峰会合。（《征韩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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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军左、右两军的编制，《日本战史·朝鲜役》中还有另一种记载：

[image: Figure-0415-0129]


除了出击的左、右两军以外，留守在庆尚道沿海各城的日军部队有：

（单位：人）



	留守地
	留守将领
	留守兵力



	西生浦城
	浅野幸长
	3000



	釜山城
	小早川秀秋
	10000



	安骨浦城
	立花宗茂
	5000



	竹岛城
	小早川秀包
	1000



	加德城
	筑紫广门、高桥统增
	1000




《日本战史·朝鲜役》一书的编制表，与《征韩录》《锅岛直茂谱考补》的记载存在着不小的差异。

《日本战史·朝鲜役》在日军左军的编制名单上，比《征韩录》《锅岛直茂谱考补》少了加藤嘉明、藤堂高虎、长宗我部元亲，多了宗义智、松浦镇信、有马晴信、大村喜前、五岛玄雅、毛利吉成、毛利胜永、秋月种长、高桥元种、伊东祐兵、相良赖房。在《征韩录》《锅岛直茂谱考补》的记载中，长宗我部元亲在左军的编制内，但《日本战史·朝鲜役》却将其列入了右军的编制中。

此外，《日本战史·朝鲜役》又多出了“船手众”这一编制，将《征韩录》《锅岛直茂谱考补》中在左军编制内的加藤嘉明、藤堂高虎编入其中。而在《征韩录》《锅岛直茂谱考补》中未提的来岛通总、菅达长、胁坂安治三人，也同样被《日本战史·朝鲜役》编入“船手众”。

在日军军监的记载上，《日本战史·朝鲜役》也与《征韩录》《锅岛直茂谱考补》不同。后者记载左军军监是竹中重利、垣见一直，前者则少了垣见一直，多了太田一吉。《征韩录》《锅岛直茂谱考补》记载右军军监是熊谷直盛、早川长政、毛利高政，《日本战史·朝鲜役》则少了毛利高政，多了垣见一直。

总的来说，对于日军左、右两军的具体编制，《征韩录》《锅岛直茂谱考补》是一套系统，《日本战史·朝鲜役》是另外一套系统。无论哪一种版本更加接近实情，日军左、右两军的总人数都超过了10万，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相比之下，当时已经进入朝鲜的明军，兵力则只有日军的十分之一，显得捉襟见肘。

根据《事大文轨》的记载，截至七月二十四日，已经进入朝鲜的明军部队和他们各自所在的驻地分别如下：



	将领
	兵力
	驻兵地点



	都督麻贵
	3000人
	京畿道王京



	副总兵杨元
	辽兵3000人
	全罗道南原



	副总兵吴惟忠
	南兵4000人
	忠清道忠州



	游击陈愚衷
	2000人
	全罗道全州



	游击摆赛、游击颇贵
	5000人
	即将进入朝鲜



	总兵力
	17000人
	




朝鲜的应对

就在日军做出分兵计划的第二天，也就是七月二十九日，朝鲜国王李昖在王京的别殿召见大臣、备边司堂上、三司（司宪府、司谏院和弘文馆），再次召开重要会议，商讨如何应对日军。（《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参加会议的朝鲜官员有：领敦宁府事李山海、领议政柳成龙、行判中枢府事尹斗寿、左议政金应南、行知中枢府事郑琢、海平府院君尹根寿、行刑曹判书金命元、工曹判书李宪国、吏曹判书洪进、礼曹判书金攒、兵曹判书李恒福、行大护军申磼、司宪府大司宪李塈、行训炼院都正崔远、吏曹参判姜绅、兵曹参判卢稷、户曹参判沉友胜、行上护军赵璥、行承政院都承旨李好闵、行司谏院大司谏李希得、弘文馆副提学申湜等人。

李昖首先发话问道：“贼势，必水陆并进，奈之何？”

身为备边司最高长官的领议政柳成龙率先接过话，可有可无地回道：“（日军）水陆并向全罗云矣。”

群臣陆续发言后，左议政金应南说，全罗道的顺天附近没有兵马把守，可以请明军游击陈愚衷驻兵顺天。

金应南的这番话显然不切实际。当时明军在朝鲜最南部的防线是全罗道南原，由明军副总兵杨元率领3000人驻守，兵力非常薄弱。而顺天更在南原以南，位于全罗道的沿海位置，位置更偏，也更加险恶。陈愚衷手上的兵力，不过只有2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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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对面的日本左、右两军兵力加起来却超过了10万人。金应南的这一提议，无异于让明军去送死。

实际上，朝鲜官员对待明军的态度存在很大问题。当时，明军游击陈愚衷作为后到援军进入朝鲜，他为接应驻守在南原的明军副总兵杨元，领兵2000人进驻南原西北方向55公里的全州。然而，全州当地的朝鲜官员对明军的到来并不欢迎。这是由于部分明军纪律松弛、行为放纵，败坏了明军的整体名声，以致一些朝鲜官员对明军观感很差、态度不佳。陈愚衷到了全州以后，想要得到城内的器械、粮草支持，但是全州的官员坚称城内已经没有一口粮、一把刀了。等到陈愚衷在全州5.5公里外的地方勘察地形时，才在山寨中发现了被朝鲜人藏好的米豆、盔甲、火炮、铅弹、弓矢、枪刀、筅牌等物资，数量不可胜数。陈愚衷这才知道朝鲜人在骗他，下令将这些物资搬运入城，但是全州的州官却坚持不可。陈愚衷强制下令搬运，才将这些物资连夜运入全州。（《经略御倭奏议》）


会议上，当金应南提出让仅仅只有2000兵力的陈愚衷去扼守顺天后，就连李昖也对这种不顾明军死活的言论看不下去了，当场反对说：“观贼强弱，为之可矣。贼若势小，则可请送陈将于顺天。若鸱张，则陈兵不过三千（实际只有2000人），何可当也？”

李昖说了这番话后，金应南闭上了嘴，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柳成龙又发言说，当今以水路最为危急，应该聚集朝鲜水军剩下的船只，在庆尚道的见乃梁堵截日本水军。

但日军刚在漆川梁海战中歼灭了朝鲜水军，致使朝鲜水军溃灭，余船所剩无几。而见乃梁这个地方，就位于漆川梁的西南边上，以当时的形势来说，朝鲜水军在漆川梁海战中元气大伤，根本没有余力在离得如此近的地方堵截日军。

了解情况的李昖听了这番话后非常吃惊，他很不解为何身为备边司最高长官的柳成龙这么没有常识，于是说：“备边司欲守见乃梁耶？不可守也。”

但柳成龙没有听明白李昖的意思，他积极地表示可以收聚船只，只不过眼下确实是军队、器械全部没有了，处境堪忧。

工曹判书李宪国听了柳成龙的话，直接出言嘲讽说：“贼来六载，今始曰急急为之，诚可笑也。臣以为速罢备边司，然后可以做事。”

对于李宪国这番充满火药味的嘲讽之语，李昖微笑着不说话，而柳成龙则情绪激动地为自己辩白，说自己如何尽心于国事云云。在这次会议上，朝鲜臣僚的发言多数都与现实脱节，不过是纸上谈兵。讨论到最后，朝鲜君臣除了说了一大堆空话，根本没有拿出切实有效的应对之策。

到了八月十五日，李昖再次在王京的别殿召见大臣、备边司堂上，召开会议，与会官员有领敦宁府事李山海、领议政柳成龙、行判中枢府事尹斗寿、左议政金应南、行知中枢府事郑琢、行刑曹判书金命元、兵曹参判卢稷等人。

李昖在会上认为，坐镇王京的大明都督麻贵在兵力上仅仅只有1万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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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与10万日军相抗：“外人皆以为天将为可恃，今麻（贵）兵仅万余，安能当十万之贼？……以予观之，众寡强弱，不敌远矣。”

接着，李昖又表态称，听闻麻贵有可能亲自领兵从王京南下对付日军，但他对此并不乐观，甚至担心麻贵会因为作战不利影响到朝鲜的存亡，还是不要去的好：“又闻麻都督，方欲南下云。麻是大将，一朝事若不幸，我国则已矣。天下事，自此去矣。胜负，兵家常事，虽不至蹉跌，若势有所难处，或左次某地，或退守京城，徒损声威而已。凶贼益肆鸱张矣，不如不往之为愈。”

行知中枢府事郑琢接过李昖的话，说日本人非常狡猾，如果他们知道麻贵南下、王京孤弱，到时候就会远出他路、直冲王京，朝鲜人必定无法应付，狼狈非常。兵曹参判卢稷也赞同郑琢的意见，认为麻贵领兵南下，恐会给王京带来不利。行刑曹判书金命元附和郑琢、卢稷的意见，说道：“以臣庸劣见之，在此（王京）则有隐然虎豹在山之势，下去则军势孤弱，反受侮于贼，恐非得计也。”（以上对话出自《宣
 祖昭敬大王实录》）

就这样，朝鲜君臣一边说着明军不敌日军的丧气话，一边又不肯让明军离开他们半步，害怕失去护身盾牌。讨论了一会儿后，李昖又说丰臣秀吉野心非常大，其志叵测，认为日本对于明朝来说，有“有辽、金之势”（《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

日军进击庆尚道、全罗道

日军分兵为左、右两军之后，朝鲜庆尚道右兵使金应瑞为刺探敌情，派遣麾下郑玉寿潜入日军占据的昌原（属庆尚道）。郑玉寿带回了日军贴在路旁的公告榜文，上面写有日军分道进兵的路线规划：

八月三日，发自各阵，水陆五道，直犯大明。（加藤）清正领兵十万，由密阳向草溪、居昌。（锅岛）直茂等领兵三万，由金海、昌原向晋州。（长宗我部）盛亲等领二万兵，由南海、兴阳，向罗州荣山浦。（小西）行长、（宗）义智、（岛津）义弘领数十万兵，由巨济、南海，向求礼。（寺泽）正成、甲斐守（黑田长政）等领五万兵，由光阳、顺天、求礼，十五日皆会南原、全州。战将凡二十七，军兵六十万。或向忠清，或指京城，或由庆尚左道还下。（《乱中杂录》）


侵朝日军公然将分道进兵的路线规划贴在路旁，还被朝鲜人取去，应是刻意放出消息，通过炫耀武力的手段震慑朝鲜人、明朝人，达到瓦解敌人士气的目的。日军在公告书中故意夸大自身兵力，还夸张地说要直犯大明。

从八月三日开始，日军左、右两军大举进兵，水、陆并进。庆尚道的密阳、金海、镇海、巨济等地，在这一天遭到日军兵火荼毒，升起了漫天硝烟。当天，日军最远打到了晋州，并攻陷了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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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四日，日军左军先锋小西行长等部入侵庆尚道的泗川、南海岛，沿途纵火。日军右军先锋加藤清正等部在同一天攻下庆尚道的咸安、草溪。

八月五日，日军左军的岛津义弘等部将船只停靠在庆尚道沿海的昆阳、金鳌山下以及露梁等处，沿途搜山杀戮，烧光了公家和私人宅邸。岛津军的先锋经过庆尚道西南沿海的河东，船只驶入通往全罗道的河流蟾津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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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军左军中，有一个叫作庆念的从军医僧写了一部日记，名为《朝鲜日日记》，记载了他在朝鲜战场的所见所闻。八月五日这一天，庆念见证了日本军兵的残暴掠夺行为，他在日记中写道：

在战船开始战斗之前，我方部队就行动了。他们杀人夺物，其惨景不堪入目。本无罪过之人的财宝，为何掠夺？

这一天，朝鲜庆尚道各地守将吓得望风逃窜。晋州牧使放弃了鼎盖山城，庆尚道右兵使金应瑞放弃了岳坚城，逃到陕川。作为朝鲜最高统帅的都元帅权栗逃到了星州、金山之境，都体察使李元翼逃到了金乌山城。（《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八月六日，日军左军将船只停靠在庆尚道南部沿海的岳阳，沿海20多公里内，日军的船只遍布海面，逼近全罗道求礼。求礼作为全罗道的门户，位置极其重要，然而求礼县监李元春吓得不敢抵抗，直接弃城而逃，向北方的南原逃去。被重新起用为朝鲜三道水军统制使的李舜臣当时也在求礼，但由于没有船只抵抗，他逃到了全罗道西南方的珍岛碧波亭。（《乱中杂录》）


此时，被明军副总兵杨元抓捕的沈惟敬已被押送至辽东，但他仍然记挂着让日军撤兵。当他听说朝鲜的情况非常危急，便想办法派出他麾下的牛把总带上5名家丁、1名翻译前往小西行长所在的营地，试图劝说日军退兵。

八月七日，牛把总在朝鲜南原府的军官带领下，抵达了求礼城外。日军左军的先锋部队这一天即将侵入求礼城，正在城外作乱，但看到明将的标旗后立即停止了暴行。牛把总要求见小西行长，但小西行长此时不在求礼，而是和岛津义弘等人在庆尚道的岳阳。于是牛把总一行人又赶到了岳阳，与小西行长、岛津义弘等人会面，将沈惟敬的意愿转告，宣谕日军退去。但是小西行长告诉牛把总，关白命令诸将必要攻陷全罗道，势难中止，所以难以答应这一要求。牛把总不得已，只能回去复命。临行前，小西行长馈赠给牛把总金、银、刀、剑。（《乱中杂录》）


就这样，沈惟敬的调解尝试以失败告终，这是他的最后一次行动。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沈惟敬在北京街头被处以斩首之刑，结束了他充满争议的一生，给后世带去了无数猜测与争论。

再说回朝鲜战场，在庆尚道岳阳停留了一番的岛津义弘等部队继续出发，入侵全罗道求礼，并毫不费力地将其占领。岛津军的先锋从求礼出发，侵入南原境内，焚烧村舍。跟在日军左军队伍中的庆念在《朝鲜日日记》中写道：

无论是田野、山里还是城内，全都被烧光了，遍地尸首，妻离子散，这一次看到了如此悲惨的景象。田野与山谷，烧毁成废墟。武者的声音，宛如修罗场。

从庆念的日记来看，日军左军这一天在全罗道到处屠杀朝鲜人。不独日军左军如此，日军右军当天也在庆尚道做出了同样的暴行。同一天，日军右军先锋加藤清正等部入侵庆尚道的昌宁、草溪、陕川、三嘉，沿途大肆展开屠杀，无数朝鲜百姓被害。（《乱中杂录》）


为了稳定军心，坐镇全罗道南原城的明军副总兵杨元与朝鲜接伴使郑期远、南原府使任弦一道出城，先发兵南原城外的驿站源川院，又发兵求礼城北面的山头宿星岭。他们隔着宿星岭与日军遥遥相望，在山头巡视一番后回到了南原。然而，杨元的出兵巡视并没有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当天晚上，南原城内的朝鲜将士纷纷逃向城外。

日军左、右两军洗劫庆尚道、全罗道时，许多朝鲜将领、官吏逃散一空，不敢抵抗。即便是明军高层、朝鲜国王下令他们抵抗，他们也不曾理会。甚至有朝鲜将领与日军私相往来，约定彼此互不侵犯。明朝御倭经略邢玠在上奏给明神宗的《直陈朝鲜情形疏》中直斥这些朝鲜将领的无耻行为：

李元翼、权栗、成允文等该国将兵之官也，今各避于极东一隅。经理（杨镐）牌催而不应，国王督发而不理。而李元翼领兵一枝与清正往来私通，经过彼此，俱不相杀，此已足骇异矣。

邢玠的这一指控，并不是毫无来由。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当时朝鲜都体察使李元翼驻兵在庆尚道的星州，都元帅权栗驻兵在星州南面的高灵。星州和高灵所处的位置非常微妙，都在加藤清正八月七日洗劫的庆尚道昌宁、草溪、陕川的北面，但是加藤清正却没有领兵北上，对这两个地方继续动手，而是“从陕川、草溪等处，并趋南原”，直接向杨元所在的全罗道南原方向进兵。其中缘由，恐怕正如同邢玠所说，部分朝鲜将官已经与加藤清正私下相通，约定彼此互不相杀。正因为朝鲜将领的不作为，甚至与日军暗中勾结，才让南原城前线的庆尚道、全罗道防线顷刻奔溃，任由日军长驱直入。

南原之围

万历二十五年八月八日，明军副总兵杨元开始分兵把守南原城，他在城上配置了800名士兵，土堞内配置了1200名士兵，此外还有1000名士兵作为游击军。（《乱中杂录》）
 这一天，日军右军杀到了庆尚道边境的居昌、山阴，沿途纵火。

八月九日，日军左、右两军在全罗道求礼与庆尚道晋州之间的山岭搜山杀戮。庆念在《朝鲜日日记》中写道：

日本军抓来一个高丽人的孩子，杀掉了他的母亲。母子二人再也不能相见，最后的哀叹声，仿佛在谴责狱卒。

八月十日，求礼县监李元春逃进了南原城。杨元因为担心日军占据南原城外的蛟龙山城，将其作为一个与明军抗衡的据点，便命令南原府使任弦放火烧光了蛟龙山城的家舍和南原本城外稠密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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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一日午后，日军左军从求礼出发，来到了位于求礼北方的山头宿星岭，并在此驻扎。随后，日军侦察部队零零星星陆续下山，或10人一组，或20人一组，在南原城外的源川院村落进行侦察。晚上，日军侦察部队抵达南原城下，窥伺城内动静，之后返回日军营地报告。

八月十二日，日军左军的小西行长等部从宿星岭下山，屯兵于南原城外的源川院，先锋部队则抵达南原城外一条名叫“寥川”的河流边上。日军在南原城东南方向16公里～20公里的地方放炮，硝烟漫天，炮声震地。

在这一天，朝鲜全罗道兵使李福男率领援军进入南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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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杨元一同守城。

先前，杨元檄召全罗道兵使李福男、防御使吴应台前来协助防守南原城。吴应台刚被授予防御使一职，还未来得及纠集军队，于是只有李福男率领精锐千余人，冒着日军的利刃杀入南原城内。由于入城途中被日军截杀，李福男的援军在进入南原城后，原来的千余人只剩下7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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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和李福男一同进入南原城的朝鲜援军，还有助防将金敬老、别将申浩等。
[10]



八月十三日，日军左军进犯南原城。远远望去，日军士兵漫山遍野、浩浩荡荡。日军左军先锋小西行长、宗义智等部，先到访岩峰结阵，在山上建大旗、放铁炮、吹号角，其余左军部队相次进兵寥川边，分兵围堵南原城。

据日本史料《旧记杂录后编·桦山久高谱中》记载，日军以如下阵形，包围了南原城：

[image: Figure-0425-0130]


除了《旧记杂录后编·桦山久高谱中》外，还有一种与其差异较大的记载，那就是《日本战史·朝鲜役》。该书记载，日军左军包围南原城的阵形如下：

[image: Figure-0426-0131]


笔者认为，相对而言，《日本战史·朝鲜役》的版本较为可信。《旧记杂录后编·桦山久高谱中》出现了隶属日军右军的黑田长政的名字，但日军右军当时尚在庆尚道，未能侵入全罗道。况且在全罗道南原之战爆发的同一时间，黑田长政参加了庆尚道的黄石山城之战。因此《旧记杂录后编·桦山久高谱中》的记载存在一些问题，相比之下，《日本战史·朝鲜役》的记载更为合理。

比起日军以数万兵力围城，南原城内的明朝、朝鲜守军兵力实在薄弱，而且分散在四个城门。杨元与中军李新芳在南原城东门，千总姜表在南门，毛承先在西门，朝鲜全罗道兵使李福男在北门。明军兵力不过3117人，朝鲜军兵力更是只有700人，加起来不足4000人。（《乱中杂录》）
 因此，杨元下令城中不要轻举妄动。八月十三日当天，日军攻城后，明军被迫与日军接战。关于此战的具体经过，朝鲜史料留下了两种不同版本的叙述。

第一个版本是《乱中杂录》。此书记载，午时，5名日军士兵出现在南原城东门外的石桥上。杨元潜出城门，招募勇士射击日军。朝鲜炮手金翼龙、司仆梁得、别牌阵郑金等人响应杨元的号召，用火器射击日军，顷刻间打死了3名日军士兵，剩下2名日军士兵带着尸体逃了回去。未时，南原城外的数万日军高声叫嚷着前进，在南原城外约百步位置对着城内放铁炮。杨元下令城中连放震天雷，炸死炸伤了许多日军士兵，日军只得暂时退却。杨元预料日军当晚还会攻来，便在城壕外埋下菱铁，又偷偷将钉板埋于桥头。晚上，杨元亲自在南原城的东门外等待敌人。二更时分，渐渐听到日军脚步声的明军，看见3名日军士兵清除掉设置在桥头的路障正要过桥。数名明军士兵立刻出城，用枪刺死了3名日军士兵，之后杨元下令撤去南原城门外的四座桥。南原城四面的日军举着火把一直等到天明，期间不断大喊大叫，对着南原城放铁炮，整个晚上都没有停止。其余日军到处纵火，方圆百里内升起了漫天硝烟。

第二个版本是《西厓集》。此书记载，100多名日军先锋在南原城下施放铁炮，但过了一会儿便停止了，随后便散伏在田野间。之后，日军先锋或3人，或5人为一队，又杀回南原城下。南原城守军以胜字小炮回击日军，但由于日军大阵在后，靠近城门处只出动游兵挑战，因此胜字小炮不能击中日军，反倒是南原城守军往往被日军的铁炮打中。不久，日军来到城下喊话，要求进行对话。于是杨元派遣一名家丁，带上翻译，前往日军的营寨中，最后拿回来了一封约战书。

无论哪一个版本，都提到南原守军在这一天的攻防战中，用火器攻击城下的日军。其中，《乱中杂录》记载明军使用震天雷，《西厓集》记载明军使用胜字小炮。

八月十四日，日军为了尽快攻陷南原城，开始使用各种手段。他们建造长梯，作为登城工具；又运来草和土石，用来填埋南原城外的护城河，作为进兵的道路。除此之外，日军还在南原城的护城河外竖起三层木栅，排成百余步，防止明军从城内突围逃走。（《两朝平攘录》）
 杨元先前下令焚烧南原城外稠密的民舍，以免被日军占据，作为与明军抗衡的据点；但是城外的石墙、土壁没有被烧毁，于是这些建筑被日军利用，他们在墙壁上穿凿孔穴，作为掩体，从中向南原城发射铁炮弹丸，打死了许多明军士兵。此外，日军又用竹木搭起高台（朝鲜史料称为“高棚”），士兵立于其上，俯瞰南原城，对着城内放铁炮。守卫东、南两个城堞的明军士兵，因此遭到日军的铁炮痛击，一时间尽被杀散。

午时，日军又高声叫喊着突进，对着南原城放了一通铁炮。围堵南原城西门的日军洗劫了城外的万福寺，用轮车载着寺内的四大天王佛像，在南原城外耀武扬威，南原城守军惊骇非常。杨元认为不能再向日军示弱，想要从城内出兵攻击日军，但中军李新芳不同意。杨元不听，招募1000余人，开城出战。城外日军假装退走，明军立即追去，就在这时，事先埋伏起来的日军一哄而上，围住了明军。杨元立即鸣金撤军，退到了城内，期间有3名士兵被日军铁炮打死。日暮，杨元收敛兵力，坚守南原城。（《乱中杂录》）


由于南原城的情况越来越危急，朝鲜国王李昖坐立不安，他担心万一南原陷落，日军长驱直入，将会动摇到整个朝鲜的存亡。八月十四日，也就是南原之战爆发的同一天，李昖在王京的别殿召见了负责接待明朝提督麻贵
[11]

 的接伴使张云翼，和他开了一个会。左副承旨金信元、注书宋锡庆、检阅郑弘翼、李必荣，也进入别殿入侍。

在谈话中，张云翼向李昖转述了麻贵的话。依照麻贵的意思，由于现在情况很危险，他想让李昖与其子女逃往京畿道的江华岛避难，并嘱托李昖在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偷偷出逃。但李昖一听就觉得不行，说王京城内到处都是耳目，他根本逃不出去。张云翼又说，南原现在十分危急，麻贵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但听说私下里非常忧惧。李昖便问张云翼，为什么麻贵不分兵往救南原。

张云翼回答说，麻贵担心的不是南原，而是怕加藤清正直捣王京。如果加藤清正也杀到了全罗道，往围南原，有北上之势，麻贵才会派吴惟忠进入忠清道的公州，他自己领兵南下全罗道。现在南原人民尽数逃散，只有杨元独守孤城，令人痛愤。

一旁的左副承旨金信元对南原城的前途露出了悲观之色，他认为无论杨元还是麻贵，都对日本人没有什么办法：“北兵长技，惟在于马。而围城之中，既无用武之地，必有援兵，可以得全。李福男今虽下去，驱此残卒，何能有为？杨元，北将也，只知御鞑，未曾尝倭，深可虑也。都督（麻贵）若不分送一支（援军），南原之围，恐未易解也。”

李昖对此表示赞同，并认为麻贵也不知道如何对付日军：“都督，亦是北将，岂知御倭？都督，亦可疑也。”

张云翼说，他也对麻贵能否御倭表示质疑，虽然有人说“一鞑敌十倭”，但这句话并不灵验，是不知彼此的言论。又提到明朝人都说麻贵是百战百胜之将，但从他的观察来看，麻贵虽为人深沉，但是对付日军似乎未必有办法。

张云翼接着说出了自己的担心，他害怕日本水军会绕过西海（全罗道、忠清道、京畿道的沿海），直逼王京，那朝鲜将腹背受敌，手足失措。眼下在忠清道西海岸的安兴梁收聚船只，作为防守要计，是为重中之重。

李昖表示自己也预料到了这一点，如今加藤清正一动不动，倘若他之后这般行事，为之奈何？金信元提议，在安兴梁收聚船只，防御一阵，再请明朝水军驻兵于安兴梁北的江华岛，作为声援，这样日本水军就不容易绕过西海了。李昖对此表示赞同。

张云翼又向李昖报告，说王京城内百姓纷纷出逃，整座城差不多快空了，即便是住有明军的朝鲜人家，也没有安全感，争先恐后地逃命。李昖最后叹了一口气说：“我国存亡，天下安危，系于南原。南原蹉跌，则瓦解矣。”

李昖又询问张云翼，问麻贵有没有想出什么对策。张云翼回道，麻贵上面还有军门邢玠、经理杨镐，麻贵自己也不能任意为之。（《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一番谈话后，除了加深对未来局势的担忧外，朝鲜君臣并没有想出好的办法。

南原陷落

八月十五日，杨元开始寻求与日军对话，他站在南原东门城楼上，派家丁对城下日军大声喊话。5名日军士兵闻讯赶来，走到东门外的石桥上，杨元使翻译与其对话。5名日军士兵与明军翻译进行一番沟通后，回到小西行长结阵的访岩峰，之后又折返回来与明军对话。杨元派出2名家丁，跟日军士兵到小西行长所在的访岩峰去，与之对话。小西行长馈赠了明军家丁一些粮饷，将他们送回南原城。

傍晚，5名日军使者骑马赶到南原城的东门，杨元令翻译带着使者从南门入城。杨元在龙城馆与日军使者谈话，使者将小西行长的意思转告给杨元，请杨元立即让出南原城。杨元虚张声势，对日军使者恐吓道：“吾自十五岁为将，横行天下，战无不胜！今以精锐十万，来守此城！退保？无命令也！”

日军使者见说服不了杨元，就从南门出了城，但又回头对南原城喊话道：“千余残卒，岂能当百万之众？天将有何恩于朝鲜，而致贻后悔耶？”

由于日军连日攻城，南原城的士气受到了极大动摇。城内明军士兵都哭了起来，朝鲜士卒也奔走哭泣。日军得知这些情况后，更加卖力地攻城。（《乱中杂录》）


当晚，突然下起了暴雨。庆念在《朝鲜日日记》中写道：

晚上开始下起大雨，像瀑布一样。阵营的房子只能临时用油纸遮蔽起来，无法阻挡暴雨，更无法睡觉，让人不禁想起《伊势物语》中鬼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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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故事。大雨无情下，想起鬼一口。

八月十六日，日军割取南原城外的杂草和水田中的稻禾，捆绑成一大束，堆积在日军作为掩体的被焚民舍的残墙边，南原守军不解何意。傍晚，日军再次进攻南原城，但是被南原城守军用炮弹、短弓杀退。庆念的《朝鲜日日记》记录下了明军、朝鲜军抵抗日军的姿态：“炮弹短弓从城出，（日军）士兵未料突然死。”

日军不死心，再次催促杨元让出南原城，杨元也知道此城难保，有弃守此城的想法。城中之人非常恐惧，哭声如雷。在南原城的后方，明军游击陈愚衷领兵2000屯于全州，南原城的守军苦苦盼望援军到来。先前，杨元连夜派人向驻守全州的陈愚衷求救，但陈愚衷派人回信说，“恐顾彼失此也”，“非不欲救，信地难以轻离”，始终不肯出兵救援南原城。受此打击，南原城守军的军心更加动摇了。

晚上，南原城守军窃窃私语，他们准备了马鞍，想要逃走。一更（晚上7时至晚上9时）时分，南原城外喊声大作。日军一边搬运草束，用来填平南原城外的护城河；一边放铁炮攻击南原城，掩护搬运草束的部队。日军的铁炮弹丸犹如冰雹一样不断落下，南原城里的守军一开始还稍稍放炮、投石抵御，但没多久就士气崩溃，几乎人人缩着脖子，不敢往外看。一两个小时后，日军的叫喊声停了下来，草束已经将南原城的护城河填平了。填平护城河后，日军又在南原城外的羊马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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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堆积草束，顷刻间便堆得与南原城一样高，于是日军大部队踊跃登城。
[14]

 负责守南原城南门外羊马墙的朝鲜将领金孝义见大势已去，逃入城内，结果城头上空无一人，只有城内处处火起。

二更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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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原城的南门被日军打开，日军举起枪、弓、铁炮，拿起长刀，杀入城内。（《渊边真元高丽军觉》）
 连日督战，因困倦而睡卧的杨元在帐中闻变，来不及披上衣服，就光着脚跑到南原城的大厅，脱掉传报官宁国胤的衣服、靴子自己穿上，抛弃城内的明军、朝鲜军，只带领一些随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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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南原城西门逃走。此时把守西门的，是以小西行长为首的15900名日军士兵。而杨元的随从人员很少，他是如何在重重包围中突围逃走的，有三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据《宣庙中兴志》记载，杨元独与数名骑兵溃围而出，“跳荡如神，贼终不能害之”，认为是杨元奋战杀出重围。

第二种说法，据《朝野会通》《宣庙宝鉴》记载，杨元是通过换马的战术才杀出的重围。杨元突围时，城外的日军设立木栅，阻挡明军的骑兵突围，又在木栅上绑上刀剑。杨元为了突围逃走，先鞭打一匹骏马，使其向前驱驰，这匹马撞上木栅上的刀刃后倒地不起。杨元又不断鞭打其他马匹，使这些马重复第一匹马的动作，不断向木栅驱驰。如是再三，这些马不断撞上木栅上的刀刃而死，最终马匹的尸体堆得和木栅一样高。于是杨元自己骑上马，踩着马尸越过了木栅。杨元原本想带着朝鲜接伴使郑期远一起逃走，但郑期远不会骑马，屡次从马背上掉下来，因此未能与杨元一起逃走。日军在后面追赶得很急，杨元同时带着四五匹马逃命。逃跑途中，杨元骑胯下的马累了，他就换乘另一匹马。而马也通晓人意，杨元骑着其中一匹马逃走时，其余马匹并不靠在一起，而是跟着四散逃走，等杨元招呼它们时，又重新聚集在一起。如此再三，杨元得以突围而去。

第三种说法，据《西厓集》记载，“或云倭知为总兵，故使其逸去也”，认为是日军知道杨元的身份，故意将他放走。清代钱谦益所著的《牧斋初学集》也持这一看法，原文记载称：“（寺泽）正成嘱（小西）行长护持杨副将，勿使殒伤。庶处分之请，不致破坏。（加藤）清正夜袭南原，一鼓登城，行长令朱元礼等于醉梦中扶掖杨元上马，疾驰出城，从者才四五骑。元礼等殿而遮护之，慬然后免。”此书认为，是小西行长遵照寺泽正成事先的吩咐，故意放走了杨元，让军中的翻译人员朱元礼扶着睡得昏昏沉沉的杨元骑马出城。但书中提到加藤清正夜袭南原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加藤清正当时隶属日军右军，没有参与日军左军攻击南原城的行动。

相较而言，第一种说法不太合常理，杨元突围时兵力非常有限，敌不过西门外的上万日军，不可能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杀出重围。而第二种说法看上去更像是武侠小说中的桥段。杨元在刚得到日军杀进南原城的消息时，表现得非常狼狈，甚至来不及穿上衣服和鞋子，不可能在逃走的时候如此镇定和神勇。从当时的情形看，应该是围堵西门的小西行长故意放走了杨元，否则杨元根本不可能轻易突出重围，因此第三种说法更加贴近实情。而日军这么做，恐怕是为了之后能够与明朝继续谈判，因此不敢做得太绝。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小西行长故意放走了杨元，但他自己在南原之战中不仅奋勇争先，还表现得异常凶猛。根据日本史料《户川记》的记载，小西行长勇猛异常，亲手捣破南原并俘虏1000余人，其中多为女子。正因为如此，经理朝鲜军务的明朝右佥都御史杨镐听说南原被破后，认为小西行长非常狡诈，此前一直假装与明朝议和，让明朝大官为其迷惑，而真正到了打仗的时候却直接下死手。他略带讽刺地说：“行长极有才，使天朝大官俱为其所惑，其才真过人矣。打破南原，杀天兵三千者，非行长而谁欤？如是而都说行长守约，此极有本事。”（《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杨元从西门逃走以后，日军从南门攻入南原城，在夜色中乱砍乱斫。城内明军骑上马，和朝鲜军逃到北门，想要逃出城去。但是北门城门紧闭，未能立即开门，骑兵们被堵在了路上。过了一会儿，北门开启，明军骑兵相互争抢着夺路而出。（《惩毖录》《乱中杂录》）
 然而，北门外是以岛津义弘、加藤嘉明为首的13200名日军士兵，他们各守要路，重重围困住了想要逃走的明军和朝鲜军。月色下，日军挥动长刀，对明军、朝鲜军展开了屠杀。最后逃脱的明军、朝鲜军士兵，寥寥无几。有一明军士兵爬到树上，想要躲过一劫，但是岛津义弘亲自拿起铁炮，射杀了这名明兵。（《岛津家高丽军秘录》）


从《惩毖录》《乱中杂录》两份朝鲜史料的记载来看，明军、朝鲜军是在南原城的北门被日军集中歼灭的。但根据日本史料《大河内秀元朝鲜记》的记载来看，除了北门以外，明军、朝鲜军在其他三个城门也遭到了日军的屠杀，不单单是在北门被歼。据此书记载，攻打南门的宇喜多秀家、藤堂高虎、太田一吉斩得1001颗首级，攻打西门的小西行长、胁坂安治、竹中重利斩得1034颗首级，攻打北门的岛津义弘、加藤嘉明、菅达长斩得951颗首级，攻打东门的蜂须贺家政、生驹亲正、生驹一正、毛利吉成、毛利吉政、秋月种长、高桥月种、伊东祐兵、岛津丰久斩得740颗首级，日军左军全军总共斩得3726颗首级。这些首级，既有明军的，也有朝鲜军的。

相较朝鲜史料认为明军、朝鲜军集中在北门被日军屠杀，日本史料更倾向于明军、朝鲜军在四座城门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屠杀。

混战之中，杨元的中军李新芳，千总蒋表、毛承先，以及朝鲜接伴使郑期远、全罗道兵使李福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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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原府使任弦、防御使吴应井、助防将金敬老、别将申浩、判官李德恢、求礼县监李元春、通官李春兰，全部被日军杀死。南原城内原先有辽东官兵、家丁等3117人，最后只剩下170余人活了下来。（《经略御倭奏议》）顺利
 进入南原城的700多名朝鲜援兵，则全部被日军杀害。（《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又据《乱中杂录》记载，南原城中前后死了5000余人，城内公家建筑和私人房舍皆被日军焚毁。5000余人这一数字，应包括了南原城中的平民百姓。

庆念在《朝鲜日日记》中写道：

残酷的人世啊，男女老少都死了……昨天还没有想到自己会死，今日就化为烟云了。无常变迁，人世沧桑。谁见人之上，今日命将终。

而日军方面，在整个南原之战中，付出了阵亡百余人的代价。（《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明军游击陈愚衷的不救援行为，一向被认为是南原城陷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日军进攻南原时，杨元连夜派人向驻守全州的陈愚衷求救，但陈愚衷始终不肯出兵救援南原城。《两朝平攘录》的作者诸葛元声为此指责陈愚衷，认为陈愚衷得到杨元的求援以后应该立刻发兵救援南原城，约定日期、举火为号，与杨元夹攻日军，则可以击退日军。又说，即便陈愚衷不能救援南原城，在南原城外围牵制日军也可以，一来使日军不能全力攻打南原城，二来使南原城的守军能够坚定守城的信心。

对于陈愚衷不肯发兵救援南原城的原因，《明神宗实录》认为是陈愚衷“懦不发兵”，《两朝平攘录》也认为陈愚衷“畏懦”，都归罪于陈愚衷的懦弱。但在日本史料中却有另一番解释。据《义弘公御谱中》《面高连长坊高丽日记》记载，日军左军包围了南原城以后，岛津义弘父子、加藤嘉明列阵于南原城北岭的多松大山，多方警戒，阻断了全州救援南原的道路，因此陈愚衷始终不能够发兵救援南原城。由此而言，无论陈愚衷究竟有没有想要出兵救援南原城，道路都是被日军阻断了的。而且一个非常现实的因素是，陈愚衷手上的兵力只有2000人，加上杨元的3000人，也不过只有5000人，难敌近6万日军。

《明神宗实录》说陈愚衷“闻南原已破，亦弃城北遁”，在得知南原城陷落后就立刻放弃全州逃走了。但这并不完全是事实。南原陷落以后，朝鲜全州府尹朴庆新最先得到消息，他递交禀帖给陈愚衷，要求弃城逃走，但是被陈愚衷拒绝。结果八月十七日，全州爆发了大规模的骚乱，城内百姓当晚哗变，或烧毁米仓，或打死、打伤守城门的明军，撞开城门逃走。朴庆新也砍断门闩，趁乱逃出城去。全州满城灰烬，粮饷尽绝。（《经略御倭奏议》）


尤其令人感到诧异的是，据从南原逃出来的明军将领黄仲仁称，他看到围攻南原城的队伍里全是朝鲜叛民。（《经略御倭奏议》）
 这一番话固然有所夸大，但可见有许多朝鲜叛民在南原之战中给日军带路，并且成为伪军参与了攻城。南原城的陷落，除了杨元、陈愚衷要承担责任外，朝鲜叛民同样难辞其咎。

八月二十二日，身为败军之将的杨元被人用肩舆抬回了王京，朝鲜国王李昖亲自在王京的南大门外迎接杨元。杨元因为中枪负伤，躺在肩舆上不能动，他让人向李昖表达谢意：“委来迎待，不胜感激。第俺中枪，不能起居，未果相拜，尤切惶恐。”

李昖站在路旁，抚着杨元身下的肩舆，流着眼泪说道：“大人以小邦之故，至于此极，无任惨痛之至。”

杨元通过翻译听懂了这句话，也流着眼泪说：“多谢厚眷。”（《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李昖哭得更加伤心了，身边的人受到这一情绪感染也哭了起来。

九月，日军攻破南原城的消息传到大明，明神宗大怒，下令将力主册封、坚持与日本议和的原兵部尚书石星下狱论罪，并将他的妻儿发配到南方瘴气之地。

实际上，除了石星以外，前任备倭经略宋应昌、顾养谦，以及内阁大学士赵志皋也都力主封贡，与日本议和。但是这时，明神宗只处置了石星一人，没有清算其他人。其中缘由，根据《明史稿·石星传》的解释，是因为明朝出现封贡之议，是从石星任用沈惟敬之后才开始的，并且每次朝廷对封贡问题进行争论时，赵志皋都将责任推到石星身上。所以到了最后，只由石星一个人承担责任。

石星入狱后，仍然上书朝廷，请求罢兵，停止继续出兵朝鲜，以节省明朝的财政支出。他仍为大明着想，很多人非常同情他，但朝廷终究没有赦免他，两年后石星竟然死于牢狱中。一代兵部尚书，其命运如此，令人唏嘘。

另一方面，在南原战败的杨元也逃脱不了被朝廷处置的命运。虽然杨元“死中得生，幸则大矣”，然而“中朝之法，败军则诛”。次年五月，明朝兵部向明神宗请求对败军之将杨元执行死刑：“东征裨将杨元南原之败，亡官军二千七百，马三千四百余，请速正典刑。”（《明神宗实录》）


明神宗在批复中表示同意，杨元因此被斩首，首级被传视于朝鲜。

黄石山城之战

南原城被日军左军攻陷时，日军右军尚在庆尚道，还未进入全罗道。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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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军右军以加藤清正为先锋，锅岛直茂、黑田长政等部队为中军，毛利秀元为后军，入侵庆尚道边境的咸阳郡黄石山城。（《鹿苑日录》）


黄石山城位于庆尚道与全罗道交界处，是连接两道的咽喉之地。因为这一原因，朝鲜都体察使李元翼在日军袭来之前，便抽调庆尚道的三邑兵力给安阴县监郭䞭，命令其严守黄石山城，又调金海府使白士霖协助其守城。白士霖来到黄石山城以后，大义凌然地向坐困城中的朝鲜百姓宣称，即便战死，他也会坚守此城。朝鲜百姓听了白士霖的这一番话，放下心来，没有出逃。

白士霖身边有一名叫介山的人，他的父亲投靠了日军，替日军出谋划策、想办法攻陷黄石山城。日军右军到达黄石山城城下后，加藤清正派了一个翻译在城下招呼介山说：“尔父来此，开门出见！”

白士霖大怒，将介山斩杀，并将尸体抛到城下。不料日军嗤笑说：“虽杀百介山，吾何惜焉？”又继续喊话威胁朝鲜守军：“空城出去，则不为追杀！”

朝鲜守军仍旧不为所动，于是加藤清正下令攻城。一时间，“倭贼不知其数，上来围城。诸山峰处处屯结，无数放炮”。虽然安阴县监郭䞭“督战，昼夜不懈”，但是未能得到金海府使白士霖的有力支持，力有不逮。

见情况危急，白士霖背弃了他先前的诺言，在城上以绳索系住妻儿，垂至城下平地，先让家人出城逃走，但他自己却因身体肥胖来不及逃跑。有一个名为“沙白鸱”的降倭带着白士霖藏身一处岩穴，遮以黄石、草木，避免被日军发现。白士霖的随从里有个叫金必同的人，他在日军还没有攻入黄石山城的时候，偷偷率领20余人出城投降日军，但被郭䞭发现并斩下首级。

日军将要攻破黄石山城时，城内的官僚、百姓不知所措，皆大声号哭，希望郭䞭能早做打算。但郭䞭冷笑道：“此吾死所，何计之更为？”说完，他便坦然迎接死亡，最终在南门被日军杀害。郭䞭的两个儿子抱住日军士兵，不停叫骂，也被一并斩杀。郭䞭的女儿见父亲被杀，丈夫被日军俘虏，于是上吊自杀。前任咸阳郡守赵宗道不愿忍辱偷生，主动入城寻死，也遭日军杀害。此次被日军杀死的朝鲜官僚、将士多达500余人。（《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乱中杂录》）


黄石山城陷落时，苟且偷生的金海府使白士霖还躲在城内的岩穴中。而进入黄石山城的日军士兵，已经死死守住了四座城门。困境之下，仍是降倭沙白鸱伸出援手，帮助了白士霖。沙白鸱先把自己装扮回日本人的样子，又用绳子捆住白士霖，让其假装成一个被捕的朝鲜盗贼。之后，他带着白士霖，来到一处城门前。在守城的日军士兵面前，他装作一个刚捉到朝鲜盗贼的日军中高级军官，诘问他们：“汝等守门何所事？朝鲜盗贼，入在城中，而不得搜捕，汝罪当斩！”说完，沙白鸱用剑背狠狠打了一个守城的日军士兵。那名士兵不知道沙白鸱的真实身份，以为是军中某位将领责备他没能发现朝鲜盗贼，于是向沙白鸱苦苦求饶说：“我等远来劳苦，沈眠不觉，遂为朝鲜盗贼滥入城中，罪则极矣。上官若知此奇，必不饶贷。上官勿告我等之所失，以救人命。”求饶过后，守城的日军士兵就将沙白鸱、白士霖放出了城外。

沙白鸱将白士霖带出城后，便把白士霖藏匿在一座山中，自己则不辞而别。白士霖以为沙白鸱返回去投靠了日军，并将他的行踪如实上报，然后带领日军过来杀死自己。惊疑之下，白士霖恐惧异常，紧张得挪不动身子，只勉强移动了20余步，藏匿于林中。三更时分，沙白鸱从山下回来，他用巨瓢盛着稻食、盐酱、箐根，又用陶瓶盛满冷水，想给白士霖食用。但沙白鸱没有在原地看到白士霖，紧张得一边跺脚，一边呼喊白士霖。白士霖这下才知道沙白鸱并没有异心，拖动着他肥胖的身躯回到了原地。

沙白鸱看到白士霖没有事，激动得抱着他的腰，对他说，他以为白士霖被日军抓去了，现在看到白士霖没事，感到非常欣慰。沙白鸱接着又说，他知道白士霖饥渴了，所以打扮回日本人的样子，走到一处日军营帐，骗他们说自己是“安阴结阵将倭卒下”，目前“粮食既乏，日且寒冷，离乡之人，将不得生”，处境非常凄惨，博取了该营日军的同情。于是沙白鸱借机向该营日军乞求：“君等陷城之时，觅得之物，小惠于我，以救一残命如何？”该营日军同情他，就施舍给沙白鸱米斗、饭、酱、襦衣等物。沙白鸱带着这些骗来的食物、衣服，回来进献给白士霖。沙白鸱一边说，一边流泪，等白士霖吃完以后，他才吃剩下的残羹剩饭。（《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沙白鸱义救白士霖一事，只是万历朝鲜战争中的一个插曲。命运待人是不公的，白士霖这样的苟且贪生之徒，能够得到沙白鸱这样具有义气的降倭相助，从而保全性命，而像郭䞭这样的忠义之士，最后却只落得个惨遭日军杀戮的结果。

话说回来，加藤清正在攻陷了黄石山城以后，于八月十七日当天经庆尚道边境侵入全罗道的云峰，成为第一支杀入全罗道境内的日军右军部队。同日，日军左军小西行长的先锋队从南原出发，侵入南原北面的任实，一路上放火、杀掠。

八月十八日，加藤清正在云峰分兵两路赶往南原，一路自安信院出发，一路自九等窟出发。加藤军进兵路上，有5名日军士兵从南原的驿院源川院出来，赶往九等窟给加藤军传话，告知左军已经攻陷南原。加藤军得到南原被攻陷的消息后，便退兵回到了云峰。加藤军在此留兵数日，之后进兵东南方向的智异山，一路上是搜山杀掠，大肆屠戮在山中避难的朝鲜人。（《乱中杂录》）


同日，小西行长的先锋队从任实出发，进击全罗道首府全州。驻守全州的明将陈愚衷还没等日军杀到任实城界，就吓得放弃全州，弃城逃走了。
[19]

 陈愚衷一路北遁，逃到了忠清道公州，在这里得到了麻贵派出的明军游击牛伯英的接应。
[20]

 而在陈愚衷逃亡的前一天，朝鲜全州府尹朴庆新就已“弃城出避。贼势犯境，往他道避乱”，判官朴瑾也同样“弃城出避，不知去处”。在得知全州失守后，朝鲜咸悦县监朴延吉也“避寓境内”（《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

全罗道的南原、全州相继陷落后，明军在朝鲜最前线的据点就只剩下忠清道的公州。由于形势危急，麻贵想将驻守在公州的陈愚衷、牛伯英召还王京。但是公州北有一条锦江，王京南又有一条汉江。陈愚衷、牛伯英要从忠州退到王京就得渡过两条江。麻贵担心明军退兵不及，就命令朝鲜方面多备船只、速搭浮桥，以便明军撤退。但是朝鲜人不肯出力，反复推诿，只在汉江的江口准备了30多艘小船。麻贵看到后很生气，严厉责备朝鲜官员，最后也只换得了一句口头承诺，以致公州的明军“前有大敌，后有长江，进退维谷”。除了驻守在忠清道公州的明军外，麻贵还担心驻守在忠清道忠州、扼守鸟岭的明军。考虑到“（南原、全州）二城既失，忠州前后受敌，势甚孤悬”，麻贵下令驻兵忠州的明军副总兵吴惟忠撤兵回到王京，一同讨论如何堵截日军。（《两朝平攘录》）


日军席卷全罗、忠清二道

陈愚衷弃城逃走以后，小西行长于八月十九日率军进入全罗道首府全州，日军在城内纵火，并填平了城壕。翌日，以宇喜多秀家为首的日军左军全部进入全州。同一天，日军右军先锋加藤清正自全罗道的云峰出发，向西北方向的长水进军。而朝鲜长水县监在加藤清正杀来之前，就已经吓得“往他道避乱”了。加藤清正进军途中经过南原东村，停下来驻扎于岩铁川等处，并在于差山大肆搜山杀掠，杀死了无数躲避在山中避难的朝鲜人。（《乱中杂录》）


八月二十一日，加藤清正从长水出发，向西北方向进军，侵入镇安。朝鲜镇安县监吴长在日军杀来之前，同样已经“往他道避乱”，没做任何抵抗，因此镇安毫无悬念地陷落了。之后，加藤清正向全州进军。加藤军进兵途中经过村落、山谷时，到处放火、杀掠。到达全州以后，加藤清正驻扎在良正浦，与日军左军会合。日军左军在全州开设市场，炫耀在南原之战中从明军那里夺取的战利品。（《乱中杂录》）


八月二十五日，以毛利秀元为首的日军右军全部抵达全州，与以宇喜多秀家为首的日军左军会合。两军在全州召开军事会议，商讨下一步的走向。从《锅岛家文书·高丽阵诸将郡割并阵立书案》的记载来看，日军左、右两军计划兵分三路，继续向北推进，向全罗道北部地区和忠清道进兵，具体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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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根据《朝鲜日日记》《大河内秀元朝鲜记》《毛利家记》《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日军在军议上提出要杀光庆尚道、全罗道的朝鲜人，并乘胜进攻，分兵攻破朝鲜都城王京。但据《吉川家史臣略记》记载，全州军议上也有另外一种反对的声音：考虑到朝鲜寒冷的冬季令日军难以忍受，有人建议日军全部撤退至朝鲜沿海的釜山浦。于是在全州军议上，出现了两种完全相反的意见。

事实上，有关全州军议的详情，朝鲜史料《乱中杂录》《宣庙中兴志》中还有另一种记叙。两书记载，日军在全州军议上讨论道：“壬辰之役，朝鲜能由水路通湖南（全罗道）、湖西（庆尚道），以及西路（全罗道、忠清道沿海），所以即便朝鲜残破千里，也能够支撑下去。如今之计，不如分兵水、陆，阻断朝鲜的援路，使朝鲜首尾皆溃。”讨论之后，会议最终决定将日军分为水、陆两路，其中加藤清正直捣王京，宇喜多秀家、小西行长、岛津义弘则南撤，屯兵朝鲜沿海。

日军在全州举行军议期间，仍未停止军事行动。日军左军的藤堂高虎经全州北上，一路杀害朝鲜人，割取鼻子382个，交给军监太田一吉、竹中重利、毛利高政检验。（《高山公实录》）
 之所以割取鼻子，而不是首级，是因为在南原之战前后，日军接到丰臣秀吉的命令，以后一律割鼻不割首。丰臣秀吉之所以如此下令，原因意味深长。以斩获的敌人首级数目来计算战功，是日本的惯例，因此刚开始攻打朝鲜的时候，兵将们把敌人的首级用盐水浸泡，运回名护屋大本营，丰臣秀吉检验过后发给诸将感谢状和赏赐。但由于战场不在本国，运送首级就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于是改为军监在战场上检验，然后把数据记录成册送回大本营。秀吉看到文书后认为他们夸大了战果，于是让他们把敌人的鼻子送回来确认实际的数目。

同在左军编制的长宗我部元亲进兵至全州西南方向的古阜，古阜百姓望风逃走，不剩一人。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长宗我部元亲袭来之前，朝鲜古阜郡守李廷立“避寓境内”；长宗我部元亲袭来之后，李廷立又“避乱岛中”，始终不敢多做抵抗，以致日军一路势如破竹。之后，长宗我部元亲从古阜长驱直下，兵抵罗州。罗州的朝鲜百姓一些逃走了，一些留了下来，长宗我部元亲对留下来的这些人展开了大屠杀，共割取6006个鼻子。（《元亲记》）


日军右军的吉川广家进击全罗道西南侧，一路上大造杀戮，前后两次割取朝鲜人的鼻子，一次480个，一次792个。（《吉川家文书》）
 同为右军的锅岛直茂于八月二十四日发兵攻向全罗道西面的金沟、金堤，沿途大肆残害朝鲜人，共割取鼻子1551个。（《锅岛直茂谱考补》《普闻集》《锅岛家文书》）
 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锅岛直茂杀向金沟时，朝鲜金沟县监韩守性前往“他道避乱”，直接出逃了。当锅岛直茂杀向金堤时，金堤郡守高凤祥同样“遇贼奔避”，完全不敢多做抵抗。

有一处需要辨析的是，锅岛家的史料《锅岛直茂谱考补》《普闻集》提到，锅岛直茂、加藤清正一直打到了忠清道海美郡的伽耶山城。日本学者北岛万次据此认为，锅岛直茂、加藤清正在攻打伽耶山城以后，对是否进兵王京产生了争执，军监熊谷直盛为此介入调解，锅岛直茂因与加藤清正意见不合，脱离右军，被编入左军宇喜多秀家的队伍。不过，笔者认为伽耶山城之战应该并不存在，因为这个地方位置很偏，距离日军阵地很远，锅岛直茂、加藤清正当时不可能打到忠清道海美郡这么远的地方。

根据《锅岛家文书·高丽阵诸将郡割并阵立书案》的记载，在全州军议期间，日军左军各部队在全罗道的进兵地点分别是：



	将领
	进兵地点



	岛津义弘
	万顷、扶安



	锅岛直茂
	金沟、金堤



	毛利吉成
	兴德



	长宗我部元亲
	古阜



	池田秀氏、中川秀成
	泰仁



	吉川广家
	茂长、灵光



	蜂须贺家政、生驹一正
	井邑、高敞



	宇喜多秀家
	长城、潭阳



	小西行长
	浮吕、玉果、谷城



	船手众
	咸平、务安




其中，锅岛直茂的进兵地点金沟、金堤，与《锅岛直茂谱考补》的记载吻合。长宗我部元亲的进兵地点也与《元亲记》的记载吻合。但目前来看，也只有这两个记载能够与《锅岛家文书·高丽阵诸将郡割并阵立书案》的记载可以对应起来，其他各部队的实际进兵地点是否与之相同，就不得而知了。

全州军议结束以后，据朝鲜史料《乱中杂录》记载，日军左军的宇喜多秀家、小西行长等人于八月二十九日从全州南撤，经任实、南原，布阵于原川院坪，沿途大搜山谷，杀死、掳掠许多朝鲜人。九月一日，小西行长等人经求礼南下，进至顺天，在倭桥（顺天倭城）结阵，分兵把守光阳城。宇喜多秀家则经全罗道的蟾津江，进入庆尚道的闲山岛屯守。

不过，日本史料《面高连长坊高丽日记》的记载却推翻了《乱中杂录》的说法。在此书的记述中，小西行长与岛津义弘于八月末从全州北上，侵入全罗道的益山、龙安，之后继续北上，侵入忠清道。九月二日，他们侵入石城，九月三日侵入扶余，之后渡过锦江南下，侵入忠清道边境的林川、韩山，九月八日侵入韩山西面的舒川。停留两天后，这伙人放火烧掉了舒川城，之后继续向南，撤兵回到全罗道，途中经过咸悦、益山、金沟、泰仁，于九月十六日驻兵井邑。朝鲜官方史料《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也记载，日军于九月二日入侵忠清道的怀德、林川、韩山等地，到处放火、抢掠，朝鲜忠清道巡按御史李时发的军队溃不成军，超过一半人逃散，朝鲜水原府使兼仁川府使李时彦的军队也闻变逃走。林川、韩山，正是《面高连长坊高丽日记》提到的岛津义弘、小西行长入侵的地方。

由此推论，《乱中杂录》的记载并不准确。在其记述中，全州军议结束后，小西行长于八月二十九日开始南撤，九月一日便撤到了全罗道东南的顺天。事实上，小西行长于九月初和岛津义弘一同北上入侵忠清道，直到九月十六日才撤兵回到全罗道的井邑。可见，《乱中杂录》对小西行长的进兵路线记载并不正确，完全是南辕北辙。同样，岛津义弘也没有如同《乱中杂录》《宣庙中兴志》所说的那样，在全州军议结束后立即南撤，而是同样选择了北进。

另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小西行长、岛津义弘从全州北上入侵益山时，朝鲜益山郡守李光吉“弃官……向锦山，中路遇贼，避奔他道”，完全不敢多做对抗。小西行长、岛津义弘入侵龙安时，朝鲜龙安县监丁至也“避寓境内，贼势犯境，不知去处”，同样灰溜溜地逃走了。

同一时间北上入侵忠清道的日军左军将领，还有藤堂高虎。据《高山公实录》记载，藤堂高虎北上忠清道，打下了几座城池，之后南下撤军到庆尚道的安骨浦，并在安骨浦筑城。

在日军左军进兵忠清道的同一时间，日军右军也分成两路向忠清道进军。第一路的主将是毛利秀元、黑田长政，第二路的主将是加藤清正、太田一吉。吉川广家、锅岛直茂留在了全罗道，没有跟右军大部队继续北上。

毛利秀元、黑田长政于九月一日进兵全罗道的砺山、忠清道的恩津，与朝鲜忠清道防御使朴名贤交战，将其打败。砺山郡守李馪不敢抵抗，吓得“弃官避寓”（《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此战过后，毛利秀元、黑田长政进兵忠清道的公州。在前往公州的路上，日军一路逞凶，庆念在《朝鲜日日记》中记录道：“在前往公州的道路上，杀害沿途和山野的男女老少，惨景不堪入目。途中遇死人，五体皆不全。”

屯兵在公州的明军游击陈愚衷、牛伯英，得知日军大举北上之后，撤到了朝鲜都城王京，于是公州也被毛利、黑田军占领。（《日本战史·朝鲜役》）
 之后，毛利秀元、黑田长政又发兵忠清道的全义，此地距离朝鲜都城王京只有82.5公里的路程。收到日军入侵的消息后，全义城中的朝鲜百姓惊慌失措，逃散一空。（《两朝平攘录》）
 占领全义之后，毛利秀元、黑田长政又北上占领了天安。黑田长政在天安周围大肆杀戮，割取了3000多个鼻子。（《黑田家文书》）


九月六日，毛利秀元将麾下桂三郎兵卫的兵力抽调出来，分遣给留守在全罗道的吉川广家。兵力得到补充的吉川广家侵入全罗道的珍原、灵光，在两地大肆屠戮，先后四次割取鼻子——358个、641个、437个、1245个。（《萩藩阀阅录》）
 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吉川广家入侵灵光前，朝鲜灵光郡守田浃“避寓境内”；吉川广家入侵灵光后，田浃又“避乱岛中”，始终缩头缩尾，不敢抵抗。朝鲜珍原县监沈惀同样弃官逃走。

另一路的加藤清正、太田一吉于九月一日从全罗道全州出发，九月二日入侵全罗道锦山。锦山郡守洪昌世“往他道避乱”，完全不做抵抗就逃走了。九月四日，加藤清正、太田一吉入侵锦山北面的珍山，但在此遭到了朝鲜军的伏击，包括加藤清正的足轻大将山内治卫尉、伊地治次郎兵卫尉在内，日军有28名部将、士兵战死。但加藤、太田军发起反击，加藤军杀死朝鲜士兵51人，太田军杀死18人。《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录下了珍山郡守申泽反击加藤清正、太田一吉，但最后战死的场景：“珍山郡守申泽，始终在官，奋力讨贼，军散力屈，隐伏林薮，为贼所害，妻子俱被虏。”珍山之战结束后，加藤清正、太田一吉于九月六日进军忠清道的全义，次日又进军全义北方的清州，并在此安营扎寨。（《大河内秀元朝鲜记》）


八月、九月，日军左、右两军入侵全罗道期间，朝鲜全罗道各郡县官员除了极少数人奋起反抗外，绝大多数人未做任何抵抗便望风逃走。整个全罗道遭到了日军的残酷屠杀，可以说这一结果与全罗道地方官员的不作为有很大关系。正如朝鲜司宪府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南原败没之后，两湖人民望风溃散，列邑守令在在逃窜，直路数百里之地尽为无人之境。”亦如朝鲜备边司所说：“南原、全州陷败之后，贼兵未至，而守令亲自奔窜。土崩瓦解之势，不可收拾。”（《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稷山之战

日军左、右两军在忠清道肆虐时，经理朝鲜军务的明朝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杨镐已经进入朝鲜。九月三日，杨镐为镇定人心，连夜从平壤驰赴王京。朝鲜国王李昖在慕华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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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接杨镐，双方相互作揖后，进行了初次会晤。

九月五日，李昖在王京的别殿正式接见了杨镐。李昖对这次会面非常重视，他一见到杨镐，就行了规模隆重的四拜礼，对他说：“大人光临陋地，请拜以谢。”

李昖行如此重礼，杨镐却不敢接受，连说：“不敢劳。”但是李昖坚持行礼，杨镐只好接受。李昖行完礼后，杨镐关切地询问了两个朝鲜王子的近况，并表示以后想要见他们，之后就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了。

李昖急忙拦住杨镐，用乞求的语气对他说：“贼锋已迫恩津、连山之境。去此甚近，人心崩溃。请分送天兵，以为声援何如？”

李昖这一番话，是向杨镐汇报日军已经打进忠清道了，距离王京很近，希望明军能够分兵救援。

杨镐回道：“已知之矣，当分送军马剿捕防截。”

李昖听了这句话很激动，连忙从座位上站起来，将一封手帖递给杨镐。杨镐也从座位上站起来，他接下手帖，看完后交给了旁边的随从。

随后，李昖又向杨镐询问御敌之策：“大兵未集，贼势如此浩大，今贼已到公州，将有直冲之患。未知前头防备，何以为之？愿听大人分付。”

由于在朝鲜的明军很少，杨镐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打败日军，他没有把话说死，只是说：“贼若犯突，则当观其势。量其众寡，可战则战，可守则守。”又说：“当尽心力，但恐才能未逮耳。”

杨镐只说自己尽力而为，没有绝对的把握，这给李昖浇了一盆冷水。李昖情绪低落，说不出什么恭维杨镐的话来，只好用礼貌性的措辞来结束这场谈话：“以小邦之事，致使大人忧劳，不胜未安。”（以上对话出自《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李昖非常失望，这一番谈话，不仅没有让他得到丝毫安慰，反而使他的内心更加惶恐。想到日军随时可能直驱王京，李昖就紧张到每天以泪洗面，向杨镐哭诉。杨镐安慰李昖，说即便明军打了败仗，也会保障朝鲜国王、宗室的安全。（《乱中杂录》）


为了防止日军一路北上，直捣王京，身在辽东的朝鲜战场最高指挥官御倭经略邢玠下发公文，饬令提督麻贵发兵扼守忠清道的天安、稷山，在王京前线堵截日军。麻贵接到命令后，命麾下解生、颇贵、杨登山、牛伯英4名骁将率领15员明军将官与2000精锐南下迎战日军。

据朝鲜史料《象村稿》记载，解生“骁勇善战，临战必先登”，颇贵“勇健善战”，杨登山“勇敢善战，临战必先登”，是明军中一等一的勇士，可见麻贵对此非常重视。但是这时候，明军在朝鲜的总兵力不过1万多人，能出动的兵力实在有限，麻贵只抽得出2000余人。此时，由于天安已经陷落，明军未能按照邢玠的命令进入天安，只能在稷山以南4公里、稷山与天安之间的地带设下埋伏。

九月七日，日军右军黑田长政的先锋黑田图书助、栗山四郎右卫门在天亮之前从天安北上，向稷山进军。（《黑田家谱》）
 当时黑田军并不知道明军在稷山、天安之间设下埋伏，但是他们非常狡猾，故意穿着朝鲜人的白色衣服，伪装成朝鲜军，意图用障眼法骗过明军和朝鲜军。（《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天亮之后，黑田军先锋抵达稷山地界。他们发现了埋伏在这里的明军，并误以为对方数量众多。黑田图书助等将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他们人数不多，主力部队还在后方，于是想要撤退，与黑田长政会合。但是一名叫毛屋主水武久的武士表示反对，提议正面迎战明军，他说：“我见过无数大军，但规模都没有比得上长筱合战的。眼前的敌人比长筱合战的时候还多出数倍，如果我们逃跑，一定会被敌人追杀，全军覆没。同样是死，还不如冲上去，死在战斗中。如果我们齐心协力对敌军发起决死突击，说不定还有生还的机会。”

此言一出，武士上原新左卫门表示赞同，其余诸将也纷纷附和。毛屋主水武久又说：“敌人使用铁盾，我军不可用铁炮取胜。就以铁炮声作为攻击的信号，一齐突击敌军，趁机乱砍乱杀，不要割取首级。”诸将皆表示赞同。于是，黑田军前锋举起铁炮向天空鸣放，之后借着弥漫的硝烟，大声叫喊着向前突击明军。（《黑田家谱》）


明军完全没有察觉到眼前这些穿着白色衣服的“朝鲜人”是由日军伪装的，因此并未料到他们会突然攻过来，一时间受到惊吓，以致铁盾被黑田军打掉，队伍稍稍退却。黑田图书助等人趁明军稍退，立刻退兵。（《黑田家谱》）
 但明军很快便反应过来，识破了这些“朝鲜人”是由日军伪装的，于是骑兵上前与日军厮杀起来。战斗过程中，明军使用了火炮、弓箭、棍棒等多种武器。（《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黑田军先锋与明军开打后，听到前方传来铁炮声的黑田长政，率领麾下3000士兵向稷山进军，并派出家臣枝次右卫门前去查探敌情。黑田长政既怀疑先锋只是在用铁炮打猎，又担心已遭遇了敌人。

随即，黑田长政派遣家臣后藤基次、黑田三左卫门、野村市右卫门奔赴前阵，他们看到了前方的明军阵地。根据《黑田家谱》的夸大记载，黑田军看到山边的明军有几万骑，山下的原野里亦有五六千人。然而，明军的真实兵力不过只有2000人罢了。而后，作为援军的黑田家将领们，看到黑田军的先锋队被驱赶到一座土桥上，与明军对峙。后藤基次比黑田三左卫门先赶到稷山战场，他认为黑田军不敌明军，连忙纵马逃到左方的山冈，并招呼黑田三左卫门一同上山。但是黑田三左卫门表示拒绝，他说：“我方人数稀少，如今被敌方大军包围，很可能会寡不敌众。但是如果让这一庞大军队过了桥，他们一定会攻入长政公的大本营。所以我们要做好九死一生的准备，必须逼退他们。”

说完，黑田三左卫门就一马当先跃上桥，力斩扑向土桥的数名明军士兵。在他的指挥下，黑田军先锋部队在桥上展开了激烈的防御战，挫败了试图过桥的明军，并将其逼退。后藤基次待在左方山冈上，没有像黑田三左卫门一样上前硬拼，而是命令后藤部队在山冈上不断驱驰，造成一种黑田“大军”占据山头的假象，令明军难以捉摸黑田军的兵力究竟有多少，以迷惑明军，拖延时间。（《黑田家谱》）


不久，黑田长政抵达前线，他登上东面的山头观察敌情，感慨地说道：“敌兵十倍于我，而我兵没有后援部队，不可不死战！”

黑田长政调整阵形，将军队布置为右备军、左备军、本队，准备迎战明军。根据黑田长政的部署，右备军一队由母里太兵卫、栗山四郎右卫门、黑田兵库助指挥，二队由井上九郎右卫门、野村市右卫门指挥；左备军一队由后藤基次、黑田三左卫门指挥，二队由黑田图书助、桐山孙兵卫指挥；剩下的士兵作为本队。（《黑田家谱》）


右备军一队的母里太兵卫骑马先行，命令士卒使用铁炮攻击明军。同为右备军一队的栗山四郎右卫门与左备军一队的后藤基次，也在呐喊声中对明军发起了突击。明军为反击黑田军，先派出射手，用弓箭对黑田军进行猛烈射击，之后再与黑田军展开激烈的白刃战。混战之中，明军副总兵解生、参将杨登山、游击牛伯英包围了黑田兵库助、黑田图书助、母里太兵卫、栗山四郎右卫门、后藤基次。黑田兵库助等人左冲右突，费了很大力气，才突出重围。（《义弘公御谱中》）


黑田长政见状，亲自率领本队2000人与明军展开厮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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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黑田军陷入危局之际，日军右军大将毛利秀元的先锋宍户元续带人赶到战场，与黑田长政一同突击明军。在第二次侵朝战争中，黑田长政军的人数是5000人，宍户元续军的人数是2950人（《毛利家侵略军役表》）
 ，两者合计有7950人。这些兵力是否全部参与稷山之战存在着疑问，并没有一手史料记录下当时日军的兵力是多少，因此只能模糊认定此时在稷山战场上的日军兵力是数千人。

混战中，两军往来冲突，但整体上还是明军占了上风。根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明军当阵斩杀穿戴金盔、金甲的“金甲倭”数人，这些“金甲倭”被明军将士们断定为“贼酋”。后来被俘的毛利军士卒供称，日军在稷山战死的较高级将领有20多人，士兵战死了五六百人，大多属于黑田军。黑田军在稷山之战中减员十分之一，这让黑田长政十分气恼，不想让别人知道，事后“耻而隐讳”。（《宣祖昭敬
 大王实录》）

激战至下午，战场上的局势突然发生了决定性的逆转。随着日军士卒登上山头，举起白旗作为信号，顷刻间日军大部队相继云集——由日军右军大将毛利秀元率领的大军团自天安驰援而来。日军右军大将毛利秀元接到黑田长政在稷山陷入险境的急报后，亲自率领大军奔赴战场进行救援。

在得到毛利秀元大军团的兵力补充后，稷山战场上的日军总兵力达到了3万人左右，而明军只有区区2000人。解生、杨登山、颇贵、牛伯英四将纵然再骁勇善战，也无法抵抗人数众多的日军，于是驱驰快马撤离战场，一路退到稷山以北的振威。（《黑田家谱》《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宣庙中兴志》《续本朝通鉴》）
 此时日暮将近，日军并没有追击明军。

对于明军撤离时的细节，毛利秀元的家臣志道广行编纂的《毛利家记》有比较详细的记录。此书说，毛利秀元收到黑田长政在前线遇险的消息后，及时驰援，击杀明军数千人，溃败的明军奔逃上山。原文记载道：

秀元督军到天安，先锋黑田长政与大敌战，殆危。秀元驰救，而斩数千人。敌兵逃上山者，以译启秀元营曰：“我辈为援朝鲜，征发而至，与贵国无仇怨，尔后不复与贵国争，请怜而宥之。”且请印记而为信。秀元许之，印其旌而与之。

笔者认为，《毛利家记》声称击杀数千明军这一说法太过夸张，因为明军总兵力不过2000余人，所以自然不是实情。有可能毛利军来到稷山战场后，击杀了一部分明军，因此造成明军崩溃并撤离战场，但明军阵亡人数没有夸张到了数千人。至于说有一部分明军逃上山，通过翻译向毛利秀元乞和，则无法佐证。

比《毛利家记》更夸张的，是后世成书的日本史料《历代镇西志》。此书声称，黑田长政、毛利秀元在稷山之战中打败了整整50万明军，杀死数千人。但当时在朝鲜的明军只有1万多人，哪里来的50万大军？这一说法无疑是胡扯。《续本朝通鉴》同样荒诞不稽，居然说明军在稷山之战中死亡1万余人，这比明军在稷山之战投入的总兵力多出了8000人左右。

明军究竟在稷山之战中阵亡了多少人，还需要参考其他史料。关于这一点，留下记载最多的是日本史料，明朝、朝鲜史料反倒是很少留下笔墨。日本史料方面，江木戬的《加藤清正传》记载，明军阵亡70人，这是最低的一个记录。再往上，《黑田家谱》记载明军阵亡一百五六十人，《征韩役录》记载明军阵亡160余人，《安西军策》记载明军阵亡200人。这些日本史料记录的数字都还在正常范围之内，没有《毛利家记》《历代镇西志》《续本朝通鉴》这三本书说得那么夸张。

明朝史料方面，只有《万历邸钞》记录了明军在稷山之战中的死亡人数，说是四五百人。不过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许多日方的记录，也未必是事实。

笔者认为，最接近实情的应是黑田家的原始史料《黑田家文书》，该书记录黑田长政在稷山之战中割取了85个明兵的鼻子。明军率先离开，留下的日军有足够的时间打扫战场、清点伤亡，因此这一数字基本能够代表明军在稷山之战的真实死亡人数。

不过，如果考虑到毛利秀元的援军大部队来到稷山后与明军发生了冲突（而不是明军从容撤退），那明军的实际阵亡人数应在85人之上。朝鲜官方史料《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也记载，“解总兵等四将去夜发稷山前来，唐兵亦多死者云”，可见明军确实出现了较大的伤亡。但明军阵亡人数再多，也不会是《毛利家记》《历代镇西志》《续本朝通鉴》中吹嘘的数千人、1万多人。

现将明朝、日本史料对稷山之战中明军死亡人数的记载整理如下：



	明军死亡人数
	史料出处
	史料性质



	70人
	（日）《加藤清正传》（江木戬版本）
	加藤方立场史料



	85人
	（日）《黑田家文书》
	黑田方一手史料



	一百五六十人
	（日）《黑田家谱》
	黑田方立场史料



	160余人
	（日）《征韩役录》
	岛津方立场史料



	200人
	（日）《安西军策》
	毛利方立场史料



	四五百人
	（明）《万历邸钞》
	明朝邸报



	数千人
	（日）《毛利家记》
	毛利方立场史料



	数千人
	（日）《历代镇西志》
	日本九州岛通史



	1万余人
	（日）《续本朝通鉴》
	日本通史




此战的经过，概括来说就是这样：第一阶段，明军以2000余骑对战拥有数千兵力的黑田长政军与毛利军先锋，杀死敌军五六百人，拥有绝对优势；第二阶段，毛利秀元大军出动，使得日军兵力达到3万人左右，明军的兵力处于绝对劣势，加上死了不少人，于是便撤离战场，结束了战斗。

稷山之战的真相

稷山之战就这样结束了，虽然明军在大部分时间里占据优势，杀死了许多日本士兵，但最后却因为在人数上远远少于日军，只能被迫离开稷山战场，从结果上而言并没有获胜。对于这一事实，部分朝鲜、明朝史料予以了巧妙的掩饰。如朝鲜人申钦的《象村稿》，便记载稷山之战是明军打了胜仗，日军被打得大败而逃：

（杨镐、麻贵）抄发精勇马兵迎击之，密选各营精壮二千、骁将十五人，使解生、牛伯英、杨登山、颇贵领之，遣于天安而诸将莫知也。解生等四将遇贼于天安、稷山之间。贼皆着白衣，天兵以为我国人，初不为备，及贼放炮始觉之。四将一时跑马进击之，贼披靡而走，中箭、被棍死者甚多。天兵当阵斩三十一级，颇贵手斩三级，杨登山、解生各斩二级。而还军振威。

《象村稿》说，明军将日军打得“披靡而走”之后，退兵到振威，巧妙地回避了是明军不敌日军大部队，率先撤离战场的事实。明人徐希震的《东征记》、诸葛元声的《两朝平攘录》，对稷山之战的记载更加不近实情，两书记载道：

（麻贵）遂发副将解生，参将杨登山，游击牛伯英、颇贵、朱万良，统兵前往稷山、水源埋伏。初六日，探贼至全义馆。七日寅时，遇贼先锋，一拥而来。解副将等领铁骑先占一山头，背阴向阳，得其地势，勉慰众戮力奋身，矢石、火炮登时齐发。倭摩肩接踵，趋躲不及。我凭高指下，用偏师傍薄冲击，贼螳螂掉臂，安当车辙？蚊蚋聚群，敢睹日晖？一鼓喧阗，众酋狼狈回奔渡江，势乱溃塌。我将乘胜追杀十余里，砍死擐甲二将，横尸遍野，流血涂原。遥望山谷中，突出一队倭旗，接应败贼。而杨经理（杨镐）令王国栋、李益乔、刘遇节带兵星火往，夹击之，山崩石裂。斩倭级二十九颗，获马十四头，盔甲、铳刀三百七十余件。倭营阵将领在前故，此战验出大小将二十级。（《东征记》）






九月初七日，副总兵解生恐倭直犯王京，分发部下于稷山、水源等处防剿。而倭已至全义馆，距王京百五十里，城中人户，昼夜惊走殆尽。我兵方溪五里迎遇之，同参将杨登山、游击牛伯英、颇贵直冲之，砍死倭二名落马，因乘势追赶十里之外，杀伤数多。后两哨山谷倭，执打旗号，拥众齐出。适抚院下千总李益乔、把总刘遇节引兵骤至，灰尘大起，并力协攻。良久，倭始大败而去。解生见贼众兵寡，乃收兵回，共斩首级二十九颗。（《两朝平攘录》）


两书都提到，明军挫败日军先锋，并进行追击，不料日军援军突然出现。《东征记》说“遥望山谷中，突出一队倭旗，接应败贼”，《两朝平攘录》说“后两哨山谷倭，执打旗号，拥众齐出”。这两句话，对应了朝鲜史料《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中所说的“而倭贼登山举白旗，天安大军即刻云集”；也对应了《宣庙中兴志》中所说的“忽一贼持白旗，上山麾之，贼大阵应时云合”；同样对应了日本史料《毛利家记》中所说的“黑田长政与大敌战，殆危，秀元驰救”。换言之，《东征记》《两朝平攘录》提到的山谷倭，其实就是日军右军大将毛利秀元出动的援军大部队。只不过明人不知道毛利秀元的名字，所以没有特别记上去。

《东征记》《两朝平攘录》提到日军援军（即毛利秀元大军）赶到战场后，突然笔锋一转，又提到明军也“刚好”出现了由经理杨镐派出的李益乔、刘遇节二人率领的援军部队（《东征记》里还有王国栋），二将（或三将）与解生、颇贵、牛伯英、杨登山四将联手对抗日军。《两朝平攘录》说明军最终将日军打得“大败而去”，但因解生觉得日军太多、明军太少，就没有追击，而是选择了撤退。《东征记》可能认为前面已经提到日军败走，所以只用了“山崩石裂”这个形容词。

依照《东征记》《两朝平攘录》的论调，稷山之战是明军打了胜仗。日军虽然出动援军，但明军也出动了援军，最终打得日军大败而逃。但是，《东征记》《两朝平攘录》的这一记载很值得怀疑。因为朝鲜官方史料《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说得非常清楚，日军“天安大军即刻云集”后，明军就因为“众寡不敌”而直接从战场上撤离，并没有出现任何援军。明朝官方史料《明神宗实录》也可以佐证这一点。此书记载，万历朝鲜战争结束以后，明神宗褒扬了在稷山之战中立下战功的将士，提及了解生、颇贵、牛伯英、杨登山的名字，却没有提到李益乔、刘遇节、王国栋的名字。所以，《东征记》《两朝平攘录》记载的李益乔、刘遇节、王国栋作为援军参与稷山之战一事，应当并非事实。自然，稷山之战的最后结果，也不像两书说的那样。

在笔者看来，相较一些刻意隐瞒事实的史料而言，朝鲜史料《宣庙中兴志》的态度最为忠实，此书没有回避明军在稷山之战中率先撤离战场的事实。该书记载道：“贼大阵应时云合，四将度不可敌，即敛骑还振威。”

《宣庙中兴志》明确指出，日军大军出动后，解生四将自虑敌不过日军，便撤离了战场。日本史料《岛津世家》也说，日本援军出动以后，“解生等惧逃走”，“解生大惧急退”。

对比明、朝、日三方史料，不难发现都提到了明军在稷山之战中有率先撤兵的动作，只是表述的方式不同，现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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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稷山之战并不是明军获得大捷，从结果而言是明军先退兵的。明朝官方史料《明神宗实录》对稷山之战的定调，是明军“小胜”“兵威稍振”，给日军造成的打击也只是“贼势少沮”“诎其先锋”，没有十分夸张。

素沙坪（金乌坪）之战的真伪

解生、杨登山、颇贵、牛伯英四将从稷山撤出以后，先是来到稷山北部的振威，之后又一路北遁，于黄昏时分赶到振威北部的水原，这里是明军最前线的阵地。坐镇王京的提督麻贵见势不好，为了防止日军渡过天险汉江直取王京，立即出动明军各营，扼守汉江。生死存亡关头，朝鲜朝廷调动平安、黄海、京畿、咸镜四道的1万兵力，听凭经理杨镐、提督麻贵调遣，协同明军共同防守汉江诸滩。

同时，麻贵担心日军一路北上，很快就从稷山打到水原，又下令大同游击摆赛抄领2500精兵迎击日军于通往水原的大路。（《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据《象村稿》记载，摆赛“与颇贵、解生、杨登山俱是鞑将，而赛最勇”，是宣大骑兵中的一名骁勇战士。在得到摆赛的支援以后，前线明军的兵力达到了4000人左右。但在那之后，日军有没有打到水原附近，明军有没有和日军再次交战，在史料上成了一个谜。

因为，无论是朝鲜官方史料《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还是明朝官方史料《明神宗实录》，都只提到明军与日军在九月七日爆发的稷山之战，之后就没有在附近地区交战的记录。但在后来成书的朝鲜史料中，出现了明军与日军在稷山北部的金乌坪（素沙坪）交战的记载，并且往往和稷山之战相混淆。

在目前已知的史料中，朝鲜人赵庆男的《乱中杂录》（1618年成书），最早出现了明军在稷山北部的金乌坪大战日军的记录：

（九月五日）天兵左协出柳浦，右协发灵通，大军直从坦途。锣响三成，喊声四合。连放大炮，万旗齐飐。铁马云腾，枪剑奋飞。驰突乱斫，贼尸遍野。一日六合，贼势披靡……翌日（九月六日）平明，贼兵齐放连炮，张鹤翼以进。白刃交挥，杀气连天。奇形异状，惊惑人眼。天兵应炮突起，铁鞭之下，贼不措手。合战未几，贼兵败遁，向木川、清州而走。

与朝鲜、明朝的官方记录不同，《乱中杂录》并没有记载发生在九月七日的稷山之战，只记录了金乌坪之战，而且还称金乌坪之战前后打了两次，时间分别是九月五日和六日。在两天的战斗中，明军皆以骑兵打败日军，最后迫使其南遁木川、清州。但显然，这一说法得不到明朝、朝鲜官方实录的支持。因为在两国的官方实录中，只有发生在九月七日的稷山之战，没有发生在九月五日、六日的金乌坪之战。

之后成书的《象村稿》（1621年成书）与《乱中杂录》一样，也称明军与日军在稷山附近发生了两次战斗，但是时间、地点稍有不同。根据《象村稿》的记载，第一次战斗发生在九月七日，交战地点在天安、稷山之间的地区（可以明确就是明朝、朝鲜官方实录都记载的九月七日的稷山之战）；第二次战斗发生在九月八日，交战地点在稷山、振威之间的地区（地点大致就是稷山北部的金乌坪，但是没有明确提到地名）。关于九月八日的战斗，《象村稿》记载道：

经理（杨镐）发各营兵，出阵于江上，又遣摆赛将二千骑为继援。赛疾驰，遇贼于振威、稷山之界，与四将合势击破之，斩六十四级。射贼将，中之，贼皆卷退。

也就是说，明军与日军在九月七日的稷山之战结束后，又于九月八日在稷山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在第二次战斗中，解生、颇贵、牛伯英、杨登山四将得到了摆赛率领的2000骑兵的支援，从而打败日军，斩首64级。从内容上分析，《象村稿》可能参考了《乱中杂录》前后发生两战的记载，但是修正了交战时间、地点与其他方面的细节。

成书更晚的《宣庙中兴志》（1649年成书），对《乱中杂录》《象村稿》的记录明显做了融合处理，此书同样记录明军与日军在稷山附近发生两次战斗。第一次战斗发生在九月七日，交战地点在稷山、天安之间的地区，也就是稷山之战。第二次战斗，发生在九月八日，交战地点是在稷山北部的素沙坪。此书说解生四将得到摆赛的支援后，在素沙坪完败日军，迫使其举军而逃：

又遣游击将军摆赛将二千骑为后援。赛驰至振威，与四将合兵进，与清正大战于素沙坪。部下劲骑皆出入如飞，清正遂举军而遁，斩其骁将叶一枝。

《宣庙中兴志》不仅修正了《乱中杂录》里关于此战的时间，还将地名从金乌坪改为了素沙坪。但是日军主将的名字，《宣庙中兴志》却搞错了，误以为是加藤清正，实际上应该是黑田长政、毛利秀元。

再后来成书的《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1657年成书），则只提到明军与日军战于素沙坪（九月八日），而对于稷山之战（九月七日）却全然没有提及：

解生等伏兵于稷山之素沙坪，乘贼未及成列，纵突骑击之，贼披靡而走，死者甚多。又遣游击摆赛将二千骑继之，与四将合势追击，又破之。

素沙坪（金乌坪）之战在朝鲜文献中诞生的时间很晚，且越往后的文献，朝鲜人赋予它的意义也越大，认为经由此战，明军狠狠教训了北上的日寇，迫使其举军南遁。但是，如此重要的一战，在《明神宗实录》《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当中却完全没有记录，实在是很可疑。

不过，笔者认为素沙坪（金乌坪）之战还是有可能存在的。亲历丁酉再乱的朝鲜人吴希文著有《琐尾录》一书，他在书中记录了一场与素沙坪（金乌坪）之战高度相似的战争，说日军先锋曾经伪装成朝鲜人，在京畿道阳城与振威交界处与明军游击颇贵相遇，结果被颇贵尽数击杀：

贼奇则顷者先锋来到阳城、振威之境，与颇游击相逢。贼着我国人服混杂，而唐将觉其伪，击杀殆尽。故贼退阵于稷山，而一枝则向竹山之路云。

素沙坪（金乌坪）正是在阳城、振威境内（即《象村稿》说的振威、稷山之界），在稷山西北方向。而竹山，则是在稷山的东北方向。也就是说，日军在稷山之战后分别往西北、东北两个方向进兵，并在西北方向再次与明军接战。《琐尾录》的记载，可以视作素沙坪（金乌坪）之战确实发生过的证据之一。

其次，对照明朝、朝鲜官方史料，可以发现一些素沙坪（金乌坪）之战存在的痕迹。明朝御倭经略邢玠在奏疏集《经略御倭奏议》中，记录摆赛曾参与稷山之战，与日军搏战：

……（摆赛）与原任副将解生等统兵堵截，大战稷山……

……其战稷山也，当狼奔豕突之势，而奋勇冲锋，使狂夷不敢长驱而深入……

……顷稷山、蔚山前后累捷，所在著名，众推其（摆赛）勇……

……摆赛出身降虏，夙号骁雄……其在东征也，无战不先。最吃紧者，稷山冲锋之役……

而根据朝鲜官方史料《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记载，摆赛并没有参与九月七日的稷山之战，他是在解生等四将从稷山逃回水原以后，才被麻贵下令抄领2500人迎击日军于通往水原的大路上，之后就没有了下文。但既然邢玠在《经略御倭奏议》中提到摆赛参与稷山之战，那可知在九月七日的稷山之战后，明军应该再度与日军在稷山附近发生过冲突，而摆赛也参与了战斗。这样一来，摆赛参与的很可能就是九月八日发生在稷山西北方向的素沙坪（金乌坪）之战。

假使素沙坪（金乌坪）之战是存在的，那为何《明神宗实录》《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全然没有提及？可能是因为此战事实上只是非常小的一次冲突，因此明朝方面甚至都没有相关的报告，于是就忽略掉了。

素沙坪（金乌坪）之战的真相，应是九月七日的稷山之战后，一小股日军部队伪装成朝鲜人，往西北方向进军，但是被明军击退了。由于规模非常小，当时无论哪一方都没引起足够重视，直到后来才被较晚成书的一些朝鲜史料给大张旗鼓地宣传了出来，并做了夸张的描述。

以朝鲜史料《象村稿》为例，该书记载，明军在稷山之战中斩首日军31级，在素沙坪（金乌坪）之战中斩首日军64级，后一场战争取得的战果远远胜过前一场。但《明神宗实录》只记载明军在稷山之战中斩首29级，对素沙坪（金乌坪）之战则丝毫没有提及。如果素沙坪（金乌坪）之战真的有那么重要，当时的明军各级将官怎么可能不大肆宣传？又怎么可能在明人文献中几乎找不到记载？显然，即便素沙坪（金乌坪）之战真的存在，在当时明军将官的认知中，也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场小战而已。

尽管如此，成书较晚的各种朝鲜野史并没有放过对素沙坪（金乌坪）之战进行再创作的机会，不停地对这一场本来无人瞩目的小战进行夸张的加工。以《无名子集》为例，此书声称，在素沙坪之战中，明军先是使用了一种叫作“弄猿”的神奇生物，使数百“弄猿”骑着马冲入日军阵中，将日军打得措手不及，然后明军骑兵亲自突阵，一举击败日军。原文对此记载道：

鞑将解生、颇贵、摆赛、杨登山等四人率铁骑四千、挟弄猿数百骑，狙伏于素沙桥下，望见倭自稷山如林而北。未至百余步，先纵弄猿。猿骑马执鞭，鞭马突阵。倭国本无猿，始见猿似人非人，咸疑怪，驻阵眄望。既逼，猿即下马入阵中。倭欲擒击，猿善躲避，贯穿一阵，阵乱。解生等急纵铁骑蹂之，倭不及施一铳矢，而大崩溃南走，伏尸蔽野。

所谓“弄猿”，其实就是猿猴。尽管这些朝鲜野史对明军操纵猴子打败日军的战术描写得绘声绘色，可说到底稗官野史不足为信。这些说法，可能是后世的朝鲜人为了美化明军在稷山之战中无法击退日军的行为，而刻意虚构出来的。说到后来，他们开始深信自己创作的历史，反而把真实的历史细节给遗忘了。

明军的惶恐

由于一些不良史料和通俗历史读物的荼毒，人们对稷山之战的经过和后果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误解。传统观点认为，日军本欲直捣王京，结果在稷山之战或者素沙坪（金乌坪）之战中大败，于是放弃北上侵犯王京这一目标，举军南遁，逃到了朝鲜沿海地区。朝鲜史料《月沙集》便持这一论调，该书记载：“初七日，诸将遇贼于稷山。一战大捷，斩首累百级，鏖杀先锋贼将。诸酋大挫，直走海边巢幕。”《宣庙中兴志》也持类似论调，认为在素沙坪之战以后，“清正举军而遁”。

这些记载，都将稷山之战或素沙坪（金乌坪）之战视作丁酉再乱的重要分水岭，认为日军经此打击就不行了，直接选择南逃。但这些说法其实存在着很大的疑问，稷山之战的实际情况是解生、牛伯英、杨登山、颇贵四将率领的2000余名明军在毛利秀元、黑田长政率领的约3万日军的压迫下，从稷山北遁至水原。当时在朝鲜的明军将士只有1万多人，远少于日军，并不占优势。朝鲜官方史料《事大文轨》直言不讳地记录了日军在稷山之战后，占领了包括稷山在内的忠清道广大地域，有直取王京之势：

目今贼之大势，分三路进抢。充斥于忠清道内林川、韩山、青阳、定山、怀德、沃川、文义、尼山、连山、公州、天安、稷山，已及京畿、振威之境，未及京城才百里之远。

朝鲜官方史料《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中也出现了“贼于初十日，抢掠安城，进犯竹山境”的记载，此时距稷山之战结束仅仅三天，距素沙坪之战（金乌坪）结束才过去两天。安城、竹山位于京畿道，在稷山的东北方向。由此来看，在稷山之战、素沙坪（金乌坪）之战结束两三天以后，日军右军不但没有南遁，反而继续北上侵犯，已经从忠清道杀入了京畿道。

由于稷山之战、素沙坪（金乌坪）之战后，日军仍然有北上之势，朝鲜人担心明军兵力薄弱，无法与逼近京畿的日军抗衡，因此非常忧虑，害怕日军会长驱直入，杀到王京城下。朝鲜国王李昖忧心忡忡地说：“贼锋已及京畿，而天兵尚未齐到，已到兵马该数不多，欲隄备稷山一路，已恐不足。若清州之贼，由镇川出于竹山；忠州之贼，由原州出于龙津等路，则更将何兵可备各路？”（《事大文轨》）


朝鲜掌令李钺也在报告中指出：日军已经迫近京畿，虽然明军在前线搏斗厮杀，但没有朝鲜将士堵截日军于中路，终究无法阻挡敌人；就算派遣了李卿浚前往抵御，但他兵力不多，又不肯与明军合势，仍滞留在果川（在水原的后方）一带，实在无颜面对明军。（《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对于当时的情况，柳成龙在《惩毖录》中记载道：“是时都城几不守，朝臣争献出避之策。”

明军对日军右军在稷山之战、素沙坪（金乌坪）之战以后没有退却，仍旧继续北侵的恶劣态势，有着深刻的认识。提督麻贵意识到，日军已经迫近明军前线阵地水原，水原可能成为下一个攻击目标；同时，日军也可能经安城绕过竹山，袭击王京，只是具体如何还难以预料。麻贵认为，当下最好的对策就是坚守水原。（《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明军将士听到日军大举北上的消息后，感到非常害怕。《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明军将士以兵力不足为由，希望撤回大明。可见，稷山之战结束后，日军没有立即南遁，反倒是明军有退兵的想法。

为了打消前线明军的退兵念头，九月十一日，经理杨镐准备从王京南下水原，以振奋前线士气，勉励诸将不可退缩。但是到了次日，麻贵在王京的南大门外追上了正要出城的杨镐，苦苦劝谏他说：“贼兵迫近，而老爷决意前进，贼若由他径路绕出于后，则进无所归，退不可得，徒损声威，有害无益。而老爷若往，则老此麻贵，其敢安坐于此乎？孤军前进，变不可测。请老爷商量焉。”

麻贵苦求杨镐不要动身南下水原，避免日军从其他方向绕到后方，截断退路。杨镐听了后，断绝了南下水原的想法，但还是坚持渡过王京城外的汉江，抵达对岸举行阅兵仪式。麻贵无奈，只好跟着杨镐。（《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当时王京气氛紧张，不管是士大夫还是庶民都准备逃走。为了安定人心，杨镐和麻贵强迫朝鲜国王李昖随行，巡视王京城外的汉江。李昖不得已，只好与杨镐、麻贵一同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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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披上铠甲，先在王京城西阅兵，又出城东抚慰把守汉江江滩的将士，之后与明军一同渡过汉江。

可见，由于日军不但没有撤退，反而有北上逼迫之势，明军和朝鲜人承受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以至于明军经理、提督与朝鲜国王亲自到前线鼓舞士气。

杨镐一行人自北岸渡过汉江后，抵达南岸的冠岳山一带，在这里举行阅兵仪式。杨镐和麻贵调拨千余骑兵，分成两个队列立于两处山峰上，使这些骑兵往来驰骋。简单完成这些动作后，明军骑兵便下山渡江，回到北岸。

杨镐又令明军在江边放虎蹲炮，声震天地。杨镐很高兴，向朝鲜国王李昖炫耀明军武力，李昖只能向杨镐表示奉承，说：“至于今日，得见天威之雄壮。彼贼不足平，深幸。”杨镐听了以后非常高兴，又夸耀道：“若多设这样炮子于此边，则贼何敢得渡乎？”（《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日暮时分，杨镐、麻贵、李昖一行人回到王京。朝鲜百姓看到国王没有逃走，喜极而泣。杨镐通过巡视汉江、展现武力，遏止了明军将士北逃的想法。但众人担忧的日军北上王京，此后并未发生，日军在数日之后突然撤走了。朝鲜国王李昖对此非常不解，认为日军毫无理由就突然撤兵，有可能是想以一支部队引诱明军南下，好让别的部队趁机远出其后，直捣王京。（《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李昖的这一判断，可知当时的朝鲜人并不认为日军撤退的原因是因为在稷山之战、素沙坪（金乌坪）之战遭遇了挫折。

日军右军撤退原因

发出放弃北上攻打王京、从忠清道撤兵这一命令的，是日军右军大将毛利秀元，而他只是忠实地执行了丰臣秀吉的指示。据《毛利家记》记载，九月份，毛利秀元驻兵忠清道公州时，收到了丰臣秀吉从日本发出的御朱印状，指示诸将退往釜山，坚守诸城。从当时的交通状况和送信时间来看，丰臣秀吉发出这一道指令，必然是在稷山之战爆发前。毛利秀元遵照丰臣秀吉的要求，向日军右军发布了这一命令，随后便从忠清道退兵了。除此之外，日军难以忍耐朝鲜严寒的天气，也是退兵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明军渡江阅兵前的九月九日，日军右军另一路的加藤清正从忠清道清州北上，驻兵于镇川，召开军事会议，与诸将商讨下一步行动。镇川军议的结果非常重要，如果加藤清正等人坚持北上，则朝鲜王京有很大概率将会沦陷。

军议上，军监太田一吉提议放弃攻打王京，他说：“闻王城四面皆大河，时将冱寒，割冰涉水，人马恐冻死。不如引退，俟春阳攻王城，败之不难。今犯寒徒死，无益也。”（《大河内秀元朝鲜记》）


太田一吉提到朝鲜王京周围有大河相阻，随着天气逐渐变冷，渡河难度将大幅度提高，日军如果强行前进，恐会冻死许多士卒。与会的日军诸将同意了这一提案。与此同时，日军右军大将毛利秀元收到御朱印状，向麾下各部传达了收兵南撤的指令。

因为难以忍受寒冷天气而决定退兵，并非是日军右军在稷山之战中“战败”才找的借口。林罗山的《丰臣秀吉谱》一书便记载：“日本兵以寒气既甚，故先皆纳兵。”江木戬的《加藤清正传》亦记载：“时天渐寒，清正退守蔚山。”除了日本史料这么说以外，明朝的官方史料也有相同的记载。《明神宗实录》提到，日军之所以退兵，原因是“倭性畏寒”，“倭贼焚舍弃寨，退守釜山。部议倭奴进退诡秘，或因冬寒暂示蛰伏”。

《明神宗实录》的记载，与日本史料的说法不谋而合，可见明朝官方史料认为，日军退据朝鲜沿海，是由于忍受不了寒冷天气，而不是因为稷山之战的影响。从日军阵营中出逃的朝鲜俘虏金应砺，也提到日军“初意欲犯京城，闻京中空虚，日气尚寒，兹以卷还”（《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同样是因为天气寒冷才撤退的。在这一点上，明朝、朝鲜、日本史料不谋而合，说明事实确实如此。

实际上，早在九月之前，丰臣秀吉就屡次向侵朝日军下达退兵到朝鲜沿海地带的命令。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加藤清正麾下有一名叫作福田勘介的将官，他在撤退途中被朝鲜忠清道兵使李时言俘虏。他在供词中交代：小西行长、加藤清正原本打算分兵三路直冲朝鲜都城王京，但丰臣秀吉派人传达了不准进犯王京的命令，限定九月之内随日军在其所到之处厮杀，但十月必须退到朝鲜沿海的西生浦、釜山浦一带；所以日军在杀到距离王京只有三日路程的时候，就撤退了。福田勘介的原话是：

当初行长、清正之意，欲分三道直冲京城。关白遣人传令：勿犯京城；限九月，随其所到处厮杀；十月内，还来西生浦、釜山等窟穴云。故到京城三日程，旋即还归，全罗道亦无留住之意。

福田勘介所说的丰臣秀吉派人向侵朝日军传令退据朝鲜沿海一事，发生在八月二十五日的全罗道全州军议上。参与会议的日军诸将对直捣朝鲜王京跃跃欲试，但丰臣秀吉派来的使者向日军诸将传达了退兵命令。由于秀吉的命令，再加上天气寒冷这一重要因素，日军诸将决定分兵掳掠一番之后，就执行秀吉的撤退命令。此事记载在庆念的《朝鲜日日记》中：

宇喜多秀家、毛利秀元在全州，留数日休士马、治伤痍，会秀吉使者来命退军。诸将初欲直冲京城，以天渐寒，且有秀吉命，停前议，欲分徇郡邑然后退。

又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早在稷山之战发生三个月前的六月份，宗义智的家臣要时罗就和朝鲜人暗中通气，称日军将在“十月晦间则还镇于沿海……事过之后可验矣”。同一时间，锅岛直茂的部将丰茂守在和朝鲜战士郑承宪的谈话中，也透露了丰臣秀吉下令日军在抢掠全罗道、庆尚道等地后退兵沿海一事。丰茂守说，“六七月间，大兵渡海，先击庆尚、全罗等道后，还驻沿海”，“（关白）令此诸将曰……汝等为先锋，蹂踏庆尚、全罗、济州等地后，退兵宜宁、庆州等处屯据”。

再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在稷山之战发生的三四个月前，丰臣秀吉就在文书中对日军诸将下达过焚荡全罗道之后就退兵沿海的命令：

今则兵粮难继，不可深入。焚荡全罗之后，即为还兵。自镇江到迎，沿海结屯，以问朝鲜和不和，且休马。积年之久，而朝鲜又若不肯，时时窃发，扫荡朝鲜军民，聚集富饶之处，则我国军马不劳，而朝鲜军民自尽。不可以日月为期，我虽死后，又有子孙，诸将等尽力，必朝鲜乞和而后已。

从《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记载来看，丰臣秀吉在同年五六月，就已做出相关指示，要求侵朝日军在攻打全罗道、庆尚道后退兵朝鲜沿海，原因是他考虑到日军的兵粮终究有限，所以下令不可深入。

从以上这些史料可以得出结论，丰臣秀吉早在五六月就已经制订了退兵朝鲜沿海的计划，并且知会了日军诸将，又在八九月连续从日本派遣使者向侵朝日军传达退兵命令，让他们不要进攻王京。由此可见，侵朝日军打到忠清道以后南撤，是丰臣秀吉早就定下的既定方针，实与稷山之战无太大关联。朝鲜史料《东阁杂记》就直截了当地说：

或云：“寇至忠清而止，乃秀吉之令云。”

其实在更早之前，丰臣秀吉制订第二次侵朝战争的战略计划时，就在军令中明确提到过此次行动的目标是：

赤国（全罗道）悉收而施治，青国（忠清道）以下随宜进取。（《高山公实录》）


在军令中，丰臣秀吉只是命令诸将把全罗道拿下，忠清道以北则见机行事。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丰臣秀吉在制订的作战计划中，把日军的作战区域限定在京畿道以南的朝鲜半岛南部，避免日军因兵粮不足、过于深入而出现不利情况。

当然，退兵朝鲜沿海虽然是丰臣秀吉的既定战略计划，但并不是说稷山之战对日军完全没有一丝震动。日军退兵后，除了加藤清正的部下福田勘介被朝鲜军俘虏以外，还有一名不知道具体姓名的毛利军士卒被明军俘虏，他的供词也反映了当时日本人对撤军的看法。这名毛利军士卒，因为生病掉队未能撤走，在清州被朝鲜人俘虏，他在供词当中交代了自己的出身和日军撤退的原因，他说：

原系倭将毛利（秀元）管下奴丁，回到清州，得病落后，九月二十四日被擒。而当初关白分付诸将：“尽杀朝鲜男女，鸡犬不遗，然后再听分付云。”故攻陷南原时，倭子战死者百余人。将欲进犯王京，到稷山地，为天兵所杀死五百余名，千把总死者二十余人。以是清正令负红旗人传令，使之撤还。关白亦传令曰：“若已抢全罗、忠清二道，急急撤兵，十月初二日上船，二十日内，当到日本，而违则当斩云。”故各营将领，恐其违期，仓皇退回云云。（《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被俘的毛利军士卒提到，日军在南原之战中被明军杀死100多人，在稷山之战中又被明军杀死500多人，加藤清正见部队受损严重，于是下令撤军。福田勘介也招供说，“稷山之战，甲斐守（黑田长政）之军多死，耻而隐讳云”，同样提到黑田长政军在稷山战死许多人。可见，在日军右军队伍中，无论是加藤清正麾下的小军官福田勘介，还是毛利秀元麾下不知名的士卒，都认为日军在稷山之战中付出了相当大的损失。

不过由于这名被俘虏的毛利军士卒身在底层，因此对某些细节表述存在错误。比如他对日军的指挥系统就存在错误认识，说因为日军在南原之战、稷山之战中死伤惨重，加藤清正才传达退兵命令。但当时加藤清正隶属日军右军，右军大将是毛利秀元，并非加藤清正。加藤清正既然不是右军最高统帅，和黑田长政一样只是右军部将之一，自然无权下达撤退命令给与他平级的黑田长政和上级毛利秀元了。这名毛利军士卒又说，丰臣秀吉下令日军直接撤回日本本土，这一点也不符合事实。但他说秀吉曾给日军下达撤军命令，倒是与其他史料的记录相符。

可以明确的是，无论是否爆发稷山之战，日军右军都会在九月份、十月份撤军到朝鲜沿海，这是丰臣秀吉既定战略计划的一部分。

丰臣秀吉之所以做出保守的战略计划，限制日军的作战区域，一再传令退兵至朝鲜沿海，是因为他很清楚日军的兵粮经不住深入敌境带来的巨大消耗。他吸取了第一次侵朝战争的惨痛教训，将日军兵力集中在补给稳定的后方。在第一次侵朝战争中，日军就是因为前线兵粮不足，后方也并不稳定，在还没完全打下朝鲜半岛南部的庆尚道、全罗道、忠清道的情况下过于深入，结果自釜山浦至王京之间，不断有朝鲜人反抗，导致日军补给路线受到严重破坏，兵粮难继。即便日军在第一次平壤之战、碧蹄馆之战中击败了明军，也没有换来战略优势，因为前线兵粮断绝，最后只能从王京撤离，退据朝鲜沿海，与明朝议和。

正是因为过去的教训，丰臣秀吉才对第二次侵朝战争做了很大的战略变动，严格限制日军的作战区域，以被动换取主动，步步为营。他之所以这么做，显然是从根本上意识到了自己不可能轻易吞并朝鲜、对抗明朝，这是日本当时的国力所决定的。

青山之战

日军右军从忠清道撤退后，朝鲜朝廷和明军终于解除了危机。明军放开胆子，展开追击。万历二十五年九月十六日，朝鲜接待都监报告：“摆、柴两游击，追击斩贼十八级，方乘胜追击云。”（《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九月十八日，又报：“提督分付摆、彭、柴三将，追击倭贼于锦江之边，昨日又斩四十六级。且镇川之贼，已过荆川而去云。”（《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从这两份奏报来看，最迟在九月十六日，明军游击摆赛、柴登科与参将彭友德便在提督麻贵的命令下南下追击日军右军，并一直追击到了忠清道的锦江之边。

除了朝鲜官方史料《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外，锦江之战在其他的明朝、朝鲜史料中并没记载，但这一战却意外得到了日本史料的印证。根据《毛利家记》的记载，毛利秀元在稷山之战后，本想继续北上，一直打到明朝辽东，但在此期间接到了丰臣秀吉要求退守庆尚道釜山浦的命令，于是开始从忠清道公州撤军。从朝鲜古代地图《海东地图》来看，公州边上正是锦江，毛利秀元必须渡过锦江才能从忠清道撤向庆尚道。由此可见，《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中提到的摆赛、彭友德、柴登科追击倭贼于锦江之边，当是指追击正在撤退的毛利秀元军，也就是日军右军本队。

《毛利家记》记载，毛利秀元从公州撤退以后，到了忠清道的文义，结果四五万朝鲜、大明军队紧追不舍，毛利秀元因此展开还击，击杀数千人。这一描写虽然不免夸大实情，但透露出了两个重要情报：一是毛利秀元从公州撤退以后，被明军追击确属事实，与追击而来的明军发生“锦江之战”很可能是真的；二是毛利秀元从公州撤退后，又与明军在文义打了一仗。《毛利家记》记载的这一文义之战，在明朝史料中找不到记载，但却可以从朝鲜史料中找到蛛丝马迹，证明此战可能也是存在的。

根据朝鲜文献《同春唐集》的记载，锦江的边上是荆江，而荆江流经文义；又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彭友德、摆赛、柴登科三将在追击日军于锦江后，又“追贼至荆江，接战连捷”，与日军在荆江流域作战。综合这些史料来看，明军很可能追到了荆江流域的文义，与毛利秀元在此发生交战。不过，从明人事后未有只言片语提及文义之战来看，此战的规模应该不会很大。文义之战后，毛利秀元军又撤到了与文义一山之隔的怀仁，“倭自稷山，退保怀仁”（《万历邸钞》）
 。之后，毛利秀元遵从秀吉的军令继续南撤，经庆尚道的大丘、密阳，于十月八日撤到庆尚道南部的釜山浦。

日军右军大将毛利秀元从忠清道撤兵时，日军右军的黑田长政也在忙着率部从忠清道南撤，但他避开了与明军交战。据《黑田家谱》记载，稷山之战结束后，黑田长政军在稷山停留了10多天。不过这个说法并不正确，据一手史料《黑田家文书》记载，九月十四日到十六日，黑田长政军已经离开稷山，出现在忠清道的清安杀戮朝鲜人，并两次割取他们的鼻子，一次150个，一个457个。在清安大肆杀戮后，黑田长政军一路南下，在青山杀戮朝鲜人，割取鼻子242个。之后，黑田长政军继续南撤，于九月二十日经过庆尚道开宁，割取鼻子300多个；九月二十三日，经过庆尚道玄风，割取鼻子223个；十月八日，撤向庆尚道南部的梁山、东莱。

与此同时，日军右军的加藤清正也在九月十五日开始率军从忠清道撤退。据朝鲜史料《乱中杂录》记载，加藤清正在忠清道的清州分军三路南撤：一路经忠清道的青山、黄涧，自庆尚道的星州南下；一路经由庆尚道的咸昌、尚州，自仁同、大丘南下；一路经由庆尚道的闻庆、比安、军威南下。而锅岛直茂部队从忠清道的清州退兵到庆尚道的尚州，途中与加藤清正的数万兵马在忠清道右路纵火，之后渡河经过全罗道右路，大肆烧杀抢掠。

但这一记载并不完全是事实，锅岛直茂当时并没有跟随日军右军大部队北上忠清道，而是与日军左军一同留在了全罗道，因此并不会从忠清道清州撤军。

撤兵途中，加藤清正军经过忠清道报恩赤岩一地，在大雾中与朝鲜将领郑起龙相遇。郑起龙只有400人，人数远远少于加藤清正部队。据朝鲜史料《宣庙中兴志》记载，郑起龙不慌不忙，在马上射杀数十名日军，加藤清正在大雾中看不清对方形势，以为朝鲜人有备而来，很久都不敢动。郑起龙见加藤清正军吓得不敢动，就缓缓引兵撤去。由于加藤清正军被吓住，不敢有所动作，庆尚道、全罗道的数十万百姓逃过一劫。

但是，这一记载从内容上看，完全是夸大其词，根本不足为信。原文其实很隐晦地描写了郑起龙一方因为人数过少最后主动撤走的事实，根本谈不上什么辉煌的胜利。提到郑起龙与加藤清正在大雾中遭遇的报恩赤岩之战的，还有朝鲜史料《锦石集》，但此书的记载更加夸张，称郑起龙以数十人设伏于报恩赤岩，大破加藤清正军。这一番言论，显然更不可信。

报恩赤岩之战结束后，加藤清正军继续南撤，途中经过青山一地。据说明军与毛利秀元军在文义打过遭遇战后，也一路南下，追击日军右军至青山，并与加藤清正军在此爆发战斗。对此，《宣庙中兴志》记载，“杨镐又遣参将彭友德，追败清正于青山”，指出彭友德在青山之战中将加藤清正击败。

除此之外，青山之战在史料上留下的笔墨并不多，具体过程更是不可得知。明人徐希震的《东征记》对青山之战是如此记载的：

令参将彭友德、杨登山，游击摆赛、柴登科、牛伯英、颇贵，内丁麻代，副将李芳春、吴惟忠，各取捷路邀击，追次青山。贼失措，散亡，斩级一百十五颗，夺衣、马、器械四百十五件，杀伤遁者无算，救回被掳人、畜千余。

明朝官方史料《明神宗实录》对青山之战更是只有寥寥数语：

……嗣是九月，副将解生等挫倭于稷山，参将彭友德等追倭至青山，共获级一百五十二颗，军声渐振……

……今我兵于青山等处屡战屡捷，有转虚为强之势……

而朝鲜官方史料《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并没有提及青山之战，只是记载了在交战地点和斩级数量上比较接近的荆江之战：

接待都监启曰：

当日彭、摆、柴三将先回，而追贼至荆江，接战连捷。柴游击军得十四级，摆游击手斩四级、军丁获三十六级，彭中军军丁得三十六级，提督内家丁斩三十五级，及他将军丁，亦有所获，合诸营一百五十五级。

从《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记载来看，明军当时最远只追击到了荆江，并没有继续南下追到青山。另一朝鲜官方史料《事大文轨》也只是记载说，“天兵追击于清州、文义、公州、镇川等处，连斩数百级。节据哨探员役驰报，忠清道地方已无贼兵”，全然没有提及青山之战。此外，日本史料当中也未提及此战。

结合《毛利家记》的记载来看，明军最远只追到了荆江流域的文义，之后没有再继续追击。青山之战虽存在于明朝文献中，但完全不见于日、朝一手史料，很可能并不存在。实际情况应是明军高层在战报中，略微夸大了明军追击日军的最远地点。而后世的朝鲜史料《宣庙中兴志》，则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彭友德在青山之战中击破加藤清正的传说。

虽然青山之战很可能并不存在，但明军高层仍然重视宣传“此战”的成果。经略邢玠在《买补东征马匹疏》中，特意对明军骑兵在丁酉再乱中的表现做了高度评价，认为日军在稷山之战、青山之战以及后来的蔚山之战中，被明军的骑兵打得抱头鼠窜：

据此看得，弓马为中国之长技，横鹜飙驰，风雨骤至，势非倭之跳跃踌蹰者所能支。此不特稷山之堵截，青山之追逐，蔚山战克，历可指数。近日贼之首鼠而不敢出，出而无不歼者，皆以马之力。而屡获生口自供，倭所深畏而不敢前者，亦惟马耳。

今经理抚臣得于目击，知马兵之得力而为倭所畏，则马诚征倭必用者。

无论青山之战存在与否，加藤清正都率军从忠清道一路南撤。途中，加藤军经过庆尚道的星州、永川、庆州，击破沿途朝鲜军，俘虏许多朝鲜将官，但其自身的伤亡亦颇为惨重。（《朝鲜日日记》）
 十月八日，加藤军进入庆尚道南部的蔚山城、西生浦等旧垒。（《乱中杂录》）
 至此，日军右军完成了从忠清道撤向朝鲜沿海的计划。

虽然日军右军全都退到了朝鲜沿海，但在撤军途中不改残酷本性，沿途杀害了大量朝鲜人，连小孩也不放过，以致道路上堆积了大量尸体。《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道：“倭贼则清州、公州两处大阵，尽为奔还。或入湖南，或从鸟岭，四散而逃。今此之贼，逢人辄杀，道路村墟，积尸如山，孩提不遗云。”

鸣梁海战

自万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侵朝日军分兵为左、右两军以来，短短两个月内，日军席卷了庆尚道、全罗道、忠清道。其中，日军右军最远打到了京畿道的竹山、安城，有直捣王京之势。当时，日本水军也很可能经西海（全罗道、忠清道、京畿道沿海）一路北上，到达汉江，袭取王京。如果日军水、陆齐进，那大明本土也将面临极大的威胁，正如《两朝平攘录》所指出的那样：

至于王京水路，正西则江华，西北则平壤之黄州，再北则嘉山、安州，西北则义州之鸭绿，此皆王京以上紧要水口。倭若进海而北，皆可以入。贼以一半从陆牵制于南，一半由水抄入于北，而吾兵反在其中。自此倏忽，而旅顺，而天津，而登莱，顺风扬帆，无不可到。

幸运的是，九月十五日以后，日军右军遵循丰臣秀吉的军令，从忠清道撤退，使朝鲜在陆路上的威胁暂时得以解除，但日本水军仍然有进犯西海的势头，朝鲜在海上的威胁并没有消除。

漆川梁海战结束以后，由于元均率领的朝鲜水军主力被歼，朝鲜方面一直担心日本水军会绕经西海北上，直逼忠清道、京畿道。早在七月二十三日，朝鲜国王李昖就针对这一问题说：“舟师既破，凶贼所向无前。若因风攀帆，直指西海，则忠清、京畿等处，不日而至矣。须有远虑，瞭望把截……”（《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八月十四日，李昖召见提督接伴使张云翼，再次谈到了日本水军问题。张云翼忧心忡忡地说：“小臣有迷劣之忧，浮海之贼，若不意绕出西海，则腹背受敌，尤无措手之地。”

对于如何防备日本水军的侵犯，张云翼提出了在忠清道的安兴梁聚集船只堵截日本水军的办法。朝鲜左副承旨金信元也提出相同意见，认为应当“收集余船，设一阵于安兴梁。又请天朝水兵驻于江华，以为声援，贼未得容易冲突”（《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张云翼、金信元提议将防线构筑在安兴梁，正是为了防止日本水军绕至西海，直逼王京。他们猜得没错，日本水军的目的正在于此。《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记载，日本水军大将“号善水战，率其船二百余艘，欲犯西海”。《乱中杂录》也记载：“（宇喜多）秀家由蟾津入闲山岛留屯，贼酋等先以千余艘，发送西海。”

为解决日本水军带来的隐患，被重新起用的朝鲜三道水军统制使李舜臣从庆尚道的晋州启程，渡过蟾津江，奔赴全罗道东南沿海的求礼。但当时朝鲜水军经过漆川梁海战的打击之后，仅剩下十几艘船只，已经无力在此堵截日军。庆尚道右水使裴楔和全罗道右水使金亿秋聚集了剩余的船只，一路逃到全罗道最西南位置的珍岛碧波亭。李舜臣到达求礼以后，看到日本水军已停泊在港口。身边没有一艘船只的李舜臣只能带领10余个随从，经由小道，从全罗道东南的求礼一路跑到西南的珍岛，与庆尚道右水使裴楔和全罗道右水使金亿秋会合。（《乱中日记》《乱中杂录》《宣庙中兴志》）


李舜臣到了珍岛以后，开始招募兵力，带着这帮“疮残余卒”在海面上巡视。看到的人都觉得这样做很危险，裴楔劝告李舜臣，不如舍弃船只，登陆上岸，但李舜臣不听。朝鲜朝廷担心朝鲜水军孤弱，也令李舜臣弃舟登陆，但李舜臣还是不听，上奏说：“贼不敢直突者，实以舟师扼之也。臣一登陆，则贼必由西海达汉水，只凭一飘风，此臣所惧也。今臣战船尚有十二，臣若不死，则贼不敢侮我矣。”

从这番话来看，李舜臣同样担心日本水军会经西海抵达汉江，直趋王京，这一点与朝鲜国王李昖、提督接伴使张云翼的担忧完全一致。

八月二十八日卯时，8艘倭船突然入侵珍岛东面的于兰浦，朝鲜水军将士非常害怕，裴楔甚至想要逃走。但李舜臣不动声色，果断下令朝鲜水军迎击日军船只，将敌军驱逐到了于兰浦东面的葛头。（《乱中日记》）
 此战过后，裴楔还是很害怕，从碧波亭的大营出逃了，后被朝鲜朝廷处死。

九月八日申时，又有13艘倭船向于兰浦袭来，意图消灭朝鲜水军。李舜臣下令朝鲜水军从停泊的港口出发，出海迎击倭船。尚未交战，倭船就调转方向逃走了。朝鲜水军追击至远海，却发现风向和水流方向都变了，因担心日军在附近埋下伏兵，于是就回到了珍岛的碧波亭。李舜臣认定夜里日军必定还会袭来，再三要求诸将做好防备。二更时分，倭船果然向珍岛碧波亭袭来，神色恐惧的朝鲜水军将士在李舜臣的再三严令下，才放炮迎战倭船。地字炮不断向倭船放砸去，“河岳震动”。倭船知不敌朝鲜水军，于三更时分撤军。（《乱中日记》）


九月十五日，朝鲜军官任俊英乘船到达珍岛碧波亭，向李舜臣汇报敌情。根据任俊英侦察到的情报，200艘倭船中，有55艘进入了于兰浦前洋。又说，有一个从日军阵营里逃出来的朝鲜俘虏金仲杰，向他提供了一些关于日军的情报。据金仲杰说，他在本月六日避乱于全罗道海南的达磨山，但还是被日军给俘虏了。幸运的是，他遇到一名于壬辰年被日军俘虏的不知道姓名的庆尚道金海人，此人与日军混得比较熟了，在其乞求下，金仲杰被松了绑。当天夜里，趁着日军熟睡，这名金海人偷偷对金仲杰说了日军的谋划：“朝鲜舟师十余只，追逐我船，或射杀焚船，不可不报复。招聚诸船，尽杀舟师人，然后直上京江。”（《乱中日记》）
 如果说之前朝鲜人担心日本水军经西海北上，只是他们的猜测，那么这一番谈话显示他们的目的，正是想歼灭李舜臣的10余艘船只，然后经西海直抵王京城外的汉江。

九月十六日，李舜臣率领朝鲜水军移阵珍岛北面的右水营，进入备战状态。李舜臣召集诸将，约束他们道：“兵法云：‘必死则生，必生则死。’一夫当迳，足惧千夫，今我之谓矣。尔各诸将，少有违令，则即当军律，小不可饶贷。”

李舜臣在《乱中日记》中写道，当天夜里，他做了一个奇异的梦。在梦中，有一个神人，指点他如何打仗，告诉他怎么做能够取胜，怎么做会打败仗。

九月十七日，日本水军大将来岛通总、胁坂安治、藤堂高虎、菅达长与军监毛利高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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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领130多艘战船，从全罗道梨津浦出发，向珍岛碧波亭下的鸣梁海峡驶去。李舜臣闻讯，召集诸将，再三约束军令，然后下令13艘战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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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右水营出海迎战日本水军。但因为日本水军拥有明显的数量优势，朝鲜诸将自度众寡不敌，都想着逃命。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只有李舜臣敢于迎战，他下令摇起所乘船只的船橹，突入敌阵，对着日军船只乱放地字炮、玄字炮等各种铳筒，“发如风雷”。船上的军官也对日军船只不停射箭，“如雨乱射”，日本水军一时不能抵挡，一会儿进，一会儿退。然而日本水军终究仗着船只众多，将李舜臣的船只重重围困，而其他朝鲜船只则观望不进。李舜臣船上的朝鲜将士见状，相顾失色。李舜臣好言安慰道：“贼虽千只，莫敢直搏我船，切勿动心，尽力射贼！”

但李舜臣刚说完这话，回过头就看到其他朝鲜船只已经逃到了约400米外的地方，全罗道右水使金亿秋的船只更是一下子逃到了约800米外的地方。李舜臣想要调转船头，追上中军金应诚的船只，将金应诚按照军法斩首示众。但是李舜臣的船一掉头，其他朝鲜船只就逃得更远了，日军船只更是扑过来围上李舜臣的船只，弄得他非常狼狈。李舜臣立刻让人在船上挥动招摇旗，让其他朝鲜船只过来救援。李舜臣打算斩首示众的中军金应诚看到后，总算按下恐惧，将船只渐渐驶向李舜臣。巨济县令安卫也有所触动，将船只驶向李舜臣，先金应诚一步靠近李舜臣的船只。

李舜臣站在船舷上，对着安卫大喊：“安卫欲死军法乎？安卫欲死军法乎？逃生何所耶？”

安卫听到李舜臣的这番严词质问，慌忙突入日本水军阵中。李舜臣又对金应诚的船只喊道：“汝为中军，而远避不救大将，罪安可逃？”虽然李舜臣怒气难遏，想对金应诚行刑，但是情况危急，只能令金应诚戴罪立功。

在李舜臣的严令下，金应诚和安卫的船只一改退缩姿态，冲杀在最前头，与日本水军展开厮杀。其中一名日本水军大将，指挥他麾下的两艘船只夹攻安卫的船只，得逞后争相登船。安卫和船上的朝鲜士兵拼死反击，或持棱杖，或握长枪，或拿水磨石块，对日军又刺又砸，莫不拼命。有七八名士兵落入海水中挣扎，几乎不能获救。李舜臣见状，急忙调转船头救援安卫，船上的士兵对着两艘日军船只疯狂射箭，几乎将船上日军尽数剿灭，成功解了安卫之围。鹿岛万户宋汝悰、永登万户丁应斗的船只也在这时候赶了过来，与李舜臣、金应诚、安卫一同对抗日本水军，合力射杀了许多日军士兵。激战中，日本水军大将之一的来岛通总战死，其麾下人员死伤过半。另一日本水军大将藤堂高虎手上受了两处伤。（《高山公实录》）
 军监毛利高政同样受了两处伤，甚至一度落入海中，直到被捞起来才保住一命。（《毛利高栋文书》）
 日本水军大将菅达长的儿子菅正阴，也在此战中阵亡。（《锅岛直茂谱考补》）
 在这场大战中，日本水军的一名大将与一名大将之子战死，一名大将和一名军监负伤，可见日本水军在鸣梁海战中遭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李舜臣船上有一名叫作俊沙的降倭，看见海面上飘着一具穿着很华丽的“尸体”，他指着这具“尸体”说，这是日本水军大将之一的“马多时”。李舜臣根据俊沙的指认，让人用钩子把这具“尸体”给捞了上来。等捞上来以后，才发现这具“尸体”还有一丝气息，并没有死。俊沙高兴地跳了起来，说这就是“马多时”，没有认错人。于是，李舜臣命人立即将“马多时”斩杀。对于这位“马多时”的真实身份，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他就是来岛通总（《乱中杂录》）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他是菅正阴（《两国壬辰实记》）
 。日本水军士气为此大挫，不敢再进犯朝鲜水军。朝鲜水军趁机鼓噪进发，一齐对着日军船只放地字炮、玄字炮等火器，又对其乱射弓箭，一共击毁了31艘日军船只，剩下的日军船只退避而去。李舜臣顾虑到“水势险极，风且逆吹，势亦孤危”，退兵到了后方的唐笥岛，并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实天幸也”，可见也是心有余悸。此战，便是赫赫有名的鸣梁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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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梁海战中，全罗道右水使金亿秋的船只远远逃命，对李舜臣见死不救。此战结束后，出于某种原因，李舜臣不仅没有处罚他，还上报金亿秋立下了战功。李舜臣上报朝鲜朝廷的战报是这样写的：

闲山岛溃败（指漆川梁海战）以后，兵船器械，散失殆尽。臣与全罗右道水军节度使金亿秋等，收拾战船一十三只、哨探船三十二只，于海南县海路要口把截。而有（日军）战船一百三十余只，从梨津浦前洋向来。臣督水使金亿秋、助防将裴兴立、巨济县令安卫等，各整兵船，于珍岛碧波亭前洋（鸣梁海峡）与贼交锋，冒死力战，以大炮撞破贼船二十余只，射杀甚多，贼众飘溺海中，斩首八级。贼船中有大船一只，建羽葆红旗，围青罗帐，指挥诸贼，围把我船。有鹿岛万户宋汝宗、永登万户丁应斗，继至力战，又破贼船一十一只，贼大挫，余贼远退。有阵中投降倭，指红旗贼船，认是安骨贼将马多时。获贼物画文衣、锦衣、漆函、漆木器、长枪二柄等因。（《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但鸣梁海战结束以后，日本水军并没有停止前进。朝鲜史料《看羊录》记载：“水路倭千余艘已到右水营，统制使以众寡不敌，遵海西上。”也就是说，李舜臣在战后因为力量不足，被迫率领朝鲜水军退避到后方，放弃了朝鲜水军的右水营基地。又据《毛利高栋文书》《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日本水军在战后继续北进，进兵右水营北方的罗州川口、灵光岛等地，大肆杀戮。因此，朝鲜水军未能通过鸣梁海战的胜利击退日军，还被迫退到了全罗道海域的大后方，此战的实际作用相当有限。不过由于丰臣秀吉事前制定军令，要求日军打下全罗道后就退兵朝鲜沿海筑城，不得继续深入；所以当日本水军压制了全罗道西部海域，完成既定战略目标后，就选择撤兵了。

日军左军撤兵

鸣梁海战发生的同一天，以宇喜多秀家为大将的日军左军在全罗道的井邑再次召开军事会议，商讨下一步的行动。参加会议的日本将领有宇喜多秀家、吉川广家、生驹一正、锅岛直茂、岛津忠恒、长宗我部盛亲、池田秀氏、中川秀成、熊谷直盛。军监早川长政、垣见一直也参与了此次会议。

经过讨论，日军左军诸大名达成了五条共识，并写信向前田玄以、增田长盛、石田三成、长束正家四位奉行汇报，具体内容如下：

一、（日军左军）不久之前进入忠清道，现在回到全罗道，分出兵力讨伐尚未投降的地方。之后返回朝鲜海岸，准备在要地筑城。

二、忠清、全罗两道讨伐结束后，将呈上该地区的地图。

三、关于筑城的位置，虽然得到指示让小西行长守备庆尚道南部，但考虑到全罗道顺天郡的位置更加合适，因此变更。

四、原令立花宗茂守备釜山城，但考虑到釜山是与日本内地联络的重要中转站，需要准确发出各种报告、命令，因此让老练的毛利吉成守备这里更合适。

五、立花宗茂年轻力壮、斗志旺盛，因此应在岛津忠恒和锅岛直茂守备的城中选择一处，由他担任守备工作。（《岛津家文书》）


在这封信件中，日军左军诸大名提到要分兵讨伐全罗道尚未投降的地方，达成平定全罗道的目的。据《锅岛家文书·高丽阵诸将郡割并阵立书案》记载，井邑军议之后，日军左军计划分兵进军全罗道以下地方：



	将领
	进军目标



	吉川广家
	珍原、昌原



	长宗我部元亲
	罗州



	池田秀氏、中川秀成
	光州



	宇喜多秀家
	宝城、长兴



	毛利吉成
	同福



	锅岛直茂
	和顺、绫城



	蜂须贺家政、生驹一正
	南平、灵岩



	岛津义弘
	康津、海南



	小西行长
	乐安、顺天、光阳



	船手众
	兴瑞




这些地方，都在全罗道南部，可见井邑军议结束后，日军左军遵照丰臣秀吉退兵朝鲜沿海的命令，确定了南撤方针。所以，日军左军宣称要讨伐全罗道尚未投降的地方，只不过是他们南撤的一种委婉说辞。会议结束的同一天，宗义智的家臣柳川调信从任实撤向南原，九月十八日又撤往求礼；宗义智的另一家臣要时罗则撤向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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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岛津义弘等其他日军部队从井邑撤向东南面的淳昌、潭阳，四散屯守于昌平、光州、玉果、同福、绫州、和顺。

九月十九日，数千日军经南原撤往求礼，之后向庆尚道泗川撤退。同一天，另一路1万多人的日军撤往南原，九月二十日又撤往南原东面的云峰，之后经云峰撤向庆尚道咸阳。这伙日军沿途搜山杀掠，杀死了大量朝鲜人。（《乱中杂录》）


九月二十二日，从井邑南下的吉川广家，在井邑南面的珍原县杀戮朝鲜人，割取870个鼻子，此后又展开了更大规模的屠杀与破坏。五天后的九月二十七日，吉川广家在珍原县、长城郡一共割取了10040个鼻子。（《萩藩阀阅录》）


九月二十六日，岛津义弘、岛津忠恒父子撤向全罗道最南面的海南。同一时期，锅岛直茂、锅岛胜茂父子撤向全罗道海南东北方向的康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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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左军自全罗道南撤的消息被明军获悉后，明军误认为日军大部队已经全部撤离全罗道，只剩下为数不多的日军还在全罗道烧杀抢掠。于是，副总兵李如梅“闻全罗道有留屯焚荡之贼，欲追杀得大功”。经理杨镐与提督麻贵商量，麻贵也“欲遣三四枝兵马，追杀贼奴矣”（《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

明军做出了追击全罗道日军的决策以后，在九月底派出一支先锋队自王京南下，抵达全罗道全州，进击任实南面的獒树驿。这时候有50多名日本士兵留守在獒树驿，在这里收割粮草。见30余名明军骑兵驰来，日军士兵扔下粮草，落荒而逃，一路向南逃窜到求礼。日军从獒树驿逃走以后，明军先锋继续南下，埋伏在南原的乡校后峰。（《乱中杂录》）


十月三日，在全罗道井邑西北方向的扶安、边山烧杀抢掠的日军兵分两路，撤退到全罗道东南方向的云峰。

十月四日，南原城内的30余名日军士兵从城内先行撤走。镇安的50余名朝鲜乡兵一路追击，最终在吾原驿附近追上这伙日军，并有所斩获。跟在朝鲜镇安乡兵后面对日军进行追击的30余名明军士兵，斩得日军首级4颗，生擒日军士兵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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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五日半夜，南原城内的日军全部从城中撤走，明军与朝鲜军合力追击，明军生擒1名日军士兵，斩得2颗首级，朝鲜将领李凡年斩得1颗首级。（《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十月六日，经理杨镐听闻“倭贼尚在（全罗道）任实、南原，而其数不多，且有不久将退之意”，决定次日再派遣5名将官、5000兵马南下。

十月七日，明军副总兵李如梅，参将解生，游击颇贵、摆赛、牛伯英，遵照杨镐的命令，领兵南下全罗道。（《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提督麻贵也在随后亲自出兵全罗道，于十月十五日抵达全罗道全州。十月十六日，麻贵又从全州领兵南下，途经任实，在距离南原6公里远的北栗岘停兵屯驻。

明军南下后，驻守在全罗道谷城的宗义智家臣要时罗纵火烧毁谷城，撤向东南方向的求礼、顺天。与此同时，全罗道昌平的日军也在向庆尚道的河东撤兵，他们押送了一批朝鲜人搬运粮草。直到抵达全罗道与庆尚道交界的蟾津江，日军才将这些做搬运的朝鲜人放还。但是这些朝鲜人担心在归途中碰上不知情况的日军以致被害，便乞求日军护送。日军头目让数十名日军士兵把这些人押送到南原的南村，结果在这里与30余名明军士兵不期而遇。

明军士兵以为眼前这些人都是逃回来的朝鲜俘虏，刚想要搭话询问贼情，日军就拔出刀杀死了几名明军士兵。明军立刻反击，射杀了2名日军士兵，剩下的几十名日军士兵和几百名朝鲜人全部落荒而逃。（《乱中杂录》）


南原南村之战结束后，这些明军士兵沿江而下，在求礼渡口潺水驿设下埋伏。见有40多名从顺天来的日军士兵渡江北上，数名明军骑兵从埋伏圈内出来吸引日军注意力。日军见明军兵少，立即拔刀相向。埋伏在后方的明军一拥而上，以骑兵冲击日军的同时用弓箭进行射击。日军不敌明军，渡江南逃，结果又被明军追上，斩得20颗首级。（《乱中杂录》）
 此战，是为潺水驿之战。

潺水驿之战结束后，麻贵的家丁率军前往攻打宗义智家臣柳川调信驻守的求礼城，在战斗中斩得日军首级4颗，夺取战马2匹，但是也有1名明军士兵被日军用铁炮打死。（《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此战，是为求礼之战。对于此战的过程，《乱中杂录》记载：“（明军）直入求礼城，喊呼驰跃，贼兵四出围抱，天兵退走。”根据这一记载可知，明军攻打求礼城失败了，最后以撤退告终。

求礼城之战发生的同日，留在北栗岘阵地的麻贵与副总兵李如梅、参将解生等明军将领召开军事会议。在会议上，明军听说求礼地势险要，不利于骑兵施展，且日军人数众多，而明军人困马乏，已经缺粮三日，决定停止继续向求礼进兵，回兵至獒树驿驻扎。

十月十七日，麻贵将前一天斩得的2颗日军首级送给李如梅，李如梅推辞一番后接受。（《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在这之后，麻贵为避开求礼城的日军锋芒，将军队从獒树驿移阵至西南方向的长城郡。而日军方面，经过求礼之战也受到了惊吓。战斗结束后，柳川调信从求礼撤向蟾津江，之后乘船进入南海，撤往庆尚道的流山岛，在岛屿四周筑城、开凿城壕。宗义智也从闲山岛移阵至此，与柳川调信合兵驻守流山岛。（《乱中杂录》）


此外，在海南的岛津义弘父子、康津的锅岛直茂父子，本想从全罗道南部沿海乘船撤向庆尚道，但是负责接应锅岛、岛津撤退的日本水军船只却迟迟未至。于是，岛津义弘、锅岛直茂分为左、右两路，发兵北上，直指南原，准备与柳川调信一样从蟾津江撤向庆尚道。

十月二十一日，30余名日军先锋驱赶着牛、马、朝鲜俘虏，来到南原城南门。恰逢6名明军骑兵从附近的忍川下山，在南原城下巡逻，于是与日军先锋队在桥上相遇。日军先锋队伪装成朝鲜人，假意招呼明军士兵道：“宰相，宰相！”据说当时朝鲜人称呼明军士兵为“宰相”，日军知道了，也这样称呼明军士兵，想迷惑他们。明军骑兵识破这些发音不标准的“朝鲜人”真实身份是日军，但因自身人数太少，只得向忍川逃去。日军先锋紧追不舍，追击明军骑兵至忍川，纵火焚山后回兵，傍晚屯兵于南原东门外的土城。

十月二十三日，岛津义弘分兵为二，分别由玉果、谷城，渡过鹑江，逾越鸿岭，到达南原附近。锅岛直茂自淳昌出发，逾越飞鸿岭，到达南原附近。在锅岛直茂从淳昌向南原移动的过程中，麻贵从长城郡发兵，追击至淳昌，斩得锅岛军首级18颗。（《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此战，是为淳昌之战。

十月二十四日，岛津义弘军向南原东南面的求礼进军，至原川院坪的烟花山扎营。锅岛直茂军向南原东面的云峰进军，至虎山院扎营。日军左军在撤军路上搜山杀掠，杀死了大量朝鲜人。（《乱中杂录》）


十月二十九日，岛津义弘、岛津忠恒父子从全罗道的求礼出发，十月二十九日便撤退到了庆尚道的泗川城。左军的垣见一直、长宗我部元亲、毛利吉成、伊东祐兵、中川秀成、高桥元种、秋月种长等，也先后撤退到了庆尚道。（《面高连长坊高丽日记》）


除了以上这些人以外，锅岛直茂、锅岛胜茂父子二人的军队约1万人，越过全罗道边境的云峰，也撤向了庆尚道。锅岛军沿途经过庆尚道的咸阳、山阴、三嘉，准备撤向东面的咸安。朝鲜庆尚道右兵使金应瑞闻讯后，当即率领朝鲜军兵和降倭前往追赶锅岛军。朝鲜军兵分几路，或从小路追赶，或从大路追赶。而锅岛直茂军已经从三嘉直下宜宁，一半军队渡过了鼎津。只要渡过鼎津，就能到达目的地咸安。此时，有明军数十人赶到鼎津，与金应瑞率领的朝鲜官兵、降倭，以及前县监李瀞合势，追击正在渡河的锅岛直茂军。明朝、朝鲜联军突入敌阵，用弓箭射击锅岛军，但锅岛军以骑兵将明、朝联军包围住，使联军陷入重围之中，难以逃脱。险境之中，明军与朝鲜官兵、降倭拼死血战，最终突出重围。此战，是为鼎津之战。鼎津之战是明、朝、日三国士兵追击锅岛直茂军的一次战斗，但以联军失败告终。

在鼎津之战中，明军和朝鲜军中的降倭一共斩首锅岛军首级70多颗，但在突围逃走的时候，因为情况紧急，几乎全部丢失了。最后清点下来，明军斩得2颗首级，降倭佥知“沙古汝武”斩得2颗首级，降倭同知“要叱其”、降倭佥知“沙也加”等各斩得1颗首级。此外，明朝、朝鲜联军夺获了锅岛军的红白、黑白大小旗3面，以及长枪1柄、剑15柄、鸟铳2柄、牛4头、马1匹。被锅岛军掳掠的100多名朝鲜人，也被抢了回来。

明、朝联军在鼎津之战中同样伤亡惨重，代价不小。朝鲜将领杨渊力战身亡，郑梦星全身被剑砍伤，一根手指被砍断，另一将领林青玉也被剑砍伤。降倭“孙时老”被铁炮打伤，弹丸从左乳打进，从右膝出来，血流不止，但没有死去。另一降倭“延时老”跌落马下，被剑砍死。

鼎津之战结束后，锅岛直茂父子撤往目的地咸安，之后又向东面的昌原移动，并在此留屯。（《锅岛直茂谱考补》）
 为了加强对庆尚道的宜宁、咸安、漆原、昌原地域的军事支配，锅岛直茂下达了三条命令：

一、就算是朝鲜官员，也要遵照日本的命令回到乡邑，这样才可以领取粮食。

二、县中的朝鲜士民百姓，回到自己的旧居，专心耕种。被日本军捉拿的百姓妻子、儿女，日本军根据自己所知道的人数，列出具体的名单，一律放还。

三、如果朝鲜百姓怀有疑心，违背上述号令，逃窜到山谷。那么一旦被日本军发现捉拿，一律格杀勿论。（《锅岛家文书》）



注解：



[1]
 　以上漆川梁海战的经过，是根据《乱中杂录》《宣庙中兴志》《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等史料进行叙述的。


[2]
 　对于小早川秀秋派出山口宗永等援军一事，日本方面的资料有多种不同的说法。据《义弘公御谱中》记载，山口宗永等人与日军右军的毛利秀元、加藤清正等共同进兵忠清道。据《近世日本国民史·朝鲜役》记载，山口宗永等人进兵忠清道，目的是隔断全州的明将陈愚衷救援南原城的道路。据《日本战史·朝鲜役》记载，山口宗永等人布阵于庆尚道密阳附近，目的是警备星州方面的明军与朝鲜军。但是根据日军之后的编制表来看，小早川秀秋并没有派山口宗永等人出兵，此事真伪还待考证。


[3]
 　关于陈愚衷的兵力，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两朝平攘录》《事大文轨》说是2000人，《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说是3000人，笔者采纳2000人一说。


[4]
 　据《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记载，当时进入朝鲜的明朝援军有提督麻贵统领的1000宣大兵、副总兵杨元统领的3000辽东兵、副总兵吴惟忠统领的4000南兵、游击牛伯英统领的2000密云兵、游击陈愚衷统领的2000延绥兵，加起来只有12000人。除此以外，还有五六千人，据《再造藩邦志》《经略御倭奏议》记载，当时进入朝鲜的明军一共有一万七八千人。而在《事大文轨》中，明军有17000人。不过无论如何，明军的兵力都不超过2万人，相比兵力在10万以上的日军，确实是相形见绌。


[5]
 　关于晋州陷落的时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是八月三日，《乱中杂录》记载是八月五日。笔者取八月三日一说。


[6]
 　据《乱中杂录》记载，在八月五日这天，日军右军的黑田长政等部进兵全罗道沿海的光阳城，朝鲜全罗道兵使李福男退到了后方的玉果县。但是这一说法可能有误，根据日本的记录来看，日军右军最早到八月十七日才进入全罗道。


[7]
 　据《经略御倭奏议》记载，杨元在八月十日的时候已经有了“脱身逃死之心”，他暗中命令手下潜出南原城，先将自己的两箱行李押送至王京，做好了逃跑的打算。《两朝平攘录》更是指控杨元命令家丁将两箱行李押送到了距离南原550公里外的平壤。


[8]
 　对于李福男救援南原城的态度，有说法认为很消极。据柳成龙的《西厓集》记载，杨元屡次檄召李福男前来协助防守南原城，但是李福男借故拖延了很久都没有来。杨元多次派人催促，李福男才不得已动身，在八月十二日进入南原城。


[9]
 　据《乱中杂录》记载，李福男率军从南原城南门进入城内，一路上大摇大摆，敲锣打鼓。在南原城外的日军很惊讶竟然有人会如此嚣张，诧异地看了很久，一打听才知道为首的朝鲜将领名为李福男，都非常佩服他。但这个说法应该不是事实，根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记载，李福男率领精锐千余人“犯阵杀入”南原城，最后只剩下700余人，可见遭到了日军的截杀。


[10]
 　据《西厓集》记载，李福男的援军进入南原城后，其他朝鲜援军才接着进入南原城。而据《乱中杂录》记载，其他朝鲜援军是和李福男会合后，一同进入南原城的。


[11]
 　八月八日，明廷将原都督同知、备倭总兵官麻贵升任为提督南北官兵御倭总兵官。


[12]
 　鬼一口这个故事出现在日本古典文学《伊势物语》的第六段，讲的是一个男子遇到一个世间少有的美女，想将她偷回家去。途中电闪雷鸣，下起了大雨，于是他把美女放进了一个废弃的仓库里，结果鬼却一口吞食了女子。


[13]
 　羊马墙也称“羊马城”“羊马垣”，是古时为御敌在城外修筑的类似城圈的工事。尤其是北方冬季护城河结冰之后，位于大城墙之外的羊马墙首当其冲，成为第一道防御工事。


[14]
 　《西厓集》将日军用草束填埋南原护城河、攻上南原城的时间记录为八月十五日，今订正为八月十六日。


[15]
 　日军攻入南原城南门的时间，《两朝平攘录》记载为一更，《乱中杂录》记录为二更，笔者取二更一说。


[16]
 　关于随从的人数，《两朝平攘录》记载为18人，《乱中杂录》记载为50余骑，《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则记载为300余人。


[17]
 　据《宣庙中兴志》记载，李福男是在南原城的大厅内自焚而死。但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李福男是在南原城内的巷战中因体力不支，被日军杀死的。


[18]
 　此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在《乱中杂录》中，日军入侵黄石山城的时间是在八月十五日。笔者取八月十七日这一说法。


[19]
 　此据《经略御倭奏议》。日本史料《中川家文书》的说法与此有异，认为全州的明军是经过一番小规模的武力抵抗后才撤退的。这两份史料，都是当事人的记录，却各持不同的说法。因此，笔者暂时还不能判定哪种说法正确，姑且两存其说。


[20]
 　据《两朝平攘录》记载，陈愚衷从全州出逃是在八月二十日。但据《乱中杂录》记载，陈愚衷在八月十八日就已经从全州出逃，小西行长在八月十九日进入全州，日军左军全军在八月二十日进入全州。笔者采信的是《乱中杂录》的说法。


[21]
 　朝鲜李氏王朝时期迎接中国敕使的国宾馆。


[22]
 　明朝和朝鲜文献都弄错了稷山之战的日军主将。朝鲜人赵庆男在其所著的《乱中杂录》中，将稷山之战的日军主将误记为加藤清正，而非黑田长政。明人诸葛元声的《两朝平攘录》，则说明军在稷山之战中斩杀了日军将领叶一枝，经询问降倭叶春，才知道此人是加藤清正麾下的将领。将这两个说法结合，似乎能够得出稷山之战的日军主将是加藤清正的结论。但这是错误的，北岛万次在《丰臣秀吉朝鲜侵略关系史料集成》一书中指出，加藤清正当时驻兵清州，无论是他本人或者是他手下将领，都没有参与稷山之战。《再造藩邦志》《宣庙中兴志》等较晚成书的朝鲜史料在稷山之战的有关情节上抄录了《乱中杂录》《两朝平攘录》，结果被其误导，以讹传讹。


[23]
 　关于李昖出巡汉江，《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认为是李昖主动追上杨镐、麻贵，《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则认为李昖是被杨镐、麻贵胁迫，不得不从。


[24]
 　鸣梁海战中的日本水军出阵将领名单，出自《久留岛通利氏所藏文书》《高山公实录》。


[25]
 　关于李舜臣战船的数量，有不同的说法。《宣祖昭敬大王实录》《高山公实录》记载是13艘，《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记载是12艘，《乱中杂录》记载是百余艘。笔者之所以取13艘的说法，是因为这是李舜臣在报告中提到的数据，同时也与日本方面的记录相符。


[26]
 　以上有关鸣梁海战的经过，主要依据是《乱中日记》《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进行叙述的。


[27]
 　《乱中杂录》称柳川调信、要时罗各自领兵1万，但是这一说法有误，他们二人不过是宗义智、小西行长的家臣，不可能调动这么多的兵力。


[28]
 　据《锅岛直茂谱考补》记载，岛津忠恒、锅岛胜茂分别撤向全罗道的海南、康津，而岛津忠恒的父亲岛津义弘先一步撤退到了庆尚道泗川，锅岛胜茂的父亲锅岛直茂则先一步撤退到了庆尚道的金海竹岛。但据《乱中杂录》记载，岛津义弘、锅岛直茂也撤向了全罗道的海南等地；又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锅岛军在十一月前后从全罗道撤向庆尚道时有1万人，可见锅岛直茂也在其中。由此推断，岛津义弘、锅岛直茂应该也撤退到了全罗道的海南、康津，并没有提前撤退到庆尚道的泗川和金海竹岛。


[29]
 　见《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宣祖三十年十月十四日”条。此战在《乱中杂录》中被记录为：“冬十月，天兵自獒树进探南原城，歇马乡校后山。谷城之贼三十余名，驱牛马到万福寺，铜铁载去……天兵发马追赶，斩杀四级。”




第八章


丁酉再乱（中）：

从明军发动蔚山战役到日军流露归志






日军沿海筑城

侵朝日军南撤以后，丰臣秀吉向他们下达了在朝鲜沿海地区筑城的命令。他计划各处城砦修好以后，除加藤清正、小西行长、岛津义弘、浅野幸长等部继续留守朝鲜沿海诸城外，余下日军尽数撤回日本本土。留在日本的毛利辉元原先受命渡海，已经在壹岐岛待命，这个时候也收到了停止渡海的命令。（《萩藩阀阅录》）
 丰臣秀吉的这一军令，显示日本战国军队侵朝势头大为衰退，难为持久之势。

日军在朝鲜原有城池附近修筑的倭城，分别位于以下地点：



	朝鲜原有城池
	修筑倭城地点
	负责的将士



	蔚山城
	蔚山府东的岛山
	浅野幸长，毛利部将宍户元续、三泽为虎，加藤部将加藤安政、九鬼广隆，军监太田一吉



	梁山城
	梁山郡西的甑山
	毛利秀元、小早川秀秋的部将



	昌原城
	昌原府南的马山
	不详



	固城
	固城郡南
	吉川广家、毛利部将桂元纲等人



	泗川城
	泗川郡南的船津
	长宗我部元亲、毛利吉成、中川秀成、池田秀氏、军监垣见一直



	南海城
	南海郡东的船所
	胁坂安治等人



	顺天城
	顺天府东的倭桥
	宇喜多秀家、藤堂高虎



	巨济岛
	巨济郡见乃梁
	不详




万历二十五年十月，加藤清正开始在庆尚道蔚山城以东10余町
[1]

 的岛山筑城，由太田一吉担任工程总监。为完成这项工程，浅野幸长投入3000人，加藤部将加藤安政、九鬼广隆投入3000人，毛利部将宍户元续、三泽为虎投入10000人，昼夜赶工。日军新造的这座岛山城，在《浅野家文书》中被称为“蔚山新城”。在岛山，日军修筑了三处被称为“丸”的日式城防建筑，分别是本丸、二之丸、三之丸。本丸在山上最高处，二之丸、三之丸依次递降，呈梯形防御结构。本丸在岛山南端，高约50米，东西长一町（约109米），南北宽半町（约54.5米）。二之丸在本丸北侧，位置相对较低，东西长一町（约109米），南北宽二十间（约36米）。三之丸在二之丸的西北，东西长二十间（约36米），南北宽一町（约109米）。

跟随太田一吉的从军僧人庆念在《朝鲜日日记》中记录了岛山城的修筑实况：

……到处都是铁匠和木匠用锤子敲击的声音。斧头叮叮当当地响，不能入睡，天亮后的噪声比半夜更大……

……同日，大家的精力几乎耗尽。如果有人叫苦，就会受棍棒殴打……

……铁炮队、幡旗队、徒士（不允许骑马的武士）、搬运工乃至船夫都被命令上山砍伐木材。雾很大，晚上星星出来后才能回去。不卖力的人就会遭到鞭打，也可能被砍头后立在街头示众……

为了尽快修筑好岛山城的城防建筑，施工之人如果没有完成分配给自己的任务，就会受到日军的严厉刑罚。当地的朝鲜百姓也被命令进山砍伐粗壮的木材，如果砍来的木材太细，没有达到规定的要求，就被日军命令重新进山采伐。因受伤、患病等原因不能干活之人则被归为逃跑者，不计入兵员总数。庆念在其所著的《朝鲜日日记》中写道：

百姓不得安宁，他们不分昼夜地干活，犯了错误就会被定罪，不仅经常被绑被打，甚至还被赶出自己的家乡。

庆念还看到了把朝鲜人集体带走的日本人贩子。日本人把买来的朝鲜人捆起来，如同猴子一样对待，让他们拉牛拉马、背负行李。庆念看到这些不禁痛心，在《朝鲜日日记》中写道：

从日本来了很多商人进行买卖人口的交易，他们跟在内地作战的部队后面，买卖男女老少，在他们的脖子上套上绳子，将他们赶到前面。如果走慢了就用棒子打，就像被阿防罗刹（地狱之鬼）惩罚的罪人一样。

明军反攻

万历二十五年十一月，日军筑城工程尚未结束，明朝便大发援军进入朝鲜，对侵朝日军进行全面反攻。宣府、大同、辽蓟、延绥、保定、浙江等各路兵马，相继进入朝鲜
[2]

 ，集结在王京待命，兵力达到4.2万余人（《经略御倭奏议》）
 。

同月，明朝东征军最高指挥官、御倭经略邢玠渡过鸭绿江，于二十九日抵达朝鲜都城王京，与明军经理杨镐、提督麻贵在王京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剿灭日军的具体事宜。明军高层经过反复讨论后，决定先攻打日军在朝鲜东部的前线据点蔚山，理由是：

以蔚山联络西生浦，负东海，直吞庆尚左界，为清正新据巢穴。闻其大集西生浦、机张兵甲于兹……欲渐进而蚕食江原、咸镜道，包括王京有之。使其势得逞，我之前后左右皆难救应，虽百万兵无所施矣。（《经略御倭奏议》）


明军高层将各处兵马分为三协，一一安排诸将职责。根据明人诸葛元声的《两朝平攘录》
[3]

 记载，明军的具体部署如下所示：

[image: Figure-0484-0135]


不过，《两朝平攘录》的这一记载存在一些问题。因为中协的苑进忠此时尚未进入朝鲜，也就没有投入后面的作战。所以，明军的实际兵力要更少一些。

又据《两朝平攘录》记载，明军为此次总攻准备了大量火器，“大将军炮一千二百四十四位、火箭十一万八千支、火药六万九千七百四十五斤、大小铅子一百七十九万六千九百六十七斤，皆辽阳分守张登云运。至于三眼铳、铁须筤、闷棍、火炮、火筒、团牌、佛郎机等器，皆倭所深畏者，无一不备，其粮饷足供一月”。

不过，这一记载严重夸大了明军在火器投入上的数量和种类，并不能视作事实
[4]

 。举一个可以用来作为参考的例子，万历二十一年第二次平壤之战前夕，时任备倭经略的宋应昌指示提督李如松配备的大将军炮数量是十几门。由于每门大将军炮至少需要配有20多名善用火器的炮手（《经略复国要编》）
 ，如果投入1244门天字大将军炮，则明军至少需要24880名炮手，几乎占了4万余明军总数的一半，这显然太夸张了。

部署好兵力后，经略邢玠命令经理杨镐、提督麻贵督左、右两协，自忠清道的忠州、鸟岭南下，经庆尚道的安东、庆州，趋向蔚山。同时，邢玠担心小西行长会从西面的全罗道顺天
[5]

 出兵救援加藤清正，便命令中协的一队人马屯驻于庆尚道的宜宁。这样安排既可西防全罗道的日军援兵，也可东援左、右两协，攻打加藤清正。邢玠又在三协中挑选出1500名骑兵，联合朝鲜兵，自忠清道的天安与全罗道的全州、南原而下，一路大张旗鼓，做出要进攻小西行长所在的顺天城的样子，从而牵制日军。（《两朝平攘录》）


杨镐、麻贵渡过汉江，向庆尚道进发。十二月七日，麻贵抵达庆尚道边缘城市闻庆，召集三协大将秘密召开军议。他暗中告诉朝鲜都元帅权栗，希望朝鲜庆尚左道水使李云龙能出动水军，多载炮手，在西生浦附近鼓噪，以助明军声势；并称，朝鲜水军出动后，明军会派遣数百南兵以及明、朝两国的200鸟铳手相助。（《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可惜的是，此后朝鲜水军始终未能响应明军。

十二月十八日，杨镐抵达庆尚道义城。他与朝鲜接伴使李德馨商量，派出明军侦察兵宋好汉、田仓与朝鲜侦察兵、降倭吕汝文，一齐去侦察日军巢穴。降倭吕汝文投降朝鲜以后，本已留起长发，换成朝鲜样式的发型，但为了这次侦察行动，他又剃成了日本发型。

十二月二十日，杨镐、麻贵统领明军三协，进兵至庆尚道的庆州。诸将秣马厉兵，个个都想争先取得日军首级。同日，杨镐召集诸将，讨论进兵事宜。

第二天，降倭吕汝文带回了他所侦察到的情报：日军屯聚于岛山城（即蔚山新城），此城依山而建，地势险峻；岛山的南面是太和江，可走水路到达釜山浦；岛山的西面是彦阳，可走陆路到达釜山浦。日军还在岛山城周围修建了多个日式城防工事，如城隍堂（又称“浅野丸”“出丸”“蔚山清正大寨”）、伴鸥亭（与城隍堂合称“东部洞”）、西部洞。这些工事与岛山城构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日式工事群，被称为“蔚山倭城”。在蔚山倭城的东南面，还有一处东营（又称“浅野小屋场”）；而西面则有一处太和江寨，与蔚山倭城互为犄角。吕汝文利用自己日本人的身份，进入岛山城、城隍堂、太和江寨，查看日军兵力，并亲绘地图。

此时麻贵欲全力进攻蔚山倭城，但他担心釜山浦的日本援军会从陆路、水路救援蔚山倭城，于是下令中协副总兵高策、副总兵吴惟忠统领官军，在陆路上堵截从梁山、彦阳北上的釜山日军；接着，从左协选出游击董正谊的兵马，使其前往全罗道的南原、求礼，牵制顺天城的小西行长、晋州城的岛津义弘；最后，命令右协游击卢继忠率领2000人，屯驻于西江口，堵截日军水路援军。

此时，明军三协中被抽调的兵力如下：

[image: Figure-0487-0137]


从战略部署来看，蔚山战役发起前，明军一共构筑起了两条防线：一条堵截全罗道顺天城的小西行长从其驻地率军来援，一条堵截庆尚道的釜山日军从水、陆两个方向发兵救援。明军接连三次抽调兵力去遏制全罗道的小西行长，可见对小西行长极为重视。

另据明朝人诸葛元声所作的《两朝平攘录》的记载，麻贵还派遣季金、于承恩统领南兵，会同朝鲜水兵，从庆尚道的长鬐港口渡海出发，绕至全罗道的珍岛、雁山岛，作为虚张声势的疑兵。这一记载应该不是事实，因为这条航线路途实在太长了，而且途中必须经过日本水军屯驻的釜山浦、加德岛等，明朝、朝鲜水军不可能轻易通过。

相比之下，明人徐希震所著的《东征记》记载的部署较为合理：

令于承德（恩）统领南兵及朝鲜水兵，由长鬐、西生浦一带束草为人，并插竿、披衣，杂布旌旗，大喧鼓角，拽柴扬烟，疑惑贼心。

十二月二十二日，明军从庆州南下，分三路前进：东路军为原来的三协大部队，直趋蔚山，向目的地发起进攻；中路军和西路军是从三协中抽调出来的部队，去牵制在晋州的岛津义弘、顺天的小西行长，提防他们出兵救援加藤清正。由于中路和西路兵力少、器械少，邢玠刻意放出假消息，声称他将亲自统兵20万驻扎在全罗道南原，讨伐西路的小西行长、中路的岛津义弘。实际上，自明军兵分三路南下以后，只有1500明军跟随邢玠留守王京。《东征记》将邢玠的这一恐吓战术称之为“计在牵贼于北，我得专力于东。此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也”。

东路明军出发后，先前为明军侦察日军情报的降倭吕汝文，也随这路明军一同出发，并再次潜入到倭营当中。

蔚山战役（上）

自万历二十五年十月开始，日军拆毁原朝鲜蔚山城（邑城）的石墙，在东南面新筑岛山城（蔚山新城）。岛山城和环绕在其周围的东部洞（城隍堂、伴鸥亭）、西部洞等日式工事，组成了蔚山倭城。到明军发起进攻为止，岛山城的修筑工作尚未完成。工程由浅野幸长、太田一吉（军监）、加藤安政（加藤部将）、宍户元续（毛利部将）等人负责，而加藤清正则在筑城期间去了南面的西生浦。

蔚山倭城的北边，是由毛利秀元的手下驻守的兵营城（又称“假营”“清正别营”“左兵营旧墟”），这是日军防御明军南下的前哨据点，承担着拱卫蔚山倭城的功能。令日军始料未及的是，十二月二十三日拂晓
[6]

 ，蔚山倭城尚未修筑完毕，明军左协大将李如梅就率领300名先锋，突然杀向毛利军驻守的兵营城。由于明军悄然进发，“衔枚摘铃，偃旗息鼓”（《东征记》）
 ；而日军麻痹大意，“不用斥候，不审敌军动静”（《大日本编年史》）
 ，以致对明军袭来毫无准备。

毛利军的先锋部队，分别由浅口某某、阿曾沼元秀、冷泉元满率领，明军首先突入的是浅口阵营。浅口阵营的士兵猝不及防，完全不能抵挡，只好逃往阿曾沼元秀的阵营。阿曾沼元秀虽然试图抵抗明军，但根本不是明军的对手，其部队一触即溃，他本人也被当场杀死，明军随即杀入冷泉元满的阵营。冷泉元满在睡衣外绑上腰带，插上两把腰刀，又抄起一把长刀冲出作战。他是一位56岁的老武者，作战时丝毫不退缩，但依然不敌明军阵亡。冷泉元满的侍童不愿离开他的身旁，一同战死，而他的家老吉安太郎兵卫、伊贺崎又兵卫、白松善右卫门因事先有事前往其他阵营，与浅口阵营的溃兵一起遁走，逃过一劫。在这场突袭中，毛利士兵一共战死了137人。（《松井物语》）


在冷泉元满的阵营附近建立临时房屋的，还有加藤安政与其11名手下，但他们在战斗打响的好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发现浅口、阿曾沼、冷泉的阵营受到了明军袭击。明军发起突袭的这一天黎明，睡梦中的加藤士兵在卧房中听到附近阵营传来的巨大枪炮声，还以为是同伙天没亮就在打猎天鹅。日军阵营附近有一片广阔的沼泽地，每晚都有很多天鹅飞来。天鹅喜欢在天亮时飞上天空，寻找食物，日军士兵就趁它们飞起来的时候开枪，把它们打下来炖汤喝。

直到前线战败的毛利士兵被明军一路追逐，逃向加藤军的阵营，加藤安政才知道明军打来了。他立即穿上铠甲，叫上11名手下一起逃命。但明军摆出“鹤翼阵”，紧追不舍，根本无法甩开。加藤安政决定一边退兵，一边进行拼死反击。在这万死一生的绝境中，加藤安政和2名加藤士兵摆脱了明军的追击，其余9名加藤士兵全部阵亡。（《松井物语》）


李如梅继续发起进攻，兵营城的日军阵所多数被焚。驻守在蔚山倭城周围的宍户元续、浅野幸长、太田一吉等人闻讯后，急忙调遣援兵前来支援兵营城，对明军展开反击，不多时就集结了大批部队。《东征记》记载：“倭欺我兵少，驱蚁众万余突出。”《两朝平攘录》记载，日军“纵万余徒，各披戴鲜明盔甲，铳炮齐发”。《大河内秀元阵中日记》更是称日军兵力达到23000人之多。不过李如梅孤军深入，本来就是示弱之计。明军早已事先设下埋伏，李如梅分兵设伏于蔚山百年岩近处（兵营城以东、靠近东川东岸的农所面），麻贵麾下参将杨登山、游击摆赛藏兵于东川两翼隐蔽处，只待日军上钩。伏兵的兵力，一共有3000人。李如梅见日军出动大军，便佯装不敌撤走，把浅野、宍户、太田等兵引入明军的埋伏圈。

将日军引诱进埋伏圈，是提督麻贵定下的计策。辰时（早上7时至早上9时），麻贵赶到战场，“亲督前军，大呼乱砍”。随军的朝鲜忠清道兵马节度使李时言目睹了战况，他描述道：“麻贵所率鞑子二百余名，皆持环鞭，乱打如雨疾雷。（日本兵）不及掩耳，铳筒亦不暇放。贼兵之走，亦如我国人（朝鲜人）之走。以此见之，铳筒于马战，亦末耳。”（《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也就是说，在明军铁骑的冲击下，日军连铁炮都来不及放，就落荒而逃了。巳时下刻（上午11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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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败的日军弃守兵营城，向尚未完工的蔚山倭城方向逃窜。《东征记》形容道：“贼见草木皆兵，枪斧如林，各无斗志，抱头鼠窜。”其中，军监太田一吉舍弃战马，徒步逃跑，结果被明军追逐，有三支箭差点儿就射中了他。四名侍童小池新八郎、清水弥一郎、多田孙右卫门尉、中村勘四郎见状，就前后左右地围住他，掩护他逃跑。六七名明军骑兵紧追不舍，追逐太田一吉主仆，不停地向他们放箭。侍童清水弥一郎为了不让太田一吉被箭射到，站出来挡住明军，结果被明军射杀。直到家臣大河内秀元率领一队人马赶来，才让太田一吉摆脱明军追逐，脱离险境。（《大河内秀元朝鲜记》）


其他手忙脚乱的日军在江边争夺船只逃亡，其中有四五十艘船在哄抢中倾覆，造成多人死伤。午时（上午11时至下午1时），明军经理杨镐赶到战场督战，他“亲督中军，催迫攻斗”（《东征记》）
 ，于是“城外贼幕，尽为焚烧，余贼遁入城内土窟”（《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到了申时（下午3时至下午5时），由于南兵尚未到齐，明军停止进兵，开始查验首级。此一阶段的战斗，朝鲜史料称为“农所之战”。

据明朝史料《两朝平攘录》《万历邸钞》记载，明军在这天共斩得日军首级440余颗；朝鲜史料《象村稿》记载，明军共斩得日军首级460余颗。日本大河内秀元的《大河内秀元朝鲜记》，更是声称日军“今日败军，我方死者一万八千三百六十余人”。无论如何，日军死伤累累。在这一天的攻势中，明军骑兵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柳成龙在《惩毖录》中对明军骑兵的表现做了高度评价：

今此蔚山之役，天兵初日乘贼不意，以兵马蹂之。贼仓皇不能支吾，奔败不暇。

同一天，还发生了一件事。先前为明军侦察日军情报的降倭吕汝文，又潜入日军阵营中去侦察敌情，但还未等吕汝文撤出，明军就已经和日军接战。在一片混战中，吕汝文斩得4颗首级，从日军阵营中冲了出来。游击摆赛看到以后，上前砍死吕汝文，抢夺了他斩获的4颗首级，冒充是自己砍下的。（《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于是在朝鲜史料《象村稿》《再造藩邦志》中，便出现了“赛于军中，即手斩四级”这样的记载。当夜，经理杨镐抵达岛山北边的鹤城山，在此设立指挥作战的大本营。杨镐本欲重重赏赐吕汝文，却听说他已经死于乱兵之中。

日军放弃兵营城逃走以后，集体逃往蔚山倭城工事群，凭借作为内城的岛山城和东部洞（城隍堂、伴鸥亭）、西部洞、东营、太和江寨等外围日式城防工事，继续负隅顽抗。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岛山城的建筑格局为：“孤山有两层，如覆铜盆之状，势不高峻，如造山，然设木栅而其上筑城，是谓内城。虽云三匝而实二匝也”，“因地形筑二匝……以石筑之，出穴上下，皆能放炮。百步之内，发丸如雨”。

日军退守蔚山倭城后，对城防部署如下：



	地点
	负责武将



	岛山城
	加藤安政



	东面城隍堂（出丸、浅野丸）
	浅野幸长



	外郭北面
	宍户元续、加藤与左卫门



	外郭西面
	太田一吉




蔚山倭城的后方，是太和江。渡过太和江南下，就是加藤清正所在的西生浦。加藤清正得到蔚山倭城被围的消息后，一开始还不相信，以为是明军知道他在西生浦，想引诱他到蔚山倭城而故意放出的假消息。当加藤清正确认这一消息无误后，当晚就带着吉村左近、吉村长右卫门、下川右卫门作、蟹江藤三郎、下川兵太夫、三宅喜藏、相田权内、鱼住彦十郎、嘉礼次郎三蓝、河原少九郎等小姓众，阿波为兵卫、村田八右卫门等母衣众，村田市太夫、平野角右卫门等弓头，一共50名士兵，乘坐一艘小船从西生浦渡海，向蔚山倭城进发。渡海途中，加藤兵遭到明军拦截，被杀20人，其余30人和加藤清正成功进入蔚山倭城。（《宣祖昭敬大王实录》《浅野家文书》）


十二月二十四日卯时（凌晨5时至早上7时），麻贵、杨镐发号施令，督率官兵向蔚山倭城的外围工事发起攻击，被朝鲜人称呼为“书生”“文职大官”的杨镐亲自披甲督战。根据日本史料《上山助左卫门尉高丽阵觉书》的记载，明军骑兵使用短弓，步兵使用5尺多长的棍棒，其前端插有2寸长的刀刃，同时还使用了火炮（《日本战史·朝鲜役》认为是佛郎机炮）。军服方面，明军身穿红色战袍、白色铠甲，兀良哈人（指明军中的蒙古兵，如摆赛）的部队身穿黑色军服，朝鲜人身穿白色军服。

明军先放大炮，“各样火炮俱发，轰天震地，烟焰沸空。城中倭屋，一时火起，北风大起，风火所被，贼众披靡”。火炮攻击之后，左协明军主攻蔚山倭城东面诸工事，其中李如梅攻打城隍堂，他放火箭烧城，导致“城里房舍及江边倭船二只，为火箭触燹，烟焰涨天”。（《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左协的茅国器率所部攻击东营、伴鸥亭，而右协的李芳春则带人扫荡蔚山倭城西面的太和江寨。

三个进攻方向中，茅国器部攻势最为迅猛，平明时分先破东营，之后又攻克伴鸥亭，再进逼西部洞，“奋命先登，连将三寨打破”（《两朝平攘录》）
 。在城西，明军右协兵马进逼太和江寨。一开始诸将还畏惧不前，右协主将李芳春见此，密令麾下家丁持其黄伞登城，立于城上以为标志，于是诸将一时俱进，顺利夺下太和江寨。（《宋经略书》）
 而李如梅部却遇到了麻烦，由于浅野幸长坚守城隍堂，一时无法攻陷。不过这时，明军左协陈寅部向蔚山倭城西北方向发起进攻，并连续攻破外栅和三层内木栅，进逼至岛山城下。（《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加藤清正见西北面已失，认为已经危及内城安危，固守外围工事已毫无意义，便派遣使者让浅野幸长撤回岛山城。之后，浅野幸长终因抵挡不住明军的攻势，弃守城隍堂，向岛山城逃去，李如梅随即攻陷城隍堂。（《大日本编年史》）
 在当日的攻势中，明军一共斩得日军首级661颗，生擒4名倭将，获得倭马、器具、盔甲、刀、铳、旗帜等战利品无数。（《东征记》）


蔚山战役（中）

随着东营、东部洞（城隍堂、伴鸥亭）、西部洞、太和江寨被明军相继攻陷，失去蔚山倭城外围工事的日军只能躲进岛山城死守。朝鲜国王曾询问臣僚，岛山城与朝鲜城池相比如何，大臣回答说朝鲜城池在岛山城面前不足称道。（《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从这一记载来看，岛山城是座险峻难攻的坚城。

此时驻守岛山城的日军兵力，有多种说法。《大河内秀元朝鲜记》记载，守军超过23000人；吉川家的史料《吉川家谱》，黑田家的史料《黑田家谱》《黑田记略》，毛利家的史料《毛利秀元记》《安西军策》，岛津家的史料《西藩烈士干城录》，皆称城内兵力为20000余人；《蔚山合战图》标记出的数据是日军各部超过17000人；《清正公行状》记载为13000人；《清正高丽阵觉书》记载，日军据岛山城御敌时兵力为10000人；《南藤蔓绵录》记载加藤部、太田部及浪人部队（阿苏大夫）合计10000人；《下川文书》收录的《庆长二年十二月一日加藤清正宛丰臣秀吉朱印状》记载，仅毛利秀元部便有10000人。

关于日军的防御部署，根据《日本战史·朝鲜役》的记载，罗列如下：



	防御方向
	负责武将



	本丸东侧
	太田一吉



	本丸南侧
	浅野幸长



	本丸西侧
	加藤安政



	二之丸
	加藤清正、宍户元续、桂孙六



	三之丸
	加藤与左卫门、近藤四郎右卫门、口羽元良、和知元盛、日野元重、吉见广行



	二之丸与三之丸中间
	美浓部金大夫喜八、九鬼广隆




二十四日，日军逃往岛山城后，明军紧追不舍。杨镐、麻贵在鹤城山督战，“诸军齐奋薄城”；副总兵李如梅挥军朝岛山方向追杀，沿途扫荡，“土窟、铺幕，一时尽焚，斩级不知其数”。（《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由于李如梅直捣岛山城，城内的日军岌岌可危。对于明军在这一阶段运用的武器和战术，日本史料留下了较为详细的记录。据《松井物语》记载，明朝、朝鲜联军用一个巨大的钩子勾住外城墙，然后命50人～100人用力拖拉钢丝，将部分城墙拉倒。明军以此为突破口，试图攀上城墙。日军使用铁炮拼死阻止明军入城，但穿着铠甲的明朝、朝鲜骑兵与没有穿铠甲、负责射箭的步兵源源不断，日军应付起来非常吃力。

日军在这一天的遭遇，从军僧侣庆念在《朝鲜日日记》中记录道：

天亮之后，不知有多少人在城中遇难，到处都在作战，分辨不出哪里是山谷，哪里是田野。太田一吉大人固守主城，浅野幸长在正门部署。石墙下被射入火箭，宍户、太田、浅野的物品、财宝全部被烧。烟雾熏得人们睁不开眼，也张不开嘴。火势很快蔓延到城中，数千名劳工、武士被火烧死。明军爬上城墙，强行闯入城内。此时我能说的只有一句：“如果今天就是忌日，我愿笑着迎接死亡。”

从庆念的日记来看，当时岛山城内的日军几乎无路可逃。因明军攻势迅猛，朝鲜国王李昖派出的经理接伴使李德馨向杨镐称谢，杨镐笑着说道：“此是小捷，看我剿灭西生、釜山之贼，可言其喜。”（《再造藩邦志》）
 杨镐所说的西生浦、釜山浦，都是日军在朝鲜的边陲据点，攻克两巢后，日军将彻底退出朝鲜。杨镐的这一番话，足以体现他这时候的意气风发、胜券在握。

然而，接下来的攻势却并不顺利。岛山城“土窟重重，石筑艰险无比”，“甚为坚固”，“形势险绝”，“城之坚固，固无比也。且因断山，筑城极巧，真平地之一山城也”，是一座难以攻克的要塞；而明军却在攻破蔚山倭城的外围工事以后，对日军变得轻蔑起来，许多将士干脆丢弃自己的器械，赤手空拳地跑到岛山城下。（《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200余名明军士兵率先登上岛山城，与日军厮杀起来。不料后面的明军接到上头的指示，暂时停止攻城，使得这200余人得不到接应，未能挣脱，就此丧命。

明军暂停进攻的原因，《明神宗实录》《明史·杨镐传》称，游击陈寅马上就要攻破岛山城，但杨镐出于私心，想将功劳让给与他关系亲厚的李如梅。因李如梅未至，杨镐又不想让功劳被陈寅夺走，所以鸣金收兵，结果让日军有时间固守城池，使明军错失了攻克岛山城的最佳时机。

但是以上说法有误，因为冲在最前面的就是李如梅，而不是陈寅。根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记载，李如梅在战后愤愤不平地对朝鲜国王李昖倾诉：“二十四日再攻之际，为在上之人所制而退军。”按《明史·杨镐传》的说法，杨镐与李如梅关系亲厚，想让他独揽功劳，那么自然不会阻碍他进兵。因此，这位“在上之人”绝非经理杨镐，应是提督麻贵。

明军监军陈效战后也说：“岛山破城时，李副总兵如梅督兵二百余名，已入内城，几擒清正，麻嫌李专擒清之功，勒令回兵，并令他兵不为继进。以致先入二百余名，为贼所杀，清贼失捕。”（《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所以实情应该是麻贵不愿李如梅独享破城之功，所以勒令其退兵，而非杨镐勒令陈寅退兵。

麻贵勒令李如梅暂停攻势后，明军停止攻城，日军则加强岛山城的防御，并利用岛山高耸险峻的地势，居高临下地对山城下的明军左、右两协施放铁炮，使其难以逼近。

午后，受命堵截釜山日本援军的明军中协，全部被调来攻打岛山城。（《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明军为了赢得战场主动权，用大炮轰击岛山城，但岛山城“山坂峻高，炮石有碍”，山下的明军大炮根本无法击中目标。普通大炮不行，明军就换用虎蹲炮、霹雳炮等轰击岛山城，但岛山城高高耸立，明军无论换用什么类型的火器，都打不中目标。（《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然而，日军的铁炮却可以击中山下试图接近岛山城的明军，在这一艰难环境下，明军打了一整天，苦无进展，不得不停止攻城，稍稍后撤。城内日军见此，浅野、太田、加藤等部相继杀出，朝滞后的明军发起进攻，使得明军多人战死。太田部得首级7颗，浅野、加藤两部各得1颗。加藤清正又令加藤安政继续朝山下突击，直至杀出岛山城大门，确认明军已退后方才回城。（《浅野家文书》）


为了避免被岛山城内的日军铁炮击中，明军只能在铁炮打不到的地方布阵，并对先前的部署做了一番改动。经理杨镐、提督麻贵继续屯兵岛山城北的鹤城山；调中协大将高策屯兵岛山城东，副总兵吴惟忠屯兵岛山城南，改由中协副总兵祖承训、游击颇贵堵截釜山日军；右协大将李芳春屯兵岛山城西；左协大将李如梅、大同游击摆赛，与2000浙江骑兵、1000浙江步兵屯兵太和江边，堵截自西生浦走海路北上的日本水军。（《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由于久攻不下，中协大将高策派人禀告杨镐，要求合兵攻城，但杨镐发了脾气，生气地说：“无大将令，而敢来相扰耶？”他命人把这名使者的耳朵割下，送回给高策。中协副总兵吴惟忠埋怨杨镐没有及早攻城，派人对他说：“当及今日未备之时，急攻之，则可即下也。”（《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宋经略书》）
 杨镐同样让人把这名使者的耳朵割了下来。吴惟忠再派别的使者过来，杨镐依然这般对付。

同日，西生浦的日军（加藤清正部）从水路来救岛山城。明军游击陈寅指挥明军用大炮朝日军船只轰击，连续撞破3艘舰船后将日军船队击退，绝了日军登陆之念。（《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当天晚上，太田一吉麾下的田中小左向加藤清正请示，希望能出城夜袭明军。加藤清正同意了这一请求，田中小左随即率领50骑潜出岛山城外。但是出城后，他才发现明军守备严密，根本没有机会袭击，只好返回了岛山城。（《大河内秀元朝鲜记》）


在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两天的连续交战中，日军在明军凌厉的攻势下，伤亡惨重。根据明朝史料记载，日军第一天被斩首440余级，第二天被斩首661级。（《明神宗实录》）
 而在日本史料中，甚至还有被烧死数千人（《朝鲜日日记》）
 、战死18360余人（《大河内秀元朝鲜记》）
 的说法。而明军在两日之内，阵亡了麻来、周道继两名千总，他们都是被日军铁炮击中而死的。（《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十二月二十五日早上，杨镐、麻贵使明军南兵、朝鲜兵杀在最前面，再次进攻岛山城。加藤清正身穿绿衣、手持白旗，亲自督战。（《再造藩邦志》）
 他不仅命令日军用铁炮攒射城外明、朝联军，还和浅野幸长一起上阵，用铁炮作战。负责镇守岛山城西面的加藤清正部将加藤安之（加藤安政之子），随身带着2挺铁炮，身边还有4名随从负责给他装配弹药。一日之间，仅加藤安之一人就连续放铁炮280多次（《本山丰前守父子战功觉书》）
 ，可见日军火力之猛。岛山城下“铁丸如雨，人不得接足”（《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攻城的明朝、朝鲜联军“一到城下，被贼齐用鸟铳、火炮、弓矢、擂石拒堵”（《两朝平攘录》）
 ，再加上“城甚坚险，大炮不能撞破”（《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伤亡代价。左协的南兵游击陈寅奋勇先登，在岛山城西门被日军铁炮打中牙齿，但他仍然奋战不退，结果右腿中弹，血流不止，只能被轿子抬回王京，麾下士卒多有伤亡。在日军的铁炮打击下，明军伤亡加剧，真定营中军张应元冲锋在前，连发五箭、射杀三倭，结果被日军铁炮合击，枪弹入脑而亡。朝鲜军也多有死伤，庆尚左道兵马虞侯权应心、庆州义将金应泽、安东义将边仲一、青松义将沈清躳皆被铁炮射杀。各营官兵从左、右两个方向齐进，但皆受阻于日军铁炮不得不退却。这一天，明军官兵阵亡200余人，负伤1000余人。（《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杨镐、麻贵非常愤怒，但是强攻不下，只得鸣金收兵。

根据明军在交战中生擒的4名日本兵，以及从岛山城逃了出来的朝鲜女人、孩子提供的消息，岛山城内的粮食、饮水都将用尽，恐怕支撑不了多久。明军根据这一消息，准备对岛山城进行长时间的围城，以待城内日军自毙。明军认为，日军缺粮少水，而己方粮饷充足，不必担心后勤问题，岛山城陷落是迟早之事。但另一方面，明军又很担心日本援军从多个方向袭来，使岛山城内的日军逃向西生浦。有降倭向杨镐出主意，建议他多准备干木柴，堆积在岛山城下，一把火烧了岛山城。杨镐采纳了这一提议，他召见朝鲜经理接伴使李德馨，告诉他准备在次日实施这一计划。

在这一天的攻城战中，明军遇到了极大的挫折，士气大减。比起前几日的势如破竹，明军已经显现出了颓势。

同日，西生浦的日军水路援军再次出动，杨镐调遣中协大将高策、中协副总兵祖承训前往江边堵截。（《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十二月二十六日早上，西生浦的日本援军有所行动，他们先是将船只泊于蓝江，之后乘船迫近太和江，试图登陆岛山。杨镐担心明军在陆上酣战之际，日本水军悄悄登陆，让明军腹背受敌，因此下令在江岸上的明军直接放炮打碎敌船，阻止日本水军登陆。于是当日本水军迫近岸边时，岸上明军齐齐施放大炮、火箭。其中一艘倭船被明军打碎，其余船只见状纷纷逃遁。（《东征记》）


同一天，杨镐让明军休兵，命令朝鲜兵与降倭在木盾护卫下，手持干柴、干草在岛山城下放火烧城；又命令他们将岛山城下的井泉给填上，防止岛山城内的日军从中取水。接到杨镐命令后，朝鲜经理接伴使李德馨、都元帅权栗亲自督战，权栗杀死了怯战的朝鲜灵山县监全悌和另外两人，传示朝鲜军中，警告朝鲜将士不得畏缩不进。在权栗的督战下，朝鲜士兵不敢不进，直奔岛山城下，但日军不断从岛山城上向朝鲜军施放铁炮，“贼丸如雨”，穿透了朝鲜军的木盾，给朝鲜军造成了较大伤亡。最后，朝鲜军不得不撤退。

经过连日战斗，被困岛山城内的日军严重缺水，如果继续死守下去，迟早会被渴死。庆念在《朝鲜日日记》中写道：

城中缺水，众人受难。只有下一场雨，城里的人才能得救。日本如果是神之国，就下些雨滋润一下人们吧！如今缺水严重，我们连洗手的水都没有。如果下点雨，就能把纸润湿，也能擦擦手。真可怜啊！

据明人徐希震的《东征记》记载，加藤清正缺乏饮水，非常饥渴，又看到城墙上躺了很多日军尸体，这让他无意守城，想要舍身求见杨镐。加藤军中有一个叫孙顺的华人，擅长占卜，他推算第二天就会下大雨，日军的援军也会到来。在孙顺的劝服下，加藤清正最终没有出城投降杨镐。

无论《东征记》的这个记载是否可靠，当日傍晚，果真下起了雨，加藤清正绝处逢生。十二月二十七日早上，明军抓获了4名从岛山城内逃出来的日本士兵。经杨镐、麻贵审问，这4名日本士兵供称：岛山城内缺少粮食与饮水，直到前一日下雨，日本士兵才喝到水；加藤清正对自己从西生浦来到岛山感到非常悔恨。审问完毕后，杨镐将4名日本士兵交给李德馨看护。之后，杨镐接见了李德馨和权栗，慰劳他们说：“尔国之军，虽不得焚陷贼营，冒死攻城以助声势，极为可嘉。”

辰时（早上7时至早上9时），西生浦的日本水军冒雨出动，30艘倭船迫近太和江江岸。杨镐、麻贵命令朝鲜官兵对岛山城急速做出围城的样子。浙江兵在太和江边与日军水路援军大战良久，两边皆发大炮，炮声不绝，最后以日军水军重创败退而告终。（《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麻贵担忧日本水军还会在晚上冒雨袭来，命令明军三协严阵以待。

水路援军再一次被挫败后，岛山城内进退失据的日军便想要与明军议和。加藤清正的副将美浓部金大夫喜八写了一封求和信，让几个日本士兵绑在竹竿上，打着白旗出城，投到明军阵营。但信的内容并不真诚，先是欺骗明军加藤清正不在岛山城内，而是在西生浦，城内只是小将；又要求明军差遣一员朝鲜将领，和日军一同前往西生浦讲和。杨镐命人查看信件后，假意诓骗送信的日本士兵，说如果加藤清正愿意来降，则不仅岛山城内的日军可以免死，还会对清正封官厚赏。日本兵也诓骗杨镐，说加藤清正在西生浦，不在岛山城内，请明军让出岛山城南面的道路，好让他们去向西生浦的加藤清正报信。

日本使者走了以后，杨镐招来诸将举行军事会议，商讨下一步行动。他又招来李德馨，告诉他明军三协人困马乏，需要没有上过战场的朝鲜士兵去割取粮草，供给各营明军。会议结束后，杨镐、麻贵回到驻营地，开始搭建草房作为他们的临时住所。自蔚山战役以来，明军一直风餐露宿，经理杨镐、提督麻贵也是如此，条件非常艰苦。

申时（下午3时至下午5时），杨镐命令朝鲜庆尚道右兵使金应瑞带领翻译人员朴大根与降倭冈本越后守、田原七左卫门，到岛山城下劝降日军。（《吉川家谱》《大河内秀元朝鲜记》）
 城内日军回答道：“欲战则战，欲和则和！开一面容我出城，且遣将官，则当议和事！”他们要求明军解除一个方向的围困，使其出城，并索要一名将官作为人质。显然，日军的要求并不能被明军所接受。

二十六日、二十七日，雨一直下，风也刮得很大，露宿野外的明军身上没有一片干的地方。据《东征记》记载：“二十七日，果大雨如注，雨宿，加以猛风号吼，军士堕指、裂肤，冻死枕藉。”《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也对明军的窘境记录道：“至今夜，雨下不止，人马饥冻，泥泞没膝。土窟之陷，百倍攻城。而天时如此，极为闷虑。”

十二月二十八日，明军将一些佛郎机炮搬到鹤城山上，对着岛山城放炮，“自城北山上瞰视城中，相距六七百步，以佛郎机狙击丘上，齑粉者数人”（《朝鲜役录》）
 。明军在鹤城山上的炮击效果很不错，佛郎机炮一下子就打死了几名日军，这让周围的日军非常惊愕，纷纷想要躲避。加藤清正叱责众人，让他们不要轻举妄动。过了一会儿，明军的佛郎机炮又打了过来，炮弹落在加藤清正等人面前，但加藤清正故意安坐不动。有明军士兵望到这幅场景，以为是发炮的角度太低了，没打中，于是抬高角度发炮，炮弹高高地从岛山上空越过。加藤清正见状，让其余日军做出假动作，装作被炮弹击中的样子，这让明军误以为找准了角度，于是频频用这个角度对岛山城放炮，但其实根本没有瞄准日军。（《朝鲜役录》）


这一天，雨势仍然未停，朝鲜军再次受命冒雨攻打岛山城，但是死伤如前，未有进展。当天晚上，西风大作，天气变得更加寒冷，把守太和江江岸的浙江兵尤其艰苦。（《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明军和朝鲜军都因大雨不止、将士受冻，动摇了士气，失去了继续作战的意志。（《再造藩邦志》）
 岛山城内的日军同样饥寒交迫，《大河内秀元朝鲜记》记载：

城内四处都是饥寒交迫的士兵，五十人或三十人倚靠在一起，不久就垂头死去，不知有多少人幸存下来。很多人两三日不能动弹，城内士兵有人手握着长矛死去，也有人被冻死。

但是到了这天晚上，加藤清正的部将加藤大和重次、庄林隼人、近藤四郎右卫门等人，还是率领100余名骑马武士、300名铁炮众出城夜袭，向围守岛山城东面的明军营地放了一阵火箭、铁炮，之后退回城中。（《清正行状》）


十二月二十九日，大雨逐渐停止，但风仍然在刮。杨镐对李德馨等人说，风势大好，多准备柴木，乘着大风烧了岛山城。于是，明军三协与朝鲜官兵忙去收集柴草，准备再次施行火烧岛山城的计划。午后，自西生浦出发的26艘日军船只从蓝江逆流而上，成功驶入太和江，与岛山城相望。岛山城内的一名日军将领率领五六名士兵出岛山城，呼唤城外日军。把守太和江江岸的明军见状，对着日本水军放炮，直到申时末刻（下午5时）日军水军才退去。这时，明军、朝鲜军已经将柴草收集好了，杨镐命令明军、朝鲜军手持柴草，用盾牌护卫着前进，想要在岛山城下纵火。但是“贼窟铳丸如雨”，岛山城上的日军不断用铁炮射击山下的明军、朝鲜军，使联军无法逼近，才前进至岛山城的木栅前，就不能再往前走一步了。

黄昏之后，明军、朝鲜联军整兵再攻，但情况还是相同，日军的铁炮不断从岛山城上射向山下的联军，使联军难以寸进，联军最后不得不放弃。停止攻势的杨镐、麻贵回到了营帐内，杨镐让士兵建造草房，又令李德馨等催运粮饷，打算在岛山城外长期屯驻，耗死城内断绝兵粮的日军。麻贵向杨镐建议，明军可以在城外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中解除一个方向的围困，在城外设下埋伏。
[8]

 这样城内日军一旦出城，就可以利用埋伏狠狠打击日军。但是杨镐并没有听从麻贵的建议。

这一天夜半，日军水路援军的一艘小船驶入太和江，停泊在岛山城附近，30多名日本士兵从岛山城内偷偷跑到太和江江边，想要乘船逃走。但这些日军遭到了明军副总兵吴惟忠埋伏剿杀，被斩首6级，明军右协也斩首1级，剩下的日本士兵带着伤逃回了岛山城。

因城中粮食几乎告尽，加藤清正窘困到了想要自杀的地步，并已打算用小刀自刎。部下夺下了他的刀，劝他说城里还有一头牛，等吃完了这头牛再死不迟。《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录下了清正当时的窘境：

清正独与其军，计粒而食，已经累日，事势甚迫，拔小刀拟颈。军官倭前夺其刀，曰：“此中有一牛可烹，吃尽后处之。”

日本史料《朝鲜征伐记》也记载了岛山城内日军的窘状：

于是城中及饷路绝矣，夜汲濠水，濠多尸，混血饮之以救渴。嚼纸或煮壁土而食，或食牛马，牛马亦尽。出城外取战死者腰间粮以充食，将帅共一饭，分数箸以与兵士，与之共艰苦。

显然，日军缺粮非常严重，少有的食物也只优先供给能使用铁炮的士兵，其余人就只能自生自灭了。

十二月三十日，岛山城内的日军再次派人投书于明军阵中，声称城内没有识字之人，但日本水军船只上有僧人认识，希望能够把僧人招来，与明军议和。这明显是假话，如果岛山城的日军没有一个人识字，加藤清正又是如何投书于杨镐的？但杨镐想要生擒加藤清正，便故意骗他，称只要加藤清正亲自出城过来会面，就赦免他。加藤清正回复表示同意。

转眼间，岛山之战已经打到了万历二十六年（日本庆长三年，1598年）。一月一日这天夜里，岛山城内浅野幸长的两名部下与太田一吉的一名部下，顺利潜出岛山城，与西生浦的日本援军进行了联络。他们向西生浦的日军送去了一封信。这封信由加藤清正、浅野幸长联合签名，根据《浅野家文书》的记载，内容如下：

上个月二十二日，大明国十万军到达蔚山做攻城准备，二十三日开始攻城。我军于卯刻（上午6时）至巳下刻（上午11时）进行防御战，但由于实施工程时天气寒冷，护城河、城墙的修建并不完善，我军被包围在城中，只能固守本丸至三之丸。连日作战，眼前总有很多人死去。虽然敌军人数也在减少，但是城内兵粮不足，新的兵粮还需要数日送达。没有兵粮，我军难以对付别人。后来我军发动夜袭，取得了胜利，但如今城堡的修建工作还未完成，兵粮也未送达。如果援军不能顺利驱逐敌军，我们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请您放心。如果发生上述之事，我军会在数日之内竭尽杀敌，特此相告。

加藤主计头（清正）、浅野左京大夫（幸长）

（庆长三年）正月一日

从这封信件来看，他们根本没有与明军议和的想法，甚至已经做好了战死的准备，之前向明军投书求和，只不过是缓兵之计。正如《宣庙中兴志》指出：“杨镐、麻贵围岛山日久，贼兵大困，清正至欲自决，乃佯约日请降，而密求救于诸屯。”

西生浦的日军接到加藤、浅野的信件后，集结大量兵力，开始赴援岛山城。

蔚山战役（下）

万历二十六年一月二日，集结在西生浦的日本援军分成水、陆两路，大张旗鼓地向岛山城进发。据《浅野家文书》记载，救援岛山城的日军有以下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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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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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也有不在以上名单的日军将领，从其他方向赶来参与了救援岛山城的行动，如松浦镇信、藤堂高吉（藤堂高虎养子）、藤堂良胜（藤堂高虎部将）、吉川广家、岛津丰久、来岛彦右卫门、菅右卫门八。岛津义弘也象征性地派了敷根赖丰、本田亲贞率领50名铁炮手协助岛津丰久，与他一道去救援岛山城。杨镐得知日本援军大举出动后，命令摆赛、颇贵领兵前往箭滩，堵截日军陆路援军，又命令吴惟忠、茅国器把守太和江江岸，挡住日军水路援军。（《象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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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据《象村稿》记载，原本被安排把守太和江江岸的吴惟忠，后来出现在了箭滩。出现这一情况，很可能是在杨镐的调动下，吴惟忠从太和江江岸被调防到了箭滩。之所以这样，可能是日军陆路援军远比水路援军多。依据北岛万次先生的考证，箭滩位于太和江上流、文殊山北面，与彦阳城相接。

一月三日，日军陆路援军来到箭滩南面的山头，派出五六十名精兵下山试探，与明军小规模接战，双方并没有大打出手，最后日军退回了山上。山顶上的日军屯营驻扎，与明军展开对峙。这时，朝鲜都元帅权栗命令忠清道节度使李时言、庆尚左道节度使成允文带兵前往箭滩，协助明军堵截日军陆路援军。

在日军水、陆援军双双接近岛山城的情况下，杨镐决定奋力一搏，将岛山城一举打下。

这天深夜，杨镐下令对岛山城发起攻势，让各队持大火炬，四面围住岛山城。杨镐依旧想对岛山城采取火攻，有士卒退却不战，被杨镐当场斩杀。游击李化龙怯战，也被杨镐捆绑，巡视军中。诸将见此情景，皆冒死奋战。但明军此次攻势依然只是重蹈覆辙，《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唐兵（指明军）无御丸器械，肉搏攻城之际，贼放丸如雨。唐兵中丸者，几至五百，竟不得登城。”无法一举攻克岛山城的明军，收到“加德、安骨、竹岛、釜山、梁山等地倭将，领六万兵来救”（《象村稿》）
 的错误情报以后，不得已在一月四日的辰时（早上7时至早上9时）罢战，停止攻打岛山城。

自万历二十五年年底明军围困岛山城以来，已有10多天时间，明军无攻城之策，且死伤惨重，而停泊在蓝江的日军船只已经驶入太和江，陆路日军又有绕至明军身后之势。如果加藤清正纠合两个方向的援军，反倒可能会对明军造成极大的打击，为此杨镐不得不和麻贵商量撤兵。

一月四日巳时上刻（上午9时），杨镐下令明军开始撤兵，步兵和受伤的官兵先撤，骑兵后撤。（《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未时末刻（下午3时），杨镐的大营撤去，摆赛、杨登山、李如梅殿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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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赛不愿退兵，要求留下来与日军决战，但杨镐不从，摆赛横躺在马前，作歌劝谏杨镐。（《再造藩邦志》）


杨镐下达退兵命令以后，把守箭滩的部分明军骑兵，渐渐退去。围困岛山城的右协明军，也逐渐解除对该城的围困。停泊于太和江边的数十艘日军船只，派出部分士兵登陆上岸，把守江岸的明军见了却不将其驱逐，而是同样开始退去。（《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船上日军看到明军开始退去，便争相登陆，杨镐急令摆赛、杨登山二将以突骑迎击，斩得8颗首级，太和江岸的日军才被稍稍逼退。（《再造藩邦志》《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为了不让丢弃的军粮、盔甲等物资被日军拾去，杨镐来到存放粮食的地方，查看剩下的粮食是否已经烧尽，又命人聚集失去战马的官兵，焚烧弃置的盔甲。处理完这些事情后，太阳已经落山了。等杨镐带兵撤退到4.8公里外时，日军追兵从白奄寺后峰绕出。杨镐命令李如梅、解生统领骑兵殿后，李如梅部阵斩日军追兵数名，日军稍稍退却。但等明军骑兵远去后，日军又跟了上来，一直追了两三公里才停止。（《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把守箭滩的吴惟忠、祖承训与把守西江口的卢继忠等部，并未收到杨镐的撤兵命令，不知道其他明军已经撤走，于是成了最后一批仓皇撤走的部队。《象村稿》记载：“吴惟忠、祖承训诸将在箭滩者，未及撤回，为贼所猝迫。”《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箭滩把守浙江步兵及骑兵，亦不知其将之已退，终乃仓皇颠倒而走。”《两朝平攘录》记载：“卢游击在西江口，亦不传知。”

箭滩南面的日军见吴惟忠、祖承训等明军狼狈撤走，便从山上直冲而下，与明军展开厮杀。浙江兵多堕入水中溺死，骑兵死伤大半，朝鲜军亦伤亡惨重。为了摆脱日军追击，一些明军骑兵甚至脱下盔甲逃命。在这部分明军撤退的路上，弓箭、铠甲弃置满地，全都被日军拾获。（《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在对这支明军展开追击的日军诸将中，吉川广家的表现最为凶狠，日本史料《朝鲜役录》记载道：“吉川广家逐之，纵横血战，虏（日军对明军的蔑称）皆披靡。”加藤清正看到后，向旁人询问这人是谁，得知是吉川广家后，不由感慨“此夫特壮”。

杨镐、麻贵集结大军发起的蔚山战役，虽然起初势如破竹，一连荡平日军多个外围据点，但是经过十几天的攻坚战以后，就这样虎头蛇尾地结束了。

明军攻打岛山城以失败告终，客观上是因为岛山城易守难攻、日军火力充足，“城堑高险，铁丸如雨，不知所从而来，人辄麻仆。天且二日连雨，士马立于泥泞中，饥馁且疲”（《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明军刚进抵岛山城时，就用虎蹲炮、霹雳炮等各种火炮炮轰岛山城，结果无论如何也打不中目标。而岛山城上的日军，凭借岛山城的坚固与居高临下的位置，对山下的明军、朝鲜军不断施放铁炮，令联军根本无法逼近岛山城，反而付出极大的伤亡。于是岛山城攻坚战就变成了这样一幅画面：明军的各式火炮怎么都打不中岛山城，而日军的铁炮却可以打到山下的联军，使联军在火力压制下不能逼近岛山城。火炮轰城失败后，明军放弃了这一战术，改为收集大量柴草，准备放火焚烧岛山城。但是这一战术面临同样的困境：联军在日军的火力覆盖下，根本无法逼近岛山城，不能把收集到的柴草堆积在城下。尽管杨镐下令联军不断地重复这一动作，但不过是又一次重蹈覆辙。除了用火炮轰城、堆积柴草火烧岛山城外，明军还采用了围城战术，长期屯驻城外，企图困死岛山城内缺粮乏水的日军。但明军长期以来风餐露宿，条件十分艰苦，加上因攻城失利导致的士气大挫，终于在连续几日大雨的冲刷下失去了战斗力。等日军水、陆援军出动，明军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只好解围撤退，岛山城攻城战宣告失败。

古代的攻坚战都是非常难打的，日本战国时代的上杉谦信在上野和田城之战、下总臼井城之战、加贺朝日山城之战中遭遇失败，其原因便和攻打岛山城的明军最后不得不撤退相差无几：顿兵坚城之下，被敌兵的弓箭、铁炮不断打击，无法近城。在乾隆年间的两次大小金川之役中，清军的情况也与岛山城攻坚战中的明军非常类似。清军面临的是成百上千座由嘉绒藏族构建的碉楼，金川藏兵躲在高耸、坚固的碉楼之内，不断对碉楼下的清军放炮，清军虽然付出极大的伤亡却难以逼近、捣毁一座碉楼，无法发挥出野战优势。最后大小金川之役成了乾隆皇帝“十全武功”中最为丢脸的一次，攻坚之难可见一斑。

清人魏源在《圣武记》中，对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的碉楼攻坚战评价道：“方其神施鬼设，伺间出奇，九地九天，霆劈雹骤，或七萃从石罅（xià）而出，或千矛随炮声而入。险万阴平，艰百石堡，自蚩尤以来，未有凿凶裂罅、骇目詟（zhé）魄如兹役者。”魏源认为自蚩尤以来从未有过如此艰难的攻坚战役，其危险程度超过邓艾偷渡阴平一万倍、哥舒翰的石堡攻坚战一百倍。魏源的这一评价，同样适用于杨镐、麻贵的岛山之战。

从万历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进兵蔚山以来，到万历二十六年一月四日撤兵，明军先后与日军在兵营城、农所、东营、东部洞（城隍堂、伴鸥亭）、西部洞、太和江寨、岛山交战，这一系列战斗统称为“蔚山战役”。

关于明军和日军在蔚山战役中的损失，存有许多种说法，笔者统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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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军的死亡人数以2万人的说法最为流行，这一记载出自《明史·杨镐传》：“诸营上军籍，士卒死亡殆二万，镐大怒，屏不奏，止称百余人。”在这一记载中，杨镐很是厚颜无耻，明明全军战死2万人，他却只上报死了100多人。不过，死亡2万人的说法本身就是存疑的，即便是战争亲历者的浅野幸长在回忆录里，也只是说明军战死1万余人。

《明史·杨镐传》出现的“士卒死亡殆二万”这一说法，最早出自明朝东征赞画主事丁应泰所著的《东事始末》。丁应泰此人很不可靠，他大肆宣扬东征军在朝鲜作战失败的谣言，捏造了许多与事实不符合的传闻。他所著的《东事始末》，先是影响到了方孔炤的《全边略记》、钱谦益的《牧斋初学集》，继而影响到了《明史》。

梳理史料可知，丁应泰在蔚山战役结束后弹劾杨镐时，一开始说明军战死近1万人（《万历邸钞》）
 ，后来因为心虚，他上奏的明军阵亡数字缩减到了4800人（《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万历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丁应泰弹劾经略邢玠，否定明军驱逐日军的功劳。明神宗认为这会引起军队不满，动摇到大明的政权稳定，于是便将丁应泰革职并驱逐回原籍。他为此心存怨恨，便在自己的著作《东事始末》中，将弹劾杨镐时声称的明军阵亡4800人拔高到了2万人。这个数字，就是这么来的。

实际上，杨镐在遭到丁应泰的弹劾以后，朝鲜国王李昖就特地派遣李德馨调查过明军的实际伤亡人数，然后向明廷上报，题为“朝鲜国王为辩核冤枉事”，替杨镐辩诬。他们给出的数据是，明军阵亡1000余人、受伤3000余人，远远到不了2万人。原文记载如下：

上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有经理与提督，领三协兵自庆州前进。二十三日，于左兵营旧墟诱贼交锋。左协副将李如梅分兵按伏，参将杨登山、游击摆赛，分兵突击，斩级四百余颗，官兵无一人死伤。二十四日大兵攻破城隍堂及太和江左右贼垒，焚烧栅房，斩级六百余颗，贼遁入岛山小城，步兵三面围住。是日游击茅国器、卢继忠等步兵，俱在前行，多有被伤，或有致死者。二十五日大兵进攻本城，游击陈寅督兵先登，至西门城下中丸，管下官兵，亦多死伤。各营官兵，左右齐进，又多中丸而退。是日官兵死者，约有二百余员名，伤者约有一千余员名。本年正月初三日丑时，各营官兵进攻本城，至黎明始止。死伤多少，寅夜黑，不得的知，似不及二十五日之多。初四日有经理与提督商议，以官兵渐疲，贼援日添，始令退兵。经理令步兵先退，挑选李如梅、杨登山、摆赛等马兵，自领为殿，贼不敢追蹑。路遇伤兵，令给标马载来，各营官兵别无损伤。但据本国别将韩明琏说称：“箭滩堵截，官兵与贼交锋，杀伤相当，该被杀伤之数，亦不得的知。”臣（李德馨）回到安康，访问得先后阵亡官兵，共该八百余员名，被伤官兵，共该三千余员名。其后到安东路上，多见被伤官兵因伤物故，该数想过一千余员名。官兵死伤之数，大约如此。（《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张辅之所著的《太仆奏议》里有一篇名为《东师奏报失实疏》的文章，该文转引了杨镐、麻贵上报的明军阵亡人数，这是来自前线明军的一手资料，里面称明军在蔚山战役中“阵亡千、把总官张应元等二十一员，军兵青打哈等七百七十七名。阵伤回营身故官六员，病伤回营陆续身故军兵张四等八百一十七名。轻伤官军麻代等二千九百八员名。总之不满五千，似与委弃万众者远矣”。也就是说，明军当场战死798人，因受伤或受伤后生病死在营中的官军有823人，总共死亡1621人，另有2908人受了轻伤。这一数字，与朝鲜估计的阵亡1000余人、受伤3000余人接近，可见杨镐、麻贵的报告是比较可信的。除了人员伤亡外，杨镐、麻贵上报的明军战马伤亡数量是“走伤阵死马二千三百三匹，在阵弹伤倒死马二百一十三匹”，也就是因受伤而死的马匹有2303匹，当场死亡的马匹有213匹。

有一点需要注意，无论是中国史料还是朝鲜史料，几乎都记录参将卢继忠的部队在岛山之战中全军覆没，是该战中明军伤亡最大的一支部队。岛山之战结束后，李如梅的接伴使李德悦驰启：“当日诸军撤还之际，水陆倭贼合兵追击，至于三十里之外。唐军死者无数，或云三千，或云四千，其中卢参将一军则以在后几近覆没云，而军中讳言，时未知其的数矣。”（《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钱谦益著、钱曾笺注的《牧斋初学集》也记载：“清正纵倭逐北，卢继忠等三千人俱歼焉。”但根据杨镐、麻贵在战后统计的伤亡数字来看，卢继忠部断然不会付出全营3000人全灭的代价。再根据《经略御倭奏议》的记载推断，卢继忠部只损伤了700人马，包括阵亡与负伤人数。

至于日军的伤亡情况，经略邢玠在官方报告中提到，明军在整个蔚山战役中共斩首日军1200余级。明军在蔚山战役中取得的首级，主要来自万历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兵营城、农所斩获的440余级，二十四日打下东营、东部洞（城隍堂、伴鸥亭）、西部洞、太和江寨斩获的661级，总共加起来有1100余级。攻打岛山城后，明军斩首数量变得非常少，只袭杀了一些出城找水喝的零散日本士兵。将这部分首级与二十三日、二十四日的数量加起来，就有1200余级。

综合最为可靠的记录，明军在蔚山战役中战死官兵1621人、受伤2908人（《东师奏报失实疏》）
 ，日军被明军斩首1200余级（《经略御倭奏议》）
 。当然，斩首的日军数目，不等于日军阵亡总人数，庆念在《朝鲜日日记》中记载日军至少被烧死数千人。据《大河内秀元朝鲜日记》记载，日军在蔚山战役中先后战死18360人、896人、2800人，总计死亡超过22000人。但这一数字是否夸大，还需进一步考察。

最后提一提朝鲜军队的死伤情况，这一点最容易被人忽略。截至正月一日为止，朝鲜军在蔚山战役中战死298人，负伤876人，临阵逃走4982人，阵中仅存3813人。（《惩毖录》）
 逃走的朝鲜士兵人数，甚至超过了战死的士兵人数。

般丹之战与梁山之战

日本史料还记录了蔚山战役期间爆发的两场支线战斗，分别是立花宗茂参与的般丹之战与黑田孝高参与的梁山之战。这两战仅见于日本方面的史料，明朝、朝鲜方面的史料则丝毫没有记载，因此存在着诸多疑点。

较早提到般丹之战的，是《柳川立花家谱》：

（庆长）三年戊戌正月，诸将议救加藤清正蔚山围。时沿路虏兵往往屯聚，宗茂击般丹虏，烧而走之。遂与诸将解蔚山围。

该书提到，般丹之战发生在庆长三年（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一月，日军诸将为解救被困在蔚山的加藤清正积极出兵，却被人堵在进兵路上。立花宗茂以火攻击败屯聚在般丹的部队，与诸将合力解除了对蔚山的围困。

成书时间晚一点的《朝鲜役录》，对般丹之战的细节有了进一步补充。该书提到，与立花宗茂作战的是明将牧务辽，他统领1万士兵，包括招募的朝鲜人，正准备从般丹直捣侵朝日军占据的釜山浦。一月二日，收到消息的宇喜多秀家派出立花宗茂夜袭般丹，立花宗茂以火攻击败牧务辽，使其仓皇逃走，杀死、俘虏了许多人。原文记载道：

明将牧务辽将兵一万至般丹，募韩人将捣釜营虚。二日，留守中纳言（宇喜多）秀家令立花宗茂夜袭般丹，焚之。务辽仓皇先遁，虏大溃，俘斩甚众。

再后来成书的《日本史记·立花宗茂传》，则将牧务辽的兵力从1万人拔高到了数万人，又增加了立花宗茂夜袭般丹的细节，例如当时正下着雨夹雪，明军因为天气寒冷已经睡着了，立花宗茂出其不意袭击般丹，纵火焚烧明军的营寨……最后仍旧是牧务辽仓皇逃走，立花宗茂斩杀了许多人。原文记载道：

（庆长）三年，明兵围蔚山。会明将牧务辽窥虚，率兵数万抵般丹。秀家大惊，使宗茂击之。宗茂即夜发釜山。时天雨雪，众请待明旦而发。宗茂曰：“使敌知兵寡，非我之利，且出其不意，袭之必克。”夜阑，寒甚，明兵困卧。宗茂火虏营，鼓噪攻之。务辽骇走，斩获颇多。

《日本外史补·立花氏》一书，则提到了立花宗茂的兵力是800人，其余细节与《日本史记·立花宗茂传》相同。依据此书的记载，般丹之战变成了立花宗茂以800寡兵打败明将牧务辽率领的数万大军。原文记载道：

（庆长）三年正月，明兵围蔚山，诸将发兵赴救。会明将牧务辽窥虚，率兵数万抵般丹。秀家大惊，使宗茂击之。宗茂即夜将八百骑发釜山。天方雨雪，众皆请俟天明发。宗茂曰：“使敌知兵寡，非我之利，我且出其不意。”即发。夜半，抵般丹。寒甚，明兵困卧不备。宗茂纵火虏营，鼓噪攻之。务辽骇走，斩获甚多。

不过，当时明将中并没有一个叫牧务辽的人，而且立花宗茂以800人破数万人的战绩也太过夸张。因此，《大日本编年史》一书删除掉了这些情节，谨慎地说立花宗茂在般丹的对手是明朝、朝鲜联军：

朝鲜土兵见明军至，相聚为寇，结营般丹，以绝我援路。立花宗茂率精锐赴击，走之，遂会（毛利）秀元军。

更有甚者，川口长儒在《征韩伟略》一书中直接否定了牧务辽和般丹之战的存在，认为般丹之战非常可疑：

《立斋旧闻记》《国恩录》曰：“二日，宗茂败明将牧务辽于般丹。”牧务辽、般丹，诸书不载，其说可疑，故不采焉。

而在《浅川闻书》中，立花宗茂在该时间段打了一场八卜之战，而不是般丹之战。据该书记载，立花宗茂夜袭击破了屯聚在八卜的明朝、朝联军，打通了釜山、蔚山之间的道路，之后他前往蔚山，于一月二日和诸将会合。原文记载道：

明、韩兵据八卜，塞蔚山、釜山之道，宗茂夜袭破之，遂赴蔚山，于正月二日会诸将于蔚山。

但无论是般丹之战还是八卜之战，可能都不存在。因为在朝鲜地图上，根本没有这两个地名，且明将中也不存在牧务辽这样一个人物。再者，立花宗茂当时在庆尚道西南部的固城，并不在庆尚道东南部的釜山城，也没有从釜山城出发去救援加藤清正。既然朝鲜地名、明将人名都不存在，立花宗茂又不在釜山城，那怎么会发生般丹之战或者八卜之战呢？

在《浅野家文书》记载的救援加藤清正的日军各部中，根本就不包括立花宗茂。而《日本战史·朝鲜役》也说得很清楚，固城的立花宗茂、泗川的岛津义弘、顺天的小西行长等，考虑到各种因素，都没有出动援兵去救援加藤清正。所以，般丹之战应是立花家编造出来的，为的是给立花宗茂镀金。因此在成书时间越晚的后世日本史料中，般丹之战的细节就越完善。

除了般丹之战外，日本史料提到的该时间段发生的梁山之战也同样可疑。梁山之战被记载在《黑田家谱》《筑前黑田家谱》中，内容比较简略。据《黑田家谱》记载，黑田孝高、黑田长政父子原先都在庆尚道的梁山城守城，蔚山战役爆发后，黑田长政出兵前去救援加藤清正，梁山城内只留下黑田孝高的寡兵，于是一股军队趁机来袭，但被黑田孝高击退。《黑田家谱》没有提到这股军队由谁率领，《筑前黑田家谱》则提到是“明的别兵”。据此推论，黑田孝高在梁山之战中击退的是明军。

然而事实上，明军当时在战略部署上从未做出过袭击梁山城的安排。发起蔚山战役前，提督麻贵命令中协副总兵高策、吴惟忠统领官军，在陆路上堵截从梁山、彦阳北上的釜山日军，目的是不让日军陆路援军北上，而不是去南下袭击其他地方的日军。岛山攻城战期间，由于攻坚困难，高策、吴惟忠被调来围困岛山，高策在岛山城东、吴惟忠在岛山城南，这是万历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四日的事情。而《筑前黑田家谱》记载梁山之战的发生时间是在万历二十六年一月，即便是在一月一日，距离明军于一月四日从岛山解围撤退也不过只有三天时间。在这三天里，明军不可能南下袭击梁山城。所以，梁山之战应当也是不存在的。

蔚山战役后日军开始退缩

蔚山战役结束后，整个蔚山倭城（岛山城及周围日式工事）全部回到日军手中。一月五日早上，日军举行军事会议，讨论是否追击撤退到庆州的明军。但黑田长政、锅岛直茂两人借口担心本据点安危，先行离开了。最后，日军诸将以粮食匮乏、损兵折将为由，放弃了追击。（《日本战史·朝鲜役》）


会议结束后，日军派出几组大的侦察队，搜索明军是否仍然在附近出没，但没有发现任何影子。于是，日军决定将守备西生浦的加藤军调至蔚山倭城，又将在蔚山倭城苦苦坚守的加藤军调到西生浦修养。一月六日，救援蔚山倭城的各路日本援军，全都撤回到了各自的驻地。但加藤清正担心明军还会再度袭来，便请毛利秀元帮忙修补蔚山倭城。（《萩藩阀阅录》《吉川文书》《清正记》）


待在日本本土的丰臣秀吉收到蔚山倭城被围的消息后，本打算亲自渡海赴援，便命令毛利辉元、增田长盛、本田因幡守、多贺出云守、宇多下野守、北川左马助、九鬼嘉隆等先行渡海前往朝鲜；但在收到日军获胜的捷报后，他便停止了亲自出兵朝鲜的计划。（《义演准后日记》《黑田家文书》《高山公实录》）
 由于加藤清正不能同时守备蔚山倭城、西生浦城，丰臣秀吉便免去了加藤清正守备西生浦城的职责。

另一方面，明军撤退到庆州以后，杨镐担心日军继续追击，便命茅国器、卢得功二将驻守星州，麻贵驻守安东，又命李芳春、牛伯英二将进驻全罗道南原，他自己则率领其余部队返回王京。

此时，部分明军变得难以约束，将卒多不检点，开始到处生事。驻扎安东的宣大兵马和提督麻贵麾下的蒙古兵，军纪尤其败坏，他们以向朝鲜人索取马草为名，到处掳掠街巷中的财产。这其中，施暴最严重的是杨登山的部队。朝鲜史料《宋经略书》记载道：“（杨登山）不戢军卒，随麻贵在安东，标下马兵散抢民间，人甚苦之。”因为这部分明军的暴行，远近的朝鲜居民对明军是闻风而逃。

杨镐获悉情况后，派遣通事、旗手捉拿了惹是生非的五六名骑兵，并杀死了其中一人，将其尸首遍传军中，警告北兵不得违反军纪。但也有明军将领保持了极高的军纪，比如李芳春，他“禁侵扰，劝耕种，广屯田，剿游贼，修官舍，葺房屋，敛尸骸”，驭军严整，赏罚分明。

对于蔚山战役的结果，明人诸葛元声在《两朝平攘录》中认为：“是役也，谋之经年，已倾海内全力，合朝鲜通国之众，而卒无成功，贻笑远人，可慨已。”但是，这一种评价是极为片面的。

日军看似在蔚山战役中获胜，但此战对日军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震慑作用。明人徐希震的《东征记》记载，蔚山战役结束后，“中路石曼子、西路行长各退五百里，移兵上船，作去鱿计”。也就是说，蔚山战役对远在西路的小西行长、中路的岛津义弘产生了很大的威慑，吓得他们各自从原据点退兵，想要直接撤回日本国内。

《东征记》的这一记载可以得到朝鲜史料《宣祖昭敬大王实录》、日本史料《岛津国史》的佐证。《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在顺天倭城的小西行长已经准备好了退路，他将大量物资装在船上，想要逃走，“曳桥之贼，卜物载船，蔽塞海口……大概曳桥之贼，太半渡海，卜船络绎，似非久留之计”。同时，小西行长的女婿宗义智，已经在南海岛将全部物资装载到船上，准备逃走，“不为筑城固守之计，只治战船。所收军粮，尽为载船矣”。又据《岛津国史》记载，蔚山战役结束后，岛津义弘听说明军将出动百万大军，遂下令晋州城的岛津军守将三原重种、蓑轮治右卫门撤退到后方的泗川。从以上记载来看，蔚山战役对日军造成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

再来看日本史料《毛利秀元记》。该书称，蔚山战役结束之后，朝鲜的日本诸将认为难以再承受明军的攻击，最前线的几个日据城池肯定守不住了，因此想要舍弃掉它们，退守至朝鲜沿海地带。随后，日军诸将集结在庆尚道的安骨浦举行军事会议，最后确定了在朝鲜全面收缩战线的方针。军议结束后，他们派遣使者渡海，送信给丰臣秀吉。在信中，日军诸将向丰臣秀吉提出了撤守全罗道顺天、庆尚道蔚山的议案，希望得到他的允许。顺天是当时日军在朝鲜西部最前沿的据点，蔚山则是日军在朝鲜东部最前沿的据点。侵朝日军虽然取得了蔚山战役的胜利，却认为保不住最前线的蔚山和顺天，因此建议弃守加藤清正负责防守的蔚山，后撤至西生浦；弃守小西行长负责防守的顺天，后撤至熊川。除去毛利秀元、加藤嘉明两人表示反对以外，其余人都同意收缩战线，弃守顺天和蔚山。
[12]



一月二十一日，丰臣秀吉收到信件，他读完后，对这一提案非常不满，大为恼怒。在写给毛利秀元的回信中，他直斥撤守蔚山、顺天的提案是胆小、怯懦之举，同时又表扬了坚持不撤的毛利秀元和加藤嘉明。（《毛利家记》《关原合战与近世的国制》）


虽然遭到丰臣秀吉的拒绝，但是在朝日军并没有放弃这一诉求，准备再次向丰臣秀吉提出战线收缩议案。这一次上诉，连先前反对这一提案的毛利秀元也表示赞同。同月二十六日，宇喜多秀家、毛利秀元、蜂须贺家政、生驹一正、藤堂高虎、胁坂安治、菅三郎兵卫尉、松岛彦右卫门尉、菅右卫门八、山口宗永、中川秀成、池田秀雄、长宗我部元亲这十三位侵朝武将，将联名签署的联署状寄给石田三成、长束正家、增田长盛、前田玄以，通过他们将收缩战线的意见转告给丰臣秀吉。宇喜多秀家等人认为“蔚山、顺天、梁山，斗出敌地，难以守御”（《旧记杂录后编》）
 ，对日军当前的局势非常不利。在联署状中，他们向石田三成、长束正家、增田长盛、前田玄以陈述道：

此国经理，去年进剿全罗时，与诸将会议，郡县略定，镇戍及修筑之人既如所启。至筑处，其后巡行度地而修筑焉。而明遽以攻蔚山也，事暂止焉，乃会议镇戍分配，从众口，欲更定如下：

一、蔚山者，虑地面逼敌，且隔江而险道也，以后可危焉。因定欲令清正如前日屯西生浦，修筑则分秀元五千兵役之。

二、顺天者，山水隔远，道路艰难，且城外海浅，不可行舟。临事救援，海陆共不便。因移守行长于泗川、岛津义弘于固城矣。而已撤顺天，则南海岛为无用之戍，因只存唐岛垒，而令对马守义智留守焉。然义智不肯之，岛津氏谓任先锋之所望耳，是当待殿下之断也。

三、顺天、蔚山，今所议如此，共为无要之所，因待命而暂止修缮焉。而固城者，令秀家、高虎修之，毛利胜信（毛利吉成）戍之。

四、梁山者，地形恶，与釜山通，路险难。临事大兵不利往来，因移镇于熊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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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川者，诸寨之道路，而有巨川为泊津，不可不无一寨。令秀元修筑焉，长政镇戍之。今作诸寨地理之一图以献之，愿赐熟览，谨俟其命。（《朝鲜役录》）


这套议案的中心思想是：加藤清正放弃蔚山，后撤至西生浦；小西行长放弃顺天，后撤至泗川，顺天弃置后，靠近顺天的南海岛也应弃守；岛津义弘从泗川转移至固城；驻守梁山的将士放弃这一极其难守的阵地，后撤至龟浦。在这套议案中，宇喜多秀家等人计划放弃庆尚道最前线的蔚山、梁山，以及全罗道仅剩的顺天与靠近顺天的庆尚道南海岛，全面撤退至朝鲜庆尚道南部沿海地带。除了上一次提出放弃的蔚山、顺天外，此次又额外提出放弃梁山、南海岛，可见，在蔚山战役中遭受重创后，侵朝日军势头大减。换句话说，明军通过蔚山战役，事实上打崩了日军的防线。这道防线，既是日军战略布局上的防线，也是日军心理上的防线。

值得注意的是，小西行长、宗义智、岛津义弘、加藤清正、黑田长政均没有在这封联署状上签字。这几位驻守的地方，都是联署状中提出要弃守的据点，如此重要的事情，居然缺乏当事人的一致签字同意，这一现象很值得留意。非常有可能的是，当时几乎所有侵朝大将都同意收缩战线，包括没有在联署状上签名的小西行长、宗义智、岛津义弘、加藤清正、黑田长政等当事人。他们是这些被提议弃守的城池的守将，理应避嫌，所以没有在联署状上签名。

丰臣秀吉再次收到战线收缩的提案后，非常不悦，他在三月十三日回信说：

审来意，欲撤蔚山、梁山、顺天三城。不先取旨，而忽有陈请，甚无谓也。往年朝鲜因沈游击（沈惟敬）谢罪，虑将士劳苦，故使退据沿海城砦，厚蓄其力，两三年一出兵焚掠。至于后役，禀请守备事宜，其地未尝目击，故使随宜措置。今察其所为，初乘敌弱，广设区域，忽复减黜，欲弃前功。夫杨镐之攻蔚山，合明、韩二国之兵，攻堑垒浅单、粮仗竭乏之孤城，犹且不能克，自溃而走。以我兵之勇，当乌集瓦合之众，正当飙驰电击，以歼灭之。今乃致其逃逸，且欲弃守自退，何其萎靡不振之甚也！深湟高垒，以严防备，将士之任也。至于军中所须，粮食兵仗，照数支给，既已发送，又有功将士，皆沾厚赏。然则出力守城，岂得不自任？守备既固，将士自任，一二城砦何难保之有？其梁山城，存之无益于势，撤而徙于加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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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可也。（《旧记杂录后编》）


丰臣秀吉对宇喜多秀家等人提出的战线收缩议案非常不满，认为在朝日军不仅没能对明军穷追猛打、将其歼灭，反而欲弃守自退，实在是自灭威风。秀吉还认为，将士守城是本分，保得一二城砦并没有什么太大困难。但面对朝鲜战场的不顺利，他多少还是有所动摇，最终同意了撤守梁山一城，将该城驻军徙至后方的“加德”（龟浦）。

丰臣秀吉派往朝鲜的军监们，对战线收缩议案也有不同意见。早川长政、竹中重利、毛利高政三名军监同意收缩战线，但福原长尧、垣见一直、熊谷直盛三名军监并不同意。后三人回到日本后，向丰臣秀吉状告黑田长政、蜂须贺家政在救援蔚山时怯战，并且早川、竹中、毛利三名军监已同意收缩战线。丰臣秀吉为此赫然震怒，决定没收蜂须贺在阿波国的封地，以及早川、竹中、毛利三人在丰后国的6万石封地。而黑田长政也被罚没收部分封地，甚至就连加藤清正、藤堂高虎二人也遭到了丰臣秀吉的惩罚。（《看羊录》）
 其中，早川等三名军监被剥夺的6万石封地，被丰臣秀吉转赐给了福原、垣见、熊谷三名军监，作为褒赏。此外，由于大名加藤嘉明也始终不同意收缩战线，并且没在联署状上签字，丰臣秀吉决定加封他37100石封地，以示激励。

然而，日军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同意弃守梁山城两个月后的五月二十二日，丰臣秀吉亲自写信，指示部下立即弃守龟浦城，黑田长政转移至西生浦城，毛利吉成转移至釜山城，寺泽正成转移至釜山城的子城丸山城。（《锅岛家文书》）
 可见，秀吉本人此时也对侵朝战争灰心丧气，完全丧失了当初那种狂妄。

这还不止，大受动摇的丰臣秀吉，又下令将侵朝大将小早川秀秋、宇喜多秀家、毛利秀元召回日本国内，直接撤回一半侵朝军队，只剩下6万余名日军留在朝鲜。（《义弘公御谱中》）
 继续留守在朝鲜沿海的，只剩下加藤清正、小西行长、岛津义弘、宗义智、黑田长政等主要侵朝将领。

据《日本战史·朝鲜役》记载，残留在朝鲜的日军及兵力如下：



	驻守地
	守城将领
	兵力



	蔚山城
	加藤清正
	约10000人



	西生浦城
	黑田长政
	约5000人



	釜山城
	毛利吉成、岛津丰久、相良赖房、伊东祐兵、高桥元种、秋月种长
	约5000人



	釜山子城丸山城
	寺泽正成
	约1000人



	竹岛城、昌原城
	锅岛直茂、锅岛胜茂
	约12000人



	巨济岛
	柳川调信
	不详



	固城
	立花宗茂、小早川秀包、高桥统增、筑紫广门
	约7000人



	泗川城
	岛津义弘
	约10000人



	南海城
	宗义智
	约1000人



	顺天城
	小西行长、松浦镇信、有马晴信、大村喜前、五岛玄雅
	约13700人



	合计
	—
	约64700人




另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估计，残留在朝鲜的日军各部队及兵力为：



	驻守地
	守城将领
	兵力



	蔚山郡
	加藤清正
	10000余人



	梁山郡
	黑田长政
	四五千人



	金海府
	锅岛直茂
	10000余人



	德只岛
	不详
	四五千人



	固城县
	不详
	六七千人



	巨济县
	不详
	四五百人



	晋州
	不详
	400余人



	永新县
	不详
	2000余人



	泗川县
	不详
	七八千人或10000人



	昆阳郡
	不详
	300余人



	南海县
	宗义智、柳川调信
	1000余人



	昌原府
	不详
	不详



	熊川县
	丰茂守
	不详



	顺天府
	小西行长
	约15000人




但《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记载并不完全正确，例如梁山城在当时已经被日军弃守。蔚山战役后，丰臣秀吉不仅弃守了梁山、龟浦城，还撤回了一半侵朝军队，召回了小早川秀秋、毛利秀元、宇喜多秀家三名侵朝大将。如此大规模的退缩，可见丰臣秀吉虽然表面上仍然嘴硬，但心态早已发生了剧烈变化，他意识到日军在朝鲜已经支撑不了太长时间。

被俘虏至日本的朝鲜儒学者姜沆，在所著的《看羊录》里记载了丰臣秀吉撤回一半侵朝日军后，与德川家康等人的谈话记录，透露出丰臣秀吉此时已经有与朝鲜议和、从朝鲜撤兵的想法：

贼魁（丰臣秀吉）尽属其诸将，而告之曰：“朝鲜之事，迄未结末，何也？”

（德川）家康等皆曰：“朝鲜大国也，冲东则守西，击左则聚右。纵使十年为限，了事无期。”

贼魁泣曰：“公等以我为老矣，我之初志，以天下为无难事。今老矣，死亡无几矣，与朝鲜休兵议和如何？”

其下皆曰：“幸甚。”

可见，蔚山战役虽然在战术上是日军获胜、明军被迫撤退，但从战略角度来看，日军不但没能因为此战取得优势，反而有一路崩溃之势。无论是侵朝日军大将，还是待在日本本土的丰臣秀吉，蔚山战役都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心理打击。事实上，这也暴露了日本战国军队远离本土作战时无法持久的弱点。可见日本战国军队总体上是很虚弱的，即使明朝军队打了败仗，日军也只能被动地收缩战线，仅能保得朝鲜沿海的几座倭城。

类似的情况，早在日军初次登陆朝鲜的万历二十年就发生过一次。那一年七月，第一批入朝明军攻打平壤城，结果败给了小西行长，明军退走，是为第一次平壤之战。结果在八月上旬召开的王京军议中，日军诸将对明军可能再度出兵朝鲜表现出畏惧，提出了全面撤守釜山浦的议案。小西行长更是在第一次平壤之战结束后，通过他弟弟传信，向丰臣秀吉劝谏说大明不可侵犯。在明军刚打了败仗、后续援军还未大举出动的前提下，日军就已表现出了退缩姿态。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第一次平壤之战和蔚山战役的结果都是明军败走，但作为胜利者的日军反而不敢穷追猛打，而是急迫地要往后撤。这些情况，真实地说明了日本战国军队极度脆弱。

不过，正是由于丰臣秀吉没有全部接受侵朝日军大将的战线收缩议案，驳回了撤守蔚山、顺天的提议，才阴差阳错地让明军不敢对日军太过大意，认为日军大势依旧，仍能与明军相持很长时间。正如海防备边参议梁祖龄对经理杨镐所说：“照今倭奴蔚山之败，虽遭大挫，而行长、清正等酋尚雄踞全庆，负山依海，联络坚城，以缓局老我。”（《经略御倭奏议》）
 于是，在明、日双方相互对对方实力存在误判的情况下，对峙局面仍在继续。杨镐做出分兵计划，将明军兵力配置在全罗道、庆尚道之间，与退据沿海地区的日军相持，具体部署如下：



	庆尚道驻兵
	
	



	驻守地
	驻守将领
	兵力



	安东
	原任参将杨登山
	1200人



	安东
	大同游击摆赛
	2500人



	安东
	真定都司薛虎臣
	3000人



	永川、新宁
	南兵副总兵吴惟忠
	3900人



	永川、新宁
	延绥参将王国栋
	2000人



	义城
	游击陈蚕
	2100人



	义城
	游击陈寅
	4000人



	义兴
	宣府游击颇贵
	2500人



	义兴
	原任副总兵解生
	无兵马，随颇贵暂驻



	醴川
	遵化右营游击陈愚闻
	1500人



	迎日、长鬐
	福建游击许国威
	1180人



	善山
	副总兵李如梅、原任游击涂宽、郝三聘
	3000人



	善山
	浙兵游击叶邦荣
	1600人



	星州、高灵之间
	原任游击卢得功、安本立
	2500人



	星州、高灵之间
	浙兵游击茅国器
	3900人



	尚州
	原任副总兵李宁
	2800人










	全罗道驻兵
	
	



	驻守地
	驻守将领
	兵力



	南原
	原任副总兵李芳春、陈国宝
	2000人



	南原
	三屯游击牛伯英
	1100人



	南原
	浙兵游击蓝芳威
	3300人



	全州
	原任大同参将李宁
	1000人




二月十四日，加藤清正受蔚山战役打击，派遣两个名为“舍生门”“乐信大”的使者向明军投递信件，称因为“持久累年，军兵疲困”（《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愿意与明朝、朝鲜进行议和，实现三国太平。信中又称，如果明军愿意和谈，会议可以在明军所在的庆州举行，也可以在清正所在的蔚山举行。在信中，加藤清正不但交代了丰臣秀吉发起第二次侵朝战争的理由，还罗列了此后与明朝达成的和谈条件，但他用词非常狂妄，不能为明军接受。

该信的大致内容是：“七年前征伐朝鲜时，两位朝鲜王子为我所擒。当时沈惟敬依照大明的命令，要求我们罢兵、释放王子，承诺我们只要应允这两个条件，则‘万般之事可依照太阁殿下之命令’。依照这一承诺，即便朝鲜王子按理不可赦还，但我们还是依照大明的要求予以释放。在此之后，大明和日本一共商讨了五个议和条件：第一，割分朝鲜土地给日本；第二，让一位朝鲜王子渡海到日本谢恩；第三，大明皇帝将公主嫁给日本天皇；第四，朝鲜大臣向日本提交誓书并保证永不背叛日本；第五，大明每年送金银米谷给日本，恢复两国贡市。但是这五个条件最后没有一个得到兑现，这让太阁非常愤怒。所以在丙申年（万历二十四年）九月，日本送信于大明，质问究竟是大明欺骗了太阁，还是朝鲜欺骗了太阁。如果是朝鲜从中作梗，就要动兵征伐。太阁在信中还提到，次年三月之前可等候大明回音，但是大明迟迟没有回应。由于未能满足太阁殿下提出的五个条件，日本因此在丁酉年（万历二十五年）再次发兵征伐朝鲜，南原之战也是事出此因。只要大明能够满足这五个条件，就能与日本议和。若大明将来还想与日本议和，这五个条件至关重要。这五个条件，六年前徐一贯、谢用梓两名明使渡海来到日本的时候，太阁殿下就已经明确向他们提出了。那么这五个条件究竟有没有传递给大明呢？”（《经略御倭奏议》）


加藤清正的这封信，由于用语不敬，彻底激怒了经略邢玠，他“不觉怒发上指，恨不得一时尽啖狂酋与和党之肉”，将日本使者拘禁了起来。

四月八日，明军在庆州擒获了一名从日军阵营中出逃的日本人。据此人供称，他原来是在日军中进行买卖的商人，但与其他人关系不好，就出逃到了明军中。又说，加藤清正急着与明军议和，如果此事能成，清正自称将回到日本向关白禀告，只留一将于釜山浦，其余日军尽皆撤回日本本土。（《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从这一供词来看，加藤清正的要价已经大为削减，但明军依然没有予以理睬。

与加藤清正一样，小西行长派出要时罗到明军阵营中议和，结果要时罗也被邢玠给囚禁了起来。邢玠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担心“一通往来，恐我未必得倭之情，倭反先得我之情”（《经略御倭奏议》）。

明军与岛津军的交锋

蔚山战役爆发前，经略邢玠从中协抽调出一支部队，使其屯兵在庆尚道的宜宁，西防全罗道顺天城、庆尚道晋州城的日军援兵，东援明军左、右两协。明军从岛山撤走的第二天，也就是一月五日，为查探敌情，这一支明军派出十五六名骑兵从宜宁南下，潜至岛津军屯驻的晋州城下进行侦查。晋州城的岛津军守将三原重种、蓑轮治右卫门引兵出城，邀击明军。明军侦察兵见敌兵出动，立即撤兵遁走，但有一名骑兵来不及逃走，被岛津军俘虏。（《旧记杂录后编》《岛津国史》）


经岛津军审讯，这名明军骑兵交代：明军发兵百万，至全罗道的全州、南原，将要屠灭驻守晋州的日军，因此派出侦察队进行查探。岛津义弘听说后，担心晋州城的寡军不敌明军大军，命令三原重种、蓑轮治右卫门撤回后方的泗川城。其余侵朝日军大将听说“百万”明军进至全州、南原以后，非常畏惧，认为蔚山、顺天、梁山三城位于险要之地，一旦被攻，进退失据，不如舍弃三城，退守西生浦等地，筑城固守。于是在一月二十六日，宇喜多秀家、毛利秀元、蜂须贺家政等人签下联署状，要求收缩战线，但是被丰臣秀吉严词拒绝。（《岛津国史》）


一月二十七日，丰臣秀吉鉴于日军在蔚山战役中没有侦察敌情，导致明军袭来都不知道，特意写信给岛津义弘，要求派出斥候侦察动向，修建堡垒，慎重守城。三月十三日，丰臣秀吉再次写信给岛津义弘，要求存储铳弹和火药。（《岛津国史》）


岛津义弘见“百万”明军迟迟未有动作，便命令岛津军重新占据晋州城。之后，岛津军将守势改为攻势，不断外出掳掠，与明朝、朝鲜联军在庆尚道、全罗道发生了一系列拉锯战。

二月二十一日，屯驻在晋州城的岛津军出城劫掠，200余名岛津军士卒分为三队，一队向庆尚道的安阴进军，其余两队则向庆尚道的咸阳与全罗道的云峰、山内进军。得知日军出动的消息后，朝鲜将领李光岳、李庆浚、元慎等人与明军联合，一同发兵山内。岛津军在明朝、朝鲜联军出动后立即退却，让两军扑了个空，明军见搜寻不到日军的踪迹，就撤军了。岛津军见明军撤退，又在全罗道咸阳的登丘县纵火抢掠。李庆浚欲迎战日军，但天降大雪，朝鲜士卒只能无奈退去。（《乱中杂录》）


二月二十八日，明军收到报告，称一股日军（岛津军）在庆尚道居昌等处劫掠，提督麻贵遂派遣副总兵解生、游击摆赛前去围剿。解生、摆赛二将于三月一日出发，八日抵达全罗道的忠州，但摆赛在途中感染痰火，不能前进，于二十六日退回忠清道的振威，并最终因病亡故。摆赛病故后，其所部兵马交由解生统领，解生继续领兵进剿滞留在庆尚道的日军。

三月二十四日，解生统领500家丁，与朝鲜将领郑起龙等人联合，然后兵分两路，本路进至庆尚道的陕川、三嘉，西路则进至庆尚道的居昌、憨八。（《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本路抵达目的地后，解生屯于陕川，郑起龙屯于三嘉。郑起龙侦察到岛津军在劫掠三嘉县境内的栗院，于是与解生合兵进击。岛津军见状撤退，解生、郑起龙一路追击至三嘉县南部。岛津军登上山头，扼守险要，郑起龙假装退军，将山头上的岛津军引诱至平地，随后分兵夹击，打败了岛津军。（《宣庙中兴志》）
 此战，岛津军一共有200多人，郑起龙斩得首级24颗，明军斩得首级72颗，联军夺回了被俘虏的朝鲜男女150多人。（《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西路进至庆尚道的居昌、憨八以后，在此遭遇300余名岛津军士卒。由于此处道路狭窄，人马难行，岛津军据险防守、堵截路口，使明军难以放手一搏，最后仅仅斩得1颗首级。

四月八日，朝鲜将领李光岳、元慎、李庆浚领军数千，联合500余名明军士卒，一同发兵全罗道的长水，逼近屯驻在全罗道长溪的岛津军。岛津军见明、朝联军出动，未敢应战，立即撤兵退走。明军在岛津军撤退以后，也随之撤军。

四月九日，屯驻在庆尚道泗川城的岛津军出城劫掠，向庆尚道的山阴、咸阳进军。朝鲜将领郑起龙与明军联合，将岛津军击败，使其退走。（《乱中杂录》）
 此战是为山阴、咸阳之战，是明、朝联军击退岛津军的一次会战。

四月二十日，岛津军又劫掠庆尚道的居昌等地。明军副总兵李宁为了剿灭这股日军，从庆尚道的安东发兵居昌。他听说岛津军从山阴袭来，于是率领130余名士兵，与朝鲜将领郑起龙一道前往咸阳沙斤驿迎战岛津军。交战中，李宁和他的战马被铁炮击中摔倒在地，岛津军趁机上前乱砍乱斫，李宁殉职身亡。（《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据朝鲜史料《宣庙中兴志》记载，虽然李宁战死，但明军仍旧取得了斩首300级的战绩。不过，从明朝史料对此毫无提及来看，这一记载可能不是真的。

副总兵李宁是提督李如松的家丁，勇力与李家的另一家丁祖承训齐名。碧蹄馆之战时，李宁曾拼死护卫李如松，一路杀出重围，此时折损这样一员勇将，实在可惜。三四月间，明军接连丧失了摆赛、李宁两名骁将。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在咸阳沙斤驿丧命的副总兵李宁外，明军队伍中还有一名同名同姓的大同参将李宁，此人隶属刘[image: ]
 麾下，后来跟随刘[image: ]
 参与了顺天之战，一直活到战争结束。

副总兵李宁的死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象村稿》声称，李宁是在居昌中伏，力竭后中枪而亡。《宣庙中兴志》《再造藩邦志》对这一说法有更加详细的记载，两书称李宁统领2000兵马出征居昌，岛津军收到消息后将精兵埋伏于山后，李宁轻兵冒进，被岛津军引入埋伏圈，最终力战不支，中枪身亡，亲兵把总李鸾率领600家丁力战突围，仅以身免。笔者认为，应当采信《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说法，因为李宁与岛津军交战并最终阵亡的地方是咸阳沙斤驿，而不是居昌。部分朝鲜史料对李宁战死居昌的说法可能存在误传，因为李宁以轻兵作战、被日军引诱的情节与一些朝鲜史料中对碧蹄馆之战的记述很相似，可能是将李如松的事情附会到了李宁身上。据说李宁战死以后，其所部明军因明神宗特许，交由朝鲜将领郑起龙统领，但这一说法是否真实还待考证。

六月五日，泗川城内的岛津军又出城劫掠，400余名岛津军士卒沿水路从庆尚道发兵全罗道。登陆全罗道以后，岛津军分兵行动，或发向乐安，或发向兴阳、宝城，朝鲜民众望风奔溃。岛津军进兵至草岘时，数十名明军与朝鲜将领联合抵御，但战斗失利，是为草岘之战。（《乱中杂录》）
 朝鲜三道水军统制使李舜臣听闻岛津军登陆全罗道，也欲登陆作战，但明军水师提督陈璘以水、陆作战有异为由拒绝，命令李舜臣停止出兵行为。这些岛津军进兵至全罗道的乐安培界院以后，就停止了下一步攻势，退兵到庆尚道。

七月二十三日，庆尚道昆阳城内的20余名岛津军士卒潜至全罗南道光阳一条名为知分川的河流处，但是被明军击退。（《乱中杂录》）
 此战是为光阳知分川之战，是明军驱逐岛津军的一次小规模战斗。

七月下旬，泗川城内的500名岛津军士卒分为两队，出城掳掠。一队经庆尚道的咸阳，向六十桥（庆尚道与全罗道的交界处）进发；一队经庆尚道的居昌，向全罗道的茂朱、锦山进发。朝鲜全罗道兵营别将佥裴敬南领军数百，前往抵御，但是不敌岛津军，于是向驻守全罗道全州的明军告急。明军提督董一元派兵数百，与朝鲜军合力进讨，终于击败岛津军，斩首20级。（《乱中杂录》）
 此战，是为茂朱、锦山之战，是明军再度打败岛津军的一次战斗。

八月二十一日，在茂朱、锦山战败的岛津军从全罗道撤军，逃回庆尚道。明军游击蓝芳威派出麾下士兵，追击岛津军至庆尚道的咸阳，在此将其击破，斩首42级，夺回被岛津军俘虏的100多名朝鲜人与60余匹牛马。此战，是为咸阳之战。此时，全罗道的数千明军开始出动，从全罗道进入庆尚道，他们一队经全州、锦山进入庆尚道，一队经南原抵达庆尚道咸阳。泗川城内的岛津军听说明军大至，派出侦察部队在庆尚道的山阴查探情况，但被蓝芳威麾下士兵击败，斩首40余级，岛津军再次败走。（《乱中杂录》）
 此战，是为山阴之战。明军相继在茂朱、锦山之战和山阴之战中打败岛津军，但蓝芳威顾虑到明军对日军仍无必胜把握，于是命令明军撤回全罗道。

八月下旬，晋州城内的岛津军故态萌发，派出500名岛津军士卒出城，一路进兵至智异山。智异山，位于庆尚南道与全罗南北道交界处，在全罗道南原东面、庆尚道晋州西面。日军兵抵智异山后，杀掠无数。收到消息的蓝芳威派出明军，击退了岛津军，是为智异山之战。（《乱中杂录》）
 此战结束以后，明军与岛津军在庆尚道、全罗道的拉锯战，暂时告一段落。


注解：



[1]
 　日本战国时期的一种度量衡，一寸约为3.03厘米，一尺等于10寸（约为30.3厘米），一间等于6尺（约1.818米），一段等于六间（约10.908米），一町等于十段（约109.08米），一里等于36町（3926.88米）。


[2]
 　明朝援军抵达朝鲜的时间，有两种说法。《明神宗实录》作“十一月乙卯，经略邢玠抵王京，议进剿，而所调宣、大、延、浙之兵，并至”。《两朝平攘录》作“此时，宣府、大同、辽蓟、延绥、保定、浙胜营兵，俱已到久”。


[3]
 　朝鲜史料《象村稿》与《两朝平攘录》在明军的部署上记载有异。《象村稿》称，左协大将是李芳春，中协大将是高策，右协大将是彭友德。依据经略邢玠在《经略御倭奏议》中的记录，左协大将是李如梅，中协大将是高策，右协大将是李芳春、解生，这与《两朝平攘录》《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吻合，是以取这一说法。


[4]
 　日本学者洞富雄在《铁炮传来与其影响》一书中将《两朝平攘录》里的说法视作事实，此为大谬。


[5]
 　《明神宗实录》《两朝平攘录》记载，小西行长屯兵釜山浦。这一说法有误，因为小西行长当时屯守在全罗道的顺天城，驻守在釜山浦的日军守将并不是他，而是侵朝总大将小早川秀秋。


[6]
 　日军袭击兵营城的时间有不同说法。《大河内秀元朝鲜记》记载，明军于寅刻（日本旧计时单位，即凌晨4时）袭来，《浅野家文书》记为卯刻（清晨6时）袭来，《朝鲜日日记》记为辰刻（上午8时）袭来。


[7]
 　这是日本的特定时间称呼，不能和中国方面的称呼相混淆。巳时在中国指上午9时至上午11时，日本人把巳时分为巳时上刻、巳刻、巳时下刻（末刻），分别指上午9时、10时、11时。其他时间以此类推。


[8]
 　此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但在《两朝平攘录》中，这一建议是由吴惟忠向杨镐提出的。


[9]
 　《两朝平攘录》称，小西行长从釜山抽调一二千精锐救援岛山城。这一说法有误，当时小西行长在顺天城，不在釜山城，而且也没有发兵救援岛山城。同时，该书声称小西行长凭一二千援军就吓跑了杨镐，这一说法纯属捏造。


[10]
 　《两朝平攘录》称，杨镐在一月二日收到日军援军大举出动的消息后惊慌失措，计划在一月四日撤兵。这一叙述完全属于捏造，杨镐是在一月三日晚上最后一次攻打岛山失利后才下定决心撤兵的。


[11]
 　此据《再造藩邦志》《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两朝平攘录》则认为，负责殿后的是吴惟忠、茅国器。


[12]
 　《朝鲜征伐记》《丰臣秀吉谱》《清正记》称，小西行长主动提出撤守顺天、蔚山的议案，但遭到加藤嘉明的坚决反对。


[13]
 　经笔者核对，日军诸将要求后退的地方应该是龟浦，后来丰臣秀吉同意弃守的也是龟浦，而相关文献则错记为“熊川”“加德”。


[14]
 　即龟浦，文献错记为“加德”。




第九章


丁酉再乱（下）：

从明军发起四路总攻到万历东征结束






明朝再派大军入援朝鲜

蔚山战役结束的同年（万历二十六年）正月，明朝内阁召开会议。会议内容与蔚山战役无关，而是围绕舟师问题展开讨论，因为朝鲜水军在前一年的漆川梁海战中惨败，导致朝鲜战场上急需舟师。此外，御史徐兆奎在会议上提出了直捣日本本土的计划。兵部经过讨论以后，赞同了徐兆奎的建议，并描绘出了一个攻打日本的大致蓝图：

关酋（丰臣秀吉）背道逆天，虐用其众，闻各岛愤怨已非一日，纠合出奇，诚因势利导之策也。举事莫先于浙，尤莫便于闽、广，以日本多两省之人，可以响应。两省多近洋之国，可以结联，加之商贩杂出其间，可以别用。是在各督抚，同心秘计，随便酌行，如忠义可鼓，勿待正兵。事机可乘，勿待奏报，而一切假之便宜，毋以议论束缚，致令掣肘。（《明神宗实录》）


在明朝兵部拟定的计划中，朝廷将出兵攻打日本的任务交给了浙江、福建、广东三个沿海省份，由三省出兵从海路攻打日本本土；并计划在打击行动中联合反对丰臣秀吉的日本大名、靠近沿海省份的国家、在日本的福建人和广东人、往来于中国和日本的商人；保证赋予浙江、福建、广东三省极大的自主权，任其自由行事，不会对其进行掣肘。

对于兵部拟定的计划，明神宗表示同意，并很快进行了相关调整。根据御史唐一鹏的建议，明神宗准备将熟知日本国情、有出兵攻打日本想法的广西总兵童元镇调到浙江，将浙江总兵李应诏调到广西。

然而，浙江、广西易帅的命令下达后，广西爆发了瑶民叛乱。为了镇压瑶民，维护广西的稳定，童元镇不得不拖延上任时间。广西巡抚戴耀为此上奏，请求暂留童元镇，等镇压瑶民以后，再让童元镇到浙江上任，明神宗表示同意。另一边，浙江巡抚刘元霖考虑到浙江省是海防重地，上疏朝廷催促童元镇尽快赴任，如果做不到，则请求浙江总兵李应诏留任。由于广西战事拖延，童元镇迟迟未能赴浙履任，浙江、广西的两名总兵仍旧待在原位没有调换。于是，直捣日本本土的计划最终成了泡影。

《明史·童元镇传》对于这一流产计划只有简单的几句话：

会日本破朝鲜。廷议由浙、闽泛海捣其巢，牵制之，乃改元镇浙江。既而事寝，移镇贵州。

如果明朝的这一计划能够顺利实施，那对丰臣秀吉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日军将同时在朝鲜、日本两个战场与明军作战，在国力不敷的情况下，很可能遭遇亡国命运。但由于该计划终究没有执行，所以只能是一场空梦。

再说回朝鲜战场。蔚山战役结束一个多月后的二月十一日，经略邢玠向明廷上奏“蔚山大捷”，称蔚山战役对日军造成了巨大打击，但由于风雨交加、明军疲惫，日军又出动援兵，明军只能暂时撤军，再做攻伐准备：

蔚山之役，取城破寨，擒斩焚溺大小贼将一百余人、获级一千二百有奇，与死于水火围困者，不可胜计。且窘清酋（加藤清正）于岛山，旬有余日，致使餐雨饮溺，穷蹙已极矣。天心稍一厌乱，彼酋亦不知碎首何处。奈何风雨为阻，士马久疲，且倭贼水陆之援兵俱至，当此之时，解围撤兵，养精蓄锐，再俟我兵全集，另图剪灭，似未晚也。是役也，奋勇争先者，诸将士之戮力，设伏设诱、用正用奇者，提督麻贵之苦心。然犹全藉抚臣杨镐，亲临行阵，主筹握算。至于冒矢石而不顾，穷日夜而不休，尤人所难者。今以疾乞休，未可听去。（《明神宗实录》）


同月，建州女真部落酋长努尔哈赤向经略邢玠请缨，希望自己能够领兵2万，前往朝鲜剿灭倭寇。这是努尔哈赤第二次向明廷请求出兵朝鲜，早在壬辰倭乱时他就已经向时任兵部尚书的石星请求过，但因石星反对而未能如愿。这一次，邢玠本打算答应努尔哈赤的请求，但是被海防道右参议梁祖龄劝阻。梁祖龄表示：如果答应让女真人征倭，那么朝廷的兵马有多少，朝鲜的兵力强弱与山川地形，都会被他们知道得一清二楚，这不是一件小事。听了梁祖龄的劝告，邢玠幡然醒悟，拒绝了努尔哈赤的出兵请求。（《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明朝后继援军集结完毕后，相继奔赴朝鲜。根据《经略御倭奏议·催发续调兵马疏》的记载，蔚山战役结束后，新到朝鲜的明军援军有：由蓝芳威统领的4800名浙江兵，驻防在公州。开赴中的明军陆军有：三月二十日从张家湾起行的5100名广东兵，由陈璘统率；一月九日启程的2022名南赣营兵，由傅良桥统率，途经天津；4000名浙江续调兵，由原任副总兵张榜招募、统领；10000名川兵，由刘[image: ]
 统领，将抵辽阳；1000名福建兵，由许国威统领。开赴中的明军水军有：二月二十四日出海的2000名吴淞水兵，由李天常统领；2280名南京水兵，由万邦浮统领，二月二十八日途经天津；已驻天津的1320名福建水兵，由白斯清统领，造完船后出海；前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起行的3154名浙江水兵，由沈茂统领，已过德州；3000名广东水兵，由张良相统领，已在途中；1500名狼山水兵，由福日升统领，正月二十六日乘船至山东灵山卫；正月二十日出海的3000名沙兵，由梁天胤统领。
[1]



四月二十七日，陈璘的广东兵到达辽东，刘[image: ]
 的川兵已经进入了朝鲜义州。五月十日，陈璘的广东兵开赴鸭绿江。（《明神宗实录》《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到了五月中旬，援军全部进入朝鲜。此时，加上原先进入朝鲜的明军士兵，明军总兵力达到9.8万人。（《明神宗实录》《经略御倭奏议》《东征记》）


尽管兵力得到了极大补充，但东征的明军内部却发生了南北兵的争斗。事件的起因，是岛山之战时，经理杨镐出于某些原因命人捉拿了浙江游击陈寅标下的中军周升，用重棍责打。周升为此深恨杨镐，他将南兵对杨镐的不满，诉之于东征赞画主事丁应泰。周升诬告杨镐，故意对丁应泰控诉道：杨镐在岛山之战中遗弃了许多粮食、器械；明军战死了很多人，杨镐却将实情隐匿起来，让军中的杂役及买卖人等顶上去，补充缺少的兵额；杨镐侵吞军中饷银，不将饷银分给各营，导致军马绝粮一个月。（《宋经略书》）
 虽然周升打的小报告并不是事实，但杨镐确实对南兵将领很不友好，以致许多南兵将领纷纷附和周升。

六月四日，丁应泰上奏朝廷，弹劾经理杨镐、提督麻贵、副总兵李如梅隐匿实情，指出明军在蔚山战役中实际打了败仗，战死了许多人。据《万历邸钞》记载，丁应泰弹劾的内容为：

贪猾丧师酿乱，权奸结党欺君。抚臣杨镐，谬妄轻浮，机械变诈，既丧师而辱国，敢漏报而欺君，倭至则弃军士之命而潜逃，兵败则画屯守之策而掩罪。副将李如梅贪淫忌刻，欺罔奸谗，张虐势而凌眇将官，挟上交而淫掠属国，逗留观望，则且进且退，擅离信地，则独往独来。提督麻贵，巧于避罪，而文致报章，忍于弃军，而仓皇驰焉。既已损威偾事，乃复冒赏乱功，诸将拊心，三军切齿。

丁应泰又称，杨镐、李如梅献媚加藤清正，欲与清正讲和。还说，自从东征以来，辽兵前后阵亡约2万人，皆死于李如松、李如梅兄弟之手：第一次平壤之战阵亡3000人，第二次平壤之战阵亡三四千人，碧蹄馆之战阵亡3000人，南原之战阵亡3000人，稷山之战阵亡四五百人，岛山之战阵亡近乎1万人。（《万历邸钞》）


明神宗接到奏本以后，勃然大怒，将杨镐革职，让他回到河南老家赋闲，又命经略邢玠暂时经理朝鲜军务。虽然杨镐在蔚山战役中打了败仗，又遭到丁应泰的弹劾而去职，但是朝鲜人发自内心地尊敬他，对他评价极高，不舍他离去。“去年秋，贼酋行长攻陷南原，清正领大众来会，凶锋已迫汉南，都城之民鱼骇鸟窜”，杨镐挺身而出，“单车疾驱，冒入危城。慰谕余氓，申饬将士。使人心依赖，贼情畏沮，遂却敌于谈笑指挥之间”。朝鲜人因此认为杨镐功莫大焉，蒙受了冤屈，替杨镐辩白说：“都城得保今日，皆其力也。岛山之役，镐以文职大官，环甲上阵，暴露虎穴，与提督及诸将，励气督战，焚烧内外寨栅，斩获千余级。清正穷蹙一穴，渴馁几毙，而不幸天雨急寒，士卒多伤，我势已疲，而贼援大集，固将有腹背受敌之患。镐与麻贵密察事机，宣令左次，排选马军，身自为殿，即其事状，终始如此。若征剿实绩，则陪臣及诸将，皆目见而知之，功罪查核，自有公论，天日在上，岂容虚诳。”（《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


离开朝鲜前，朝鲜国王李昖在弘济院为杨镐践行，并因他的离去伤心流泪，杨镐自己也凄然动容。朝鲜父老遮住道路，拦着不让杨镐走，大声号哭，杨镐在轿子上鼓励、安慰他们后，流着泪离开了。（《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


除了杨镐，李如梅也因为回辽东买马离开了朝鲜，由新到朝鲜的总兵董一元接替他的职务。

同样是在六月，战争祸首丰臣秀吉产生了结束侵朝战争的念头。据日本史料《西笑和尚文案》记载，六月下旬的时候，丰臣秀吉生了重病，他命加藤清正与朝鲜交涉议和事项，只要朝鲜向日本道歉，日本就立刻撤兵。由此可见，蔚山战役过去仅仅半年，丰臣秀吉就有了结束侵朝战争的想法，他实在撑不下去了，蔚山战役对日军造成的打击非常巨大。

杨镐去职以后，明朝政府和在朝明军继续进行人事调整，加强武备，准备对日军发动全面攻势。

六月十五日，明神宗任命汪应蛟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经理朝鲜军务。六月二十三日，明神宗又下诏令万世德替代汪应蛟，经理朝鲜军务。九月，新任经理万世德尚未到达朝鲜，经略邢玠就收到了丰臣秀吉已经死亡的风声，为此日军将要从朝鲜撤退。于是他利用这个机会，将明军兵分为四路，准备直捣侵朝日军在朝鲜的巢穴，以达到扫穴犁庭的目的。

据朝鲜官方史料《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四路明军的兵力分别如下：

[image: Figure-0532-0147]


四路明军的具体编制，在朝鲜史料《再造藩邦志》中有一份更加详细但兵力不同的记载：

[image: Figure-0533-0148]


《再造藩邦志》记载的四路明军，除了东路以外，其余三路兵力都与《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不同，要少很多。不算上朝鲜军，《宣祖昭敬大王实录》里的四路明军总兵力是92100人，而《再造藩邦志》里的四路明军总兵力是64300人，要比前者少去近3万人。不过，虽然计算出的四路明军总兵力才64300人，但《再造藩邦志》原文却说四路明军的总兵力达到了142700多人，号称20万人。这一说法应是夸大其词，不是事实。在四路明军的兵力上，笔者认为应当以朝鲜官方史料《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为准。

此外，《再造藩邦志》对部分明朝将领的编制记载有误。比如该书说游击彭信古被安排在东路，隶属于提督麻贵，但实际上彭信古应是被安排在中路，隶属于董一元；又说游击蓝芳威被安排在西路，隶属于刘[image: ]
 ，但实际上蓝芳威也被安排在中路，隶属于董一元。总之，《再造藩邦志》里的四路明军编制表，存在着一些细节错误，只能够作为参考。

无论如何，明军在蔚山战役后振作起来，重新发动大军南下，给日军造成了很大震动。据《看羊录》记载，收到明军大举出征的消息后，加藤清正写信给德川家康，焦躁不安地对他说：“唐船及朝鲜兵船，自西海盖海而来。倭城十六，几尽受围，吾朝暮且死。援兵若不早出，吾且决腹，不受人刃。”准备再次渡海来到朝鲜的石田三成，听到这个消息后，也不敢渡海了，留在了九州岛肥前。（《朝鲜群书大系·海行总载》）
 从加藤清正和石田三成的反应来看，他们对明军再次大举出征充满了恐惧。

第二次蔚山战役

南下的四路明军中，担任东路大将的提督麻贵统领明军24000人、朝鲜军5514人，合计29514人（《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其战略目标仍是夺取加藤清正所在的蔚山倭城。九月，东路明军对加藤清正发动了第二次攻击，这便是“第二次蔚山战役”。

史料上对第二次蔚山战役的过程记载并不多，而且充满了一些相互矛盾的说法。例如，诸史料对第二次蔚山战役之前麻贵的进兵路线就存在着分歧。具体来说，是对麻贵发起第二次蔚山战役前，是否驻扎（或进兵）温井、东莱存在分歧。温井、东莱这两个庆尚道沿海城市，位于蔚山倭城西南方向，距其较远，但非常贴近侵朝日军的大本营釜山浦，可以说是釜山浦的屏障。

明人诸葛元声的《两朝平攘录》记载，麻贵在第二次蔚山战役之前，“率所部颇贵、牛伯英等驻扎温井，与蔚、岛清正相对”。但是，上文已经说过，温井、东莱距离蔚山倭城有一定距离，反倒是距离釜山浦比较近。所以如果麻贵亲自驻扎温井，要与日军对垒，也应该是与釜山浦的毛利吉成对垒，而不是与远在蔚山倭城的加藤清正对垒。

对于第二次蔚山战役之前明军是否驻扎温井一事，朝鲜史料《乱中杂录》有这样的记载：“本月十九日，麻提督掩击东莱城内、温井等处之贼。”与《两朝平攘录》稍有不同，《乱中杂录》说麻贵在九月十九日亲自带兵袭击东莱、温井的日军，而不是驻扎温井。不过《两朝平攘录》《乱中杂录》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提到麻贵在驻扎（或进兵）温井以后，从温井出发，发兵直捣蔚山。《两朝平攘录》没说麻贵出发的具体日期，《乱中杂录》则明确说是九月二十日。

然而在朝鲜史料《象村稿》中，麻贵根本没有驻扎（或进兵）温井、东莱。此书记载，麻贵本来计划于九月十九日进兵温井，但是顾虑到会误伤朝鲜百姓，所以延迟了进兵日期。直到九月二十一日，麻贵才派朝鲜将官金应瑞攻打温井、东莱，斩首日军数十级，他自己则没有亲自前往温井、东莱。

《象村稿》还说，九月二十一日，麻贵从庆州南下，发兵蔚山。庆州在蔚山的西北方向，从地理位置上推断其行军路线，麻贵不可能如《乱中杂录》所说，九月十九日袭击蔚山西南方向的东莱、温井以后，又在九月二十一日大老远跑到蔚山西北方向的庆州，再从这里发兵蔚山。这在路线安排上是十分不合理的，相当于绕了一个大圈。因此，麻贵不太可能在第二次蔚山战役前驻扎（或进兵）温井、东莱，他应该是直接从庆州南下发兵蔚山的，这与第一次攻打蔚山时的进兵路线相同。

但明军九月在温井、东莱与日军接战，在其他史料中确实也有记载。据朝鲜官方史料《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九月二十二日，明军和温井的日军接战，斩得30颗首级，救出1000名被掳掠的朝鲜人：“温井之倭，则天兵焚荡，斩三十余级，被掳人一千余名招谕出来。”经略邢玠的《经略御倭奏议》也提到，明军九月二十三日在温井、东莱擒获一名日本人：“东路于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在温井、东莱擒获一名界磨。”根据《象村稿》《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经略御倭奏议》的记载来看，明军、朝鲜联军在九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都有进攻温井、东莱，而当时第二次蔚山战役已经打响了。

合理的推测是，麻贵的东路军分兵为二，他自己率领本队人马从庆州发兵东南方向的蔚山，别动队则发向温井、东莱。麻贵本人并没有在九月十九日带军袭击温井、东莱，也没有率领颇贵、牛伯英驻扎在温井。这一推测可在史料中找到佐证。《经略御倭奏议》记载：“麻贵将兵分投埋伏，计阻清正，不令西援。”可见麻贵的东路军当时确实有分兵之举。从《海东地图》等朝鲜古代地图分析，《两朝平攘录》《乱中杂录》对麻贵从温井移兵蔚山的记载应该有误，当时实际的进兵情况应是麻贵率领本军从庆州南下，发兵蔚山，同时派遣明军别军和朝鲜将官金应瑞攻打温井、东莱。

理清麻贵的进兵路线后，再来分析第二次蔚山战役的过程。关于此战的经过，《明史·朝鲜传》中有一个流传较广的说法，称麻贵误入日军埋伏，以致战败：“麻贵至蔚山，颇有斩获，倭伪退诱之。贵入空垒，伏兵起，遂败。”

但在《清正高丽阵觉书》等以加藤清正为主角的日本史料中，却找不到加藤清正设伏击败麻贵的记载。如果加藤清正真的以这样的战术击败了东路大将麻贵，这些史料绝不可能不吹嘘一番，但是却偏偏没有。于是有些日本史料以《明史·朝鲜传》为蓝本，将设伏麻贵之人改成了立花宗茂。

例如《日本史记·立花宗茂传》记载，立花宗茂在第二次蔚山战役期间率领1000余人出兵救援加藤清正，以设伏战术击败明军，斩首400级，之后又与加藤清正夹击明军，大破麻贵：

九月，明兵大举围三屯，（小早川）秀秋闻之，议赴援，众皆默然。宗茂独奋曰：“蔚山围解，则新寨、顺天自解，吾请往。”乃率兵千人赴援，乘晓雾遇明军于元溃，破之。追北急，小野镇幸止之曰：“虏恐有后军。”宗茂曰：“虏马足乱，可追也。不追，虏知我寡军。”追击，又破之。既舍，故逸囚。众怪之，宗茂曰：“是示寡，诱敌也。”设伏以待。夜半，敌果来袭，伏起，复破之，斩首四百级。明日，至金澄，距蔚山十里。麻贵解围而退，宗茂与清正夹击，又破之。

不过，《日本史记·立花宗茂传》说立花宗茂设伏的地点是在“元溃”与“金澄”之间的某个地方，打败的也不是麻贵本队。在该书的记述中，立花宗茂设伏打败一股明军以后，于次日抵达蔚山，然后与加藤清正夹击麻贵本队，将其打败。

此外，另一日本史料《续日本史·立花宗茂传》提到，立花宗茂出兵救援加藤清正的具体日期是在九月五日，说他仅仅率领500人，便设伏击败了明军：

明将麻贵攻加藤清正于蔚山。九月五日，宗茂闻急，以兵五百救清正。至元溃，遇虏五千人，乘晓雾逼击，败之。乘胜追蹑，或止之曰：“彼众我寡，勿追。”宗茂曰：“否。不追，知于我寡也。”遂前，又败之。既舍，命纵囚者。皆曰：“彼语我寡，虏必反击。”宗茂曰：“此予所欲也。”夜设五伏，以待焉。三更，虏果至，又败之。翌日，师行近蔚山，清正出，夹击虏军，虏大崩而走。

《续日本史·立花宗茂传》特别提到，立花宗茂与明军交战的具体时间是在九月五日、九月六日。但依据朝鲜史料《象村稿》的记载，直到九月十一日，麻贵的先锋解生、杨登山才抵达蔚山，麻贵亲自统领的本队人马更是直到九月二十一日才从庆州出发。因此，立花宗茂根本不可能在九月五日、六日期间出兵与明军交战，因为明军根本不在事发地。

在早期的立花家史料中，如《柳川立花家谱》《立斋旧闻记》，立花宗茂出兵救援加藤清正的时间是在同年五月，比第二次蔚山战役爆发的时间早了4个月。后来成书的《续日本史·立花宗茂传》依靠明朝史料，知道此战发生在九月，于是做了更正，但却又画蛇添足，说具体日期为九月五日、九月六日，结果反而露出了马脚，让人知道“立花宗茂设伏打败明军”这个说法，只不过是日本人根据明朝史料附会编造的。

除月份有问题外，《柳川立花家谱》还将明军主将弄错了，原文记载道：

（庆长三年）五月，（立花宗茂）破明兵于元溃，放所获虏，使敌知我兵寡。其夜，敌果来袭，设伏击走之。进兵阵金澄，向清正所据蔚山城。杨镐、梅伯闻宗茂至，解围去。宗茂入城，与清正相见，清正厚谢之。

在《柳川立花家谱》的记述中，第二次蔚山战役期间，明军的主将是杨镐、梅伯。但杨镐当时因被丁应泰弹劾，已经去职，回到了河南老家，并不在朝鲜。至于梅伯，可能是日本人对麻贵名字的汉文写法。但无论梅伯是不是麻贵，该书都明确提到明军主将在立花宗茂还没赶到的时候，就已经解围而去，并没有《续日本史·立花宗茂传》《日本史记·立花宗茂传》中提到的立花宗茂与加藤清正夹击麻贵的情节。可见在早期的立花家史料中，并不存在立花宗茂与麻贵交战的记录。

事实上，立花宗茂在整个丁酉再乱期间，与明军交战的只有后来爆发的露梁海战，其他时间都坐镇在大后方，根本没挪过窝。加上壬辰倭乱时与明军交锋的碧蹄馆之战，立花宗茂实际上在整个万历朝鲜战争中和明军正面交手的机会，只有两场会战。只有立花家自己的一些史料，拼命地给他虚构战绩，让他在这些虚假的故事中大放光彩。

加藤家的史料对“麻贵中伏兵败”之说全然没有记载，再排除掉立花家虚构的情节，我们可以认定，这一说法不过是以讹传讹罢了。考究史源，“麻贵中伏兵败”一说的较早出处，是方孔炤的《全边略记》：

麻贵至蔚山，望之空垒，及趋而至。忽然旗帜蔽空。贵策马而逃，丧兵士千。

但经略邢玠在《经略御倭奏议》中否定了“麻贵中伏兵败”的说法：

麻贵将兵分投埋伏，计阻清正，不令西援。清正夜出，伏兵冲突进营，砍杀倭兵数多。就阵获见解倭兵界磨及倭将化叱大里小如文，又烧焚岛山、后江、南集、粮寨房千余间，各贼赤身溺死者难以计算。

根据这一记载来看，设下伏兵的是麻贵，而不是加藤清正。麻贵通过设伏，击败了加藤清正，并取得了焚毁倭房千余间的战绩。不过，《经略御倭奏议》的这一记载，作为明军战报，也有夸大实情之嫌，并不能完全视作事实。在记录第二次蔚山战役的史料中，记载最为详细的是朝鲜史料《象村稿》。据此书记载，此战的经过是这样的。

九月十一日，麻贵派副总兵解生、参将杨登山领6000人直趋蔚山倭城，参将王国栋、游击颇贵埋伏于路旁。子夜，明军与日军交战，斩首17级。此后日军与第一次蔚山战役时的表现一样，退保蔚山倭城的心脏——岛山城。

九月二十一日，麻贵从庆州于朝驿出发，向岛山进军。他令解生、杨登山、王国栋、颇贵四将带领骑兵布阵于岛山城对面的山峰上，自己则布阵于蔚山的富平驿旧址，并挑选明军精骑挑衅日军出战。日军先是从岛山城内出来查探，又匆匆赶回去报信，之后大队人马从城内杀出来，与明军骑兵接战。千总麻云等将率领200骑兵从箭滩奔向岛山，日军没有料到这支骑兵会从侧面攻过来，一下子崩溃瓦解，仓皇逃窜，溺死了很多人。明军斩得1颗首级，并焚烧了日军的房屋、粮草。朝鲜将官金应瑞于同一天攻打岛山西南方向的温莱、东井，斩得日军首级数十颗。麻贵命令诸将修葺草房，长期屯驻在岛山城外。此后，明军每天派出骑兵挑战岛山日军，但日军就是坚守不出。明军一旦进逼岛山城下，日军就用铁炮射击明军，使明军难以近城。

九月二十六日，麻贵为了引诱日军出战，让明军假装撤兵，但日军依然不为所动。

九月二十九日，管拨军杨汝德向麻贵报告，称釜山日军数日内将会救援岛山城，麻贵开始筹划退兵。次日天亮以后，麻贵下令将粮饷、大炮运送到12公里外的地方，又挑选骑兵埋伏于兵营西谷。之后，明军退屯后方，麻贵派遣千余骑兵驰骋于白连岩下的日军船只停泊之处，但是岛山城内的日军仍然坚守不出。

十月六日，麻贵听到中路董一元失利的消息，非常忧虑，于是回兵庆州，留下解生、杨登山、王国栋、颇贵四将埋伏于毛火村。

十月七日，从日军俘虏处逃回的朝鲜人全以连前来报告，声称关白丰臣秀吉已经死亡，德川家康召加藤清正回日本，如今将要撤兵。麻贵得到消息后，于十月二十三日，从庆州退兵到后方的永川。

依照《象村稿》的相关记载，明军和日军在第二次蔚山战役中并没有大动干戈，大部分时间里双方都是相持不战，最后麻贵得到中路董一元失利的消息匆匆撤军，此战草草结束。

其他史料中也有一些细枝末节的叙述，可以进一步丰富此战的细节。《乱中杂录》记载，明军焚毁了岛山的外栅，但之后一直打不下内城。《宣庙中兴志》记载，明军除了焚烧岛山的外栅外，还尽烧房屋、粮草，于是日军退保岛山内城，明军对内城的进攻则毫无进展。《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岛山日军在九月二十二日出城夜袭，杀死明军士兵5名、俘虏1名；同时明军别动队在温井、东莱纵火扫荡，斩首日军数十级，救出1000多名被俘虏的朝鲜人。

明军未能打下岛山内城的原因，朝鲜史料和日本史料都提到了一点，那就是岛山城经历了第一次蔚山战役以后，被日军修筑得更加坚固，于是日军依靠与上一次蔚山战役同样的战术，不断施放铁炮打击山下的明军，使明军难以近城。例如，《枫轩文书纂》记载：“城兵数百人丛炮乱射，敌军（明军）乃退，去城二三里，筑长围守之。”《乱中杂录》记载：“贼丸如雨，天兵被害不知其数。”《宣庙中兴志》记载：“贼入保内城，放丸如雨，天兵不能近。”《清正高丽阵觉书》也记载，岛山日军用弓和铁炮射杀明军，导致“唐人（明军）败北”。

攻坚不行，麻贵便“日出游兵挑战，或变阵而佯退”，想把加藤清正逼出来，但加藤清正就是躲着不出来。迟迟无所进展，麻贵最后只能撤兵了。

第二次蔚山战役的唯一亮点，是岛山日军在九月二十一日的城外会战中，被明军千总麻云的200骑兵冲溃。《宣庙中兴志》对此记载道：

（麻）贵至庆州，令解生等以六千人先发。解生直抵蔚山，败贼兵千余人于栅外。二十二日甲辰，贵领大军至岛山下，选精骑挑战。清正兵乍出乍入，已而大出合战。千总麻云以二百余骑，出其不意横冲之，贼大骇奔迸，溺水死者甚众。天兵乘胜，夺外栅，尽烧房屋。

但是无论如何，就第二次蔚山战役的结果而言，明军仍然没有取得成功，没能实现攻克岛山的战略目的。事实上，《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也说麻贵对拿下岛山并没有太大把握，“岛山贼势浩盛，提督似有难色”，“提督自内城退遁之后，颇有畏怯之意，方欲退阵庆州矣”。总而言之，第二次蔚山战役，明军还是失败了的。

郭国安的传说

在南下的四路明军中，担任中路大将的提督董一元统领明军26800人、朝鲜军2215人，合计29015人。（《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董一元的战略目标是挫败驻守在庆尚道泗川的岛津义弘、岛津忠恒父子。岛津义弘是日军诸将中最为难缠的对手，《看羊录》里记载道：“义弘武勇又冠诸倭，倭人皆曰：‘使义弘居用武之地，虽吞并日本无难。’其麾下极精勇。”

当时，岛津军的前沿据点是庆尚道的晋州城，守将为三原重种、蓑轮治部右卫门，兵力至少有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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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州城南面是晋江，晋江对面是岛津军的望晋（又称“望津”）山寨，守将是岛津家臣寺山久兼。望晋山寨建在号称天险的望晋山上，北倚晋江，西临昆阳城，东临永春寨，三寨互为犄角。望晋山寨的岛津军兵力有三种主流说法：《征韩录》记载的200人，《岛津国史》记载的300人，《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的400余人。

望晋山南面就是泗川城，泗川城又分泗川旧城和泗川倭城。泗川旧城又称“泗川旧寨”，是朝鲜人原先修筑的泗川城。泗川倭城又称“泗川新寨”，是日军在旧寨西南方向的法叱岛新造的居城，于万历二十五年冬开始修筑，由毛利吉成、岛津丰久、相良赖房、伊东祐兵、秋月种长、高桥元种、长宗我部元亲、长宗我部盛亲、中川秀成、池田秀氏、垣见一直等担任筑城工作。《朝鲜役录》记载，泗川倭城的建筑格局是：“新寨内起天守，外以石城、木栅自固，寨凡四层，极其牢密。世子（岛津忠恒）居牙城，公（岛津忠恒）居第二城。新寨三面临海、一面通陆，引海为濠。舸舰数百，常泊于寨下。”在泗川倭城和泗川旧城之间，还有一座叫东阳仓的粮仓，里面囤积着大量军粮。

泗川旧城的守将是岛津家臣川上忠实，城内兵力有三种说法。日本史料《征韩录》说是300余人，朝鲜史料《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说是480余人，明朝史料《两朝平攘录》则说日军“屯重兵于旧泗川城以守之”，城内共有数千人。

泗川倭城的日军兵力，《西藩野史》里是1000人，《渊边真元高丽军觉》里不满3000人，《朝鲜役录》里不满5000人，《泗川倭城战捷之伟绩》里是5000人，《川上久辰谱中》里是7000人，《岛津历代歌》里是1万人，而《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一书就有4000人、七八千人、1万人多种说法。

泗川倭城东南方的固城，由立花宗茂、高桥统增、小早川秀包、筑紫广门等人屯守，兵力约为7000人。

综上所述，董一元的中路明军所要面对的敌人，其驻守位置与兵力如下：



	驻守地
	守将
	兵力



	晋州城
	三原重种、蓑轮治部右卫门
	至少500人



	望晋山寨
	寺山久兼
	有200人、300人、400余人等说法



	永春寨
	川上久智
	不明



	昆阳城
	不明
	不明



	泗川旧城
	川上忠实
	有300余人、480余人、数千人等说法



	泗川倭城
	岛津义弘、岛津忠恒等
	有1000人、不满3000人、4000人、不满5000人、5000人、7000人、七八千人、1万人等说法



	固城
	立花宗茂、小早川秀包等
	约7000人




据明人诸葛元声的《两朝平攘录》记载，董一元的中路军八月从庆尚道尚州出发，经高灵一路南下，进驻晋州城。在这中间，并没有中路军与晋州的岛津军交战的记录。据日本史料《征韩录》记载，早在一月份，岛津义弘就命令晋州城守将三原重种、蓑轮治部右卫门撤走，退到后方的泗川城，因此这时候晋州城内并没有日军。

但是这一说法并不是事实，因为根据朝鲜史料《乱中杂录》的记载，晋州城内的岛津军从二月开始，一直到八月下旬，仍在不断出城劫掠。这说明，八月中路军出动时，晋州城仍然有岛津军屯驻。所以，董一元进驻晋州，应该是与岛津军发生过武力冲突的。

对此，《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董提督攻拔晋州，军声大振”，“董提督驱出晋州之贼，长驱直下”。《宣庙中兴志》记载：“董一元破倭人于晋州。”《悠然堂集》记载：“董提督本月二十日，进攻晋州城，倭贼尽弃其器械及牛马、我国男女四百五十四名，遁走于昆阳等地。”《明史·董一元传》也记载：“一元由中路御石曼子（岛津义弘）于泗州，先拔晋州。”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董一元是将晋州给攻下后才进驻此城的。

对于晋州之战的详情，《经略御倭奏议·献俘疏》记载道：“董一元率茅国器等哨至晋州，与石曼子（岛津义弘）对敌，炮火进攻，烧毁大寨二处、倭房二千余间，夺回朝鲜男妇六百余名。及追至江边，溺死倭兵甚多。当获见解倭兵十罗世乐、亚子孛罗。”由此可见，明军在晋州之战中使用了大炮，烧毁大寨2处、倭房2000余间，并追击岛津军至晋江江边。这一记载有严重夸大事实的嫌疑，但至少能证明晋州确实发生过战斗。

董一元进驻晋州以后发生了什么？

《两朝平攘录》里说，因岛津军驻守在晋江南面的望晋山，临江固守，而望晋山是一处难以逾越的天险，所以明军与岛津军隔着晋江对峙了一个月，未能渡江。南兵游击茅国器对董一元说：“细看倭营，自望洋（指望晋山）以至新寨，势若长蛇。望洋其首也，碎其首，余如破竹矣。但晋江不能飞渡，当以计取之。”董一元赞同茅国器的看法，但苦于没有内应，仍不敢渡过晋江攻打望晋山。

关于明军此后如何横渡晋江，《两朝平攘录》里记载了一个颇为戏剧性的故事。

九月某日，在前线进行侦察活动的明军士兵，忽然看到一个朝鲜妇女从岛津军的营寨中出来。明军问其缘故，这名朝鲜妇女拿出一张纸给他们看，上面写着：“此妇将度异域矣，吾甚怜之，捐赀以赎，放还故土。天朝兵将当怜其穷困，勿加杀害，则救蚁之德也。”写这封信的人又向明军透露了自己的身份：“知吾姓者，令公之后，埋儿之父。问吾名者，有或之口，无才之按。”茅营士兵不知所云，将这名朝鲜妇女押解到了茅国器处。

茅国器看了这封信以后，也不知道是谁写的。茅国器标下有一个名叫诸葛秀的赞画，根据唐代大将郭子仪被称呼为“郭令公”，以及二十四孝中的“郭巨埋儿”这个故事，推断出写这封信的主人姓郭。他又推断出“有或之口”是“国”字（国的繁体字为“國”），“无才之按”去掉偏旁为“安”字，知道这个人名“国安”。综合起来推断，写这封信的人名叫郭国安。听了诸葛秀的解说，茅国器沉默不语，但他的参谋史世用却欢呼雀跃，高兴地跳了起来。史世用说，当年他潜入日本刺探情报的时候，认识了在岛津家做事的华人郭国安，此人宣誓报效大明，现在他在倭营，可以使他作为间谍。

得知这一情报后，茅国器派降倭前往侦察，得知郭国安在望晋山。于是，他派降倭手持史世用的书信，潜入望晋山倭营与郭国安会面，约定明军于九月二十日渡过晋江南下，而郭国安则作为内应，在明军出兵后放火焚烧望晋山的屯粮处。

到了九月二十日，茅国器做出整兵渡江的架势。望晋山内的岛津军见明军出动，便从寨内出来，到临江处堵截明军。忽然之间，望晋山火势大起，日军一时间惊慌失措，回头救火。趁此机会，明军顺利渡过晋江，攻打望晋山，攻破大寨2处，焚烧房屋2000余间。望晋山的岛津军纷纷向泗川旧城逃去。

按照《两朝平攘录》的解释，明军从八月进驻晋州开始，由于难以逾越晋江，攻打望晋山这一天险，与岛津军隔着晋江相持一个月，后因一名朝鲜妇女的关系，联络上郭国安作为内应，才在九月二十日顺利渡江，攻克了望晋山。不过，朝鲜史料《象村稿》的说法与此有很大出入。根据《象村稿》的记载，九月十九日，明军从晋州北面的三嘉发兵南下，他们一晚上急行军44公里，途中经过晋州，在九月二十日黎明渡过晋江，布阵于望晋山的前野。望晋山的岛津军望见明军部队后，主动撤退了。

到底哪一种说法更加接近事实呢？依照日本史料《大岛忠泰书状》的记载，岛津军于九月二十日弃守晋州，此城在之前并没有被明军占领。而根据朝鲜官方史料《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记载，董一元的中路军于九月二十日攻克晋州，晋州的岛津军尽弃牛马、器械，仓皇逃窜，向昆阳城、泗川旧城方向逃去，此役明军取得斩首7级的战绩。又据岛津家臣川上久国的回忆录《久国杂话》记载，郭国安当时待在后方的泗川倭城，不可能协助明军渡过晋江、火烧望晋山。
[3]



再结合《象村稿》记载的进兵路线进行推断，中路军应该是在九月十九日从三嘉南下，九月二十日打下晋州，同一日渡过晋江，占领了对岸的望晋山。仅仅一天时间，明军就从晋州打到了望晋山，根本没有与日军对峙一个月，这几乎是完全推翻了《两朝平攘录》的说法。

由此推论，《两朝平攘录》里明军与岛津军隔着晋江对峙一个月、明军遇见一名朝鲜妇女、郭国安作为明军内应焚烧望晋山寨、岛津军在晋江边堵截明军等情节，全都是虚构的，并不是事实。当时位于前线据点的岛津军几乎未做任何抵抗就撤退了，根本就没有《两朝平攘录》里记载的那些情节。

《两朝平攘录》中有关郭国安的故事，原是杜撰情节，但是以《诸家大概记》为首的许多后世日本史料不知道《两朝平攘录》的很多记载并不可靠，盲目搬用此书内容加以改编。《诸家大概记》甚至在《两朝平攘录》的基础上，又创作出了郭国安其实是日本间谍，被岛津义弘故意派去引诱明军深入的剧情。

在《诸家大概记》里，郭国安摇身一变，成了日军间谍，替岛津义弘执行诱敌深入的任务。为了引诱明军，郭国安故意放出一名朝鲜妇女到明军营中，让她手持郭国安手写的匿名信交给明军。郭国安在匿名信中故弄玄虚，让明军通过猜哑谜的方式猜到写这封信的人是“郭国安”，这让曾经去过日本的史世用想起来有这么一位爱国华人，可以利用其做内应。取得联络后，郭国安顺利得到了明军的信任，一步步将明军引入岛津义弘所设的陷阱，也就是大后方的泗川倭城，让岛津军将明军一网打尽。然而，亲历泗川之战的岛津家臣川上久国回忆，岛津义弘从未派郭国安与明军联络过。（《久国杂话》）
 所谓郭国安引诱明军深入，根本就是胡编的故事。

泗川战役

望晋山的岛津军逃走以后，明军立马派兵扫除望晋山周边的岛津军据点——望晋山西面的昆阳城与望晋山东面的永春寨。这两地的岛津军面对董一元的中路军来袭作何反应，史料中有两种说法。

《两朝平攘录》记载，九月二十日，明军攻破望晋山，申时（下午3时至下午5时），董一元派兵袭破东面的永春寨，放火将其烧毁。九月二十二日，董一元攻破西面的昆阳城，同样将其烧毁。

《象村稿》记载，九月二十日，望晋山的岛津军弃寨逃走以后，昆阳、永春、新宁的岛津军于同一天焚烧营寨，跟着逃走了。火不是明军放的，岛津军也没有留下来迎战明军。九月二十一日，董一元派遣麾下蒙古骑兵奔赴昆阳，斩下了残留在这里的岛津军士兵首级12颗。

简而言之，《两朝平攘录》认为明军用武力强行攻破望晋山、永春寨、昆阳城，而《象村稿》则认为望晋山、永春寨、昆阳城皆不战自溃，守军主动撤退，没有与明军交战。无论哪一种说法正确，都体现了中路明军势如破竹，岛津军望风披靡。

据《朝鲜役录》记载，九月二十五日，在局势大好的情况下，明军通事张昂带着劝降书信，来到岛津义弘的泗川倭城，试图劝降岛津义弘。这份劝降信原文如下：

谕札，天朝宣谕倭将：

尔今侵害朝鲜，栖身于丛林峻岭，昼夜劳苦，食用不敷。且尔家中田地都邑，荡然尽夺，子女为所质。而夫妻子母，经年不得一面欢聚，苦不可言。我今天朝兵马多来，水陆夹攻，进无生门，退无归路，不知何时休息，终必死亡而后已。我知尔等皆于威势所逼，恐亦内变，陷尔等于死地。不若趁我天兵来攻，放尔一条生路，扬帆渡海，免受刑戮，归亦有名，岂非明哲见机之上策？故特差役，使尔等知之。如欲休兵休战、保身全家，可差的通事来讲。如不听宣谕，或有他图别议，亦速回报。我有天兵百万在此，何难于征剿？但念尔无辜，今虽出没掳掠，实出于势不得已，非其本心，故不忍加诛。

特此谕之。

万历二十六年

典史龙漄（史世用）与友理书

张昂带着劝降书来到泗川倭城的时候，岛津义弘的儿子岛津忠恒和裨将北乡三久、种子岛久时、本田昌亲正在城外进行训练。他们见到张昂后，收下了信，但他们都是武人，不通汉文。北乡三久等人商量后，拒绝投降，并挑衅道：“明人可速来，击歼之。”张昂没能劝降岛津军，反而收到对方态度强硬的答复，只好回去复命了。

九月二十七日，由于岛津军拒绝投降，加上朝鲜将官固执地向董一元请求进兵，董一元经不住催促，便将2000步兵、1000骑兵配给朝鲜将领郑起龙，又抽出各营精锐4000人自己亲自统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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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泗川旧城进兵。（《象村稿》）


据诸葛元声的《两朝平壤录》记载，九月二十八日夜半时分，明军大同骁将李宁自恃骁勇，脱离大部队孤军深入，结果迷失了道路，被岛津军包围后砍死。但实际上这一记载有误，是诸葛元声误将同年四月战死的副总兵李宁（在咸阳沙斤驿被岛津军杀死），和另外一名隶属于西路军的大同参将李宁（一直活到战争结束），混淆为了同一人，创造出了一个大同骁将李宁战死在泗川旧城的故事。

九月二十八日天亮时，明军大部队已经抵达泗川旧城。一部分岛津军正在泗川旧城外收割粮食，见明军大至，纷纷放弃粮食逃窜。泗川旧城内的日军仓皇出城迎击明军。有一名穿着金色甲胄的岛津军将领，骑着战马迎战明军，结果被明军中军方时新射落马下，旋即被明军斩杀。（《象村稿》）


但是，明军也出现了将领阵亡的情况。游击卢得功手执铁戈，率领骑兵冲锋陷阵，结果被岛津军的铁炮射杀。（《象村稿》）
 据说射杀卢得功的人，是一名叫桦山休兵卫的武士。（《朝鲜役录》）
 不过，明军并没有因为卢得功的战死而落了下风，又斩杀了一名叫加麻可末余九业的岛津军副将。（《宣庙中兴志》）
 不敌明军的岛津军最终弃泗川旧城而逃，向泗川倭城方向奔去。

逃跑途中，川上忠实以铁炮队殿后，且战且退。追到泗川旧城外3.9公里时，道路两旁都是稻田，通往前面的路只有一条，明军因此不敢距离日军太近。但是过了这块稻田后，前方就是一片开阔地，于是明军将骑兵分为两支，从侧翼奋力直追逃跑的岛津军，并不断对着他们张弓射箭。岛津家史料《义弘公御谱中》记载：“大明多兵追忠实，欲屠杀，而飞雨箭者宛如降雨。”

川上忠实的坐骑被明军射倒，这使他逃命的机会一下子变得渺茫起来。一个叫市助的士兵见状，急忙夺了一匹明军的战马给川上忠实，才让他得以继续逃命。（《西藩烈士干城录》）
 这个时候，有三个岛津家的武士正在附近打猎，他们是鸟丸重持、押川公近、宫原盛喜。望见明军追击川上忠实后，三人迅速决定进行援助。鸟丸重持躲在路边树下，暗中狙击正在追击川上忠实的一名明军追兵，他用铁炮打中了这名明兵，使其跌落马下。押川公近冲入明军阵中，斩得一颗首级。但三人不敢恋战，一同逃回了泗川倭城，去向岛津义弘报告明军已经打过来的消息。（《义弘公御谱中》）


和川上忠实一起逃命的，还有岛津军的军监相良赖丰，他擅长箭术，逃亡过程中射杀了许多明兵，但是他的坐骑也被明军射杀，因此只能徒步作战，最终被明军杀死。岛津军的另一名军监胜目兵右卫门，本来已经快要逃回泗川倭城了，但听说相良赖丰被杀，他又折返回去，单骑冲入明军阵中，结果同样被明军杀死。

泗川倭城内的岛津军听到明军出动的消息后，想要去救援川上忠实。但岛津义弘没有胜算，制止了他们，他说：“不援败兵，固不忍也。然敌气锐而势盛也，难与争锋。不如以逸待劳，固避勿出矣。”听了岛津义弘的这番话后，岛津军将士便放弃了出兵救援泗川旧城，但还是有一名叫作伊势贞昌的家臣单骑跃马，出城等候川上忠实的败兵到来。伊势贞昌最后等到了川上忠实，和他一同退回泗川倭城。（《义弘公御谱中》）
 川上忠实入城后，岛津义弘召见他，看到他的铠甲上插了16支箭镞，便让人帮他一一拔下。（《奥关助觉书》）


对于泗川旧城之战中岛津军的兵力、死伤，史料中有不同的说法。明朝史料《两朝平攘录》称，明军击败数千岛津军，斩首数百，取得了较为辉煌的战绩，“城内尚有数千倭仓皇出战，我兵冲击斩级数百”。但据岛津家史料《征韩录》记载，泗川旧城的岛津守军只有300人，最后阵亡了150人。另一份岛津家史料《久国杂话》则记载岛津军被杀200人，与《两朝平攘录》相近。而朝鲜官方史料《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则称，泗川城内的岛津军有480多人，明军斩首80余级，其余人逃入泗川倭城。无论如何，泗川旧城之战，总体上还是明军占据优势。明军虽然阵亡了一名游击卢得功，但岛津军阵亡了一名金甲倭将、一名副将，还有两名军监，总共阵亡了19名高级武士。（《征韩录》）


综合各类史料的说法，晋州之战、望晋山之战、永春寨之战、昆阳城之战、泗川旧城之战中，明军与岛津军的伤亡分别如下：



	战役
	明军损失
	日军损失



	晋州之战
	不明
	被斩首7级，倭房被烧2000余间



	望晋山之战
	不明
	不明



	永春寨之战
	不明
	永春寨被烧毁



	昆阳城之战
	不明
	被斩首12级，昆阳城被烧毁



	泗川旧城之战
	卢得功阵亡
	相良赖丰、胜目兵右卫门等19名高级武士阵亡，战死士兵数百人




明军打下泗川旧城之后，又趁势焚烧了岛津军的粮仓东阳仓。即便是军粮物资被烧，岛津军依然不敢出救，可见对明军畏惧之深。明军焚烧东阳仓之后，继续追击，来到泗川倭城之下。面对董一元的中路大军，岛津义弘不敢轻举妄动。血气方刚的岛津忠恒和其他岛津将士纷纷向岛津义弘请战，但都遭到了岛津义弘的拒绝。熬到傍晚，明军才终于退去。对于当日岛津军不敢迎击明军的情形，岛津家史料《义弘公御谱中》记载道：

既而，明兵烧东阳之粮库，进围新寨。岛津又八郎忠恒欲击走于明兵，义弘叱曰：“不知敌兵之多少，则必勿挑战矣。”且不开城门、不树旌旗、不发羽箭铁炮，宛似无人。少焉，天日倾西山，虑时刻之不是也，明兵徒以退去也。忠恒主等恨不与一元相战。

这天之后，董一元准备再次对泗川倭城发起攻势。

《两朝平攘录》记载，九月二十九日，明军商议对泗川倭城发动总攻。南兵游击茅国器认为，明军虽然连破数寨，但斩获不多，现在岛津军全部退守泗川倭城，必定竭力死守，明军并不太容易打下，而且周围的日军各寨可能会出兵救援泗川倭城；因此建议先攻打泗川倭城附近的固城，以歼灭岛津军的援军，断绝外援，然后再进剿泗川倭城。但董一元因为连破望晋山、永春寨、昆阳城、泗川旧城，变得有些轻敌，他高傲地捋着自己的胡子说：“本镇看新寨倭亦无几何，固城易与耳。今先攻新寨，如疾雷不及掩耳。此寨破，固城不战自溃矣。”加上游击彭信古怂恿董一元进兵，这更加坚定了董一元发兵泗川倭城的意志。

笔者认为，这份史料中的一些情节描述未必是事实。《两朝平攘录》的作者诸葛元声对彭信古有种天生的偏见，对茅国器又过于亲近，因此存在虚构言论抹黑彭信古、抬高茅国器的可能，不一定是彭信古怂恿了董一元。

此时，面临中路明军将全力进攻泗川倭城的险境，岛津义弘的反应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记载。

朝鲜史料《宣庙中兴志》记载，岛津义弘预感到自己死期将近，于是动手挖了一个坑穴，像小孩子一样坐在里面，自嘲说这就是他的坟墓。

而岛津家史料《征韩录》的记载则完全不同，岛津义弘表现得气定神闲，阻止了想要出城与明军决战的其子岛津忠恒，并对他说：“若使明将驻师望晋、永春、昆阳之间，时遣间谍，觇我虚实，观衅而动，则我师将坐困矣。今乃烧夷寨栅，暴露军士，兼行倍道，昧于一来，吾知其无远谋也。当俟其至，决一死战，则克之必矣。”岛津义弘看破明军缺乏战略眼光，对击败明军充满信心。不管这番话是岛津义弘本人说的，还是《征韩录》的作者替他编造的，确实指出了明军的要害之处。正如明朝海防道右参议梁祖龄指出的那样，中路军“全军皆出，不设老营。马步齐攻，并无后应，俱失算也”，埋下了失败的祸根。

十月一日，中路军留下一支步兵留守泗川旧城，其余军队全部出动，攻向岛津义弘所在的泗川倭城。明军以茅国器、叶邦荣、彭信古三营的步兵担任先锋，直抵泗川倭城城下，攻打其正门。郝三聘、师道立、马呈文、蓝芳威四营的骑兵分为左、右两翼，在泗川倭城外堵截、埋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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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日本战史·朝鲜役》的记载，明军中路军的编制如下：

[image: Figure-0550-0150]


面对来势汹汹的明军，岛津义弘登上泗川倭城的大门右楼督战，岛津忠恒登上大门左楼督战。过了一会儿，岛津忠恒下左楼，登上右楼，与岛津义弘同守一处。（《奥关助觉书》）
 岛津家臣川上久国登上天守阁，只见明军蔽野塞川而来，无边无际。岛津义弘告诫将士说：“先勿放铳，待螺而发。”岛津忠恒和许多将士向岛津义弘请求出城野战，岛津义弘严厉地拒绝道：“法当待敌隙而动。敌纵得势，毋妄动。必致众壁下，而突出以决生死。”岛津义弘发话后，城中肃然，不发一矢一丸。于是，明军毫无畏惧，直扑城下，对着倭城“放火箭如雨”，又“列置大楯，厚三四寸，外以生牛皮张之。从其阴设台、悬大杠，击碎大门一扇、楼堞数处。步兵逼濠毁栅，争登，以挠钩将破堞，钩垂以牛皮紏为绳，又以长梯将登”（《朝鲜役录》）
 。

岛津义弘见事态危急，终于吹响螺号，下令迎战明军。岛津义弘和岛津忠恒亲自来到泗川倭城大门督战，岛津军在城堞上“以弓铳一时并发”，使冲在前头的明军不断中箭、中弹扑倒。岛津忠恒拿起弓和铁炮，不停地射杀明军，弓弦都被拉断了两次。岛津军的大炮射向明军的盾牌，皆能将其击穿，再加上杀死了许多明军炮手，明军大都匍匐着不敢动。这时候，泗川倭城除了大门外，前门、后门和北门也都处于交战状态。前门“矢炮相挑”，战事并不紧急，但是北门遭到明军的剧烈攻击，岛津军频频发铳抵抗，打得非常吃力。由于发射铁炮的次数太多，岛津军的铁炮都变烫了，难以用手握住，即便用湿布裹住，也难以冷却下来。（《朝鲜役录》）
 就在战事胶着之际，明军阵中忽然起火，士卒大乱。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据诸葛元声的《两朝平攘录》记载，自卯时（凌晨5时至早上7时）开始，茅国器、叶邦荣二将奋力攻打泗川倭城，到了巳时（上午9时至上午11时），明军已经用“大将军木杠”打破了泗川倭城的一扇大门、数处城垛。眼看就要攻进泗川倭城，结果彭信古营中的京城无赖，不会操纵火器，导致“大将军木杠”突然炸裂，火光冲天，明军为此大惊。

“大将军木杠”是一种什么样的火器？《朝鲜役录》说：“木杠状如龟甲，充火药于其中。”这类炮是一种子母炮，跟佛郎机是一个原理，就是再大一号。至于为何“大将军木杠”会突然炸裂，可能是因为这门炮的木枕（一个横着的木栓）没有放好。当时的冶炼工艺无法把子母炮做得严丝合缝，所以使用时就要用到木枕来进行固定。炮手放炮时，先放子铳，后面再塞一个木枕防止子铳点燃后跳出来。因此，明军可能是木枕没放好，导致子铳跳了出来。也可能是木枕裂了，导致子铳跳了出来，毕竟它的后坐力是靠一块木头承受的，木头不够结实或者稍微有点歪就会出故障。

还有一个地方值得注意，《两朝平攘录》作为一部编纂史料，在立场上有很强的个人感情倾向。明明彭信古和茅国器、叶邦荣一样是攻打泗川倭城的步兵先锋，但是此书作者诸葛元声却刻意忽略彭信古，只提茅国器、叶邦荣两人奋力攻城，令人感觉彭信古没有什么作为，就连火器炸裂也发生在他的军营。然而根据明朝史料的《东征记》《万历三大征考》的记载，彭信古一直在卖力攻城，泗川倭城的城垛也是被彭信古打破的，并不是茅国器、叶邦荣。

同样，究竟是明军哪一支部队失火，也存在着分歧。在中路提督董一元差官的报告、朝鲜庆尚道观察使郑经世的报告中，都提到起火的是游击茅国器的部队，并没有提到彭信古的部队。而在后来董一元向监军陈效提交的报告中，才首次出现了彭信古军队起火的说法。（《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至于为何会从最初报告中的茅国器部队，变成了后来的彭信古部队，这其中的原因耐人寻味，可能是明军内部斗争的结果。换句话说，一直在泗川之战中背负污名的彭信古，很可能是替人背了黑锅。

至于明军阵营起火的原因，同样有不同的说法。朝鲜史料《乱中杂录》记载，这都是岛津义弘的计策。岛津义弘连日来故意多次对明军示弱，使董一元产生轻敌之心，他则暗中招募士兵将火药埋在城外，又让士兵带着火把埋伏在周围的洞穴中以待明军。董一元率大军攻过来之后，岛津义弘亲自带兵出战，并假装不敌逃回了泗川倭城，但城门不闭，以便将明军引诱进倭城。见明军中计，岛津义弘纵兵逆战，杀死了许多明军士卒。不久，潜伏在城外的岛津军点燃火药，大量明军战士被烧死。明军惊慌失措，被日军围攻，伤亡惨重。《乱中杂录》原文记载道：

（九月）二十六日，董一元败军于法叱岛。初，一元进围贼城，连日攻战，义弘登城备御，日日示弱。一元谓诸将曰：“可以灭此朝食。”督军薄城。义弘募兵，持焰焇数斛，潜埋城外，掘旁穴，持火潜伏。自领军出战，佯败入城，城门不闭，天兵追入。义弘纵兵逆战，死尸山积。俄尔火发，军中士卒烧尽。贼众大呼乘之，死者不可胜言。

不过，《乱中杂录》将泗川倭城之战的时间记错了，记成了九月二十六日，实际应该是十月一日。事实上，《乱中杂录》中关于岛津义弘佯败入城的记载，源自朝鲜儒学者姜沆所著的《看羊录》：

唐兵围泗川倭义弘阵。义弘佯败入城，城门不闭。唐兵阑入城中，义弘纵兵突击，入城者无噍类云。

《乱中杂录》在《看羊录》的基础上，添加了岛津义弘将火药埋在泗川倭城外的情节。笔者认为，无论《看羊录》还是《乱中杂录》提到的岛津义弘击败明军的战术，应该都不是事实，因为岛津家的各种史料对此全无记载。如果岛津义弘真的如此厉害，以佯败、埋火药的战术击败了明军，那么岛津家的史料是绝不可能不提的。

也有岛津家史料提到，是岛津军的火炮打中了明军的火药桶，引起明军阵营失火，使得明军多人被烧死。如《西藩烈士干城录·寺山直久列传》便记载道：

十月初一日，（明军）大众进攻新寨，二公（岛津义弘父子）婴城督兵，诸将能拒。巨炮、手铳引放，铁弹、火药飞激数里，敌军药壶皆破，烟焰蔽天，人马多烧死。于是城中乃纵兵击之，敌兵乱走。

岛津家编纂的《朝鲜役录》则记载，是桦山久高命令炮手击碎明军火器，加上几名武士潜入明军阵营放火，才使得火药发生连环爆炸，明军一下子阵亡数千人：

桦山久高等急命炮手击碎敌营火器，亦会所出三士市来家纲等潜入阵发火，于是营中火药同时齐燃冲起，声震天地。黑烟涨空，不辨远近，（明军）焚死者数千人，众军一时惊乱，或有既走。

但岛津家史料《家久公御谱中》却否定了以上说法，说岛津军的火炮根本没有打中明军的火药桶或者火器，而是明军阵营中突然发生了火灾：

少焉，起火灾于大敌军中，宛如疾雷。盖木杠破，而火烧其药。

从以上岛津家史料来看，岛津家自身对明军阵营失火的原因，说法也并不统一。而最为离谱的说法，出自《西藩烈士干城录·沙门列传》《征韩武录》《佐竹次郎右卫门遗事》，说是岛津家武士市来家纲、濑户口重治、佐竹义昭穿上明军的衣服、甲胄，经过伪装后潜入敌阵，朝明军的火药桶投火，才造成了大爆炸。

事实上，有关泗川之战的真正权威史料，是岛津家臣帖佐彦佐卫门的回忆录《帖佐彦左卫门觉书》。在他的记载中，明军的火药桶（明朝史料称为“砲药篓”，日本史料称为“塩硝壶”）自己着火，引起连环爆炸，与岛津军无关。另一名岛津家臣伊藤壹岐在其回忆录《伊东壹岐入道觉书》中，也称他当时在泗川倭城的箭楼上，看见明军意外失火，先发出大炮般的声音，后火势蔓延，发出雷鸣般的巨响。

《旧记杂录后编》收录的《旧记抄》，同样是较为原始的岛津家史料，这份史料也说明军是由于自身因素失火，与岛津军无关：

敌军失火，药焰如疾雷。即开城门御讨出，被得大利。

岛津义弘的传记《忠平公军记》也说，明军由于火药桶着火，引起了连环爆炸：

敌势中塩硝壶火入，余多鸣音，如百千万之雷，敌余多烧杀。骚动，败军之色见。

《岛津世家》则更明确提到明军先是火器炸裂，之后烧到了火药：

敌军中，炮裂如雷，火烧其药，烟焰涨天，明兵惊迷。

朝鲜官方史料《宣祖昭敬大王实录》收录的几则战后报告，亦可以佐证当时是明军阵营自己失火，而不是被岛津军的火炮打中失火：

戊戌十月庚申（初八），军门督监启曰：

董提督差官来言：“董提督既攻晋州，乘胜进逼泗川。东阳之贼，不战而散走。遂进攻新寨，以大炮打破城门。大兵欲入之际，茅游击阵火药失火，阵中扰乱……”





戊戌十月壬戌（十日），庆尚道观察使郑经世驰启曰：

董都督初二日入攻新寨之贼，打破城门，方欲入攻之际，茅游击阵中火药失火，仓皇奔救……

所以事实已经很清楚了，明军阵营失火，并不是岛津军的原因。失火以后，明军“阵中扰乱”“仓皇奔救”，而岛津军则绝处逢生，迎来转机。接下来，按照《帖佐彦左卫门觉书》的记载，岛津义弘传令穿着白色和赤色铠甲的两名武士突阵。见两名武士的攻击有利于日军，岛津义弘又命令全军开城突击。

《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泗川倭城内的岛津军从倭城内杀出，用铁炮攻击明军，岛津义弘埋伏在城外的伏兵也冲出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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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岛津义弘事先在城外埋下伏兵这一说法，在柳成龙的《西厓集》中可以得到佐证。此书记载，泗川倭贼在城外挖了几处隐秘的洞穴，当明兵打到泗川城下将要登城的时候，埋伏在洞穴里的几百名裸倭手持白刃杀了出来，明军受惊溃走。由此可见，岛津义弘确实事先留了一手。

在明军突然失火、日军伏兵尽出的双重惊吓之下，郝三聘、马呈文两支骑兵部队率先掉头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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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举动引起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彭信古、茅国器、叶邦荣、柴登科、祖承训、蓝芳威等部队，相继溃乱，争相逃窜。（《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岛津义弘下令突击后，岛津忠恒本想从泗川倭城的大门出去追击明军，但是门内兵马堵塞，无法出去，只好从便门出去，岛津义弘自己则从水门出去。岛津忠恒出城后，策马当先。一名叫上床国隆的武士几天之前已经埋伏在城外，城内的岛津军杀出来后，他随即响应，第一个冲上去砍杀明军。裨将北乡三久与一名明军骑兵搏战，同时从坐骑上掉了下来。岛津忠恒看到后，冲上去把这名明军骑兵给杀死了。（《朝鲜役录》）
 岛津忠恒纵兵在前追击明军，岛津义弘指挥大军跟在后面，泗川倭城的岛津军几乎空城而出。

然而，让岛津军始料未及的是，明军游击茅国器统领着一支全身皆着赤甲的明军部队，此时尚未退走。（《久国杂话》）
 据《西藩烈士干城录·岛津尚久列传》记载，这支赤甲明军见泗川倭城空虚，便想趁机袭击城内，直接打下岛津义弘的老巢。反应过来的岛津家臣岛津忠长下令300铁炮手对着这支赤甲明军齐放铁炮。寺山久兼、新纳久元等人率军赶来，从小道袭击赤甲明军背后，连放铁炮。两面夹击之下，这支明军最终退败。原文记载道：

十月初一日，明兵二十万来攻新寨，忠长率兵坚守城北门。敌急攻，而木杠破，药烟蔽目，忠长开壁冲敌军，敌军败走，我兵乘胜逐北。有甲于前，一队皆赤，望见我空壁争逐，鼓行将疾代入我壁，其锋甚疾。是时，忠长被黑缩甲、兜鍪前设锹形立物、尚红色金栏袈裟、建金钟认旗于马侧，而前水，使三百人齐放鸟铳，左右殊死战。少焉，敌负粮者先走。望观之，则寺山久兼、新纳久元等自间道出敌背，连发鸟铳，逼其辎重，敌遂败绩。我兵逐至晋州川而班师。

这件事在《图书头忠长谱中》中也有记载。该书称，岛津军被这支杀向泗川倭城的明军打得丢盔弃甲，岛津忠长、黑田家兵卫尉、野添带刀长、本田与兵卫尉陷入苦战。岛津义弘不忍他们战死，派了数百援军过来解围。原文记载道：

十月朔日之曙，（明军）再竖羽旄、鸣鼙鼓，来环我之泗川城。于是，义弘主、忠恒主，开城门，陈干戈，则（新纳）忠在亦随之，以击其军。敌军已败焉，欲乘胜以追北。则（明军）亦还向相战者，不可当，是以我之骑、步弃胄曳兵，退散走去者多矣。丁此之时，（岛津）忠长奋出向敌，兵刃既接，疾视斗战，则斩首强敌一人。然而（明军）不退，倍威进来，而欲倒伏于忠长之势甚矣。忠长踞坐，敢不动焉，黑田家兵卫尉亦在其旁。于时，野添带刀长、本田与兵卫尉，二骑连来合力，讨杀魁兵数人。于兹，义弘主不忍见忠长等之将向战死，而遣旗下之兵数百骑救之。

这支赤甲明军被岛津忠长等人击溃后，明军陷入了全线溃败的颓势之中。完全崩溃的明军分别向三个方向逃走——昆阳、望晋山、泗川旧城，跟在后面的岛津军紧追不舍，立即分兵追击。

逃往昆阳的明军由北乡三久、伊集院忠真、种子岛久时负责追击。该路明军占据险要抵抗追上来的岛津军，但北乡三久等人对明军发射大铳，又以短兵突击，该路明军再次败退。（《朝鲜役录》）


逃往望晋山的明军由岛津忠恒亲自带兵追击。听随从将士说看到明军大将的旗帜后，想要生擒董一元的岛津忠恒鞭马深入，加快速度追赶。但岛津忠恒一马当先，追得太快，以致后面的部下都没能及时跟上，于是被五六十个明军骑兵给围住了。眼看岛津忠恒就要被明军骑兵杀死，岛津家武士平田宗位、床次佐助从后方赶了过来，杀死几名明军骑兵，替岛津忠恒解了围。剩下的明军骑兵见状散去，岛津忠恒这才幸免一死。直到明军大将的旗帜看不见了，岛津忠恒这一路日军才作罢，不再继续追赶。（《朝鲜役录》）


逃往泗川旧城的明军由入来院重时、桦山久高、寺山久兼、川上久智等人带兵追击。这条路线是一条大道，逃走的明军最多，因此追击的日军也最多。岛津军追到泗川旧城与永春之间的一条河流前停了下来。这条河虽小却很难跋涉，中间有一座石桥连接两岸，地名就被称呼为“石桥”。

在石桥这里，茅国器的中军徐世卿率军严阵以待，不停向日军射箭，以阻止其靠近，岛津军追兵因此不得上前。日军裨将颍娃主水自负骁勇，大呼要第一个登上石桥，结果被明军射穿左肩，倒在了地上，随从连忙上前扶起他退走。由于这一路岛津军没有携带铁炮，为了躲避明军的弓箭，技穷之下，都在道旁躲了起来。过了一会儿，新赶到的武士白坂笃清带了一把铁炮过来，用它击毙了一名明军士兵。就在他选择下一个目标时，川上久智一眼认出徐世卿乃明军首领，指着他对白坂笃清说：“彼赤装张盖者，头目也。”白坂笃清听到后，用铁炮狙击徐世卿，将他射落马下，明军大乱。川上久智趁机带领家兵向明军冲去，其他人连忙跟进，生擒了徐世卿。在这样的不利局面下，明军依然打伤了岛津军的裨将本田昌亲，将他击退。不过抵抗了一会儿后，明军就坚持不下去了，退到了一处狭隘的地方抵抗岛津军。岛津家武士大山纲宗仗着勇武，拿刀追砍明军，甚至刀都被砍折了一把，结果因没戴头盔被砍伤了脑袋。川上久智见状，指挥部下进援大山纲宗，反复冲击明军三次，最终击溃这一路明军，随后便展开了疯狂屠杀。在三路溃逃的明军中，这一路明军较为集中，加上逃跑路线单一，所以阵亡人数最多。杀戮之后，岛津兵争相夺取明军尸身上的金银，还抢夺了他们的马。（《朝鲜役录》）


疯狂的岛津军一路追击明军至晋江南岸，在这里逮住明军残部又一次展开了屠杀。许多明军士兵跳江逃亡，结果溺死了在晋江里。时至傍晚，岛津军终于不再穷追，引兵回到泗川倭城。这一日，明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朝鲜役录》）


至此，中路明军全面败北。据《朝鲜役录》分析，明军因武器装备严重不足才导致大败。100名明军士兵中，只有25名弓手（皆骑兵）和15名长枪手、狼筅手、藤牌手（皆步兵）有武器，其余60名士兵皆是空手。而明军的披甲率仅为十分之一。

作为败军之将的董一元，先是逃到晋江北岸的三嘉，之后又一路北遁，来到大后方星州，原先运来的粮草在逃亡途中被尽数丢弃。其中有12000石的军粮，被追上来的岛津军缴获，带回了泗川倭城。（《乱中杂录》）


星州距离董一元当日南下的前哨站晋州有整整5日的路程（《西藩烈士干城录·寺山直久列传》）
 ，可见董一元态度消极，恐怕是被吓到了。关于董一元为何跑这么远，史料当中有两种说法。

《两朝平攘录》称，遭遇泗川惨败后，茅国器劝董一元固守望晋山这一要害之地。但是董一元认为此地孤立，担心固城的立花宗茂联合岛津义弘并力来攻，因此不敢留守望晋山，直接撤兵回到了大后方星州。

《宣庙中兴志》则称，董一元直接渡过晋江，逃到了北面的陕川，但是又受到彭信古的欺骗，以为朝鲜将领郑起龙的军队也已经覆没了，于是担惊受怕之余连陕川也不敢多停留，退兵到了更后方的星州。

明军中路军在泗川惨败后，一路北遁，这固然不假。但是，笔者认为以上两个记载各自带有一些溢美茅国器、贬低彭信古的成分，其记述的内容未必全部是真，毕竟这也是有前例的。

十月十二日，董一元清点完中路军剩余人马，查出了泗川倭城之战中先行逃窜的四名骑兵，于是将其中两人枭首，另两人仗责一百。接着，他又令祖承训、蓝芳威等率领6000兵马，与朝鲜将领高彦伯、郑起龙等防守三嘉。不管怎么说，明军此时只能够亡羊补牢，以守势代替攻势。而先行溃逃的两名骑兵将领——游击马呈文、郝三聘，之后被明廷下令斩首。董一元自己也被革去官衔，戴罪立功。

泗川战役中的伤亡

作为胜利的一方，为了夸耀在泗川倭城之战中打败明军的战功，日本史料严重夸大了明军的兵力。《岛津国史》《义弘公御谱中》《西藩野史》等记录明军的总兵力为20万人，《朝鲜征伐记追加》记录为100万人，《岛津历代歌》记录为数百万人。这样的夸大，可以说非常无耻。

与明军的兵力一同被日本史料夸大的，还有明军的伤亡。收录于《岛津家文书之二》的《泗川倭城战首注进状》作于泗川战役结束后没多久，里面记录岛津军斩得明军首级38717颗，还列出了岛津军各部队的具体斩首数目：



	部队
	斩首数目



	鹿儿岛众（岛津忠恒部众）
	10108级



	帖佐方众（岛津义弘部众）
	9520级



	富隈方众（岛津义久部众）
	8383级



	伊集院源次郎（伊集院忠真）
	6560级



	北乡作左卫门（北乡三久）
	4146级



	合计
	38717级




泗川之战结束后的第二年（万历二十七年）正月，毛利辉元、上杉景胜、宇喜多秀家、前田利家、德川家康在联名签署的联署状中，也使用了这一数字，认为日军在泗川倭城之战中斩首明军38000多级。（《泗川新寨战绩之伟绩》）
 这一数字，被之后的大部分日本史料沿袭，成为主流说法。比这一数字稍小的是《伊达家文书》里的岛津军斩首明军35000级。

除了主流说法的斩首明军38717级以外，日本史料中还出现了比这更大的数字。泗川之战结束后的第二年春，日本的临济宗僧人文之玄昌写了一篇悼念泗川之战阵亡者的祭文，声称岛津军击杀8万明军。原文记载道：

戊戌之秋，大明率数十万之兵来求和睦。日域诸军亦相议以和，我泗川亦欲择日而修会盟。小春之朔，大明兵伪攻我泗川，不得已以战。当其兵刃既接也，弃甲曳兵而走。我军士乘胜追亡逐北，伏尸八万，血流漂橹。我军中无亡矢遗簇之费，是天之所与，而非人力之所能测也。大明诸军矢竭弦绝，终乞降于我。我获其将毛国科为质，共载，全师而归……天假援兵，令吾解难。提三尺剑，坐定胡汉，伏八万尸。（《南浦文集》）


在同年六月岛津家写的《高野朝鲜阵战殁者供养碑铭》中，岛津义弘、岛津忠恒父子亦声称：“泗川表大明人八万余兵击亡毕。”

最为夸张者，是《岛津历代歌》里的记载，声称岛津义弘之子岛津忠恒以一人之力，击破明军数百万骑，明军战死8万人。原文记载：

前太阁公秀吉于朝鲜征伐之时，义弘其子忠恒走从其军，数年之间劳于军务。于此时，大明诸将率数百万骑至于朝鲜，时吾军屯于泗川者仅一万余，较之大明诸军岂翅九牛一毛哉？大明诸将令数百万之军攻我泗川之城，义弘亲子胸中自有数万之兵甲，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故自提三尺，直进入百万之军，军一时爪溃，追亡逐北。伏尸者八万余，流血漂橹。

《岛津国史》一书则认为明军被斩首38700多级，全军阵亡8万人。但无论是38700余人，还是8万人，都远远超出了明军攻打泗川投入的总兵力，肯定不是事实。

明、日、朝三国史料，对明军在泗川倭城之战中投入的兵力与遭受的伤亡，有许多不同的记载。笔者综合三方史料，将各种说法统计如下：



	明军兵力
	明军伤亡
	史料出处



	数百万骑
	战死8万人
	（日）《岛津历代歌》



	数百万骑
	被斩首38700余级
	（日）《惟新公御自记》



	100万人
	战死8万人
	（日）《朝鲜征伐记追加》



	数十万人
	战死8万人
	（日）《南浦文集》


	
	战死8万人
	（日）《高野朝鲜阵战殁者供养碑铭》



	20万人
	战死8万人，被斩首38717级
	（日）《岛津国史》



	20万人
	被斩首38717级
	（日）《义弘公御谱中》



	20万人
	被斩首38717级
	（日）《义弘公年谱》



	20万人
	被斩首38717级
	（日）《渊边真元高丽军觉》



	20万人
	被斩首38717级
	（日）《西藩野史》


	
	被斩首38717级
	（日）《泗川倭城战首注进状》


	
	被斩首38700余级
	（日）《岛津义弘并忠恒感状》


	
	被斩首35000级
	（日）《伊达家文书》


	
	战死1万余人
	（朝）《西厓集》



	29015人
	战死七八千人
	（朝）《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29015人
	战死7000人
	（朝）《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战死6000人
	（明）《太仆奏议》


	
	步兵战死3000人，骑兵亦多死
	（朝）《象村稿》


	
	战死3000人
	（朝）《国史》




笔者认为，董一元的中路军总兵力依据权威史料《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记载，是29015人，伤亡就算再大，也不会超过这一数字。因此，相比日本史料中明军在泗川倭城阵亡38000余人、8万人的说法，《太仆奏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中战死6000人、七八千人的说法更加贴合实情。

而明军除了阵亡七八千人之外，还有三四百人被岛津军俘虏。战后，茅国器麾下明兵没有被岛津军剃成日本人的发型，其他营的明兵则被强行剃成日本人的发型，准备送到日本本土。明军被岛津军缴获的物资，有铳筒、弓矢、刀、枪、马、骡、驴、衣服等，其中刀、枪全被岛津军熔了打造炮弹。（《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至于岛津军在泗川之战中的伤亡情况，一些厚颜无耻的史料如《征韩伟略》声称岛津军以2000人击败20万明军，自家仅仅阵亡了市来家纲、濑户口重治这两名武士。但据岛津家的《高野朝鲜阵战殁者供养碑铭》记载，岛津军在第二次侵朝战争期间的南原之战、泗川之战中阵亡了3000人。而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当年攻打南原的日军左军总共才阵亡了100多人，岛津军只是日军左军下辖的一个军团，伤亡更少，应不足100人。因此，阵亡的3000人中刨去南原之战的伤亡，岛津军在泗川之战的阵亡人数估计有2900多人。

而这2900多人，应该涵盖了岛津军在望晋山之战、昆阳城之战、永春寨之战、泗川旧城之战、泗川倭城之战等一系列战斗中的死亡人数，而这些战斗构成了整个泗川战役。但明军在前四战歼灭的岛津军数量并不多，因此2900多人中的大部分伤亡，都集中发生在泗川倭城之战。

更进一步说，岛津军在泗川倭城之战中付出的伤亡，应该是在明军阵营失火以后。董一元在泗川倭城之后向监军陈效报告：“不意彭信古营中失火，狡倭猝突出，搅战良久，杀伤相当。”（《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这句话的意思是，彭信古军营失火以后，岛津军从寨内突出，但明军并没有立即溃走，而是抵抗了很久，双方相互杀死、打伤的人数差不多。这番话乍看是董一元的辩护之词，但联想到岛津家史料多次提到追击明军时发生了激战，并且承认在泗川战役中战死数千人，可见这番话反映的确实是实情。因此，虽然明军输了泗川倭城之战，但岛津军在此战中的死伤也很大，而非某些史料吹嘘的只死了两人。

顺天战役

在南下的四路明军中，担任西路大将的刘[image: ]
 统领明军21900人、朝鲜军5928人，合计27828人；担任水路大将的陈璘统领明军19400人、朝鲜军7328人，合计26728人。西路、水路两军共计54556人。（《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它们的战略目标是，拿下小西行长、松浦镇信、有马晴信、五岛玄雅、大村喜前、宇都宫国纲所在的全罗道顺天倭城。顺天城有新、旧二城，旧城为朝鲜人所筑，又称为“古顺天”“顺天古城”，新城为日军新修之城，又称为“顺天倭城”“今顺天”“倭桥”“曳桥”。

《乱中杂录》记载，顺天倭城“城既高坚，池又深险，外设寨栅，形势极险”，俨然是一处要害之地。《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亦记载：“贼窟形势，三面带水，一面受兵，且有泥泞，实难进剿。”从这一描述来看，顺天倭城三面临水，一面邻陆，但陆路十分泥泞，不利于进军征剿；而通往顺天倭城的水路也不好进军，因为海岸上都是泥沙，联军船只只能在涨潮时进泊顺天倭城海岸，退潮前船只若不退去，就会搁浅在岸上，难以动弹，届时将进退失据。

对于顺天倭城的坚固与险要，《曳桥进兵日录》中还有更加详细的描述：

所谓曳桥者，山形斗起，状似虎状，三面际海，一面连陆。自顺天府，抵左水营之大路傍也，东连光阳，斥卤为界。南接南海岛开洋，而獐岛在其前二里许。西有狐头，相距亦一里有余。而中则海潮出入处也，石岾在其北十里外。而海农仓坪际焉，平行长设险其上，累土筑城，容数千军，作五层望楼，涂以白土，盖以瓦砖，状如飞翼。傍列土库，藏军器军粮。外筑坚城一重，而于其北连陆处，广凿壕子，东西接海，引船出入。其外又筑一带城，东西际海，中作门楼。盖以土烧之四面，城外周遭设木栅二重。而其北一面，则加设一重城，上筑女墙，出炮穴若蜂窝。自内城至外城，土屋栉比，数千余垒。东有船沧，乃贼船停泊处也。

由于顺天倭城地形险要、防守严密，要攻破这里，对刘[image: ]
 、陈璘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九月初，刘[image: ]
 率领西路陆军开始南下，进驻全罗道南原城。九月十八日，刘[image: ]
 从南原城南下，经龙头山过谷城，于傍晚时分抵达富有县。九月十九日，刘[image: ]
 从富有县出发，傍晚到达月登村，夜宿副总兵曹时聘营中。

值得一提的是，刘[image: ]
 性情风流，征战生涯少不了美女陪伴，而此次出兵朝鲜，他便从辽阳带来了一个妓女。一次，一个朝鲜女子从日军巢穴中逃了出来，被带到西路军副总兵吴广营中。刘[image: ]
 听说该女子有美色之后，就向吴广索要了过来，让两女穿着男装随行。西路军的将士们因为刘[image: ]
 的这一作为，对他有许多不满。（《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不过这实际上是当时明军高层的通病，东路军大将麻贵同样“狎近娼妇”，使很多人对他颇有微词。已经离开朝鲜的副总兵李如梅也是“喜女色，贻弊甚多”（《宋经略书》）
 ，给朝鲜人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甚至，麻贵曾经还抢夺过李如梅随军带上的女子，两人还因此发生过冲突。

水军方面，九月十五日，陈璘与朝鲜三道水军统制使李舜臣联合，各自率领明朝、朝鲜水军，一同抵达全罗道的罗老岛，停留4天。九月十九日早上，明朝、朝鲜水军进兵左水营的前洋，北望顺天。

十九日四更，刘[image: ]
 率陆军从月登村出发，次日天亮抵达顺天旧城。之后，大军在距离顺天倭城6公里的位置驻扎下来。小西行长得到明军进兵南下的消息后，送信给刘[image: ]
 ，要求与刘[image: ]
 见面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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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image: ]
 见信大喜，准备将计就计，假装答应议和，诱捕小西行长。确定这一计划后，刘[image: ]
 部署诸军，分兵三路：副总兵吴广领兵5600人与朝鲜将领元慎发兵顺天西面的乐安，为左协军；游击王之翰、游击司懋官、参将李宁领兵8000人，和朝鲜将领李时言发兵顺天东面的求礼、光阳，为右协军；刘[image: ]
 自己率领李芳春等将士共1万人，同朝鲜将领李光岳挥师顺天倭城，为中协军。
[9]



会面之前，刘[image: ]
 让旗牌官王文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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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装成是他的样子，刘[image: ]
 自己则伪装成千总，又让其他朝鲜低级官员进行变装，冒充朝鲜高级官员。虞侯白翰南冒充接伴使金睟，军官卞弘达冒充都元帅权栗，只有全罗巡查使黄慎出使过日本，小西行长认识他，所以没有进行伪装。

刘[image: ]
 与小西行长约见的日期是九月二十日，但会面地点，史料中却有不同的说法。《乱中杂录》记载，小西行长设讲亭于“绵紬籔”，并派遣使者送宝剑一对给刘[image: ]
 ，邀请他到这里来讲和。《再造藩邦志》则记载，九月二十日刘[image: ]
 抵达顺天旧城后，派人约小西行长到此会面。日本史料《宇都宫高丽归阵物语》也记载，约定地点是在“古顺天”，想来地点确实是在顺天旧城。

至于刘[image: ]
 想如何诱捕小西行长，史料中有两种不同说法。《乱中杂录》记载，刘[image: ]
 伪装好自己后，计划让同样进行了伪装的下级官吏各领数百人会见小西行长，等会面结束小西行长一干人将要返回顺天倭城时，明军三协包围合击小西行长，将其一网打尽。

《再造藩邦志》则记载，刘[image: ]
 伪装好后，打算自己留在中路等候小西行长前来赴约，而右协的王之翰、司懋官待小西行长出顺天倭城后，从光阳进兵顺天倭城，截断小西行长退路，之后由刘[image: ]
 将小西行长擒获。按照这一计划，刘[image: ]
 准备了20余只鸽子埋伏于中路，想要等小西行长住进顺天旧城的草房以后，就以放鸽子为信号，让中协、右协两路同时行动。

事实上，日军对刘[image: ]
 的诱捕计划已经有所警觉。据《宇都宫高丽归阵物语》与《大曲记》记载，小西行长将要出城会见刘[image: ]
 时，松浦镇信察觉到这可能是明人的诈谋，于是劝谏小西行长不要出城，但小西行长不听，执意前往。松浦镇信无奈，只好跟着小西行长一同前去。除了松浦镇信披戴甲胄，小西行长的随从都没有披甲。

刘[image: ]
 设想的生擒小西行长的计划，最后没有成功。至于为何失败，史料中有不同的说法。

《乱中杂录》记载，到了会面这一天，小西行长安排日军屯于距离顺天倭城2公里远的地方，他自己率领3000人马前往“绵紬籔”与刘[image: ]
 会面，小西行长的女婿宗义智也一同随行。小西行长、宗义智还没有进入“绵紬籔”讲亭，明军右协就因侦察不严，过早地对前来赴会的日军放了火箭，呼喊着发起攻击，小西行长等人惊骇退走。刘[image: ]
 见生擒小西行长失败，只好下令对敌军放火炮，并督军追击。左协以骑兵阻截小西行长、宗义智的退路，但小西行长留在后方的大军助其突围，使其逃回了顺天倭城。没有来得及逃入城的日军士兵沿途与明军战斗，被明军斩首97级，而明军自身亦阵亡了许多人。

《再造藩邦志》记载，这一天，小西行长从顺天倭城附近的海农仓出发，他还没有进入顺天旧城的草房，就看见明军的兵力非常多，因此心存怀疑，不敢前进。没过多久，并未等到小西行长的明军提前放了鸽子作为进军信号，埋伏的明军遂从旁杀出，对日军放炮。小西行长惊惶之下逃回了顺天倭城，刘[image: ]
 派兵追赶，明军三协合力，斩得90余颗首级。之后，日军不敢再出城。

《两朝平攘录》则记载，刘[image: ]
 麾下有一名官至千总的降倭，他将刘[image: ]
 的诱捕计划秘密泄露给了小西行长，于是已经出发的小西行长大惊失措，逃回了顺天倭城。

朝鲜官方史料《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记载与《乱中杂录》《再造藩邦志》相近，称小西行长还未与明军相见，明军就先行放炮，把小西行长吓回了顺天倭城。对比之下，这一说法最为接近事实。

小西行长、松浦镇信等人逃回顺天倭城后，刘[image: ]
 的陆军很快追击而来。朝鲜史料《曳桥进兵日录》记载，明军左协的一股部队最先打到顺天倭城外围，副总兵吴广随后继至。明军之中，王游戎斩下了15颗倭卒首级，督府棋牌官曹栢斩下4颗首级，加上其余将官的斩获，明军一共斩了90多颗首级。

不过，日军大部队逃进顺天倭城以后，固守不出，只在门内对着城外的明军乱放铁炮，这使刘[image: ]
 不能直接打下顺天倭城。日本史料《宇都宫高丽归阵物语》对当时的情景有比较详细的描述。据该书记载，刘[image: ]
 指挥的陆军用铁盾、木盾、铁笠抵御日军箭矢、铁炮的攻击，等一直逼近到距离城墙61.8米～63.6米远的地方，陆军才透过盾与盾之间的缝隙对着顺天倭城放火炮、箭矢。守卫倭城大门的松浦镇信指挥3000人马，用种子岛的铁炮拼命射杀明军。不久，天黑了下来，已经冲到战壕边的明军退了回去。从城墙下的秘密通道爬出去的日本忍者向壕沟边缘处望去，只见到处都是死人和被抛弃的重伤患者。听了忍者的汇报后，松浦镇信下达了割取明军首级的命令，于是包括负伤者在内，一共有270余颗首级被割下。

从朝鲜、日本两方的史料来看，在首日的交锋中，刘[image: ]
 指挥的明军斩下了日军90多颗首级，但日军斩下了明军270多颗首级，明军事实上稍处下风。由于暂时打不下顺天倭城，刘[image: ]
 将大军屯于倭城外1里左右的地方，盛张旗鼓，又令人收取木竹，开始制作攻城器械。

水军方面，当日午时，陈璘与李舜臣率领明、朝水军乘潮开进，向顺天倭城驶来。刘[image: ]
 指挥的陆军在岸上望见后，欢呼雀跃，士气高涨。陈璘首先袭取了顺天倭城外围的獐岛，缴获了300多石军粮，还有牛、马等物资，并释放了被日军俘虏的300多名朝鲜人。之后，他又分兵搜捕三日浦的日军巢穴，列战舰于獐岛前洋，皆揭白旗。

据李舜臣的《乱中日记》记载，这一天明、朝联军“水陆俱挟，贼气大挫，多有惶惧之色”。到了晚上，日军从城上投下柴火，将夜空照得亮如白昼，不仅如此，还通宵达旦地放了一宿铁炮。

九月二十一日早上，陈璘命令明、朝水军攻打顺天倭城。关于这一天海战的详情，朝鲜史料中有两种出入较大的版本。

第一种版本出自李舜臣的《乱中日记》。该书记载，明、朝水军或用弓箭，或放火炮，与乘船出战的日军相战一整天。但是由于水比较浅，联军船只不能近距离贴近倭城作战。同日，庆尚道南海岛的宗义智部日军乘坐轻便船只，前来侦察全罗道海域的战况，结果被朝鲜水军将领许思仁等追击。日军逃到附近山头，船只和杂物被朝鲜水军缴获，交给了陈璘。

第二种版本出自陈景文的《曳桥进兵日录》。该书记载，明、朝水军乘着早潮，发兵顺天倭城的东隅，时进时退。而日军摇着船橹，做出一副要引诱明、朝水军的样子。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朝联军不敢前逼，潮退后就退兵了。

这一天，刘[image: ]
 的陆军命令朝鲜军搬运木石，开始在城外安营扎寨，为持久之计。日军在顺天倭城的城头上多张旗帜、连设炮楼，又从炮楼内发射铁炮攻打城外的明军，使其难以靠近。（《乱中杂录》）


突然，日军从倭城西门出城，挥刀逼向明军陆军。一名明军骑兵冒着铳炮突进，夺取了一面日军旗帜，日军退回城内。（《象村稿》）
 躲在城内的日军对着这名明军骑兵乱放铁炮，炮弹打中了马脚，但马却没有倒下。这名骑兵还营后，刘[image: ]
 赏赐了他一块银牌。（《曳桥进兵日录》）


晚上，刘[image: ]
 让诸军各持三柄“五枝炬”，等大军敲响锣鼓就一同举起火把，逼近顺天倭城，假装攻城，之后熄灭火把退去。顺天倭城内的日军叫喊着对城外的明军连续放炮，火势蔓延城外，过来好一会儿才停。

九月二十二日巳时（上午9时至上午11时），陈璘指挥明朝水军乘潮进发，鼓噪着迫近顺天倭城北部的“船沧”。游击季金抢先发起攻击，不料潮水退去，船只搁浅在浅滩上。泗川倭城的日军见状聚集在其船只周围，对着明朝水军疯狂放铁炮，明朝水军发大炮反击，霎时间“彼此放丸，皆如雨”。经过一番火力互射后，日军直逼明朝水军，100多名日军士兵争相跑到浅滩上围住季金的船只。季金拼死反抗，指挥水军反击，以铁钩对付日军，钩斩10余人，日军稍稍退却。虽然击退了日军，但季金右臂中弹，麾下士兵有11人中弹身亡。等到潮水再涨后，搁浅在岸上的明军船只才得以退去。
[11]



九月二十三日巳时，刘[image: ]
 带着十几个随从登上顺天倭城外的西丘，瞭望城内情形。他在这一天下令朝鲜军大造云梯、冲车等攻城武器，并多设伏兵，加大巡逻力度，各营列栅筑垒，以作持久战。到了傍晚，突然有30多个日军士兵从倭城内出来，毫无顾忌地乱放铁炮。当日从晚上直到次日天亮，日军通宵达旦地乱放了一夜铳炮。（《曳桥进兵日录》）


九月二十六日，又有100多名日军士兵从顺天倭城出来，在城外乱放铁炮，想要挑战明军。一名明兵假装被铁炮打中，倒在地上装死。日军士兵以为他死了，拿起刀想来砍他的头，结果这个明兵突然站了起来，用三枝戟刺穿了日军士兵的胸膛，并夺下了他的日本刀，把他杀死了。刘[image: ]
 对此很高兴，赏赐给这名明兵150两银子、2领锦衣、1匹良马，升任他为把总。（《曳桥进兵日录》）


九月二十七日，刘[image: ]
 率领数百骑，在顺天倭城西面的“狐头”瞭望城内形势。这天晚上初更（晚上7时至晚上9时），倭城内的日军自相惊扰，过了很久才停止。

九月二十九日，刘[image: ]
 的陆军运来了制作完毕的云梯、飞楼、炮车等攻城武器，搬运至顺天倭城外，对城内的日军加以震慑。陈璘的水军也蔽海而来，耀武扬威，在海上放起铳炮。顺天倭城内的日军见状，惊慌地大喊大叫。（《象村稿》）


运来攻城器械后，明、朝联军准备对顺天倭城发起第二次围攻。刘[image: ]
 先将朝鲜各道军队安排在不同的明军阵营之中，吩咐朝鲜军官说：“合兵攻城时，以忠清道兵属王游击，进攻东水门；全罗道兵属吴副总，进攻中路；防御使昭义将属傅游击，攻打西水门。”随后，刘[image: ]
 率领家丁，检阅攻城器械。此时，小西行长已经有了与明军议和的心理，但是遭到一名倭僧的反对，他对小西行长说：“不如战死，亲自张旗，益设战备。”于是，小西行长决定反抗到底。这天晚上，日军误把明军摆在顺天倭城外的稻草人当成攻城军队，十分紧张，对着这些稻草人疯狂地乱放铁炮，警戒力度倍于往日。（《曳桥进兵日录》）


十月一日早上，陈璘前往刘[image: ]
 的营帐与其商讨水陆合兵，共同进攻顺天倭城的作战计划。黄昏时分，水、陆两军开始行动。刘[image: ]
 的数千陆军先锋驱动炮车、攻城器械，渐渐逼近顺天倭城。陈璘也率领千余艘船只，以李舜臣为先锋，进屯顺天前洋。这些舰船以黑布为船帆，上竖五彩缤纷的旗帜。（《乱中杂录》）


十月二日黎明，刘[image: ]
 登上山台，建大将旗，开始督陆军进攻顺天倭城。陈璘也乘海水早潮，于卯时（早上5时至早上7时）率领水军协助陆军攻城。锣响以后，陆军前锋进薄城下，1万余骑兵披戴甲胄在后为援。（《乱中杂录》）
 游击王之翰奋勇先登，明军来到倭城木栅外10余步时，日军从倭城的一个小门出来，挥刀砍向明军，使明军战死40多人，无法前进只得撤退。过了一会儿，陆军又振作起来发起进攻，斩首日军10余级。（《象村稿》）


由于明军的飞楼、炮车很重，运送速度较慢，日军抓住机会，在这些攻城器械被搬至距离倭城20步时，对城下明军乱放大炮、铁炮。顿兵倭城西、北两个方向的明军在日军的火力压制之下，只能缩紧身子躲在飞楼、炮车边上，进退维谷，士气为之衰竭。太阳升高以后，浓雾逐渐散去，失去掩护的城西明军被日军轰得阵脚大乱，日军趁机冲出倭城，一顿砍杀。明军或被日军杀死，或被日军擒拿捕获。想要逃走的被俘明军士兵，那么被日军铁炮击中，那么踩到日军设置的路障菱铁，没人能够逃回去。

受此挫折，刘[image: ]
 灰心丧气，不再下达任何号令。指挥城北陆军的副总兵吴广苦待刘[image: ]
 命令，但迟迟等不到。到了中午，城北的明军将士因为一夜未眠，又困又乏，很多人干脆就躺在炮车上睡起觉来。日军见明军放松警惕，就派100余人杀出来，挥刀乱砍乱杀，吴广部队惊慌之余溃走100余步。出城袭击的日军杀死了在炮车上休息的20多名明军士兵，又从城中取来薪火、草束，将飞楼、炮车尽数焚毁。

接连获胜的日军不再有所顾忌，冲出城外往来冲突。日暮时分，刘[image: ]
 指挥的明军解围撤军，日军见状又一次从顺天倭城杀出，对其进行追击。在副总兵李芳春、游击牛伯英的奋力抵抗下，日军才最终退去。战后，刘[image: ]
 下令执拿副总兵吴广问罪，吴广倍感愤怒，拒不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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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天，明军陆军战死200余人，受伤600余人。
[13]



再来看明、朝水军的作战情况。当日卯时，明、朝水军发起进攻，战斗一直持续到午时，打了整整6个小时。这一战，联军杀死了许多日军，而朝鲜水军被日军铁炮打死29人，明朝水军被打死5人。傍晚，潮水落去，水军不便久战，只得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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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image: ]
 送密信于陈璘，约定次日晚上合力再攻顺天倭城，陈璘应允。

十月三日，小西行长等被困在城内的五位大名因为“累日被围，其势穷缩”，于午时派人在城外插一手书，表达了想要与明军讲和的意图。刘[image: ]
 （或陈璘）提出让小西行长释放城内被俘的朝鲜男女，才可议和。但双方没有谈拢，战争还要继续。

日落黄昏，海潮涨了起来。陈璘按照与刘[image: ]
 的约定，和李舜臣一道出动水军，乘海潮进攻顺天倭城。但是刘[image: ]
 并没有按照约定出动陆军攻城，仅仅鼓噪相应，陈璘却以为刘[image: ]
 的陆军已经开始行动，下令发起攻击。

《宇都宫高丽归阵物语》记录了当时的情况。傍晚，600余艘明、朝水军船只汇集于松岛海峡，向顺天倭城逼来。600余艘战船分为两队，分别向小西行长驻守的顺天倭城和宇都宫国纲守卫的入江口发起进攻。明、朝水军的战船上不断发射出石火矢、棒火矢、火矢、筒矢、半弓，一艘船射完就撤退由另一艘船替补，如此反复交替，终于拔除了距离顺天倭城七八间（约13米～15米）远的海中栅木。黑暗中不断响起的火炮声，就像是轰鸣的雷声一样。

明、朝水军与日军相战至三更，这时李舜臣以潮水将要退去为由劝陈璘撤兵，但陈璘不听劝告，认为有明军陆军的协助，今夜可打下顺天倭城，反而更加卖力地作战。在陈璘的猛攻下，明、朝水军用大铳连续三次击中小西行长在顺天倭城的房屋，将其打破。城内日军惊慌失措，全都跑到倭城的东边。此时若从西边进攻倭城，顺天倭城也许就能被一举攻陷。岸上的明朝陆军望见水军英勇奋战，都想要参战。被掳掠的朝鲜百姓也登上顺天倭城的城楼，让陆军从空虚之处攻入。朝鲜大臣李德馨、权栗、金睟到刘[image: ]
 的营帐之中，请刘[image: ]
 立即发兵攻城。但是刘[image: ]
 却嫉妒陈璘取得的成功，面带怒色，终究不肯出兵。（《宋经略书》）


就在明、朝水军杀得酣畅淋漓之际，退潮的时间到了，于是有几十艘船只搁浅在了退潮后的沙滩上，不能动弹。发现明军船只搁浅的宇都宫国纲的部下，十分警戒，认为：“明军怎会如此轻易地将战船拱手相让？一定是故意让船在浅滩上搁浅，跟陆上的明军商量共同进攻，谋划先攻克宇都宫殿的阵线，再攻克小西的城郭。”

众人迟疑之际，宇都宫部将小山左马助跑到浅滩上接近明军船只，他顺着一张网爬到一艘船上，并杀死了一个明军士兵。一名叫长崎兵藏的宇都宫部将随后也登上了这艘战船，趁机斩杀明军士兵。夜色之中，这艘战船上的明军将士以为是日本人的大军攻了过来，非常害怕，争相跳下船只逃命。（《宇都宫高丽归阵物语》）


其余日军见明军狼狈，才相信明军战船是意外搁浅，于是纷纷涌入浅滩，围堵搁浅的明军船只。船上的明军士兵拼死反抗，用刀、枪与欲爬上船的日军战斗，杀死了许多人。歹毒的日军又对搁浅在岸上的战船纵火，烧毁了许多船只，据李舜臣的《乱中日记》记载，明朝水军有19艘沙船、20余艘唬船被焚烧。朝鲜都元帅权栗在后来的报告中则称，明朝水军有23艘船只被焚烧。

大火烧了整晚都未能熄灭，船上的明军或战死，或被俘。有几百名逃下船的明军水兵争相逃窜，结果被日军一路追击，他们被害时发出的凄惨叫声明朝陆军都能听到。最后，这一天参战的明朝水军幸存者只剩下140人，伤亡极其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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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四日早上，明朝水军的后继部队乘早潮来援，前一晚失利的水军残部终于得以退还后方。陈璘十分愤怒，整兵再战。但日军多设大炮于顺天倭城北岸，对着明朝水军乱放大炮，水军支撑不住，只得败退。愤怒的陈璘埋怨刘[image: ]
 没有按约进攻，也没有帮助他，以致水军损失惨重。无法忍受的陈璘来到刘[image: ]
 的阵营中，将“帅”字旗一把撕裂，斥责刘[image: ]
 ，声称要把刘[image: ]
 的所作所为上报给经略邢玠。被陈璘当面指责的刘[image: ]
 ，面色如土，不敢反驳，只是捶打胸口，装出一副悲痛的样子，把责任推卸到其他将官身上去。

同一天中午，顺天倭城的日军从城外输入土石，修筑被毁坏的西门，并于次日早上完工。

十月五日，一队日军从顺天倭城出来，在城外肆意冲突，并对着明军陆军的木寨放了几发铁炮，做出佯攻动作，之后就向庆尚道方向逃去，意图去向泗川倭城的岛津军传递情报。刘[image: ]
 派遣骑兵追击，但是未能追上。

黄昏时分，庆尚道的岛津军在泗川倭城以南12公里的权官堡升起狼烟，表示已经收到小西行长的求救信息。小西行长作为回应，也在顺天倭城的三层楼阁上升起烽火，表示看到对方升起的狼烟。为了防止庆尚道的日军从水、陆两个方向救援全罗道顺天倭城的日军，朝鲜都元帅权栗率领千余名忠清道士兵阻截全罗道的陆路，李舜臣也派遣庆尚道右水使李纯信遮截露梁水路。（《乱中杂录》）


十月七日，刘[image: ]
 收到中路董一元在泗川战败的报告，决定退兵。朝鲜右议政李德馨力劝刘[image: ]
 停止撤兵，刘[image: ]
 假装答应，却令朝鲜都元帅权栗撤兵，又让朝鲜的陪臣、接伴使、元帅先后撤兵。

夜半时分，刘[image: ]
 下令焚烧营寨，开始退兵，一路上遗弃了大量的甲仗、兵马，又遗失了明军军粮9700余石、朝鲜军军粮1000余石。退兵以后，刘[image: ]
 屯兵于富有县，副总兵吴广屯兵于顺天旧城，副总兵曹希彬与游击王之翰、司懋官、牛伯英，以及朝鲜全罗道防御使元慎屯兵于顺天旧城外2公里的地方，傅游击和朝鲜忠清道兵使李时言屯兵于求礼。

就在刘[image: ]
 撤兵的同一天，不知刘[image: ]
 的陆军已经退兵的陈璘，又率水军乘潮进迫顺天倭城。水军将要攻打顺天倭城时，看到岸上的明军阵营空空如也，才知道刘[image: ]
 已经退兵了。陈璘气得再一次怒骂刘[image: ]
 ：“我宁为顺天鬼，不忍效汝退也！”（《宣庙中兴志》）


十月八日，陈璘率领明、朝水军再次攻打顺天倭城。石火矢、棒火矢、火矢、筒矢、半弓像雨点般射出，但是水军也受到了日军的铁炮攻击，最后向后方的獐岛、松岛退去。（《宇都宫高丽归阵物语》）


十月九日，明、朝水军退到海岸亭。（《乱中日记》）


就在联军的陆军、水军撤去后不久，收到小西行长求援信的岛津义弘，与立花宗茂、宗义智、寺泽正成商量后，决定出兵救援被围困在顺天倭城的小西行长。他们定下的出兵日期是十月十日卯时。这个时候的岛津义弘已经从泗川之战中缓过气来，有能力帮助小西行长。

到了十月十日这一天，岛津义弘和立花宗茂、宗义智、寺泽正成如期出兵，率领船队向顺天倭城的外洋进发，但是明、朝水军已经在两天前退走，仅在海面上留下一两艘破船。岛津义弘到达战场以后，烧毁了这些破船，随后撤兵回到泗川倭城。（《义弘公御谱中》《旧记杂录后编》）
 如果陈璘、李舜臣的水军没有及时撤退，他们很可能面临两面夹击的糟糕情况。

而顺天倭城方面，联军水、陆两军撤去以后，城内的日军怀疑有诈，不敢轻易出城。刘[image: ]
 陆军遗弃在城外的粮食、器械、营帐，日军也不敢搬入城内。一直过了四五天时间，城内的日军才敢出城。

不过明军陆军即便退兵了，各营也每天派遣百余骑兵，在顺天倭城外进行侦察。一天，顺天倭城内的日军见城外来侦察的明军骑兵部队兵力很少，就偷偷出兵准备袭击这股明军，但从后方赶来的明军突然杀出，日军不敢强攻，便退回了顺天倭城，不敢再出来。（《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刘[image: ]
 退兵的消息惊动了明军监军王士琦，王士琦感到非常愤怒，立刻派人制止，并要执拿刘[image: ]
 的部将王之翰、司懋官斩首。在监军的压力下，刘[image: ]
 不得已，只能再次发兵攻击顺天倭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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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十六日，刘[image: ]
 亲领大军，在顺天倭城外进行侦察，但他没有攻城，只是做做样子，就又退向后方。而陈璘和李舜臣的水军基地，也从原来靠近顺天倭城的全罗道左水营，后退到了庆尚道观音浦。从联军水、陆两军最终退却而言，顺天战役无疑是明、朝联军打的一次败仗。

四路明军的进攻，到最后都是以失败而告终。这一次总攻不仅未能达到既定目的，还给明军的军粮补给带来了很大影响。明军顺利进军时，朝鲜为其提供军粮，明军攻势不利、选择退军时，朝鲜就不再运输粮食，导致明军挨饿。为此，邢玠在十一月三日与朝鲜国王李昖会面的时候，当面质问李昖：“西路刘提督、水路陈都督，俱有乏粮之报。盖进兵则运粮，兵退则不运，是甚道理？近日天兵，枵腹已甚，杀食骡马云。”（《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明军与日军暗中议和

在经略邢玠分兵四路，南下攻打蔚山、顺天、泗川之前的万历二十六年八月五日，丰臣秀吉病情恶化，迎来了大限。弥留之际，丰臣秀吉命丰臣五大老（德川家康、前田利家、毛利辉元、上杉景胜、宇喜多秀家）尽力辅佐自己的幼子丰臣秀赖。八月七日，丰臣秀吉又将后事托付给丰臣五奉行（前田玄以、浅野长政、增田长盛、石田三成、长束正家），让他们相互之间缔结婚姻关系，以巩固丰臣政权。八月十八日，丰臣秀吉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在伏见城死去，享年63岁。其辞世句为：

随露而生，随露而逝，此乃吾身。如烟往事，宛如梦中之梦。

据岛津家史料《松龄公旧谱》《征韩录》记载，丰臣秀吉临终前，要求他死后秘密下葬，结束朝鲜之役，并命令浅野长政、石田三成赶赴九州岛的筑紫，为退军节度。如果二人不能胜任，就让德川家康、前田利家担任这一职务。此外，他又派遣德永寿昌、宫木丰盛渡海至朝鲜，向加藤清正、小西行长传达退兵命令。

朝鲜官方史料《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也有类似的记载，据从日军阵营逃回的朝鲜俘虏透露，丰臣秀吉在打猎时中暑病倒，遗令与朝鲜、明朝讲和，速速撤兵。

从日本史料、朝鲜史料的记载来看，丰臣秀吉去世之前已决定从朝鲜撤兵。八月二十五日，前田玄以、浅野长政、增田长盛、石田三成、长束正家五位奉行写了四封联名信，其中两封交给将要渡海前往朝鲜、向在朝日军通报撤军指示的使者德永寿昌、宫木丰盛，另外两封交给在朝鲜的锅岛直茂。此外，增田长盛又单独写了一封信给在朝鲜的岛津义弘。

在写给德永寿昌、宫木丰盛的信中，以及另一份朱印状上，五奉行提到，日军当下要做的是与朝鲜议和，结束战争，不过不是无条件的，而是要满足以下几条：

一、以朝鲜王子为人质交给日本，这样日军就可以从朝鲜全部撤出。

二、如果朝鲜方面不能实现第一条，那就让他们进贡，并派一名朝鲜官员渡海至日本对马岛，如此日军也可以从朝鲜全部撤出。

三、议和之际，日军撤出其他城池，将全部兵力集中固守釜山城，以加藤清正、锅岛直茂、毛利吉成、立花宗茂、高桥统增、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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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为一队，小西行长、岛津义弘、黑田长政、劳人众为一队，轮流戍守。剩下的人中，小早川秀包、筑紫广门、寺泽广高领兵200人戍守对马岛丰岐，伊东祐兵、秋月种长、高桥元种、岛津丰久、相良赖房撤回日本本土。

四、朝鲜向日本进贡八木、虎皮、豹皮、药种、清蜜。（《旧记杂录后编》）


从五奉行的指示来看，他们虽然在丰臣秀吉死后确定了从朝鲜撤兵的方针，但仍然认为尚存在与朝鲜讨价还价的可能，所以发布了有条件的撤退命令。

在写给锅岛直茂的两封信中，一封假称丰臣秀吉已经治愈，可以安心；另一封则让锅岛直茂亲自赶到釜山浦，去见德永寿昌、宫木丰盛两位使者。五奉行的意图，是让德永寿昌、宫木丰盛当面将丰臣秀吉已经死亡、决定日军从朝鲜撤退的消息告诉锅岛直茂，而不在文字中留下痕迹，以免走漏消息。增田长盛单独写给岛津义弘的信同样如此，一方面在信中声称丰臣秀吉已经痊愈，不必担心，另一方面又让岛津义弘与德永寿昌、宫木丰盛面谈，从他们口中得知确切信息。（《锅岛家文书》《岛津家文书》）


九月五日，丰臣五大老中的四人——德川家康、毛利辉元、前田利家、宇喜多秀家，也起草了联名信，寄给在朝鲜的毛利吉成、高桥元种、相良赖房、岛津丰久、秋月种长、黑田长政、岛津义弘、岛津忠恒等大名，主要内容为：

议和之事交由加藤清正完成，如果加藤清正无力完成，交给其他人亦可。议和之际，把朝鲜的王子带来，若带不来王子，带回贡品也可。战局已经确保了日本的名声体面，所以贡品多少也无所谓。（《岛津家文书》）


丰臣四大老写的这封信，相比五位奉行写给德永寿昌、宫木丰盛的信，议和条件有很大退让，并不强求将朝鲜王子作为人质带回日本，也不强求贡物多少，只要求做到表面功夫就够了。可见，丰臣四大老在秀吉死后急欲从朝鲜撤兵，他们处理事情的态度比五奉行更加沉稳，没有固执地让日军在朝鲜耗下去。只是不知道四大老起草的联名信，是否也是由德永寿昌、宫木丰盛带去朝鲜的，还是另有其人。

十月一日，从日本渡海出发的德永寿昌、宫木丰盛两名使者抵达朝鲜釜山浦，向釜山浦日军传达了丰臣秀吉已经死亡的消息，并通知他们与朝鲜议和，待索取朝鲜王子作为人质、让朝鲜答应向日本进贡后，就从朝鲜撤军。十月八日，德永寿昌、宫木丰盛抵达泗川倭城，向岛津义弘父子传达了同样的消息。之后，二使又抵达顺天倭城，将消息告知小西行长。

德永寿昌、宫木丰盛到达朝鲜之前的九月，明军兵分四路，大举南下，进攻加藤清正所在的蔚山、小西行长所在的顺天、岛津义弘所在的泗川，皆以失败告终。由于当时交通落后，德川家康直到十月七日才收到明军大举南下的消息，他为此非常着急，很快就写了一封信，派人渡海送给驻营于朝鲜庆尚道西生浦城的黑田长政。在信中，德川家康让黑田长政与加藤清正商讨如何应对明军：

此次出征尔等辛苦了，如今明军大举进攻，望与主计（加藤清正）商量行事，我甚是担忧。万事交由主计，洽谈之时莫分心。（《日本战史·朝鲜役·文书》）


十月十五日，丰臣五大老因担心明军大举南下，对日军造成严重威胁，联名写了一封信，寄给黑田长政等人，下达了更加具体的撤军指示：

一、由于大明进攻顺天城，如各位所知，顺天临海，故应从海路救援。

二、泗川（岛津义弘驻守）、固城（立花宗茂驻守）两城的军队退往巨济岛，等待顺天城的军队退兵。

三、昌原城（锅岛军驻守）的军队撤退到竹岛，与竹岛守兵会合。

四、明军若退，众军速速撤离诸城，于釜山浦会师回国。

五、明军若攻击蔚山，蔚山守军就撤往西生浦。如果西生浦也守不住，就向釜山浦撤离。

六、安艺宰相（毛利辉元）、浅野弹正（浅野长政）、石田治部少辅（石田三成）已至博多，将渡海安排撤军事宜。其外，中国众、四国众、九鬼大隅守（九鬼嘉隆）、胁坂中务少辅（胁坂安治）、堀内安房守（堀内氏善）、菅平右卫门（菅达长），也将率领数百艘大小安宅船渡海赴援。（《日本战史·朝鲜役·文书》）


在五大老的这一指示中，日本不仅完全放弃索取朝鲜王子为人质、让朝鲜进贡，而且也不再令日军固守釜山城，只要求日军尽快从朝鲜撤兵。这封信，相比之前由德永寿昌、宫木丰盛向侵朝日军传达的撤军指令，是真正的毫无条件的撤兵指令。五大老之所以下达撤兵指令，是因为畏惧明军大举南下，危及日军存亡。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当时四路明军的进攻都已经以失败告终。

十月十九日，德川家康再次寄信给在蔚山倭城的加藤清正与在西生浦城的黑田长政，要求二人协商行动，立即退兵到釜山浦，之后再撤兵回到日本本土。（《黑田家文书》）
 此时，由于交通条件限制，德川家康仍旧不知道四路明军已经进攻失败了，表现得非常焦虑。

而明朝东征军方面，同样有着结束战争的强烈意愿。由于中路军在泗川一败涂地，其余三路军也以失败告终，受到重大挫折的明军不再坚持以武力剿灭日军。事实上，使者带着德川家康的信件和五大老的联名信件从日本出发之前，明朝东征军已经瞒着大明朝廷，开始非常隐秘地向日军派出使者，暗中和日军进行议和活动。（《域外长城——万历援朝抗倭义乌兵考实》）


根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旧记杂录后编》《岛津国史》等史料的记载，明军与日军议和的经过大致如下。

十月七日，中路明军的南兵游击茅国器派人持信前往泗川倭城，与岛津义弘议和，率先向日方发出了议和信号。

十月十日，先前在泗川倭城之战中被岛津军俘虏的一名明兵，手持岛津义弘给茅国器的回信，到中路明军阵营中送信。

十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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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茅国器再次派出参谋史世用、翻译张昂
[19]

 与两个明朝人、一个朝鲜翻译，一同前往岛津义弘所在的泗川倭城，与日军进行交涉。日军对这次议和非常重视，驻守釜山丸山城的寺泽正成、顺天倭城的小西行长各自乘船，赶赴泗川倭城，与岛津义弘、岛津忠恒父子一同参与对明军的议和谈判。（《义弘公御谱中》）


十月十四日，投降朝鲜的降倭佥知“金归顺”带着中路游击彭信古的一名士兵，手持被明军俘虏的宗义智家臣要时罗写给岛津义弘的书信，前往泗川倭城。（《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对于此次谈判的情形，岛津家的史料《岛津国史》记载道：

董一元遣参谋史龙漄（史世用）及孙次郎（张昂）诣公（岛津义弘）乞和，且请纳质。

岛津家史料《朝鲜役录》也有相关记载：

十三日，（史）世用谒松陵公（岛津义弘），持万世德札，赍金帛，卑下赂公，乞之，作恭顺之语。且誓事成，则送质……

从日本史料来看，史世用等人此次出使议和，携带了明军经理万世德的谕示，可见明军高层直接参与了议和活动。明军用金币、丝绸贿赂岛津义弘，向他求和，并约定事成以后，送人质给岛津义弘。对于明军向日军行贿以使其退军这一点，明代史料《全边略记》中也有记载：

诸酋久有归志，（邢）玠敛军中数万金，贿诸酋，随之渡海。求秀吉之子，永结和好。

这一记载虽然对明军贿赂日军的银两数目过于夸大，但也可以据此看出，主导向日军贿赂谋求议和的，正是邢玠。对于此次议和的结果，《岛津国史》记载：“公与小西行长、寺泽正成谋焉，而许之。”《义弘公御谱中》则记载：“粗致和平契约。”可见最后是达成了和平协议。

就在中路明军与岛津义弘议和后，西路的刘[image: ]
 也与小西行长进行了议和。顺天战役结束以后，刘[image: ]
 已无战意，他希望通过贿赂日军的手段，换取驻兵在顺天倭城的小西行长从朝鲜撤兵。根据《再造藩邦志》的记载，十月十八日，刘[image: ]
 与副总兵吴宗道以及军中的降倭商量后，主动派人与小西行长讲和，并送金帛贿赂小西行长，小西行长则回赠给刘[image: ]
 铳、剑。此后，小西行长向刘[image: ]
 索取明军将官为人质，表示刘[image: ]
 满足这一条件，日军才能撤军。

刘[image: ]
 很快妥协了，计划让地位低下的旗牌官刘万寿、王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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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冒参将，带领家丁30人，充当人质。朝鲜史料《宋经略书》描述了刘[image: ]
 命令部将紧锣密鼓地准备好绸缎、银两、人质，送到小西行长阵营时的场景：

时刘[image: ]
 围贼旬余，略无进攻之意向，（李）芳春及牛伯英劝其勿与战。及回驻富有仓，接伴使权憘问曰：“刘爷久留于此，终欲何为？更欲进战乎？”芳春秘不肯言，曰：“当有别样处置。”后数日见芳春，于卓面积纹段甚多，令管家看品择其好否。憘退见相公吴镇问之，镇曰：“刘爷与信长约和，信使逐日往来。刘爷密令各营将官，收合彩段二百匹、白金一百两，假作总兵、游击各一员，往质于倭中，以要撤回。此纹段该用于此者。”未几，行长果撤兵去。

但是小西行长表示刘[image: ]
 准备交给日军的人质数量太少，提出再加20人，刘[image: ]
 允诺。之后，由副总兵吴宗道送50名明军人质到顺天倭城。小西行长在城外大摆宴席，招待了吴宗道一行人，与吴宗道就和议之事进行磋商。与中路军和岛津义弘的议和方式有所不同，小西行长也交给了刘[image: ]
 6名日本人质。（《象村稿》）
 双方互换人质，以赢得对方信任。但刘[image: ]
 足足向小西行长派了52个人质，小西行长才派了6人，很明显不对等。

从刘[image: ]
 的行为来看，他与日军议和时，和中路军一样，不仅重金贿赂对方，还送交了人质。虽然这些行为并不光彩，但是对刘[image: ]
 来说，向日军行贿、送交人质，既可以避免打仗带来的损失，又可以为自己博得退敌的名声，是非常划算的买卖。

小西行长对刘[image: ]
 的上道非常满意，派人告诉他，会把一些首级（应是被日军杀害的朝鲜人、明军的首级）、器械留在顺天倭城内，待日军撤出顺天倭城后，刘[image: ]
 可以入城取用。（《再造藩邦志》《乱中杂录》）
 小西行长还暗示刘[image: ]
 可以把这些首级说成是日本人的首级，向上级报功。

刘[image: ]
 与小西行长达成协议后，两军之间经常派遣信使，甚至日军向刘[image: ]
 的陆军买起了粮食，刘[image: ]
 也不加禁止。刘[image: ]
 又派吴宗道通知陈璘，称小西行长将要撤兵出城，让水军不要阻击。（《宣庙中兴志》）
 但陈璘和刘[image: ]
 的关系因为顺天战役闹得很僵，自然不同意，还对吴宗道破口大骂。

确实，因为四路明军的进攻都以失败而告终，中路军、西路军才会与日军议和，但这并不是西路大将刘[image: ]
 、中路大将董一元自作主张的理由。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关于刘[image: ]
 与小西行长议和、互换人质一事，作为明朝东征军最高指挥官，经略邢玠是知情的。另一边，中路的南兵游击茅国器派出参谋史世用前往泗川倭营与岛津义弘议和时，携带了经理万世德的谕文，并遵照邢玠的指示，用重金贿赂日军，诱使其退兵。因此，中路明军、西路明军与日军的议和行为，实际上就是经略邢玠、经理万世德主导的，而不是几路明军大将自行其是。正如朝鲜李朝国王李昖所指出的那样：“此事，必是当初军门（指邢玠）所与闻者也。予尝思之，虽刘[image: ]
 、董一元，岂可自擅为之？偏将言于提督，提督禀于军门，军门许之，然后其事乃成，非独刘[image: ]
 所为也。不然，军门必愕然罪刘[image: ]
 矣。”（《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此外还有一点要提到的是，从朝鲜史料《宣祖昭敬大王实录》《汉阴文稿》的相关记载推断，明军与日军进行和谈时，实际上还承诺过日军，只要日军撤退回国，明朝就会把朝鲜王子和陪臣送到日本，以满足日本一直以来的追求。这显然是明军利诱日军撤兵而使用的一个欺诈手段，他们利用日军急于索要朝鲜王子、陪臣的心理，表面上豪爽地答应了这个要求，并不是真心实意打算这么做。对于明军的承诺，日军相信了，毕竟这是他们迫切需要的、代表战争胜利的象征。

不过，明军是何时承诺约送朝鲜王子、陪臣这一点并不清楚，不能确定是茅国器与岛津义弘和谈时做出的承诺，还是刘[image: ]
 与小西行长和谈时做出的承诺。在记录和谈情况的《旧记杂录后编》《宇都宫高丽归阵物语》等日本史料中，都没有相关的记载，可见明军与日军的这一密约，是非常隐秘的。

说到底，明军经略邢玠、经理万世德做出与日军议和的决定，是因为明军在四路会战中难以凌驾于日军之上，反而深受其辱，心理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因此不得不向现实妥协，从“剿”改为“抚”。

总之，在明、日双方都有心尽快结束战争的情况下，双方很快达成了共识。

日军撤兵的原因

收到来自丰臣五大老的撤军指令后，十一月一日，顺天倭城的小西行长、南海岛的宗义智、泗川倭城的岛津义弘、固城的立花宗茂四人，集中在泗川倭城召开军议，确定了以下撤军方针：

一、顺天、南海、泗川、固城的各部队，等待庆尚道东面的各部日军完成撤退以后，定下日期，一同撤回巨济岛。

二、顺天、泗川的部队取得明军人质以后，从先锋队开始依次撤退。

三、泗川（岛津）、固城（立花）的战船前往顺天，掩护小西行长撤退。泗川、固城的战船分别护送小西行长至南海岛、巨济岛濑户。（《岛津家文书》）


同一天，中路明军的南兵游击茅国器、蓝芳威、叶邦荣以都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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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名义，派遣千总毛国科、参谋史世用、翻译张昂再次前往岛津义弘所在的泗川倭城，随行的有20余名丁勇。（《明神宗实录》）
 史世用等人此次前往倭营，同样携带了经理万世德的谕文。（《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十一月五日，毛国科一行人抵达泗川倭城。（《抚浙奏疏》）
 依照之前岛津义弘与史世用的谈判内容，毛国科作为明军人质，被送交给岛津义弘，岛津义弘又将毛国科交给了寺泽正成。
[22]



毛国科作为明军人质入送倭营一事，在明朝东征军内部属于机密要闻，大小将官对此非常隐讳，唯恐明朝朝廷知道。（《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不管怎样，以收到明军人质为契机，岛津义弘、小西行长与明军中路军、西路军完成了议和。两人随后准备带着明军人质，在保持日军体面的情况下从朝鲜撤兵，回到日本。

现在综合前因，来分析一下促成侵朝日军决定从朝鲜撤兵的理由。笔者认为一共有以下几点：

一、丰臣秀吉发动第二次侵朝战争，很大程度上只是想逼迫朝鲜乞和，威胁对方送交朝鲜王子作为人质，在名义上臣服日本，未必是想要以武力征服朝鲜。

二、战争一开始，侵朝日军就普遍士气低下，许多人不想再到朝鲜去卖命，因此怨骂丰臣秀吉。

三、日本本身国力有限，无法深入朝鲜国土，取得更大进展。第二次侵朝战争之初，日军依靠兵力优势，一度打到朝鲜京畿道的安城、竹山，兵锋直逼王京。但因兵粮不足，补给线受到严重限制，日军无法在朝鲜国土上深入作战。丰臣秀吉害怕重蹈第一次侵朝战争时过于深入以致失利的覆辙，主动下令侵朝日军在席卷全罗道、庆尚道、忠清道后，放弃攻占的前线城池，龟缩至朝鲜沿海一隅，筑城自保，与明军、朝鲜军进行长期对峙。

四、明军发起的第一次蔚山战役，使侵朝日军遭到了沉重打击。战后，驻守朝鲜的日本大名在安骨浦召开军事会议，此后连续两次向丰臣秀吉提出缩短战线议案，要求弃守前线诸城，全面撤守至朝鲜沿海地区，实质上已经想要撤兵归国了。灰心丧气的丰臣秀吉虽然责骂相关大名不争气，但还是逐步安排撤兵，先后撤去了庆尚道梁山城、龟浦城的戍兵，又将侵朝大将小早川秀秋、毛利秀元召回日本，同时将7万军队（侵朝军队的一半）召回日本国内。丰臣秀吉临死之前，又向浅野长政、石田三成下达命令，要求侵朝日军全部撤回日本国内。丰臣秀吉死后，五奉行立刻派德永寿昌、宫木丰盛赴朝鲜传达退兵命令。可以说，随着丰臣秀吉的去世，撤兵已是必然趋势。

五、四路明军发起的第二次蔚山战役、泗川战役、顺天战役相继失利以后，中路明军、西路明军在经略邢玠、经理万世德的授意下先后与岛津义弘、小西行长接触，想要与日本议和。先前，德永寿昌、宫木丰盛带来了撤兵命令，要求日军在索取朝鲜王子、陪臣作为人质后撤退，于是岛津义弘、小西行长就此与明军展开谈判。

六、邢玠授意中路军向岛津义弘重金行贿，利诱其撤军。同时，西路军的刘[image: ]
 也对小西行长重金行贿。

七、由于交通条件限制，在日本的丰臣五大老直到四路明军作战失利后好长一段时间，才收到从朝鲜传来的明军大举南下的消息。因此，他们对明朝还存在敬畏，担心明军大举南下会严重威胁到侵朝日军的安危，于是接连发信让日军尽快撤兵回国，甚至要求无条件速速撤回日本。

明朝朝廷的撤兵之议

四路明军总攻失败后，不独明朝东征军在隐瞒朝廷的情况下，私自做出与日军议和的妥协举动，就连大明朝廷内部也因东征军战败而感到灰心丧气，表现出了极其退缩的姿态。

明军战败的消息传到大明后，身患重病、卧病在床的内阁大学士赵志皋感到心灰意冷。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赵志皋向明神宗上疏，说明军接连惨败于日军，受日军耻笑，又面临多种现实上的困难，如兵力疲惫、粮食耗尽、国内叛民趁机作乱、塞外异族入寇等，明朝自救不暇，难以继续在朝鲜耗下去，提议将明军从朝鲜撤回国内。


在奏疏中，赵志皋针对明军自南原之战以来的一系列惨败，痛心地说：

臣卧病床蓐间，复闻东征大举败绩，不胜愤懑！……乃今不量彼己，不度劳逸，惟倖倖然以思一逞，先败于南原；乃整顿收拾，兵粮粗集，而去冬再败于蔚山；更整顿收拾，兵粮大集，而今冬三败于泗川。夫合水陆十万之师，四路一时并进，熟不谓智虑已周，谋画已定，可以制釜倭之命矣？何中路以被诱大败，东、西两路亦以攻城损伤？陈璘兵船又何以被焚掠耶？四路之师一时溃败，近又仓皇无计，敛迹退防，驾言以待查勘矣。是锐气既已阻消，辎重业已散失，又未知将何整顿收拾以图再举也！况东事自更局以来，又复二年有余，竭四方水陆之运，集远征调之兵，人情汹涌，海内骚然，前赴朝鲜，犹水趋壑，曾不能得釜山尺寸之地。三战三败，贻笑倭奴，耻辱中国亦已甚矣！岂朝廷之钱粮、百姓之膏血、数万之生灵，为博功名之儿戏耶？臣窃为用此忿。（《万历起居注》）


他又列举了明军不敌日军的原因：

兵原无胜理，盖倭集釜山，去日本一帆而近，彼之转输援救，顺流而下，朝发可以夕至。而我陆隔辽东，水绝大海，相距数千里，兵马不胜奔走之劳，粮饷不胜搬运之苦，此其不利者一。

倭坐据重城，三窟联络，或以逸待劳，或以近制远，而我裹粮束刍，野栖露宿，欲以仰攻其坚，此其不利者二。

有此二不利，安见其能胜也？（《万历起居注》）


赵志皋又指出，援朝战争让大明陷入战争泥沼，以致国力空虚，目前很难继续调兵进入朝鲜增援，粮饷也很难再运入朝鲜：

今丁壮已毙于锋芒，纵欲再调，不过柔弱之徒。况宣大、山西、蓟辽诸镇，连年征发，尺籍空虚。北虏乘机，时挟贡赏，其势绝难再调。若腹裹招募，率皆乌合。即如前赞画主事徐中素上疏自称，平日蓄有死士三千，比及东行，旋于京城内外招集市井佣贩之流，此辈目不识旌旗，耳不辨金鼓。泗川之败，正是此兵，言之令人可恨。兵可再调乎？东征岁费藏金数百余万，山东、浙直、闽广于常赋之外，又加于六七十万。闾阎穷民不胜剥削，加以旱涝之灾，重以开采之役，逃窜流离，人不堪命，饷可再运乎？（《万历起居注》）


在内外交困的环境下，赵志皋说出了对明军继续耗在朝鲜的担忧，认为大明国内既有河南叛贼作乱，又有“辽虏”入寇的威胁，大乱将至，自顾不暇：

及今以往，若不长虑却顾以图久远之计，将见：在朝鲜，则专借天朝为其报复，终无念乱图存之心；在中国，则兵疲粮竭，脱有奸徒乘机倡乱，如近日河南插旗之变，则在我非特不能救朝鲜，且自救之不暇矣。

于时东事从何结局？此臣所以伏枕而思，五内焦劳，不能已于言也。以臣愚谬之见，辽虏不时入犯，陨将丧师，尤为腹心之疾，是岂可舍近而求远？（《万历起居注》）


陈述完这些隐患之后，赵志皋说出了他的真实想法。他请求先让经略邢玠带着明军主力从朝鲜撤兵，回到辽东，防备对明朝威胁更大的“辽虏”，再将朝鲜之事交给经理万世德，让他带着留下来的一小部分兵力继续留守全罗道、庆尚道的要害之地。久而久之，在培养了朝鲜军的独立作战能力之后，再将剩下的明军也调回国内，让朝鲜军自己承担防务：

不若令督臣邢玠仍归本镇，与蓟辽抚臣一意制虏。而以东方之事悉以委之经理抚臣万世德，择一大将与之协同。而世德仍量加部衔以便节制，限以数年为期，先将已调集兵将逐一挑选，择其精健可用者，量留若干，其余徒耗军饷，悉令撤归。然后将所留之兵分布全、庆要害之处，因山为城，因江为堑，坚壁把守，互为声援。然后遍历朝鲜八道，择其膏腴之地，广其开垦，分委廉干官员，责成管理，仍不时查核，如某道辟地几何？秋收积谷几何？以定赏罚。久则彼食自足，我饷可以免运矣。一面调选八道精壮之人，分委晓畅将领，严加训练，如某道练马兵几何？步兵几何？练一队，则可撤我一队之兵，久则我兵可以渐撤，丽兵可以自守矣。（《万历起居注》）


明神宗收到赵志皋的奏疏以后，颇为动容，他坦诚地说，“东征未得取胜，朕心日夜悬注”，让赵志皋注意饮药，好好养病。随后，明神宗便认真考虑了赵志皋的意见，命令五府、六部、九卿、堂上、科道等官开会讨论东征军从朝鲜撤兵事宜。（《明神宗实录》）
 从这一反应来看，明朝朝廷因为东征的挫败，以及现实环境的制约，在武力征剿日军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显露出退缩的守势。

丁酉再乱中，明朝和日本，一定程度上都对对方造成了重大打击，相互使对方在战略构想上谋求退缩和保守。日军在此前的第一次蔚山战役中遭到了明军的严重冲击，因此想要将防线收缩至朝鲜沿海之地，进而撤回日本本土。而明朝在四路总攻失败后，也同样想要将防线收缩到大明国境之内。

不过，明廷最终还是坚持了以武力征剿日军的路线，并没有从朝鲜退兵。这是因为琉球世子尚宁派人寄信给福建地方，报告了丰臣秀吉确实已经身亡的消息，福建巡抚金学曾很快将这一消息上报朝廷。他认为日军内乱将起，可以趁着这个机会水陆夹攻，歼灭侵朝日军。明朝朝廷在准备召开会议讨论从朝鲜退兵之前，意外收到了这个消息，舆论为之一变。兵科给事中张辅之趁机上疏，认为关白已死，日军必生内乱，这是“天灭倭奴之会”，恳请明神宗让明军继续留在朝鲜，剿杀侵朝日军，“以收荡平之绩”。因为丰臣秀吉死亡这一消息足够振奋人心，明神宗同意了张辅之的意见，决定让明朝东征军“一意征剿，务收荡平之功”。如果明神宗这时候有所迟疑，那日军可能会在朝鲜盘踞许久，与明朝、朝鲜长时间耗下去，情况不容乐观。

小西行长的窘境

再说回日军方面，虽然小西行长已经与明军西路军达成退兵协议，但却没能沟通水路军陈璘，这为他是否能顺利撤兵埋下了隐患。此时，陈璘并不想妥协，仍想以武力挟制日军。即使已与小西行长顺利议和的刘[image: ]
 派人通知陈璘，小西行长将要退兵，请他不要阻拦，陈璘也不为所动。十一月八日，陈璘招来李舜臣，转告了他得到的小西行长将在本月十日从顺天撤退的情报，要求到了那天朝鲜水军与明朝水军急急进师，遮截小西行长的归路。（《乱中日记》）


十一月九日，陈璘与李舜臣来到白屿梁结阵。十日，二将又到左水营前洋结阵，北望顺天，等待小西行长自投罗网。（《乱中日记》）
 当天，小西行长登上自己的御船，随从们也各自登船，准备次日从顺天倭城撤退。此时，小西行长等人还不知道陈璘、李舜臣要阻断自己的退路，所以到了夜间，小西行长等人尽情发泄，进行最后的狂欢。士兵们都因为能够撤兵感到非常高兴，他们用手打起拍子，张罗起酒宴，终夜歌舞，通宵达旦。

十一日清晨，顺天倭城内的日军士兵怀着愉快的心情，开始从顺天倭城撤退，解缆出发。不料船驶出去没多远，日军就发现海面上有望不见边际的明朝、朝鲜船只，遮断了日军的退路。船上的日本人见到这一场景，吓得变了脸色，只能先退回到陆地上，召开会议商量下一步对策。在军事会议上，有人主张挑选出擅长驾驶船只的水手，利用弓、铁炮，强行从明朝、朝鲜的战船中突围出去。（《宇都宫高丽归阵物语》）


十一月十二日，小西行长派出十几艘船，让他们先行突围。但是这些先遣船只经过顺天外围的猫岛时，被明朝、朝鲜水军给尽数剿杀。小西行长得知这一消息后，恼羞成怒。他认为明军出尔反尔，言而无信，于是让人砍断两个明军人质的手臂，派人交给刘[image: ]
 ，带话说：“提督欺我如此，我必不去！”刘[image: ]
 只能好意安慰小西行长，让他向陈璘乞和，则必定能够放行。（《乱中杂录》《宣庙中兴志》）


在刘[image: ]
 的授意下，小西行长只能硬着头皮派人去找陈璘交涉。他托人传话诘问陈璘：“陆上的大将（刘[image: ]
 ）已经与我议和，并交了人质，你等却还要遮截我的归路，是何用意？”陈璘随即派使者前往顺天倭城，带话给小西行长说：“听说你将顺天旧城引渡给了陆将（刘[image: ]
 ），现在你只要把顺天倭城引渡给我，两国就可以停止干戈，我就可以罢兵回到大明，上奏天子。”（《宇都宫高丽归阵物语》）
 。

陈璘显然是为了与刘[image: ]
 争功，他的意思是让小西行长先交出顺天倭城，让他坐实了收复顺天倭城的功绩，水军才能与他议和。但小西行长听了以后并不同意，他害怕一旦交出顺天倭城就会让自己失去退路，遭到明军的围堵剿杀，因此只愿意将女婿宗义智的南海城引渡给水军。陈璘收到小西行长的答复后，态度更加强硬，再次重申让小西行长先引渡顺天倭城，如果不能满足这一要求，水军将联合陆军截断日军归国的道路，以此恐吓小西行长。但小西行长没有被陈璘的恐吓吓倒，他坚持之前的提议，只同意引渡宗义智的南海城给水军。在双方一来一回的讨价还价中，陈璘的态度终于有所松动，最终同意了小西行长的提议，先将明军人质送到顺天倭城，然后小西行长将南海城引渡给明朝水军。

顺天倭城内的日军得知明朝水军做出让步，将派遣人质过来后，情绪从紧张变得高兴起来，再一次载歌载舞，置办起了酒宴。（《宇都宫高丽归阵物语》）
 但他们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了，这其实只是双方议和的第一步交涉，陈璘本质上仍没有同意给小西行长放行。

很快，双方发生了冲突。也许是小西行长产生了误判，以为陈璘已经同意议和放行，于是在十一月十三日，又有十几艘倭船从顺天倭城出来，漂泊在明、朝水军驻扎的獐岛附近。但没想到，这挑起了明朝、朝鲜水军的敏感神经。李舜臣看到后，急忙与陈璘率领舟师追逐。倭船又很快退回到城里，城内日军吓得一整天都不敢再出来，李舜臣和陈璘随即还阵于獐岛水军基地。（《乱中日记》）


此事过后，小西行长深受刺激，表示不愿意再相信明朝将领的话了。小西行长开始做两手准备，以摆脱眼前的困境。首先，他决定再派人去与陈璘议和，争取用和平手段撤退，但这更像是用来麻痹陈璘的手段，为小西行长的另一手准备铺路。其次，小西行长决定以千金招募死士，乘小船前往泗川、蔚山、釜山等处，向驻守这些地方的日军通风报信、讨要援兵。结合日本史料《川上久辰谱中》、明朝史料《东征记》、朝鲜史料《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记载来看，小西行长的目的是让泗川、蔚山、釜山等地的日军出动援兵，一同开赴顺天，与他从东、西两个方向合力并攻陈璘的水军，歼灭陈璘的水军以后，再攻刘[image: ]
 的陆军，以彻底突破明军封锁，成功撤兵。

既然已经制订好了计划，十一月十四日的时候，小西行长便派出两艘倭船，来到獐岛，与陈璘重启谈判。陈璘让倭通事（翻译）迎接倭船。戌时，又有一个倭将乘坐小船，进入陈璘的督府，向陈璘献上了两头猪、两桶酒作为礼物。（《乱中日记》）
 这次谈判，小西行长展现了他狡猾的一面，为了博取陈璘的信任，他让负责谈判的日本使者传话给陈璘，假意声称愿意向陈璘送上1000颗人头，换取陈璘放行。陈璘听了这个条件以后心动了，又提出让小西行长多送1000颗人头，他才同意放行。见陈璘态度开始松动，日本使者进一步引诱陈璘上钩，欺骗他说：“行长在南海城有女婿（宗义智），想把他请来议事，希望能够允许派艘船去请他过来。”一旁的李舜臣听了，意识到有诈，劝说陈璘：“诡谲之言不可听信，所谓请来女婿，实际上是要去请来援兵，绝不可以答应他们。”但陈璘已经被小西行长假意许诺的2000颗人头给迷惑了心智，哪里还顾得上这些。他没有多做考虑，就同意了日本使者提出的要求，允许他们派一艘小船前往南海岛，请来宗义智。但陈璘不知道的是，他正一步步掉进小西行长的陷阱里。得到陈璘的放行许可后，小西行长当天立即挑选出8名倭卒，让他们乘坐小船，去向泗川、蔚山、釜山等地的日军通风报信，寻求外援。（《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为了继续麻痹陈璘，十一月十五日，两艘倭船再次出入陈璘营地，继续与他谈判。（《乱中日记》）
 十六日，陈璘根据小西行长提出的和谈要求，同意将自己的侄子陈文栋等7人作为人质送入倭营。7名人质在20艘明军战船的护送下，驶向顺天倭城。城内的松浦镇信为迎接他们，放了三发礼炮示意。（《宇都宫高丽归阵物语》）
 随后，小西行长又派出3艘倭船前往獐岛，向陈璘送上马、枪、剑等。（《乱中日记》）


不过，即便陈璘已经向小西行长送上人质，但明朝、朝鲜水军还是不肯放行，仍然在顺天外洋堵截日军的退路。实际上，陈璘不愿意放行是有理由的，因为小西行长并没有履行和陈璘的约定，在明朝水军送交人质后，引渡宗义智的南海城，并交出2000颗人头给陈璘。在小西行长没有履行承诺前，陈璘是没有义务将他放行的，双方就这样僵持不下。陈璘急于让小西行长兑现承诺，而小西行长则是假意议和，以此拖住陈璘，等待日军援兵到来。

另一边，十一月十六日，被小西行长寄予厚望的岛津义弘从泗川倭城撤往泗川西南方向的昌善岛，与他一同撤退的还有其子岛津忠恒，以及之前从釜山丸山城赶来的寺泽正成。撤退之前，岛津义弘派遣裨将敷根赖丰前往顺天，向小西行长传达撤兵的消息。

固城的立花宗茂、高桥统增、筑紫广门、小早川秀包，大约也在同一时间撤退，跟着岛津义弘撤往昌善岛。岛津义弘、立花宗茂等人相继从泗川倭城、固城倭寨撤退以后，负责中路战线的董一元才终于没了顾忌，率军进入空无一人的泗川倭城进行扫荡。

董一元进入泗川倭城以后，见此城的建筑和装饰极其奢华，“大寨凡四层，倭房数千间。石城外又为木城三层，极其劳密。寨内器用，床几屏风，一色泥金，最为精巧。又有违制金丝鸾驾、金丝掌扇，炳耀夺目”。明军登上倭城的天守阁，从高处望见撤退到外洋的岛津军，便故意向他们招手示意。岛津忠恒看到后，气不打一处来，却又无可奈何。（《朝鲜役录》）


董一元并没有被绚烂夺目的泗川倭城给迷惑，他随即下令将倭城全部焚毁，又将固城倭寨付之一炬。（《再造藩邦志》）
 这之后，经略邢玠为董一元叙功：“董一元探知石曼子（岛津义弘）将逃，随带本营兵马攻破倭寨五处，烧毁倭房倭粮，招回朝鲜人一千七百，斩首一百余级，夺获马匹、粮米、器械颇多。”（《经略御倭奏议》）
 这多少有些夸大事实。

岛津义弘、立花宗茂撤到昌善岛，本来是想在该岛等待顺天倭城的小西行长、松浦镇信、有马晴信、大村喜前、五岛玄雅前来会合。（《大重平六觉书》）
 按照约定，小西行长等人应该比岛津义弘早到昌善岛，但这会儿却没有到。岛津义弘意识到大事不妙，与众人商量道：“小西之所以没有来，肯定是因为敌军趁我军撤退，把顺天包围了。但现在如果弃置小西不顾，径自归国，肯定遭人毁谤。不如先留在这里，以待消息。”（《朝鲜役录》）


岛津义弘派往顺天倭城的裨将敷根赖丰回来报信说：“现在虏船堵塞海口，所以小西不得撤兵。”岛津义弘与立花宗茂经过商量后，决定派遣使者去邀请蔚山倭城的加藤清正，与他们一同出兵救援小西行长。岛津义弘、立花宗茂派去的使者对加藤清正说：“虏军现在包围了顺天，行长不能退兵。如果舍弃行长，则七年之战功，以及皇朝之威武，都会受到损害。所以希望公能够出兵，合兵迎回小西等五位大名。”（《朝鲜役录》）


加藤清正收到岛津义弘、立花宗茂的请求后，表示愿意出兵慷慨解围，回信称他虽然已经接到丰臣五大老、五奉行从日本发来的撤兵指令，但依然会出兵顺天倭城，救援被明朝、朝鲜联军围困的小西行长。（《岛津家文书》）


结果到了第二天，也就是十一月十八日，加藤清正直接放弃蔚山倭城，撤往釜山浦方向，并没有按照约定去救援小西行长。为了迷惑明军，加藤清正还故意在岛山城外贴出告示，谴责明军“背信弃义”，声称他一定会出兵救援顺天倭城的小西行长。根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记载，这封告示的内容如下：

大日本国加藤主计头平清正，谕大明诸将之榜：

倾闻顺天之倭将行长，与大明诸将有三国和平之约，尔国欲出质于行长矣。虽然，尔等再信乖约，出兵围行长。尔等如此伪谋，岂非穿窬。但此伪谋，在大明诸将乎？在行长乎？我不知之，故今此榜也。我在此，虽可对阵守城，顺天已危，我不救拯之，则无勇也。故我先扫空此城，暂往于顺天也。尔等亦来顺天，我当争雌雄决胜负也。熟以事势，虽至如此，三国是亲兄弟之国也，不可无和平也。尔若欲和平，则纵然我虽还日本，岂妨通信。且我太阁殿下，去八月，虽微疾薨，有今嗣秀赖殿下，又有股肱大臣家康公，有文有武，恰似太公之于周武、如婴臼于赵朔也。因兹我日本社稷安宁也，以是再伐朝鲜，如指掌。不如至和平，不宣。

加藤清正虽然对明军做了一番恫吓，声称即便他退兵日本，日本国内还有德川家康这样的人物，再度出兵朝鲜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笔锋一转，就低姿态地说道“不如至和平”，泄露了底气，随后就往釜山浦方向撤退了。

同一天，西生浦城的黑田长政，以及竹岛城和昌原城的锅岛直茂、锅岛胜茂父子，也遵照丰臣五大老的指示，烧毁各自的番城，撤兵到了釜山浦，准备下一步就从釜山浦渡海回到日本。

岛津义弘、立花宗茂麾下的将士听说加藤清正出尔反尔的行为后，气得大骂：“彼等不思国家之事，听说太阁已经薨逝，就觉得没有主持赏罚之人，便胆小怕事，只想着保全自己，完全不是丈夫所为。”有人考虑到现实情况，担心敌众我寡，害怕光是岛津军、立花军前去救援，不是明、朝联军的对手。为此，岛津义弘再次聚集部下，讨论是否要去救小西行长。本田昌亲说：“应当赴援，解其围困。如果舍弃五位大名，那么岛津家在泗川新寨之战所立下的大功，就会被抹杀。”众人都同意他的说法。岛津义弘便与立花宗茂商量道：“如果舍弃在顺天的五位大名，那将会是国家的巨大耻辱，现在唯有死战解围而已。”下定决心后，岛津义弘与立花宗茂、高桥统增、筑紫广门、小早川秀包、寺泽正成合兵，准备率领船队开赴顺天。（《朝鲜役录》）


不过，岛津义弘、立花宗茂等人准备行动的时候，明、朝水军已经发现了小西行长的阴谋，知道小西行长派人去向岛津义弘讨要援兵，想要从东、西两个方向夹击联军。至于明、朝联军是什么时候察觉到的，主要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出自明朝史料《东征记》。该书记载，十一月十七日晚上，陈璘的船队抓捕到了岛津义弘派往小西行长处的一个报信人，从中搜得密书。信中的内容是与小西行长约定，于十八日夜东、西夹击陈璘。而陈璘又从其他渠道得知：泗川、巨济岛、闲山岛的各倭将统领倭船700艘，来援小西行长。根据这些情报，陈璘认为：“我方势单力薄，如送羊喂虎，不可坐以待毙。不如提兵直捣露梁，迅雷不及掩耳。”下定决心后，陈璘集结诸将，拔剑指天，举槊画地，焚香设誓，倾资悬赏，申令明罚。大众虎啸龙骧，斗志高昂。

第二种说法出自朝鲜史料《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该书记载，十一月十八日，小西行长派出的船过了四天还没有回来，李舜臣意识到大事不妙，对陈璘说：“此必请援之倭也，出去今已四日，明日间大兵必至。我兵先往逆战，庶得成功。”陈璘一开始并不情愿，直到李舜臣号啕大哭，反复恳请，才最终同意。

中、朝史料各自强调陈璘、李舜臣最早发现小西行长的阴谋诡计，无论哪种说法正确，陈璘和李舜臣都已识破小西行长的计谋，知道不可处于战略被动，迅速决定对日军重启武力。陈璘与李舜臣的水军为了避免小西行长和岛津义弘互相配合、东西夹击，便放弃了对顺天的围困，解除封锁，专心对付从东部海面来援的岛津军、立花军等。

明、朝水军分兵为左、右两协，从獐岛基地奔赴岛津义弘等人救援小西行长的必经之地——露梁海峡。明朝水军驻兵在露梁海峡西北方向的昆阳竹岛，朝鲜水军驻兵在露梁海峡西南方向的观音浦，两军南北呼应，只等岛津义弘等援军穿过露梁海峡，给予其致命一击。

露梁海战

十一月十九日夜半时分，岛津义弘、立花宗茂、高桥统增、小早川秀包、筑紫广门乘船从昌善岛出发，试图穿过露梁海峡，向顺天方向进击，击破明、朝水军。有两人因故未能同行，岛津忠恒因为肚子痛而留在了昌善岛，寺泽正成则已先前往南海岛与宗义智会合。李舜臣收到岛津援军出发的消息后，及时告诉了陈璘。五鼓时分（凌晨3时至凌晨5时），陈璘乘坐朝鲜的大冲锋船，随着潮水直下露梁，扬旗伐鼓而进。（《东征记》）
 李舜臣乘船在前面带路，其余船只紧跟在后。（《象村稿》）


而日军方面，也并未完全大意。由于是在晚上行军，立花宗茂十分警惕，他为了避免仓促遭遇明、朝联军船队，让船手们在船舱侦察海面动向。准备充足之下，立花军最先发现李舜臣率领的朝鲜船队。立花宗茂立即指挥立花军的船只急速靠近对方，以便跳帮展开肉搏战，并命令把朝鲜军的首级割下来扔回船上，然后立刻回航，不要因为恋战而焚烧敌船。（《朝鲜役录》《久国杂话》）


在立花宗茂的命令下，立花家臣池边彦左卫门率先跳上一艘朝鲜船，但他刚大呼自己是“最早上船的”，就被朝鲜水军用长矛刺中，当场死亡。（《谷田六郎兵卫觉书》）
 随后，立花家勇将小野和泉、立花三太夫带兵登上朝鲜船只作战，他们运气很好地俘获了几艘船。立花宗茂的弟弟高桥统增也指挥麾下驾船踊跃前进，一靠近朝鲜船只就纷纷跳上船去。高桥船队接连将斩获的朝鲜军首级悬挂在外，赢得周遭日军一片喝彩。（《朝鲜役录》）


岛津军见状也上前与朝鲜水军交战，由于岛津义弘没有像立花宗茂那样提前做了准备，因此岛津军刚看到朝鲜船队的时候，很是吃了一惊。岛津义弘的家臣川上久辰、川上久国父子乘坐一艘六端帆的小船靠近一艘朝鲜大船，结果因为朝鲜大船太过庞大，无法登船，反倒让自己的小船被动挨打。朝鲜大船对着川上久辰的小船不停地放箭、发射火器，“下矢石者如急雨”，使在小船上的川上家臣们遭受了不同程度的伤亡。其中，川上源太左卫门、胜目与左卫门、木场利兵卫被“石火矢”击中而死，桑波田五郎兵卫、有马善左卫门、有村喜八被“石火矢”打中负伤。此外，半三郎、十右卫门、金八、须藤弥七郎被弓箭射杀。

时年48岁的川上久辰拿起钩枪，想挡住朝鲜军的火器攻击，却被两颗飞石砸中脑袋，当场昏死过去，倒在了船上。朝鲜大船又用被称为“熊手”的铁钩钩住川上久辰的小船，使他们难以逃走。（《川上左近将监久辰谱中》）
 时年18岁的川上久国死里求生，他手持铁炮冲进朝鲜大船，连放十几发，击毙了十七八名朝鲜士兵。川上家臣花北治部左卫门则手执大斧，打破了朝鲜大船的栏板。在二人的拼死抵抗下，朝鲜大船终于放开川上久辰的小船，使其逃去。（《西藩烈士干城录》）


另有一艘岛津军的船只也被朝鲜水军的铁钩钩住。朝鲜水军将火药桶投入岛津军的船上，使船只着火。船上的岛津士卒或被烧死，或跳入海中被淹死。有些幸存下来的岛津兵狗急跳墙，跳上了朝鲜船只，结果要么被朝鲜水军的枪、长刀刺死，要么被半弓射死，共有54人被杀。那名在泗川倭城之战中追杀明军的岛津家武士大山纲宗也被砍伤，坠入海中。（《岛津家高丽军秘录》《西藩烈士干城录》《旧记杂录后编》《征韩伟略》）


李舜臣作为朝鲜水军大将，冲锋在前，结果被日军船队给围了起来，陷入恶战。随后赶到的陈璘见状，认为明、朝联军有如一体，如果不去救援，必然会挫败明军士气，于是立即指挥诸将去替李舜臣解围。结果李舜臣虽然得救，但陈璘所乘的船又成了日军的新目标。日军船只蚁附蜂屯，将陈璘的船只重重围住。这时候天还没有亮，情况非常危急，甚至有两个日军士兵跳上了陈璘的船，几乎要逼近陈璘。陈璘的儿子陈九经为了保护父亲，用血肉之躯挡在前面，结果被日军刺伤，鲜血淋漓。旗牌官世炜用镋钯去刺日军士兵的胸膛，把他们推入海中，才使陈九经免于一死，但日军群集在陈璘船下，难以一一驱逐。（《象村稿》《宣庙中兴志》）


陈璘见状，干脆下令停船。明将王元周、福日升换乘朝鲜大船，护卫在陈璘船只左右。陈璘于是让军中大声呐喊，对着日军船只不断放炮，但日军不仅没被打退，反而对着陈璘的船仰放铁炮。陈璘于是下令将士拿着挨牌，统统卧倒在船上。日军见状，又来攀登陈璘的船，结果船上明兵用长枪俯刺，将这些日军刺进海里。

黎明时分，明军老将邓子龙乘船来救陈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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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下令投火到日军船上，将日军船只点燃。陈璘望见火起，知道是邓子龙来救他，于是醒悟过来，下令说：“给我烧了！”（《东征记》）
 船上明军得令后，各自放火，站在高处用喷筒喷射日军的船只。（《象村稿》）
 这种喷筒，内装打成药饼的硫黄、樟脑、松脂、雄黄、砒霜等物，点燃后会在空中喷出数丈远的火焰。喷筒喷出火焰后，燃烧物会附着在船帆和木质船体结构上，极易引发大火。并且，火筒内的东西燃烧产生的烟雾具有毒性，可以对日军进行慢性伤害。在露梁海战中，喷筒主要担任近距离火力支援任务。（《露梁海战中武器装备使用对新时代我国国防科技建设的启示》）


一时间，火势汹涌。《义弘公御谱中》说：“敌船投大石以破诸将船，投火壶以烧勇士船。”《东征记》形容说：“如龙衔烛，通海红光。”《象村稿》则称：“风急火烈，贼艘数百，顷刻煨尽，海波尽赤。”日军因船只着火，又见明军的沙船、苍船赶到，开始慌忙逃散。（《东征记》）
 最后，日军退入了观音浦港口。（《李忠武公全书》）


但退入观音浦之后，日军发现失去了退路，又挣扎着杀了出去。欲夺得头功的邓子龙率领200多个士兵，冲锋陷阵，击杀无数日军。但是后方的友军船只却不小心失手，用火器打中了邓子龙的船，船一下子就着了火，船帆烧了起来，船上明军惊慌之下都往另一边躲避。结果日军乘势登上邓子龙的船，不仅将船上的人全部砍死，还把船给焚毁了。（《两朝平攘录》）


击杀邓子龙的日军部队由谁率领，在日军亲历者的文书、觉书中并没有任何记录，因为他们当时并不知道明朝将领的名字。等中国、朝鲜史料传入日本后，日本人才渐渐知道他们对手的名字。但岛津家编纂的各种史料，都没有提及是岛津义弘的船队击杀了邓子龙。五代秀尧撰写的《朝鲜役录》记载说：“宗茂麾兵，趁机蹙之，斩子龙，其下歼焉。”出身萨摩的五代秀尧，说击杀邓子龙的是立花宗茂，而非岛津义弘。可见，击杀邓子龙的日军船队，属于立花宗茂的可能性比较大。

旁边的朝鲜水军看到邓子龙的船着火，误以为是倭船烧着了，更加卖力地对着日军船只放火。朝鲜水军将领李纯信一口气烧毁了10余艘倭船，这让朝鲜水军欢呼雀跃。李舜臣观察到有3名日军将领在一艘楼船上督战，便集中精锐去进攻这艘楼船，射杀了其中一名倭将。陈璘随后与李舜臣会合，他让人连发虎蹲炮，接连击碎了数艘倭船。（《李忠武公全书》）


这里介绍一下虎蹲炮这种火器，这是戚继光在嘉靖年间抗倭时创造的一种小型将军炮，形状像一只蹲着的老虎，故以此命名。其总重量为18公斤～20公斤，炮身长2尺，有5道～7道宽大的铁箍。炮口一侧有类似“虎脚”的大铁爪三角形支架，另外在炮的后尾配备大铁钉以固定炮身，减少发射产生的后坐力，同时避免了发射后炮身后倒的危险。每次装填100枚5钱重的小铅子或小石子，以及1枚30两重的大石子或大铅子。大石子、大铅子用于摧毁敌方的船只，小石子、小铅子则可以杀伤敌方的士兵。在露梁海战中，虎蹲炮负责提供远程火力支援，用来摧毁日军船只的船身和船上建筑。（《露梁海战中武器装备使用对新时代我国国防科技建设的启示》）


李舜臣又一次带队冲锋，奋力射杀日军。但没有想到的是，日军的铁炮队就埋伏在船尾，他们一齐向李舜臣射击，炮弹直接穿透李舜臣的胸膛，要了他的性命。（《乱中杂录》）
 李舜臣牺牲以后，船上的人试图隐瞒其死讯，继续作战，但是失去主将的朝鲜水军很快就“大溃”（《鼓山集·奉事李公神位
 壇碑》）
 ，陷入溃乱状态。其他船上的朝鲜水军将官，也纷纷遭到日军铁炮射杀（《罗州郡邑志》《丽水志》《湖西邑志》）
 ，各船将官级别阵亡者累计达60余人（《聱汉集·日录》）
 。其中较为知名的牺牲者，有加里浦佥使李英男、乐安郡守方德龙、兴阳县监高得蒋等10余人。（《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至于普通士兵，战死者难以计数。目睹了作战经过的岛津家臣川上久国晚年回忆，立花宗茂指挥立花军贴近朝鲜军船只，直接跳上船进行肉搏战，一连夺取了60余艘朝鲜大船，并利用这些船只组织撤退。（《久国杂话》）
 但根据岛津义弘在露梁海战结束一个月之后写的书信透露，日军总共才夺取了4艘朝鲜大船、2艘明朝大船。（《旧记杂录后编》）
 由此而言，川上久国在回忆中可能夸大了事实。无论如何，毕竟“倭本不惯水战”（《两朝平攘录》）
 。据同样目睹了立花宗茂作战经过的岛津家臣伊势贞昌事后回忆，立花宗茂因率众与明、朝联军的大船相战，自身部队也被杀过半。（《伊势贞昌觉书》）
 正当朝鲜水军因为李舜臣阵亡而陷入苦战之时，明军把总沈理乘坐巨舰奋战向前，船上火器齐发，当场斩得日军首级130余颗。随后，明军游击季金也率领水军赶来救援。在明军的打击下，日军船只被烧沉许多，“焰同赤壁”（《两朝平攘录》）
 。日军死伤惨重，海水都被染成了血色，海面上漂浮着许多尸体、船板、兵器、衣服。（《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据岛津家臣川上久国晚年回忆，相较立花宗茂还能夺取朝鲜船只撤离，岛津义弘的军队损失极为惨烈，岛津军士兵几乎全军覆灭。（《久国杂话》）
 另一名岛津家臣渊边真元也在晚年回忆说，由于明、朝联军以大船为主，岛津军以小船为主，所以连岛津义弘的御船都陷入了不利境地，岛津的御供众全都舍命相战。（《渊边真元高丽军觉》）
 虽然岛津义弘、立花宗茂仍激励日军作战，但他们已经落了下风。战斗最激烈时，明、朝联军的士兵将船靠近岛津义弘的御船，跳了上去，夺下了船上的御马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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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返回自己的船只，并将御马印插在船上。所谓“御马印”，就是大名的身份标志，在战场上象征着他们本人，因此御马印被夺可以说令岛津义弘颜面大失。有一名叫黑田宅右卫门的岛津军武士为了不让主家丢脸，硬是跳上对方的船上，把御马印给夺了回来。（《大重平六觉书》）


但不管怎么说，岛津义弘的御船被明、朝联军登上去，可见当时日军的情形十分窘迫。五代秀尧的《朝鲜役录》承认在这个关口，岛津军已经打了败仗。包括岛津义弘在内的日军终究不是明军的对手，他们只能先行逃离战场，但是遭到明、朝联军的追击。混战中，岛津军的船只被冲散，只能且战且退。其中，岛津家臣桦山久高、喜入忠政等人的船只遭到破坏，船手死伤严重，因此不能退却，他们只能带上500士卒，漂泊到南海岛，逃到了岛上。明、朝联军船队望见后，一把火焚烧了桦山久高等人弃置的船只。（《朝鲜役录》）


岛津军逃跑时，风刮得很大，海峡又突然退潮，涛声如雷一样响亮。在这种恶劣天气下，虽然岛津军的轻舸能穿越露梁海峡逃向出发的地方，但岛津义弘乘坐的大舰却办不到，于是就这样掉队了。明、朝联军望见以后，追赶了上来，围住岛津义弘的御船，以铁钩牵住了它。《町田氏正统系谱》形容岛津义弘当时面临的险境，“譬之源义经失弓于屋岛，犹危急甚也”。

船上的岛津军竭力死战，想要尽快击退联军，然后逃回去。但因为船手死伤众多，结果难以行舟。岛津义弘此时的处境非常危险，很多岛津军士卒拿着盾牌围了上来，以保护岛津义弘不被明、朝联军的火器和弓箭射中。岛津家臣种子岛久时、川上忠兄、川上久智、新纳忠增、大田忠纲等人在船上接连向联军的船只放铁炮。其中，种子岛久时和川上久智最擅长使用铁炮，他们弹无虚发，让联军不敢逼得太近。明、朝联军船上的士兵为躲避岛津军的铁炮，纷纷退到船舱内，只一双手露在外面，握住铁钩牵住岛津义弘的御船。但是船上的岛津军又往下投火、放铁炮，铁炮打中了联军士兵的手，铁钩就此脱落，再也无法钩住岛津义弘的御船。这时，岛津家臣町田久政、阿多忠次等10余人乘坐一艘船，出现在海面上，来救援岛津义弘。他们登上明、朝联军的船只，为岛津义弘殿后，没过一会儿就全部战死了。岛津义弘因为这些家臣的奋战而幸免一死，但他船上也死了18人。（《大河平氏藏》《朝鲜役录》）


据五代秀尧的《朝鲜役录》记载，此时寺泽正成、宗义智听说战事紧急，连忙从他们所在的南海岛前来支援岛津义弘等人，并力殿后，使得明、朝联军船队暂时停止了攻势。然而朝鲜史料《乱中杂录》的记载却与此大相径庭，声称留守在南海岛的日军听说岛津义弘在露梁战败的消息以后，就在宗义智的带领下从岛中陆路窜到海口乘船逃走了。

笔者倾向于《朝鲜役录》的记载，宗义智应该参战了。因为，叶向高的《苍霞集》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宗义智曾俘虏过一个叫郑六同的朝鲜陪臣，他深得宗义智的信任，但郑六同实际上是明、朝联军的内应，于是露梁海战爆发时，郑六同点燃了他所在船只的火药库，造成日军大败。

而因为肚子痛留在了昌善岛的岛津忠恒，尚不知日军已经在露梁和明、朝联军打了起来。不过露梁海战发爆发时，他听到远方传来了巨炮的声音，怀疑岛津义弘等人已经在和明、朝联军开战了。因此天一亮，岛津忠恒就乘坐关船，率领麾下的鹿儿岛众从昌善岛出发，向着露梁方向前进，以策应岛津义弘。岛津忠恒的船队将要接近南海岛的时候，炮声已经听不见了，远远看去，只有硝烟还在海面上弥漫。岛津忠恒继续行进了一段距离，才看到一艘从前线败退下来的岛津军船只正徐徐逆浪而来，这艘船的主将是岛津家臣井尻弥五助。岛津忠恒驱船迎了上去，询问前方战事。井尻弥五助告诉岛津忠恒：“义弘公行船至南海濑户，有敌大舰猝至，我军众寡不敌，吃了败仗，诸船溃散。现在义弘公的船得以保全，但是剩下的船只都遭到了破坏，很多船被烧毁沉没。即便如此，义弘公船上的人也都负伤了。因此，义弘公派臣前来通报敌情。现在义弘公的船上只有一名船手了，迟迟不能行舟。”（《伊东壹岐入道觉书》）


岛津忠恒听了以后大吃一惊，连忙加快船速，前去接应岛津义弘。过了一会儿，岛津忠恒终于在海面上发现了岛津义弘的御船，只见岛津义弘的御船已经被砍坏了，船板上还插着密集的箭镞，看上去就像是一只刺猬。（《渊边真元高丽军觉》）
 而在岛津义弘的御船周围，只有3艘岛津家的船只护卫在侧，这4艘船现在全都被明、朝水军的船只给包围了。（《出水众中伊东玄宅申出》）
 立花宗茂等人的船队此时也未能走脱，仍在与明、朝水军对峙。（《朝鲜役录》）


岛津忠恒乘坐关船冲上前去，闯入岛津义弘的船与明、朝联军的船之间，正面冲向联军，为其他日军殿后。岛津家的4艘船只以及立花宗茂等人的船队，迅速背对明、朝联军，趁着这个机会逃离战场。岛津忠恒孤军殿后，在日本诸船撤退了3.9公里以后，他才随之退却，跟着岛津义弘撤回了昌善岛。（《出水众中伊东玄宅申出》《朝鲜役录》）


岛津义弘逃回到出发地昌善岛以后，心有余悸地说：“敌若来攻，则寡不可战矣。”在这种畏惧心理下，岛津义弘连夜逃向巨济岛。（《朝鲜役录》）
 至此，露梁海战落下了帷幕。

露梁海战从十一月十九日寅时（凌晨3时至凌晨5时）开始，一直到打到巳时（上午9时至上午11时）才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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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可谓一场激烈的海上大战。而露梁海战的最大受益者，其实是顺天倭城内的小西行长等五位大名。他们趁着明朝、朝鲜水军与日本水军酣战之际，乘坐船只从顺天倭城出逃，而陆上的明军提督刘[image: ]
 不加以阻拦。小西行长等人绕过露梁战场，经庆尚道猫岛西梁，向南海岛的平山浦方向逃去。岛津义弘等人事后怒责他们，“乘舟船不援予之曹苦战，只远见之而逃虎口退去”（《义弘公御谱中》）。


露梁海战的得失

露梁海战虽然早已落下帷幕，但此战留下了太多的未解之谜，其中之一就是日军的损失。综合明朝、朝鲜、日本三方史料，笔者将日军在露梁海战中出动的船只数量、伤亡情况等相关记载整理如下：



	日军船只
	日军死伤
	史料出处



	不详
	立花、高桥、寺泽三军“从兵半死”
	（日）《岛津家记》



	不详
	立花、高桥、寺泽三军阵亡一半人员
	（日）《渊边真元高丽军觉》



	不详
	立花军阵亡一半人员
	（日）《伊势贞昌觉书》



	100余艘
	立花、高桥两军战死数百人
	（日）《家久公御谱中》



	100余艘
	立花、高桥两军战死数百人
	（日）《义弘公御谱中》



	100余艘
	立花、高桥两军战死数百人
	（日）《朝鲜征伐记追加》



	100余艘
	立花、高桥、寺泽三军战死数百人
	（日）《岛津世家》



	100余艘
	不详
	（日）《町田氏正统系谱》



	不详
	立花、高桥两军安然无恙，岛津军死伤惨重
	（日）《久国杂话》



	不详
	岛津义弘等军战死数百人
	（日）《续本朝通鉴》



	不详
	岛津义弘的士兵被烧死、溺死数百人
	（日）《朝鲜役录》



	不详
	岛津、立花、高桥等军共战死数百人
	（日）《岛津世禄记》



	不详
	被俘获100余艘船、被烧破200余艘船、被斩首500级、被生擒180余人
	（朝）《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不详
	战死13000人
	（朝）《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不详
	被斩首320级
	（朝）《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300余艘
	损毁200余艘船只，死伤累计1000余人
	（朝）《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不详
	被焚烧200余艘船
	（朝）《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



	不详
	被焚烧200余艘船
	（朝）《李忠武公全书》



	500余艘
	仅50艘船逃走，溺死者以千计数
	（朝）《宣庙中兴志》



	500余艘
	被焚烧30余艘船
	（朝）《明皋集》



	数百艘
	仅50多艘船逃走，被斩首900余级
	（朝）《乱中杂录》



	数百艘
	不详
	（日）《征韩录》



	不详
	被斩首224级
	（明）《东征考》



	数百艘
	被斩首324级
	（明）《万历三大征考》



	七八百艘
	被斩首344级
	（明）《东征记》



	不详
	战死数百人
	（日）《桦山久高谱中》



	六七百艘
	被斩首300余级
	（明）《明神宗实录》



	800艘
	被斩首300级，烧死、溺死不下2万人
	（明）《经略御倭奏议》



	不详
	被斩首1000余级，溺死不下1万余人
	（明）《两朝平攘录》




在以上记载中，岛津家臣川上久国在《久国杂话》中回忆称，由于立花宗茂事先早有准备，所以立花军反应迅速，雷厉风行地打击了朝鲜战船，自家船只皆安然返航，高桥统增的船队同样如此。但这个说法过于夸张，川上久国后来又修正了他的记忆。他在《朝鲜征伐记追加》中，明确提及立花、高桥两军阵亡数百人，并非毫发无损。而在另外几份岛津家武士的回忆录中，《伊势贞昌觉书》记载，立花宗茂的部队被杀过半；《渊边真元高丽军觉》《岛津家记》更是记载，立花宗茂、高桥统增、寺泽正成三家“从兵半死”。

那么，日军在露梁海战中的真实阵亡人数有多少呢？

笔者认为，相较川上久国在《久国杂话》《朝鲜征伐记追加》中的两种矛盾说法，其他岛津家武士的回忆录更加值得重视。在这一点上，《渊边真元高丽军觉》《岛津家记》都提到，立花、高桥、寺泽三家在露梁海战中“从兵半死”，因此这个说法应该最接近事实。立花、高桥、寺泽三军在露梁海战中“从兵半死”，究竟折损了多少人，需要从他们的服役兵力进行推算。原先，丰臣秀吉要求立花宗茂派去服役的人数是5000人，但立花宗茂在第一次侵朝战争中受创严重，凑不到这么多人，最后实到人数是2607人（洞富雄《铁炮的传来与其影响》）
 。至于高桥统增的服役兵力，是500人。而寺泽正成的兵力，根据《日本战史·朝鲜役》提供的数字，大约是1000人。由于立花宗茂、高桥统增、寺泽正成在第二次侵朝战争中主要留守后方，基本上没有什么军事活动，所以如果立花、高桥、寺泽三家在露梁海战中的参战兵力等于其撤退兵力，也就是将麾下士兵全部装船运往露梁，那么其在露梁海战中的兵力大致就是他们的初始兵力。

再根据立花、高桥、寺泽三家在露梁海战中“从兵半死”的记录推算，立花军的阵亡人数可能超过1300人，高桥军的阵亡人数可能超过250人，寺泽军的阵亡人数可能超过500人，总共战死约2050人。但这并不是整个日军在露梁海战中的损失，因为还有岛津、宗氏、小早川、筑紫这四家的死伤未计算在内。据《鹿儿岛外史》记载，在露梁海战中，岛津的损失最为惨重，其次是立花、高桥、寺泽，再其次是小早川、筑紫，至于宗氏的损失则不明。

从史料上看，大致能推算出岛津军的最低阵亡人数。根据岛津家臣渊边真元在晚年的回忆，立花、高桥、寺泽三家在露梁海战阵亡过半（《渊边真元高丽军觉》）
 ，而同样身为岛津家臣的川上久国在晚年回忆说，岛津家的死伤远比立花、高桥两家惨重，部众几乎全都粉身碎骨（《久国杂话》）
 。在后世编纂的《鹿儿岛外史》中，也说岛津家的损失最为惨烈，胜过立花、高桥、寺泽三家。结合前文分析，立花、高桥、寺泽三家损失了约2050人，那损失更重的岛津家，阵亡人数绝对不会低于这一数字。也就是说，光岛津、立花、高桥、寺泽四家，阵亡人数就至少在4000人以上。而其余的小早川、筑紫、宗氏三家，由于没有留下更多的史料，难以明确具体损失。

而明、朝联军的损失，中、朝史料都没有明确记载。明朝史料《两朝平攘录》提到，邓子龙船上的200人全部战死，其他船队则情况不明。朝鲜史料《聱汉集·日录》提到，朝鲜水军光是各级将领就战死了60余人，普通水兵的阵亡人数则不明。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朝鲜水军在露梁海战中伤亡惨重，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令人感到微妙的是，日本史料《义弘公御谱中》只敢说“斩戮敌兵者数百”，《桦山久高谱中》《朝鲜役录》也同样只敢说杀死敌军数百，并不敢过分夸大自身战绩。

尽管朝鲜水军损失颇大，但露梁海战无疑是明朝、朝鲜联军驱逐日军的一场胜仗。然而一直以来，还是有人不顾事实，对明、朝联军的露梁大捷提出质疑。这些人把露梁海战鼓吹为是日军凯旋的一场“辉煌大捷”，认为此役实际上是岛津义弘打了胜仗，明、朝联军打了败仗。他们给出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明军的战略目标是“围点打援”，围的是顺天，打的是岛津义弘。结果小西行长成功从顺天突围逃走，明军“围点打援”的任务宣告失败。

二、岛津义弘的战略目标是助小西行长从顺天撤退，最后他完成了这一目标。

三、明朝、朝鲜联军阵亡了李舜臣、邓子龙两员大将。

四、日军在露梁海战中没有战死任何一个将领，损失极其有限。

以上言论都是错误的，笔者将逐一反驳。

1.明朝、朝鲜水军根本没有“围点打援”的战略目的。根据徐希震《东征记》的记载，露梁海战发生前，明朝水军搜查到日军的密信，得知岛津义弘等日本大名将穿过露梁海峡来解救小西行长，约定从东、西两个方向夹击明朝、朝鲜水军。陈璘为了避免被两面夹击，果断放弃了扼住顺天倭城咽喉的獐岛水军基地（原由明朝、朝鲜水军驻守），解除对顺天倭城的封锁，使明朝、朝鲜水军转移至与顺天有较远一段距离的露梁海峡，在附近埋伏下来，等待给日本援军致命一击。可以说，露梁海战爆发前，明朝、朝鲜水军就已经没有继续封锁顺天倭城的打算了，联军的目的就是集中力量在露梁海峡打退岛津义弘等日本大名的援军，避免被两面包抄。从最后的结果来看，明军在露梁海峡打跑了岛津义弘等人的援军，完成了作战目的。既然露梁海战爆发时，围困顺天的事实已不存在，又何来“围点打援”失败之说？

2.日军的战略目的，并不是单纯的助小西行长从顺天撤退。根据日本史料《川上久辰谱中》、明朝史料《东征记》、朝鲜史料《宋经略书》和《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一致记载，岛津义弘等日本大名进兵露梁，不只是为了帮小西行长从顺天撤退，还要与小西行长东西呼应，夹击原先在獐岛基地的明朝、朝鲜水军，并且在歼灭联军水军后，进一步歼灭陆上的刘[image: ]
 西路军。因此从结果而言，岛津义弘、小西行长等人没有完成夹击明、朝联军的目的。岛津义弘等援军还没有靠近顺天倭城，就被明朝、朝鲜水军在露梁海峡给打跑了。而两军在露梁海峡激战时，小西行长若有胆量（这时候联军已经解除封锁，他可以自由进退），完全可以乘船出海，从背后突袭明朝、朝鲜水军，与日本援军一起夹击联军。但是他没有这么做，而是趁两军激烈交火之际，灰溜溜地从顺天倭城乘船绕远路逃走（经南海岛南面海域），完全避开了露梁战场。所以，日军根本就没有完成所谓的战略目的。

3.一些人喜欢鼓吹岛津义弘在露梁海战中击杀朝鲜水军大将李舜臣、明朝水军将领邓子龙，认为露梁海战是岛津义弘的不世大捷。但李舜臣、邓子龙二人的死都是因为突发事故，并不是遇到日军后一触即溃。李舜臣是因为冲锋在前，不小心中了日军铁炮部队的伏击而死；邓子龙则是因为所乘船只误被友军的火器打中着火，结果被日军乘势登船，以致一船人尽皆战死。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据朝鲜史料《宋经略书》记载，邓子龙当时“年过七十，手足俱不仁，且耳聋”，年老体衰，身体已经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由此而论，他的战死并不是一件非常令人意外的事情。陈璘在战后也因此抱怨道：“此人老衰，本不当出来。今虽死，又谁咎乎？”除此之外，日本史料对哪位大名击杀了李舜臣、邓子龙也存在争议，例如《朝鲜役录》就认为击杀邓子龙的是立花宗茂，而非岛津义弘。

其实，判断一场战争孰胜孰负，并不是看战死了哪些将领，而要看最终结果。立花、高桥、寺泽三家大名的部队，在露梁海战中阵亡了一半人员，而岛津家的损失更远在这三家之上。露梁海战结束后，岛津义弘更是连夜逃到巨济岛，事实还不够雄而有力吗？拿李舜臣、邓子龙的死来判断露梁海战是明朝、朝鲜水军战败，是非常可笑的。打仗从来没有不死人的，欧洲历史上的三十年战争，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还在他亲自指挥的吕岑会战中阵亡了，但伯恩哈德接过指挥权后赢得了最终胜利，谁会说是瑞典军队战败了呢？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的特拉法尔加海战中，英国海军主帅霍雷肖·纳尔逊迎战法国与西班牙组成的联合舰队。纳尔逊和李舜臣一样，在海战中被敌军的流弹击中毙命。但法、西联合舰队也在此战中遭受重创，法军主帅维尔纳夫和17艘战舰被俘，1艘战舰被击沉，其余战舰纷纷逃窜，受伤、战死、被俘之人多达1.3万。此战过后，法国海军精锐尽失，拿破仑被迫放弃了进攻英国的计划。有谁会因为纳尔逊的死，说拿破仑打赢了这场海战呢？

4.除了在李舜臣、邓子龙战死的问题上大做文章之外，一些人还认为岛津军在露梁海战中没有战死一个将佐，因此岛津义弘在露梁海战中取得了大捷。这种说法，显然是大错特错。根据岛津家史料《西藩烈士干城录》的记载，岛津军在露梁海战中阵亡的将佐至少有44人，具体整理如下：



	露梁海战中阵亡的日军将佐
	《西藩烈士干城录》中的相关记载



	二阶堂与右卫门重行
	十一月十八日，战没于海上



	山口源六笃宗
	战没于朝鲜海上



	帖佐治部少辅
	庆长三年十一月，战没于海上



	赤塚重直
	及旋军，遇敌舰，遂战亡



	大河平源太左卫门隆重
	十一月，进冲敌舰。隆重先众飞上敌舰，奋击，遂死之



	财部盛弘
	十一月，冲敌舰而阵亡



	町田源左卫门尉久政
	十一月，被敌舰而战死



	北乡久兼、竹下喜平
	我军将旋师，进击敌舰于南海濑户。我军皆殊死战，北乡久兼（称胜左卫门、三久族）、竹下喜平等战死



	伊集院治部左卫门忠弦
	庆长三年十一月，冲敌舰战没



	阿多忠次
	自称源六，战没于南海濑户



	蓑轮重长
	十一月十八日，战没于海上



	加世田家长
	从如朝鲜，及班师，冲敌舰而阵没



	樋口飞驒
	庆长三年十一月，阵亡于朝鲜海上



	井口清藏
	战没于朝鲜海上



	奥民部左卫门
	战没于朝鲜海上



	竹内实经
	战没于朝鲜海上



	长仓加贺左卫门
	战没于朝鲜海上



	久富木佐吉
	战没于朝鲜海上



	松下忠次
	战没于朝鲜海上



	秋永近连
	战没于朝鲜海上



	邨田源左卫门经元
	庆长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经元阵没于朝鲜海上



	猿渡扫部兵卫信丰
	庆长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战死唐岛



	井尻八郎
	庆长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战没于南海濑户



	敷根十郎赖清
	庆长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战没于南海濑户



	伊地知新三郎重次
	十一月十八日，遇敌舰战没



	伊地知民部少辅重贤
	十一月十八日，战没于南海濑户，年三十九



	猿渡兵部少辅实昌
	及班师之日，阵没于南海濑户



	伊地知与兵卫尉重赖
	十一月十八日，战没于朝鲜海上



	白坂笃昌
	庆长三年十一月，笃昌阵没于海上



	奈良原大膳正广
	庆长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进冲敌舰，遂战死



	村尾少五郎重次、种田喜右卫门秀次、前田次郎五郎、上野藤七兵卫、桥口十兵卫
	十一月十八日，击破敌舰。是战也，重时家臣村尾少五郎重次、种田喜右卫门秀次、前田次郎五郎、上野藤七兵卫、桥口十兵卫等力战，皆没



	川上源太左卫门
	按别记，是役也，川上源太左卫门久利中巨炮而死，盖此人也



	胜目与左卫门、木场利兵卫、半三郎、十右卫门、金八、须藤弥七
	胜目与左卫门、木场利兵卫、半三郎、十右卫门、金八、须藤弥七等中矢石，前后多殪




岛津家史料《义弘公御谱中》，也统计了在露梁海战中阵亡的23个岛津军将佐：

桂兵吉、町田源左卫门、伊集院治部左卫门、柏原将监公近、阿多源六、祈答院平次郎、伊地知民部、伊地知新三郎、伊地知与兵卫、二阶堂与右卫门、蓑轮治部右卫门、久富木佐吉、奥民部左卫门、大河平源太左卫门隆重、井尻八郎、竹内宫内左卫门、山口源六笃宗、赤塚利七、猿渡兵部左卫门、井口清藏、敷根十郎、鲛岛小藏、米良三学房。

参加过露梁海战的岛津家臣渊边真元，在回忆录《渊边真元高丽军觉》中同样统计了阵亡于露梁海战的50多名岛津军将佐：

町田源左卫门、桂兵吉、柏原将监公近、二阶堂与右卫门、祈答院平次郎、伊地知民部少辅、伊地知新三郎、阿多源六、伊集院治部左卫门、伊地知与兵卫、伊地知平二郎、蓑轮治部右卫门、敷根十郎赖清、奥民部左卫门、桑原与助、井口清藏、相良与市、竹内宫内左卫门、米良三学房、猿渡兵部左卫门、有川源次郎、白坂助六、市来源介、大河平源太左卫门隆重、米良千助、久保木佐吉、福永久左卫门、白尾孙九郎、丸目五右卫门、镰田胜右卫门、肝付弥五介、隈冈茂兵卫、逆濑川彦松、鲛岛与五郎、有马安右卫门……

而岛津家文献《殉国名籔》，则进一步统计了在露梁海战中阵亡的岛津家重要人员，包括各级武士、高僧、船长等（杂兵未统计在内），共有100余人，名单如下：

町田源左卫门久政、伊集院治部左卫门忠弦、桂兵吉忠次、伊地知与兵卫重赖、伊地知新三郎重次、栢原将监公近、阿多源六忠次、祈答院平次郎、伊地知民部少辅重坚、伊地知平次郎、二阶堂与右卫门重行、蓑轮治部右卫门重长、逆濑川彦十郎安屋、大胁七郎为乘、久富木佐吉、奥民部左卫门忠光、大河平源太左卫门隆重、井尻八郎、井尻休兵卫、竹内宫内左卫门实经、山口源六笃宗、加世田新兵卫家长、赤塚利七重塚、财部甚兵卫盛清、猿渡兵部左卫门、猿渡扫部兵卫信丰、松下宗左卫门忠次、井口清藏、敷根十郎赖清、白尾孙八、鲛岛与次郎、鲛岛小藏宗尧、伊地知仲右卫门、长仓加贺右卫门、村田源左卫门经元、帖佐治部少辅、羽岛喜兵卫友秀、秋永三郎次郎通连、镰田少右卫门政重、米良三学坊重实、入田东市正亲正、深川加贺、海老原市十郎、松本角助、北乡少右卫门久兼、竹下喜平正次、涩田传左卫门、镰田弓兵卫政秀、伊集院弥七左卫门忠纯、樋口飞驒守、桑原与助长乘、肝付弥五介、有马安右卫门、丸目五右卫门赖利、木场彦三、奈良原大膳广、后藤十郎右卫门、中村弓作、四本钓介、吉川久次、白屋孙九郎幸孝、木村平太时益、市来源四郎家教、壹岐孙九郎幸孝、壹岐德右卫门重昌、羽岛喜兵卫友重、木胁喜平次、东乡孙作、草留大膳、谷山吉藏、关左近、高桥与助种吉、白石彦右卫门、阿多平右卫门忠倍、岛津常久夫丸二人、堀源太、龙虎岚山和尚、船头弥助、船头六郎、船头善五郎、夫丸源四郎、与次郎、六助、白坂源二郎、广濑六助、屋久岛宫之浦五右卫门、蜑泊浦五之助、伊集院九郎左卫门忠包、堀源太、鸟井与八郎惟贞、有村二郎武次、青山孙七郎照行、北乡胜右卫门久兼、肱冈仲兵卫、奥源介、船头之弥介、白坂将监笃义、白坂助七郎笃昌、山下十左卫门武主、村尾少五郎重次、种子田喜右卫门秀次、前田次郎五郎、上野藤七兵卫。

按照岛津家的兵制，以上阵亡人员中，至少有37人是御供众，他们属于高级武士。露梁海战期间，岛津军中的御供众，相当于岛津军领导层中的第二层。这些阵亡人员，许多都与岛津氏关系密切。比如桂兵吉，他是岛津家庶流桂氏的原定继承人，但他却在露梁战死，未能成为桂氏的下任当主；町田源左卫门久政，则出生于岛津家的一支旁系；伊集院治部左卫门，同样出自岛津一族。其他比较知名的家族，如北乡、伊地知、相良，都出现了死者。

由于日本国土狭小，以上这些阵亡人员中，许多人在岛津家的封地不是很大，带的兵也不多。但是明朝、日本两国的兵制本来就不同，所以单纯拿兵数讲身份没有太大意义。以町田源左卫门久政来说，他本身只有100石封地，自己带的兵不多。但是在露梁海战期间，他作为町田家主町田久倍（约有2万石封地）的阵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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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战，在入朝岛津军中代表了岛津家家老——町田家家主，统领町田部众作战。这种人战死，就不能以封地的多寡，兵数的多少来判定身份。事实上，他们这些人就是岛津家不折不扣的将佐。

解答以上疑惑后，笔者再从岛津家的史料切入，让读者知道岛津氏自己是怎么看待露梁海战的。

事实上，岛津家的史料几乎都承认日军在露梁海战中败北。如《朝鲜役录》直言不讳地承认，“虏（明军）乘势追蹑，我师（日军）败绩，船亦奔散，且战且退”，“我师不利，诸船溃散”。岛津义弘传记《忠平公军记》也说，敌势凶猛，以大船相战，“烧割味方（我方）舟子，予（岛津义弘）乘舟殆危”。《近世日本国民史·朝鲜役》注解《渊边真元高丽军觉》也坦然承认，此战“味方败北”，“此海战完全是岛津氏不利”，“义弘退却”，“意外之败”。《义弘公御谱中》也说，岛津军“不意有败绩”，“或遂战死，或被伤疵，所前定大半灭”，伤亡惨重，战败的岛津军分别“逃巨济海口”，“逃于南海之岛”。

通过岛津家臣的回忆录，不难发现他们同样承认了日军的失利。例如岛津家臣大重平六回忆说，此战遭逢厄运，己方战死者众多。（《大重平六觉书》）
 岛津家臣伊藤壹岐回忆，他跟随岛津忠恒赶赴战场时，看到岛津义弘的御船和其余3艘船被大量敌船包围着，最后还是依靠岛津忠恒才脱离了危险。（《出水众中伊东玄宅申出》）


实际上，就连岛津义弘自己也不敢胡乱吹嘘在露梁打了胜仗，反而提到自身伤亡惨重。在《萨藩海军史》收录的岛津义弘亲笔文书中，他对露梁海战这样记录道：

十八日寅之刻（凌晨4时），数百艘番船（明、朝水军）攻了过来，我军一直抵抗到午之刻末（下午1时），夺取了四艘朝鲜大船、二艘明朝大船，一共六艘船，然后相互撤退。日本的小船与敌军数百艘大船作战好几个小时，负伤的人就不用说了，有能力的年轻人们也都死去……

可见，岛津义弘对露梁海战只敢声称夺取6艘船，然后“相互撤退”，完全没有以胜者自居，并且底气不足地泄露了岛津军有很多年轻人战死。

岛津义弘晚年亲自撰写的自传《惟新公御自记》，也只是记录明、朝联军的大船攻过来，然后“烧破味方之船”，使岛津军处于险境当中，全然没有提及有些人声称的“岛津军取得露梁大捷”。而且颇值得玩味的是，岛津义弘在露梁海战结束后不久写的文书中，声称日军一共夺取了6艘船只，但在晚年撰写的自传《惟新公御自记》中，却将夺取的船只数量压缩到了两三艘。可见岛津义弘最初还把夺取的船只数量夸大了一倍。如果一定要认为岛津义弘夺取两三艘船算得上是大捷的话，那这个所谓的“大捷”，无疑也太廉价了。

此外，还需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在明军与日军的历次大战中，如第一次平壤之战、第二次平壤之战、碧蹄馆之战、稷山之战、第一次蔚山战役、第二次蔚山战役、泗川战役，日军在战后都不厌其烦地吹嘘自己打了大胜仗，动不动就击破百万明军；但是到了露梁海战，岛津义弘的传记和自传也只敢写击杀数百人，夺取两三艘船。而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是日军在露梁海战中吃了大亏，已经没有底气吹嘘了。

日军撤离朝鲜

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巳时（上午9时至上午11时），刘[image: ]
 在小西行长等日军撤离顺天倭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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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领西路军进入该城。他搜出小西行长之前按照约定留在城内的首级，又将小西行长交给他的6名日本人质全部杀死以充首级，而那些散落在山谷中、被日军俘虏的朝鲜人也被刘[image: ]
 斩杀以充首级。之后，刘[image: ]
 以金字大书“西路大捷”四字，飞报经略邢玠。（《象村稿》）
 据说，刘[image: ]
 又在南原聚集铁匠，让他们打造和日军一样的刀枪，还向朝鲜都元帅权栗讨要日军的首级和倭衣。回到王京后，刘[image: ]
 将这些首级、军器、倭衣陈列在军前，夸耀自己的功劳。（《宋经略书》）
 即便如此，刘[image: ]
 上报的西路军斩首数目，也不过才160级。（《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尽管刘[image: ]
 是在小西行长撤走后才入据顺天倭城的，但邢玠却将小西行长撤走的功劳归于刘[image: ]
 ，在战报中称刘[image: ]
 在夜里攻破顺天倭城，日军不敌退走：“刘[image: ]
 原在西路堵截行长，督兵大战，擒获见解倭将阿干苔力思结，及从倭马过什罗信、什罗啰嘧、马搭也门。及夜，攻破行长住城，行长逃遁。”（《经略御倭奏议》）


麻贵统领的东路明军自加藤清正从蔚山倭城撤退以后，就占领了这里。接着，他们进入西生浦，一直追击侵朝日军至他们在朝鲜的大本营——釜山浦，在此与日军交战。但是战果却微乎其微，东路军只擒获了两个日军士兵“善叟戒”“见次郎”。十一月二十二日，麻贵又在釜山浦与日军交战，同样战果很小，只擒获三个日军士兵“敝古老幺兵”“卫马大时老”“信哥落”。

清正于十一月十七日夜，放火烧营遁去。麻贵统兵入西生浦，及追至釜山与倭对敌，擒获见解倭兵善叟戒、见次郎。二十二日，清正迎敌射砍，又擒见解倭兵敞古老幺兵、卫马大时老、信哥落。清正遂发船，尽逃回对马岛。（《经略御倭奏议》）


而东路军因为受日军铁炮攻击，阵亡了三名千总，损失远远大于日军。（《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十一月二十四日，加藤清正、锅岛直茂、黑田长政、毛利吉成、秋月种长、高桥元种、相良赖房、筑紫广门等残留在庆尚道东南面的侵朝大名集结在釜山浦。他们遵照丰臣五大老下达的退兵命令，于上午10时放火焚烧釜山倭城，从朝鲜撤兵回到日本。（《宇都宫高丽归阵物语》）


事后，邢玠在战报中将加藤清正撤走之归功于麻贵，认为加藤清正是被麻贵打跑的。然而麻贵本人却并不认为如此简单。釜山日军撤去后，麻贵与给事中、御史、按察使登上高处，眺望釜山东、西两边的日本营寨。官员们都说：“（釜山）外寨可破，内城天难讨矣，薄城则人命可惜。贼之退去，是乃天也。”他们认为釜山城外寨虽可攻破，但内城实无可能攻破，如强行攻城只会白白牺牲人命，日军的退去乃是上天的安排。麻贵也流露出悲观情绪，认为以釜山城的坚固，自己无法将其攻破，因而说：“如此，故麻贵不能讨也。”（《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麻贵不认为日军是被他驱逐的，侵朝日军之所以撤离朝鲜，关键还是丰臣秀吉死了。这在麻贵之后与朝鲜李朝国王李昖的一次对话中可以看出：

上谢之（麻贵），仍问曰：“大人亲履釜山、岛山及沿海诸寨，形势如何？”

（麻贵）曰：“今次贼之退也，或出于关白之死。早晚更来，其肆毒必甚矣……”（《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麻贵认为，日军撤走可能是因为丰臣秀吉的去世，还认为日军早晚再次入侵朝鲜，届时肆虐程度将更甚从前。

十一月二十七日，岛津义弘、岛津丰久、小西行长、立花宗茂、小早川秀包、寺泽正成、宇都宫国纲、松浦镇信、有马晴信、大村喜前、五岛玄雅、宗义智等残留在庆尚道西南面的侵朝大名逃回釜山浦，之后也从这里起航，渡海撤回日本。（《宇都宫高丽归阵物语》）
 明军与日军议和时，曾送给日军一些人质：西路军刘[image: ]
 送交日军的人质有刘万寿、王建功，中路军送交日军的人质有毛国科，水路陈璘送交日军的人质有陈文栋。连同这些主要人质在内，日军还带上了刘[image: ]
 送去的家丁中的30人、茅国器送去的家丁中的19人（《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将他们作为战利品带回日本。

至此，侵朝日军大部队撤出朝鲜境内，只留下一些残寇，明军为此展开搜捕。十一月二十九日，麻贵的东路军进剿釜山浦西南面的多大浦，在这里抓获了一个没来得及逃走的日军士兵“善叟戒”。十二月五日，麻贵又在多大浦擒获“敝古老”等两名日军士兵。从结果来看，东路军的战果依然非常小，最后只擒获了三个落单的日军士兵。可见，此时陆地上的日军基本已经走光了。

唯一取得些许战绩的是陈璘的水军。在十一月十九日的露梁海战中，一些日军受到明朝、朝鲜水军的冲击，被迫逃到南海岛上。他们中虽然有部分人后来获得同伴的救援，跟随大部队逃回了日本，但仍有人没来得及被带走，还留在岛上。十一月二十一日四更，陈璘的水军进攻南海岛，只见日军船只已空，但山上仍有火光，过了很久才熄灭。天亮后，明军登上南海岛的日军巢穴，岛上残留的日军见到明军的身影后吓得向后山逃去，明军见地上有马粪被用来烧火，知道日军逃去不久，于是展开了进一步的搜捕。（《明神宗实录》）


十一月二十九日，陈璘的水军进剿南海岛的锦山，擒获“沙四吉”等两名日军士兵。（《经略御倭奏议》）
 其余躲藏在南海岛的日军越藏越深，无论明军如何引诱，他们都不出来。这些日军因为担心明军搜捕到他们，又逃到了南海岛的乙川山。

十二月十日夜，陈璘亲督所部，进剿乙川山。第二天天亮以后，陈璘督军对乙川山的日军“发铳炮”，结果“倭奴震惊，拥众冲登凌山，以高临下，为负隅之势，官兵奋勇仰攻，斩级十颗”。此外，还有一名日军士兵“那莫哥”被明军擒获。

经历乙川山之战后，日军残寇逃到了南海岛的了口。陈璘又下令明军“分道扼塞，十一日再进，奋战良久”，于是“贼大败奔北，璘乘胜蹙之，擒斩九十余名颗。复督兵爬搜，无一余孽”。明军再次取得了口之战的胜利，歼灭了南海岛上的残留日军。

据《明神宗实录》记载，自七月以来，陈璘的水军一共获得日军首级1100余颗。

十二月十五日，邢玠派遣快骑向明朝兵部汇报，称仰仗皇上英明，东征军在日军“思归”之际，乘胜进兵，以武力将日军驱逐出朝鲜境内：

自狡倭悖逆，残我属藩，营釜山之兔窟，肆三路之鸱张。致勤宵旰，东顾隐忧，两次兴师，七年劳费。兹仰仗皇上圣武英断，一意尽剿，为期天心助顺，将吏协谋，值穷寇之思归，乘胜兵而攻逼，致令贼势窘促，扫穴而逃。祸本既拔于穴中，游魂复歼之海上。至是，而皇上字小之义有终，属国效顺之心益固矣。

邢玠又上报露梁海战大捷，伪称岛津义弘被明军飞弹打死：

近者，倭兵二万余，舟以六七百计，纠釜山、泗川、巨济、闲山各倭将，悉力西援行长。总兵陈璘即身先将士，鼓众大战，铳死大倭将石曼子（岛津义弘），又生擒一部将，其焚溺死者无算。虽水中不能割级，而犹斩获三百余颗。功收全胜，妖氛已平。（《明神宗实录》）


虽然邢玠上报的打死岛津义弘的消息有误，属于伪报战功，后来也被明朝朝廷与朝鲜方面知道了实情，但并不会影响到丰臣秀吉以其野心发动的侵朝战争，就这样落幕了。正如《近世日本国民史·朝鲜役》所指出的那样：“惊天动地的大活剧，终以龙头蛇尾告终。”

日军撤退回国以后，又发生了两件有意思的插曲。

第一件事，据《看羊录》记载，日本境内到处流传着明、朝联军将要渡海攻打对马岛的消息，对马岛岛主宗义智吓得逃到了“倭京”。日本人心惶惶，但谁也不敢发言说去救对马岛。

第二件事，据《汉阴文稿》《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对马岛岛主宗义智写信给朝鲜，责备明朝不讲信用，没有按照此前与日军的约定，将朝鲜王子送到日本去。这原本只是明军为了诱骗日军从朝鲜撤兵开出的空头支票，日军却当了真。此时大局已定，朝鲜王子是不可能作为人质的。因此宗义智这番话，只是虚张声势。

从结果来说，丰臣秀吉发动的侵朝战争，不但未能达到他一开始设想的吞并朝鲜、明朝的目的，反而为他的政权灭亡埋下了祸根。加藤清正渡海撤回日本以后，趁小西行长还没回来，就嘲笑一向与他关系不睦的小西行长怯懦。小西行长晚加藤清正一步回到日本，从别人那里听到这些话后很不服气，宣称：“清正还没等带回朝鲜王子作为人质，就一下子焚烧掉营寨撤退了，使与朝鲜议和一事功败垂成。我和岛津至少还带了几个大明人质，从容殿后回到日本。到底是我怯懦，还是清正怯懦？”（《看羊录》）


丰臣五大老之一的毛利辉元，因与朝鲜议和之事不成，埋怨加藤清正。加藤清正一派的人，也因为小西行长在侵朝战争中多次与朝鲜暗通款曲，而看小西行长不顺眼。两派矛盾越来越深，这为后来的关原之战埋下了伏笔。

丰臣秀吉发动的侵朝战争，不但未能实现他的野心，反而给丰臣政权埋下了灭亡的种子，这正是其可悲之处，也应了那句老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明军与日军的总伤亡

自从万历二十年七月开始出兵援朝以来，明军在朝鲜至少有以下将领牺牲，他们的名字，值得被后人铭记：



	职务
	名字
	牺牲战役



	参将
	戴朝弁
	第一次平壤之战



	游击
	史儒
	第一次平壤之战



	千总
	张国忠
	第一次平壤之战



	千总
	马世隆
	第一次平壤之战



	指挥使
	李有升
	碧蹄馆之战



	杨元中军
	李新芳
	南原之战



	千总
	蒋表
	南原之战



	千总
	毛承先
	南原之战



	千总
	周道继
	第一次蔚山战役



	千总
	麻来
	第一次蔚山战役



	千总
	李洞宾
	第一次蔚山战役



	千总
	郭安民
	第一次蔚山战役



	千总
	王子和
	第一次蔚山战役



	千总
	钱应太
	第一次蔚山战役



	遵化营千总
	杨××
	第一次蔚山战役



	哨总
	汤文瓚
	第一次蔚山战役



	真定营中军
	张应元
	第一次蔚山战役



	真定营中军
	陈观策
	第一次蔚山战役



	大同游击
	杨万金
	第一次蔚山战役



	副总兵
	李宁
	咸阳沙斤驿之战



	游击
	卢得功
	泗川旧城之战



	茅国器中军
	徐世卿
	泗川倭城之战



	副总兵
	邓子龙
	露梁海战




关于明军与日军在万历朝鲜战争中的具体伤亡数字，一直以来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许多研究万历朝鲜战争的专著，也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笔者根据相对可靠的史料所记载的数字进行统计，几场重要战役中明军的死伤人数如下所示：



	战役名称
	死伤人数
	史料出处



	第一次平壤之战
	死亡300余人
	《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第二次平壤之战
	死亡796人，负伤1492人
	《经略复国要编》



	坡州梨川院之战
	死亡6人，负伤67人
	《经略复国要编》



	碧蹄馆之战
	死亡264人，负伤49人
	《经略复国要编》



	安康之战
	死亡327人
	《经略复国要编》



	南原之战
	死亡2940余人
	《经略御倭奏议》



	稷山之战
	死亡85人
	《黑田家文书》



	第一次蔚山战役
	死亡1561余人，负伤2908余人
	《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第二次蔚山战役
	不详
	—



	泗川战役
	死亡七八千人
	《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顺天战役
	不详
	—



	露梁海战
	不详
	—




根据上表，明军在这些战役中阵亡了1万多人。算上明军在其他规模较小的战斗中战死之人，以及因为疾病、负伤而死在朝鲜的人，估计在整个万历朝鲜战争中，明朝东征军在朝鲜的死亡人数，最多只在2万人左右。

至于日军的死亡人数，则远远比明军惨重。根据弗洛伊斯的《日本史》记载，日军光是在第一次侵朝战争（万历二十年至万历二十一年）中的死亡人数，就有整整5万人之多。丰臣秀吉先后派遣20万日军渡海，如依照弗洛伊斯所说，那么日军的阵亡率高达四分之一。

而弗洛伊斯的这个记载，并不算过分夸张，这可以在日本一手史料中得到佐证。

下面这份表格，是万历二十一年三月部分日本大名在王京统计的各部队剩余兵力与刚渡海至朝鲜时的兵力对比：

（单位：人）



	部队
	万历二十年渡海时的兵力
	万历二十一年三月在王京统计的兵力



	石田三成
	2000
	1546



	前野长康
	2000
	717



	加藤清正
	10000
	5492



	锅岛直茂
	12000
	7644



	大友义统
	6000
	2052



	毛利吉成
	2000
	1425



	岛津丰久
	500
	293



	高桥元种
	500
	288



	秋月种长
	500
	252



	小西行长全军团
	18700
	6626



	立花宗茂
	2500
	1132



	筑紫广门
	900
	327



	宇喜多秀家
	10000
	5352



	小早川隆景、吉川广家
	10000
	9552



	合计
	77600
	42698




根据这一表格，名单内的日本大名，在万历二十年刚渡海登陆朝鲜时的兵力是77600人，但他们经过多次战斗，到次年三月时只剩下42698人，整整减少了34902人，可见损失之惨重。而且，这仅仅只是部分日本大名的损失，并不包括同样在王京却没被统计进去的大名，以及没有在王京的大名。

下面这份表格，是丰臣秀吉派到朝鲜的部分日本援军，在万历二十年刚渡海至朝鲜时的兵力与第二年被征召回国时的兵力对比：

（单位：人）



	部队
	万历二十年渡海时的兵力
	万历二十一年回国时的兵力



	浅野长政

浅野幸长
	3000
	1000



	宫部长房
	1000
	912



	南条元清
	1500
	800



	荒木重坚
	850
	450



	垣屋恒总
	400
	200



	斋村广道
	800
	370



	明石全丰
	800
	360



	别所吉治
	500
	313



	中川秀政

中川秀成
	3000
	1520



	稻叶贞通
	1400
	630



	服部一忠
	800
	690



	一柳可游
	400
	400



	竹中重利
	300
	240



	谷卫友
	450
	340



	石川贞通
	350
	250



	羽柴秀胜
	8000
	4000



	细川忠兴
	3500
	2300



	长谷川秀一
	5000
	2000



	木村重兹
	3500
	1538



	太田一吉
	120
	110



	小野木公乡
	1000
	680



	牧村政吉
	700
	690



	高田治忠
	300
	200



	藤悬永胜
	200
	140



	古田重胜
	200
	160



	伊达政宗
	1500
	1000



	上杉景胜
	5000
	4500



	合计
	44570
	25793




根据这份表格，名单内的日本援军渡海至朝鲜时兵力为44570人，但第二年被征召回到日本时只剩下25793人，减少了18777人，损失同样很严重。将这份表格里损失的18777人加上前面那份表格中损失的34902人，日军在第一次侵朝战争中至少损失了53679人。由此可见，弗洛伊斯的《日本史》所言不虚，甚至还可能算少了。

至于日军在第二次侵朝战争（万历二十五年至万历二十六年）中的具体损失，史料中并没有上面这种可以进行直观对比的记载。而且日军在各战役中的具体伤亡数字，也存在多种记录，并不统一。因此，对于日军在第二次侵朝战争中的死伤，实难进行非常精确的统计。但无论如何，日军在第一次侵朝战争中损失的兵力，已经远远超过明军在整场战争中损失的兵力。从这一情况来看，日军退出朝鲜只是早晚问题。

对东征明军的功过评判

万历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围绕着明军的功过，明朝和朝鲜掀起了一波巨大的争议。

战事刚一结束，明朝东征赞画主事丁应泰和左给事中徐观澜就上疏朝廷，抓住四路明军总攻失败后与日军议和的把柄，对东征军进行了疯狂的攻击。

丁应泰奏称，邢玠因中路军战败，授意史世用令茅国器收敛明军吃饭、买菜的钱款，用来贿赂日军；又称万世德派遣史世用之子去通知日军，约定送交人质给寺泽正成；还说西路军刘[image: ]
 也向日军行贿、送交人质。丁应泰认为，日军是在得到东征军送去的贿赂和人质后，有了面子才从朝鲜撤军的。徐观澜也跟着说，邢玠“授意茅国器与倭讲和，赂以五千金，倭酋遗酒米、刀马而去”。（《奏辩东征始末疏》）


丁应泰、徐观澜都认为，日军撤退只是邢玠送重金、人质的结果，没有其他因素在内。朝鲜的李氏王朝，也持同样观点。当时朝鲜社会上流传着丁、徐二人的说法，朝鲜国王李昖也认为“丁应泰虽是奸人，所谓赂倭之说，则果为不虚”（《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李昖又说，日军事实上打败了明军，最后却无缘无故撤退，肯定不是因为怕明军，而是明军向日军乞和，才使日军被“诱而退之”：

倭贼战胜天兵之后，无端一时俱退，揆之于势，固无其理。实非畏天兵而然也。此必天将甘言乞和，诱而退之，而我国未能尽得其间事状耳。后日必有其尾。贼之智计、兵力，十倍于我，非若我国人之愚而谋拙也。一朝尽弃坚城险穴而自退，至或城寨有宛然，粮饷有传授。其轻藐之状，不难知也。（《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朝鲜左议政李德馨也这么想。他认为10万明军不能够驱逐日军，反而向日军乞和、送交人质，才换取对方撤退，并且对外将人质称作出使外国的“天使”。他的原话是：

顷者十万大军，当以威逐贼徒。而今乃不然，以乞和送之。其时入送质官，以“天使”称之。茅（国器）、刘（[image: ]
 ）之事，极为晻黯，小邦当受其厄。（《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编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朝鲜史臣，叙述到这里时，对明朝东征军同样持否定态度。在评论中，李朝史臣对明军中路提督刘[image: ]
 破口大骂，认为他在军中只顾玩弄女性，根本就没有一点斗志，还没有和日军开打，就自己先逃了，最后只能贿赂重金、送交人质向日军乞和，贻笑外邦。原文称：

史臣曰：“……刘[image: ]
 简膺帝命，出征万里，身率三军之众，而对贼一舍之地，成败存亡，决于呼吸。而辽阳娼妇、贼营妖姬，尚在左右，则宜乎军情愤惋，莫有斗志。曾未交兵，先自奔北，丧旗乱辙，莫可收拾。终乃甘言乞和，赂物质人，则其贻侮于凶贼，取讥于外藩，而负皇上委遣之命者，为如何哉？”（《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除此之外，朝鲜史臣对刘[image: ]
 还有诸多谴责。他们认为麻贵、刘[image: ]
 、董一元几路明军都奈何不了日本人，对方丝毫不惧明军。在他们看来，小西行长之所以会退兵，是刘[image: ]
 偷偷派遣使者和小西行长议和，重金贿赂对方，又向对方派遣人质，满足了日军自以为获胜的心理。在其笔下，刘[image: ]
 不仅无功，还在小西行长撤军之后挖掘刚埋葬的尸体，杀戮无辜百姓，冒充日军首级。原文称：

史臣曰：“刘[image: ]
 围蹙行长，朝暮且拔，而潜通使价、阴主羁縻，使狡酋未擒，扬扬渡海，[image: ]
 何功之与有？乃发新葬之尸，戮无罪之民，假成首级，其计岂不惨哉？……盖赂银买和之说，人或以为疑信。而臣意七年负隅之贼，一夜无端而卷甲渡海，岂无所以哉？其计以为：‘顺天一城之力，不足以敌刘[image: ]
 数万之众，而援兵不至，饷道亦竭，虽战不可知其必胜。而[image: ]
 既送四十人为质，又以五千两银为赂，则是胜势在我。我于此时，可以全师过海，是不赖一兵而制天下之胜也。’不然，麻贵迫岛山而不进，董一元大败于中路，[image: ]
 又再围倭桥而不克，彼行长有何所畏，而敛迹而退哉？丁应泰之言，臣知其不虚也。”（《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朝鲜史臣还说，刘[image: ]
 不敢保证能够攻克顺天倭城，因此不肯让军队承担死伤。只要日军肯退军，他就能使出送交人质、重金行贿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并竭力欺瞒、谎报战功，为自己赢得了退贼的虚名。原文称：

史臣曰：“提督果不为无劳，则固当叙之矣，露梁大捷之陈璘、岛山力战之麻贵，何独不叙，而必叙于赂银买和之刘[image: ]
 乎？臣观[image: ]
 之为人，不过一诈将耳。顺天之围，有朝夕必胜之势，而所以羁縻不拔者，其心不难知也：‘行长兵虽困，而气未衰，虽战难保其必克。莫若乘其欲退之机，纵之使去，则无亡军遗镞之费，而吾有退贼之名矣。今日退去，而明日复来，于吾何与哉？’是故，质之以军丁，贿之以金币，凡可以得其退去者，无所不用其极，一以欺其心，一以欺朝廷，不亦巧乎？臣以为顺天之事，[image: ]
 有可议之罪，无可叙之劳也。”（《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不过，朝鲜史臣说的话自相矛盾。一会儿说刘[image: ]
 “曾未交兵，先自奔北”，还没有和顺天倭城的日军开打就自己先逃了，只能向日军乞和；一会儿却又说“顺天之围，有朝夕必胜之势”，刘[image: ]
 是在快要打下顺天倭城时和日军议和的。究竟事实如何，恐怕朝鲜史臣自己也搞不清楚。如此自相矛盾的话，李朝史臣不止说过一遍。例如，同样是痛斥刘[image: ]
 与小西行长有金钱往来行为，李朝史臣一会儿说刘[image: ]
 贿赂小西行长5000两白银，一会儿却又说是小西行长贿赂刘[image: ]
 ，才让刘[image: ]
 放走了小西行长：

（刘[image: ]
 ）且力主讲和，与平行长潜通，多受其赂，故纵行长，终不致讨。使凶丑扬扬渡海，全师而还。反以贼之退去，自为己功。瞒报天朝，可胜痛哉！（《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从这些自相矛盾的话，可以看出这些朝鲜史臣根本没有搞清楚顺天战役的真相究竟如何，他们没有完全理清事实，就一股脑地攻击刘[image: ]
 。

对于慢腾腾赶到朝鲜的明军经理万世德，朝鲜史臣也给予了批判态度，并进一步认为大明已经没有像样的人了：

史臣曰：“世德受天子之命，来援属国。不独己之贪饕无厌，又使其子弟征索不已，中国可谓无人矣。”（《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朝鲜史臣在《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中做了以下定调。

首先，邢玠在东征之役中的所作所为和赵高指鹿为马没有什么区别，完全就是欺罔明朝朝廷，让明军以“驱金币、军丁”“约王子、陪臣”为代价，“阳战阴和”，换取侵朝日军大摇大摆地撤离朝鲜，并将此塑造成明军大捷。

其次，虽有徐观澜据实上奏，但是赵志皋、姚文蔚、万世德、王士琦等人蒙蔽明朝朝廷，致使明神宗不知实情。朝鲜史臣还称，大明人“欺罔积习，贿赂成风”，即便是有忠臣、良将，也不会受到信任与重用，后世谈论东征功罪，应当以徐观澜的话为准。

《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原文记载为：

史臣曰：“甚矣，欺蔽之患也！赵高指鹿，而秦祚以亡；上官谋霍，而汉祀几危。自古奸臣之遇暗主也，或指贤为邪，或以败为功，或以为盗贼不足忧，或以为天下不复事，愚弄其君如赵高、上官桀者，前后接迹。虽然，其君可欺，而不可以欺天下之人；其心可昧，而不可以昧天下之心。是非有真，耳目难掩，可不畏哉！邢玠受命东征，将以伸威外国，绥靖藩邦，而阳战阴和，纵贼不讨，驱金币、军丁，以中其欲，约王子、陪臣，以固其心，其终始所经营，不过欲得退倭之名而已。竟使穷蹙垂降之寇，扬帆鼓楫，满意而归。陈璘虽有海上之捷，不足以偿中路之败，而亦非邢玠之本心也。反乃夸张勋伐，恣行欺诳，献俘奏捷，有若不世有之功。虽以徐观澜之忠直，据实直陈，无少隐讳，而赵志皋、姚文蔚等壅蔽于内，万世德、王士琦等防闲于外，天子孤立而不之知，至于荐勋太庙，受贺应门。呜呼！吾虽欺，欺天乎！陈效之死，议者或以为刘[image: ]
 鸩之，亦未可知也。大抵中国之人，欺罔积习，贿赂成风，虽有忠臣、良将，终不见信。御下如杨镐而被勘，奏事如观澜而罹谗，岂非可哀也哉？后之论东师功罪者，必以观澜之言为正。”

无论如何，战争刚结束时，朝鲜李氏王朝并不认为日军是被明军赶跑的，而是明军卑辞厚礼地向日军乞和，并送交人质，约送朝鲜王子、陪臣，才让日军退兵。又认为，明朝东征军在日军被“诱退”后，不断吹嘘自己，夸耀功劳，欺罔明朝朝廷。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二月二日，朝鲜李氏王朝对明朝东征军的批判达到了高潮。这一天，朝鲜国王李昖在别殿召集大臣，召开了一次规模宏大的会议。与会官员有：领敦宁府事李山海，海原府院君尹斗寿，左议政李德馨，刑曹判书李宪国，礼曹判书沉喜寿，兵曹判书洪汝谆，户曹判书李光庭，吏曹参判李希得，户曹参判柳永吉，兵曹参判李准，刑曹参判金信元，同副承旨李尚毅，假注书苏光震、尹煌，记事官尹暄、俞昔曾。

在这次会议上，朝鲜君臣自上而下，对明朝东征军百般诟訾。这次会议的谈话，被详细记录在《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中，下面将摘取一些片段，还原当时的场景。

会议上，朝鲜国王李昖对明朝东征军高层破口大骂：“我国之（人）既不成样，天朝之人，亦如是处之。以昨日之事言之，予与诸将官讲定善后之事。其事至重，而观其气象、言语，非中华人气象，小无礼让之风，极为寒心。武将不足说，学士辈皆然矣。天下之事尚可为乎？”

李昖所说的“昨日之事”，是指他在二月一日与邢玠等九名明朝东征军大将会晤，讨论明军继续在朝鲜驻兵所带来的军粮问题。李昖委婉地向邢玠提出，如果明军在朝鲜继续留下3万多士兵驻守，朝鲜将难以负担粮饷，希望能收回留兵朝鲜的想法，但是被邢玠拒绝。李昖为此恼羞成怒，在他看来，战争结束以后，明朝东征军高层赖在朝鲜不走，让朝鲜负担明军的兵粮，非常不成体统。

说完这番话以后，李昖又专门针对经略邢玠骂道：“天朝之人，时习误入矣。予见天朝人多矣，有识者亦然。徐给事（徐观澜）言，如邢爷者，中朝未易多得云。而军门所为，无足可观，欺罔朝廷，无所不至。”他认为邢玠不足称道，只是个欺罔明朝朝廷、谎报战功的骗子而已。

批判完邢玠之后，刑曹判书李宪国对中路提督刘[image: ]
 展开了抨击：“倭桥行长，半夜撤遁。翌日，刘提督始为入据云矣。”李宪国认为刘[image: ]
 打不下顺天倭城，只能等到小西行长撤退以后才入据该城。

李昖接过李宪国的话，嘲讽刘[image: ]
 道：“贼退城空，虽小儿，可以入据。”他认为日军退去以后，就算是小孩子，也可以占据该城。

接着，李昖对邢玠、刘[image: ]
 二人齐齐展开嘲讽，认为他们一贯谎报战功，无论是播州之役，还是东征之役，都是如此。他说：“两爷前日攻杨应龙，欺罔朝廷，以结局上本，并蒙褒升，而杨也复叛。科道参云，‘军门前既欺罔，今东征之事，亦如此也’，云矣。”

李昖所说的邢玠、刘[image: ]
 谎报播州大捷一事，是他前一日从左议政李德馨处听到的，而李德馨则是从刘[image: ]
 的家丁那里听来的：“小臣在全罗时，得闻于提督家丁。播州土司杨应龙，以十万兵，据险称乱。是时邢军门为经略，刘提督为总兵，御应龙。王参政（王士琦）亦在其中，而地势甚险，不得进战。苟且请和，无异倭桥之事。一岁欲纳二百万两银子，以此意欺瞒上本，皇朝赏功，刘爷升品，王参政亦升职，是故邢、刘相切云矣。”

李德馨提到，在播州之役中，邢玠、刘[image: ]
 打不过杨应龙，只能苟且请和，一年贿赂其200万两银子，转头却向朝廷奏报大捷。在他看来，刘[image: ]
 在顺天倭城与小西行长的议和之举，与播州之役时的所作所为并无区别。

在痛斥邢玠、刘[image: ]
 虚报战功、欺罔明朝朝廷后，李昖又对明朝人进行了集体嘲讽：“天朝人人以欺罔为能事，予尝自笑曰：‘如此则士气不足尚也。’”又说，“天朝人廉耻都无，不可知之事，甚多矣”。中途，他还骂邢玠“既无刚断，且无才智”。

在此次会议上，朝鲜的国王、臣僚，各自表达了对明朝东征军高层将领的不满，认为他们只知道谎报战功、欺上瞒下，真实的情况却被他们隐瞒了起来。

之后的二月二十六日，李昖召见了出使明朝回来的副承旨郑晔。与郑晔谈话时，他再次倾诉心中的不满，抱怨明将没有上报实情。

郑晔对李昖说：“天朝之人，欺罔成风，好自矜眩，不顾廉耻。彼之欲掩其罪，而夸其功者，不足怪也。”

李昖则说：“无识武将，不足多责，至于军门（邢玠）、大官，亦且如此。意者天朝学术误耶？事之无实如此。此事若遂成信书，则史册亦不可信。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者，非此之谓欤？予见宋应昌、李如松辈，亦且肆行欺罔，无所畏忌。夫人道本直，人心由学而明。由是观之，必是学术误也。”

根据李昖的说法，整个明朝东征军高层都在欺上罔下，隐瞒事实，将来邢玠等人宣称的东征大捷被载入史册，史册亦不可信。

而在大明王朝境内，面对丁应泰、徐观澜对邢玠战功的否定和疯狂攻击，明神宗以大局为重，站在了邢玠这边。实际上，明神宗并不像朝鲜人认为的那样，对有关传闻一无所知。事实上，那些对东征军不利的传闻，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但即使事实真的如同传闻那样，明神宗也不能公开认同丁应泰的意见。

之所以如此，是明神宗基于国家安全和体面做出的慎重考虑。当时大学士沈一贯向明神宗指出，如果认可了丁应泰的意见，那么将会使10万外征将士不得言功，恐人心愤恨、埋怨，不仅有引起兵变的危险，还会损害国家的威严。所以最好的处理方法，是对10万将士稍加安慰，施以小利，否则难以收拾局面，将来有事也无人可用。权衡利弊之后，明神宗认可了沈一贯的意见。（《国榷》）
 丁应泰遭到革职，回籍听勘。（《明神宗实录》）


闰四月，明神宗以《平倭诏》告天下，宣布了明军的胜利，诏曰：

朕缵承洪绪，统理兆人，海澨山陬，皆吾赤子，苟非元恶，普欲包荒。属者东夷小丑平秀吉，猥以下隶，敢发难端，窃据商封，役属诸岛。遂兴荐食之志，窥我内附之邦。伊歧、对马之间，鲸鲵四起；乐浪、玄菟之境，锋镝交加。君臣逋亡，人民离散，驰章告急，请兵往援。

朕念朝鲜，世称恭顺，适遭困厄，岂宜坐观？若使弱者不扶，谁其怀德？强者逃罚，谁其畏威？况东方为肩臂之藩，则此贼亦门庭之寇，遏沮定乱，在予一人。于是少命偏师，第加薄伐。平壤一战，已褫骄魂，而贼负固多端，阳顺阴逆，求本伺影，故作乞怜。册使未还，凶威复扇。朕洞知狡状，独断于心。乃发郡国羽林之材，无吝金钱勇爵之赏，必尽弁服，用澄海波。

仰赖天地鸿庥，宗社阴骘，神降之罚，贼殒其魁，而王师水陆并驱，正奇互用，爰分四路，并协一心，焚其刍粮，薄其巢穴。外援悉断，内计无之。于是同恶就歼，群酋宵遁。舳舻付于烈火，海水沸腾；戈甲积如高山，氛祲净扫。虽百年侨居之寇，举一旦荡涤糜遗。鸿雁来归，箕子之提封如故；熊罴振旅，汉家之德威播闻。除所获首功，封为京观，仍槛致平秀政等六十一人，弃尸藁街，传首天下，永垂凶逆之鉴戒，大泄神人之愤心。

于戏，我国家仁恩浩荡，恭顺者无困不援，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兹用布告天下，昭示四夷，明予非得已之心，识予不敢赦之意。毋越厥志而干显罚，各守分义以享太平。

凡我文武内外大小臣工，尚宜洁己爱民，奉公体国，以消萌衅，以导祯祥。更念雕力殚财，为日已久，嘉与休息，正惟此时。诸因东征加派钱粮，一切尽令所司除豁，务为存抚，勿事烦苛。

咨尔多方！宜悉朕意。

明神宗颁布《平倭诏》，又压下了丁应泰、徐观澜对邢玠的弹劾，相当于明朝官方正式定调明军在东征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明神宗支持邢玠，认同了日军撤离朝鲜是明军使用武力手段驱逐的结果。

对于丁应泰否定明军功绩的说辞，礼科给事中刘余泽予以痛斥，他对明军将士的功绩做出了极大的肯定。认为明军在最后的决胜阶段，歼灭了大量日本“酋长”，日军死者不计其数，完全称得上是扫穴犁庭。他说：

即今以九庙之灵，皇上之威，天夺关酋（关白丰臣秀吉）之魂，清（加藤清正）、行（小西行长）二酋不胜内溃，我将士四路同心，乘势逐北，酋长多死，倭众大歼。釜山、南海荡焉若洗。藉此结局，即书之旌常，垂之竹帛。其于舞干因垒之功，扫穴犁庭之绩，岂不称流亚哉！（《万历疏钞》）


明朝官方如此定调万历东征之役的胜利，那么民间又是如何看待的呢？同时代的明朝人徐希震在其所著的《东征记》中，也持相同意见，认为明军以风雷之势，击败作为强寇的日军，光复朝鲜河山：

幸皇上徇裁主战，事始归一。经略邢公（邢玠）、经理杨公（杨镐），提兵遣将，问关山海，历数千里异域，挞伐倭奴，如霜风卷箨，春日凘水。向号百万强寇，弥山塞海，尽膏吾干戚，挈回二千里已失之地，俾属域安堵如故。朝廷功德巍巍，三而五也，蛮夷率皆视此畏服……今七载，羽檄雪消，谁不被其德也？疾风知劲草，照耀古今。

徐希震认为，这场战争能够打赢，靠的是大明的铁血，“向号百万强寇，弥山塞海，尽膏吾干戚”，将号称百万的日军（当然这是虚数）尽数斩于斧下。看得出，徐希震这话说得斩钉截铁，十分坚定。

那后世又是如何评价这场战争的呢？明朝灭亡后成书的朝鲜史书《再造藩邦志》，对万历援朝做了积极的正面评价。他认为壬辰倭乱爆发以后，朝鲜根本无力应对，如果没有明神宗及时干预，果断出兵援朝，那朝鲜无疑将生灵涂炭，成为日本的殖民地：

及其贼情已露，则无计弭之。敌兵已渡，则莫制遏。上下遑遑，束手待亡。庙堂恇攘，聚首涕泣。徒以檀公之走，用为谋国之第一妙策而已。若非宣祖大王至诚以事大，神宗皇帝拯溺以存亡，则海左一隅，咸齿毒刃而无孑遗，化为禽兽，而左其衽矣。

万历朝鲜战争结束近100年后，朝鲜李氏王朝再来回顾这段历史时，有了另一番与当初截然不同的评价。1674年，肃宗李焞即位为朝鲜国王。这一年，明朝已经灭亡30年了。李焞执政时期（1674—1720年），朝鲜李氏王朝一改宣祖时期的消极论调，开始对万历援朝做出积极而正面的高度评价。

肃宗十二年（1686年），李焞与臣僚谈话时，对明朝复国表示出了期望，称朝鲜永远不可忘却明神宗发兵援朝的大恩：

大明积德深厚，其子孙必有中兴之庆。且神宗皇帝于我国，有百世不忘之恩。（《肃宗大王实录》）


肃宗十三年（1687年），李焞回忆起明神宗发兵援朝的功劳，又不禁感激涕零地说：

神宗皇帝于我国，有万世不忘之功矣。当壬辰板荡之日，苟非神宗皇帝动天下之兵，则我邦其何以再造而得有今日乎？皇朝之速亡，未必不由于东征。而我国小力弱，既不能复仇雪耻，弘光南渡之后，亦漠然不知其存亡，每念至此，未尝不慨恨也。（《肃宗大王实录》）


李焞认为，明神宗对朝鲜而言，有永世不忘之恩，如果没有明神宗发兵援朝，朝鲜全然不会复国，有眼下的安定局面。他又认为，明朝的速亡，与援朝战争中损耗国力有很大关系。从李焞的表态来看，他对万历援朝是完全持肯定态度的，还高度评价了明朝出兵援朝所做的贡献。

肃宗二十五年（1699年），朝鲜官员朴崑向李焞上疏，请求设立别殿，祭祀为援救朝鲜做出巨大贡献的明神宗、石星、杨镐、李如松：

粤在壬辰之日，吾东方再造之功，非神宗皇帝乎？动天下兵，兵已疲矣；举天下财，财已竭矣。曾未二十年，而深河之役遽作，因而不振，神庙绝祀，传所谓“非郑之仇，乃子西也”者，此也。于戏！其可忘乎？兵部尚书石星，运筹帷幄，期于扫清，其功亦岂小乎？杨经理镐、李提督如松，则既已立祠矣。昔蜀民祭昭烈于野寺，楚人祭昭王于茅屋。今若作别殿祀神宗，以杨经理、石尚书、李提督配享，则非但一国之大义，乃天下之大义，非但天下之大义，乃万世之大义也。（《肃宗大王实录》）


朴崑的上疏，表明不仅朝鲜国王李焞高度认同万历援朝的功绩，其臣僚也深以为然。朴崑认为，为明朝衰亡埋下祸根的正是这场抗倭援朝战争，此役后，明朝兵疲财竭，不到20年就爆发了与后金的战争，从此以后一蹶不振。为纪念明朝，朝鲜应祭祀明神宗、石星、李如松、杨镐。

肃宗二十八年（1702年），李焞再次向臣僚强调绝不可忘却明神宗发兵拯救朝鲜的恩德：

神宗皇帝再造藩邦，生死肉骨之恩，寤寐何可忘也？闻其时以朝鲜事入奏，则虽中夜而必起行之。其至诚救恤之事，至今传说。（《肃宗大王实录》）


肃宗三十年（1704年），李焞又一次缅怀万历皇帝为朝鲜做出的贡献。李焞非常动情地说，朝鲜的一草一木，都是明神宗拯救的：

神宗皇帝竭天下之力，东出兵救之，得以再造邦家。吾东方昆虫、草木，何莫非皇灵所被也？

……

呜呼！神宗皇帝再造藩邦之恩，天地同大，河海莫量，实吾东方没世不忘者也。（《肃宗大王实录》）


在真诚感激大明的心态之下，朝鲜官员们不断上疏，要求建造祭祀明神宗的祭坛，以纪念大明发兵援朝的历史贡献，李焞点头表示同意。同年十二月，大报坛落成，祭坛“名以大报，岁祀神宗皇帝，以壬辰再造之恩，不可忘也”。这一年，正是明朝灭亡60周年。此后，大报坛成为朝鲜李氏王朝缅怀大明的地标，以此表达朝鲜对大明出兵援朝的感激。肃宗以后的朝鲜国王几乎都亲自参与祭祀，这也是朝鲜李氏王朝后期最隆重的祭祀典礼。

大报坛建成的第二年（1705年），李焞亲自前往大报坛，祭奠明神宗。在祭文中，朝鲜朝廷完全转变了宣祖时期的消极论调，肯定了明朝东征军是以雷霆万钧的武力手段击败日军，帮助朝鲜收复江山的：

明承天命，诞抚四夷，惟帝御字，我昭敬时。丕冒之化，覆帱同大，视要如绥，揆敎奋卫。时有卉服，于我假道，抗义以斥，凶锋先刳。毁我七室，刈我八路，越在一隅，父母是愬。帝乃耆武，命将来援，十万其师，亿秭其运。皇威所振，若霆之击，妖祲旋豁，奄复壃场。（《肃宗大王实录》）


除了设立大报坛祭祀明神宗以外，李焞也没有忘记在万历援朝战争中牺牲的明朝将士。肃宗四十二年（1716年），他下令在南原县设立祠堂，祭奠在南原之战中牺牲的明军将领李新芳、毛承先、蒋表。（《肃宗大王实录》）


这之后，朝鲜李氏王朝对万历援朝的功绩一直持肯定态度，对明朝表现得非常尊重。

朝鲜当代历史学者，同样积极评价、肯定明军对朝鲜的贡献。朝鲜历史学博士朴时亨在《朝鲜中世史》一书中指出：

正当我们（朝鲜）的部队在各条战线上击败敌军，使他们感到十分恐惧时，友邦中国——明朝的军队来到朝鲜前线，他们的参战以及两国军队的配合作战，使敌人的军队遭到决定性的毁灭……从这次战争中切实感到两国唇齿关系的明朝，派遣军队援助我们，具有巨大的意义。1593年正月，两军配合的平壤城战斗的胜利以及后来的许多战斗，使敌人的失败成为定局。敌人于当年四月，遭到总崩溃，退至南方很少的据点上，这就全面地结束了战争。

我国当代学者也高度评价了明军在援朝战争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认为不可抹杀明军的功绩。杨昭全先生在《中朝关系史论文集》一书中指出：

将倭寇驱逐出朝鲜的露梁大捷，明援军水师是确实参加而且有巨大作用的。总之，从第一次援军的平壤大捷，到第二次援军的最后决战——露梁海战，明援军都是主力，积极参与，英勇作战，付出重大代价，取得重大胜利，做出巨大贡献。忽视、低估乃至抹煞明援军的作用，无疑是严重违反史实的。

姜龙范、刘子敏两位先生在《明代中朝关系史》一书中指出，明军的武力征伐对日军来说绝对是一个致命打击。自明军收复平壤以后，日军就开始逐渐萎蔫，陷入了颓势，只能够被挤压在朝鲜东南部的角落里活动：

为满足朝鲜的强烈要求以及明朝主战官员的强烈愿望，明廷无条件地派出了自己的军队，投入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去。尽管在前线战斗和实际生活中也曾出现过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明军的主流是好的，战果也是巨大的。平壤大捷之后，包括日军第二次入侵在内，敌人始终是被挤压在东南一个角落里活动。在朝鲜军民的配合下，明军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收复了朝鲜大片失地，保卫了朝鲜大片河山。学界有人诋毁或贬低明朝军队的作用，乃是是非不分或别有企图。可以说，明朝出兵对日本侵略军的打击是致命的，对加速日本的失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结合以上学者的论述和历史事实，我们有了一个起码的认知：明朝东征军收复平壤以后，对日军造成了严重打击，使其之后一直处于战略被动地位。虽然在首次东征的过程中，明军因为在碧蹄馆战败、粮尽兵疲而不得已与日军议和，但日军也被逼迫至朝鲜东南海滨，只占据了庆尚道沿海的十几座城池，而明军光复了大半朝鲜领土。在第二次东征末期，四路明军虽然都出现了失利，但当时的形势已经是明军主动对日军发起总攻，日军依然只能被动缩在朝鲜东南的角落里迎战，主动权仍旧牢固地掌握在明军手里。我们绝不可因为明军有过一些局部的战术失利，就否定他们在整场战争中对日军的战略压迫作用。只有正确认识这场战争，才能告慰在这场战争中牺牲的大明英魂。

万历东征的意义

万历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一度有声音抹杀、否定明军东征的积极意义，对明朝东征军多方贬低与妖魔化。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清朝编纂的《明史·朝鲜传》，此书用官方论调对万历东征做了非常消极的评价，认为这场战争能够结束纯粹是因为丰臣秀吉死了：

自倭乱朝鲜七载，（明朝）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属国迄无胜算，至关白死而祸始息。

这一论调显然与事实不符。诚然，明朝东征军没有力压日军，十分轻松地结束万历朝鲜战争，明军也存在着很多负面行为；但明朝东征军出兵朝鲜所起到的作用，绝不是这些人所说的一无是处。万历二十年，丰臣秀吉发兵20万，浩浩荡荡渡海侵略朝鲜，计划侵吞朝鲜后征伐明朝，甚至想要染指琉球、吕宋、天竺等地区，意图掌控整个亚洲世界。朝鲜遭日军入侵后，平壤、开城、王京三座都城全部沦陷，八道望风崩溃，不得不乞求明朝出兵救援。之后，随着明朝的军事介入，在朝鲜的日本战国军队越来越萎靡不振，出现种种退缩姿态。日本近代史学家星野恒指出：

秀吉初意欲席卷朝鲜而入明，及明师出，我军亦多失亡，自知其事之不易。乃欲得明室之女、割朝鲜四道以了局……（《大日本编年史》）


星野恒的观点非常明确，丰臣秀吉发动第一次侵朝战争，本意是席卷朝鲜后攻入明朝，然而等到明军援朝以后，局势就都变了，日军在明军的打击之下“亦多失亡”“自知其事之不易”，希望以求娶明朝公主、割让朝鲜四道为条件结束战争。虽然日军十足贪婪，提出了非常苛刻的要求，但相比当初萌生的吞灭朝鲜、攻入明朝的巨大野心，此时的追求已经大不如前了。而这一巨大变化，正是日军受到了明军的重大打击之故。

长期以来，许多人对万历东征评价较低，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清朝编纂的《明史·朝鲜传》的影响。他们根据此书的记载，认为明朝为救援朝鲜死亡了数十万人，直到丰臣秀吉去世，明朝才从这场灾祸中挣脱出来。但这一番话是完全错误的。壬辰倭乱中，李如松先率三协明军38937人渡江，后又有刘[image: ]
 率领5000人入援朝鲜（《经略复国要编》）
 ；丁酉再乱末期，明军巅峰时有98000人（《东征记》）
 。不算那些因两次东征而产生重叠的人数，明军前后两次东征一共也就动用了约141937人，根本不可能在朝鲜“丧师数十万”。

所谓“关白死而祸始息”的说法，也并不正确。丰臣秀吉认为侵朝战争难以为继，准备结束这场战争，是在他活着的时候。死亡前几个月，丰臣秀吉接到了前线日军诸将要求进行战线收缩的报告，此时他感受到了明军对日军施加的巨大压力，之后便逐渐着手从朝鲜撤兵。丰臣秀吉不仅授意侵朝日军弃守梁山城和龟浦城，甚至让侵朝大将小早川秀秋、毛利秀元、宇喜多秀家带着7万军队撤回日本，退缩姿态极为明显。丰臣秀吉临终前，下令让侵朝军队撤回日本，等于彻底否定了他过去的对外侵略路线。

标志着日军在朝鲜败退的，并不是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的露梁海战，而是万历二十六年一月的第一次蔚山战役。再往前追溯，万历二十年第一次平壤之战后日军的反应，事实上就已经注定侵朝日军的败局。第一次平壤之战与第一次蔚山战役，传统观点都认为是明军惨败给了日本战国军队。然而在明军打了败仗的前提下，日本战国军队却毫不例外地对明军大感畏惧，事后分别召开了重要军事会议——王京军议、安骨浦军议。在这两次会议上，日军提出了收缩战线、回避明军锋芒、撤兵到朝鲜沿海地带的想法。由日本战国军队在事后的过激反应可见，明军介入朝鲜战场，对日本战国军队造成了极大的打击。

经统计，在明军的打击下，日本战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表现出了以下退缩姿态：

[image: Figure-0630-0329]


丰臣秀吉因为现实的打击，心理上发生了一次次重大变化，他从一开始怀有吞并东亚之志，逐渐转变为谨小慎微的退缩姿态，希望从明朝、朝鲜得到的好处也一次次变少。经笔者统计，丰臣秀吉的心理变化是这样的：

[image: Figure-0630-0330]


丰臣秀吉最初心有壮志，可谓“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欲将日本三岛的版图，扩大到整个亚洲，可最后何以黯然落幕，临终前逐步安排侵朝日军全部撤回日本？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这一转变的主要原因，正是明朝东征军给日本战国军队造成了极大打击，从而使丰臣秀吉那欲壑难填的野心一次次受挫。假如明朝没有介入朝鲜局势，日军必将渐渐蚕食朝鲜。在这一点上，朝鲜史料《宣庙中兴志》也承认，仅仅凭借李舜臣的朝鲜水军是难以驱逐日军的，必须依靠明军的力量才可以。明朝的出兵，无疑遏制住了日本对东亚大陆的侵犯势头，维护了这片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除了明军造成的打击以为，日本自身有限的国力与盲目自大的心态，也注定了它想挑衅大明王朝只能以失败收场。对此，武国卿先生在他所著的《中国战争史》一书中进行了非常独到的分析：

随心所欲地高估自己的力量，这既是日本，也是一切侵略者的侵略思维定式。刚刚完成统一的日本，国土面积充其量不过37万多平方公里，孤悬大洋、资源贫乏、经济实力有限。此次战争的最大出动量也就在20万人上下，以这点区区之力，涉洋渡海入侵他国，既要保证有足够兵力在正面战场作战，又要分兵统治所占地区，对付一个稍弱于己的朝鲜已是捉襟见肘，更何况还要面对一个人口和资源丰富，且当时国土面积达千万平方公里以上的大明王朝呢！

明朝出兵援朝，不仅粉碎了丰臣秀吉的野心，对巩固自身的边疆与国防安全同样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如果不出兵援朝，日军侵略军必会在朝鲜一路势如破竹，逼近鸭绿江，威胁明朝辽东，甚至京畿重地。正如加藤清正恐吓明朝使者冯仲缨那样，日军的目的是攻破辽东、北京，将明神宗擒回日本，向丰臣秀吉复命。如果一意放任日军鲸吞朝鲜，后果着实难以预料。对此，我国著名朝鲜历史学者杨昭全先生在《中朝关系史论文集》中指出：

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国土毗邻，朝鲜如果被凶倭全部侵占，一江之隔的明朝就能安然无恙吗？早在这次壬辰倭乱之前，倭寇尚能跨越辽阔海洋，侵扰明朝东南沿海，为害近二百年之久；而当其侵占全朝鲜，就不能越过远比海洋狭窄的鸭绿、图们二江侵袭明土吗？由此可见，当时朝鲜人民不抗倭，明军不出援，朝鲜将为倭军全部侵占，明朝国土也会被侵袭。邻人失火，不相救助，当殃及自家时，则悔之晚矣。

总之，战争是残酷的，反抗侵略者的入侵，必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如果害怕付出代价，不敢或不愿进行反抗侵略者的战争，其后果必将是比抵御侵略付出的代价要高昂很多倍。若倭军果真野心得逞，肆虐两国，中朝两国人民势必遭受更多、更大的苦难，付出更为巨大的代价。

正因为日军侵略朝鲜攸关中国国防，所以明朝出兵援朝、御敌于国门之外，意义非常重大，著名晚明史学家、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樊树志先生在《万历传》中指出：

神宗决策两次东征，御倭援朝，是及时的、果断的。否则不仅朝鲜不保，而且辽东、山东及东南沿海将永无宁日。这场战争虽然耗费了明朝巨额财力，却换来了边境的长期安宁，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姜龙范、刘子敏合著的《明代中朝关系史》，也指出万历东征的意义在于：

其一，维护了朝鲜的领土完整，保证了朝鲜国家的独立。日本发动这次侵略战争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吞并朝鲜。抗击日本侵略，就是保卫朝鲜，中国在保卫朝鲜的斗争中发挥了一个宗主国应有的作用。

其二，保证了中国本土的安全。丰臣秀吉的侵略野心从未进行掩饰，其主要目标是进攻中国，这对中国军队来说，同日本作战乃是保卫祖国的具体行动。

杨昭全先生在《中朝关系史论文集》中也指出，万历东征的最大意义，就是既保卫了朝鲜，使朝鲜免遭日本的殖民统治，也巩固了明朝自身的国防安全：

击退倭寇对朝鲜的侵略，将其驱入大海，保卫了朝鲜的安全，使朝鲜免遭日本的统治。由于击退入侵的敌寇，使明朝国土免遭侵犯，保卫了明朝的安全与国土的完整。

而对万历东征的战略意义做出最高评价的，是民间学者柯胜雨所著的《万历东征》一书：

朝鲜之役惨败于明朝的记忆犹新，日本人长期深刻反省，再也不敢主动挑战业已形成的东亚政治秩序，从而保证了东北亚三百年的和平稳定。

万历东征战争结束以后，继承丰臣秀吉野心的部分日本人再次打朝鲜的主意已是296年后，这一次日本悍然发动甲午战争。让这群人老实了这么久，不敢轻易挑衅中国在东亚领导地位的，正是万历朝鲜战争。一仗打出了近三百年的和平，便是此战最为积极、最为伟大的意义。这样的评价，足以告慰400多年前，牺牲在异国他乡的大明英烈。

除了从军事上肯定万历东征以外，还应在道义上对其进行肯定。万历东征是一场正义战争。明朝不计回报，顶着巨大的财政、粮饷压力，果断出兵援朝，以巨大的代价驱逐了日本侵略者。为了打赢这场仗，多少明军将士暴露尸骨于异域，再未能回到故土。这场战争，体现了中华民族坚决反对任何形势的侵略，即使付出巨大牺牲也在所不惜。郑学稼先生在其著作《日本史》中便指出：

明朝为着朝鲜“世称恭顺，遽遭困厄，岂宜坐观？若使弱者不扶，谁其怀德？强者逃罚，谁其畏威？”的缘故，毫无报酬地牺牲许多人力、财力，中华民族之伟大处在此。

对于明朝在这场战争中做出的巨大牺牲，王薇、杨效雷、吴振清合著的《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一书也指出：

中国人民对壬辰战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七八年间，明朝朝廷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调集了明朝重要的军队、将领。明朝士兵殉难总数超过二万，先后费饷六七百万……壬辰战争的巨大消耗，使明朝无暇顾及中国女真的迅速崛起，国内经济发展受到了制约，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明朝晚期的封建统治力量。

换言之，明朝为了出兵援朝，已经伤到了根基。杨旸先生的《明代东北史纲》一书也提到了明朝在万历援朝背后的巨大牺牲：

在这次反侵略的正义抗倭斗争中，明朝动员了蓟、保、辽、大、宣五镇之兵力，但主要是辽东地区的兵力。辽东民众，奔赴朝鲜，支援了朝鲜，也保卫了中国。辽东民众付出了巨大代价，为友邦朝鲜捐躯……辽东民众不仅人力上支援了朝鲜，且物力上也大力支援了朝鲜——军鞋、军服、武器等，其中大量还是粮饷。一部分从山东等地装船运到朝鲜，但主要靠陆路，仅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就“运金、复、海、盖等五仓米十万石于平壤，辽阳、汤站等五仓米六万石于义州”。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三月，“户部移文辽东巡抚，将该镇本年应运粮饷，除运过七万六千九百九十余石，尚有未运二十六万三千余石，督行该道，严催速运朝鲜接济”。特别是在万历二十一年，继嘉靖朝后期发生灾荒之后，又一大灾之年，辽东仍然运至朝鲜粮谷十四万石。灾后的第二年，辽东金、复两地，又运粮二万二千七百石于朝鲜。除了沿海水运外，就是靠陆路，风雪长行，受尽之苦，“辽左一路，困于征东之役，骡子、车子都已荡尽，民生嗷嗷，至有卖子而食者”。辽东民众付出了巨大代价，克服了种种困难，保证了前线之军需，直至战争最后的胜利。因此说辽东民众在援朝抗倭战斗中，无论是人力、物力都给了朝鲜很大支援，在战争中起着巨大作用。

辽东民众为了将粮食等物资提供给朝鲜，自己在饥荒之年忍饥挨饿，承受苦痛，做出了巨大牺牲。这样的支持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辽东民众无疑非常伟大。可以说，正是人民群众的正义与自我牺牲，坚持为明军、朝鲜军提供最为艰难的后勤保障，才推动了万历援朝战争的胜利。虽然在史书上留下姓名的多是文臣武将，但这些牺牲自己利益、推动历史进步、未能留下名字的人民群众，却更加值得我们铭记，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后续

结束万历朝鲜战争，对明朝而言并不轻松。为了援助朝鲜，辽东更是元气大伤。经略邢玠在和朝鲜国王李昖的谈话中说道：“辽左一路，困于征东之役。骡子、车子都已荡尽，民生嗷嗷，至有卖子而食者。”（《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根据这一谈话可以看出，因为东征之役，辽东的骡子、车子等物资都已经用尽，民生也受到严重影响，甚至有人需要卖掉自己的孩子，才能换来粮食。出使明朝的朝鲜副承旨郑晔在与李昖谈话时，提到他在赴京路上看到明朝国内民生凋敝的情景：“赴京一路，物力残破，闾阎一空，民不聊生矣。”（《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明朝为了出兵援朝，在财政上的损失可谓非常巨大。朝鲜史料《光海君日记》记载，明朝“费币八百余万”。《再造藩邦志》记载：“（明朝）征南北兵达二十二万千五百人，费粮银约五百八十三万二千余两，交易米豆银又费三百万两，实色本色银米十万石。”明朝史料方面，谈迁的《国榷》记载：“约费饷银五百八十三万两千余金，又地亩米豆援兵等饷费三百余万金。”《皇明经世文编·
 王都谏奏疏》记载：“朝鲜用兵首尾七年，约费饷银五百八十二万二千余两，又地亩米豆援兵等饷，约费银二百余万两。”诸葛元声的《两朝平攘录》则记载，仅第二次出兵朝鲜就“用饷银八百余万两，火药、器械、马匹不与焉”。又据《明史》记载，万历二十四年太仆寺上奏明神宗：“先年库积四百余万，自东、西二役兴，仅余四之一。朝鲜用兵，百万之积俱空，今所存者仅十余万。”也就是说，明朝的国库，经过宁夏之役、朝鲜之役，已经所剩无几了。

总结来说，消耗了巨大人力、物力、财力的万历朝鲜战争，虽然成功粉碎了日本侵略者的野心，但是却给明朝自身的国力带来了极大损伤，辽东为此弄得民生凋敝、物力残破，明朝政府的财政也因此遭受重创。

事实上，此时只有区区三岛的日本，就能给明朝造成如此大的重创，使明朝的经济、民生都受到很大破坏，让明廷一度萌生撤兵之意，足以说明当时的明朝已经江河日下，露出败亡的兆头了。正如南开大学教授孙卫国所指出的那样，万历朝鲜战争对于明朝来说，“几乎可以说是伤筋动骨，给明朝埋下了衰亡的祸根”（《谷应泰
 <明史纪事本末
 >对万历朝鲜之役的历史书写》）
 。此役不仅削弱了明朝的军事力量，使建州女真部落有机会发展壮大，给了明朝致命一击，还加剧了人民内部矛盾：朝廷为填补财政赤字，只能不断加重赋税，以致农民起义遍地开花。加上天灾不断，统治阶层腐败，大明很快就日薄西山，进入了谢幕前的混乱阶段。

幸运的是，16世纪还是一个农业国家的日本，尽管在后世一些人眼中进入了璀璨夺目的“日本战国时代”，但实际上国力不济，整体实力非常虚弱，经不起外界的考验。无论国力、兵力，日本相比当时作为东亚中心的明朝都落入了下风，注定只能以退出朝鲜收场。

虽然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明朝的野心完全破碎，但日本人并没有停止他们躁动的野心，仍旧积极向海外进取，谋求扩张。丰臣秀吉死后，主宰日本三岛的丰臣政权，被德川家康所开创的江户幕府取代。公元1609年，萨摩岛津氏向江户幕府提议入侵琉球，得到许可。于是岛津氏以桦山久高为大将，率领100艘战船和3000士兵侵略琉球，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此之后，琉球同时臣属于中国和日本。明朝作为琉球一直以来的宗主国，理应出兵将日军击退，但因为鞭长莫及，加上财政、粮饷等现实原因，只能熟视无睹。之后到公元1879年，也就是清朝光绪五年，琉球被日本完全兼并。

江户幕府对中国大陆并没有完全死心，仍旧怀有侵略之心。公元1646年，即南明隆武二年、清朝顺治三年、日本正保三年，此时大明王朝北京政权已经灭亡两年，只剩下南方小朝廷苟延残喘，艰难地与清军抗争。南明水师都督崔芝自知兵力微薄，难与清军相抗，便让参将林高携带两封书信，前去日本借兵，希望幕府将军德川家光能够外借3000兵力，帮助残明抗清。

江户幕府通过南明的乞兵要求，嗅出了南明的虚弱，于是试图趁机出兵中国。幕府重臣板仓重宗在给他外甥板仓重矩的信中，提到了具体侵略方针：

一、乘船发往大明，准备攻取城阵，务须随时待命进军。

二、长期做好准备。

三、出发之前，须加固护城壕沟。

四、日军名额中，大将方面，主将一人，副将一人。

五、名额中知行取十人，计俸禄一百万石。

六、由总知行取起，每一万石辖乘马者一人、下级武士三人至五人（据辻善之助计算，以上兵力超过2万人）。

七、攻取大明者可予增加，议定后上报。

八、出发大明一事如无其他变化，乘渡之舟不得毁坏。

不过，江户幕府还没有来得及实施上述计划，就收到了清军攻陷隆武政权的根据地福州的消息。这对日本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江户幕府害怕清军会像元军一样，渡海攻打日本本土，最后决定停止出兵中国。（《西学东渐与中国事情》）


此后，在江户时代，日本不再与中国及其藩属国有军事冲突，进入了相对长久的和平时期。在这一历史阶段，日本人开始研究各种军事文学，以此取代实际的军事活动。一些日本文人回顾侵朝战争，认为丰臣秀吉的举动完全是不义之举，全面否定了其正当性。如上田秋成，便在1792年完成的《安安集》中对丰臣秀吉持批判态度：

丰国公征伐外国……其实是要征伐明朝，经朝鲜攻打北京，然后占领南京。这种想法非常可笑，一大世界如人之九脏，区别分置，即便掠夺了他国，也不会属于你，而将复归自然原样……武力镇压也只是一时之事。正如清朝推翻了明朝以后，联合已有的力量飞扬跋扈，但清朝亦无可能统治数千年。

再如《武田兵术文稿》的作者香西成资，他认为丰臣秀吉发动的侵朝战争是一场不自量力、以小博大的灾祸：

孟子曰：“小固不可以敌大……弱固不可以敌强。”孙武子曰：“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秀吉公不明于此，而欲远伐大明国……秀吉公以庆长三年八月薨，遂尽班暴露之师，脱我邦于危难之域，呜呼幸矣！秀吉公未有治国安民之术，徒发无益之师远伐邻国，而杀无罪之人；转输千里，凋敝我生灵，故得罪于神明。其身以死，不越三年，倭邦大乱，嗣子秀赖公竟没于元和之役。故曰：“以小举大者，殃也。”

当然，也有日本人不但没有悔罪，反而替丰臣秀吉感到惋惜。江户时代的盐谷世弘认为，侵朝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日军战斗不力、粮饷不继，而是丰臣秀吉在大战略上犯了错。他认为如果丰臣秀吉在大战略上没有犯错，即便不能将明朝皇帝擒于阙下，至少也能令朝鲜向日本俯首称臣、年年进贡。

盐谷世弘所处的时代，距离丰臣秀吉身亡已经过去了200多年，他替丰臣秀吉设计了这样一套战略计划：丰臣秀吉兵分两路，正兵讨伐朝鲜，奇兵袭击明朝南京。在其计划中，先出正兵，让前田利家带领10万兵马，以小西行长为先锋，从朝鲜釜山登陆，直取其都城王京，然后平定朝鲜八道，兵临鸭绿江，恐吓明朝。如此一来，明朝必定震恐，发动全国之兵救援朝鲜，而明朝内部兵力必定空虚。这个时候，丰臣秀吉再出动5万奇兵，以蒲生氏乡为元帅、加藤清正为先锋，渡海登陆明朝大陆，从浙江直冲南京。救援朝鲜的明朝军队听到这个消息后，肯定立即崩溃，在朝鲜的10万日本大军就可以长驱南下，直入北京。

盐谷世弘为这套计划洋洋得意，并且好奇为什么像黑田孝高、小早川隆景这样才智出众的人，会想不到这一点，为此感叹当时的日本人并不太聪明。但事实并没有盐谷世弘想象的那么简单，丰臣秀吉时代的日本，国力非常弱小，即便丰臣秀吉在壬辰倭乱中以20万人渡海侵略朝鲜，兵力依然不足，根本就征服不了朝鲜八道，又怎么可能做到兵临鸭绿江恐吓明朝，让明朝发动全国的兵力来救援朝鲜呢？这无疑是痴人说梦。事实上，丰臣秀吉在小西行长进驻平壤以后，便一直担心明朝援军某一天大举袭来，已经丧失了进取之心。而且当时明朝为防止日军渡海侵略本土，在沿海省份做了极其严密的海防，根本没有日本的“奇兵”渡海登陆明朝领土、从浙江直取南京的可能性。盐谷世弘为丰臣秀吉设想的这套战略，就是典型的纸上谈兵，脱离了实际情况。

除此以外，在江户时代和明治时代还有一部分日本人，沉浸于丰臣秀吉对外侵略的“赫赫武功”，仍然对中国、朝鲜怀有窥觊之心。如大槻磐渓在《删修近古史谈》中对丰臣秀吉高调吹捧道：

太阁征韩之役，世多议焉者。余则谓：“以盖世之雄，立无事之朝，咄咄不堪髀肉之生，则外征耀兵，亦势之所至。特主将不得其人，加以暗地理，而公之龄亦从颓矣。假使其事在五六年前，而公自任亲征之劳，则转瞬灭韩，旦暮渡江。明社之覆，未必不在觉罗氏之先也。”故余尝历论宇内英雄，定为“四杰”，曰丰太阁，曰忽必烈，曰历山王（亚历山大），曰那波烈翁（拿破仑），而秦皇、汉武不与焉。

大槻磐渓认为，如果丰臣秀吉能早几年亲自出马征讨朝鲜，那朝鲜、明朝势必顷刻覆亡，没爱新觉罗什么事情了。大槻磐渓对丰臣秀吉推崇至极，在他看来，世界历史上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只有忽必烈、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三人。

后世的一些日本人通过在文字中鼓吹和缅怀丰臣秀吉，寄托他们藏在心中的野心，希冀日本耀兵异域，征服东亚，称霸世界。在怀有这一思想的日本人的狼子野心下，终于在万历朝鲜战争结束296年后的公元1894年，日本明治政府借故朝鲜发生“东学党之乱”，再度出兵朝鲜，又一次与中国爆发了冲突。这一场战争，便是“中日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爆发以后，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无法重现明朝政府在万历朝鲜战中驱逐侵朝日军的结果，反而输得一败涂地，以致日寇突破朝鲜这一道屏障，进入中国境内，实现了丰臣秀吉一直未能实现的野心，并在中国境内制造了第一场日军针对华人的屠杀事件——旅顺大屠杀。

近代以来，清朝国运衰落，中华民族惨遭列强欺凌。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清政府输掉了大国的尊严，连在东亚地区的领导地位也无法保住，被逼签订了《马关条约》。此后的近代中国一直备受日寇欺凌。直到51年后的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中国才再次以主权国家的身份击败作为侵略者的日寇，重拾昔日的尊严。中华民族的屈辱近代史，终于在胜利中结束。而中华民族的复兴历程，也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此时，距离万历朝鲜战争结束，已经过去了近350年。


注解：



[1]
 　又据《两朝平攘录》记载，明军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十一月新到援军有：游击叶邦荣统领的4000新募浙兵，陈云龙统领的2880余名南京水兵，都司许国威统领的1500名福建先调水兵，原任参将王元周统领的1000名应天先调水兵，福日升统领的1500名狼山水兵。此外还有续调的浙江、福建水师将陆续出发。广东陈璘统领的5000陆兵、3000水兵，以及刘[image: ]
 统领的川兵，于次年（万历二十六年）进入朝鲜。但经笔者核对，以上名单中的许多人，到万历二十五年十二月或者万历二十六年才从大明境内出发，因此《两朝平攘录》在时间上记载有误。


[2]
 　《近世日本国民史·朝鲜役》称，晋州有岛津军300人，但依据《乱中杂录》记载，岛津军在八月下旬从晋州出城劫掠时出动了500人，因此城内至少有500人。


[3]
 　郭国安乃岛津家汉医，日本名字叫汾阳理心。对于他协助明军渡江、火烧望晋山的传闻，《久国杂话》驳斥道：“是无实之讹也。是时郭理心在新寨，我亲见之。不但我记之也，尝问之本田半兵卫，答如前。”


[4]
 　关于中路军进兵泗川旧城的兵力，还有其他说法。朝鲜史料《国史》作郑起龙率领步兵2000人、骑兵2000人，董一元自领4000人。日本史料《渊边真元高丽军觉》作200人，《大岛忠泰书状》作15000人。


[5]
 　在《东征记》中，明军的阵形有所不同，明军骑兵没有分成左右两翼。郝三聘、马呈文、师道立、柴登科四营骑兵位于茅国器、叶邦荣、彭信古的三营步兵之后，蓝芳威负责攻打东北的水门。


[6]
 　《明史纪事本末·援朝鲜》记载，固城的日军赶来救援泗川倭城，但日本史料、朝鲜史料都没有提及，明朝的一手资料中也没有记录，因此可以认定并不存在。


[7]
 　《两朝平攘录》称，彭信古的部队最先溃败，郝三聘、马呈文、师道立的骑兵跟着逃窜。但是监军陈效的报告却是，郝三聘、马呈文的骑兵先从战场上逃窜，由此引发连锁反应。


[8]
 　此据《再造藩邦志》。《曳桥进兵日录》对此有不同说法，称是刘[image: ]
 主动派人约小西行长讲和的。


[9]
 　刘[image: ]
 的这一部署出自《再造藩邦志》。在《乱中杂录》的记载中，李芳春的军队为左协军，这与《再造藩邦志》的说法不同。


[10]
 　此据《再造藩邦志》。《曳桥进兵日录》里的说法与此稍异，作“旗旆官王世贤”。


[11]
 　九月二十二日的作战经过，是根据《乱中杂录》《象村稿》《朝鲜壬辰倭祸研究》《曳桥进兵日录》的记载进行描述的。


[12]
 　关于十月二日明军的作战经过，是根据《乱中杂录》《宣庙中兴志》《象村稿》《朝鲜壬辰倭祸研究》的记载进行描述的。


[13]
 　此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曳桥进兵日录》的记载与此有异，称吴广之兵战死200人，赣兵（江西兵）战死300人。


[14]
 　关于十月二日水军的作战经过，是根据《乱中日记》《宣庙中兴志》的记载进行描述的。


[15]
 　关于十月三日顺天海战的经过，是根据《乱中日记》《乱中杂录》《宣庙中兴志》《宣祖昭敬大王实录》《朝鲜壬辰倭祸研究》《象村稿》的记载进行描述的。


[16]
 　此据《宣庙中兴志》。《宋经略书》的说法与此有异，称刘[image: ]
 贿赂了王士琦，王士琦之后不再追究刘[image: ]
 。


[17]
 　“牢人”，是对在战役后被勒令囚禁、贬为庶民的大名、武士的称呼。


[18]
 　《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史世用前往泗川倭营的日期是十月十四日，但《旧记杂录后编》收录的岛津义弘文书记载是在十月十三日，笔者取十三日这一说法。


[19]
 　出自《旧记杂录后编》。张昂原来是南京人，因被继母虐待，年幼时辗转到了日本，直到继母去世才又回到大明，他的日本名叫孙次郎。


[20]
 　此据杨海英的《域外长城——万历援朝抗倭义乌兵考实》。据《宣庙中兴志》记载，刘[image: ]
 的两名人质是旗手刘万守、王大功。又据《两朝平攘录》《征韩录》记载，刘[image: ]
 的人质名为刘天爵。刘天爵应该与刘万守、刘万寿是同一个人。同理推测，王大功与王建功应该也是同一人。明军人质的名字，在不同史料当中有不同的称呼。


[21]
 　都司是“都指挥使司”的简称，属于行省三司之一，乃明代地方最高军事领导机构，是明太祖朱元璋为强化中央集权，在地方设置的军事机构。


[22]
 　《义弘公御谱中》称，毛国科被送入泗川倭城的时间为十月十七日，《岛津国史》则称是十月二十一日，实则这两个说法可能都有误。毕竟《抚浙奏疏》是明朝官方文件，直接引用了参与送人质行动的明军当事人的说法。而这两份岛津家史料成书较之稍晚，在明军派遣人质的时间问题上，可信度不及前者。


[23]
 　朝鲜史料《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邓子龙乘朝鲜板屋船；明代史料《横戈集》记载，邓子龙乘坐明军的唬船；而《明史·邓子龙传》《两朝平攘录》记载，邓子龙先是乘坐巨舰，后又换乘朝鲜船。


[24]
 　《朝鲜役录》一书中称为“金扇马标”。


[25]
 　此据朝鲜史料《宣祖昭敬大王实录》收录的陈璘战后报告。而根据日本史料《旧记杂录后编》收录的岛津义弘文书，露梁海战从寅之刻（凌晨4时）打到午之刻末（下午1时）。之所以如此，恐怕岛津义弘是把他撤退到昌善岛的时间，算作露梁海战的终止时间。


[26]
 　所谓“阵代”，是日本的一种临时性军制。日本大名有时有事不能亲自上场打仗，就要临时找个替身，在身份上代表自己作战。这种人，就叫作“阵代”。例如，在日本天文十五年的河越之战中，常陆大名小田政治没有亲自出阵，而是以家臣菅谷贞次作为阵代，代表小田政治出战。


[27]
 　《象村稿》称刘[image: ]
 进入顺天倭城的时间是十一月二十四日，有误。依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应是十一月十九日。



附录一：万历朝鲜战争的不同称呼



	称呼
	史料出处
	命名方



	唐入
	《毛利家文书》
	日



	征明
	《吉川家文书·卷二》第742号文书
	日



	高丽阵
	《清正高丽阵觉书》
	日



	高丽军
	《岛津家高丽军秘录》
	日



	朝鲜阵
	《吉见家朝鲜阵日记》《清正朝鲜阵觉书》
	日



	朝鲜军
	《立花宗茂朝鲜军物语》《绘本朝鲜军记》
	日



	朝鲜战
	《朝鲜战谈》
	日



	朝鲜役
	《日本战史·朝鲜役》《近世日本国民史·朝鲜役》
	日



	韩阵
	《韩阵文书》
	日



	朝鲜征伐
	《朝鲜征伐记》《绘本朝鲜征伐记》
	日



	朝鲜征讨
	《朝鲜征讨始末记》
	日



	征韩
	《松浦法印征韩日记抄》《征韩纪闻》《征韩伟略》
	日



	西征
	《西征日记》
	日



	征戎
	《文禄征戎遗文》
	日



	征外
	《丰太阁征外新史》
	日



	征战
	《文禄弘安征战伟绩》
	日



	文禄征韩之役
	《立花祖宗事迹》
	日



	朝鲜渡海
	《朝鲜渡海日记》
	日



	万历征倭
	《逸翁文集》
	朝



	万历东征
	《记言》《研经斋全集》《湛轩书》
	朝



	东征之役
	《苍雪集》《江汉集》《经略御倭奏议》
	朝、明



	朝鲜征倭
	《朝鲜征倭纪略》
	明



	大明征东
	《瓶窝集》
	朝



	大明东征
	《保晚斋集》
	朝



	壬辰倭祸
	《苔泉集》
	朝



	壬辰倭乱
	《甲辰漫录》《乱中杂录》《默斋日记》
	朝



	壬辰倭变
	《竹川集》《月汀集》
	朝



	壬辰倭寇
	《勿严集》《松崖集》
	朝



	壬辰之乱
	《柳巷诗集》《渔村集》
	朝



	壬辰之役
	《乱中杂录》
	朝



	丁酉再乱
	《松川集》《德村集》
	朝



	丁酉倭乱
	《山堂集》《白湖集》
	朝



	丁酉倭变
	《芝峰集》《丈严集》
	朝



	丁酉倭寇
	《汉阴文稿》《迟川集》
	朝



	丁酉之乱
	《泰村集》《白沙集》
	朝



	龙蛇倭乱
	《丈严集》《石洞遗稿》
	朝



	龙蛇之乱
	《睡谷集》《玉川集》
	朝



	龙蛇倭燹
	《芦沙集》
	朝



	文禄庆长之役
	池内宏《文禄庆长之役》、中村荣孝《文禄庆长之役》
	近代日本



	朝鲜侵略
	北岛万次《丰臣秀吉朝鲜侵略关系史料集成》
	当代日本



	万历朝鲜役
	中村荣孝《万历朝鲜役与浙江兵》
	当代日本



	万历朝鲜战争
	高拙音《万历朝鲜战争》
	当代中国



	壬辰祖国战争
	朴南植《壬辰祖国战争》
	当代朝鲜



	壬辰卫国战争
	李清源《壬辰卫国战争》
	当代朝鲜



	壬辰战乱
	李炯锡《壬辰战乱史》
	当代韩国



	壬辰战争
	郑仕熙《壬辰战争：十六世纪日朝中的国际战争》
	当代韩国



	第一次大东亚战争
	Kenneth M．Swope《A Dragon’s Head and a Serpent’s Tail：Ming China and the First Great East Asian War，1592–1598》
	当代美国






附录二：明军与日军战事一览表



	时间
	战役名称
	结果
	史料出处



	万历二十年七月十七日
	第一次平壤之战
	明军战败
	明、日、朝史料皆有



	万历二十一年一月八日
	第二次平壤之战
	日军战败
	明、日、朝史料皆有



	万历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坡州梨川院之战
	日军退却
	《毛利家记》《宣庙中兴志》



	万历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慕华馆之战
	日军战败
	《吉见家朝鲜阵日记》



	万历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碧蹄馆之战
	明军战败
	明、日、朝史料皆有



	万历二十一年七月
	宿星岘之战
	日军退却
	《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壬辰记录》



	万历二十一年十一月
	安康之战
	明军战败
	《唐将书帖》



	万历二十五年八月十三日
	南原之战
	明军战败
	明、日、朝史料皆有



	万历二十五年九月七日
	稷山之战
	明军退却
	明、日、朝史料皆有



	万历二十五年九月八日
	素沙坪之战
	日军战败
	《乱中杂录》《象村稿》



	万历二十五年九月
	锦江之战
	日军退却
	《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万历二十五年九月
	文义之战
	明军战败
	《毛利家记》



	万历二十五年十月四日
	吾原驿之战
	日军退却
	《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万历二十五年十月五日
	南原追击战
	日军退却
	《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万历二十五年十月十六日
	南原南村之战
	日军战败
	《乱中杂录》



	万历二十五年十月十六日
	潺水驿之战
	日军战败
	《乱中杂录》



	万历二十五年十月十六日
	求礼之战
	明军战败
	《乱中杂录》



	万历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淳昌之战
	日军战败
	《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万历二十五年十月
	鼎津之战
	明军战败
	《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万历二十五年十二月
	第一次蔚山战役
	明军退却
	明、日、朝史料皆有



	万历二十六年一月五日
	晋州遭遇战
	明军退却
	《旧记杂录后编》



	万历二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陕川、三嘉之战
	日军战败
	《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万历二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居昌、憨八之战
	胜负不分
	《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象村稿》



	万历二十六年四月九日
	山阴、咸阳之战
	日军退却
	《乱中杂录》



	万历二十六年四月二十日
	咸阳沙斤驿之战
	明军战败
	《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万历二十六年六月五日
	草岘之战
	明军战败
	《乱中杂录》



	万历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
	光阳知分川之战
	日军战败
	《乱中杂录》



	万历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
	兴阳之战
	个别日军被俘
	《经略御倭奏议》



	万历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竹岛海洋之战
	个别日军被俘
	《经略御倭奏议》



	万历二十六年七月下旬
	茂朱、锦山之战
	日军战败
	《乱中杂录》



	万历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咸阳之战
	日军战败
	《乱中杂录》



	万历二十六年八月
	山阴之战
	日军战败
	《乱中杂录》



	万历二十六年八月下旬
	智异山之战
	日军战败
	《乱中杂录》



	万历二十六年九月
	第二次蔚山战役
	明军退却
	明、日、朝史料皆有



	万历二十六年九月二十日至十月初
	泗川战役
	明军战败
	明、日、朝史料皆有



	万历二十六年九月至十月
	顺天战役
	明军战败
	明、日、朝史料皆有



	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二日
	晋州西小路之战
	个别日军被俘
	《经略御倭奏议》



	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三日
	海口之战
	个别日军被俘
	《经略御倭奏议》



	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顺天倭城之战
	个别日军被俘
	《经略御倭奏议》



	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露梁海战
	日军战败
	明、日、朝史料皆有



	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熊方山之战
	个别日军被俘
	《经略御倭奏议》



	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釜山浦之战
	明军攻城不克
	《经略御倭奏议》



	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多大浦之战
	个别日军被俘
	《经略御倭奏议》



	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南海锦山之战
	个别日军被俘
	《经略御倭奏议》



	万历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
	乙川山之战
	日军战败
	《经略御倭奏议》



	万历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了口之战
	日军战败
	《明神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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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藤瓶城编：《改訂史籍集覽·第十五冊
 》，近藤活版所，1902年

［2］近藤瓶城编：《改訂史籍集覽·第二十五冊
 》，近藤活版所，1902年

［3］益轩会编：《益軒全集·卷五
 》，益軒全集刊行部，1911年

［4］黑川真道编：《日本歴史文庫．〔14〕：朝鮮征伐記·清正高麗陣覚書·朝鮮南大門合戦記
 》，集文馆，1912年

［5］早川纯三郎编：《史籍雑纂·第一
 》，国书刊行会，1915年

［6］黑川真道编：《国史叢書．西國太平記毛利秀元記
 》，国史研究会，1915年

［7］黑川真道编：《国史叢書．軍記類纂
 》，国史研究会，1916年

［8］续群书类从完成会编：《続群書類従．第20輯ノ下合戦部
 》，续群书类从完成会，1923年

［9］续群书类从完成会编：《続群書類従．第23輯ノ上合戦部
 》，续群书类从完成会，1924年

［10］藩祖伊达政宗公显彰会编：《伊達政宗卿伝記史料
 》，藩祖伊达政宗公显彰会，1926年

［11］防长史谈会编：《防長叢書·第六編·朝鮮渡海日記
 》，防长史谈会，1934年

［12］中村孝也：《徳川家康文書の研究
 》（中卷），日本学术振兴会，1959年

［13］《福岡県史近世史料編柳川藩初期上下
 》，西日本文化协会，1966年

［14］寺本广作编：《熊本県史料·中世篇·
 5》，熊本市，1966年

［15］米原正义校注：《戦国史料叢書中国史料集
 》，人物往来社，1966年

［16］北川铁三校注：《戦国史料叢書島津史料集
 》，人物往来社，1966年

［17］小林清治校注：《戦国史料叢書伊達史料集
 》，人物往来社，1967年

［18］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大日本古文書·淺野家文書
 》，东京大学出版会，1968年

［19］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大日本古文書·伊達家文書之二
 》，东京大学出版会，1969年

［20］国书刊行会：《続々群書類従第3史伝部
 》，续群书类从完成会，1970年

［21］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大日本古文書·毛利家文書之三
 》，东京大学出版会，1970年

［22］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大日本古文書·小早川家文書之一
 》，东京大学出版会，1969年

［23］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大日本古文書·吉川家文書之一
 》，东京大学出版会，1970年

［24］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大日本古文書·島津家文書之一
 》，东京大学出版会，1971年

［25］山本正谊：《新刊島津國史
 》，鹿儿岛县地方史学会，1974年

［26］大分县教育委员会编：《大分県史料26諸家文書補遺2
 》，大分县中世文书研究会，1978年

［27］国书刊行会：《続々群書類従第4史伝部
 》，续群书类从完成会，1978年

［28］鹿儿岛县维新史料编辑所：《鹿児島県史料舊記雑録后編
 》，鹿儿岛县，1982年

［29］神户大学文学部日本史研究室：《中川家文書
 》，臨川書店，1987年

［30］犬塚盛纯：《歴代鎮西志
 》，青潮社，1993年

［31］佐贺县立图书馆编：《佐贺県近世史料·第一编·第一卷
 》，佐贺县立图书馆，1993年

［32］安东统宣：《安東統宣高麗渡唐記
 》，佐贺县立名护屋城博物馆编：《佐賀県立名護屋城博物館研究紀要·第1集
 》，佐贺县立名护屋城博物馆，1995年

［33］安东统宣：《安東統宣高麗渡唐記
 》，佐贺县立名护屋城博物馆编：《佐賀県立名護屋城博物館研究紀要·第2集
 》，佐贺县立名护屋城博物馆，1996年

［34］宇都宫国纲：《宇都宫高丽归阵物语
 》，城郭谈话会编：《倭城の研究：第2号特集：小西行長の順天城城郭談話会
 》，城郭谈话会，1998年

［35］上野市古文献刊行会：《高山公實録
 》，上野市立图书馆，1998年

［36］福冈市博物馆编：《黑田家文書·第1卷
 》，福冈市博物馆，1999年

［37］小濑甫庵著，桑田忠亲校注：《太閣記
 》，岩波书店，2000年

［38］仙台市史编纂委员会：《仙台市史·資料編11·伊達政宗文書2
 》，仙台市，2003年

［39］福冈市史编集委员会：《新修福岡市史·資料編·中世1·市內所藏文書
 》，福冈市，2010年

［40］岛津修久：《島津義弘の軍功記増補改訂版
 》，岛津宗家纪念财团，2014年

［41］北岛万次：《豊臣秀吉朝鮮侵略関係史料集成
 》（全三卷），平凡社，2016年

［42］名古屋市博物馆编：《豊臣秀吉文書集5
 》，吉川弘文馆，2019年

［43］名古屋市博物馆编：《豊臣秀吉文書集6
 》，吉川弘文馆，2020年

著作

［1］北丰山人：《文禄慶長朝鮮役
 》，博闻社，1894年

［2］史学会：《弘安文禄征戦偉績
 》，富山房，1905年

［3］池内宏：《文禄慶長の役·正編第一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14年

［4］东乡吉太郎：《泗川新寨戦捷之偉蹟
 》，萨摩史料调查会，1918年

［5］渡边村男：《碧蹄館大戦記
 》，民友社，1922年

［6］旧参谋本部：《日本戦史·朝鮮役
 》，偕行社，1924年

［7］池内宏：《文禄慶長の役·別編第一
 》，东洋文库，1936年

［8］渡边刀水：《碧蹄戦史附幸州の戦，蔚山の戦
 》，明陵堂书店，1938年

［9］京口元吉：《秀吉の朝鮮経略
 》，白扬社，1939年

［10］德富猪一郎：《近世日本国民史·朝鮮役
 》（全三卷），民友社，1940年

［11］有马成甫：《朝鮮役水軍史
 》，海と空社，1942年

［12］峰岸纯夫：《戦国·織豊（古文書の語る日本史）
 》，筑摩书房，1989年

［13］北岛万次：《豊臣政権の対外認識と朝鮮侵略
 》，校仓书房，1990年

［14］洞富雄：《鉄砲伝来とその影響
 》，同朋舍，1991年

［15］山室恭子：《黄金太閤——夢を演じた天下びと
 》，中公新书，1992年

［16］北岛万次：《豊臣秀吉の朝鮮侵略
 》，吉川弘文馆，1996年

［17］三木晴男：《小西行長と沈惟敬——文禄の役、伏見地震、そして慶長の役
 》，日本图书刊行会，1997年

［18］池享：《日本の時代史13天下統一と朝鮮侵略
 》，吉川弘文馆，2003年

［19］中野等：《秀吉の軍令と大陸侵攻
 》，吉川弘文馆，2006年

［20］山本博文、堀新、曾根勇二：《消された秀吉の真実——徳川史観を越えて
 》，柏书房株式会社，2011年

［21］中野等：《文禄·慶長の役（戦争の日本史16）
 》，吉川弘文馆，2012年

［22］服部英雄：《
河原ノ者·非人·秀吉

 》，山川出版社，2012年

［23］山本博文、堀新、曽根勇二：《偽りの秀吉像を打ち壊す
 》，柏书房，2013年

［24］鸟津亮二：《小西行長：「抹殺」されたキリシタン大名の実像
 》，八木书店，2015年

［25］渡边大门：《戦国史の俗説を覆す
 》，柏书房，2016年

［26］朝鮮日々記研究会：《朝鮮日々記を読む：真宗僧が見た秀吉の朝鮮侵略
 》，法藏馆，2017年

［27］中野等：《石田三成伝
 》，吉川弘文馆，2017年

［28］高桥阳介：《秀吉は「家康政権」を遺言していた：朝鮮出兵から関ヶ原の合戦までの驚愕の真相
 》，河出书房新社，2019年

［29］大西泰正：《「豊臣政権の貴公子」宇喜多秀家
 》，角川新书，2019年

论文

［1］池内宏：《明将祖承訓の敗走以後における我軍の態度
 》，《史学雑誌第29篇第7号
 》，1918年

［2］太田秀春：《文禄の役における伊達政宗の動向と倭城普請
 》，《歷史（通号94）
 》，2000年

［3］津野伦明：《文禄·慶長の役における毛利吉成の動向
 》，《人文科学研究第9号
 》，2002年

［4］村井章介：《島津史料からみた泗川の戦い
 》，《歷史学研究（通号736）
 》，2002年

［5］中野等：《豊臣政権の大陸侵攻と寺沢正成——文禄の役における兵站輸送をめぐって
 》，《交通史研究
 》，2002年

［6］三木聪：《万暦封倭考（その一）：万暦二十二年五月の「封貢」中止をめぐって
 》，《北海道大学文学研究科紀要
 》，2003年

［7］三木聪：《万暦封倭考（その二）：万暦二十四年五月の九卿·科道会議をめぐって
 》，《北海道大学文学研究科紀要
 》，2004年

［8］津野伦明：《慶長の役における鍋島氏の動向
 》，《織豊期研究第8号
 》，2006年

［9］太田秀春：《文禄の役における島津義弘の動向と倭城普請
 》，《地域総合研究第34号
 》，2007年

［10］津野伦明：《軍目付垣見一直と長宗我部元親
 》，《人文科学研究第16号
 》，2010年

［11］郑洁西：《豊臣秀吉の朝鮮侵略戦争を描く二種の新出図像資料－「東征図」と『朝鮮日本図説』
 》，《年報非文字資料研究第10号
 》，2014年

朝鲜、韩国文献

史料

［1］柳成龙：《惩毖录
 》，朝鲜古书刊行会编：《朝鲜群书大系·续续第一辑
 》，朝鲜古书刊行会，1913年

［2］末松保和编：《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0年

［3］末松保和编：《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
 》，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1年

［4］国史编纂委员会：《韩国史料丛书第十四：琐尾录
 》，韩国史学会，1962年

［5］李舜臣：《壬辰状草·乱中日记草
 》，第一书房，1978年

［6］申炅：《再造藩邦志
 》，珪庭出版社，1980年

［7］黄慎：《日本往还日记
 》，民族文化推进会编：《海行总载
 》第2辑，民族文化文库刊行会，1986年

［8］国史编纂委员会：《韩国史料丛书第三十六：壬辰记录·龙湾闻见录
 》，韩国史学会，1991年

［9］李德馨：《汉阴先生文稿
 》，财团法人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
 》第73册，景仁文化社，1991年

［10］韩永愚、杨普景：《海东地图
 》，首尔大学奎章阁，1995年

［11］柳成龙：《西厓集
 》，财团法人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
 》第52册，景仁文化社，1996年

［12］姜沆：《睡隐集·看羊录
 》，财团法人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
 》第73册，景仁文化社，1996年

［13］申钦：《象村先生文集
 》，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历代文集丛书
 》第130册，景仁文化社，1999年

［14］李舜臣：《李忠武公全书
 》，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历代文集丛书
 》第222册～223册，景仁文化社，1999年

［15］陈景文：《剡湖集
 》，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历代文集丛书
 》第527册，景仁文化社，1999年

［16］国史编纂委员会：《乡兵日记·梅园日记
 》，利文社，2000年

［17］不著撰人：《宋经略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编：《域外所见中国古史研究资料汇编：朝鲜汉籍篇·第十八册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18］权文海：《宣庙中兴志
 》，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藏本

著作

［1］李炯锡：《壬辰战乱史
 》（全三卷），东洋图书出版株式会社，1977年

［2］崔官：《壬辰倭乱——四百年前的朝鲜战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3］《壬辰乱7周甲纪念壬辰乱研究丛书
 》（全四册），壬辰乱精神文化宣扬会，2013年

西方文献

史料

［1］（法）让·克拉赛特著，太政官修史馆译：《日本西教史
 》，太阳堂书店，1926年

［2］松田毅一监译：《十六·七世紀イエズス会日本報告集
 》（第1期），同朋舍，1987年

［3］（葡）路易斯·弗洛伊斯著，松田毅一、川崎桃太译：《完訳フロイス日本史5（豊臣秀吉篇2）<中公文庫>
 》，中央公论新社，2000年

著作

［1］（加）塞缪尔·霍利，方宇译：《壬辰战争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












[image: _0005_01]
战争事典微信公众号



OEBPS/Image00064.jpg





OEBPS/Image00065.jpg





OEBPS/Image00063.jpg





OEBPS/Image00017.jpg





OEBPS/Image00061.jpg





OEBPS/Image00018.jpg
FEibS FEER FEEN
i (mBE, TaEt) | 02)%E #1500 1
B (&BE, Tawit)

T, TAEL)  EEKHSHESBUNZES #5000 A
L (i, FaTE)

K (s, Taml) | Siar. ARG B1500 X
i (S8, ERH0) L

R (i, TREl) o AR A ENREE; _ 420000 A
(s ra) | TR R, ERTR

FE (S, Todt) | KSRArE #3000 1
B CIRE, Tofdt) | Sk e

B GLEE, T50Rlt) | BEEA 5001
B (e, Tanm) | PEnE #3900 1






OEBPS/Image00062.jpg





OEBPS/Image00015.jpg





OEBPS/Image00059.jpg





OEBPS/Image00016.jpg





OEBPS/Image00060.jpg





OEBPS/Image00013.jpg





OEBPS/Image00057.jpg





OEBPS/Image00014.jpg





OEBPS/Image00058.jpg





OEBPS/Image00055.jpg





OEBPS/Image00056.jpg





OEBPS/Image00021.jpg
e W& N (RIEENGRERT )
BAE HEE 5190

Bl R 7001

e R 7020

== P

iy 2% TIBIA

B e T

wE o x5






OEBPS/Image00022.jpg
FAZI E35] 55

N | [IESRGEAOSEEEN #920000 A
—&B SRR SRS #93000 A
& NRJIES #£98000A
=& NR)IFER. BRITTHE. JE #5000 A
N EllES #94000 A
FESHRATHERIA #921000 A
A& BRI #£95000 A
7R AHE=. BEKE. XOEH £95000 A
H& DOEEeEE. RIEHSER £93000.A
J\EBA FESHR #8000 A
it — £341000 A

BRI

INEITIR . ARXFEFA






OEBPS/Image00019.jpg
il E3] G &h 2EN
BRESEHBE TRISEDE339A
IR PR ERR EESEL500 A
TEHEEER HEESDE1300A
chify B RERERO BE2500A 10639 A
AERISDEEEE
e 555000 A
Pisat o
R PGS ZEE1000A
i THRER. FEMBIA
=lpicna=t; 5E2500A
SHE=E NHEEET 843 A
po iy BESKESE 551000 A 10632 A
R ESRIREE BE600A
BISEEBR) SRR 551000 A
BIEASER ZEE1000A
SRFHERSAR SE2500 A
FEXISRIE IRHE. AESHEEDE1534 A
izl BELDET02A
FENERISEEAS  ®REFLEE590 A
a%E KA  ERENFERER FE3000 A 9926 A
R FAPE) ettt EIHSE1000 A
BB XA SE2100A
KEFEAE SE1000A

SREHARES L 2800RA

REFIESEE, HENEE. SERESEUNIE






OEBPS/Image00020.jpg
HEIEA SEIHTEE HEED sERfigk
—FAETA FRZ P E 12854, (%3 ( SIEMBHAEER ) Sl
RETZ 4 E 359 % “HAREZBtHE &
15000 A ARFA (B X fiEg6z )
15000 A 5000 A (H X XEhAfmiEd )
15000 A 5000 A (B X S8HiE&Ric )
10000 A 8000 A (B X SeEsae)
NEFA (% [ MAZE=ICIA )
— (%3 X SHEMRHAESLR ) Sl
60002 A TR P ARETE 1285 4% —AE—Bt—B &
Fi#E5000 A (B XFX=FEX)
RS F R—FAFA (B X RREUE )
{800 A (B X |BicREE%H )
FEZ P AT 15004,
KEFEE000RA, HimfETEX (B8 X BmeBes )
183562 50005 A
TR S RETE 12854,
RENTZ 4 E 3624%, (B A EHEESEES - RETE

ATHRITE 164745, $5E.
1855££910000 A

FHEEARINER )






OEBPS/Image00000.jpg





OEBPS/Image00002.jpg
BIFEEER ( BESIFESHAIZN )

ABRA [ENCLS) (BIXBFEAMEHK) (x@|ic) {XIES)
EA—E 1000 1000 1000 1000
FHEEN 500 300 500 300
PKEsLE 250 120 220 120
BEHE 150 50 150 50
FIEMEE 200 100 200 100
ABERLE 100 50 100 50
BRAAHE 250 150 250 150
HASEQF 700 500 700 500
AT 300 300 300 300
AllgEk 500 500 500 500
BHiRgES 300 300 300 300
JLRERE 200 200 200 200
wasEa”™ 1000 1000 1000 1000
A 250 250 250 250
PEERS 1000 1000 1000 1000
ait 74750 70670 74720 73370
HEiER GERRIEE )

ARBA (HiEAE) (FIXEFEE MK ) (x@ic) (XIEiE)
s 650 650 650 650
SRR 800 800 800 800
[23E ON 170 170 170 170
FRERER 300 300 300 300
21115408 350 350 350 350
AKE 400 400 400 400
INEEB 400 400 400 400
EEER 500 500 500 500
tHEE 200 200 200 200
LLEZRE% 800 800 800 1000
TEHEE 470 470 470 470
R 200 200 200 200
FRAAMEE 200 200 200 200
TR 300 300 300 300

ait 5740 5740 5740 5940






OEBPS/Image00001.jpg
BIFEERA ( BESIPRSHAAN )

EBRA (HaimAS ) (FIXEFEL MK ) (xmic) (XIEiC)
[UIES-S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JPEEER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BIERFIR 8000 8000 8000 8000
HHEE 3000 3000 3000 2000
LEWFR 1500 1500 1500 1500
RWfEHE 1500 1500 1500 1500
Timp 5000 5000 5000 5000
RS 3000 1000 3000 2000
EMYE 2000 2000 2000 3000
FIABER 1500 500 1500 1500
& EX 500 300 500 1000
FRTH 2000 2000 2000 2000
APKE 800 800 800 800
FRER 800 800 800 800
BRXE 150 150 150 150
EFFH 1000 1000 1000 1000
RTRER 1500 1500 1500 1500
EFG. EFER 6000 6000 6000 6000
H_EXB 2000 2000 2000 2000
AOFE 1300 1300 1300 1300
RTFFE 500 500 500 500

KEFRE 1000 1000 1000 1000






OEBPS/Image00053.jpg
Rl ARBA B
TFEFERR EE
stk PEEapHES 55
HFEEAES $E
HFEB=EE BE
. PSS B
=8 HFEDENX BE
3 TR EETS BE
Bl E3KEE EE
BFEIRE R
Bl EARR BE
HFRRAIL R
ZAPA SR R
LA ez E BE
BHEIREETZE BE

REE—TT £, BRS

BERSINE % HREE






OEBPS/Image00054.jpg





OEBPS/Image00006.jpg
SREFEISEIEMA AR (IREAEFAYSEEARRA )

A (EAB)  (FXEs=smeik)  (xiEme) (XER)
jalenciy 1000 1000 1000 1000
BREN 5000 5000 5000 5000
FERE 4000 4000 4000 4000
KR#aTE 3000 3000 3000 3000
SRR 7200 7200 7200 7200
HIEE 5500 5500 5500 5500
ERINET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NI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N8 1500 1500 1500 1500
VAR 2500 2500 2500 2500
L] 800 800 800 800
] 900 900 900 900
ait 135900 136900 135900 137900

I EPR LB Z A (S EEBRIERA )

N (ramss) (FIXEFERUMRIK) (xi|ie) (XIEE)
FESER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fict=zpS - 3000 1000 3000 1000
AHE=MA 2000 2000 2000 2000
P 1200 1200 1200 1200
AUEFSER 2000 2000 2000 2000
IEEER 1000 1000 1000 1000
REFER 3000 3000 3000 3000
ERMRE 1000 1000 1000 1000
MR 1500 1500 1500 1500
RAER 850 850 850 850
BEED 400 400 400 400
FROE 800 800 800 800
BaeF 800 800 800 800
BIFTEIA 500 500 500 500
)IIFEH 3000 3000 3000 3000
Tt suE 1400 1400 1400 1400
IRAR—2 800 800 800 800
—HETiE 400 400 400 800

TrhEF 300 300 300 300






OEBPS/Image00050.jpg
BRZESEAH AR

BZEIHAL

L2 gy

WITE 13328 A\ &P
1567548

SE/EFET-18360 A

896A. 2800, &

(B X KARFETHERIS )

220002

BT, HiE10000 o

£ (8 X B )
ZETIA10000 A (B3 X DR )V TRiF LS
FECA0000 X, Eeb P 4EE -
3000 JigF (B3 X 2188812 )
SEL-10000 ABLE (B FEFE)
FEE17000 A (B X RHERFEERWENGS )
FEE=20000 A (B8 X BHR=sER VI A TEH
ZET-20000 A (B X BgsE )
WIE13238 A, FFEL

U

666, (B X BAARSE - 8A8¥4% )
FCHTA (B XERZI2)

#IeBE. FFE20000
EZN

(BB X £kE)

HRFEEFA

(B X=EARIE)

#32100000 A

(B X BESmRERS )






OEBPS/Image00007.jpg
SREFEIRRIS 2 X (AT EBEFEARAYAREA )

A (NRAB)  (SXEA=AEREE)  (Amk) (XER)
ADR 450 450 450 450
AlisvE 350 350 350 350
P 8000 8000 8000 8000
@)l 3500 3500 3500 3500
EAIE— 5000 5000 5000 5000
KiEH 3500 3500 3500 3500
KE—= 120 120 120 120
NFRAY 1000 1000 1000 1000
W 700 700 700 700
RAEK 500 500 500 500
YRR 200 200 200 200
HiRER 200 200 200 200
FiRsE 200 200 200 200
BEaS 300 300 300 300
RN 200 200 200 200
EmEN 200 200 200 200
FEEE 300 300 300 300
Ik 250 250 250 250
ZHER 300 300 300 300
e 1000 1000 1000 1000
ait 60220 58220 60220 58620
BHERT 2N (RERERKENN )

A (RRAE)  (SXEASAmREN)  (A@e) (XER)
NREE 1500 1500 1500 1500
e 2000 2000 2000 2000
BHIREA 1500 1500 1500 1500
InpEsEe 1000 750 1000 750
s o 700 700 700 700
Btk 250 250 250 250
i 1000 1000 1000 1000
EHEE 850 850 850 850
iR 650 650 650 650
ait 9450 9200 9450 9200






OEBPS/Image00051.jpg
(#42: A)

53 X BEED PEEEN ait
& RERRS 24000 5514 29514
i REE—TT 26800 2215 29015
fidhc=} RENE 21900 5920 27820
K& TRERR 19400 7328 26728
‘it — 92100 20977 113077






OEBPS/Image00004.jpg
HEER (EREEA )

EBRA (HSEAE ) (RIXEF S MK ) (i) {XIEiE)
AN 100 100 100 100
BOER 200 200 200 200
SFB 160 160 160 160
g%{;’%wj 400 400 400 400
Bk 500 500 500 500
o] 200 200 200 200
ke 270 270 270 270
TEREI 100 100 100 100
JIBESES 70 70 70 70
FRiTHE 250 250 250 250
FeRITI 150 150 150 150
SEER 200 200 200 200
BRERES: 100 100 100 100
i Ee 200 200 200 200
&it 5300 5300 5300 5550






OEBPS/Image00048.jpg
(4 A)

E e =5
ROER. ROER 1600
EREL, BRK, REK, BT, PRER. o
—&n RS
SRR 2200
EHEEKKR 600
DnEEEERA 70
)1 50
BN S35—IF 500
s 150
[T 3000
. R, 5K
=Hik fER. ERER 8900
e KERE. bEER. IEAEE 760
&ait — 12360






OEBPS/Image00005.jpg
BRI W@HA (TREMEFAISEEI )

N (ABAB)  (mixEm=smiek) (@) (RER)
TR 7000 7000 7000 7000
5000 5000 5000 5000
3000 3000 3000 3000
2000 2000 2000 2000
1000 1000 1000 1000
700 700 700 700
g 8000 10000 8000 10000
G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R 800 800 800 800
BRKK 6000 5000 6000 5000
KRG 6000 6000 6000 6000
ERER 2000 2000 2000 2000
SN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BRI 1000 1000 1000 2000

A






OEBPS/Image00049.jpg
SR EERE SRR
FET-3000 A (B X EBFHESE )
FC=ITA (9N SRR VSR
R 700X, FBR3000X (9N BERSAT R ) SRENS
FECI0002A, F30008A  HIFE 1000 ALLE gfég*ﬂﬂ“‘wi*ﬁ YRR R
FET-1300 A~ 1400 A, a5 N -
oo BEAGOALE (83N SHE)
FET-1400 A, {53000 A FEE 469 ALLE (83 X B&EEBE )
QEMRE—ERFREFE1500 A (B9 X BIRRRED )ErIErse
ERE230A (B XBEATR)
ERE23T0N (BXAER)

BHREB00A (B X R AETY

WEFE 1000 ALLE (B X an=4hE )

FEE 1051 AL (BB X BRERED ) M ZE MR
EORCHEA BRETIOIALLE (9 X FaEas)

EE1200 1 (o X B B319)

RE1200 (N ERaEEL)

EHRE2000 A (9N SRR A EREE

ZET-4800 A, ff56000A

(53 N SHEMEHAELR ) T REFEX

HHTE 8000 RA (B X XEBBFERiET )
HWHE8000RA (B X &R )

WHE 8000 KA (B X AEAYE )

ZET-10386 A (B X RE=Ra LI T RS )






OEBPS/Image00069.jpg
\
-~ g
] & -
N7 g
s
M

Shuclnk R AZEAR
it e T )






OEBPS/Image00046.jpg
RE £ B B
95 T0002A G 158, TA. BEE
e i GG, RERE
P BEAED. BRI,
i AL BREEERAC00  EIRESNNE R, s
parrery RTSBALS, BN
S
HE R, SRR
= KFBEET, R
BOFEE 11690 A R, BEAER. B
hip BHERS00A,  HISEAR L. BRERES.
&iH16890 A PSR A,
SIS ENEIL . SR
MrsEH
k. SR
BB 11630 A imiiﬁZ$E§§;§
P 2??4?33033\0A MesEsE memme Do DT
FEED SR,
B
SRERE. DRl
" il KEHET. L
=th&it 48826 A

B

RERHI SRR






OEBPS/Image00003.jpg
HSEAR (IERSFFIB . IEBHEFEI )

BBRA (HaiEn) (FIXEAFSELWbK) (xigic) (XIEi2)
K=\ 200 200 200 200
FFIERE 250 250 250 250
ARTEE 250 250 250 250
fitres=i=t 175 175 175 175
FREERSA 250 250 250 250
SERELER IR 130 130 130 130
HAE— 150 150 150 150
FARFN=RRB 100 100 100 100
LERRIRE 250 250 250 250
ait 1755 1755 1755 1755
HEEAR (ERHDSHL)
BBBA (HAEAR) (FIXEF S MEbK) (x@ic) (XIEi2)
MRS 4300 4300 4300 4300
N7 3500 3500 3500 3500
TEFINR 500 500 500 500
AR 800 800 800 700
KTEHE 1500 1500 1500 1500
HEMEEAR 750 750 750 750
HRER 1200 1200 1200 1200
EBER 850 850 850 850
FIELAT 1500 1500 1500 1500
ait 14900 14900 14900 14800
HEER (IEREEA )
BBRA (HaEaAH) (FIXEF S EHMbK) (Xigic) (XIEi2)
LWEE 300 300 300 300
KRIER 500 500 500 500
HEEAR 130 130 130 130
LLIEsTERE 250 250 250 200
BFEIE 200 200 200 200
FITEE 170 170 170 170
SEIEER 130 130 130 13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200 200 200 500
50 50 50 50
120 120 120 120

150 150 150 150






OEBPS/Image00047.jpg
i B3R mE
= . AR 1500 B HER RS RRS, SLBENE
- M. BT, ST REIRE
i . %mv’]—ﬁﬂMﬁ%ifﬁﬁLE?—, T2 BEIRE B TR
i R, FEVEE. &FD
i ) Eﬁﬁ&%géﬂ'ﬁﬁ\ FiL, BHIRERA TR, B
i MR e
SESE. Bk ;
i ,;';J i SRR EBRR e, B rELEE
A ek TEFHLN, BRREKKER






OEBPS/Image00044.jpg
(i A)

bl el i £h
DNEESIE . EE 10000
FBRER 2SIl 5000
RBEE . e 12000
A RRHERTTR zZl 3000
AT B3 2800
h)11555% B 1500
Ait — 34300
REKE B, B, B 5000
ik ERFET eIy =T 30000
‘it — 35000
INFETER sl A 14000
BiEEA &%z Al 10000
iz} BRI EW—IE R, IER 9700
FESHFR *ia 10000
‘it 43700

BRFAR B, 52 BS. X0 T8

§






OEBPS/Image00045.jpg
RRBGR SRk

“BEIMA () EE, TEmE” B X PREAHER )
PSR ATEL, BISISAIRRL X Bl )
‘REAEH, BEHIRT 8 ( SRR AESER )

‘SFETSENEE, BETHR”

H X BHRIE )

‘BESRSTL, RERRE"

A X FEF=E)

“BAESIEE, BEXASR”

(
(
(
(
(
(

A X SR )






OEBPS/Image00012.jpg
HBRA (i) (XEE) (=iEXH) (g )

AR 1500 1500 1258 1000
fal7 5000 5000 — 4500
EITA — — — 1460
L= — — = 187
KHEFR — — — 98
BULEEDR] — — — 470

BHEES = = 325 =






OEBPS/Image00010.jpg
( #42: A)

Y & =5 an
INFEITE 7000
=NE 5000
_ e 3000
Hrea KbfEa 1000 18700
AS4x 700
o 2000
iz 10000
FEFEH RBER 12000 22800
s 800
EHKK 5000
PN 6000
RS 2000
BE=FH B NEA 10000 25000
S
San
RBIEN 4800
R PR 3900 8700
#EEm SRERR 7200 7200
P 3000
EAEE EIEE 5500 9200
ions 700
NS IES 10000
INEIIFEE 1500
BtEA NEFRE 2500 15700
B 800
T 900
$£\ER EFNETT 30000 30000
=it — 110300 110300






OEBPS/Image00011.jpg
EBRA (ximie) (XEE) (ZiEXH) {Esz$ )

e 3000 1000 1624
BE=H 2000 2000 1646 1640
K 1200 1200 1535 1530
HIEF 2000 2000 - 920
s 1000 1000 — 1917
ig’gg 3000 3000 4000 1000
=R 1000 1000 912 912
BRTTE 1500 1500 803 800
EABE 850 850 450 450
ERE 400 400 201 200
i 800 800 370 370
BEeE 800 800 363 360
IR 500 500 313 313
il 3000 3000 — 1520
T E 1400 1400 638 630
BRE— 800 800 693 690
— i 400 800 406 400
oA 300 300 246 240
ADK 450 450 340 340
Al E 350 350 208 250
P 8000 8000 4018 4000
11583 3500 3500 2296 2300
KalE— 5000 5000 2470 2000
AHIE 3500 3500 1823 1538
KE— 120 120 = 110
ARG 1000 1000 — 680
kI 700 700 — 690
RABH 500 500 = 520
RN 200 200 — 310
FiRET 200 200 - —
PR 200 200 — 204
BEARS 300 300 = 200
RN 200 200 - 140
HEEN 200 200 — 160
HEERE 300 300 — 320
Ik 250 250 - 340
ERIEY 300 300 — 520
e 1000 1000 — 1330

‘it 50220 48620 23821 31468






OEBPS/Image00008.jpg
(HABAE) (RixBFHAMEK)  (XEHS) (XiEE)

BIFEN 102445 98365 102415 101415
EEED 205570 204320 206570 206720
SEED 308015 302685 307985 307135






OEBPS/Image00052.jpg
B o i £ Eneit
SEEEL SRI000A
SRR £E3000 A
BRRRIES SEE4000 A
SEIER BE2000A
N N $E3000 A
i Ramn e 2000 A 24000A
el HE3000 A
e BE3000 A
FIRrrrs BE2000A
s EE1000A
FEAE ERE00 A
TehfB=E2 51000 A
e PERE e SFEA500 A
i Al EAE BE3000A L b
FEEE BE3000A
BB SE4500 A
AREEEE TE2000 A
e ZEE00A
b e FEESR BE3000 A 13600 A
s BE2500 A
BRER" RE5500 A
HEAER ERA000 A
2¥ETH IKEE2000 A
BRERE KE2700 A
ke BN pEEe IKEEI000 A 13200 A
e 7KE1000 A
aEaTH IKE1500 A
R IKEE2000 A
Ait — — 64300 A






OEBPS/Image00009.jpg
Gl x5 N ait
IR 7000
RmNE 5000
N P 3000
= Kt 1000 18760
T 700
BOEBE 2000
TNEEEIE 10000
BTEH RBEE 12000 22800
tasE 800
_ KK 5000
r==e KBNS 6000 1000
FmER E=Te= 2000
55 VET 10000
%}fﬁfﬁ’ 14000
SR
FEEm BSEN 2800
FHEE 3900
KEmaTE 3000
PERERRIL 7200 15000
SIEIE 5500
P iR 10000
AN} 1500
MR 2500 15700
SRsE 800
s 900
BtEH EFNET 30000 30000
%)\58 FEEEE 10000 (F#3958 ) 70000
FhED TN 8000 (FHEkS) 500
@il 3500 (0SS )
ST AE — — 158800






OEBPS/Image00043.jpg
(i A)

WEH[ EEE FABAES BEH
BRERRI 7200
40—IE 2700
ERERRXF 2000
BRFEX 800

FRER KR 300 14900
BT 600
FRFRERE 500
THR#E 800
INFEFTER 7000
RUE 1000
FABIR(E 3000

: BEBE 2000

FAIRIATE — 1000 15900
hBXHE 700
MRZA 1200
FTThER =
FEEER 10000

R EERR 2800 12800
FEAH—S =
SiENEA 10000

" hnEkzzRe 2400

FRIAL *SES 600 13200
Bk 200

‘it — = 56800






OEBPS/Image00039.jpg
T oD o SHeN Dxs
DaE HE (@) SEMED SERDX SERNF DCSH DXRDH

HE(T) A#(A) AH(A) (E) (A) Lzl

tintl 16 5 15 10 80 240 160
NimiR 14 4 12 8 56 168 12
=it 30 — = = 136 408 272

iR RhE ithigE () nEgE () FiEHE (2) BN (8])

iR 10 10 0 —

FuiiR, 40 5 35 65

A 31 10 21 55

iif 20 20 0 i

v 20 20 0 —

Hit 121 65 56 4080






OEBPS/Image00040.jpg
(#fa: A)

LN biztias) BAAES BEWNSED
—&B DOFEEIE 10000 10000
it S 7000
RYE 1000
- HABERE 3000
1N SO 2000 15700
A=A 2000
hBXH 700
REKIK 5000
BEFER 800
FREM. BRFE 2000
=& BifTTih 600 10000
AR S 300
AR 500
TERME 800
POZEIA RREX. BRI 12000 12000
Fat:0N BiENEA 10000 10000
KRHHEDTTR 3000
BEBR 2800
AT 2800
FREBA HEEE=RA 2400 13300
SREBES 600
)I1FER 1500
Bk 200
BEANERRIEL 7200
& 40—IE 2700 11100
IRZG 1200
EFFET 30000
J\E - 10000 40000
FEEBTE HEFER 3000 3000
EANTE NEJIIFERK 10000 10000
EUANES AH—& 390 390
ZERNTE SIERR 5000 5000
SEHTE NR)IFES 1000 1000
ST E R BfGE 1000 1000
Ait — — 142490






OEBPS/Image00037.jpg
(#42: A)

&a 6 () =5 mhad
I
T
EEEE 10000

— J=al

& Ec 23000

=NE 3000
RBEE 10000
EEE

—= Bt 10000 18000
BiENEA 8000
EHEEKK 5000
RS 2000

=% ﬁg;ﬁé 9000
BT 2000
SEER
FEEER 10000
EIRBIZRIL 7000
K 3000

R YEE 5000 #3400
RBIEN 4500
FHEME 3900
E=rs 30000
NI IES 10000

h#E SR i
HERE o
A RhFEER
e

gIELm GHI=E EhEERE x5

BRI






OEBPS/Image00038.jpg
HA BRI (RERBA) &h ER&it
R 1650
RZA 1500
BEA ggigf o 10100
Bk 250
JISFIREBIA 5000
2)I155BEBRA 2000
BIEFIZREBRA 1500
FAZEREEBRA 2000
T L EEBRA 1500
JEFSIAEBA 1300
01| BKEBRA 1000
enirA=k
%ﬁ,’ig 1500
S EEAEBTERRA 1500
BRSO YRR NN 1000 19800
RFT—SRERBA 1500
FFREREBIA 1000
Eiél}l
s 1500
ERE
oh)IF5R 1000
AELL
REER 1500
LIFAEE=
FEXBR 1000
BOFSH 700
Boem
BFNEER g;:%g 450 5040
e
&= 670
REERY 220
&)EE 2000
HIERE 1000
401183 500
BIFZIPRE EFE 500 6450
(EEHBRGFIE) Hiclasheie 500
thi—= 1000
MZTH 300
MR 650






OEBPS/Image00035.jpg
Ba =i A
AT 1000 A
s 1917 A
s 4500 A
—& AT 1460 A
(#1390 4) RS 1538 A
L= 187 A
AR %A
R 690 A
FEERR 8000 A
— AT 400 A
“BE 340 A
RAER 520 A
g AllE 250 A
P IehEF) 240 A
(#H113740) i -y
HEER 160 A
axib 204 A
IREED 310A
HEERE 320 A
BEHH 4000 A
)18 2300 A
BT 920 A
RN 680 A
=& BUEED] 470 A
(BH1210A) Kalim— 20004
Il 690 A
BEAS 2004
AR 140 A
AE—E HMOA
o) 1155% 1520 A
BESE 360 A
SIS 313A
BB 912 A
EEEs 2000
FAEE 450 A
A2 S
(IE fﬂzsgg)\ ) 2;:;_ 2381\
sk RE=R 1640 A
P 1530 A
s a 1624 A
HEHKTY 1000 A
e 1330 A
ERIEH 520 A
IS 3400
aif — 47183 A






OEBPS/Image00036.jpg
ERMEROT L ERBEHOAY

BAEE FEFES

e FER (FEFSEZIBET)

HEttF FEFM

HEFXA FEER

KERE AT BE=MR. BRKE. XABEH. FESHFX

BA#E SR

T IR AR, FERFR . PRBR LR EFET. KER (H
EARE) NR)IES. BEEE. mNE

HA—i&E8m ERE

Pe— BIFEZLL ERERKRIER  HEEM . SEARER ) EE KT EE.
AHIEE. BRR(BEEFHF ). BiT5 (BEEFF). IFEXRS

TEFEEE SEMGA. WBERE. UPKE. ABAX. RAEK. EED(BETF)

e FURAR]. TEE#. FHUBEE. AWUAR. 5 RE. SHE

AR F)IEER. FHEUR. TIPS MFAXK






OEBPS/Image00033.jpg
o BR B
RBER 76421
2HEEKK 5812 A
o RIS 1671 A
BIEHS0980A L3 2228 A
(Eszantt, sSEFRAEATT 26454 A ) SR TN
K 388 A
SEER 476
FIRIAE 7064
N
N
KAIER 7415 A
A=
R
f miiN Ea)IE— 2470 A
£i+52000 A )11 22064
(FXil, SFAMAH26182A)  BE+—AR 4400 A
A 4018 A
RIEBER 1258 A
EHES 325N
FEEAR 7785
A= 1646 A
_ P 1535
E=R KiEH
2it18822 A AEER 18234
imE=
TR 638\
BELE 3634
Hhiris 3704






OEBPS/Image00034.jpg
sl BH AB
E == 334
— AT 406 A
tepaER) 2460
=i RE— 693A
P BER 340 A
FERAEA Al sE 298A
=R 912A
BRI 201A
HETE 803A
FARBEIR 450 A
EFIETT 13600 A
- 1R 6598 A
igzatso;\ 4=ll=e A00A
(BEchnltt, SSRRAMA22546 A ) ;;;;z 1238383)\)\
Tl 3274
EFFETET 3000 A
BIEUBSIE s 1624 A
“it7000 A RIEFREE 922 A
(BT, SFRAMAIT6900A) DB 1097 A
21K 347 A
Pere EAEK 520X
B e 1336.X
BIEFS—E BRI 4500 A
A116950 A SR 2450 A
o P 2590 X
Z;;ngzﬁ ESEN 2500 A
PEEE 2340 A
NEE=E 834 A
oS —E i 314N
ai2723 A s 1064
(Bl SRAMEH2724K)  Fog 5704
iRz 900A
BEER 1473 X
BB A R 574N
ity ioEERk 1850
U 5044

ETbu






OEBPS/Image00041.jpg
(e A)

G izt £
aF

Stg DOEEETE 10000
R FRERKE 5000
B3 RBEX. BIME 12000
B3 Hulzzb=e 2800
=2 115 2500
R KRHATTE 3000
X ERFET 30000
= BlIKK. BI—H. BEER —i
‘it — 65300
&E

bosi=d NPT 7000
B3R RXE 1000
B3 TAHEE 3000
B3 BEEE 2000
=& KIERT 1000
R ABXH 700
R HEINBRRIL 7200
s ERIER. EFIBEX 2000
B3 H£—IF 2700
B3 5)= NG 10000
R BRFR 800
eau B 300
B3 ST 600
=20 RFRE 500
=2 THRBE 800
xE FEEER 10000
= AB—&. 1THEF —
‘it — 49600
EESN

BRFAR BESRE 2800
BRFA hnEzERR 2400
EESN RZE 1200
RFER RBES 600
EESN Bk 200
‘it — 7200






OEBPS/Image00042.jpg
(#4: A)

BEEE R SEED BEhH
ERKK 5000
EFSE 2000
Bt 600
el REHE 500 10000
B 300
SRR 800
e 800
R 700
KEHIER 1000
BOBE 2000
T KASER 1000 6000
T 3000
=B 1000
NPT 7000
1Y 300
£I9—IF 2700
BRI 7200
R FEEER 10000
KF—& 300 24290
iEzA 1200
BEESE 2800
BB MEA 10000
T 3000
Bt :&?iﬁ 2800
fnEEERR 2800 20900
kBER 600
h)IIFER 1500
Btk 200
&it = — 71190






OEBPS/Image00028.jpg
B 0 NSRS

BAE IR SN

Bl FEE 700 1

e R 7020

== EEr

i et 1B9A

= = 000 A (HE(ZHBY)
E e e






OEBPS/Image00029.jpg
451 Ba )
e BRI 7000
I WERS 1500
BEXK 300
K&FE— 3000
E:) )lIB 2000
KB 2000
PN 1200
TioRE 5000
BRERI 5000
ESE 3000
PR 2500
B 2000
NEANZ 600
it 400
Eor:) RAE 300
e 120
EEas 188
RN 120
KE—E 80
Friase 120
e 120
HEEE 180
g=4 HEZS 134
BMA IR 100
EEr] R 25
o KBXE 20
Bt SERIEAR 33
it — 37095






OEBPS/Image00026.jpg
BEEH | BERCAM | BEES HEFRCAH SERpk
2000%377
EMMPBA | B000A =tm (B X B4 - SI7ERE )
1BA 167 A (88 X RilgsesExeE )
1BHEA HEA A (Bx )
1BRA 3BA (B X KBZHE )
1BRA 3BA (B X BAshE - FEBE)
1BRA (B X 230554 )
1BRA (B X iZAIEERE )
1BRA (B X BEffo—: EsHg)
6000A | 3000A BHA (B X ERERERSE )
30004 (58 X mEmes ) T i 2
5000A | 264A HHEA 167 A ;;ggmg@gﬁ el
rm—— P flyaooo = (;5 X RS AT R ) IE
= (88 X SHBHATER I
3500A 204 prii]
3500 A BABA (58 X ERICH - FREBH# )
HERHAES
000A | BABA | 1BRA | 10008A g;?;’ﬁmx};i’ .
30001 | 1BA 1BRA (B X5 - S - B3)
3000 A RLtH2Zt BEAHZ— (B X BEER)
30001 10BN 1674 (88 X FAmFIE)
30001 160X =)
2000 A (B8 X BHEFRER )
2000558 (B8 X 2HIEiC )
HBFA (A X ZEF8EYH)
BFA (B XSRS - 3448)
(88 X SIHEMAEER )R
1500 A it
3004 3004 ( ﬁi)é(ﬁé?ﬁﬁﬁﬁikiii Vi
—R®i5
(B N SBEEER - #AD
1490 o
HEA (B XNRJIRXS - 3455 )
HEA 130%A (B X ARI= S SRR )
1001 (B XB@ATR)
10005A 100FA (BN ESR)
1000RA | B0FA 1BHRA (58 X BREPNE
1000FA 1BRA 100%A (#X )
1000%% HEA (89 X BB )
1000RA (B X KBARES )






OEBPS/Image00071.jpg





OEBPS/Image00027.jpg
BERH | BERCAM | BERSN | BERCAKN LR
HEA hEA | 1304 (BN mEEE)
HEA EON (BN EHL)
sEA | 80FA THEA [ 1304 (BN rE=oh)
250008 | 8054 (BN BREEER)
fﬂ B0L0 (B X B )
, (9 X BEERATER 0
100%A | HHA Pt
N (BN E5EE)
T00F A (BN FERE)
205 (AN ERE)
208N (B X 2Fs=s5mEES )
&

93A

A BERRBBEPHRFIEHS )






OEBPS/Image00024.jpg
BEEHD | BERCAH | BEESD HEFRTAH Edghd
108 5% (AXZAEER)
108 A (B X HaBBEES )
1005% | 38000&A (B XXEiE - £+h%)
37000 A% e
100BA 0ok (B X AEZ4E )
1005 A (B X/NEFHRTHS )
1008 A (B X &5Rspshic )
51701 A (B X Episg R $
5ARA 8AA ZEC73A A | (B XERFRIZ)
5ARA (B X ER=51E)
40BA | ED2BA =mBA 100RBIRELR (B X BEiEAskic)
405% | 6000A 35% (B X FBRFEEIE)
40BA =IBA (BEXEBER)
40BA | B00OA (B X054 EBER)
40B A 6000 A Q=D &N
40BA | B00OA (B XSZEERER )
30FA | &% 200 A (B X XBRERIIES)
30BA 38000%A (B X SZiEREDER - 1)
SNESAEELR (B X 8RB —1ReprOMEES )
205N | 38000 A ZEM7000A | 300EEELR (B XSZSR - 585F)
205 A | 38000&A | EH7000A (B X xEBAmERFER )
(

38000 A

B X higeiss - REEDE)






OEBPS/Image00068.jpg





OEBPS/Image00025.jpg
BERH | BERCAY | BERA | AERCAR SRR
380002 (B X e )
05A_|1BA (B X BAEE - i)
2054 | E52300K (A XHBRIE)
HBA | BEA (BN HEmE)
HBA (BN mAELZE)
EHEA, & N P
wopsm | w0k | S F | coomumms | (B swEmR)
s0ERELE | (ANEEE)
0BEA | 1A A (B XE=RE)
05% | 1m2A | 25%@ (B N EHERIZ)
10BA 1BA 24500 A (BX )
0Bk [ 1BA 24500 A (B X GhATES)
0BEA Gl )
05ER (B X EASNER - SI7256 )
0BA | 1BA F7N 005 (BXSEAE - NSIIERE)
05%% | 15A 25A 1002 (B X EA9E - EAIR)
10555 | SHA 34000A | 100%A (:@’ﬁgew‘: Al
0N | 1Bk 005K (B X5 - IS ERE)
10558 | 152k | 24500 A | 1002A (B X ey
1055% | 1nRA___| 2Bk (BXER)
10FBA | 1BA 25A (BX )
10RBA | 1BA (A X 2amEE)
10BA | 1BA (B XER)
0BA | BFA (BXAIIE)
WAl | 10008k | MEAA | 00RETRELE | (B XBEHEEEE)
SHIEA | 1BA 24500 (B X SRt - AR
. fa
o737 A ESOA BB (m e
2BHA 6000RA 41000 A (B X BAiks - 8882 )
25ALF | EAFA 1;’000)“ 20004 (B XEtEFERS)
25A__| Bk (B X s
25A__|ABA 220001 (BN E®E)
HAA (B X Sregi)
HAA (BN SR ASRER )
5
HEA f” 2o (B XwE2)
HAA (B X ehae)
WA | 1BA 250004 (B X R
HRA (| )






OEBPS/Image00066.jpg
HiE BEMREES
EE R TTINAER, N R OB R AR,
FH=+HENB RIABRENESEERPIES, FlREESNEREEEaE,
S FEES A RARELS
BERFEREN. &L AN BEEFINEE T, BEdme
BH=HENA WHEES, SERTHELENRLE, SNEARBENES, #e
ST BERETREE RIS
_ REZR. AASH . BERE=RTSRATEAS, RHEBTIE
A=A LUSEfF, EEESEER AR
PRBRER AR, )& [ ERNOEEAE AR A EREDE,
BH=HENS ML BELEHESSENSHT, WABTSNHE, BEN )8R
B TR
BH=—t&E+=R BEETFIREN, M So8eAIE R
_ ERCAFRZ AR ERE, OERERLIREGEN, —EERA
PB=t—F"R SER, WEBHAENELS
_ SRR 2 TR, BRRE. AASEmRN
R4 BRBISHE, HEER
S BEZAE, AERTENEY, BREMGE 5] TSaem Fam
FE. FENE, TERTRENBENDEEATREABNGS
BEEERIEN. ISR B A AT, B
BH=+RENS TEFTBATANES, BIERSEASEE, DRESERELER
FEXSEAEE
BEEGEAREN. BANET B RBLNE, BENSEERES
e SEPRTET, FEOFSASRE MR, BXAFORER
SRISES S BEINE (DRSS ). KSEEL( BER
FEES ), (BRiES
g BEf o AREEA SR SENE, BRATLBENE. WER

KBS, URESERL. 2L, BRUTEREEESNSH






OEBPS/Image00023.jpg
wH B B £ W
=y FREETT(THEA)
s WESEDD(BEAE) L
s mEE TERED (EAE) ;;;;ﬁiﬁzifiggi s
T XERE D] AR &
EANT  (RESE
BB RS (1)
B EAB CHZEDICKEWAR)  UHEANBSRT0A e
it PR (PYE)
ey T
e SHEED (AR
s FEHERS (+EER)
it FRERSS I ( FORGH)
wit NS STWEEHSRIGON. B
AT FrRae PRI SHR 700 A R
it THREED(ZRE)
i TR IER (RER)
e SR
it SHEZED
‘it — — 3600 A






OEBPS/Image00067.jpg
BfiE)

FEFEMOESE

BhE+=FERh+NF

RAXRELE, —BEERERITHE . BIrRiE

EEESVSPERNERUG, FRSIIRAEE. 0%, XL=E, 5

BH=HERR o
BN REREIE RN, BRE TG B REOEONE
BH=+E+—8 RUEREIEESS, RESEANEER, MNEEAEEE FOES
RS T BRI
BH—{—FER ETRESEEEERAZE, TN TOOERATE, HIEER
P A RS, USRS DA, BhLE S
BARAS G N
A SRR F . AAT TROASER, BRI
BHE=+=%EA EHEFIRELS, HEAYE. FEASEELEAR RIS
SO ARTE, DENSR eSS
R REBTARENS, EREROES THNESRANATE, TAE
AB=tBF=R SULEEVE
PH—TERRBENS  ToENOEEtrATE. ShEE, RAEVNAE
- SO, . SR, ATSREGTR, HAREETE ORI
PR AR RS SHEEE
or—tmr—p | EPRSERATHIEE R BRI e S LAY,
FEREES
T AE kS BRO RS, ATESENRLA
. ORGSR, LEBOTATRSENRE, FLERAEIS
BE=+A%ER

NI, ERFTTH—HRBEENEE

BBE—AARE/N\B

IR PR B SRR A REATE D AR EIE






OEBPS/Image00032.jpg
a3 B =
BERH
REFER 4900
FTBEREA FRBR
JPLEEH 6000
pi{aE]iS24 1000
ERE SHEES 300
EERE—a ETRT ] 150
—
iR ﬁggiﬁ; 220
Aait == 12570






OEBPS/Image00030.jpg
] B 7
INFEITE 4500
Ve 3500
_ N 2000
B BomE 1300
KArER 700
nswx 500
INEEBIE 7000
o RS 8000
ERnE 500
s EHIKE 3500
R=%d KEM5 4000
EFSE 1300
N 7000
e BT
it 1300
iy
T[T 7000
NE)IFE 1000
#EEm s 1700
s 500
T 600
&it — 55900






OEBPS/Image00031.jpg
$ESFHER R gh
B 700
BRTTE 1000
FABIR 500
BERES 250
FHE 500
BHESE 500
EMNEREZ S SIFTEA 350
BRE—R 500
Tt 900
— T 250
IehEF) 200
APR 300
A)llguE 200
RS BFHILIE 700
E=304 EFIFI 200
ZWBHEEN B 170
Ait — 7220






